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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和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深刻影响了当代主流文化观念，以及电影产业的发展，该制度的历史性转型也反映了当代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历史变迁。本书深入细致地陈述并剖析了国际社会极具代表性国家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由此勾勒出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主要类型，不仅推进了国内电影学界相关研究，而且为传媒制度比较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参考文献，并有利于电影产业领域的决策研究。


序

当代西方传媒制度研究属于当代国际传媒研究主要领域之一，而西方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则是其中重要一环，由此可以从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侧面透视当代西方传媒制度历史变迁及其枢纽所在。在理念与实践两大层面，当代西方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变迁彰显了权利本位、契约社会、法治体制等深层次社会传统及其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社会的延续与嬗变。与此同时，凸显了影像工业、市场经济、文化消费、艺术创造、社会道德、文化习俗等对于传媒制度的深刻影响。

反观世界电影演化进程，这一历史主潮清晰可见。

在西方社会林林总总传媒类型之中，电影这一传媒类型非常特殊。在主要西方国家，直至20世纪50、60年代前后，电影产业才或快或慢纳入“表达自由”宪法范畴之内，之前则归类于娱乐范畴，因此处于事先管制范围。就其渊源而言，西方文化传统上对于娱乐持有不同于新闻出版的观念，20世纪50、6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一般视电影为娱乐。之后，电影脱颖而出，演变成新闻出版范畴之一，这标志了西方传媒制度重大变迁，也透露出西方社会结构转型。

西方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涵盖广大，欧陆与英美有所不同，英美差异迥然，欧陆内部也非铁板一块，英联邦体系中具有殖民传统的国家，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与历史上的宗主国英国相比，特点明显。二战以后，一些亚洲国家，诸如日本与新加波等，或进入西方主流，或成为边缘，但是，其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特色非常鲜明，以致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相关混淆经常发生，是是而非的观点不一而足。

深入细致地观察与剖析当代西方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类型，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学术界有关西方传媒制度的研究视野，而且有利于推进国际学术界传媒制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余对于西方传媒制度产生兴趣，寻寻觅觅，时断时续。新世纪以后，执笔为文，偏重于思辨与宏观研究。2007年秋季学期，与已故金冠军学长合作教授研究生课程“传媒产业经济”。学期结束前，余提议电影学硕士研究生付永春撰写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永春君颇具批评偏好，学习刻苦，有阅读之乐。余与他谈论学问，常常子夜时分仍兴致勃勃。永春君撰写第一篇有关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论文，余还不时耳提面命。第二篇，及至硕士论文，他已逐渐可以独立驰骋，思考趋于缜密。如今，永春君在国外马上博士毕业了。

自此开始，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一路前进。

宋珊珊、刘亚文、黄智芳、倪琳、王昊奕诸君相继从事这一研究课题。

承蒙不弃，赵海风、张陶、赵翀诸君慨然赐稿。

因此，这项研究工作得以利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诸多学术参考文献展开研究。

付永春、刘亚文、黄智芳、倪琳、张陶、赵翀、赵海风、王昊奕诸君独立成就本书各章，这项研究工作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学界当代西方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国学术界西方传媒制度研究。

岁月流逝，往事栩栩如生，令余倍感温馨，浮想联翩，沉思良久。

无疑，付永春、刘亚文、黄智芳、倪琳、张陶、赵翀、赵海风、王昊奕诸君的学术成果具有学术价值，余深表敬谢。与此同时，也恳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教，更祈盼此一研究领域出现传世之作。

谨以此书纪念金冠军学长。


导论

一、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日趋深入，随着中国电影不断走向世界，随着国际电影越来越深刻影响中国电影市场，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中推进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电影应对国际国内电影发展新挑战的关键所在，而重构中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2001年和2003年，编剧王兴东先生两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中国电影实行分级制度的政治提案，引起了讨论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热潮。自此，国内学界、政界、业界对此呼声越来越高。

在当代世界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应当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分级制度，这已经成为各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实践上困难重重，相关理论非常匮乏，而且存在诸多重大的理论盲点。

迄今为止，国内提出建构我国电影分级制度，主要局限于中国电影如何应对全球电影产业巨大冲击的严峻局势，以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视角，包括如何通过规范电影收看方式和拓展艺术家电影创作空间等途径，以此为中国电影产业寻求更大的发展余地，而电影收看群体的文化权利及其相关法制体系的重构，这一国际社会电影制度之所以发生裂变的核心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人民文化权利、法律、电影产业发展构成了当代国际电影制度历史性转型的枢纽，它还涉及诸多社会文化价值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迁，诸如对于色情与淫秽范畴等的重新定义这类深层次问题。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绝不是电影领域制度的简单调整，而是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变量彼此激荡冲撞的系统工程。

在此情形之下，如何借鉴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丰富经验，自然而然就变成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电影工业发达国家，其相对发达成熟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及其历史性转型经验，无疑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分级制度有着实际而又重要的借鉴作用。

可是，国内学界目前对于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主要局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等。有关美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多，但是，总体水平十分有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没能较为全面地把握要害，特别是相当忽视法律，尤其是宪法维度的关键意义。实际上，西方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及其演变和转型模式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特征并呈现出一些总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由于国情和历史传统不尽相同，因此其电影分级制度建构理念、转型方式、具体形态等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深入而又全面研究西方电影分级制度的来龙去脉，这是能否真正有所借鉴的前提。

除了欧美国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以外，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在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研究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研究是透视国际传媒制度难点之一，国际学界公认，其对于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整个传媒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历史发展、总体格局、基本特征

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是电影业放映制度，其与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深刻影响到人们基本的文化观念和电影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制度的历史性转型也深刻改变着有关大众传媒的传统学术理念，折射出当代大众传媒理论，尤其是大众传媒政治哲学论争的一些焦点和难点。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大众传媒中，相对而言，电影属于比较特殊的传媒类型，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对其生产与流通影响尤为严重。

从法律上讲，由于电影从被仅仅视为娱乐范畴逐步过渡到被纳入表达自由范畴，因此西方主要国家的电影业在20世纪或快或慢地获得了宪法保障，其放映制度随之发生巨变，电影审查制度逐渐演变成电影分级制度。在一个消费引导市场的经济和文化生产时代，电影制度的这一历史性转型不仅深刻影响了电影的消费观念和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影产业和电影艺术在20世纪60、70年代及以后的剧变。

那么，当代西方电影审查制度是在什么时期，又是如何演变为电影分级制度的？这一电影制度历史性变迁的社会与文化基础是什么？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并非铁板一块，这是否深刻影响着西方不同国家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转型特征和现实状况及其发展态势？同样尖锐的问题是，当代西方电影分级制度是否具有审查性质？如果说有的西方国家电影分级制度不具有审查性质，是否其他国家亦然？

在西方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研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包括日本，其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些国家同属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范畴。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状况、文化特点、电影业发展水平等各不相同，透视其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的视角因此会有所变化。

属于普通法系国家的英美，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德，而强大的立宪传统与电影工业等因素又使得美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在许多方面非常不同于英国，欧盟对于其成员国的影响则是考察英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演变的重要因素。在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方面，美英都呈现行业自律的垂直管理形态。但是，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突出了第一修正案的宪法基础，属于行业自律的经典形态，独立性很强，行政管制相对较为宽松，而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则带有浓厚的政府授权传统。实际上，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是在与行政、立法、司法、社会利益团体的博弈中行使审查与分级权限，政府委托色彩浓厚，议会保持最终决策权，只是由于英国强大的文化自由主义传统，后两者一般不发挥多少作用。

诚如熊彼得教授所言，法国属于欧洲中央集权传统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其《人权宣言》则又开创了近代表达自由之先河。这两大传统也错综复杂地深刻影响了20世纪迄今法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历史发展与体制转型。同为欧陆国家，德国最近一百多年来历史演变跌宕起伏。魏玛时期，德国似乎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发展的前列，其后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又几乎将近代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推至极端，二战以后的德国则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历史过程，新兴社会形态融汇古今，又独树一帜。英美传统则深刻塑造了其社会结构，这一切造就了当代德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演化进程及其特征。德国电影行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这一德国电影审查分级机构从属德国电影行业。但是，宪法的基础作用和社会参与度非常之大，实际上具有开放的协会性质。在历史上，国家/政府角色在法、德两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战迄今，无论德国，还是法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实现了电影审查分级体制的结构转型，实质上与英美相当接近。但是，相比之下，法国行政色彩更加重些。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因为有着不同于美英的殖民传统，所以它们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也就变得特点显著。由于加拿大存在特定的民族矛盾以及跟美国接壤，这使得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跟澳大利亚不同之处也相当大。就整体而论，加拿大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受到美国很大影响。但是，加拿大有的省，其类似于美国的当代电影分级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就已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电影分级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质，分级制度保留了审查因素，这构成了当代西方电影分级制度一种特殊的典型形态。

今天的日本，基本上属于政治自由主义国家，按照通行说法，处于西方国家阵营。但是，独特的社会历史和东方文化传统等因素在塑造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领域它们跟欧美的不同之处一目了然，并且存在许多令人费解而又有趣之处。例如，日本有着历史久远的色情文化传统。但是，近代电影审查制度建立伊始，就严格采取欧美，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严厉处置电影中的色情表达。二战以后相当一段岁月，在此问题上，日本电影审查分级机构映伦监管定级，无论审查，还是分级，其严格程度，不仅超过法国这类欧洲国家，而且也远在美英之上。虽然与西方文化和社会高度融合，但日本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无疑在西方具有相当鲜明的特点。

这几个重要国家社会差别不小，但是，就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社会语境而言，其基本范畴大体一致，即社会结构、政治/法律、政治哲学传统、公共领域、电影工业与电影商会、社会利益团体、宗教文化、性道德与性观念、大学生与流行文化、民族种族矛盾、历史传统等，当然这些范畴所起的作用有所偏重。

另外，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经历了划时代转型。在文化与生活方式领域，变迁尤为显著。色情、暴力等这些当代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核心范畴方面的价值观、道德理念也随之深刻转变。在权利体系中，表达自由获得越来越大的权重。这些方面推动了上述各国电影审查制度或快或慢地向分级制度转型。总体而言，美国在此过程具有领先地位。但是，无论英国，还是德国、法国，或者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日本，至20世纪90年代，其电影制度都普遍地发生结构转型，确立了电影分级制度的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录像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电影分级制度存在向各类影像制品覆盖的趋势，或者与其他传媒监管制度协调，发挥规范传媒消费的功能。

在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领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具有典型意义，由此可以探究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历史变迁、发展态势、基本类型、总体状况。

就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整体而言，西方主要国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具有代表意义，客观上引领了世界潮流。但是，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林林总总，异常复杂，远远不止西方国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即便西方国家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也不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等所可以囊括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介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一类国家，诸如新加坡等。西方当代社会、威权主义传统、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多民族/宗教交错格局、东方传统、地理人口等构成了新加坡国家特色，也规定了新加坡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基本状态。在当代全球化、数字技术时代语境中，新加坡电影制度与西方电影制度彼此影响，在可持续地保持差异的同时，也呈现出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发展的主潮流，由此共同建构了当代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形态的多样化特征。在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传统游刃有余的新加坡，其政治结构总体上还是生根于多层次的西方传统，又切入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之中，这是透视20世纪新加坡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关键所在。

20世纪初至今，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发展总趋势是由审查向分级转型。从分级与审查关系而言，形成了分级型、审查型、分级为主审查为辅的所谓混合型。审查型，一般属于强制型。其中，电影审查制度时代的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属于行业强制型，有的则属于国家或政府强制型。分级型，或分级为主审查为辅型，就其性质来看，可分为自愿型和强制型两大类。从集中度而言，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存在垂直型、横向型、垂直横向融合型诸种。

当代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这一发展状况客观上要求开展比较制度研究。

三、研究重点与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应当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指引下，利用施拉姆、希尔伯特、帕特逊教授所建立的《新闻出版的四种理论》及其后续学术发展为基本理论工具，并且进行必要的修正。在总结了20世纪传播学术思想后，当代国际著名传媒理论和传媒理论史家麦奎尔教授在其最新修订版的名著《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施拉姆、希尔伯特、帕特逊所创建的传媒制度理论迄今仍然基本有效，其后诸多相关理论大体上没有突破其理论模式。另外，应当注意运用最近五十年来国际学术界一系列相关学术思想，重要的有亨廷顿等教授的发展政治学以及麦奎尔等教授的传媒发展论，米塞斯、哈耶克、伯林、奥克萧特、罗尔斯、德沃金等教授的政治哲学，哈贝马斯教授的公共领域理论（尤其是其晚期以《规范与事实之间》为核心的论著），吉登斯等教授的全球化理论，科斯、诺思、德姆塞斯等教授的制度学派。

其二，抓住法律这一枢纽，注重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两个层面进行社会语境分析。全球化语境下宪政民主的变动，这是理解当代西方国家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及其历史性转型的关键切入点。社会语境分析，在欧洲、北美、澳洲、日本等国特别要注意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社会转型以及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创建；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则尤其要重视冷战的结束。

其三，典型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把握当代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基本类型和电影审查制度向电影分级制度历史性转型的基础。在整个研究中，自始至终将典型研究和比较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形成良性互动，彼此深化，最终导向当代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类型研究。

通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研究，力图透视当代国际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态势，勾勒出具有代表性的存在形态，为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论研究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


第一章　控制电影——宪政语境下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构

一、导言

目前国内学界对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及其前身电影审查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除翻译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以外，邵牧君先生的《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一书，通过较为翔实的史实，重点介绍了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的缘起及其执行过程，并对具体影片个案进行了详细介绍。邵牧君先生在涉及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原因时指出：“1952年纽约上诉法院就罗西里尼的影片《爱情》遭禁一案作出第一个给予电影以表现自己的重要判例之前，电影一直被归为娱乐品，无权享有美国宪法第一和第十四补充条款规定的表现自由。……纽约上诉法院在否决地方法院对《爱情》一片的禁令时作出的判例首次给予了电影以表现的自由（注：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35.需要指出的是，邵牧君先生一书此处发生史实错误，195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罗西里尼影片《奇迹》（Miracle）作出电影享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判决，而非纽约上诉法院，亦不是影片《爱情》。）。”石同云、章晓英先生的《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对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确立与运作、电影审查涉及的法律、地方政府的官方审查以及天主教等压力集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解析和评论，不失为中国电影学界第一篇较为系统而完整研究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文章。在谈到法律的变化何以促使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建立时，石同云、张晓英先生认为，“1948年反托拉斯法案极大地削弱了法规局监控审查的力度。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改判电影有权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此后的若干判例又使反淫秽成为允许预先检查的唯一标准（注：石同云，章晓英.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3，4）.石同云、章晓英先生从二手材料出发，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法律维度，但对于电影被纳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领域内，享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意义，语焉不详，而这一判决最终促成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孙绍谊先生的《从审查到分级：解读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目前实施的情况，并重点考查了美国电影制度从审查到分级转变的原因。孙绍谊先生认为，数个方面的作用促使电影审查得以向分级转变，“在法律上为电影分级制度作出铺垫的案例，恐怕要算1968年4月22日同一天在纽约联邦法院和达拉斯联邦法院分别就两桩与影视业相关的诉讼所作的判决了（注：孙绍谊.从审查到分级：解读美国电影分级制度［M］.卢燕，李亦中.隔洋观景：好莱坞镜像纵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4227.孙绍谊先生的文章指出了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法律维度，但除Ginsberg V.New York和合并审理的Interstate Circuit，Inc.V.City of Dallas，United Artists Corp.V.City of Dallas两案之外的案例，孙绍谊先生着墨不多。）。”贾磊磊先生的《用标尺取代剪刀：百年电影分级制与审查制的分野》一文，在考查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同时，试图以比较的方式，探究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旨在说明中国电影分级制度势在必行。贾磊磊先生的文章指出，“作为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电影观看放映制度的电影分级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实现的。当时美国社会风云起伏，动荡不安，美国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无情的嘲弄（注：贾磊磊.用标尺取代剪刀：百年电影分级制与审查制的分野［J］.艺术百家，2005（5）：4447.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并不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电影观看放映制度，而是电影业的自律制度。）。”徐红先生的《从X级到NC17级：谈美国电影分级制的发展变化》一文，针对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具体级别的变化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提出对建立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思考。徐红先生在讨论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原因时指出：“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多方面原因，加上法国新浪潮电影和欧洲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新发展，美国电影迅速衰退，保守的‘海斯法典’已无法应付电影的新运动和社会的新思潮。好莱坞制片厂权威对电影表现内容的控制与美国急遽变化着的社会道德习俗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尖锐（注：徐红.从X级到NC17级：谈美国电影分级制的发展变化［J］.艺术百家，2003（4）：5558.徐红先生的文章侧重于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具体级别变化和公众对分级制度的态度，并未系统考察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原因，缺少法律维度的考察。）。”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文或著作，对我们了解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可惜这些研究均未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纳入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尤其是没有重视美国宪政制度对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建构的重大作用。而法律思维维度恰恰是透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建构之根本视角。尽管大多数学者注意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有的学者也认识到电影审查与法律变革关系密切（如石同云、章晓英先生），但均未从法院判例的原始材料出发，深入考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电影分级制度建构的具体意义。缺乏宏观的和法律的思维维度就不可能纲举目张，研究存在诸多模糊不清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了。除此之外，诸多文章中发生的史实错误也影响着国内学界对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研究的深入。

本文在占有翔实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剖析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方方面面；着重分析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产生、运行的宪政社会语境；结合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电影制度的判例，突出考察了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构所起的重大作用。

第二部分依次阐述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电影分级制度的实施及其准则、电影分级制度的目的和作用以及社会对分级制度毁誉参半的评价。

第三部分概述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从其前身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演变的历程，从而说明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与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好莱坞电影工业避免政府对电影内容进行管理的举措。

第四部分意在探讨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宪政社会语境。从具有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宪政主义、多元主义和公共领域展开分析，认为正是美国的宪政社会语境保证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良好运行。

第五部分结合第四部分阐述的宪政社会语境，重点考察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构与保护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关系。在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基础上，电影的表达自由与作为事先限制的电影审查制度以及与淫秽问题的博弈关系，最终建构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

第六部分针对第五部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淫秽问题的判例，从法律社会学角度，着重于分析人们在性道德、性观念上发生的转变，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形成的影响。

第七部分作了总结。

二、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剖析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业为避免政府或利益集团对电影业的管制而实施的行业自律制度，通过影片分级对电影观众的观看作出建议。从根本上说，电影分级制度是电影业的行业自律，其前身是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

（一）分级的产生与发展

1966年，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影片《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上映。片中出现了“性交”（screw）等词，悍然违背了好莱坞之前遵守的自我审查规约——“制片规约”（注：在Production Code的翻译上，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数学者翻译为“制作法典”或“海斯法典”，展江先生翻译为“制片规约”，笔者赞同展江先生的翻译，因为Production Code是指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所遵循的规约，并非法律条文。Code一词，据字典释义，有四种意义：①法律、法典；②政策、规约、纪律等不构成法律的通称；③意义传播的符号；④编码系统中替代文字用语的符号。（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New York：Merriam-Webster Inc.1981，p.437.）取第二条释义更为恰当。译为“海斯法典”或“制作法典”，尽管能够让读者体会到Production Code在一定程度上较为严厉，但也容易从字面上引起歧义。Edward Grazia&Roger 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p.43.）。新任的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会同华纳公司总裁杰克·华纳（Jack Warner）商讨对策，并最后达成协议：保留部分言词的同时，删除其他冒犯“制片规约”的词语。1968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全国电影院主联合会（注：NATO成立于1965年11月1日，由美国电影院主联合会（Theatre Owners）和影片放映同盟州委员会（Allied States Association of Motion Picture Exhibitors）合并而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影院联合组织，在50个州和世界上2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26000块银幕。NATO致力于成为强大的全国性商业组织。以最大可能的保护和促进电影院主利益、提升电影业，特别是电影放映业的繁荣为目的。Anthony Slide，The New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Chicago：Fitzory Dearbun Publishers，1998，p.139；http：//www.natoonline.org.）（NATO，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s Organization）以及美国电影进口和发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Film Importer&Distributors of America）会同其他独立制片人和发行商、演员工会、作家、导演、评论界、宗教组织，经过会晤协商，建立了“电影自愿分级制度”。在电影分级制定过程中，主要由MPAA和NATO两大组织共同制定执行，MPAA起主导作用，分级的实施部门分级委员会（Rating Board）隶属于MPAA（注：http：//www.mpaa.org.）。

1968年11月颁布的分级制度共分四级：

G级（for General Audiences）所有的观众均可观看。

M级（for Mature Audiences）建议父母陪伴，但所有的年龄均可观看。

R级（for Restricted）限制级，16岁以下无父母或监护人陪伴不允许观看，后改为17岁。

X级（for No One Under 17 Admitted）17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可观看。其中X级是NATO强烈要求建议增加的成人专用级别。

早在分级制度实行初期，M级经常被误以为比R级更为严厉。于是1969年MPAA将M级就改为GP级，一年以后改为PG级。1984年7月，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夺宝奇兵之魔宫传奇》（Indiana Jones and the Temple of Doom）和乔·但丁（Joe Dante）导演的影片《捣蛋鬼》（Gremlins）两部影片被定为PG级，但影片内容过于暴力，在公众的压力下，MPAA引入了PG13级，用作比PG级更为严厉但不够R级水平的影片级别（注：Andrew Histand，Film Ratings：Inadequate Replacement for Parental Decisions，http：//www.goshen.edu/~andrewjh/writings/film.htm.）。第一部被定为PG13级的影片是《红色黎明》（Red Dawn）。

1990年9月，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影片《亨利和琼》（Henry&June）被定为X级，在环球影业公司和民权自由组织以及法律学者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的帮助下，以诉诸法院相威胁，MPAA以NC17级代替颇多诟病的X级（注：Ephraim Katz，The Film Encyclopedia（4th Edition），New York：Harper Resource，2001，p.1129.）。

现行的分级制度共有G级、PG级、PG13级、R级和NC17级五个级别。现有级别均已申请商标注册，放映商和制片厂不得自行套用，但X级可以自行使用。级别表达的具体意义如下：

G级：（General Audiences）大众级，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观看；

PG级：（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普通级，建议在父母的陪伴下观看，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

PG13级：（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特别辅导级，13岁以下儿童尤其要有父母陪同观看，一些内容对儿童很不适宜；

R级：（Restricted）限制级，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人陪伴才能观看；

NC17级：（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17岁或17岁以下观众禁止观看（注：http：//www.filmratings.com；http：//www.mpaa.org.）。

（二）分级的实施及准则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由“分级委员会”（Rating Board）具体执行，“分级委员会”隶属于MPAA的“分类与分级管理部”（注：分类与分级管理部前身为“规约与分级管理部”（Code and Rating Administration），1977年改为分类与分级管理部。Kevin Sandler，The Naked Truth：Showgirls and the Fate of the X/NC17 Rating，Cinema Journal，40，No.3，Spring，2001.pp.6993.）（CARA，Classification and Rating Administration）。分级委员会位于洛杉矶，由8到13名成员组成。主席由MPAA主席指派，但MPAA主席无权干涉其工作。分级委员会除主席以外，具体成员对外保密（注：2007年4月1日，MPAA官方网站公布了分类与分级管理部（CARA）的工作准则，尽管并未公布分级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但完全公布了分级委员会（Rating Board）的职位构成和岗位定位：下设主席一名，由MPAA主席与NATO主席共同任命；主席负责CARA行政和日常工作，并对所有提交给分类与分级管理部分级的影片定级负最终责任。行政工作人员若干，其行政主管（Administrative Director）由分级委员会主席指派。高级分级委员（Senior Raters）若干，由分级委员会主席从所有委员中选出，具有参与和决定影片分级的实践经验。高级委员领导委员审议对具体影片的定级，并就影片与分级申请人进行沟通，以保证分级制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分级委员（Raters）若干，与主席和高级分级委员一起参与具体影片的分级，分级委员最高任期为七年，由主席决定任期。主席倾向于选择代表美国多元的父母为分级委员。http：//www.mpaa.rog/rating_rules.pdf.）。成员薪金来自申请影片定级的制片人或发行商。成员要求必须是有子女的父母（注：根据最新的资料（2007年4月1日），分级委员会的成员要求必须是有子女的父母，且尽可能不兼任其他娱乐行业职务。主席和高级分级委员的子女没有年龄限制。分级委员在加入分级委员会时，其子女必须在5岁到15岁之间，若其所有子女均达到21岁，分级委员必须离开分级委员会。http：//www.mpaa.rog/rating_rules.pdf.）。分级委员会成员共同观看影片，无记名选择影片级别，经过讨论后决定影片的级别。制片人或导演可以自行删减部分内容以获得更宽松的级别。如果对所分级别不满意，可以提交分级上诉委员会（Appeals of Ratings）上诉。上诉委员会由MPAA和NATO成员共同组成，有14到18名成员。他们同样共同观看影片，倾听制片人或导演上诉的原因，分级委员会也可以陈述其分级的原因。经过双方质询后，上诉委员会讨论，秘密投票。如果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就可以推翻原定级别。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为最终结果，双方都不可再上诉（注：http：//www.mpaa.org.）。

MPAA的成员有义务将所拍摄的影片定级。MPAA现有成员为：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Inc.）、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 Inc.）、派拉蒙公司（Paramount Pictures Inc.）、索尼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Inc.）、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 Film Corp.）、环球制片公司（Universal City Studios）与华纳兄弟制片公司（Warner Brothers Studios）。

尽管MPAA官方宣称，“分级委员会成员不是以影片的片断，而是以整个影片来衡量影片的级别”（注：同上。）。但是从其分级指导原则（Ratings Guide Principle）以及给予影片级别原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其关注点基本局限在性、暴力、吸毒、裸体等场面的出现上，其中主要是以性和暴力等场面的出现次数及表现程度来衡量分级的。

G级：不含裸体、性爱、吸毒等镜头，语言不可粗野。

PG级：可能有偶然的恐怖和暴力镜头，但不可超过范围；没有明显的性爱镜头；不含使用毒品的内容。

PG13级：可以偶然出现使用毒品、暴力、裸体等场景。有可能存在污言秽语；暴力场景不得持续，一般不得出现以性爱为目的的裸体镜头，与性有关的粗俗语言一般不超过一个。

R级：绝对含有成人内容，包括污言秽语或血腥、暴力、煽情性裸体、毒品等内容。

NC17级：具有强烈的暴力、性爱、吸毒或变态等内容（注：http：//www.mpaa.org；http：//www.wordliq.com/definition/MPAA_film_rating_system.）。

尽管MPAA官方网站指出：“电影院院主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放映分级影片”（注：http：//www.mpaa.org；Richard Mosk，The Jurisprudence of Rating Symposium；Part I：Motion Picture Ra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Cardozo Arts&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1997.）。但是NATO作为分级制度的创始单位，其旗下的电影院成员有义务推行电影分级制度。而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放映联合组织，拥有近26000块银幕。因而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在美国得到广泛的应用。

电影院一般通过宣传广告和网站说明影片的级别。涉及R级和NC17的影片，NATO的成员影院需要通过身份检查或其他手段保证影片分级得以实施（注：John Fithian，Survey of Exhibition Industry Practices.http：//www.natoonline.org.）。

（三）分级的目的和作用

MPAA宣称，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目的仅仅是“向父母选择影片为子女观看提供建议”（注：http：//www.mpaa.org.）。尽管为父母提供建议的确是分级制度的目的之一，但分级制也有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功能。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作为好莱坞自律制度，同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一样，其目的是让“好莱坞电影工业免受政府对电影内容的管理（注：Wilson Barbara J，Linz，Daniel，Randall Barbara，Apply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Film Ratings：A Shift from Offensiveness to Harmful Effects，Jour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Fall 1990，p.25.；Marjorie Heins，Sex，Sin and Blasphemy：A Guide to America’s Censorship War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3，p.56.）。”

美国电影分级制的形式与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存在巨大差别。美国电影分级制不再要求删减电影内容，但作为与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一脉相承的措施，美国电影分级制通过对经济的影响，达到对影片内容的控制，调节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保护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根本利益。

依据罗斯·万斯（Ruth Vasey）的观点，好莱坞的行动原则是：“在所有时间（至少是最大时间）、所有地点，取悦所有人；尽可能地少招惹人物，至少是重要的人物（注：Kelvin Sandler，The Naked Truth：Showgirls and the Fate of the X/NC17 Rating.Cinema Journal，40，No.3，Spring，2001.pp.6993.）”。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无疑是好莱坞行动原则的形象阐释。

以2005年美国电影票房前10例，除《婚礼傲客》（Wedding Crashers，2005）被评为R级以外，其他影片全部为PG13级或PG级（PG13级6部，PG级3部）（注：2005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Report，http：//www.mpaa.org.）。由此可以看出，G级和PG级这类性和暴力成分较少的影片在市场更受青睐。

相反的，如果影片被评为NC17级，那么就会丧失大约25%的观众市场（注：2005 Movie Attendance Study，http：//www.mpaa.org.）。另外“在美国很多影院拒绝放映NC17级影片，如果一部影片被评为NC17级，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仅有300家影院可以放映。而且，许多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拒绝为NC17级影片做宣传广告，占据录像带租赁业半壁江山的大片影碟公司（Blockbuster Video）、科玛特公司（Kmart）和沃尔玛公司（Wal-Mart）也拒绝办理NC17级影片租赁业务（注：Marjorie Heins，Sex，Sin and Blasphemy：A Guide to America‘s Censorship War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3，p.57.）”。唯利益最大化马首是瞻的好莱坞大制片厂放弃制作NC17级（或X级）影片的制作也在意料之中。

如杰克·瓦伦蒂所说，“如果制作一部许多人都要看的影片，没有任何级别会伤害你；如果制作一部很少人要看的影片，没有任何级别会帮助你（注：Kelvin Sandler，The Naked Truth：Showgirls and the Fate of the X/NC17 Rating.Cinema Journal，40，No.3，Spring，2001.pp.6993.）”。正是由于市场票房的原因，才决定了好莱坞大制片厂尽量避免拍摄NC17级影片。MPAA也通过这一手段达到对好莱坞电影内容的控制，避免引起社会利益集团的不满，从根本上保护电影工业的长远利益。

除此之外，电影分级的确可以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分析电影分级类别可以看出，电影观众被分为0～13岁、13～17岁和17岁以上三个年龄段观众群。0～13岁的观众只能接受PG13级以下级别的电影，13～17岁的观众可以接受除NC17级以外所有的级别，17岁以上观众不受分级制的限制（注：Wilson Barbara J，Linz，Daniel，Randall Barbara，Apply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Film Ratings：A Shift from Offensiveness to Harmful Effects，Jour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Fall 1990.p.25.）。承认部分影片内容不适宜某一年龄段未成年人观看，既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又承认人的多样性，保证成年人的观影标准不会降低到未成年人的水平。

（四）社会对分级的评价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从1968年建立到现在，一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承认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作用的同时也对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各个方面提出批评。

根据MPAA官方网站的信息，普林斯顿舆论研究中心调查显示，76%的子女小于13岁的父母认为电影分级制度在决定父母选择孩子观看的影片中较为有用，而仅仅20%的父母认为电影分级制度根本没有用处（注：http：//www.mpaa.org；又见Jack Valenti，Hollywood，the Rating System，and the Movie-going Public，USA Today Magazine，Vol.22，Sep.1993.）。根据1989年康涅狄格大学柔普中心（Roper Center a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资料，64%的家长认为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比较有用（注：Public Opinion Online，Los Angles Times，September，1989.）。大体而言，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已成为美国家庭观看电影的主要参考依据。

但同时，在美国多样化的社会里，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诟病。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通过对1993年至2003年间2000部影片的试验，发现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级别对性和暴力的容忍逐渐放松。例如，PG级和PG13级影片中暴力成分越来越多；G级、PG级和R级影片中性暴露程度也越来越高。该中心人员汤普森指出，1992年被定为R级的影片现在也许仅仅被定为PG13级（注：Sharon Waxman，Study Finds Film Ratings are Growing More Lenient，New York Times，July，14，2004.）。有些研究发现，与好莱坞大制片厂影片相比，对独立制片影片的级别标准往往更为严厉。例如，哥伦比亚公司的《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Larry Flynt）和新线公司的《不羁夜》（Boogie Night），两部影片均涉及色情产业而被定位R级，而具有相同内容的一部由Channel Four独立制作影片《本特》（Bent）却被定为NC17级（注：Andrew Histand，Film Ratings：Inadequate Replacement for Parental Decisions，http：//www.goshen.edu/~andrewjh/wrtings/film.htm.）。

三、从审查到分级的历史演化

电影分级制度的前身是基于自律基础的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是伴随着好莱坞电影工业避免州和地方的官方电影审查制度建立起来的（注：Edward Grazia&Roger 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p.16.）。

美国电影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反对电影放映的活动产生于1895年，在爱迪生发明电影放映机之后的两个星期，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一家活动放映厅放映了一部名为《激情舞蹈中的德拉瑞塔》（Dolorita in the Passion Dance）的短片，引起亚特兰大市民的极大兴趣，但随后影片被禁止放映。

1897年纽约市政当局通过了一项针对电影《桔子花蕾》（Orange Blossoms）的官方控诉。这部短片描写了一位准备婚礼的女子的生活片断，表现了她脱衣服和露出一点皮肤的场景。法院宣布该影片违反了公共道德，禁止放映该影片（注：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Respondent，V.John B.Doris，Appellant，153 N.Y.678；48 N.E.1106；1897 N.Y.Lexis 807.本文所引案例均来自Lexis-Nexis数据库，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处提供。）。

已知的最早被成文法律禁止放映的影片是《密苏里的詹姆斯男孩》（the James Boys in Missouri）和《夜骑者》（Night Riders）。1907年11月芝加哥市颁布了第一部地方性电影审查法律，1908年该市行政当局以影片鼓励“恶意破坏、纵火和谋杀”为由，禁止两部影片放映（注：Edward Grazia&Roger 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p.178.）。

继1907年芝加哥市颁布第一部地方性电影审查法律之后，1911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成立电影审查委员会。随后，堪萨斯（1913）、俄亥俄（1913）、马里兰（1916）、纽约（1921）、佛罗里达（1921）、弗吉尼亚（1922）、康乃狄克（1925）、路易斯安那（1935）等州相继建立电影审查机构（注：Authony Slide，The New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Film History，Chicago：Fitzory Dearbun Publishers，1998，p.33.）。到1929年大约100个城市也出台了电影审查法令。拥有审查法令和机构的州和城市在具体审查影片中没有一致性，这就造成了同一部影片可能遭遇不同待遇的局面，在某一州通行的影片在其他州则有可能被禁映（注：Marjorie Heins，Sex，Sin and Blasphemy：A Guide to America’s Censorship War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3，p.40.）。

191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互助电影公司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注：Mutual Film Corporation 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Lexis 1755.），认定电影放映完全且仅仅是商业行为，不能视作传媒的一种形式或公共舆论的组成部分，不能享有宪法规定的对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这无疑默认了州和市级官方电影审查的合法性。“为防止联邦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应付官方审查的威胁，平息公共舆论的谴责（注：Gregory Black，Hollywood Censored：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19301940.Steven Ross，Movie and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Blackwell，2002，pp.98125.），”好莱坞电影业于1922年3月成立“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MPPDA，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45年改名为美国电影协会）。协会以1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威尔·海斯（Will Hays）担任协会主席。

在海斯看来，官方审查制度是好莱坞的最大威胁，而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是最好的或许是唯一可能替代的方式。好莱坞最早尝试自我审查始于1922年，MPPDA号召旗下的制片厂，按照最高可能的艺术和道德标准来拍摄电影，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好莱坞在此期间还饱受演员丑闻的影响，公众形象一败涂地。为了平息公共舆论的愤怒，1925年3月，海斯建立公共关系部（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负责听取对好莱坞颇有微词的妇女组织、民权组织以及普通公众的控诉和建议（注：Stephen Vaugh，Morality and Entertainment：The Origins of the 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June，1990，p.43.）。

1927年，海斯出台了一项名为“不得出现与必须小心处理”（Don‘t and Be Careful）的措施，详细规定了如要顺利通过官方审查，必须要避免出现的36项内容。但是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海斯的“不得出现与必须小心处理”措施，既未能避免官方审查的威胁，也未能平息公众对好莱坞的不满。“在联邦层面，1928年爱荷华州参议员史密斯·布克哈特（Smith Brookhart）提交‘布克哈特法案’（Brookhart Bill）要求国会审议，建立联邦电影审查制度（注：Stephen Vaugh，Morality and Entertainment：The Origins of the 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June，1990，p.45.）。”尽管最终并未获得国会通过，但依旧构成对好莱坞的威胁。

此时，公共舆论要求管理电影业，审查电影的态度已成歇斯底里之势。对电影的怨言来自多种组织，最为重要的是新教和天主教组织。他们对电影的怀疑早在无声电影时期就已开始，他们害怕有声电影的出现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注：Frank Miller，Censored Hollywood：Sex，Sin&Violence on Screen，Atlanta：Turner Publishing，Inc.1996，p.79.）。新教和天主教在美国20世纪早期保有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就曾经指出，“美国仍然是基督教到处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注：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37.）。”

在经过种种效果并不明显的自我审查尝试后，1931年，海斯在天主教道德联盟（the Legion of Decency）的建议和帮助下，最终出台了“制片规约”（Production Code）作为好莱坞制片厂拍摄影片的指导规则。

1934年7月，海斯将原来的公共关系部改名为“制片规约执行委员会”（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PCA），任命约瑟夫·布林（Joseph I.Breen）担任主席，具体负责“制片规约”的执行。海斯还制定了一项新规则，以加强布林的权威，规定“任何MPPDA成员公司，若无PCA的许可证和许可章，不得发行影片，否则处以25000美元的罚款（注：Edward Grazia&Roger 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p.43.）。”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布林表面上是代表天主教利益的道德改革者和负责清理好莱坞工业中污秽内容的卫道士，但他依然是受好莱坞雇佣的棋子，他的任务不是阻止影片的拍摄，而是将娱乐片中注入某种强大的道德价值（注：Gregory Black，Hollywood Censored：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19301940.Steven Ross，Movie and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Blackwell，2002，pp.98125.）。”布林一上台，便立即推行其“道德补偿价值”计划。布林认为，每部影片都必须包含足够善的内容，以补偿影片可能描述的罪恶。将罪恶作为主要情节的影片必须包含这种“道德补偿价值”，以洗刷主题的罪恶（注：同上。）。

从1934年开始，“制片规约”便异常有效地管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的良好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州和市级的官方审查，平息了公众对电影的指责。好莱坞导演在严厉的自我审查和官方审查的双重管制下，努力寻求着表达的缝隙。

“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一些热情勇敢的导演和演员，在个人主义思潮和个性想法的引导下，敢于尝试一些新的题材，为打破审查制度审查标准的限制做出了努力”（注：Steven C.Early，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Movies，New York：Signet，1978，p.84.）。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影片《月光蓝蓝》（The Moon is Blue，1953）和《金手臂的男人》（注：关于《金手臂的男人》因涉及毒品主题而挑战“制片规约”，参见Jerold Simmons，Challenging the Production Code，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Journal of Popular Film&Television，Winter，2005，pp.3948.）（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1956）均以无规约许可的方式发行，引起好莱坞的震动。

“在多样化且富有生命力的60年代美国电影中，常规电影、实验电影、艺术电影、纪录片电影一派繁荣。好莱坞导演在‘作者电影论’传入美国后，逐渐控制电影制作以表达个人思想。在此期间，好莱坞导演的影片在主题和表达上继续冲击着电影审查制度（注：Steven C.Early，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Movies，New York：Signet，1978，p.86.）。”1966年，影片《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Who‘s Afraid Virginia Whoof）上映，宣告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的彻底崩溃（注：参见Leonard J.Leff，A Test of American Film Censorship：“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Cinema Journal，Vol.19，No.2（Spring，1980），pp.4155.）。

根据安吉拉·坎贝尔的观点，“制片规约”没落的原因有：

（1）二战后公众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

（2）电视作为新媒体对电影业的冲击。

（3）联邦最高法院对“派拉蒙诉美国”一案的判决（注：United States V.Paramount Pictures，Inc.，334 U.S.131（1948），Lexis 2850.），使制片厂放弃了大多数首轮影院的控制。由于是制片厂而不是放映商遵守“制片规约”，这造成了对“制片规约”执行的不力。

（4）越来越多的独立制片的影片放映，这些影片越过好莱坞的自我审查制度，直接发行。

（5）联邦最高法院1952年在“博斯汀诉威尔逊”案中，判定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享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注：Joseph Burstyn Inc.V.Wilson，343 U.S.495（1952），Lexis 2796.）。

（6）20世纪60年代文化上的革命，特别是“性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注：Chris Roth：Three decades of film censorship...right before your eyes，The Humanist，Jan/Feb 2000，p.10.）。

除此之外，宗教影响的没落也是好莱坞原有的自我审查体系瓦解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电影历史上，天主教一直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利益集团，天主教道德联盟通过种种途径向好莱坞施压，直接影响到好莱坞电影的审查。美国电影史家沃尔什指出，“战后新一代有教养的天主教徒失去了对天主教道德联盟的信任，1965年天主教道德联盟改为全国天主教电影办公室（National Catholic Office for Motion Pictures，NCOMP），而且这一组织也未能有效运作。1980年全国天主教电影办公室关闭（注：Frank Walsh，Sin and Censorship：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天主教等保守利益集团势力在战后的式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影产业空间的拓展。

1968年，最高法院在对“金斯伯格诉纽约州案”（注：Ginsberg v.New York，390 U.S.629（1968），Lexis 1880.）中裁定，支持州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按成年人标准不属于淫秽的出版物。同一天，在合并审理“州际诉达拉斯案和联艺公司诉达拉斯案”中（注：Interstate Circuit，Inc.v.City of Dallas，United Artists Corp.V.City of Dallas，390 U.S.676（1968），Lexis 3005.），联邦最高法院尽管判决达拉斯市关于对电影分类的法律实体规定过于模糊而无效，但马歇尔大法官的法院判决暗示政府可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有理有据的、明确定义的标准以管理向未成年人放映的影片。

电影业若再不采取措施，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官方审查浪潮。在合并审理“州际诉达拉斯案和联艺公司诉达拉斯案”的六个月里，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由美国电影协会制定并公布于世，避免了大规模的官方审查而给电影业带来的灾难（注：Wilson Barbara J，Linz，Daniel，Randall Barbara：Apply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Film Ratings：A Shift from Offensiveness to Harmful Effects，Jour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Fall 1990.p.25.）。

四、美国电影分级制的宪政社会语境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既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其宏大的社会语境为支撑。美国多元民主基础上的立宪民主制度是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语境。

（一）宪政主义

宪政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但其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的时代（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宪政主义一词最早出现1832年（注：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New York：Merriam-Webster Inc.1987，p.281.），根据韦伯斯特词典（Webster）的释义，宪政主义是一种政府教义或组织形式，它“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权力，通过制衡避免权力的集中，以保证个人及集团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New York：Merriam-Webster Inc.1981，p.456.）。”麦克尔文认为，“在所有的相继的用法中，宪政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的宪政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的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在于宪法的政治功用，其核心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就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注：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王丽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

从上述几种观点来看，尽管对宪政主义的定义不尽一致，但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使”（注：斯蒂芬·埃尔金，卡罗尔·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7.）。宪政实践以“关注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伤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注：同上。）为目的。它起源于古代雅典，其典范是美国立宪民主制度。美国立宪民主制度有优越于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将对政府（特别是对国会）权力的限制与向司法部门进行权力倾斜的特点表述出来。

“不仅为保证纽约批准新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宪政主义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08.）的《联邦党人文集》为“美国宪政所作的辩护是从设计者视角出发的社会科学的楷模，为美国的政治体制规定了活动的理论和原则（注：斯蒂芬·埃尔金，卡罗尔·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0.）。”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在规划美国政府宪政制度时，就考虑对限制政府，特别是国会的权力，并向司法部门权力倾斜进行了论证。

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设计美国宪政制度时，无疑受到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注：《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对孟德斯鸠的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三权分立问题上，常常要求和引证的先知是孟德斯鸠。”〔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成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6.），但同时，他们对《论法的精神》中所体现的三权分立思想进行了因地制宜的修正：麦迪逊的“复合共和国”思想，引入混合政体理论或者说制衡理论，就体现了这一修正的成果（注：参见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四、五章.）。维尔认为，“分权学说与制衡学说的混合，构成了美国宪法的基础（注：J C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718.）”。

在“复合共和国”中，并不要求立法、行政和司法完全互不相关，除非这些部门的联合和混合使各部门对其他部门都有法定的监督，否则三权分立原理所要求的、对一个自由政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种分立程度，在实践上永远不能得到正式的维持（注：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成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2.）。“在理论上区别了性质是立法、行政或司法的权力以后，下一个而且最困难的工作是，给每种权力规定若干实际保证，以防止其他权力的侵犯（注：同上。）。”

在麦迪逊看来，在共和政府中，最有可能越权的权力是立法机关。因为立法部门“坚信自己的力量，自以为对人民有影响而且干劲十足（注：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成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3.）。”而且，“立法部门单独有机会接近人民的钱袋，容易在其他部门造成一种依赖性，这就为立法部门对它们的侵犯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注：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成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3254.）。”从某种角度而言，立法机关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为避免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在美国政治制度的设置上，麦迪逊等立国先贤们更突出了对国会权力的限制；而负责解释宪法、审查国会立法的权力，则交由司法部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

“司法独立下的司法审查制度（注：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宣布政府其他分支，尤其是立法机关通过之法案为违宪而无效的权力。”小詹姆斯·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M］.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7.），是美国宪政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注：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M］.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31.）。”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指出司法机关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部门，但同时他强调了司法机关独立的重要性。“如果司法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6.）。”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八篇考察司法问题时，指出司法机关是对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危害最小的分支，“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司法部门绝对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他两方面的侵犯（注：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成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91392.）。”因而，“政治科学的注意力就必须致力于增强司法部门的力量，而不是削弱它的力量（注：小詹姆斯·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M］.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0.）。”同时，汉密尔顿认为，法院的完全独立在限权宪法中尤为重要（注：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成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92.）。正如戈登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某种制度——该制度应该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拥有取消违背宪法的主张的权力，显而易见，成为宪法就是无意义的（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92.）。因此，在讨论司法独立的语境中，汉密尔顿赋予了法院以宣告他们发现违背宪法的制定而无效的权力（注：小詹姆斯·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M］.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0.）。而司法审查在美国宪政中基础地位的确立，来自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判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法院判决（注：William Marbury v.James Madison，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5 U.S.137（1803），Lexis 352.）。

综上可以看出，在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立国先哲们设计美国宪政体制时，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限制国会权力的同时，突出司法部门在三权中的作用。换言之，美国的立宪民主制，“通过制度性的设置，即联邦制和分权与制衡，以确保不会出现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的单一政府或政治机构（注：Loen P.Beth，Mr.Justice Black and First Amendment：Comments on the Dilemma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14，1979，pp.11051124.）。”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以及所有成年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权的需要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注：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宪法的发展史是联邦法院保障权利的历史，而旨在限制联邦和州政府权力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对这些权利做了具体的阐明（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98.）。”

（二）多元主义的社会政治语境

戈登在《控制国家：从古典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一书中指出，宪政主义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00.）。戈登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发布命令的权威以一种等级化的秩序而构成，另一种把政体理解成具有许多政治权力中心而进行运作。无疑，第二种模式显然是多元主义的（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19.）。戈登强调，美国的立宪民主制是以政治权力多元主义分配和对抗性原则为模型的（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55.）。宪政为多元主义的社会政治语境提供基础，而社会多元语境为宪政得以良好运行提供条件。因此对美国宪政语境的全面考察，忽视多元主义维度无疑是片面的。

“多元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研究对当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55.）。”而多元主义最早的和最杰出的阐述者（注：同上。）无疑是罗伯特·达尔。

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民主理论归结为，“它旨在成功地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以及所有成年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权的需要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注：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达尔指出，“麦迪逊体系作为政治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显然是不恰当的（注：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0.达尔将麦迪逊的观点：“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作为假设，指出麦迪逊在逻辑上的不足之处，认为，“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对他人施加暴政的可能足够高，以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暴政，宪法规定的任何统治机制就必须对所有官员保持某些外部的影响。”达尔认为，“内在制约——良心（超我）、态度和基本倾向——在决定任何既定的个人是否寻求他人暴政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参见〔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一章.）。”达尔认为，“缺乏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任何宪法的制度性安排都不可能产生一个非暴政的共和国（注：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3.）。”“政治科学家必须注意的、第一位的、关键的变量，是社会因素，而不是宪法因素（注：同上。）。”达尔补充了麦迪逊在宪政体制设置上所缺乏的社会因素，这种社会因素就是社会多元利益的存在。

按照达尔的观点，“麦迪逊提供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如麦迪逊所言，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派别（利益集团）追求其利益的自由，而防止单个派别（利益集团）破坏其他派别（利益集团）的自由（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56.）。”但是，与麦迪逊不同的是，多元主义者认为，利益集团不会对民主结社造成威胁，它们是稳定结构性来源，是民主的核心体现。对于多元主义者来说，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是民主均衡和公共政策顺利发展的基础（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56.）。达尔指出，“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度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事物，至少在大型的民主制中是如此……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主——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也是为民族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需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注：Robert Dahl，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Autonomy vs.Contro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1.）。”

在达尔看来，美国社会的权力不是按照等级和竞争排列的。“它（美国）是一个明显的分权体制，决策是通过永无止境的讨价还价过程作出的，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国家讨价还价在其政治体制中成为政治过程的基本要素（注：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03.）。”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的结果是政治的结果，而且最终是力图在利益集团的竞争性要求之间进行调停和裁定的行政执行者的结果（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58.）”，因此，“仅有选举和正当，并不能确保民主国家的均衡。如果要想维持民主的过程，如果公民要想发展其目标，那么各种各样积极团体的存在，确是至关重要的（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60.）。”

达尔关于多元主义与利益集团的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希尔斯曼认为，“利益集团是庞大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是美国第二圈的决策势力（注：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26.）。”约翰·基恩同样认为，“20世纪，通过谈判、许可证与合同手段……大量公共决策不是由行政部门，也不是由立法部门或市场做出的，而是在社会组织的代表们之间进行讨价还价或者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与国家进行讨价还价之后做出的（注：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M］.刘士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5.）。”

从电影分级制度发展史可以看出，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出台和发展无疑是美国电影协会（MPAA）与其他社会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结果。

（三）公共领域

达尔认为，“一个国家的基本问题，多数不能通过宪法的设计得到解决，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条件非常不利，任何宪法也维持不了民主（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9.）。”这些基础性条件，达尔将之归纳为六项政治制度的安排，即：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公正、定期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社团自治；包含广泛的公民身份（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3.）。拥有这六种政治制度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达尔称之为“多元民主政府”。达尔同时指出，多元民主主义的这六项政治制度所以能够实现，“固然需要其他因素的作用，但至少部分也是人们要求扩大政治生活范围增加参与的一种回应（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9.）。”达尔关于公民通过公共讨论、协商、辩论和争鸣的方式有效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在哈贝马斯看来，是通过公共领域得以实现的。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2.）。”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而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5.）。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无疑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形成性因素（注：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26.）。”

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最初是在文艺领域发展起来的。后来产生对政治问题有直接影响的政治公共领域。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巴黎和伦敦的沙龙和咖啡馆成了讨论和辩论的中心（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8.）。到了18世纪中期，私人越来越趋向于表达政治观点。报刊成了批判性政治辩论的主要论坛，对国家官员的行动不断提出争论和批评（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71.）。尽管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新媒体——电影、广播和电视影响力惊人，在有些国家里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或控制，……致使公共传媒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而且公共传媒的官方化彻底颠覆了传播机构最初的基础（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23224.）。”但他同时指出，由于电影等新媒体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得到扩展（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24.）。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尽管具有历史的局限，但它体现的思想是，“一批公民以平等身份聚集到一个论坛，它既不同于国家的公共权威，又不同于市民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能够通过批判式讨论和说理的辩论来形成一种公共舆论。它体现了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性’或‘公开性’的原则：就是说，私人的意见可以通过向所有人开放的、不受统治约束的一批公民的理性批判辩论而成为一种公共舆论（注：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12113.）。”在这期间，大众传媒作为形成公共领域的重要因素，其作用至关重要，而“电影的确是传播意见的重要媒介。它可以以多种形式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电影无疑是公共舆论工具的作用（注：Joseph Burstyn Inc.V.Wilson，343 U.S.495（1952），Lexis 2796.）。”

凯斯·桑斯坦认为，“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异质的社会，需要一个竞技场，让一群经验、见解和想法各异的公民们，可以在此和他人碰面磋商，讨论什么是对大家都好的，什么才是对的（注：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2.）。”电影无疑是现代社会人们表达言论的竞技场，是公共领域的媒介之一。“民主的中心目标是借由培养同情心和丰富人类的生活来确保社会整合……一个拥有公共媒体的社会，就像拥有一组公共论坛的社会一样，能将未经选择的信息和意见暴露在数不尽的人面前，同时促进经验的分享（注：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8.）。”

五、电影分级制的建构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立宪民主制度是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社会语境，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于1791年第一届美国国会通过，内容如下：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为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译文参考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美国思想荟萃：塑造美国的言论与文献.18.）在美国宪政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注：罗杰·埃内拉.美国、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新闻与出版自由［G］//〔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1.）。所谓美国电影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就是指美国最高法院将电影纳入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范畴，作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二大宪法权利之一，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在美国诸多宪法权利中占有优先地位。

在美国宪政主义社会语境中，其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根本上保障了美国电影的生产、流通及其消费权利，奠定了美国电影立法与相关法律运用的基本原则，规范了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历史演变，深刻影响了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有关电影事务的行政行为，调整着美国社会与电影产业的利益博弈。

从法律体系上看，美国基本属于普通法系，“法律的基本原则没有办法从国会所制定的法律中找到，也无法从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有系统的法律或判决中找到。法律的原则要从案例中寻找，也就是法官的见解中、法官对特定案例下判决的过程中寻找。判决先例的学说是普通法系严守不变的信条”（注：劳伦斯·付利曼.美国宪法导论：美国宪法与司法制度概述［M］.杨佳陵，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49.）。

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于1866年6月13日由美国国会提出，1968年7月28日生效。其第一款规定：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其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如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州，如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译文参考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美国思想荟萃：塑造美国的言论与文献.2223.）的规定，“实际上各州的规章要受联邦法院的宪法审查，虽然州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他们裁决着宪法问题”，如威廉姆斯·琼斯教授所言，“但州法院可能服从联邦法院，这一点世人皆知。而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显然有重大意义（注：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米克尔约翰也认为，“相比其他机构，最高法院对理解美国以及美国的政府具有更加深刻和更具决定性的影响（注：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候建，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4.）。”同样，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入手，考查其对好莱坞电影制度的影响，这对于理解法律体系在塑造电影制度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二大概念

在美国电影业中，存在着两套几乎平行的电影生产体系，即主要由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组成的电影体系和主要制作色情电影的色情电影体系。两套电影生产体系并行不悖、罕有交叉。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指主要由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组成的电影体系中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注：2006年1月10日与孙绍谊先生的讨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电影审查与电影分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是指好莱坞通过美国电影协会制定并执行的电影业自律制度。

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则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指州和市级政府通过法律确立的官方电影审查制度（Official Censorship）。“1907年11月，芝加哥颁布了第一个地方性的审查法律，以禁止淫秽的、不道德的影片上映。1911年，宾夕法尼亚州成立州审查委员会，相继许多州也出台官方审查法律以审查电影的内容”（注：Authony Slide，The New Historial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Chicago：Fitzory Dearbun Publishers，1998，p.33.）。尽管美国国会从未出台全国性的联邦电影审查制度，但在电影审查时代，美国联邦政府对电影业并非“采取不参与、不干涉的政策”。“电影业一直是政府和立法机关紧盯的目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注：“在1925年到1940年的任何一年内，在国家立法机关，控告电影企业的诉讼（几乎都是负面的）平均超过250起，而每一次国会的会议上，都可以发现要求对放映业征税，建立联邦电影审查制度的倡议。1934年至1941年间，美国国会对电影企业进行了五次大型调查，最终出台的调查报告指责电影业和广播成为最广泛的宣传工具，其目的是影响美国民众对参与欧洲战争的偏向和意识。”理查特·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吴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48.）。

电影审查的另一个层面是指好莱坞的自我审查制度。“为应付官方审查的威胁，缓解社会压力集团对电影业道德的谴责，控制电影的内容（注：Gregory Black，Hollywood Censored：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lywood Film History，19301940.，Steven Ross，Movie and Society，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ers，2002，p.103.）。”1922年，好莱坞主要影业公司组成美国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PPDA），聘请威尔·海斯（Will Hays）担任协会主席。1930年，在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危及好莱坞经济稳定的时候，海斯出面成立了电影业的自律审查规约——“制片规约”（Production Code），并成立“制片规约执行委员会”（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PCA），主席由约瑟夫·布林（Joseph I.Breen）担任。委员会对协会成员——好莱坞大制片厂所拍摄的影片进行审查，要求删除违反“制片规约”要求的镜头，加盖许可章后，方允以发行（注：关于好莱坞自我审查的历史，参见Frank Miller，Censored Hollywood：Sex，Sin&Violence on Screen，Atlanta：Turner Publishing Inc.1994.）。这也就是说，好莱坞的自我审查制度是可以在影片发行与放映前从内容上进行审查的。

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的良好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州和市级的官方审查，平息了公众对电影的指责。好莱坞导演在严厉的自我审查和官方审查的双重管制下，努力寻求着表达的缝隙。

1966年，影片《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hoof，1966）上映，宣告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的彻底崩溃。

1968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协商出台了电影分级制度，“基于自愿的电影分级制度，影片如何制作、内容如何表现交由导演和制片厂决定，不再受到干涉（注：http：//www.mpaa.org.）。”本质上作为好莱坞电影业的自律行为的电影分级制，历史学家琼·里维斯认为其重要性在于，“它重建了一套双方都认可的制度，制片公司由此可以根据这套制度继续生产和发行影片……它给了电影业进入和控制娱乐市场的机会（注：理查特·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吴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3.）。”而好莱坞电影审查制度和分级制度的最大区别体现在控制方式上。电影审查制度是在电影制作期间或放映之前，通过要求制片厂对影片内容做出删减以达致某种标准，而好莱坞电影分级制度是在电影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之后建立起来的。由于此时电影属于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范畴，而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一种基本权益，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在诸多基本权益中占据优先地位；任何加之于言论和出版自由之上的管制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好莱坞电影分级制度，“无权对影片内容做出价值判断，亦不再做出删减要求，只是对影片观众群做出分类的建议（注：http：//www.mpaa.org.）。”

与此同时，美国各州官方电影审查机构也因此处于违宪境况。到1981年6月，马里兰州电影审查委员会关闭，1992年12月，达拉斯市取消电影审查机构，宣告美国官方电影审查制度的结束（注：Marjorie Heins，Sex，Sin and Blasphemy：A Guide to America’s Censorship War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3，p.52.）。

由此可见，联邦最高法院对电影地位的判决深刻影响了美国电影制度。电影享有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以后，就处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框架之内，美国电影业跟加之于电影的限制进行新的利益博弈，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及其转型。

（二）电影获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历程

联邦最高法院最早就电影的地位做出明确的回答见于1915年互助电影公司诉俄亥俄州工业委员会一案（注：Mutual Film Corporation 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Lexis 1755.）。最高法院认定电影放映完全且仅仅是商业行为，不能视作传媒的一种形式或公共舆论的组成部分，因而不能享有宪法规定的对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

俄亥俄州法律规定所有电影均需交由州审查委员会审查，只有表现道德的、有教育意义的、娱乐和无害的电影才能通过审查。

互助电影公司就法律的以下三个方面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第一，俄州法律对州际电影贸易进行限制；第二，俄州法律侵害了俄州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第三，俄州法律意图赋予审查官及其他委员会法律权力，以干涉私人权益。

联邦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麦克肯纳大法官（Justice McKenna）撰写的法庭意见，驳斥了互助电影公司提出的电影应享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请求。

麦克肯纳承认，电影在传播知识、表达观念、抒发情感方面有许多有益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跟俄州法律要求审查电影，仅放映有道德的、有教育意义的、娱乐的和无害的电影并不冲突。因为电影也可以用来制造罪恶或触犯法律。电影的娱乐或教育力量，能够不加区分地把所有人召集在一起，既包括成人，亦包括儿童。这种力量可能通过借口具有一种有意义的目的，来败坏观众中已有的有价值的思想。除此之外，有些事物不适合在公共场所，面对所有观众，用画面形式展现出来。因此，必须提防纵容个人自由而导致的对公共道德的败坏。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电影完全且仅是商业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牟利的手段，不能视作传媒的一种形式或公共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受俄州宪法有关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电影可以是事件、意见、情感的一种生动的、有用的、娱乐性的呈现，但是也可以成为罪恶的呈现方式，而且借助于电影的诱惑力和直观的表现形式，罪恶因此更具有杀伤力。因此，需要在放映之前对电影进行审查。对电影的审查并非是政府的越权行为。

互助电影公司案的判决，实际上承认了各州、市官方审查的法律地位。从此，官方审查官的剪刀便深入到各个影片的制作过程中。为避免大规模的官方审查所带来的危害，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随之建立和完善，以保护电影业的根本利益。

回顾麦克肯纳大法官的判决，似乎跟美国政府及社会所奉行的自由传统格格不入。约翰·密尔在其经典论著《论自由》中明确宣称：“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失去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注：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20.）。”约翰·密尔的思想在1919年被联邦最高法院发展成为“思想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讨论公共事物”两种解释和适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理。以电影可以容纳诸多恶立论，拒绝给予电影以宪法保护，无疑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干涉和伤害。但诚如付利曼所言：“如果当时有人向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或其他大法官建议，言论自由权应该包含自由贩卖裸体色情照片。法官们可能认为那个人疯了。但是从那时起，世界不断地在改变，而法官的想法也随之变迁（注：劳伦斯·付利曼.美国宪法导论：美国法律与司法制度概述［M］.杨佳陵，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168.）。”1915年电影发展初期，尽管格里菲斯断言，对电影来说，“整个世界是它的舞台，永恒的时间是它的维度”。但是在主流社会的观念中，电影确实如同杂耍一般，难登大雅之堂。

随着电影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认识和适用不断深入，对电影不属于传媒形式的质疑也越来越多。1948年在合众国诉派拉蒙电影公司案中（注：United States v.Paramount Pictures，Inc.，334 U.S.131（1948），Lexis 2850.），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大法官道格拉斯（Justice Douglas）在法院意见中就提出，在本案中，牵涉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问题。毫无疑问，电影，如同新闻和广播一样，作为传媒形式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如果本案牵涉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垄断问题，这个问题（指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就成为焦点之一。但本案中，制作过程中的垄断问题不是案件的焦点。本案主要集中在放映过程，或者狭义地说，是首轮电影放映的垄断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发行的及时性是新闻出版自由中较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其他问题跟新闻出版自由关系甚微。

道格拉斯大法官对于电影地位的论述，虽未成为一条宪法原则，但其法院陈述为电影业获得表达自由打开一条进路。真正将电影划归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案例，当属1952年的约瑟夫·博斯汀公司诉威尔逊案（注：Joseph Burstyn Inc.v.Wilson，343 U.S.495（1952），Lexis 2796.）。

约瑟夫·博斯汀公司是一家电影发行公司，拥有意大利电影《奇迹》的美国发行权。1950年11月30日，纽约州教育委员会，作为纽约州电影审查机构，审查了该片，并颁发了电影放映执照。但电影放映后八周，迫于公众压力，纽约州教育委员会，以“渎神”（sacrilegious）为名，取消了《奇迹》的放映执照。联邦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克拉克大法官（Justice Clark）撰写的法庭意见，推翻了对电影《奇迹》的禁令。

克拉克大法官指出，本案是自互助电影公司案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电影是否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毫无疑问，电影的确是传播意见的重要媒介。它可以以多种形式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电影公共舆论工具的作用，并不因为其作为娱乐的形式而有所减损，很难在舆论渠道和娱乐形式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针对认为电影生产、发行、放映过程都是牟利行为，因而不应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指责，克拉克大法官反驳道，书籍、报刊、杂志在发行过程中也都存在巨大的获利行为，但是这些传媒并非因此而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针对认为电影在年轻人社区中比其他传媒形式更能包容罪恶的观点，克拉克认为，即便支持这种指责，也不能就认定电影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电影因其包容罪恶而应受到社团的控制，但这不能认为无限制的专制审查具有存在的正当理由。

因此，最高法院判定，电影享有美国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的保护，享有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互助电影公司案不适用于本案。

但与此同时，克拉克大法官又指出，电影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并不是问题的结束，这并非意味着电影享有完全的自由，并非意味着宪法保护任何电影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就可以进行放映。尽管电影同其他传媒一样，享有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但是电影也跟其他传媒一样，其规范方式并非千篇一律，每种传媒都需要区别对待。

针对因“渎神”而被禁的理由，克拉克指出，一个州能否以明确的、适用的、设计完好的、以禁映淫秽影片为目的的法律来审查电影，这并非是本案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之下，一个州不能基于一名审查员的“渎神”的结论而禁映一部影片。

约瑟夫·博斯汀电影公司案，并未明确宣布州审查电影属于违宪行为。相反，最高法院承认：“电影因其包容罪恶而应当受到社团的控制，宪法不保护任何电影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就进行放映。”但是，博斯汀案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第一次明确赋予电影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地位，享有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

“宪法第一修正案尽管以绝对的口吻叙述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将‘不准立法’理解为就是政府不应制定限制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任何法律，这种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主义始终没有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注：Stephs Scheb&Otis H.Stephens，Jr.，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3rd edition），New York：Thomas Learning Publishers，2003，pp.429430.）。”最高法院的判例实践已经确认：“当表达自由这一利益和其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法院在查明、评估和权衡相互竞争的利益基础上，解释和运用宪法条文，以做出裁决（注：Archibald Cox，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32.）。”尽管如此，“美国宪政实践始终明确禁止政府审查和限制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注：Sheldon，Charles H.Wasby&Stephen C.，Essential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Fundamental Law，New York：West View Press，2002，p.3.）。

电影被纳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范围，就意味着，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电影的表达自由与属于事先限制范畴的审查以及淫秽、隐私、诽谤等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因此对它们应当进行必要权衡。

（三）电影的表达自由跟事先限制的博弈

政府对言论与新闻出版物的限制一般分为事先限制和事后惩罚两种。所谓事先限制是指，“任何言论、报纸和书籍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和核发执照，不得发表或出版发行。从限制表达自由的角度看，事先限制与事后惩罚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事先限制的案例中，未等当事人发表言论和出版书刊，法律就予以限制。而事后惩罚则是在当事人发表言论、出版书刊后，在法院认定当事人违法时，才可以对其予以惩罚”（注：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869.）。因此，美国宪法学者一般认为，“事先限制比事后惩罚更加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注：Martin H.Redish，The Proper Role of the Prior Restraint Doctrine in First Amendment Theory，Virginia Law Review，Vol.70，No.1（Feb.，1984），p.53.）。而且，“美国宪政的历史表明，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对表达自由进行事先限制，始终是美国法院的主流意见（注：Zechariah，Chaffee Jr.，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2.）。”而电影审查制度，从某种方面讲，本质上就是一种政府对言论和表达的事先限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对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事先限制的原则，其第一个案例是1931年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注：Near v.Minnesota，Ex Rel.Olson，Country Attorney，283 U.S.697（1931），Lexis 175.）。

首席大法官休斯（Chief Justice Hughes）代表最高法院裁定对新闻报刊进行事先限制的法律违宪。休斯指出，在确定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范围时，即使不是普遍意见，至少一般也认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宗旨是防止对出版物的事先限制。允许政府对出版物事先审查和限制，违背了新闻出版自由的宪法保障。

与此同时，休斯承认，免于事先审查和限制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有一些例外情况，允许进行限制。如针对淫秽出版物、煽动暴力行为等。休斯强调，虽然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免于事先限制并非绝对，但在原则上应该免于事先审查和限制，这一点已成共识。

自从1931年尼尔案以后，禁止事先限制就成为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对言论和出版物进行事先限制的政府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查。继电影在博斯汀案享有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后，性质上作为事先限制的官方审查跟电影的表达自由必然形成冲突。联邦最高法院在对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协调中，体现了联邦最高法院以及美国社会所一贯奉行的自由主义传统，即限制官方审查的作用范围。但是，这期间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时代电影公司诉芝加哥市一案（注：Times Film Corp.v.City of Chicago，365 U.S.43（1961）Lexis 2042.）中，就支持芝加哥市对电影审查的法律。

芝加哥市法律规定，所有的电影均需审查，达致某种标准，方准许放映。时代电影公司就电影《唐璜》（Don Juan）向芝加哥市政府提出放映申请，交纳所需审查费用，但拒绝将影片送审。芝加哥市电影审查委员会拒绝了放映申请。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比例通过了由克拉克大法官撰写的法庭意见，支持联邦芝加哥市政府的决定。

时代电影公司提出，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对电影的审查实质上是一种事先限制，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

克拉克大法官援引尼尔案的判决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确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只要政府可以证明，进行事先限制只要能够保障足够重要的利益，就可以进行适度限制。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事先限制都是违宪的。

另外，联邦最高法院在罗斯案（注：Roth V.United Stats，Alberts v.California，354 U.S.476（1957），Lexis 587.具体参见第五章第四部分。）中确认，淫秽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博斯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州能否以明确的、适用的、设计完好的、以禁映淫秽影片为目的的法律审查电影，这不在博斯汀案讨论之列。影片《唐璜》（Don Juan）可能涉及淫秽问题，因此，芝加哥市政府关于电影审查的法律并不违宪。

首席大法官沃伦（Chief Justice Warren）联合大法官布莱克（Justice Black）、道格拉斯、布伦南（Justice Brennan）撰写的反对意见，批评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判决。他们认为，在对其他传媒不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允许单独对一种传媒进行审查，这既不符合宪法原则，又会由此迈出全面审查的第一步。

沃伦认为，此案所涉及的，不仅是芝加哥市，而且是每个市、州，乃至联邦政府能否授权警察局长、市长或其他政府官员要求所有电影在放映之前进行合法审查的问题。

沃伦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尔案中，尽管承认并不是所有事先限制均属于违宪行为，但是政府必须举证证明进行限制是为了保障足够重要的利益。在本案中，显然芝加哥市没有举证，也不存在进行事先限制的足够重要的利益。审查官利剑刺入的正是表达自由的宪法精髓。

道格拉斯大法官认为，宪法没有赋予政府任何权力，以官方的特权需要或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由，同意或拒绝一部影片的放映。

由此可见，在时代电影公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在电影审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由于大多数大法官肯定了州以审查淫秽影片为名对电影进行审查的合法性，这客观上造成了官方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重整旗鼓，影响电影业已获得的表达自由。

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电影的自由表达宪法权利走了一段弯路，其后总的发展趋势是保障电影的表达自由。

在1965年弗里德曼诉马里兰州案中（注：Freedman v.Maryland，380，U.S.51（1965）.Lexis 1732.案例译文参考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3144.），联邦最高法院一致通过大法官布伦南撰写的裁定，对时代电影公司案所适用的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纠正了时代电影公司案可能造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并进一步限制了官方电影审查制度运作的范围。

马里兰州电影审查法律要求电影在首映之前，送交州行政委员会审查。如果该委员会不予核准，提起司法审查要求的责任就落在送审者头上。但该法对行政决定和司法裁决没有时间限定。当事人弗里德曼质疑该法规的行政核准和司法审查在实际运作中会使一部新影片永无上映之日。

布伦南大法官虽然没有支持影片放映者拥有绝对权利，可以未经审查其电影是否淫秽就径直放映，但明确指出，电影审查制度对受联邦宪法保护的言论构成特别威胁。

布伦南指出，本案与时代电影公司一案不同，当事人并未指控此种法律违宪，即试图阻止放映可能面临淫秽诉讼的电影的法律；当事人只是指控该法对行政决定和司法裁决没有设定时间限制。布伦南明确指出，应当严格限制时代电影公司一案适用的范围。

布伦南认为，电影审查制度只有置于司法程序保障之下，才能避免宪法上的不确定性，避免审查制的种种危险。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第一，证明某部影片为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这一举证责任应在行政审查者；第二，政府可以要求所有电影送审，以有效阻止放映不受联邦宪法保护的电影，但不管某一部电影是否为联邦宪法所保护，实施这一要求的方式不能使审查者的决定具有终局效果，只有以控辩方式做成的司法决定，才能保障对表达自由的充分关注，并作为终局结论。为此，有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必须向放映者保证，行政审查者应在规定的短时间内予以放映许可，或由审查者诉诸法院，要求禁映。

弗里德曼案的贡献在于严格限制了时代电影公司案的适用范围，确立了要证明影片不受宪法保护必须由审查官举证证明的法律程序。虽然没有完全禁止官方审查电影，但进一步限制了官方电影审查官的作为，将其行为限制在对淫秽电影的起诉上，并将禁止放映影片的权利交于法院判决，而非任由审查官处理。

联邦最高法院在事先限制问题上对电影审查判决历程表明，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博弈空间内，1931年的尼尔案确立了禁止事先限制的宪法原则。1952年，电影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之后，尽管对于电影的事先限制不如对于审查新闻报刊等其他政治性较强的传媒那么会引起社会敏感反应，联邦最高法院依然承认电影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法性。但联邦最高法院经过时代电影公司案和弗里德曼案，严格限制了官方电影审查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极大地保护了电影的表达自由，维护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官方电影审查制度逐渐无用武之地而被废除。布伦南在弗里德曼案中指出，截止到弗里德曼案判决（1965），仅有马里兰、纽约、弗吉尼亚和堪萨斯四州拥有电影审查法，除芝加哥、底特律等少数几个城市外，39个原有电影审查法律的城市，有28个城市的法律已宣布无效，而且剩余的官方审查机构也将工作重心转向对不受宪法保护的淫秽电影的起诉上。官方电影审查体系的瓦解，使得以避免官方审查体系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随之瓦解。

（四）电影的表达自由与淫秽问题的博弈

在1957年以前，联邦最高法院并未结合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淫秽的定义及地位做出正式的回答。在1957年合并审理的罗斯诉合众国和阿尔伯特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注：Roth V.United Stats，Alberts v.California，354 U.S.476（1957），Lexis 587.），联邦最高法院正式裁定，淫秽出版物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并公布认定淫秽的标准：一、是否对普通人产生影响；二、适用当代社区标准；三、从整体上看，作品通篇主题是否引起色欲。

罗斯案所公布的认定淫秽的标准，成为宪法原则，无疑需要跟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表达自由相协调，因此电影首当其冲。在1959年金斯利国际电影公司诉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案中（注：Kingsley International Picture Corp.v.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360 U.S.684（1959），Lexis 662.），纽约州授权州教育委员会审查电影，金斯利国际电影公司申请放映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拒。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斯图尔特大法官（Justice Stewart）的法庭意见，依据罗斯案公布的认定淫秽的标准，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不淫秽，推翻了对影片的禁令。

尽管罗斯案确立了认定淫秽的新标准，但无论是法学界，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对淫秽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从未停止。在1973年的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注：Miller v.California，413 U.S.15（1973），Lexis 149.），首席大法官伯格（Chief Justice Burger）代表法庭，重新对淫秽标准进行了定义。

此案确立的新淫秽标准是：第一，适用当代社区标准，即对于一个平常人而言，从整体上看，能够引起色欲；第二，作品是否以明显令人厌恶的方式，描述或展现州明确定义的性活动；第三，作品从整体上看，是否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

除了对淫秽做出定义，确认淫秽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联邦最高法院也发展并确立了“多重淫秽”（variable obscenity）的标准，认定对成年人淫秽标准不同于未成年人的标准，承认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性表达及接受方面存在差异，在保护成年人正当权益的同时，又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联邦最高法院在巴特勒诉密歇根州案中（注：Butler v.Michigan，352 U.S.380（1957），Lexis 1252.），法兰克福特大法官（Justice Frankfurter）明确提出，州有权处置年青人的暴力行径和不道德行为，但不能矫枉过正，将成年人的阅读水平降低到年轻人的水平，这无异于因噎废食。

在1968年金斯伯格诉纽约州案中（注：Ginsberg v.New York，390 U.S.629（1968），Lexis 1880.），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州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按成年人标准不属于淫秽的出版物，确立了多重淫秽标准。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年龄不同，对象不同，淫秽标准也不尽相同。就电影放映而言，一部影片若仅对成年人播放，可能不构成淫秽，但若无年龄限制，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公众放映，按金斯伯格案标准，极有可能构成淫秽。这客观上促使电影业采取措施，在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基于年龄分类，将影片划分若干等级，建立电影分级制度，以规避法律起诉的威胁。

事实上，州和市级的官方电影审查机构，已经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由，将送审影片分为“适宜少儿观看”和“少儿不宜”两类。对划归“少儿不宜”影片的放映实施一定限制，以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在合并审理州际电影公司诉达拉斯市和联艺公司诉达拉斯市案中（注：Interstate Circuit，Inc.v.City of Dallas，United Artists Corp.v.City of Dallas，390 U.S.676（1968），Lexis 3005.），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裁定达拉斯市民事与刑事法实体规定过于模糊而违宪，但法院同时承认，州有权管理向未成年人散布的材料，不过官方审查行为，若没有切实可行的、有理有据的、明确定义的标准可依，则将是致命的。

州际电影公司发行放映了一部名为《玛利亚万岁》（Viva Maria，1965）的影片，达拉斯市电影分类委员会（the Motion Pictur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ity of Dallas），依据达拉斯市民事与刑事法（Code of Civil and Criminal Ordinances of the City of Dallas）的有关规定，将影片定为“少儿不宜”影片（指不适宜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观看）。法律要求所有新拍影片需提交分类委员会进行分类，如果影片被定为“少儿不宜”，则只能在获特别许可的影院放映。分类委员会以该片描写“性乱”（sexual promiscuity）为由，裁定影片Viva Maria为“少儿不宜”影片。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马歇尔大法官（Justice Marshall）撰写的裁定，认为在达拉斯市法律中，“性乱”以及“以鼓励和刺激年轻观众认为性乱是有利可图的、可接受的、可敬的、褒扬的或普遍被认可的”两处实体规定过于模糊而违宪。

马歇尔认为，达拉斯市法律并没有就“性乱”一词给予明确定义，因为每个人道德准则不同，对该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可以是赤裸裸的性行为，也可以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别接触。另外，“有利可图的、可接受的、可敬的、褒扬的或普遍被认可的”五个形容词过分拘泥于字面描述，尽管它们均有各自的独立意义，但一位审查者评价为可取的、可接受的材料，对另一位审查者而言，可能毫无意义。描述模糊的法律，可能造成审查官职权的扩大和权力的专断及滥用。

马歇尔重申，电影无疑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也已确定法规必须以严密性为基石。在博斯汀案判“渎神”规定模糊而违宪后，联邦最高法院就一系列电影执照审查法律做出判决，判定以下法律用语规定过于模糊而违宪：“人物性格不利于人民的最佳利益”（注：Gelling v.Texas，343 U.S.960（1952）.Lexis 2020.）；“道德的、有教育意义的或娱乐的、无害的”（注：Superior Films Inc.v.Department of Education，346 U.S.587（1954）.Lexis 2505.）；“不道德的、或倾向于败坏道德的”（注：Commercial Pictures Corp.v.Regents，346 U.S.587（1954）.Lexis 1626.）；“因某类影片是道德的和恰当的而可以通过，因某类影片是残忍的、淫秽的、猥亵的或不道德的，或贬低、败坏道德而不可以通过”（注：Holmby Productions Inc.v.Vaughn，350 U.S.870（1955），Lexis 243；Kingsley International Pictures Corp.v.Regents，360 U.S.648（1959），Lexis 662.）。

马歇尔最后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无意起草法律。电影，对年轻人来说，比其他传媒更易容纳罪恶，这一点人所共知。一个州有权管理向未成年人散布的材料。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官方行为若没有切实可行的、有理有据的、明确定义的标准可依，将是致命的。

哈兰大法官（Justice Harlan）撰写的反对意见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对达拉斯市法律要求过高。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暗示政府可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有理有据的、明确定义的标准以管理向未成年人放映的影片。“好莱坞若再不采取行动，可能面临的是新一轮的官方审查高潮。因此，好莱坞电影业在杰克·瓦伦蒂的带领下，参考各方面的意见，出台了以自律为基础的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注：Wilson，Barbaba，J；Linz Daniel；Randall，Barbaba，Apply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Film Ratings：A Shift from Offensiveness...，Jou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Fall，1990，34.p.444；Andrew Histand，Film Rating：Inadequate Repalcement for Parental Decisions，http：//www.goshen.edu/~andrewjh/wrtings/film.htm.）。”

除了上述案例之外，联邦最高法院在晚近的1982年纽约州诉费伯案中认定（注：New York v.Ferber，458 U.S.747（1982），Lexis 12.），跟淫秽出版物一样，儿童色情材料亦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儿童色情材料是指，利用未成年人作为色情出版物的主题，仅以视觉方式描述有明确年龄规定的未成年人所进行的性活动。儿童色情的标准要严于淫秽的标准。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判决，确立淫秽和儿童色情材料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宪法原则，并发展了“多重淫秽”标准。电影作为一种表达自由，就必然跟淫秽及儿童色情问题存在利益权衡。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使得州和市级的官方电影审查退守到对淫秽的起诉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上。另外，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客观上也促使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

六、淫秽判例转型的历史背景

（一）淫秽判例转型之事实陈述

在美国宪政的实践中，最紧张、最复杂的莫过于宪法保证的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与淫秽问题之间的关系（注：Joseph A.Russomanno，Violence as Obscenity：Limiting the Media‘s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7.No.3（Summer，1997），pp.161163.；Frederick Schauer，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Salience，Harvard Law Review，Vol.117，No.1765，2004，pp.17651809.；William J.Brennan，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Meiklejoh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Harvard Law Review，Vol.79，No.1，Nov.1965，pp.120.）。被西方传统一直视为基本的法律价值的，是社会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注：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8.）。其中尤其强调个人自由。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译文参考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美国思想荟萃：塑造美国的言论与文献.1.）。”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淫秽的定义，促成了美国对性表达自由的宪法保护和限制（注：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2.）。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淫秽的法律出现于171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法律，惩罚任何淫秽、下流或渎神的歌曲、小册子以及诽谤或虚假的布道。1842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项全国性的意在阻止淫秽物品传播的联邦交通法，禁止载有所有猥亵以及淫秽内容的印刷品、绘画、雕刻画、幻灯片等的流通。1865年国会通过立法认定邮寄淫秽物品为违法（注：Obscenity，http：//www.comm.wayne.edu/images/wright/03_obscenity.html）。1868年在女王诉希克林案中，英国首席法官议员亚历山大·科克伯恩爵士（Sir Alexander Cockburn）第一次对淫秽作出了定义，这一定义不仅影响了英国的议会和法院，而且波及美国的法院和整个普通法系国家。科克伯恩认为，“淫秽的标准，是指被指控为淫秽的物品其倾向是使阅读这类出版物并受到这一不道德影响的心灵堕落和腐蚀（注：Regina v.Hicklin，L.R.3Q.B.360（1868）.from 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ngland and Wale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30.）。”美国法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沿用希克林案确立的认定淫秽的标准。

1934年合众国诉《尤利西斯》一书案中（注：United States v.One Book Entitled Ulysses by James Joyce（Random House，Inc.，Claimant），72 F.2d 705（1934）.Lexis 4661.），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汉德（Hand）在法院判决中坚持联邦地区法官认定淫秽的标准，认为应当从整个作品中，以普通人本能性反应的影响为判断淫秽的标准。尤利西斯案明确抛弃了希克林案认定淫秽的标准。

1957年合并审理的罗斯诉合众国和阿尔伯特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注：Roth V.United Stats，Alberts v.California，354 U.S.476（1957），Lexis 587.），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法院裁定，援引美国法治史及世界各国之现状，认为淫秽出版物不在联邦宪法保护的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之列。罗斯案是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将淫秽问题与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结合起来的案例（注：Frederick Schauer，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Salience，Harvard Law Review，Vol.117，No.1765，2004，pp.17651809.）。美国宪法学者霍维茨认为，“在罗斯案中，布伦南大法官形成一种多数支持的宪法原则，以此比任何以往提出的规则更能够保护艺术表达……但是，在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完全没有为即将爆发的并且完全改变美国人生活的性革命做好足够的准备，作为清教徒中产阶级文化的产品，这些大法官被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主流大众文化中性的表达所震惊（注：Morton J.Horwitz，The Warren Court 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98，p.103.有关此细节，参见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美国最高法院内幕［M］.熊必俊，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214219，277288，319321.）。”

尽管罗斯案确立了判断淫秽的宪法原则，但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淫秽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结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断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在1966年《一名妇女愉悦的回忆》（又名《范尼·希尔》）一书诉马萨诸塞州检察长一案中（注：A Book Named“John Cleland’s Memoirs of a Women of Pleasure”Et Al.v.Attorney General of Massachusetts，383 U.S.413（1966）.Lexis 2906.），最高法院对罗斯案的原则作出重大修正，大大放松了对淫秽出版物的限制和禁止力度。布伦南大法官判定，如果作品被证明只要存在社会重要性或价值，就不能以罗斯案判定的其他两个标准——激起色欲、明显触犯社区道德标准为由禁止该作品。

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坦利诉佐治亚州一案中（注：Stanley v.Georgia，394 U.S.557（1969）.Lexis 1972.），一致通过大法官马歇尔的裁定，认为个人生活领域内拥有淫秽出版物并非犯罪，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禁止将仅仅私人拥有淫秽出版物定为犯罪。

1973年，在米勒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注：Miller v.California，413 U.S.15（1973）.Lexis 149.），通过了明显带有保守倾向的新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撰写的法院判词，对以往有关淫秽判例的自由主义倾向作出了纠偏，放弃范尼·希尔案的判定标准，重新定义了略为保守的判定淫秽的新原则（注：Community Standards，Class Actions and Obscenity under Miller v.California，Harvard Law Review，（Jun，1975），Vol.88 Issue 8，p.1853.）。

米勒案又一次确定审查淫秽的宪法原则依然适用于当今美国社会，之后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74年哈姆林诉合众国、1974年的金肯斯诉佐治亚州、1977年史密斯诉合众国、1977年沃德诉伊利诺斯州和1978年平卡斯诉合众国案中（注：Hamling v.United States，418 U.S.87（1974）.Lexis16；Jenkins v.Georgia，418 U.S.153（1974）.Lexis85；Smith v.United States，431 U.S.291（1977）.Lexis92；Ward v.United States，431 U.S.767（1977）Lexis106；Pinkus v.United States，436 U.S.293（1978）.Lexis92.），不断对米勒案确立的淫秽标准进行明细、修正。

纵观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淫秽问题的判例史，自1957年罗斯案将淫秽问题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结合起来考察之后，在有关淫秽问题与表达自由的利益博弈中，如邱小平先生所言，“联邦最高法院处理性表达自由的法理和方式无疑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高法院越来越强调尊重个人的表达自由和选择自由，限制或禁止淫秽出版物只是保护未成年人和不同意的成年人，而不是原来的以社会道德立论，通过对淫秽定义，限制或禁止个人的性表达自由（注：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8.）。”只有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放入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才能深刻理解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发生历史转型的深层原因。

（二）判例转型的法律社会学考察

在对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形成依据的考察中，美国学界普遍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与公共舆论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注：James G.Wilson，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Brigham Yang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1037，1993；Beverly B.Cook，Judicial Policy：Change Over Tim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3，No.1.（Feb.，1979），pp.208214；Robert A.Dahl，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Journal of Public Law，Vol.6（Fall，1957），pp.279295.）。美国宪法学者波斯特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建立在文化判断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宪法意图保护宪法价值，而这些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但这并非说宪法就仅仅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无疑，宪法最主要的来源是法，而宪法的文本依然是至上的。当宪法文本存在不确定性时，法院必须在文本之外寻找可以建构宪法的支持。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需要理解当代的文化实践（注：Robert C.Post，Fashioning the Legal Constitution：Culture，Courts and Law，Harvard Law Review，Vol.117 Issue1，（Nov.2003），pp.4112.）。”如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所言，“即便法院必须忠诚于传统的法律体系，但它也必须塑造法律的陈述以适应当代的现实”（注：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M］.田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4.）。因此，十分明显，法律的结构和实体内容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整个社会的事件和运动，可以认为，“重大的法律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的，并取决于社会变化”（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14.）。纵观20世纪中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淫秽问题上的判例，必须承认，判例的转型与美国社会在此阶段重大的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乔尔和格罗斯曼在论述社会变迁时指出，“社会变迁在程度上表现为渐增的、全面的，直到发生革命。它的范围也相应地包括三个阶段或层次。首先可能是微观层面上，仅仅改变个人的行为模式；其次，中观上，可能改变集团准则或个人之间、集团之间的关系，抑或是个人或集团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共同目标；最后从宏观上改变社会道德态度或基本准则（注：Steven Vago.Social Change（影印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9；又见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刘丽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5.有关社会变迁理论，依据史蒂芬·瓦格的划分，可以分为以孔德为代表的演变理论（evolutions theory）；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各个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定义不尽一致，本文采取广义的社会变迁概念，“强调社会变迁的不同层次和阶段，包括三个阶段或层次。”（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刘丽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445）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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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来源：Steven Vago.Social Change（影印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9.）。”

这里通过从两个层面考察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变迁，一方面随着民权运动、大学生反抗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等社会实践的兴起，人们逐渐加深对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的认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逐渐认可接受婚前性行为。借以说明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自由与性道德、性观念态度的转变促使了宏观社会文化的演变，社会文化的演变又形成了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淫秽判例转型极为重要的社会基础。

（三）对个人自由思想兴起的分析

二战之后的美国进入到空前繁荣的时代，“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二战结束后增长了250%，人均生活水平比战后增长了近两倍，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度（注：David Farber，The Age of Great Dreams：America in the 1960s，New York：Hill and Wang，1994，p.8.）。”经济上的繁荣为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的兴起以1960年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为正式标志”（注：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M］.周朗，新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致力于肯定和扩展个人权利的肯尼迪总统及其继任林登·约翰逊总统使自由主义风格在美国政体中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50年代，以黑人解放为主导力量的民权运动积聚力量。60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以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思想和非暴力主张。经过“向华盛顿进军”等声势浩大的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人心目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黑尔所言，“黑人民权运动的贡献在于使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美国人意识到自我权利的存在，使美国白人必须放弃部分既有的权利，许多种族、性别和文化团体也受之鼓舞，勇敢地宣扬自己的身份。黑人的革命冲击传统的权利结构”（注：M.J.Heale，The Sixties in America：History.Politics and Protes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131.），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亦表示美国社会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多样化的认可。

黑人民权运动成功地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行动，最为主要的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成功领导“密西西比自由之夏”、“反战运动”等大学生抗议运动，60年代学生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由此一起达到高潮，进一步使民主自由的思想深入美国社会的深层心理中（注：David Farber，The Age of Great Dreams：America in the 1960s，New York：Hill and Wang，1994，p.77.）。

在民权运动盛行的60年代中期，黑人民权运动激发了更为新潮的要求补偿公证和群体权利的思想，造成了新的民权联盟的分支——妇女解放运动（注：Huge Davis Graham，Race and Gender in American Politics，1960197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

黑人民权运动、大学生抗议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共同促使了美国社会对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思想的空前高涨，“对权利的追求型塑了多元的美国社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白人中产阶级已经废弃了其固有的价值观，但美国的确进入到多样化时代，同质化的时代一去不返”（注：M.J.Heale，The Sixties in America：History.Politics and Protes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p.153154.）。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权威的衰落，使得“认为政府有权利把人们的某些认识道德转化为法律规则，并且尽其可能地执行这些规则，这种想法遭受到持续的危机（注：劳伦斯·付利曼.美国宪法导论：美国法律与司法制度概述［M］.杨佳陵，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367.）。”

（四）对婚前性行为态度之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一直呈稳定趋势，变化不大，美国社会处于保守阶段。盖洛普的统计资料显示，1937年全国范围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正确的人数比率为22.3%，1959年人数比率为22%（注：Hazel Gaudet Erskine，The Polls：Moralit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No.3，Fall.1966，pp.669680.）；1939年女子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正确的人数比率为9.7%，1943年人数比率为5.3%（注：Tom W.Smith，A Report：The Sexual Revolution，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54，No.3.（Autumn，1990），pp.415435.）。从两组数字来看，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并未有增长，相反却有下降的趋势。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经历了一段急剧自由化的浪潮，最为显著的体现在1969年至1975年之间（注：David J.Harding，Christopher Jenks，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 Sex：Cohort，Period and Aging Effect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67，2003，pp.211226.）。根据盖洛普的统计资料，认为未婚性行为“并无过错”的比率，从1969年的21.4%上升至1973年的47%，增长了2.1倍（注：Tom W.Smith，A Report：The Sexual Revolution，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54，No.3.（Autumn，1990），pp.415435.）。根据GSS的统计资料，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的比率，1972年为51.6%，1974年为54.3%，1975年为56.8%，1977年为59.5%，1978年为59.0%（注：Norval D.Glenn and Charles N.Weaver，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Extramarital and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the U.S.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Vol.15，No.2，（May，1979），pp.108118.）。相比较1937年和1959年的统计数字，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人民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大为开放。

造成美国人民对婚前性行为态度转变的变量较多，普遍认为，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等社会因素是影响人们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的主要变量（注：Arland Thornton and Donald Camburn，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n Premarital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Demography，Vol.24，No.3，（August，1987），pp.323340；David J.Harding，Christopher Jenks，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 Sex：Cohort，Period and Aging Effect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67，2003，pp.211226.；Norval D.Glenn and Charles N.Weaver，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Extramarital and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the U.S.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Vol.15，No.2，（May，1979），pp.108118.）。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从年龄、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考察人们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的转变情况。

1.年龄变量

根据1937年爱默·柔普和《财富》杂志调查（Elmo Roper and the Fortune Survey）资料显示，4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群中，有26.7%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正确的”，高于22.3%的平均水平；而40岁以上的人中，仅有18.0%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正确的。同样，根据1974年和1975年GSS的统计数字，年龄在18～29岁之间的人群中，有79.9%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年龄在30～49岁之间的人群中，这一比率下降为57.9%；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比率最低，仅为36.0%（注：Norval D.Glenn and Charles N.Weaver，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Extramarital and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the U.S.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Vol.15，No.2，（May，1979），pp.108118.）。可见人们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与年龄的增长呈反比，年龄越大，越难以接受婚前性行为。

另一方面，随着“婴儿潮”的到来，美国普遍进入年代化的时代。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至1964年，美国社会普遍产生了一股生育热潮，历史上称之为“婴儿潮”时代。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美国新出生人口数平均约为230万至280万人，到1946年新出生人口数猛增至347万，1964年美国新出生人口数达到400万人（注：The Population Baby Boom of 19461964 in the United Sates，http：//geography.about.com/od/populationgeography/a/babyboom.htm.）。社会上年轻人口越多，依据统计资料，对婚前性行为持认可态度的人数就越多。

2.宗教变量

美国是基督教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根据美国调查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等基督教派的人数占美国总人口数的76.5%，非宗教人士占13.2%，犹太教占1.3%（注：Top Twenty Reli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gc.cuny.edu/faculty/reseach_briefs/aris/aris_index.htm.）。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基督教到处都对美国人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它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37.）。其行为准则《圣经》在《利未记》和《以弗所书》等章节详细规定了基督徒关于性问题的严厉的律法（注：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指乱伦、通奸等），必从民中剪除。”（《圣经·利未记，18：629》）又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圣经·以弗所书，5：35》））。

宗教对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在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行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德拉马特和麦克孔戴尔的研究显示，“新教教派的青少年在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及活动上，在各教派比较中最具保守性（注：Delamater，J and P.Macquodale，Premarital Sexualit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37.Arland Thornton and Donald Camburn，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n Premarital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Demography，Vol.24，No.3，（August，1987），pp.323340.）。”以1974年和1975年GSS的统计数字为例，信奉新教的教徒中有49.3%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天主教教徒中有59.6%认为是可取的，犹太教为73.1%，而无宗教信仰的人群中高达90.7%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注：Norval D.Glenn and Charles N.Weaver，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Extramarital and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the U.S.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Vol.15，No.2，（May，1979），pp.108118.）。

尽管信仰新教教派的人群中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较其他教派更低，但仍有接近一半的新教教徒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不得不承认，被马克思·韦伯誉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化产生的根源”（注：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Scribner‘s Press，1976，p.288.）的基督教禁欲主义教义，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尽管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延续到八十年代，美国人民表示相信上帝是宇宙神灵的比例，一直保持在95%左右，坚信耶稣基督神性的为70%左右”（注：John Wilson，Religion in American Society：the Effective Presence，New Jersey：Prentice-Hall Publishers，1978，pp.397399.），但是宗教信仰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大部分的信仰不再是真正的信仰，人们把宗教看作是个人事物，也就是个人选择、个人意志的问题，而不像先前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并与生命的归属相关的问题（注：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M］.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10.）。”罗伯特·弗兰克尔认为，“所谓的传统的美国性态度和家庭价值，随着性革命的兴起而破碎，以强硬的态度要求不能存在婚前性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犹太教和基督教逐渐意识到并接受了教徒婚前性行为的事实和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的转变（注：Robert T.Francoeur，Challenging Collective Religious/Social Beliefs about Sex，Marriage，and Family，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Vol.26，No.4，2001.pp.281289.）。”宗教信仰的转型，其自由化的趋势势必又反作用于社会，对人们在婚前性行为观念上的解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注：Arland Thornton and Donald Camburn，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n Premarital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Demography，Vol.24，No.3，（August，1987），pp.323340.）。

3.受教育程度变量

人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可能与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相关，但可能不完全统一。受教育程度越高，偏向自由化程度可能越高；然而，受教育越少，受社会清规戒律可能越少，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可能越开放（注：Arland Thornton and Donald Camburn，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n Premarital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Demography，Vol.24，No.3，（August，1987），p.325.）。但仅从统计数字来看，受教育程度与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呈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越开放。同样以1974年和1975年的平均值来看，受学校教育少于12年的人群中，有44.1%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接受12年学校教育的人群中，有56.5%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而高于12年教育的人群中，这一比率达67.2%（注：Norval D.Glenn and Charles N.Weaver，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Extramarital and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the U.S.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Vol.15，No.2，（May，1979），p.115.）。另外，综合考察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两个变量可以看出，拥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在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最为开放。18～29岁受过12年以上学校教育的人群中，有83.9%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与之相比，50岁以上且受教育不满12年的人群，仅有33.7%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注：Norval D.Glenn and Charles N.Weaver，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Extramarital and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the U.S.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Vol.15，No.2，（May，1979），p.116.）。

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自由化倾向越明显；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20世纪中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1960年到1975年，高等院校数增加了近一倍，初级大学增长尤为迅速，在校学生总人数增加两倍以上，从200万增至750万人（注：T·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M］.刘绪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3.）。”受高等教育的人愈多，从某种角度而言，表明对待婚前性行为的宽松态度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通过对美国人们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的考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特别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经历一场急剧的性自由化的浪潮，即所谓的“性革命”。这一自由化的浪潮与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宗教、教育以及人口的变化密切相关。

“社会力量把法律转向某个方向……道德、道德观、生活方式的转变、文化与社会期待的转变，创造出对法律机制改变的要求，包括对法院的要求”（注：劳伦斯·付利曼.美国宪法导论：美国法律与司法制度概述［M］.杨佳陵，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367.）。人们在个人自由以及对婚前性行为，即性道德和性态度上的转变，促使联邦最高法院在对淫秽问题的判决中，充分考虑美国社会业已变化的社会语境，作出对淫秽问题的历史性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淫秽问题的判决与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构密切相关。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淫秽不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范围。这客观要求电影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范围内，与淫秽等社会利益相权衡。一方面，既要保护电影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另一方面，电影业又要避免涉及淫秽问题的起诉。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淫秽的判决，在试图平衡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历史转型。

七、结语

联邦最高法院在1952年博斯汀案中，赋予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地位，享有表达自由，但“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注：Williams J.Brennan，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Meiklejoh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Harvard Law Review，Nov.1965.vol.79：1，p.4.；Stephens Scheb&Otis H.Stephens，Jr.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3rd Edition），New York：Thomas Learning Publishers，2003，p.2.）。在美国宪政主义、多元社会、自由主义的传统下，电影享有表达自由必须跟事先限制、淫秽等社会利益相权衡。联邦最高法院普遍承认，电影享有表达自由，但因其在年轻人社区中容纳罪恶的能力比其他传媒更强，因而应受到某种限制。在各种利益博弈与权衡的基础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但体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电影的态度，也促成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历史转型。

本文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纳入美国的宪政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追踪了电影如何被纳入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范畴，从而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历程，研究了电影的表达自由跟事先限制、淫秽等问题的利益博弈与权衡，阐明了电影进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享有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具体意义，并结合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淫秽问题的判例形成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探讨，补充了国内学界对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所缺乏的法律思维维度。

从法律思维维度考察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构，可以知道，尽管对电影的其他限制依然存在，但是电影一旦获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被纳入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范畴，就获得了宪法保障权利，从而有利于电影业发展，促使电影审查制度向电影分级制度文明演进，这是对表达自由的尊重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认可。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作为一种成熟的电影制度，对正在准备建立的中国电影分级制度有着实际借鉴作用。但是，中国的社会语境毕竟不同于美国。照搬照抄的分级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实际有效地运行。然而，一个新的中国电影分级制度必须建立在原有的社会语境和宪政制度的变革基础之上。如果单纯把注意力集中在盲目仿效美国或其他各国电影分级的外在级别方式上，忽视我们目前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不等同的社会语境，那么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意义会大打折扣。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分级制度，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以中国现行电影制度为基础，有效借鉴美国等电影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


第二章　电影与表达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52年关于电影审查的案例研究

一、导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2年约瑟夫·博斯汀诉威尔逊（Joseph Burstyn v.Wilson）一案中（注：Joseph Burstyn Inc.v.Wilson，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of New York，et al.343 U.S.495（1952）.为行文方便，本文遵照习惯简称为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而且由于该案是关于影片《神迹》（Miracle）遭禁的案例，因此学界普遍将之称之为《神迹》案（Miracle case）。），判定以“渎神”（sacrilegious）为理由禁映电影《神迹》违宪（注：国内学界普遍将该影片翻译为《奇迹》，但鉴于该影片牵涉到耶稣诞生的事情，借鉴《圣经》，笔者认为翻译成《神迹》似乎更为妥帖。由于在英文中，sacrilegious，blasphemy，profane均有“渎神”的意思，《神迹》被禁的理由是因为影片“渎神”（sacrilegious）。若无明显说明，渎神对应的是sacrilegious一词。）；将电影划归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之中；判定电影属于新闻界（Press）的一种形式；将事先限制原则纳入到电影之中，同时又宣称管理电影的方式应该不同于其他媒体形式。这一具有转型意义的案例，敲响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丧钟（注：Samuel Walker，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A History of ACLU，Springfield：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9，p.231.），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而且促成了电影审查制度向电影分级制度的转型。但该案是如何产生的？联邦最高法院如何进行判决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判决产生了什么影响？学界对这些问题尽管已有所涉及，但依然有研究的必要。

国内学界对于该案以及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这些论文多停留在对于电影审查制度及其运行的介绍上，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注：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石同云，章晓英.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3，4）；孙绍谊.从审查到分级：解读美国电影分级制度［J］.世界电影，2005（3，4）；贾磊磊.用标尺取代剪刀：百年电影分级制与审查制的分野［J］.艺术百家，2005（5）；徐红.从X级到NC17级——谈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发展变化［J］.艺术百家，2003（4）；曹怡平.流变与自律：美国司法对电影业的限制及电影业自身的调整［J］.世界电影，2007（6）；付永春，郑涵.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从联邦最高法院判例透视美国电影制度［M］//叶取源，陈昕，胡惠林，编.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2349；付永春.控制电影：宪政语境下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构建［D］.上海：上海大学，2007.）。而对于1952年的这一关系到美国电影审查制度转型的经典判例，多数论文均一笔带过，仅指出其判定电影享有表达自由，对电影审查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对联邦最高法院这一判例产生的原因分析几乎没有涉及。曹怡平先生指出，“最高法院审理的电影发行公司诉纽约市电影审查机构案，在该案件中，电影审查机构禁止发行公司发行罗西里尼的影片《奇迹》，纽约州一些宗教和政治领袖对电影制片人暨发行人协会施加压力，要求禁止影片公映。最高法院最后宣布电影为一种交流思想的重要媒介。”在解释该判例为何完全翻转先前对电影地位的判定时，该文指出，一方面，以更为先进的技术为媒介的表达，要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接受，必然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业和最初只能在镍币影院放映的境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电影业的扩大和发展引起了司法系统足够的重视（注：曹怡平.流变与自律：美国司法对电影业的限制及电影业自身的调整［J］.世界电影，2007（6）.需要指出的是，1952年的判例原名为约瑟夫·博斯汀诉威尔逊（Joseph Burstyn v.Wilson），而不是电影发行公司诉纽约市电影审查机构；纽约州的天主教势力是向纽约州官方电影审查委员会施压，而不是电影制片人暨发行人协会，因为一方面电影制片人暨发行人协会（MPPDA）已经在1945年改名为美国电影协会（MPAA），另一方面，影片《神迹》并没有向制片规约执行委员会（PCA）送审，该影片上映完全和美国电影协会没有关系。）。石同云、章晓英女士指出，“纽约电影审查委员会以符合其审查法规所禁止的‘亵渎神圣’为由撤销了原先颁发给电影《奇迹》的放映执照。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定否定了这一裁决，认定亵渎神圣这一说法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最高法院推翻了自己在1915年有关电影宪法地位的判决，称电影是思想交流的重要媒介，其重要性不因为电影兼具娱乐性和教育性这一特点而减损。”但该文没有说明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决的原因（注：石同云，章晓英.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4）.）。邵牧君先生在涉及这一案例时指出，“在1952年纽约上诉法院就罗西里尼的影片《爱情》遭禁一案作出第一个给予电影以表现自由的重要判例之前，电影一直被归类为娱乐品，无权享有美国宪法第一和第十四补充条款规定的表现自由的”（注：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需要指出的是，判定电影享有表达自由的案例并不是纽约州上诉法院作出的，而是联邦最高法院；牵涉到的影片也不是《爱情》，而是《神迹》（Miracle）。）。同样的，邵牧君先生也没有涉及这一案件判定的原因。

国内学界关于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翻译文章，对该判例产生的原因分析也仅停留在电影自身的发展这一维度上。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表达自由及政教分离问题上的演进，仅略有涉及，没有进行系统阐述。节译的乔恩·刘易斯的《关于美国电影法规和分级制度的一些必备知识》一文，简要叙述了《神迹》案发生的经过，并指出“该案是电影审查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克拉克大法官推翻了纽约政务委员会禁映《奇迹》的决定，捎带手（in doing so），克拉克还撤销了一系列先前的判例……在这些也许是最重要的改判中，克拉克法官阐述到，电影应该和艺术及其他出版物一样享有第一修正案予以的保护（注：乔恩·刘易斯.关于美国电影法规和分级制度的一些必备知识［J］.李小刚，译.电影世界，2007（19）；又见http：//www.filmagazine.org/lanmu/post.php？postId=135&cur_page=3；英文见Jon Lewis，Hollywood v.Hard Core：How the Struggle over Censorship Saved the Modern Film Industr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p.97105.需要说明的是，该案的核心问题就是电影是否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根据原文上下文，将“in doing so”翻译成“捎带手”似乎值得商榷。）。”但对于《神迹》案发生的原因，该文没有过多涉及。艾瑞克·伦德的《电影审查与美国电影产业：生死决定权》一文，主要探讨了美国电影自律审查制度与导演个人在电影内容表现上的博弈，并最后指出，“正是因为电影审查标准，才使得电影诞生在第一个百年中辉煌远胜于失败：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涉及《神迹》案，该文指出，“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些在灵活性较强的国家标准下制作出来的国外电影，采取了比以前更大胆的行销手段，包括罗西里尼的《奇迹》。纽约州试图禁止《奇迹》放映的行为导致最高法院在1952年颁布决议，据此规定，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容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对于判决发生的原因，该文没有涉及（注：艾瑞克·伦德.电影审查与美国电影产业：生死决定权［M］//巴里·利特曼，编.大电影产业.尹鸿，刘宏宇，肖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99222.）。作为美国电影协会电影与分类委员会（CARA）的前工作人员，伊·雷诺德的论文《美国当代电影的分级制》，主要探讨了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与其前身美国电影自我审查制度之间的关系。对于《神迹》案并没有涉及（注：伊·雷诺德.美国当代电影的分级制［M］//托马斯·阿特金斯，编.西方电影的性问题.郝一匡，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又见《世界电影》，1989（4）：5272.）。

国外学界对美国电影审查史上这一经典案例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神迹》案的研究成果最早发表在法学杂志上，这些论文以法学角度，主要从事先限制、政府对娱乐管理、判决历史及意义等角度对《神迹》案进行分析（注：Thomas P.Lewis，Freedom of Speech and Motion Pictures—The“Miracle”Decision，Kentucky Law Journal，1952，Vol.41，pp.257264；Comments，Constitutional Law：Freedom of Speech in Motion Pictures，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1953，Vol.6，pp.131135；John T.Keeton，A Glimpse of Motion Pictur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Mississippi Law Review，1954，Vol.26，pp.6168；Charles S.Desmond，Censoring the Movies，Notre Dame Lawyer，1953，Vol.29，pp.2736；Note，Constitutional Law—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Censorship of Films，Oregon Law Review，1954，Vol.34，pp.250255；Notes，Constitutional Censorship of Motion Pictures—An Iconoclastic View，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1956，Vol.17，pp.637658；Constantine D.Kasson，Constitutional Law：Due Process：Freedom of Expression：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Michigan Law Review，1954，Vol.52，pp.599602；George D.Haimbaugh，Jr.Film Censorship Since Roth-Alberts，Kentucky La Journal，1962，Vol.51，pp.656666；J.E.Alder，Film Censorship.Something for Everyone，The Modern Law Review，1977，Vol.40，pp.7479；Notes，Final Curtain Call for the Motion Pictures Censor？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1952，Vol.4，pp.148157；Judge Charles S.Desmond，Legal Problems InVolved in Censoring the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Marquette Law Review，1956，Vol.40，pp.3856；Barbeau A.Roy，Movie Censorship：A Public and Private Censorship，St.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1970，Vol.15，pp.156180；P.D.McAnany S.J.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Kentucky Law Journal，1962，Vol.50，pp.427458；John R.Verani，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3，pp.1157；Note，Entertainment：Public Pressures and the Law：Official and Unofficial Control of the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Motion Pictures and Magazines.Harvard Law Review，Vol.71，No.2，1957，pp.326367；Melville B.Nimmer，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Official Censorship of Motion Pictur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58，Vol.25，pp.6225657.）。之后，卡曼（Carmen）的著作《电影、审查与法律》对于《神迹》案的判决经过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详细叙述，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考察联邦最高法院在对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上的态度对该案判决的影响（注：Ira H.Carmen，Movies，Censorship，and the Law，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格拉齐亚和纽曼（Edward de Grazia&Roger K.Newman）的著作《禁映的影片》，对美国电影史上发生的法院诉讼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该书对《神迹》案的发生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但没有涉及判例发生的原因（注：Edward de Grazia and Roger K.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弗兰克·沃尔什（Frank Walsh）的著作《罪与审查》对美国电影审查史中重要的维度——Legion of Decency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神迹》案中Legion of Decency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了细致分析（注：Frank Walsh，Sin and Censorship：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乔伊特（Garth Jowett）的论文，对美国社会利益集团特别是Legion of Decency对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影响，和好莱坞为应对这种影响所采取的自律措施，进行了详尽梳理（注：Garth Jowett，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Social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Film Industry，19071968.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Radio&Television，Vol.10，Issue 1，1990.pp.331.）。德拉波（Ellen Draper）的论文重点考察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与当时有关电影本质、电影审查的争论之间的关系（注：Ellen Draper，“Controversy Has Probably Destroyed Forever the Context”：The Miracle and Movie Censorship in America in the 1950s，in Controlling Hollywood：Censorship and Regulation in the Studio Era，edited by Matthew Burnstei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6205.）。海恩斯（Majorie Heins）的论文专门讨论了《神迹》案的来龙去脉，并借由在该案中发生的政府干涉宗教事务，结合之后发生的事件，主要讨论了当代美国政府对艺术中宗教表现的态度（注：Majorie Heins，The Miracle：Film Censorship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University of Virginia Forum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http：//www.fepproject.org/commentaries/themiracle.html.）。劳拉·温迪凯勒尔（Laura Witten-Keller）的博士论文《电影的自由》，对于美国电影审查史中被长期忽略的议题——州官方电影审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叙述。该文将《神迹》案放入纽约州官方电影审查史的维度，重点考察了《神迹》案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作用，以及该案对于纽约州官方电影审查制度的影响（注：Laura Witten-Keller，Freedom of the Screen：the Legal Challenges to State Film Censorship，19151981.Ph.D Disserta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3.）。威廉姆·约翰逊（William Bruce Johnson）的著作是关于《神迹》案的专门著作，也是学界对于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通过翔实的材料，从该案的各个层面，如表达自由、美国麦卡锡运动（该片导演罗西里尼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好莱坞明星绯闻（英格丽·鲍曼与导演罗西里尼的绯闻事件）、Legion of Decency等，对《神迹》案进行了阐述（注：William Bruce Johnson，Miracles&Sacrilege：Roberto Rossellini，the Church，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尽管已经拥有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非已经尽善尽美。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在两个问题上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一、结合联邦最高法院对表达自由的判例进一步深入研究；二、将该案放入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史中加以考察。

这里我们从联邦最高法院在1952年约瑟夫·博斯汀诉威尔逊（Joseph Burstyn v.Wilson）判例原文入手，结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其自身发展史，从电影本身发展、言论自由发展和新闻出版自由，特别是新闻界职能认识的发展，三个角度具体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1915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电影地位的判决，认为电影完完全全是商业行为，不能被视作媒体的形式和公共舆论交流的工具。在此之后，随着电影业的巨大发展、联邦最高法院在表达自由议题上的发展，特别是关于言论表达的例外、事先限制和对新闻界的定义、职能及其管理问题上的发展，该判例得以产生。该判例及其随后的一系列判例形成了联邦最高法院对电影地位认识的范式转型，同时这一转型也为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范式转型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二、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历史沿革

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审查体系：一是指州和市级政府通过法律确立的官方电影审查制度。1907年11月，芝加哥颁布了第一个地方性的电影审查法律，以禁止淫秽的、不道德的影片上映。1911年宾夕法尼亚州成立州电影审查委员会，相继许多州也出台官方审查法律以审查电影内容（注：Anthony Slide，The New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New York：Fitzory Dearbun Publishers，1998，p.33；Laura Witten-Keller，Freedom of the Screen：the Legal Challenges to State Film Censorship，19151981，Ph.D Disserta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3，p.15，37.）。到1922年弗吉尼亚州电影审查委员会建立，共有6个州及约100个城市拥有官方电影审查机构（注：Laura Witten-Keller，Freedom of the Screen：the Legal Challenges to State Film Censorship，19151981，Ph.D Disserta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3，p.10；Kadin，Administrative Censorship：A Study of Mails，Motion Pictures and Radio Broadcasting，Buffalo Law Review，1939，Vol.19，p.552；Legislation，Harvard Law Review，1930，Vol.44，pp.113120.）。尽管美国国会从未出台全国性的联邦电影审查制度，但在电影审查时代，美国联邦政府对电影业并非采取不参与、不干涉的政策。电影业一直是政府和立法机关紧盯的目标，这一点毋庸置疑（注：Richard Maltby，Hollywood Cinema，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3，p.270.）。电影审查的另一个层面是指好莱坞的自我审查体制。为应付官方电影审查的威胁，缓解社会压力集团对电影业道德的谴责，控制电影的内容（注：Barbeau A.Roy，Movie Censorship：A Public and Private Concern，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Vol.15，1970，pp.157158.），1922年好莱坞主要影业公司组成了美国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PPDA，1945年改称美国电影协会，MPAA），聘请威尔·海斯（Will Hays）担任协会主席，在1924年出台Formula、1927年出台Don‘t and Be Carefuls等自律审查措施收效甚微之后，1930年11月31日，在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危及好莱坞——美国当时第五大产业之时，各大制片厂出于经济考虑（注：邵牧君先生指出好莱坞大制片厂为何接受“制片规约”的约束，始终是一个谜。（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电影的审查史实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76）Stephen Vaughn通过翔实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认为，出于经济的考虑，是好莱坞痛下决心，接受“制片规约”的主要原因。由于当时拍摄影片需要从银行贷款，在大萧条时期，银行几近崩溃，银行不敢投资于风险性过大、保守势力特别是天主教教会抵制的影片，造成好莱坞被迫接受“制片规约”。参见Stephen Vaughn，Morality and Entertainment：Origins of Motion Picture Cod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0，Vol.77，pp.3965.）、面对公众压力，特别是天主教教会的压力（注：Peter Dart，Breaking the Code，A Historical Footnote，Cinema Journal，1968，Vol.8，pp.3941.天主教教会对美国电影审查的作用，是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研究的重要维度。事实上，在1934年前，“制片规约”基本上与之前的自律一样，收效甚微。（Ruth Inglis，Freedom of the Mov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7，pp.120123.）1934年4月10日，由于不满好莱坞屡次出台的措施，Catholic Bishop of America成立Legion of Decency，该组织通过自己对电影进行评级，向教会内教众观看影片提出指导，影片依次被分为AI、AII、B、C级，若影片获得C级，则表示应受谴责，对于被评为C级的影片，Legion of Decency不仅要求天主教徒不得观看，而且还会在影院设置纠察线，对去观看的观众施加压力。在雅各布斯看来，正是在Legion of Decency的压力之下，好莱坞才成立“制片规约执行委员会”（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PCA）。（Lea Jacbos，The Censorship of“Blonde Venus”：Textu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Method，Cinema Journal，1988，Vol.27，No.3，pp.2131）.有关Legion of Decency的历史，参见Frank Walsh，Sin and Censorship：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和Gregory D.Black，Hollywood Censored：Morality Codes，Catholics and the Mov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在海斯的游说下，成立了电影业有效的自律审查规约——制片规约（Production Code），1934年6月，美国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又成立具体执行审查事宜的“制片规约执行委员会”（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PCA），主席由天主教徒约瑟夫·布林（Joseph Breen）担任。委员会对协会成员——好莱坞主要影业公司及其下属机构——拍摄的影片进行审查，要求删剪违反“制片规约”的镜头，加盖许可章后，方允许发行，否则将面临25000美元的罚款（注：Gregory D.Black，Hollywood Censored：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19301940，in Movies and American Society edited by Steven J.Ross，MA：Blackwell Publishers，2002，pp.98125；Kenneth MacGowan，Behind the Screen：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the Motion Picture，New York：Delacorte Press Book，1965，p.359；Nina Mjagkij，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A 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http：//www.uwgb.edu/teachingushistory/images/pdfs/2003_lectures/mjagkij_essay_1.pdf.Accessed on May，5th，2005.）。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的良好运转，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电影的内容，避免了州和市级的官方电影审查，平息了公众对电影的指责（注：Roy Eugene Bates，Private Censorship of Movies，Stanford Law Review，1970，Vol.22，pp.618656.）。

三、《神迹》案以前电影的法律地位

联邦最高法院对电影地位的判决最早来自1915年的互助电影公司诉俄亥俄州工业委员会一案，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电影放映完全且仅仅是商业行为，不能视作新闻界的一种形式或公共舆论的组成部分，因而不能享有宪法规定的对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注：Mutual Film Corp.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俄亥俄州法律规定所有电影均需交由州电影审查委员会即俄亥俄州工业委员会审查，只有表现道德的、有教育意义的、娱乐和无害的电影才能通过审查（注：Ivan Brychta，the Ohio Film Censorship Law，Ohio State Law Journal，1952，Vol.13，pp.350411.）。互助电影公司从三个方面对该法提出挑战：第一，俄州法律对州际贸易造成限制；第二，俄州法律侵害了俄州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第三，俄州法律意图赋予审查关及其他委员会干涉私人权益的法律权力。联邦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麦肯纳大法官（Justice McKenna）撰写的法庭意见，驳斥了互助电影公司提出的电影应享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请求。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电影完全且仅仅是商业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牟利的手段，不能视作传媒的一种形式或公共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受俄州宪法有关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电影可以是事件、意见、情感的一种生动的、有用的、娱乐性的呈现，但也可以成为罪恶的呈现方式，而且借助于电影的诱惑力和直观的表现形式，罪恶因此更具杀伤力。因此，需要在放映之前对电影进行审查。对电影的审查并非是政府的越权行为（注：Mutual Film Corp.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麦肯纳大法官判定电影不享有表达自由的理由相当牵强（注：Garth Jowett，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Social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Film Industry，19071968，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Radio&Television，1990，Vol.10，pp.331.）。麦肯纳大法官给出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电影是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完全且仅仅是商业行为（注：乔伊特指出，先前联邦最高法院从未使用这一法理来认定媒体不属于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范畴，如果按照这一法理，报纸等传统媒体也因其追求个人利益而被排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外。在以后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不能因为公司追求商业利益的原因，而否定其表达自由的权利。Grosjean v.American Press Co.，297 U.S.233（1936），Thomas v.Collins，323 U.S.516（1945）在《神迹》案中，克拉克大法官通过引用这两个案例，翻转了互助电影公司案这一法理。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第二，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如果被错误利用，就会产生巨大的恶，社区从而可以合法地反抗之；第三，电影与其他奇观、马戏一样，是一种娱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联邦最高法院一种普遍的、传统的对艺术的敌视态度（注：Note，Motion Pictur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The Yale Law Journal，1951，Vol.60，pp.696719.）。

在互助电影公司案判决事件中，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尽管是俄亥俄州宪法问题，但是这一案例有关电影审查的基本原则却影响了整个美国，联邦法院最高法官实际上承认了各州、市官方电影审查的法律地位（注：John R.Verani，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3，p.20；Notes，Constitutional Censorship of Motion Pictures—An Iconoclastic View，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1956，Vol.17，p.639.）。从此，官方电影审查官的剪刀便深入到各个影片的制作过程中。以1928年为例，制片厂发行的所有影片，仅有42部没有得到官方电影审查官的改动（注：William Bruce Johnson，Miracles&Sacrilege：Roberto Rossellini，the Church，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95；Laura Wittern-Keller，Fighting For Freedom of the Screen：The Legal Battle over State Film Censorship，19301965，http：//www.oah.org/meetings/2004/papers/wittern-keller.doc Accessed on 11 July，2006.）。通过支持政府对于新的电影产业的事先限制，法院也成了意图控制电影和意图发行放映电影者之间斗争的主要场所。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最高司法机关，直到1948年才重新考虑电影的地位问题（注：Laura Witten-Keller，Freedom of the Screen：the Legal Challenges to State Film Censorship，19151981.Ph.D Disserta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3，p.96.）。

在美国诉派拉蒙公司一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Justice Douglas）以法官个人意见的形式指出（注：Martin J.Schnitzer，Religious Censorship of Motion Pictures—“The Miracle”，UCLA Intramural Law Review，1952，Vol.20，pp.613；John T.Keeton，A Glimpse of Motion Pictur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Mississippi Law Journal，1954，Vol.26，pp.6168.在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法官个人意见（dictum）是指某一法官在法庭判决意见书中就某一并非与案件必定有关的法律点或并非为确定当事人的权利所必要的法律点所发表的意见。此种意见在论证时有说服论证的价值，但不能作为判例约束以后的案件。薛波，编.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3.），在本案中，牵涉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问题。毫无疑问，电影，如同新闻和广播一样，作为传媒形式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如果本案牵涉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垄断问题，这个问题（指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就成为焦点之一。但在本案中，制作过程中的垄断问题不是案件的焦点。本案主要集中在放映过程，或者狭义地说，是首轮电影放映的垄断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发行的及时性是新闻出版自由中较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其他问题跟新闻出版自由关系甚微（注：United States v.Paramount Pictures Inc.，334 U.S.131（1948）.）。

道格拉斯大法官对于电影地位的论述，虽未成为一条宪法原则，但其意见为电影业获得表达自由打开一条进路。如劳拉所言，道格拉斯这段话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准备重新审查电影的地位问题（注：Laura Witten-Keller，Freedom of the Screen：the Legal Challenges to State Film Censorship，19151981，Ph.D Disserta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3，p.159.）。

在Kovacs诉Cooper一案的附议中，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援引互助电影公司案认为，各种形式现代的所谓大众传播工具超出了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等人所了解和预想的对于传播的意义。电影产生了书籍、杂志和报纸所不具有的问题，因此电影受到合宪的管制。法兰克福特的意见表明他在1949年似乎并没有打算将电影纳入到表达自由当中（注：Kovacs v.Cooper，336 U.S.921（1949）.）。

然而同样在该案中，布莱克大法官（Justice Black）代表道格拉斯大法官和拉特里奇大法官（Justice Rutledge）撰写的部分同意部分反对的意见中指出，当今社会意见和信仰主要通过报纸、广播、电影和扩声系统（public address system）传播到人民当中。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现存的，以及将来会出现的传播方式，都应该免于政府的审查和限制（注：Kovacs v.Cooper，336 U.S.921（1949）.）。布莱克大法官的意见等于宣布，在他看来，电影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表达自由。

在派拉蒙公司案和Kovacs案对于电影地位的判决提出单独的意见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在1950年又连续两次拒绝了对有关电影审查案件发出调卷令（certiorari）（注：United Artists Corp.v.Board of Censors of City of Memphis，189 Tenn.397，225 S.W.2d 550（1949），cert.denied，339 U.S.952（1950）.；RDDR Corp.v.Smith，89 F.Supp.596，597（N.D.Ga.），aff’d，183 F.2d 562（5th Cir.），cert.denied，340 U.S.853（1950）.）。也许联邦最高法院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宣布重新思考电影的地位，实现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型（注：Bosley Crowtier，Miracles Can Happen，New York Times，February 10，1952.p.97；有关范式转型，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这一范式转型最终在约瑟夫·博斯汀诉威尔逊案中得到了实现。联邦最高法院翻转了38年前的判例，宣布电影享有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

四、《神迹》案的缘起、经过及判决

（一）《神迹》案的缘起

1952年联邦最高法院的《神迹》案起源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影片《神迹》在纽约遭到电影审查机构的禁映一事。四十一分钟的影片《神迹》（Miracle，Il miracolo）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娜尼（Anna Magnani扮演）是居住在阿玛尔菲海岸（Amalfi coast）小村庄的一名妇女。一天，当她在山上放羊的时候，遇见一个陌生人（Federico Fellini扮演）路过，并与他攀谈起来，娜尼认为该男子就是圣·约瑟。陌生人将她灌醉，奸污了她，然后离去。过了些日子，娜尼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坚信自己是圣灵感孕，怀中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情，都嘲弄她，将她赶出村庄。最后娜尼在一个破败的教堂边将孩子生下（注：有关该影片的字幕及情节，以及英文版与意大利版的对比，参见Transcript of Record，Joseph Burstyn v.Wilson.）。

1949年该影片获得美国海关的允许引进到美国。1949年3月2日，纽约州教育部电影分部，审查了该影片，并给发行商洛玻特电影公司（Lopert Films，Inc.）颁发了该影片的放映执照。本案原告，专门引进优秀欧洲艺术影片的约瑟夫·博斯汀公司从洛玻特电影公司买下该影片的版权，加上英文字幕，并与另外两部法国短片马赛·帕尼奥尔（Marcel Parcel）导演的影片《乔弗瓦》（Jofroi，1933）和让·雷诺阿（Jean Renoir）导演的《乡村一日》（A Day in the country，1936）一起作为《爱的道路》（Ways of Love）三部曲，又一次送审，电影分部在1950年11月30日给予《爱的道路》放映执照（注：New York Times，December 31，1950，p.23.）。

1950年12月11日，《爱的道路》在曼哈顿放映艺术影片的巴黎剧院上映。

1950年12月23日，爱德华·麦卡菲（Edward T.McCaffrey），纽约市执照委员会成员（Commissioner of Licenses for New York City），宣布该影片“于公于私都是渎神的（blasphemous），并要求禁映该片，并威胁取消胆敢放映该片的剧院放映执照”（注：New York Times，December 24，1950，p.1；New York Times，December 28，1950，p.35；Washington D.C.Post，December 31，1950.）。博斯汀公司将麦卡菲诉上法庭。

1951年1月5日，纽约州最高法院纽约县特别开庭期的苏特（Steuer）法官判定纽约州教育部是唯一拥有合法审查电影是否“渎神”的机构，麦卡菲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越权行为。《神迹》因而获得法庭允许放映的禁制令（injunction）（注：Joseph Burstyn，Inc.v.Edward T.McCaffrey，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Special Term，New York County，198 Misc.884；101 N.Y.S.2d 892；1951.Quick Ruling Due in‘Miracle’Case，New York Times，January 4，1951，p.31.）。

然而刚过两天，1月7日，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Cardinal Francis Spellman）公开宣称《神迹》是对上帝神圣话语的颠覆，对意大利女性的恶语中伤，并号召所有有正确思想的公民联合起来抵制该影片（注：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51，p.1；）。

鉴于该影片引起的诸多意见，纽约州Board of Regents的主席指示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重新评审该片（注：纽约州教育法（Education Law of States of New York）规定，纽约州教育部电影分部（Motion Picture Division of Education Department）的主任、人员及架构均由Board of Regents安排和规定。Board of Regents批准电影分部接收和审查电影。New York Education Law，Article 3，Part I，II；Brief for Appellant，Joseph Burstyn v.Wilson，pp.4754.）。

1951年1月15日，三人委员会一致认为该影片“渎神”（sacrilegious）。1月19日，Board of Regents指示约瑟夫·博斯汀公司，在三人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不取消该影片的放映执照陈述理由（show cause）。约瑟夫·博斯汀本人出席了听证会，但他质疑Regents有否决放映执照的权力。三人委员会则认为Regents有这一权力，并建议Regents全体再观看一遍这部影片，以决定是否应该撤销该影片的放映执照（注：Douglas Dales，Regents to Review‘Miracle’；Three Find it‘Sacrilegious’，New York Times，January 20，1951，p.1.有关该听证会的记录，见Minutes of a Meeting of a Sub-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Held at the Build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on January 30，1951，at 3 P.M.，Special Term Exhibit 4 to Answer，Transcript of Record，Joseph Burstyn v.Wilson，p.30.）。

1951年2月16日，Board of Regents观看影片之后，以影片“渎神”（sacrilegious）为理由，宣布撤销影片《神迹》的放映执照。由于《神迹》是和另外两部影片获得的是一个执照，所以另外两部影片也一起遭禁（注：Edward de Grazia and Roger K.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p.233.）。博斯汀公司随即上诉至法院（注：N.Y.Regents Ban‘The Miracle’Film as‘Sacrilegiou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16，1951，p.8.）。

1951年5月9日，纽约州最高法院中间上诉法院第三分庭（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Appellate Division Third Department）一致通过福斯特法官（Foster，P.J.）的判决，支持Board of Regents以“渎神”为理由，对电影《神迹》的禁映。法院继续坚持联邦最高法院在1915年判定电影不属于表达自由的论调，强调电影是一种娱乐形式，州对其审查并不是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

关于能否以电影表现渎神内容这一问题，纽约州最高法院中间上诉法院认为，对于包括基督教教义在内的所有教义，任何不信者都可以对其进行自由讨论和完全质疑，甚至可以攻击教义，但是电影仅仅是娱乐的目的，不属于质询和讨论的范畴。因此，禁止对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进行夸张的视觉上的讽刺不是对宗教自由的否定。在Board of Regents有没有权力收回已经获得准许的影片放映执照问题上，纽约州中间上诉法院站在Board of Regents一方（注：Joseph Burstyn，Inc.v.Lewis A.Wilson.278 A.D.253；104 N.Y.S.2d 740；1951.）。博斯汀公司对该法院判决不服，遂上诉至纽约州终审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of New York）。

1951年10月18日，纽约州终审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弗洛伊赛法官（Froessel J.）撰写的法庭意见除维持下级法院对Board of Regents审查电影权力的支持之外，对于原告所提出的渎神一词过于模糊的问题，弗洛伊赛法官引用了一本字典对于渎神的定义：对于奉为神圣事物的侵犯和亵渎（profane）行为，认为“渎神”定义清晰明了，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同时他指出，“渎神”（sacrilegious）与联邦最高法院使用的“亵渎”（profane）是同义词，两者都有足够明确的标准（注：这里牵涉到sacrilegious和profane两词的比较问题。Profane一词1382年左右最早出现在英语中，一般而言，该词有两个涵义，第一指对被认为是神圣或圣经意义上的事务的不尊敬或冒犯，在这个意义上，profane与sacrilegious意义相近；第二种意思更为世俗化，指粗言秽语等。（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V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570）相比而言，profane的意思要比sacrilegious更为广泛。（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of Synonyms，Springfield，Massachusetts：Merriam-Webster’s Co.Ltd.1984，p.103.）联邦最高法院在Chaplinsky案中确立了Profane原则，在Chaplinsky v.New Hampshire案中，Murphy大法官撰写的全体一致意见，引用小泽卡赖亚·查菲（Zechariah Chaffee Jr.）的观点，认为有些定义明确、严格限制的言论，对其禁止和惩罚决不会被认为产生任何联邦宪法问题。这些言论包括淫秽、粗言秽语（profane）、诽谤、侮辱或挑衅性话语。在Winters v.New York，333 U.S.507（1948）案中里德大法官撰写的法庭意见援引Chaplinsky案强调出版物若为好色的（lewd）、猥亵的（indecent）、淫秽的（obscene）或粗言秽语的（profane），则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弗洛伊赛法官从profane的第二种词义进行读解，认为sacrilegious相似。但从Chaplinsky案的判决和查菲意义上来看，profane一词与渎神并没有关系。参见Chaplinsky v.New Hampshire，315 U.S.568（1942）；Zechariah Chaffee Jr.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149152.）。

对于原告提出的纽约州法律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信仰自由的侵犯问题，法院认为，这不能成立。因为第一，纽约州法没有限制宣扬宗教信仰；第二，没有要求Regents通过宗教判断而作出是否渎神的判定，Regents使用的标准是通过电影贩卖娱乐的人不能以藐视（contempt）、嘲笑（mockery）、轻蔑（scorn）和嘲弄（ridicule）的方式对待宗教，这一标准不牵涉宗教判断；第三，州法的目的是为提升公共福利、道德、和平和秩序，所造成的次要的惠及宗教的可能性不足以使该法违宪；第四，否定政府干预宗教免受个人或商业攻击或迫害的权力就是否定政府维持和平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因为通过商业电影对宗教信仰进行无理由的攻击，不仅仅是对正派和道德的攻击，而且也是对其他人选择和信仰宗教自由的限制。

弗洛伊赛法官最后指出，由于执照持有人即被告在该法下受惠，且目标是为获得执照保护，被告人也许不能就该法是否整体上作为事先限制侵犯表达自由问题提出辩驳。但无论如何，联邦最高法院已经认定电影本质上属于娱乐的一种形式，不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表达自由的保护。本法院不会对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这一判决作出预测。

对于原告所强调的1915年以来电影技术发展引起电影本质变化的陈述，纽约终审法院认为这仅仅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不能使其本质发生变化（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03 N.Y.242；101 N.E.2d 665；1951.）。

德斯蒙德（Desmond）法官的附议指出，“渎神”一词有明确标准。电影也许不排除在宪法第一修正版保护之外，但由于有足够的理由认定该影片“渎神”，因此就可以对电影进行合宪性管制，根据Chaplinsky案，这属于定义明确、严格限制的言论，对其禁止和惩罚绝不会被认为产生任何联邦宪法问题。因此该案不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侵犯。德斯蒙德法官不无担心地指出，“否则，加之于所有电影之上的任一事先限制均为违宪。如此，闸门就打开了（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03 N.Y.242；101 N.E.2d 665；1951.Concurring opinion.）。”

弗德法官（Fuld）持异议态度，对法庭的多数判决提出了强烈的反对。针对弗洛伊赛法官的法庭意见，弗德法官针锋相对地指出，州法没有赋予Board of Regents权力对电影进行审查、禁映，即便是假设其拥有这种权力，这种行为也应遭到反对。

基于“渎神”的理由审查电影，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它构成了对宗教事务自由讨论的事先限制，而且是一种宽泛的、没有明确限制的事先限制。

除此之外，“渎神”（sacrilegious）原则具有以法律形式建立宗教正统的企图，这与宪法规定的“不得建立国教”原则相违背。

针对下级法院和弗洛伊赛法官提出的“渎神”定义：以藐视（contempt）、嘲笑（mockery）、轻蔑（scorn）和嘲弄（ridicule）的方式对待宗教，弗德法官驳斥道，联邦最高法院早已宣布宪法第一修正案甚至保护以嘲弄（ridicules）或公然抨击（denounces）宗教信仰为形式的公共讨论，免受事先限制。弗德法官援引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意见指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所有的宗教教派宣扬其自身观点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忍受其他人相同的自由。弗德法官指出，美国有250多个宗教教派，抱持不同的宗教信仰、教义和信条。对一个教派来说是正统的思想，在其他教派看来则可能是异端。对一个教派是渎神的思想，在其他教派来说则奉为神圣。那什么是正统？什么是渎神？毋庸讳言，对渎神的判定因审查员的哲学、修养、教育和背景不同而异（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03 N.Y.242；101 N.E.2d 665；1951.Dissent opinion.）。

弗德法官的意见鼓舞了一直败诉的博斯汀公司将该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1952年4月23日，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会议室集体观看了影片《神迹》，但未作评论。这也是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判例原因集体观看某部商业影片（注：High Court Sees‘The Miracle’in Movie Censorship Fight，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pril 25，1952，p.7.）。

在1952年4月24日举行案件口头辩论时，纽约州副总检察长（New York State Solicitor General）温德尔·布朗（Wendell P.Brown）强调1915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依然有效，首席大法官文森（Chief Justice Fred M.Vinson）要求温德尔·布朗注意1948年道格拉斯大法官的陈述，布朗强调该案中关于电影地位的陈述不具有约束以后案件的效力。文森大法官回答道，“当然，这一陈述不具有约束力，但是整桩事情就明摆在那里（it shows what it shows）”（注：‘Miracle’Argued in Supreme Court，New York Times，April 25，1952.p.19.）。

博斯汀公司的律师林顿（Ephraim London）进一步认为，电影不应该受到审查。谢尔曼·明顿大法官（Justice Sherman Minton）就这一点向林顿质询，“甚至以淫秽目的也不可以吗？”林顿回答道，“也不可以，淫秽可以在电影放映之后对电影进行起诉”（注：‘Miracle’Argued in Supreme Court，New York Times，April 25，1952.p.19.；Majorie Heins，The Miracle：Film Censorship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University of Virginia Forum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http：//www.fepproject.org/commentaries/themiracle.html.）。

1952年5月26日，联邦最高法院对约瑟夫·博斯汀诉威尔逊一案作出了判决。

（二）《神迹》案的抗辩

控辩双方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辩论（注：Statement as to jurisdiction，Joseph Burstyn v.Wilson.p.9.）：

（1）纽约州判定《神迹》“渎神”的法律依据，纽约州教育法第122款，是不是过于模糊，其意义是否过于不确定，以至于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指出，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其管辖的任何人，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又发展出“模糊无效原则”（void-for-vagueness doctrine）（注：模糊无效原则，即如果限制言论的法律和规定确实过于模糊不清以至于不能提供清晰的指导，那么它们可能因违宪而被推翻。如果一部法律不能清楚地区分受禁止的言论和不受禁止的言论，那么该法律的执行便存在不一致和不可预测的危险，违背正当程序原则，而且该法实际上可能窒息不属于其针对目标的言论。参见约翰·泽莱兹尼.传播法：自由、限制与现代媒介［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6；又见薛波，编.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07.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述的各项自由的法律，则要求更为严格的标准。此类法律绝不可以语义非常模糊，使人们因害怕犯法而不敢形势受保护的自由权。这类语义含糊、过于概略的法律在联邦最高法院看来有一种“寒蝉效果”（Chilly Effect）。詹姆斯·伯恩斯，杰克·佩尔塔森，托马斯·克罗宁.美国式民主［M］.谭君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寒蝉原则，指某一法律或行为抑制宪法性权利，尤其是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行使的倾向或后果。在美国不必然产生此种效果的制定法通常被认为并不违宪。例如，一部禁止参加某一“知名颠覆分子”所属组织的法律，其用于过于宽泛，使得人们心存被不正当归类或因之遭受惩罚的疑惑，而怯于加入所有合法组织。换言之，为避免触犯法律，倾向于自责而不敢行使权利。参见薛波，编.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3.）。如果纽约州关于电影审查的《教育法》过于模糊，按照这一原则，法院就会混淆电影中受保护的和不受保护的内容，从而侵犯电影中受保护内容的权利。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作为法庭之友提交的诉讼摘要指出，“渎神”（sacrilegious）一词并不是如下级法院所陈述的“没有难以理解之处”。通过对该词进行词源学考证，诉讼摘要指出，“渎神”一词不仅仅是意义模糊的，而且该词与异端（heresy）一词有着密切联系，以渎神为名禁映某部影片，实际上是一种压制异端的行为，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871年就已经明确反对的行为（注：Watson v.Jones.80 U.S.（13 Wall.）679（1871）.米勒大法官（Justice Miller）撰写的法庭意见指出，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而自由地抱持任何宗教信仰、实践任何宗教原则、宣传任何宗教教义，只要这一教义不违背道德和财产法则以及不侵犯个人的权利。法律不知道异教（The law knows no heresy）、不承诺支持任何教义，或是确立任何教派为正统。）。如果允许“渎神”的法律地位成立，州法需要在无尽的且可能相互冲突的宗教教义作出选择（注：Brief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as Amici Curiae，Joseph Burstyn v.Wilson.pp.2654.）。

被告的诉讼摘要（Brief for Appellees）则坚持认为州法院对“渎神”（sacrilegious）一词的定义已经相当明确，而且指出，“渎神”（sacrilegious）一词类似于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所使用的普通言论（common speech），而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有给普通言论一个定义（注：Eisner v.Macomber，252 U.S.189（1920）；Brief for Appellees，Joseph Burstyn v.Wilson.pp.664.）。

（2）纽约州法律是不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原则的侵犯？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这一陈述可以分为两个条款，即“建立国教条款”（the establishment clause）和“信仰自由条款”（free exercise clause）。建立国教条款，学界普遍认为，可以理解为政教分离原则（注：但波尔指出，政教分离一词有失恰当。因为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禁止指向国会，而不是司法机关，当法院在就这些问题作出判决的时候并未越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教分离在美国的情形下是一个不恰当的说法。J.R.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M］.张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4.）。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美国犹太人大会提交的诉讼摘要指出，州法依据某部影片为渎神而禁映该影片，禁止表达渎神的言论，那么就是以某种形式帮助所有宗教。这与联邦最高法院在Everson诉Ewing教育局一案中所确认的有关禁止建立国教条款的解释相冲突（注：Everso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wnship of Ewing，330 U.S.1（1947）.）。如果以不同宗教教义去理解，将不能判定何谓“渎神”，而若从教义角度来理解，那么州行政机关就是干预了宗教事务，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建立国教原则（注：Brief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as Amici Curiae，Joseph Burstyn v.Wilson.p.25.原告的诉讼摘要也重申了这一观点。见Brief for Appellant，Joseph Burstyn v.Wilson.p.43.）。

原告诉讼摘要（Brief for Appellant）也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信仰自由的条款，包括对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和反对宗教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应受某一特殊的形式、方式和媒介的限制，也不能因为它冒犯或攻击了任何宗教团体所珍视的教义而受到惩罚。如果《神迹》被认为是侮辱了宗教教义，基于这种理由对其禁映侵犯了原告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注：Brief for Appellant，Joseph Burstyn v.Wilson.p.9.）。

被告提交的诉讼摘要则认为，宪法所保护的宗教自由并不保护对所有或某一宗教进行的讽刺（lampoon）和污蔑（vilify）。对该类电影禁映的行为，并不是政府干预宗教事务，而是州政府的正当权力。通过商业电影的形式，对已有宗教信仰进行恶毒攻击，不仅是对道德和正派的冒犯，而且其本身是对其他人信仰自由的侵犯（注：Brief for Appellees，Joseph Burstyn v.Wilson.pp.1112.）。被告方指责原告，并没有利用电影表达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对基督、玛利亚和约瑟关系的认识，没有基于某种宗教立场认为三者的关系是错误的，也没有宣称电影《神迹》是劝人改变宗教信仰的，而是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对普遍接受的宗教信念进行无端指责和污蔑，这正是纽约州法律所禁止的，也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其他人的信仰自由（注：Brief for Appellees，Joseph Burstyn v.Wilson.p.49.）。通过对原告的指责，被告试图将对宗教教义的攻击限定在严肃讨论的范围之内，超出这种范围，则基于保护信仰自由，应该予以禁止。

（3）纽约州法律是不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的争论是本案的核心。原告主张电影应当享有表达自由，对于电影的所有审查应当推定为违宪。被告则坚持认为电影只是一种娱乐，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无论双方观点如何，都无法回避1915年互助电影公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电影地位作出的判决。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美国犹太人大会的诉讼摘要指出，为将言论自由进行到底，电影必须享有被保护的权利。纽约州关于电影审查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事先限制，这种限制形式是对新闻出版自由最彻底的侵犯。时至今日，判定电影不属于表达自由的互助电影公司案已不再能成为维护新闻出版自由原则的障碍（注：Brief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as Amici Curiae，Joseph Burstyn v.Wilson.p.4.）。

被告则认为，互助电影公司案并没有过时，原告所提交的理由，互助电影公司案都已经作出考虑，并予以拒绝，其法理依然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同。即便是电影享有表达自由，渎神、淫秽、挑衅性言论等也是表达自由的例外。因此，纽约州并没有违宪（注：Brief for Appellees，Joseph Burstyn v.Wilson.p.12.）。

（三）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汤姆·克拉克大法官（Justice Tom Clark）陈述的法庭意见在简要叙述案件经过之后，直接抓住争论的核心，指出“我们仅仅需要考虑原告的这一主张：纽约州法律是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性限制”（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克拉克大法官接着提及互助电影公司案及其法理，并指出本案是自互助电影公司案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即电影是否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之列。克拉克明确宣布，“电影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之列。互助电影公司案已经与本案所提出的意见不一致，我们不再遵守”（注：一般而言，联邦最高法院很少直接推翻先前案例，这里克拉克大法官用了一种较为婉转的形式，翻转了1915年的互助电影公司案。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

“然而，认定电影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表达自由，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终结”，克拉克话锋一转，“这并不能认为，宪法允许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完全自由地放映任何影片（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在这里，克拉克指出电影尽管享有表达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需要与其他形式的利益相平衡。

克拉克指出，纽约州的电影审查法属于事先限制的范畴。根据Near案，尽管禁止事先限制的原则不是绝对的，存在一定的例外，但政府要有足够的责任来证明对电影的限制属于例外的范围（注：同上。）。这样如爱默森所言，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地把事先限制原则纳入电影这一媒体当中（注：Thomas I 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68.）。而根据克拉克，“渎神”（sacrilegious）不属于事先限制的例外。

克拉克接着就双方所争执的“渎神”（sacrilegious）问题作出判决，克拉克指出，下级法庭有关“渎神”的定义过于模糊，根据这一定义，“审查员将被放入一个无边的、漂浮着无数种相对立的宗教观点的海洋之中，除了最响亮的和最有力的正统学术之外，别无航标可循（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

克拉克接着指出，在纽约州的标准之下，审查员难免会对某一宗教厚此薄彼，这样会引起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问题。然而，克拉克避开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他指出，单从新闻和出版自由这一立场出发就足够可以指出，州政府对于保护某一或所有宗教免受不合其趣味观点侵扰的关注，不具有合法性（注：同上。）。

克拉克最后指出，“鉴于‘渎神’是本案唯一被攻击的标准，因此，法庭无需就诸如州能否以适用范围明确、以禁止放映淫秽影片为目的的法律来审查电影作出判决”（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Concurring opinion.）。在这里，克拉克暗示，电影审查法律整体并没有违宪（注：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宣布电影审查制度是否违宪。），以淫秽目的对电影进行审查，似乎能够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同（注：在Times Film Corp.v.Chicago案中，克拉克撰写的法庭意见就强调，以淫秽为目的审查电影，并不违宪。Times Film Corp.v.City of Chicago，365 U.S.43（1961）.；Notes，Constitutional Law：Prior Restraint of Motion Pictures，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1961，Vol.34，pp.362366；P.D.McAnany，S.J.，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Kentucky Law Journal，1962，Vol.50，p.435.）。

里德大法官（Justice Reed）有关法庭判决结果的简短附议强调，克拉克撰写的法庭意见没有对电影放映执照制度作出阻止，因此就需要对每一拒绝颁发电影执照的实际情况进行仔细分析，以判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得到尊重（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Concurring opinion.）。

法兰克福特大法官（Justice Frankfurt）的附议指出，双方诉讼摘要的主张都过于极端，让联邦最高法院无从选择。因此，他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渎神”（sacrilegious）这一词的定义上，在引用了数十种字典及宗教教义之后，他认为，最高法院没有办法从中找出对这一术语的恰当定义，既然连联邦最高法院都不能找到明确定义，那么纽约州法律怎么能得到明确执行，因此纽约州电影审查法律关于“渎神”（sacrilegious）一词过于模糊，因而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但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对电影是否属于表达自由问题，并没有提出意见（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Concurring opinion.有趣的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一直拒绝使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条款来解决电影审查问题，而使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也许在他看来，电影不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参见Gelling v.State of Texas，343 U.S.960（1952），Concurring Opinion.］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意见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道格拉斯大法官没有单独发表意见，而且简单地站在了赞同汤姆·克拉克大法官的相对保守的法庭意见一边。然而，在Superior电影公司诉俄亥俄州教育委员会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宪法所保证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禁止一个州建立电影审查制度。在Gelling v.State of Texas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重申，如果一个审查委员会能够告诉美国人，什么是他最应该去看、去读、去听的，那么思想就被管制，权威就代替了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就被打败了。无疑，道格拉斯大法官在这里认为，所有有关电影审查的法律都是违宪的。但在1952年的《神迹》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选择支持汤姆·克拉克大法官的法庭意见，而并非书写单独的附议，这一现象值得仔细研究。Superior Films，Inc.v.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Ohio；Gelling v.State of Texas，343 U.S.960（1952）.Concurring opinion.）。

（四）《神迹》案的逻辑分析

根据原告、被告双方的主张，按照逻辑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来推翻对下级法院的判决：

（1）“渎神”（sacrilegious）一词过于模糊，因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而违宪；

（2）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政教关系的条款——国会不准制定有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以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以“渎神”为理由审查影片，违反这一原则，因而违宪；

（3）电影作为表达自由，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款，不允许将“渎神”列为以电影这种形式的表达自由的例外，换言之，即不能将“渎神”作为对电影进行事先限制的理由。

根据排列组合，联邦最高法院可以有七种选择来宣布纽约州的法律违宪。因此，这也就引起歧义，即普里切特（Pritchett）所疑惑的，到底电影《神迹》不能被禁映的理由是因为电影是表达自由，还是狭义的因为渎神意义过于模糊而没有意义（注：C.Herman Pritchett，Civil Liberties and Vinson Cour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41.）？卡曼（Ira H.Carman）根据对先前联邦最高法院类似议题的判例分析指出，汤姆·克拉克显然是先将电影纳入表达自由的范畴，在这一范式内，认为“渎神”一词过于模糊（注：Ira H.Carmen，Movies，Censorship，and the Law.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5253.）。换句话说，联邦最高法院基于上述逻辑中的第一、三条（避开第二条）判定，电影《神迹》不能被禁映，纽约州电影审查法有关“渎神”的条款，因与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冲突而无效（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避开第二条理由的原因是一件极为有趣且值得研究的问题。凯斯·桑斯坦指出，“研究法官说了些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检查法官对那些问题保持沉默并且为什么保持沉默也同样重要。是否对某些事情不做裁决，这个问题有助于协调在宪法领域极为不同的一系列争论”。（凯斯·R·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M］.泮伟江，周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因此解释克拉克大法官为何回避使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政教关系条款来处理该案，就变得很有意义。但由于缺少《神迹》案判决足够的原始资料，所以对克拉克为何回避使用政教关系条款来审理此案，难以作出坚实的论证，这也是目前所有对《神迹》案研究的共同弱点。本文猜测原因有三：第一，影片是否“渎神”、违反政教关系原则不是《神迹》案的核心。假设联邦最高法院仅从“渎神”言论是否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政教关系原则这一角度入手作出判决，那么这不足以解决该案双方争执的焦点。需要看到的是，从政教关系角度入手考察《神迹》案，从逻辑上看，首先需要承认电影可以表达“渎神”言论，既然电影可以表达言论，那么电影是否属于表达自由？因此可以看出，若如此进行判决，使得联邦最高法院依然难以绕开电影是否属于媒体的一种，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表达自由的疑问。第二，美国的政教关系相当复杂，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远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简短的文字界定了政教关系，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但在这一简单陈述之下，暗含着众多的疑问：这一条款是否意味着政府和宗教之间完全分离？政教分离是否意味着政府对宗教采取完全中立态度？是否意味着政府对宗教采取敌视态度？美国的立国之父们在起草政教关系条款时，就存在持续的争论。波尔指出，这种争论和困难在于，所撰写的声明既要使政府在宗教事务中完全保持中立，又要使它看起来不是敌视宗教情绪，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国会大多数议员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感情。波尔指出，美国民众的代言人们从心底希望确立一种中立但对宗教友好的制度，而不是中立但对宗教不友好的制度。然而即使希望政府对宗教友好这样一个温和的观念也可能将不信宗教的人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基点之上。对这种困境从来没有提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J.R.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M］.张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8）诚如托克维尔所言，“美国是基督教到处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宗教的影响下，今天已经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一种政治设施的宗教有力地帮助了美国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3，336］因此在这样一个既奉行政教分离，但基督教又占统治地位，宗教保有绝对势力的国度，美国人发现很难协调这种宪政的纯洁与他们真正广泛的宗教信仰关系。如波尔所言，有关政教分离的宪政史不仅是漫长的，而且极为复杂。（J.R.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M］.张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9；C.M.Hudspeth，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America，Texas Law Review，1955，Vol.33，pp.10351056.）以《神迹》案发生的20世纪40—50年代为例，在是否强迫向国旗敬礼、是否允许公立学校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宗教祈祷等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连续出现反复，可见在该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起码在《神迹》案判决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 v.Gobitis，310 U.S.1011（1940）（判定强迫向国旗敬礼并不违宪）；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Barnette，319 U.S.624（1943）.（判定强迫向国旗敬礼违宪）；McCollum v.Board of Education，333 U.S.203（1948）.（判定在公立学校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宗教祈祷违宪）；Zorach v.Clauson，343 U.S.306（1952）（判定在公立学校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宗教祈祷并不违宪）］。尤其是Zorach案的判决发生在《神迹》案口头辩论的第四天，而且其判决意见由联邦最高法院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道格拉斯撰写，道格拉斯强调，“我们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它的制度预先假定上帝的存在。”［Zorach v.Clauson，343 U.S.306（1952）］道格拉斯这样的判决似乎回应了1811年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意见［People v.Ruggles，8 Johns，290（N.Y.1811）详见后文］。这一案例也使得对《神迹》案判决结果的预测扑朔迷离起来。（William Johnson，Miracles&Sacrilege：Roberto Rossellini，the Church，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7，pp.324325.）第三，结合上述观点，在一个奉行司法克制的法庭中，避开使用富有争议的法理转而强调共同意见，似乎是联邦最高法院合理地选择。（有关当时法庭奉行司法克制原则，参见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85.Leonard W.Levy&v Kenneth L.Karst，ed.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2000，pp.2792-2796.））

五、《神迹》案判决的原因分析（接上页）

（一）判例原因分析的理论

在探究法和法律的起源问题上，即什么力量产生或挫败法律改变？什么东西带来新的法律行为或使老的规则和制度继续存在？各种研究路径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在对判例产生原因分析上，庞德认为，完全处于法律制度内部的事情和思想能很好地解释某些次要、短期的法律行为，而社会法律理论则最适合整个法律制度和长期探讨（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67.）。一般承认，某种方式的社会理论必须在法律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67.）。社会法律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法律社会理论都含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活的法律，每个新的法律行为起源于并反映努力产生、阻碍或改变该行为的社会势力。当力量对比推向改变，改变就发生了。当它不推向改变时，制度保持原状（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73.）。”

从《神迹》案判决发生原因的实际来看，这毕竟仅是联邦最高法院众多判例的一个，是短期的法律行为，但又与电影发展史，甚至更为长久的媒介史密切相关。因此比较有效的分析方法则是综合两种理论，既从法律制度内部观察联邦最高法院在表达自由问题上的变化如何影响《神迹》案，又从电影自身发展的角度分析电影发展如何表达自己的势力和利益，由此改变自身宪法地位，这是一种较为合理而有效的途径。

（二）电影自身的发展

克拉克大法官在法庭意见中承认，1926年有声电影问世，这对于电影地位的作用意义深远。从1915年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电影地位的首次判决到1952年《神迹》案判决，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电影通过自身的发展赢得了社会的公认，也为自己赢得了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地位。

1915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互助电影公司诉俄亥俄州工业委员会一案时，美国电影工业基本上处于童稚时代，尽管已经显露出在制作、发行、放映方面的发展潜力，但当时的电影技术粗糙，电影拍摄甚至只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最好的电影成本也不超过500美金，放映也是在废弃的音乐厅和一些戏院，票价较低，多数影片的目标观众是大城市的移民工人，难登大雅之堂。中产阶级及上流社会对电影不屑一顾（注：Morris L.Ernst，The First Freedo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6.p.185.）。1915年因为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被禁问题，该影片的编剧迪克松（Dixon）意图安排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怀特（Chief Justice Edward Douglass White）和其他大法官先观看该片时，怀特回答道，“电影，这太荒谬了，先生，我一辈子没看过，也没有一丁点兴趣看这个玩意，我很忙，对不起”。怀特的回答代表了当时美国上层阶级对于美国电影的认识，不出所料，四天之后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判决电影完完全全是一种商业，不属于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范畴（注：Edward de Grazia&Roger K.Newman，Banned Films：Movies，Censor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82.pp.45.）。借由科林尔（Collier）的观点，联邦最高法院对电影地位的判决依赖的是对电影的心理认识，1915年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缺乏对电影的一手认识（注：John Collier，The Learned Judges and the Films，The Survey，September 14，1915，p.516.）。

但正如小泽卡赖亚·查菲（Zechariah Chaffee，Jr.）指出的，电影从1915年互助电影公司案之后，有了长足的进步。同小说和戏剧一起，电影也成为伟大的艺术之一。它可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批评，可以质疑社会自满的假想，可以直接型塑观念。尽管只有少数电影直接涉及政治社会问题，但是这一比率也在上升（注：Zechariah Chafee，Jr.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549.）。例如，新闻纪录片像新闻报刊一样报导即时新闻，当时的电影对于社会、政治内容的表现，已经涉及南方奴隶制、反闪族主义、煽动主义（demagoguery）的危险、青少年犯罪、大学运动员的商业化和腐败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注：Brief for Appellant，Joseph Burstyn v.Wilson，pp.1314.）。而且，仅从电影主题中无法看出电影所产生的后果，例如尽管是音乐喜剧片，但很有可能通过影片的情节、任务、布景对观众的态度、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注：Zechariah Chafee，Jr.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549.）。有趣的是，在互助电影公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其实也承认电影可以是陈述事件、表达意见、抒发情感的载体，但法院更强调它用来制造罪恶及触犯法律的特征（注：Mutual Film Corp.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

1948年派拉蒙公司案之后，美国大制片厂制度趋向瓦解，独立制片和发行制度勃兴。独立制片和发行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主流的、保守的好莱坞之外，制作或引进发行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一些好莱坞不敢涉及的内容的影片（注：引进的国外电影多数并没有通过好莱坞自律电影审查制度的许可，而且许多电影涉及性内容，因此引起了电影审查制度的一个新的问题。P.D.McAnany，S.J.，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Kentucky Law Journal，1962，Vol.50，p.433.）。1952年判决所针对的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西里尼的影片。而发行这部影片的约瑟夫·博斯汀公司也是独立发行的电影公司。戴维·霍维茨（David Horowitz）指出，正是由于独立制片公司的不断挑战，而不是好莱坞，才使得电影获得了表达自由的权利（注：David A.Horowitz.An Alliance of Convenience：Independent Exhibitors and Purity Crusaders Battle Hollywood，19201940.Historian，1997，Vol.59，pp.553572.）。如同约翰逊（William Johnson）所指出的那样，好莱坞，包括美国电影协会、制片规约执行委员会，对于《神迹》案都持消极态度，他们害怕因为约瑟夫·博斯汀公司惹是生非，使得已经获得少许的自由付诸东流。因此都拒绝作为法庭之友支持约瑟夫·博斯汀公司（注：William Bruce Johnson.Miracles&Sacrilege：Robert Rossellini，the Church，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283.）。但认为好莱坞在挑战现行制度方面无所作为，那么也有失偏颇。尽管由于好莱坞大制片厂生产发行影片的高额费用导致其保守倾向，但好莱坞自从1915年互助电影公司案之后，一直都试图谨慎地挑战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电影地位的判决。1950年被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判决的联艺公司诉孟菲斯市审查委员会案，原告联艺公司（United Artists）就是美国电影协会的成员（注：United Artists Corp.v.Board of Censors of City of Memphis，189 Tenn.397，225 S.W.2d 550（1949），cert.denied，339 U.S.952（1950）.联艺公司在挑战官方电影审查制度和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上，一直比较积极。参见Tino Balio.United Artists：The Company Built by the Stars.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6.）。

从1915年到1952年，正如雅各布斯（Lewis Jacobs）所言，在作为娱乐的前提下，电影不但总是反映生活，而且也把各种观念和态度灌输进人们的生活。电影的力量和表现的技巧已经提高了，它们的范围更加宽广了。电影已经从机械娱乐工具，发展成为拥有独特表现形式的鲜明特色和标准的现代最有影响的工具之一（注：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M］.刘宗琨，王华，邢祖文，李雯，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576.）。电影自身的发展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承认，“电影是意见交流的一种重要媒介，它可以以多种方式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从直接拥护一种政治或社会信条到可以表征所有艺术表现形式的微妙思想”（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可以说，电影自身的发展为其赢得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

（三）表达自由的发展

正如威廉姆·约翰逊所言，尽管多数论文都强调，1915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适用于各州，乃是判定电影不享有表达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俄亥俄州宪法拥有和宪法第一修正案几乎一样的保护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款。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联邦最高法院及美国社会对于表达自由自身的认识（注：William Bruce Johnson，Miracle and Sacrilege：Roberto Rossellini，the Church 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200；Brief for Appellees，Joseph Burstyn v.Wilson，p.15.）。

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绝对的口吻阐述对于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注：Near v.Minnesota，Ex rel.Olson，Country Attorney，283 U.S.697（1931）；Breard v.Alexandria，341 U.S.622（1951）.）。美国的宪政主流意见从未承认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布他所想发表的内容（注：Near v.Minnesota，Ex rel.Olsono，Country Attorney.283 U.S.697（1931）；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正如科瑞（Currie）所言，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不是言论，而是言论的自由表达，因此决定这种自由表达的程度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注：David P.Currie，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A Primer for the Peop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7071；Robert B.McKay，The Preference for Freedom，in 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edited by Kent Middleton&Roy M.Mersky，New York：Williams，Hein&Co.，Inc.1981，p.32.）。

从美国宪政的历史来看，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表达自由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并遵循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优先的宪法权利，即克拉克大法官所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强调的关于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不能有所更改，让表达自由成为规则”（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将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控制在极少数的例外之内（注：Thomas I.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55.）；另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仔细权衡与表达自由相冲突的利益，使“表达自由得到尊重的同时”（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Concurring opinion.），兼顾其他利益，针对具体问题，创制并发展了表达自由的例外及事先限制等法理。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不仅形构了美国宪政实践，也形塑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

1.表达自由优先地位的确立

尽管早在1791年就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款，但从美国的宪政史来看，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涉及言论表达的保护和运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例（注：Jed Rubenfeld，Revolution by Judiciary：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Cambridge：Harvard Law Press，2005，p.21；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96；Robert McKay，The Preference for Freedom，in Kent Middleton&Roy Mersky eds.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Buffalo：Williams，Hein and Co.1981，p.24；David Rabban，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1870192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以电影为例，在判决1915年电影不享有表达自由的保护之前，联邦最高法院仅在一个案例中谈及宪法第一修正案问题（注：Davis v.Massachusetts，167 U.S.43（1897）；Brief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as AMICI CURIAE.Joseph Burstyn v.Wilson，p.4.）。

1925年Gitlow诉纽约州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规定，这一原则适用于州（注：Gitlow v.New York，268 U.S.625（1925）.）。这一判例无疑大大加强了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尤其是在针对各州层面的表达自由问题上。在讨论电影地位问题时，电影界的律师们不仅仅可以引用各州有关表达自由的条款，而且可以运用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二大武器，对于电影的地位提出挑战。无疑，这是一大进步（注：Brief for Appellant，Joseph Burstyn v.Wilson，p.26.）。

随着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认识的深入，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优先地位”原则。1938年在美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中斯通大法官（Justice Stone）撰写的著名脚注四暗示（注：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304 U.S.144（1938）.），联邦最高法院可能更关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这样就等于，在利益博弈中，将包括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放入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一美国宪法中最著名的脚注，承认加之于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之上的限制将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查。这一做法，得到了以后的联邦最高法院的继承（注：Murdock v.Pennsylvania，319 U.S.105（1943）；Kovacs v.Cooper，336 U.S.77（1949）.）。

不仅如此，随着表达自由地位的不断扩大，联邦最高法院在西弗吉尼亚教育局诉Barnette一案中，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意见对政府在言论方面中立的态度上升到一种极致。杰克逊在这一被认为是其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所撰写的最好的法庭意见中指出（注：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M］.毕洪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85.），在美国的宪法星座上只有一颗恒星，这颗恒星就是禁止任何官员规定什么是政治、国家、宗教或其他思想问题方面的正统，或迫使人民以语言或行动承认其正统地位。如果有什么情况允许有例外，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注：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Barnette，319 U.S.624（1943）.）。若根据这一案例，对于言论的任何压制都不可能得到法院的认同（注：Janne Banker Hames&Yvonne Ekern，Constitutional Law：Principles and Practice，New York：Thomson Delmar Learning，2005，p.185.）。

确认表达自由优先地位，这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政史具有转型意义（注：Janne Banker Hames&Yvonne Ekern，Constitutional Law：Principles and Practice，New York：Thomson Delmar Learning，2005，p.184.）。不仅如此，由于强调表达自由的优先地位，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核心（注：Grosjean v.American Press Co.，Inc.，297 U.S.233（1936）.）。对电影而言，不断扩大的表达自由是电影地位得以翻转的重要保证。

2.表达自由的等级及例外（注：表达自由的例外情况并不限于本文所涉及的标准，对于表达自由的例外的最新全面阐述参见Henry Cohen，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Exceptions to the First Amendment，www.fas.org/sgp/crs/misc/95815.pdf）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绝对口吻，并没有使表达自由成为毫无限制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意见在综合表达自由与其他利益博弈的基础上，结合普通法，对表达自由的例外情况也作出了阐释。这也就成为了克拉克判定《神迹》案的法理，即电影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但这不能认为，宪法允许有完全自由地放映任何影片（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既然表达自由拥有等级及例外，那这种等级和例外同样适用于电影这一新兴媒体。

言论的区分：政治言论和非政治言论

在R.A.V.诉圣保罗市一案中（注：R.A.V.v.City of St.Paul，505 U.S.377（1992）.），史蒂文森大法官（Justice Stevens）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在对言论的宪法保护方面，建立了一套粗略的等级制度（hierarchy）。核心的政治性言论占据了最高等级的保护地位；而商业言论和非淫秽的性表达言论属于次一级的表达；淫秽和挑衅性言论则仅能得到最小程度的保护（注：史蒂文森大法官的阐述与卡尔文（Harry Kavlen Jr.）的“双层理论”（Two-Level Theory）基本一致。卡尔文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区分对待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一方面是高价值的政治言论，因为与霍尔姆斯大法官在Abrams案中强调的表达自由的作用相符合，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序列中占据较高地位；另一方面，即联邦最高法院在Chaplinsky案中创制的低价值言论（low-level speech），包括淫秽言论、粗言秽语、诽谤、侮辱或挑衅性话语等。理由是“这些言论在表达任何思想中不起重要作用，探索真理的社会价值如此小，以至于维护社会对于秩序和道德的利益明显超过这些言论所带来的好处。”有关双层理论，参见Harry Kalven Jr.，The Metaphysics of the Law of Obscenity，The Supreme Court Review，Vol.1960，（1960），pp.145；Harry Kalven Jr.，The New York Times Case：A Note on“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First Amendment”，in 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edited by Kent Middleton&Roy M.Mersky，New York：Williams.Hein&Co.，Inc.1981，pp.99132；Leonard W.Levy&Kenneth L.Karst，ed.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2000，freedom of speech，pp.1646.27442745.）。

尽管史蒂文森大法官对此划分持否定态度，但正如斯卡利亚大法官（Justice Scalia）所指出的，尽管区分内容的理论认为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某些思想和观点排除在言论市场之外，但在处理可被禁止的言论时，区分内容的做法也并不都会造成这种威胁……有限的分类法仍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法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注：R.A.V.v.City of St.Paul，505 U.S.377（1992）.）。按照这一原则，可以将言论粗略划分为政治言论和非政治言论。电影表现的内容，作为一种娱乐和艺术，通常情况下被归为非政治言论之类（注：当然这并不是说电影完全不表现政治（前文已述），这里只是笼统而言，电影在好莱坞占主导地位的美国通常被娱乐的形式，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言论的载体。）。

在关于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条款的职能问题上，美国宪法学界、业界向来存在着分歧。这一分歧牵涉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什么要保护表达自由，应该保护什么样的表达自由。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对艺术、娱乐以及色情等非政治言论的保护尺度上（注：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99.）。

德沃金（Ronald Dworkin）指出，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条款大多数合法依据可归类于两个主要类别。第一类从工具主义角度（instrumentally）来认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允许公民享有表达自由会惠及全体（注：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99200.）。工具主义的观点集中体现在霍尔姆斯大法官在Abrams案异议中所体现出来的“言论的自由市场”理论上，即所希望的最终的善最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安然实现其愿望的唯一基础（注：Abrams v.United States，250 U.S.616（1919）.）。如果政治讨论是自由和无限制的，那么政治运作更可能会发现真理并排除错误，或产生良善而非邪恶的政策（注：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0.）。在德沃金看来，工具主义的理由主要集中保护政治言论，而对于艺术、社会或私人决定方面就远非如此重要了（注：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1.）。因为这些言论对真理，特别是政治真理的发现，意义甚微。最为极端的是罗伯特·博克（Robert Burke）所主张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仅仅保护政治言论而不包括其他，决不能将这种保护延伸至艺术、文学或科学等领域（注：Robert Burke，Content Neutrality and First Amendment，Indiana Law Journal，Vol.47.1971.pp.144.一般认为，米克尔约翰的观点，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只给予对公共利益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言论予以保护，而不能将这种保护扩展至公民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一观点成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泛政治化的理论基础（参见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候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但他对与政治相关的议题采取了一种宽泛的视野，比如，他强调，对色情作品的审查剥夺了人们为作出自己的判断所需要的信息和见解。参见Alexander Meiklejohn，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Supreme court review，1961，pp.245266；又见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74375.）。如果完全按照工具主义的理论，电影这种娱乐媒体，因为与政治言论关系较远，所以其表达自由地位无疑受到威胁。联邦最高法院在1915年关于电影地位的判决，就遵循工具主义理论的路径，认定电影放映纯粹是商业行为，是对事件一种娱乐的呈现，不能将电影视为媒体的形式和公共舆论交流的工具，因此不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注：Mutual Film Corp.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

德沃金所支持的观点则认为，言论自由是有价值的，这不只是因为言论自由带来的后果，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的根本的和“构成上”（constitutive）的特征（注：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0.）。在这里，德沃金强调的是表达自由的重要功能，即“个人的自我实现”（individual self-fulfillment），这一点也得到了爱默森的认同。爱默森认为，表达自己及与其他人交流的权利是作为人类的个人性格和潜能实现的核心。从这一角度而言，言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需要从属于其他社会目标（注：Thomas I.Emerson，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First Amendment，1963，Vol.72，pp.878879；Leonard W.Levy&v Kenneth L.Karst，ed.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2000，p.1126.）。从这一角度出发，德沃金认为，政府禁止如艺术、娱乐等某些社会态度或趣味的公开表达，与政府公然进行政治言论审查所犯的错误一样大（注：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00201.）。

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来看，在《神迹》案判决之前，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坚持工具主义者认为的遵循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政治言论保护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扩大对于非政治言论的保护。二者，尤其是后者的发展，是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决定将电影纳入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的重要原因。

政治言论与“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

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通常强调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的政治基础。在Garrison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法庭意见指出，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要重要于自我表达，并强调这是自治政府的根本（注：Garrison v.Louisiana，379 U.S.64（1964）.）。

对美国宪政史的考察可以看出，美国的立国之父们在起草宪法第一修正案时，主要考虑的就是防止联邦政府限制有关政治的言表达，其设置新闻与出版自由，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注：Judge Charles S.Desmond，Legal Problems InVolved in Censoring the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Marquette Law Review，1956，Vol.40，pp.3856；Alex Kozinski&Stuart Banner，Who‘s Afraid of Commercial Speech，Virginia Law Review，1990，Vol.76，pp.631634；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M］.高鸿钧，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9.）。因此，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通常强调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的政治基础，在一个强调普通法的国家里，就显得无可厚非（注：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M］.田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0.）。

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表达自由认识的逐渐深入，有关政治言论表达的问题愈来愈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核心问题。正如休斯大法官强调的，维护自由的政治讨论的机会，以使政府能回应人民的意志，并以合法手段实行变革，是美国宪政制度的根本原则（注：Stromberg v.California，283 U.S.359（1931）.）。在权衡表达自由和社会安全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适用于政治言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

“明显和即刻的危险”原则

霍尔姆斯大法官（Justice Holmes）在Schenck诉美国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明显和即刻的危险”原则。霍尔姆斯指出，“每一种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其所发生的具体背景。即使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一个人在剧场里谎称失火，从而造成恐慌。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这样性质的话是否造成‘明显和即刻的危险’，以至于导致实体性的罪恶，使国会有权予以防止（注：Schenck v.United States，249 U.S.47（1919）.）。”学界普遍承认，Schenck案是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内容限制某种言论表达的奠基性案例（注：Note，Constitutional Law-First Amendment Right of Free speech-Prior Restraint of Speech and Time，Place，and Manner Restrictions：Northeast Ohio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v.City of Cleveland，105 F.361107（6th Cir.），cert.denied，118 S.Ct.335（1997），Tennessee Law Review，Vol.65.1998；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候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2.），言论自由的概念也是第一次获得一个符合宪法制定者目的的权威性司法解释（注：Zechariah Chaffee Jr.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81.）。1919年在Abrams诉美国一案中，霍尔姆斯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并为后来法学界的“思想的市场”理论提供了基础（注：Abrams v.United States，250 U.S.616（1919）.）。1927年在Whitney诉加利福尼亚案中，布兰代斯大法官（Justice Brandies）的附议进一步修正了“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标准（注：Whitney v.California，274 U.S.357（1927）.布兰代斯大法官强调，除非所害怕的事发生迫在眉睫，根本没有机会充分讨论就可能来临，否则不得认为由言论而引起的危险是“明显而即刻的”。）。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大法官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在30、40年代逐渐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注：Michael J.Mannheimer，The Fighting Words Doctrine，Columbia Law Review，1993，Vol.93.pp.15271571.）。然而对于什么是明确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什么时候算作“明显的”，怎样才能算作是“即刻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41年不得不承认，依然没有什么定论（注：Bridges v.California，314 U.S.252（1941）.；John T.Keeton，A Glimpse of Motion Pictur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Mississippi Law Journal，1954，Vol.26，pp.6168.）。

但在1951年的Dennis诉美国一案中，首席大法官文森的法庭意见，罔顾联邦最高法院对“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标准的发展，对表达自由是一次明显的倒退（注：Gerald Gunther，Constitutional Law，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5，p.1026.）。

文森指出，“明显和即刻的危险”一语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等到造反即将实行，计划已经制定，只等一声令下就动手时才能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只有当政府觉察到有一批旨在推翻政府的人，正在试图向其成员灌输推翻政府的思想，并在其领导人认为时机允许即要求其成员采取行动时，政府才能采取行动（注：Dennis v.United States，341 U.S.494（1951）.）。

Dennis案的判决在Brandenburg诉俄亥俄州案得到全面修正，不仅如此，道格拉斯大法官在Brandenburg案中，全面总结了“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标准，质疑这一标准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条款的例外，为这一标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注：William O.Douglas，Press and First Amendment，Idaho Law Review，1970，vol.7，p.11.）。道格拉斯强调，在他看来，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给“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标准留有立足之地，不论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还是Dennis案中任意变换的（注：Brandenburg v.Ohio，395 U.S.444（1969）.）。

总体而言，“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标准的发展，强调表达发生的语境和对未来危险的预测（注：Gerald Gunther，Constitutional Law，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5，p.1006.），通过逐步调整、明确受保护的表达和可被惩罚的表达之间的界限（注：约翰·泽莱兹尼.传播法：自由、限制与现代媒介［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80.），限制了对政治言论的惩罚，保障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需要说明的是，“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标准，主要发生在与共产党有关的案件之中（注：电影《神迹》的导演罗西里尼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他的身份也成为抵制、禁映该影片的一个潜在因素。William Bruce Johnson，Miracle and Sacrilege：Roberto Rossellini，the Church 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p.155184.），几乎不可能适用于电影审查之中。原因是一部电影很难能够引起联邦最高法院所谓的“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注：Note，Entertainment：Public Pressures and the Law：Official and Unofficial Control of the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Motion Pictures and Magazines.Harvard Law Review，Vol.71，No.2，1957，p.337.）。但它作为一条宪法原则，在1952年的联邦最高法院所抱持的法理中依然存在，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影响着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非政治性言论：娱乐、内容管理、淫秽和渎神

在1915年互助电影公司案中，麦肯纳大法官强调电影是一种娱乐（注：Mutual Film Co.v.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236 U.S.230（1915）；Charles S.Desmond，Censoring the Movies，Notre Dame Lawyer，1953，Vol.29，pp.2736.），而娱乐言论作为一种非政治性言论，联邦最高法院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拒绝承认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仅如此，联邦最高法院通过Chaplinsky案确立的原则，为以惩治淫秽言论、粗言秽语、诽谤、侮辱或挑衅性话语为由，对非政治性言论进行审查提供了法理（注：John R.Verani，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3，pp.1718.）。

美国各州一直有着对粗俗（vulgar）、污言秽语（profane）、猥亵（indecent）等语言进行管制的历史（注：Michael J.Mannheimer，The Fighting Words Doctrine，Columbia Law Review，1993，Vol.93.pp.15271571.），这一历史也影响了联邦最高法院（注：Mark C.Rutzick，Offensive Langu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1974，Vol.9，pp.130.）。联邦最高法院在Chaplinsky诉新罕布什尔州案就继承了这一传统。

墨菲大法官（Justice Murphy）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的一致意见强调，有一些定义明确、限制严格的言论，对其禁止和惩罚，绝不会产生任何联邦宪法问题。这些言论包括淫秽、粗言秽语（profane）、诽谤、侮辱或挑衅性话语（fighting words），所有这些言论都会造成损害或有直接激起扰乱治安的倾向。这些言论在表达任何思想中不起重要作用，探索真理的社会价值如此小，以至于维护社会对于秩序和道德的利益明显超过这些言论所带来的好处（注：Chaplinsky v.New Hampshire，315 U.S.568（1942）.）。

尽管在Chaplinsky案之后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都不再遵守这一法理，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从未正式抛弃这一法理（注：Note，The Demise of the“Chaplinsky”Fighting Words Doctrine：An Argument for its Interment，Harvard Law Review，1993，Vol.106，pp.11291146.正如该文所指出的在R.A.V诉圣保罗市中，联邦最高法院原本有机会推翻Chaplinsky案的法理，但在司法克制主义的作用下，撰写法庭意见的斯卡利亚大法官避开了回答Chaplinsky案是否有效的问题。）。

明显可以看出，联邦最高法院在Chaplinsky案遵循的就是德沃金所言的工具主义路径（注：Donald A.Downs，Skokie Revisited：Hate Group Speech and the First Amendment，Notre Dame Lawyer，1985，Vol.60，pp.629632；Note，The Demise of the“Chaplinsky”Fighting Words Doctrine：An Argument for its Interment，Harvard Law Review，1993，Vol.106，pp.11291146.），以探索真理的社会价值和表达思想作为衡量言论是否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标准。根据内容区分言论的做法，无疑是对非政治言论特别是娱乐言论的极大威胁（注：Michael J.Mannheimer，The Fighting Words Doctrine，Columbia Law Review，1993，Vol.93.pp.15271571.）。

将娱乐言论排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之外的做法，在Winters案中得到了全面修正，也正如约翰逊所言，Winters案成为博斯汀公司得以胜诉的一个重要案例，也是克拉克大法官判定电影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凭据（注：William Bruce Johnson，Miracles&Sacrilege：Roberto Rossellini，the Church，and Film Censorship in Hollywoo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304.）。

在Winters案中，里德大法官（Justice Reed）撰写的法庭意见拒绝承认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仅限于对意见的陈述（exposition of ideas），里德大法官强调，“提供信息与用于娱乐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定。每个人都熟悉通过小说进行宣传的例子，可以说于此人为之娱乐，于彼人则谓之教义（注：Winters v.New York.333 U.S.507（1948）.）。”

里德大法官的陈述是对互助电影公司案法理的直接挑战。既然提供信息和娱乐的界限模糊，因此就不能合法地认为娱乐不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范围，由此就可以合理推理出，即便是被认定属于娱乐的电影，也可以享有宪法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

“渎神”（blasphemy/sacrilege）标准

《神迹》案中，纽约州教育法禁止影片表现“渎神”（sacrilegious）。在英语中，sacrilegious与blasphemy一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个词均有“渎神”的意思。从历史上看，blasphemy更多地作为法律用语使用。

Blasphem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表示“以罪恶的方式表达”（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903.）。在晚期拉丁语中，blasphemy与blame一词同根同义，表示“责备”的意思（注：Webster‘s Word Histories，Springfield，Massachusetts：Merriam-Webster’s Co.Ltd.，1989，p.48；John Ayto，Bloomsbury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Limited，1991，p.65.），1340年出现在英语中，1382年威克里夫（Wyclif）将该词用于圣经翻译之中，表示“对上帝或奉为神圣的言语不尊或完全的不敬”（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903.）。因时代不同，其用法和涵义也相应有所不同。大体而言，该词强调对宗教教义言语上的不尊重和亵渎（注：Encyclopedia of Britannica，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Vol.3，1964，p.763；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le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1.）。一般认为，blasphemy作为罪恶，要比sacrilege严重（注：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of Synonyms，Springfield，Massachusetts：Merriam Webster’s Co.Ltd.，1984，p.103.）。

Sacrilegious一词来源于名词sacrilege，作为名词的sacrilege来源于拉丁语，从词源学上看，sacer表示神圣的（sacred），legere则表示偷窃或拿走的意思（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Concurring opinion.）。该词原意即表示偷窃或不诚实、不公平使用圣物。1300年左右应用到英语（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XIV，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342343.）。在西塞罗时期，其意义就扩展到包括流行演讲中攻击或冒犯别人的行为（注：Encyclopedia of Britannica，Vol.19，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64，pp.805806.）。在原初的宗教中，该词作为罪过，包括现在被认为是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严肃的讨论。与教义的神圣性从具体到抽象相反，该词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成为教会法的一种罪。纽约州法院将该词定义为，对于奉为神圣事物的侵犯和亵渎（profane）行为。但如同法兰克福特所说，这种定义等于将形容词变成名词，同时又引入两个不能定义的新词。历史证明，当sacrilege离开教会的定义，扩大到对违背教义的惩罚时，该词无可救药的模糊（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Concurring opinion.）。法兰克福特还指出，在一个确立国教的国家，也许容易宣布何为神圣，冒犯神圣即为渎神，但在美国这样有数百种宗教集团，信奉政教分离的国家，对神圣的定义多种多样，sacrilegious原则很难满足宪政所要求的理性和公平原则（注：同上。）。

尽管法兰克福特指出，宗教多样化的现实导致渎神原则难以定义，但在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建国初期，美国建国的14个州中有13个州颁行了“渎神”（blasphemy）法（注：Roth v.United States，Alberts v.California，354 U.S.476（1957）.根据莱昂纳多·李维的考证，美国最早的渎神法起源于18世纪。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400.）。美国的渎神法来源于英国（注：Blasphemy，Columbia Law Review，1970，vol.70，pp.694733.）。在布莱克斯通看来，英国的普通法认定渎神（blasphemy）是对万能上帝的存在和天意的否定，或以侮辱性的言辞责备救世主耶稣基督等（注：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Vol.4，p.59 from Blasphemy，Columbia Law Review，1970，Vol.70，p.693.）。

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就渎神（blasphemy）问题做出过判决（注：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525.）。美国立国之父杰斐逊在1802年就表达了其著名的隔离墙的观点，认为立法机构“不得制定法律，以设立任何宗教，也不能立法禁止任何宗教的自由运作，就是在宗教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一道分隔的墙”（注：Merrill D.Peterson，ed.，Thomas Jefferson：Writings，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1994，p.510.）。根据这一观点，“渎神”原则无疑有政府干涉宗教事务之嫌，但是美国法院依旧认为，“渎神”依然是表达自由的例外。

美国法院对“渎神”言论最早的判决已经无从可考（注：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400.）。最早裁决“渎神”的州级法院案例是纽约州最高法院于1811年判定的People诉Ruggles一案，这一案例为以后判定“渎神”奠定了法理基础（注：Blasphemy，Columbia Law Review，1970，Vol.70，p.702.）。肯特法官（Kent）的法庭意见认为，“恶毒攻击宗教、上帝并不是对宗教的严肃论辩。渎神言论败坏人们的道德，毁坏良好的社会秩序”。肯特强调，“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民族，整个国家的道德都深深地植根于基督教，而不是像穆罕默德和达赖喇嘛这种江湖术士的教义（注：People v.Ruggles，8 Johns.290（N.Y.1811）.在该案中，被告因辱骂“耶稣基督是私生子，圣母玛利亚肯定是妓女”而被处罚监禁3个月并罚款500美元。）”。肯特明显暗示法律对基督教的偏袒地位的判决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注：Blasphemy，Columbia Law Review，1970，Vol.70，p.703.）。在以后的案例中，认定渎神言论危害社会道德，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理由成为要求禁止渎神言论的主要依据（注：Updegraph v.the Commonwealth，11 Serg.&Rawle（Pa.）394（1824）；State v.Chandler，2 Harr.（Del.）553（1837）.State v.Michael X.Mockus，120 Maine 84（1921）.）。《神迹》案的被告方依据也是这一法理，认为宪法并不保护对所有或某一宗教进行讽刺和污蔑，对已有宗教信仰进行恶毒攻击是对道德和正派的冒犯（注：Brief for Appellees，Joseph Burstyn v.Wilson.pp.1112.）。

早期的“渎神”案，一般强调对宗教的恶毒攻击，而不包括严肃讨论宗教教义（注：Blasphemy，Columbia Law Review，1970，Vol.70，p.706.）。而1838年的马萨诸塞州法院的Kneeland案使得在报纸上发表对宗教的严肃批评也不能幸免于难，该案被告也是马萨诸塞州19世纪唯一一位因渎神而被判入狱的公民（注：Commonwealth v.Kneeland，37 Mass.206（1838）；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414.）。

需要看到的是，大约一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宗教的核心一直是新教。其蓄积的力量和数量之巨大，似乎没有竞争对手能够挑战新教神学的地位，或是在联邦宪法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繁荣、多元的教派的新教特征（注：J R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M］.张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3.）。随着天主教徒公民人数的巨大增长和其他教派及不信教原则的繁荣，特别是对表达自由和对渎神言论不可避免惠及宗教而违背各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政教关系条款之认识的深化（注：联邦最高法院在Everson诉Ewing教育局一案中，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建立国教条款”作出的解释认为，无论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将一个教会确立为官方教会；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制定赞助一个教会、赞助所有的教会或偏护某一宗教而歧视另一宗教的法律……任何人不得因抱持（entertaining）或宣称（professing）宗教信仰或不信教，去或不去教堂而受到惩罚。根据这一案例，渎神言论很难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对“渎神”标准和政教分离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也促使“渎神”原则逐渐瓦解。进入到20世纪，法院关于渎神的判决就几乎绝迹。

缅因州的State诉Michael X.Mockus案尽管依然遵循了Ruggles案和Kneeland案的法理，判定表达自由并不能包容对宗教恶毒攻击的“渎神”言论（注：State v.Michael X.Mockus，120 Maine 84（1921）.），但这已是强弩之末，该案被告Mockus也成为缅因州唯一，也是最后一位因“渎神”而受惩罚的公民（注：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514.）。

1926年马萨诸塞州一名名为Bimba的立陶宛共产党人因发表所谓“渎神”言论而被罚款100美元，但在该案上诉后被退回而不了了之（注：New York Times，March 3，1926，p.26.）。1937年康涅狄格州地方法庭判定一位摩托车手因“渎神”而遭罚款10美元，但毫无疑问被告的言论属于粗言秽语（profane）而非渎神（blasphemy）（注：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520.）。到1952年《神迹》案判决之时，对渎神的起诉几乎绝迹。

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在1952年之前就已经认为，并不能基于某些攻击或侮辱宗教教义的言论，就在法律上调整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这包括，使用留声机唱片在天主教占主流的社区大街上指责罗马天主教会是“撒旦的工具”（注：Cantwell v.Connecticut，310 U.S.296（1940）.）；在公共街道上攻击犹太人为“杀主仇恨”（Christ-killer）、教皇是“反基督的”（anti-Christ）（注：Kunz v.New York，340 U.S.290（1951）.）；使用小册子攻击现有宗教（注：Murdock v.Pennsylvania，319 U.S.105（1943）.）；使用留声机唱片在棕枝主日（Palm Sunday）攻击罗马天主教会是“陷阱”（snare）、“骗子”（racket）；在书籍中嘲弄宗教对圣水、还愿蜡烛（votive candle）的使用及有关炼狱的教义等（注：Douglas v.City of Jeannette，319 U.S.157（1943）.）。相比较而言，罗西里尼的影片《神迹》对于宗教教义的攻击（如果算是攻击的话），要比上述几个例子要轻微得多（注：Brief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American Jewish Congres，as Amici Curiae，Joseph Burstyn v.Wilson，p.45.）。

纵观美国有关渎神的历史，可以看出，“渎神”本身定义模糊，且根据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的政教关系的标准，渎神不可避免存在惠及宗教的嫌疑。这使得“渎神”言论作为言论自由的例外，已经逐渐被美国法院和社会所抛弃。因此再以影片“渎神”（sacrilegious）为由限制表达自由几乎不可能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同。“渎神”标准的废弃，也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承认影片《神迹》“渎神”的重要原因。

“淫秽”标准

在1952年《神迹》案中，克拉克大法官暗示，以禁止放映淫秽影片为目的审查电影，也许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可（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在时代电影公司诉芝加哥一案中，克拉克大法官明确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以淫秽标准审查电影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承认（注：Times Film Corp.v.City of Chicago，365 U.S.43（1961）.）。

1952年的联邦最高法院，尽管并没有明确回答淫秽出版物是否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但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政实践一直坚持：“淫秽”是表达自由的例外，淫秽出版物不受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注：Roth v.United States，Alberts v.California，354 U.S.476（1957）.）。因此可以合理按照这一淫秽原则审查电影。《神迹》案以前，联邦最高法院多次强调了这一点。

在Near诉明尼苏达州案中，首席休斯大法官（Chief Justice Hughes）指出，免于事先审查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但这种限制仅限于一些例外情况，在列出的具体例外情况中，就包括可以按照正派的基本要求，可以针对淫秽出版物，但休斯并未解释为什么将淫秽排除免于事先限制原则之外（注：Near v.Minnesota，ex rel.Olson，County Attorney，283 U.S.697（1931）；Thomas I.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61.）。同样的在Chaplinsky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惩治淫秽出版物不会引起宪法问题（注：Chaplinsky v.New Hampshire，315 U.S.568（1942）.）。

在对淫秽的定义上，美国法院一开始沿用的是英国在Hicklin案中确定的标准（注：Regina v.Hicklin，L.R.3Q.B.360（1868）.）。经过《尤里西斯》案，美国法院抛弃了Hicklin案的定义（注：United States v.One Book Entitled Ulysses，72 F.2d 705（1934）.）。联邦最高法院在1957年Roth案中，第一次就淫秽的定义作出裁决，并明确淫秽出版物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注：Roth v.United States，Alberts v.California，354 U.S.476（1957）；L.Leonard Lundy，Obscenity：A New Direction in Regulation，The John Marshall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1971，Vol.4，pp.268315.）。之后在Mill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修改了对淫秽的标准，并延续至今（注：Miller v.California，413 U.S.15（1973）.）。

淫秽标准的存在，无疑是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判定电影审查违宪的重要原因之一（注：Majorie Heins，The Miracle：Film Censorship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Church and State，University of Virginia Forum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http：//www.fepproject.org/commentaries/themiracle.html.）。《神迹》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淫秽的许多案例都与电影有关（注：Times Film Corp.v.City of Chicago，355 U.S.35（1957）；Kingsley International Pictures Corp.v.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360 U.S.684（1959）；Times Film Corp.v.City of Chicago，365 U.S.43（1961）；George D.Haimbaugh，Jr.Film Censorship Since Roth-Alberts，Kentucky La Journal，1962，Vol.51，pp.656666.）。

但是如同“渎神”标准一样，作为一种对内容的定义，淫秽标准因人而异，极难给予明确的定义（注：Daniel Mark Cohen，Unhappy Anniversary：Thirty Years since Miller v.California：the Legacy of the Supreme Court‘s Misjudgment on Obscenity，St.Thomas Law Review，2003，Vol.15，p.546.）。联邦最高法院陷入定义淫秽的泥潭，不能自拔（注：小卢卡斯·A·鲍威尔.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M］.欧树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79280.）。参考坚持淫秽标准后来出现的种种困难，联邦最高法院在《神迹》案中，并没有纠缠于控辩双方涉及的对“渎神”的定义，转而考察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允许“渎神”言论的问题，无疑是明智的（注：当然，尽管“渎神”和“淫秽”两种标准都是对表达内容的控制，都属于美国自然法的惯例，但两者差异也相当明显，相比较“淫秽”标准的复杂性，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政教关系的条款，使得“渎神”标准的废止更容易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不过有趣的是，尽管“渎神”和“淫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英语里，很长一段时间里，blasphemy和obscenity被认为是同义词。Leonard W.Levy，Blasphemy：Verbal Offense against the Sacred from Moses to Salman Rushdi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Chapter 14；S.I.Hayakawa，The Cassell Thesaurus，London：Billing&Sons Ltd.1991，p.453.）。

《神迹》案以及之后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一再限制官方电影审查运作的范围（注：《神迹》案判定“渎神”标准不能成为电影审查理由之后，在之后的一系列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又相继宣布官方电影审查法规中，“人物性格不利于人民的最佳利益”；“道德的、有教育意义的或娱乐的、无害的”；“不道德的、或倾向于败坏道德的”；“因某类影片是道德的和恰当的而通过，因某类影片是残忍的、淫秽的、猥亵的或不道德的、或贬低、败坏道德而不予通过”等用语过于模糊而不能成为电影审查标准。见Gelling v.Texas，343 U.S.960（1952）；Superiro Films Inc.v.Department of Education，346 U.S.587（1954）；Commercial Pictures Corp.v.Regents，346 U.S.587（1954）；Holmby Productions Inc.v.Vaughn，350 U.S.870（1955）；Interstate Circuit，Inc.v.City of Dallas，390 U.S.676（1968）.），使得淫秽标准成为对电影进行事先审查的唯一标准（注：Richard Randall，Censorship：From Miracle to Deep Throat，in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edited by Tino Balio，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6，p.433；Ellen Draper，“Controversy Has Probably Destroyed Forever the Context”：The Miracle and Movie Censorship in America in the 1950s，in Controlling Hollywood：Censorship and Regulation in the Studio Era，edited by Matthew Burnstei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6205；Ernest Giglio，Prior Restraint of Motion Pictures，Dickinson Law Review，1965，Vol.69，p.383.）。不仅如此，在Freedman诉马里兰州案中，对官方电影审查程序作出了细致的规定（注：Freedman v.Maryland，380 U.S.51（1965）有关该案的阐述，参见Kathryn F.Whittington，The Prior Restraint Doctrine and the Freedman，Florida Law Review，2000，Vol.52，pp.809820；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3145.又见郑涵，金冠军.当代西方传媒制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布伦南大法官（Justice Brennan）撰写的法庭意见，对于程序保障的要求致命地打击了全国各地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埋葬了电影审查制度赖以运作的许可证制度（注：小卢卡斯·A·鲍威尔.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M］.欧树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70271.）。政府对于电影的控制也逐渐转求于其他方式（注：Bernard Rothman&Norman Harris，Control of the Movies by Criminal Law，Commercial Law Journal，1956，Vol.61，pp.360363；Roy Eugene Bates，Private Censorship of Movies，Stanford Law Review，Vol.22，No.3，1970.pp.618656；Barbeau A.Roy，Movie Censorship：A Public and Private Censorship，St.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1970，Vol.15，pp.156180.例如政府制定调整成人剧院地理位置的法律，以间接限制成人电影的做法，就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参见City of Renton v.Playtime Theatres，475 U.S.41（1986）.），自律的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也相应建立（注：www.mpaa.org；Barbeau A.Roy，Movie Censorship：A Public and Private Censorship，St.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1970，Vol.15，pp.156180.）。对于电影中淫秽的控制，根据Freedman案的精神，也退守到司法起诉范围内（注：这样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实现了博斯汀公司的律师林顿在《神迹》案法庭口头辩论时提出的，对于电影淫秽的控制，应该使用事后起诉的形式。“Miracle”Argued in Supreme Court，New York Times，April 25，1952.p.19.）。而且，随着淫秽标准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放弃对淫秽的定义，转而强调保护未成年人和不愿意观看的成年人的利益，不再强调按照内容对淫秽标准作出准确界定（注：小卢卡斯·A·鲍威尔.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M］.欧树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80281.）。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对政治言论和非政治言论的划分，还是Chaplinsky案创制的关于表达自由的例外原则，亦或是淫秽、渎神标准，都是根据内容认定的。而联邦最高法院在1972年芝加哥市警察局诉Mosley一案中确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义在于，政府无权因表达所传递的信息、思想、主题和内容而限制表达（注：理由是，“为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得以延续，保证每个个体的自我实现，我们人民应受到自由表达思想，免受政府审查的保护，而限制性审查的核心就是一种内容控制。因内容对表达的限制将会彻底削弱对公共事务辩论不受阻碍、坚持不渝和广泛公开的深刻的全国共识。”Police Dept.of City of Chicago v.Mosley，408 U.S.92（1972）.）。这一原则逐渐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基于内容的管理大都被视为无效管理（注：Simon&Schuster，Inc.v.Members of New York State Crime Victims Broad et al.，502 U.S.105（1991）；Consolidated Edison Co.of New York v.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447 U.S.530（1980）；R.A.V.v.City of St.Paul Minnesota，505 U.S.377（1992）.）。所以立法部门也变得谨小慎微，尽量避免制定根据内容对言论进行划分并加以控制的法律，转而根据内容中立原则，对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限制（注：有关联邦最高法院内容中立原则，参见Geoffrey R.Stone，Content-Neutral Restric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87，Vol.54，pp.4699.）。

3.事先限制与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则

根据爱默森的经典定义，事先限制（prior restraint）意味着言论和其他形式的表达在实际发表之前，官方对其进行限制。与之相对应的事后惩罚（subsequent punishment）是指在言论及表达传播之后对其惩罚（注：Thomas I 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48；又见亚历山大·比克尔.最小危险的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M］.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5146.）。政府推行事先限制的形式主要有四种：①最为明显的事先限制形式就是在没有获得政府行政官员事先许可之前，禁止出版或其他形式的表达；②法院的禁制令；③对新闻出版物的注册和征税行为；④忠诚宣誓行为（注：Thomas I 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p.655656.）。根据爱默森的分类，官方电影审查制度，要求电影在放映之前获得行政许可的做法，与臭名昭著的英国报刊许可证制度一样，属于第一类事先限制（注：John R.Verani，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3，p.57；Thomas I.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p.655667.）。

在美国宪政术语中，事先限制原则表示，禁止联邦政府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表达自由进行任何形式的事先限制，这一原则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适用于各州（注：John R.Verant，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3，p.12.）。事先限制原则是对表达自由核心的历史性解释之一。联邦最高法院普遍承认，事先限制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最严重，也是最难以忍受的侵犯（注：Nebraska Pres Association v.Stuart，427 U.S.539（1976）；Jed Rubenfeld，Revolution by Judiciary：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Cambridge：Harvard Law Press，2005，p.22.）。

在《神迹》案中，克拉克大法官撰写的法庭意见在将电影纳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保护之列后，相应地就需要考虑电影审查制度是否符合事先限制原则的问题（注：Thomas I 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67.）。克拉克大法官强调，纽约州电影审查法是事先限制的一种形式，宪法第一修正案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对出版物的事先限制，但却允许例外情况存在。克拉克接着证明了“渎神”这一理由不能成为事先限制的例外情况（注：这里克拉克大法官回避了电影审查制度作为事先限制的一种形式，是否整体违宪的问题，相反地，他暗示可以以适用范围明确的、用以禁止放映淫秽影片为目的法律来审查电影。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但“不能认为，宪法允许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完全自由地放映任何影片（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克拉克将事先限制原则运用到电影当中的路径，构成了《神迹》案判决的核心。

克拉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事先限制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事先限制原则的产生及演变

美国的立国之父们在修订宪法第一修正案时，主要针对的就是对出版物的事先限制（注：Thomas P.Litwack，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1977.Vol.12，pp.519558；Leonard Levy，Legacy of Suppression：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Belknap Press，1960，p.174；Leonard Levy，Liberty and the First Amendment：17901800，in 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edited by Kent Middleton&Roy M.Mersky，New York：Williams.Hein&Co.，Inc.1981，pp.118.）。183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Joseph Story）在阐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义时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字仅仅意味着，每一个人应有权利说、写和出版其关于任何主题的意见，而没有任何事先限制，只要他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权利、人身、财产或者名誉；只要他没有因此危害公共秩序或企图推翻政府（注：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M］.毛国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569.）。”这与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观点一致（注：布莱克斯通认为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指一个自由国家的本质核心，只有不对新闻出版加以事先限制才得以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出版违反内容不受责难，如果谁发表了不恰当、有害的或违法的内容，他就必须为自己的鲁莽而承担后果。Near v.Minnesota，ex rel.Olson，County Attorney，283 U.S.697（1931）.）。斯托里大法官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建国初期社会对事先限制的普遍看法（注：Notes，Prior Restraint and the Press following the Pentagon Paper Cases—is the Immunity Dissolving？Notre Dame Lawyer，1971，Vol.47，pp.927958.）。1907年在Patterson诉科罗拉多州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就是免于对言论的事先限制，而不是免于危害公共福祉的言论的事后惩罚（注：Patterson v.Colorado，205 U.S.454（1907）.）。

真正确立事先限制原则的是Near诉明尼苏达州案。首席大法官休斯强调，为了确定宪法保护的范围，如果不是普遍认为（universally），至少也是一般认为（generally），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对出版物的事先限制。

休斯承认，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在有关事先限制方面，也并非毫无节制，只有一些例外情况，才允许这一限制。休斯列举了具体的例外情况，政府可以阻止妨碍征兵以及公布部队调动的日期、数量和位置；与之相同，“正派”的基本要求可以针对淫秽出版物，为维护社区安全，不致受到将引起暴力以及武力推翻政府的刺激物的影响。

休斯指出，这些例外情况从历史及联邦宪法上来看，更加彰显了新闻出版自由的一般概念，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在原则上免于事先限制和审查（注：Near v.Minnesota，ex rel.Olson，County Attorney，283 U.S.697（1931）.）。

Near案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有关事先限制原则的经典案例（注：Comments，Prior Restraint on Motion Pictures，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Law Review，1953，Vol.4，pp.112117.）。Near案之后的数年里，联邦最高法院似乎坚持事先限制原则绝对主义的立场，认为加之于表达自由之上的任何事先限制均为违宪，不断强调加之于出版物的执照和审查制度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注：John R.Verant，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3，p.14.）。在Lovell诉佐治亚州格里芬市一案中，休斯撰写的法庭意见推翻了格里芬市的一项法律，该法规定，未经许可，散发或销售传单、手册、广告或宣传品应予以惩罚。休斯强调，无论动机如何，格里芬市的法律作为一种执照和审查制度，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注：Lovell v.City of Griffin，GA.303 U.S.444（1938）.）。之后在Hague诉工业组织委员会案（注：Hague v.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307 U.S.496（1939）.）、合并审理的Schneider案（注：Schneider v.State，308 U.S.147（1939）.）、Thornhill诉阿拉巴马州（注：Thornhill v.Alabama，310 U.S.88（1940）.在该案中，墨菲大法官指出，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至少包括对于所有公共事务的公开、真诚讨论的自由，不受事先的限制，不受事后惩罚的威胁。通过这一法理，电影若作为对公共事务公开真诚的讨论工具，则应免于事先限制。）、Cantwell诉康涅狄格州（注：Cantwell v.Connecticut，310 U.S.296（1940）.）、Thomas诉Collins（注：Thomas v.Collins，323 U.S.516（1945）.）、Kovacs诉Cooper案（注：Kovacs v.Cooper，336 U.S.77（1949）.），以及Niemotko诉马里兰州案（注：Niemotko v.Maryland，340 U.S.268（1951）.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文森总结了联邦最高法院事先限制原则的历史，进一步强调，联邦最高法院一贯谴责授权有关官员核发使用公共场所许可证的立法和规定，因为许可证制度构成了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事先限制，如若缺少适用范围有限、合理而明确，以指导有关官员的标准，则立法和规定就为违宪。）中，联邦最高法院以不同理由立论，宣布加之于表达自由之上的涉及事先限制的法律违宪。但联邦最高法院逐步放弃了这种绝对主义的立场，转而强调“管理（regulation）与压制（suppression）的不同”，也就是说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进行压制的事先限制自然不能许可，但对其进行合理的管理能够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允许（注：Poulos v.New Hampshire，345 U.S.395（1953）.）。而这种管理更多地体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则上。

“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则

在《神迹》案中，克拉克强调，“不能认为，宪法允许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完全自由地放映任何影片（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这一论调与联邦最高法院在事先限制原则基础上发展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time-place-manner）规则密切相关。按照这一规则，政府可以在“内容中立”（content neutrality）的基础上，对表达发布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管理而不违反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

在Lovell诉佐治亚州格里芬市案中，首席大法官休斯指出，格里芬市禁止的是未经市政府干事许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和以任何方式散发任何宣传品（注：Lovell v.City of Griffin，GA.3o3 U.S.444（1938）.）。休斯的这一判决发展成为合理限制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标准（注：Note，Constitutional Law-First Amendment Right of Free speech-Prior Restraint of Speech and Time，Place，and Manner Restrictions：Northeast Ohio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v.City of Cleveland，105 F.361107（6th Cir.），cert.denied，118 S.Ct.335（1997），Tennessee Law Review，Vol.65.1998.）。

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在Cox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确立了“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则。首席大法官休斯在一致通过的裁定中确认，政府可以要求当事人事先申请游行、示威许可，这里需要把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宪法权利和合理使用公共场所的政府利益协调起来。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协调标准称为“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则（注：Cox v.New Hampshire，312 U.S.569（1941）.）。

Cantwell诉康涅狄格州案是适用“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则的第一个案例（注：Note，Constitutional Law-First Amendment Right of Free speech-Prior Restraint of Speech and Time，Place，and Manner Restrictions：Northeast Ohio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v.City of Cleveland，105 F.361107（6th Cir.），cert.denied，118 S.Ct.335（1997），Tennessee Law Review，Vol.65.1998.）。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时间、地点和方式原则，政府可以运用警察权来对宗教劝募（及其他形式的劝募）进行规范。例如，规定时间或住户通过要求到访者离开其住宅的方式来终止其劝募的权利。但政府不能强迫人们服从于针对宗教言论实行的许可证制度（注：Cantwell v.Connecticut，310 U.S.296（1940）.）。

在Saia诉纽约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Lockport市的一项规定违宪，理由是该规定授予警察局长权力，以决定能否使用扩音设备，这构成事先限制。但联邦最高法院强调，该规定没有提出任何管理标准，也没有授予警察局长专断的权力，以阻止在该市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扩音设备（sound amplification devices），而不考虑扩音设备的音量问题（注：Saia v.New York，334 U.S.558（1948）.）。无疑，联邦最高法院在这里暗示，如果从使用扩音设备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可。

在Niemotko诉马里兰州案中，首席大法官文森撰写的法庭意见宣布，马里兰州一项规定违宪，理由是该规定缺乏明确而又合理的适用范围，有关官员无法获得指导标准，因此，该法律规定属于违宪（注：Niemotko v.Maryland，340 U.S.268（1951）.）。

在稍后的Kunz诉纽约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不允许以防范可能发生妨碍治安的暴力为名对表达自由进行事先限制。如果当事人的活动造成妨害治安或引起暴力，有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公共治安和秩序（注：Kunz v.New York，340 U.S.290（1951）.）。联邦最高法院对Niemotko案和Kunz案的判决暗示，联邦最高法院会支持有关事先限制的法令，采取适当标准，维护公共治安或财产安全免受威胁（注：John R.Verant，Motion Picture Censorship and 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Houston Law Review，1965.Vol.13.p.16.）。

从总体上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在事先限制原则上态度是，立法机关或许可以支持对某些活动予以调整，但政府需要举证证明，并合理解释这种调整削弱对维护民主制度如此重要的言论自由的理由。法院碰到这种情况时面临的细致和艰巨的任务是，权衡各种情况，评估调整言论自由的各种理由（注：Schneider v.New Jersey，Young v.California，Snyder v.City of Milwaukee，Wisconsin，Nichols v.Massachusetts，308 U.S.147（1939）.）。

可以看出，克拉克大法官对《神迹》案的判决认为，纽约州的电影审查法律是事先限制行为，这是一种尤其应当受到谴责的侵犯表达自由的形式；同时又指出，事先限制原则包括淫秽等例外情况，而且宪法不保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全自由地放映任何影片”（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这正是遵循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事先限制原则上的一贯路径。即一方面强调Near案的事先限制原则精神，对加之于出版物的事先限制推定为违宪；另一方面，又谨慎小心地运用Near案提出的例外原则，避免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但是，如同里德大法官在《神迹》案的附议中所指出的，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承认作为许可证制度的电影审查制度整体违宪，联邦最高法院就需要不断调整电影的表达自由与事先限制原则之间的冲突（注：同上。）。事实证明，这使得《神迹》案成为美国电影审查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判决，之后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主要针对的也是事先限制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容许官方电影审查制度的问题，都引用该案作为参考（注：Melville B.Nimmer，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Official Censorship of Motion Pictur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58，Vol.25，pp.625657.）。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埃默森所言，尽管Near案的三个例外原则一直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遵守，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很难想象政府可以依靠这一法理，以审查淫秽出版物为目的，对报刊进行审查，那么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还要允许依照这一法理审查电影？埃默森认为，这与联邦最高法院对待不同媒体的态度有关（注：Thomas I 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69.）。

（四）媒体的扩大、分层与有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注：需要指出的是，在《神迹》案中，克拉克大法官判定电影是媒介（medium）的一种形式，并未使用“新闻界”（Press）一词，但他马上认定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另外在案例的其他地方，克拉克又使用了“媒体”（Media）这一概念。根据上下文，可以合理理解为三词通用。克拉克避免使用Press一词的原因，可能是强调Press的传统外延和英语习惯。（当新闻自由委员会将Press的外延扩大至包括电影之时，同样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参见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ress一般翻译成“新闻界”，Medium译为“媒介”，Media译为“媒体”。两者在英文中侧重点不同。Press一词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缘故，更强调其社会功能及在宪法的地位，而Medium和Media的用法则更为宽泛。但在中文世界中，将电影认为是新闻界似乎难以符合习惯。展江先生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译序中系统分析了Press和Media的区别，并指出在中文世界中准确区分两词的困难。为符合中文习惯，本文中将Press有时译作“媒体”。参见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译者序第VII页.）

1.媒体的扩大

新闻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一样，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美国宪政中享有“优先自由”的地位（注：Craig R.Ducat，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Belmont：West/Thomson Learning，2000，p.984.）。如同布莱克斯通所言，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核心（注：Near v.Minnesota，283 U.S.697（1931）.）。因此，被吸收入新闻界的定义之内，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获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就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新媒体斗争的重要方向。但何为“新闻界”？这一问题一直是美国宪政实践的难题之一。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宪政理论，对新闻界的外延有着不同的认识。

Press一词在英语中涵义极为广泛，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共有35种意思之多（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Vol.xii，pp.409415.）。Press一词最早在13世纪左右出现在英语中（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Springfield：Merriam-Webster，Inc.1993.p.1794.），其意义逐渐扩大，由最初的聚集（1225年出现）、印刷机（1507年出现）逐渐扩展到印刷工作/印刷艺术/印刷场地（1579年出现）等意思。作为新闻界的意义大约出现在1582年左右。1644年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就明确指出了新闻出版自由的概念（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Vol.xii，pp.409415.）。作为新闻界定义的press一般指作为整体的收集、出版或播出新闻的载体如报刊、期刊，或广播、电视新闻等（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Springfield：Merriam-Webster，Inc.1993.pp.17941795.）。

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起源于英国（注：Leonard W.Levy&Kenneth L.Karst，ed.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2000，freedom of speech，p.1138.）。而从历史上看，新闻出版自由起源于个人自由（注：Anthony Lewis，A Preferred Position for Journalism？in 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edited by Kent Middleton&Roy M.Mersky，New York：Williams，Hein&Co.，Inc.1981，p.468.），最早的“新闻界”外延极为有限，根据路易斯的观察，18世纪对于新闻界的定义甚至没有把报纸包含其中（注：Anthony Lewis，A Preferred Position for Journalism？in 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edited by Kent Middleton&Roy M.Mersky，New York：Williams，Hein&Co.，Inc.1981，p.441.）。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缔造者们来说，新闻界一词也限于印刷媒体（注：David A.Anderson，Freedom of Press，Texas Law Review，2002，Vol.80，p.446.）。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的不断出现以及对新闻出版自由认识的不断深入，联邦最高法院相应地扩大了新闻界的外延，以适应宪政发展的需要（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新闻界最著名的定义，是斯图尔特大法官（Justice Stewart）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斯图尔特大法官将新闻界定义为美国的第四等级，并将新闻界的外延确定为每日新闻和其他已知新闻媒体、报纸、电视网和杂志。（Potter Stewart，Or of the Press，The Hasting Law Journal，1975，Vol.26，p.631636.）斯图尔特大法官的意见引起激烈的争论，（Anthony Lewis，A Preferred Position for Journalism？in Freedom of Expression：A Collection of Best Writings，edited by Kent Middleton&Roy M.Mersky，New York：Williams，Hein&Co.，Inc.1981，p.440）并且这一意见也未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David A.Anderson，Freedom of Press，Texas Law Review，2002，Vol.80，p.449.））。

联邦最高法院在Lovell诉佐治亚州格里芬市一案中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不仅限于报纸和期刊，它当然包括传单（leaflets）和小册子（pamphlets），而且从其历史含义来看，它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供作信息和意见载体的出版物（注：Lovell v.City of Griffin，303 U.S.444（1938）.）。这样联邦最高法院就把所有的印刷出版物纳入到新闻界的概念之中。

不仅如此，联邦最高法院将媒体定义成为提供信息和意见载体的出版物，无疑扩大了媒体的外延。在之后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遵循这一法理，不断扩大媒体的外延。录音机（recorded voice）（注：Cantwell v.Connecticut，310 U.S.296（1940）.）、示威中经常使用的纠察线（注：Thornhill v.Alabama，310 U.S.88.（1940）；Hughes v.Superior Court，339 U.S.460（1950）.）、漫画中的静止图片（static pictures）都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为信息和意见的载体，成为媒体的一种形式（注：Winters v.New York.333 U.S.507（1948）.）。

沿着联邦最高法院的路径，将电影纳入新闻界的范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弗德法官所说，信念就是信念，理念就是理念，无论以广播、书面文字、静止图片的形式，还是以动态图片/电影（moving pictures）的形式来表达，都不会有所改变。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没有过问媒体的性质，不管是视觉的、听觉的、电子的抑或是其他未知的形式（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03 N.Y.242；101 N.E.2d 665；1951.Dissent opinion.在这里，弗德法官一语相关。Moving pictures在英文中既指“动态画面”，又指“电影”。）。

2.媒体的分层与有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尽管弗德法官的意见激动人心，但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完全遵循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诟病的“机械法学”（mechanical jurisprudence）的观点，认为所有的媒体统一对待，享有平等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地位。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区别对待媒体的法理，使得电影等新兴媒体仅获得有限的自由，也为权衡其他利益，有效管理新兴媒体创制了宪法依据。

通过反思由卡罗林案延伸出的“优先地位”法理，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认为，这一法理使用过于简单的公式而落入了机械法学的窠臼：即如果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传播自由，由于不计较传播的性质为何，扩音器属于传播的一种形式，因此这种形式与如口和笔等其他传播方式一样，均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这种无效的争论，在法兰克福特看来，仿佛将社会视为一种毫无生机的集合体（bloodless categories），而各种形式的所谓“大众传媒”提出了富兰克林、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时代所知所想的“传播”的意义之外的问题（注：Kovacs v.Cooper，336 U.S.77（1949）.Concurring opinion.）。

杰克逊大法官接着法兰克福特的意见指出，“电影、广播、报纸、传单、扩音器以及街角演说具有不同的本质、价值、滥用可能以及危险。在我看来，每一种都要有自身专门的法律（注：同上。）。”杰克逊大法官的这句话为“不同媒体区别对待”提供了法理基础。

杰克逊大法官区别对待媒体的观点逐渐被联邦最高法院主流意见所接受。在Kunz诉纽约一案中，杰克逊大法官建议社区对各种媒体的控制程度，必须与媒体对社区利益的影响成正比（注：Kunz v.New York，340 U.S.290（1951）；Jerome A.Barron，Access to the Press：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Harvard Law Review，1967，Vol.80，pp.16411678.）。在Breard诉Alexandria一案中，里德大法官也认为，不同媒体在实践和习惯上的变化条件和种类，要求不同法律管制方式（注：Breard v.Alexandria，341 U.S.622（1951）.）。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也同样指出，毫无疑问，每一种媒体适用不同的情况（注：Radio Corp.of America v.United States，341 U.S.412（1951）.）。

这样，联邦最高法院就像将言论进行分层一样，也将新闻界分为若干等级，最高层的是传统纸质媒体的新闻界，包括报刊、书籍、小册子等；次等的新闻界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体（注：网络媒体因为其性质特殊，很难按照这一分类进行划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是一种粗略的划分，结合前文所述的言论分层的法理，联邦最高法院一般认为，以表达政治言论为主的新兴媒体较以表达非政治言论为主的新兴媒体获得的宪法地位高。）。越处于高层的新闻界获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就越多；相反地，次级的新闻界获得有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在所有的传播形式中，广播电视（broadcasting）受到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范围最窄（注：FCC v.Pacifica Foundation，438 U.S.726（1978）.）。

《神迹》案中克拉克大法官的判决，正是遵循了这一法理，认为“不能认为电影必须受制于那些专门为其他表达方式所设定的管理条规。每一种方法都是针对其特殊问题而存在的（注：Joseph Burstyn v.Wilson，343 U.S.495（1952）.）。”既然电影不同于传统媒体，那么其所享有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就有别于传统媒体，由于其潜在的威胁，电影受到社区的控制自然要多于传统媒体。这也是联邦最高法院一贯的做法。例如，当言论通过电磁波频谱传递时，联邦最高法院通常赞同政府低估言论价值并高估其潜在危险的做法。（注：小卢卡斯·A·鲍威尔.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M］.欧树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66.）

在《神迹》案中，汤姆·克拉克的判决，依靠不同媒体区别对待的法理，认为电影享有的表达自由不同于报刊等传统媒体，暗示可以进行合宪性的审查。这一做法在以后的宪政实践中，受到首席大法官沃伦（Chief Justice Warren）等人的强烈反对。在时代电影公司案的反对意见中，沃伦就强烈指出，从来没有一条宪法原则认为，意见通过某一媒体表达受到审查，通过另一媒体中则免受审查。当然每一媒体都拥有特殊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允许在其他媒体免于审查的情况下，唯独对电影实施审查（注：Times Film Corp.v.City of Chicago，365 U.S.43（1961）.沃伦大法官的陈述实际上也回应了爱默森前文所提出的，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很难想象政府利用Near案创立的事先限制原则的例外情况，以审查淫秽出版物为目的，对报刊进行审查，那为何还要以这种理论审查电影的疑问。）。

六、结语

联邦最高法院在《神迹》案中判定电影是意见交流的一种重要媒介，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同时又以一种司法克制的哲学，宣布电影所享有的表达自由不同于其他媒体；判定纽约州电影审查的法律中有关“渎神”的条款违宪，但并未认定能否以“淫秽”为由审查电影，电影审查法是否整体违宪。这一判例具有重大范式转型意义。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范式（paradigm）是指在一段时间里为某一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根据这一理论，如果说1915年互助公司案意味了联邦最高法院新范式产生的话，在这个范式内，联邦最高法院包括下级法院，在《神迹》案以前，一直遵循这一范式。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而渐渐被原有的“范式”所不能容纳。这一危机即电影表达的发展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冲突，最早出现在1948年的派拉蒙判决之中，到1950年日益突显，最后，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寻求机会，以推翻原先的范式，建立新的范式，将电影表达纳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范围之内。1952年的《神迹》案标志着了这一新范式的形成。

“但同样的，公认的判例如同范式一样是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神迹》案判定电影享有表达自由，但在电影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等问题上，为以后的判决提出了一个开放的问题，留待以后的判决加以澄清和明确，而恰恰是这样不断的澄清和明确促成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又一次范式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联邦最高法院判定，电影享有表达自由，适用于电影审查的渎神标准过于模糊，因此两项被告违宪。但是，电影审查制度并非就此偃旗息鼓。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电影《神迹》在1952年5月27日重新获得了放映执照。但纽约州教育部律师查尔斯·布莱德（Charles A.Brind）并不死心，他警告说，尽管不能以“渎神”为目的禁映该片，但纽约州电影审查机构照样可以以“淫秽”和“不道德”禁映该影片（注：Miracle’License Reinstated Here，New York Times，May 28，1952，p.36.）。无独有偶，芝加哥市和俄亥俄州电影审查机构以“在道德上有害（harmful）”为理由，禁映影片《神迹》（注：Ohio，Chicago put ban on‘Miracle’，New York Times，July 22，1952，p.21.）。

近年来，国内学界表示出对美国回到电影审查时代的担心，需要看到这种担心没有注意到以下事实：美国宪政实践持续发展，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政教分离等观念深入人心，而且电影自身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各种决定性的因素决定了对电影审查这一最严重、最不可能忍受的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几乎不可能重回世间（注：Thomas I Emerson，the Doctrine of Prior Restrain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5，Vol.20，p.668.）。借用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中的语气，时针不可能拨回到判定电影不享有表达自由的1915年（注：参见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 U.S.483（1954）.）。毕竟，1952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定电影享有表达自由，这一历史性的判例，最终注定了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瓦解。


第三章　BBFC：英国电影行业自律与外部管治的博弈

一、导论

本章研究了世界上最典型的电影审查分级模式之一的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注：1912年在英国电影制作委员会与发行委员会的支持下，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成立。目的在于对不正当的、变态的性行为，超过一定限度的裸露、猥亵、渎神、犯罪行为的细节以及暴行等镜头自行进行删减。控制电影的内容，使之能够通过各地方检查委员会的审查，并且不会引起压力集团的敌意。1985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更名为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以体现分级比审查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占更大的分量。虽然名称上有变化，但对电影审查、分级的工作目的和性质没有发生变化，缩写形式也一直沿用“BBFC”。），以便为更深入全面地透视西方媒体制度提供基础性文献。

（一）研究意义

电影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特殊的表现方式，具有社会性与商业性双重属性。作为一种商业形式，电影具有逐利性，为了吸引眼球不惜炮制大量色情、暴力的内容。为了维护公序良俗、保证电影业良性发展，以内容管制为主的电影检查制度应运而生。电影审查制度是通过事先事后的审查或分级对电影内容进行管制，它跟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能够深刻影响到人们基本的文化观念和电影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电影从最初仅仅被视为娱乐范畴过渡到被纳入表达自由范畴，电影审查制度从仅仅对电影的事先审查制度逐渐演变成电影分级制度。电影审查制度的这一历史性转型不仅深刻影响了电影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影产业和电影艺术在20世纪60、70年代及其后的剧变，也深刻折射出西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因此，对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电影是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研究将是透视西方媒体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切入口。作为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英国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是西方媒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变化，依然运行有效，并成为其他各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模板（注：目前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性质的电影分级制度。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宪法修正案后，把电影纳入言论自由保护的行列，任何的事先内容审查都是违宪的。通过以年龄为界线的分级标准，替观众把影片分成不同的等级，使观众能够有选择地观看影片；二、以英国为代表的审查与分级并行的模式。在英国没有一个官方的机构对电影进行审查分级，而是由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负责。在英国，所有想要在影院放映的影片都要经过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审查、分级才能上映。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根据它的审查、分级标准对送审影片提出修改、删剪意见，并作出分级决定。审查与分级并行不悖。）。英国电影各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各地方议会，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担负着对电影审查、分级的重任，是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实际运作者。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与各地方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存在微妙的关系，它的审查、分级决定不受政府干涉，但又要与政府积极配合，以保证自己的权威性。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不同于美国单纯的分级制度，它是审查与分级并重。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如社会观念的开放、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欧洲一体化等，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新情况。本文以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进行梳理，对其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产生、发展的社会语境进行剖析，对电影审查分级中的敏感话题：淫秽、色情等进行探讨，从而对西方媒体制度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是对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具体分级规定的介绍。石同云的《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谈法的《英国电影的审查和分级制度》以及罗洪涛的《英国视听产品审查制度》都详细介绍了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建立与运作、电影审查涉及的法律、地方政府的官方审查等。这对于我们了解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提供了很好的入门知识，但也只是局限于机构的介绍，缺少对电影制度深层次的研究。对于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运作效果、其法理依据等并没有涉猎，对英国媒体管制制度得以运行的社会语境没有阐释，在理论上还有很多空白要填补。

本章试图探析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存在和发展的宏观社会语境，以在更深层次了解其审查、分级标准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本文还试图通过对大量判例的分析，来研究电影审查分级中的敏感话题——色情与淫秽。

英美国家的学者对英国电影审查分级的研究较为深入，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译著，大体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成果：

1.关于英国电影历史的研究

Justine Ashby和Andrew Higson合著的《英国电影的过去与现在》（British Cinema，Past and Present）系统介绍了英国电影的产生、发展及新变化，提供关于英国电影的非常详细的历史资料。通过参考这类资料，对英国电影的流派、风格及艺术传统有了大体了解，也可以理解英国电影史上的几次大的变革，如新浪潮等。而这些先锋派的文艺电影，往往手法夸张、意识大胆，正是这些电影成为不断突破审查底线的先锋。本文关于英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转型期电影分级趋势研究的灵感也是受这些资料的启发。

2.关于审查制度的研究

Barker，Martin是英国当代研究电影审查制度最权威的学者，关于电影审查制度的著作也最多。他们合著的《恐怖录像：艺术的自由与审查》（The Video Nasties：Freedom and Censorship in the Arts）；《媒体与暴力的论战》（The Media/Violence Debate）以及《撞车的争论：审查运动与电影的容忍》（The Crash Controversy：Censorship Campaigns and Film Reception）对英国审查制度的由来、合法性、争议等作了详细、深刻的阐述。James C.Robertson在审查制度上也有独到见解，他的《隐藏的电影：1913到1975年的英国电影审查》（The hidden cinema：British film censorship in action，1913—1975），以影片为例分析英国电影的审查走向。他的另一部著作《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1896—1956）》（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1896—1956），详细讲述了审查的发展进程。不过这些研究大都是以某部影片为案例来说明作者的观点，本文则侧重以法院判例为分析文本，对研究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合法性、发展趋势等进行探究。

英国学者Anthony Slide所写的《美国禁令：英国电影在美国的审查（1933—1960）》（Banned in USA：British Fil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Censorships，1933—1960），比较了美国的出版法与英国电影审查制度（注：Justine Asbby&Andrew Higson：British Cinema，Past and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2000，p.29.），他的研究方法启发了我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中研究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应变及走向。

3.关于淫秽、暴力与儿童的研究

对电影的审查最初就是从保护儿童、维护社会风气开始的，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丰富。Sarah J.Smith.从电影给儿童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著有《电影与审查：从恐怖片到穷途末路的孩子》（cinema and censorship［electronic resource］：from Dracula to the Dead End Kids），阐述审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本文也认同其观点，对电影的审查、分级最初就是为了维护公序良俗。随着社会观念的越来越开放和影像技术的进步，电影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对儿童和潜在受众的担忧成为审查、分级的关注点。电影审查必须在满足成人需要和保护儿童中作出选择，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Annette Kuhn分析1925年之前的审查制度，写有《电影、审查与性（1905—1925）》（Cinema，censorship，and sexuality，1909—1925）一书。Bernard Williams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淫秽审查上，著有《淫秽与电影审查：一个对威廉姆斯报告的解读》（Obscenity and film censorship：an abridgement of the Williams report）。Alan Travis虽没有专门研究电影，但他在其著作《约束与压制：英国的淫秽秘史》（Bound and Gagged：A Secret History of Obscenity in Britain）中，对于电影中的淫秽内容也作了一些探讨。Enid Wistrich在其论述《我在意的不是性而是暴力：电影审查的探索》（“I don‘t mind the sex，it’s the violence”：film censorship explored）中，重视暴力镜头甚过淫秽画面的影响。这些研究都涉及审查、分级的具体内容，也是敏感话题。本文专门有研究在审查分级不同阶段，对色情与淫秽问题的审查分级标准，及未来发展趋势。

（三）研究思路

本文在充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原始文献和相关外文研究成果，对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注重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两个层面进行社会语境分析，探究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产生、运行和变革。在全球化和西方社会历史性转型语境中，深入细致地考察和分析英国相关成文法和司法判例，试图探究面对新媒体技术的进步、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来自欧洲人权公约的挑战，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为适应新形势所做出的努力，以求对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有更深层的认识，能为我国的电影分级的建立提供些许的借鉴。

第二部分依照历史发展脉络，阐述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审查分级标准及其实施、审查的作用以及社会公众的评价。

第三部分意在探讨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建立和运行的社会语境。英国是宪政国家，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运作有着法律的保障。自由主义的观念在英国根深蒂固，表达自由的思想也发源起始于英伦三岛，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非政府独立机构组织模式有着自由主义古老传统的痕迹。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把电影划入表达自由的范畴，从宪法上保护电影免受事先审查，但是英国一直保留对电影的审查，“电影审查也是英国最后一种仍受严格的事先审查控制、有政府法令监控的媒体（注：石同云.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2）：119.）”。虽然在其后的岁月中更侧重分级而不是审查。这与英国的精英主义传统有关，也与英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淫秽、色情的态度有关。正是在英国特有的社会语境中才产生了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特有审查形态。

第四部分通过对大量法院判例进行分析、梳理，可以看出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为获取政府支持与公众信任所作出的努力。英国是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下设四个地区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地区有自己的议会，对很多事务有裁决权。在英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机构来审查电影，各地方政府下设文化管理机构，对影院或电影颁发许可证，各地方议会对电影有最终决定权。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通过影业、政府、公共组织的努力成为通行全国的电影审查、分级权威机构。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与各地方政府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地方政府并不是全部放手，两者经常互相博弈，在电影内容控制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对电影内容的分级，也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的挑战，需要继续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形势。

第五部分对审查分级中的敏感内容：淫秽与色情进行了比较分析。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对色情与淫秽的审查标准不断受到挑战。这些挑战来自艺术、私人领域等，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这一敏感话题中总是试图表现它的公正、公平与社会道德卫士的角色。

第六部分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用历史学的方法归纳出这一时期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审查、分级体系的转型，并对审查、分级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做了预测。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公众观念的转变，人们可以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也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宽容。其电影分级原则不再是对公众道德负有引导作用的家长制审查，而是更精细的分级，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

二、BBFC的历史沿革

电影审查制度主要是对电影内容进行管制的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审查和分级。传统的审查来源于对书报的检查制度，电影审查在产生之初延续了这一管制模式。电影分级是在审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电影内容进行价值判断，将影片划分一定的等级。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传统的电影审查时期就采用了一定的分级手段，在审查的基础上将电影划分为适合儿童或适合成人观看。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之后，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更侧重分级，但是依然保留审查。对不适合放映的电影“拒绝分级”或建议修改、删剪，使得分级制度中仍然具有审查的性质。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一整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和审查分级标准，梳理其历史发展轨迹，可以更好地了解其运行机制。

（一）审查分级的由来

1.审查的由来

审查是权威机构用来控制、限制或干涉表达的形式、内容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的一种价值驱动工具（注：Klaus Petersen：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9.）。审查制度最早来源于对书报的检查制度，经典意义上的审查主要是指政府对出版、印刷、广播、演出等进行事先控制，对表达内容进行限制。其中“事先控制”是政府对言论和新闻出版物进行限制的重要行政手段，在发表讲话、出版报纸以前必须经由政府批准，任何言论、书籍、报刊在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和颁发执照的情况下，都不得发表或发行。1534年对报纸的事先约束在英国国内生效，并且适用于英国的各殖民地。英国的这一制度维持了长达250年（注：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7.）。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言论自由理念开始在西方国家广泛被接受，报刊、书籍等被视为表达自由的工具，开始摆脱事先审查的约束，获得宪法的保护。但是，在杂耍剧院诞生的电影被看作像戏剧一样的娱乐形式，而不是表达自由的一种媒介，不能享受如对报纸、杂志等新闻舆论媒介的宪法保护，电影从诞生开始就要接受事先审查。

电影审查主要是在电影制作或放映之前，政府或行业组织通过对电影创作者提出内容上的要求，以使电影达到某种放映标准。电影具有强烈的逐利性，在大众的偏好和利益的诱惑下影片倾向于展现暴力、恐怖、性等内容。这些内容的蔓延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政府害怕电影不受限制完全自由后，不道德或有破坏性内容的传播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冲击（注：贾磊磊.电影商品化以及“语境意义”［J］.电影艺术，1996（3）.）。制定和实施完善的电影政策对管理、约束这种特殊的商品意义重大，事实上电影也总是受到与其他媒体、其他商品不同的待遇。1915年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决议，电影将不被看作、也不倾向于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新闻机构的一部分和舆论的喉舌。这一决议实际上撤销了美国第一修正案对电影的保护，并迫使电影创作人员几十年来在对国家审查制度以及州和地方实施审查的恐惧中从事他们的工作（注：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227.）。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二次宪法修正案颁布。其他欧洲国家也大体采用了这样的态度对待电影，英国自1909年颁布第一部电影法开始，就把对影院、电影的审查赋予了内政部和各郡议会，议会有权在任何时候审查电影。从本质上讲，英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就是一种政府对电影表达内容的事先控制。

严苛的官方电影审查使得电影业内部出于保护本行业的目的，成立了对电影进行自我审查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1912年在英国电影制作委员会与发行委员会的支持下，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成立，并取得了内政部的认可。刚刚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戏剧审查官乔治·瑞得福特应聘出任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委员会于1913年元月1日起正式开始工作，目的在于对不正当的、变态的性行为，超过一定限度的裸露、猥亵、渎神、犯罪行为的细节以及暴力镜头等自行进行删减。这样就可以控制电影的内容，使之能够通过内政部（注：杜新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探寻“管”与“不管”的平衡——英国文化管理体制借鉴［J］.南方，2004（12）.

1992年以前，英国的文化事业历来主要由“教育和科学部”管，还有一些文化事务则散落在艺术和图书馆部、环境部、贸工部、就业部和内政部等多个部门管理。电影就属于内政部管理。在发展文化的实践中，这种多个部门共同管理文化的体制不利于从整体上协调文化政策，不利于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为此，1992年，英政府第一次建立了专门主管文化的部门——国家遗产部，将分散隶属于其他多个部门的文化管理职责统一由其行使。“国家遗产部”的管理范围囊括了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电影、电视、广播、出版、录音录像、体育、旅游、娱乐、工艺、建筑、园林、服装设计、国家彩票基金和千年（2000年）基金。1997年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又将其更名为“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各地方议会（注：姜士林.世界政府辞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635636.

英国地方政府制度是1974年4月1日在全国改革后推行的，全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大地区组成。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设郡和区；区以下设教区或乡。苏格兰设大区和区；北爱尔兰只设区。在地方的每一个郡、自治区、教区和区，都有由当地人选出的地方议会，郡议会的议员从40—100名，区议会议员30—50名，教区的理事5—20名。各级地方议会每届任期1年。各级地方议会都是自治的、独立的，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互不管辖，各级议会都只能在议会法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就自己的职权事项制定有关地方法规。地方政府可以申请中央议会通过专门法案而获得立法授权。根据1909年的电影法及1984年的录像法案，对电影的最终审查权属于各地方议会。）及各地方文化管理机构的审查（注：石同云.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2）：118.英国疆土并不辽阔，但审片机构众多。1909年《电影法案》颁布后，688个地方级别的政务委员会有权颁发影院执照；1931年地方发照机构扩展到764个，有些机构的辖区内连一家影院都没有。此外，审片人员素质不一。有的地区设有专门的审片委员会集体审片，许多则将此项工作作为附加工作委托给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财政委员会、消防委员会、公共娱乐委员会、公共健康委员会、执照颁发委员会，甚至法官委员会。），并且不会引起压力集团（如英国道德委员会、电影协会、天主教等）的敌意。内部审查与外部管制一起来控制着英国电影的内容，对公众道德、社会安全负责。

2.审查中的分级

电影审查开始时，对电影的分级也差不多同时出现了。英国1909年的电影法里明确规定，对涉及误导年轻人、造成社会骚乱、危害和平的电影禁止放映（注：引用地址：http：//www.screenonline.org.uk/film/id/593589/index.html.）。而伦敦郡议会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对电影进行简单的分级区分，分为适合放映和A级限制放映两种级别。这时的分级是在对电影放映场所审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特定意义上说，英国的电影分级制是对电影审查制的延续和变形。

现代意义上的电影审查分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分级形式，是指电影管制不再对某部影片的发行、放映进行事前控制，不再要求删减电影内容，而是由行业自律组织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简称MPAA）将影片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观众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选择观看影片。这种分级制度于1968年11月1日在美国获得批准（注：孙绍谊.从审查到分类——读解美国电影分级制度［J］.世界电影，2005（4）：160.），它是美国电影行业为了避免政府对电影内容管制所做出的努力，目的是打破过去对影片内容千篇一律的限制，为影业开拓更宽广的市场。同时，影片的制作者不再对影片的社会影响负全责。电影分级制度的指导方针是家长负责决定一切。电影分级的任务也不再是同意或不同意某部影片的发行放映，而是替观众把影片分成不同的等级，使观众能够有选择地观看影片，特别是家长能够为子女观看影片出主意。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分级形式，对电影的分级始终与对电影的审查同时运行着，两者并行不悖。议会对电影保留任何时候的审查、分级权力，在日常运作中主要由非政府独立组织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对影片进行审查、分级。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根据它的分级标准可以对某类影片进行删剪或拒绝分级。任何影片都必须获得它的分级认定才能在影院放映，否则只能在特定俱乐部放映。

1921年，Gaiety Cinema影院因为放映了有争议的影片《拍卖灵魂》而被伦敦郡文化检查机构起诉（注：ELLIS v DUBOWSKI［DIVISIONAL COURT］［1921］3 KB 621，HEARING-DATES：12 July 1921，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当时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因为《拍卖灵魂》这部影片有冒犯正直人士、会诱发犯罪、引起道德败坏的潜在危害而拒绝对其进行评级，拒绝给予其放映许可。Gaiety Cinema影院不顾争议放映了此影片。伦敦郡议会下设的地方文化检查机构参考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意见对放映此片的Gaiety Cinema影院提起公诉，此案以检查机构胜诉结束。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电影审查建议在此案后也成为官方机构的重要参考。

最初根据1909年的电影法，影院放映影片要满足5个条件，才能获得放映许可证，经营电影放映业务。在此案中，许可证委员会在许可证颁发条件上追加了一条新的规定：没有获取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公共上映许可的影片也禁止放映。从1924年开始，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审查分级决议获得政府认可，成为官方重要参考意见。英国的电影在上映前必须获得来自各地方议会下设的地方文化管理机构和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双重的许可证才可在影院放映。1984年录像法案颁布，赋予英国电影委员会BBFC对录像制品审查分级的权利，此时的录像电影从政府的审查中解放出来，开始接受来自BBFC一方的审查与分级（注：Students‘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The sbbfc Student Guide 2005/06，引用地址：www.sbbfc.co.uk.）。1985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改名为电影分级委员会（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以体现分级的侧重性，以对影片提供分级指导作为工作重点。但对电影的审查权力根据以往法律与案例的规定，依然存在于英国议会、各地方议会及地方文化管理机构和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手中。当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决定受到地方文化管理机构的支持，很少引起民众的反对或检查机构的起诉。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事实上担当着对电影最直接的审查与分级工作。

（二）BBFC历史探析

1.BBFC的产生与发展

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电影的公共放映活动在歌舞杂耍剧场逐渐繁荣起来。1906年出现了第一家纯粹的影院，1911年迅速发展为近4000家影院。潜在的火灾危险以及对主要吸引工人阶级的大众娱乐形式的怀疑和控制欲，使地方政府呼吁对影院颁发营业执照以实施监控。1909年《电影法案》出台，授权地方政府对所有用于电影放映的场所实施检查，并给合格者颁发许可证。电影法最初的制定是基于防范火灾、保护观众生命安全方面的考虑，同时对上映影片的内容作了限定。电影法规定，议会有权从对年轻人的教育、是否会引起骚乱等方面考虑，对影片分级：适合放映的和A级受到限制的（注：引用地址：http：//www.screenonline.org.uk/film/id/593589/index.html.）。于是，出于防范火灾等安全考虑而颁发许可证的检查措施为以后的电影审查打开了通行之门。

地方政府不断增加条款，扩大其在颁发许可证中的权限，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提议建立中央政府审查体制。影业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独立机构来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生存的目的。1912年10月电影生产商协会与电影放映商协会联手，注册成立了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法人机构（注：杜新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探寻“管”与“不管”的平衡——英国文化管理体制借鉴［J］.南方，2004（12）.

英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文化建设、发展和管理只进行宏观政策指导和财政拨款，而不直接插手具体的文化事务和文化经费的分配。政府与具体的文化事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英国著名的“臂距”管理原则。目前，英国中央政府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直接管理55个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执行机构，8个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咨询机构和5个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法人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化人、文化志愿者和某一文化领域的专家。这些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具体管理文化。在具体执行文化政策的过程中，对文化艺术组织机构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应该如何给予和给予多大的支持，由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的专家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行政长官说了算。但是，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必须向政府、议会和公众说明和解释他们做出的决定。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对文化事务不施加任何影响，对文化事务放任不管或漠不关心。实际上，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的领导班子由政府任命，行政经费来自政府的年度拨款。因此，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完全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它不可避免地较大程度会受到政府的影响。

英国在横向上对文化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扩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管理范围和权限的同时，在纵向上加强对文化进行分权管理，不断将政府文化管理权限下放到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将中央一些文化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英国通过这种横向上集权、纵向上分权的文化管理改革，探寻政府在“不能不管”和“不能多管”之间的平衡。

BBFC在1912年成立之初是由内政部管辖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虽然在1997年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成立后，设立专门部门对电影进行管理，BBFC依然对内政部负责，并保有其对电影审查、分级的权力。）——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报纸关于电影内容堕落的批判运动、来自政府的敌视的审查、地方政府的权力滥用、对通用规则的渴望、不想步入美国1909年的老路等，这一切促成了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成立（注：Robert J.Klein：Film Censorship：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Villanova Law Review，Volume12 Spring 1967 Number 3.）。其目的是在由政府对电影放映场所实施检查、发放许可证权限之外对电影内容提供另一种指导。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其对电影放映许可的决定最初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方能生效。1923年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得到了影业上级主管部门内政部的公开支持。内政部在向地方审查机构下发的样板条例中，倡议他们今后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作为一项重要参考标准来执行。在经过多年权与利的较量后，1924年底，英国各地基本实现了电影审查的一致性。1952年的电影法案规定，经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认可的影片可以不经过地方议会同意就能上映，最终决定权属于议会。在1976年R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ex parte Blackburn案中（注：R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ex parte Blackburn COURT OF APPEAL，CIVIL DIVISION［1976］3 All ER 184，［1976］1 WLR 550，140 JP 617，74 LGR 464 HEARING-DATES：29th，30th，31st MARCH，14th APRIL 1976.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伦敦郡议会因为对一系列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拒绝分级的影片颁布许可证，引起市民的起诉。在这一事件中伦敦郡议会被认为滥用了它的审查权力，它依据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做出的放映许可决定违反了普通法，会引起对电影审查的滥用与违宪。最终法院判定，地方议会对影片拥有最终决定权，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审查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至此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在电影审查分级中的权威地位得到确认和巩固。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删剪非常谨慎，以避免引起公众批评和被检查机构起诉，虽然是非官方机构，其大多数分级决定是为影院颁发执照的政府机构提供重要参考。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成为在电影审查方面的权威机构，其地位不仅来自法律，也来自与检查机构、各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机构达成的各种谅解。例如，对违反淫秽出版物法的电影要经过刑事检察处（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简称DPP）才能起诉，而刑事检察处对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审查的认可，使其几乎没有被起诉过。1985年的《电影法案》巩固并确认了自1909年以来的从对放映场所的检查到对电影颁发放映许可证的一系列审查措施，对电影有了更严格的分级规定。在各地方，地方官或其他标准委员会经常获得审查电影的权力，地方政府还有审查“色情电影”的权力。大多数地方文化管理机构采取由内政部（Home Office）起草的“执照颁发情况示例”，这一示例通常使地方政府保留最终权力，而不是把所有权限移交给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注：Geoffrey Robertson&Andrew Nicol：MEDIA LAW，SWEET&MAXWELL，2002，p.733.）。这一举措就使得几乎所有商业电影的上映既要获得政府许可证，也要通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审查、分级。

20世纪80年代初，录像业火爆，其色情和暴力内容引起了压力集团和媒体的强烈关注。1984年国会通过了《录像法案》（Video Recordings Act），以法律形式要求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以录像形式发行的电影进行分级、删剪或封杀。法案赋予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在录像审查方面的法律权限，地方政府对录像没有参与权。《录像法案》规定了录像分类级别，并禁止供应未经分类的录像，以限制“淫秽录像”的发行，防止儿童在家中看到录像中所描述的暴力和性行为。如果就整体而言，某一录像作品是以告知、教育、指导为目的，且涉及的是音乐、体育运动、宗教或视频游戏，则可以不受录像法的管制。但是任何录像作品在任何意义上对以下事实进行了描述，则不在免受管制范围内：①人类的性行为或与之相关的暴力行为或抑制行为（或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刺激或鼓励此类做法的行为）；②对人或动物的摧残、虐待或者其他粗野的暴力行为（或可能刺激或鼓励这种做法的行为）；③人的生殖器官或者人的泌尿和排泄器官的功能；④可能对违法犯罪有用的技术；⑤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刺激或鼓励违法犯罪的犯罪行为（注：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95396.）。除此之外，任何供应或企图供应包含有未被授权发行许可的录像制品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违法者在简易程序下将被处以不超过20000英镑的罚金和6个月以下监禁。在普通诉讼程序下，违法者还可以被判处最高期限为2年的监禁。在詹姆斯·巴格勒（James Bulger）谋杀案之后，1994年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对1984年的法案增加了更广泛的标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必须特别关注“对潜在的观众可能造成的伤害，或者通过这些潜在观众的行为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需要关注涉及：犯罪行为、毒品、暴力行为或暴力事件、恐怖行为或恐怖事件、人类性行为等的录像制品。

1985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更名为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以体现分级比审查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占更大的分量（注：石同云.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5（2）：116.）。从此分级成为控制电影内容的主要方式。

2.BBFC分级细则发展历史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标准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新法规的引入、媒体技术的进步、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社会公众态度的变化等及时做出调整，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这些调整也经受了更广度的文化和历史考验。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最初根据1909年电影法案只使用两个分级级别：U和A。U代表老少皆宜，A代表更适合于成人。1916年T.P.O’Connor出任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主席，他的首要任务是取得公共道德委员会于1916年成立的电影委员会的信任。他制定了43条指导准则，包括禁止粗鲁对待动物、裸露、不雅着装、不雅舞蹈等，这是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为获得公众和相关团体的信任必须采取的严格标准（注：Students‘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The sbbfc Student Guide 2005/06，引用地址：www.sbbfc.co.uk.）。1932年，由于恐怖片发行数量的增加，委员会添加了H级别，限定16岁以上才能观看。

1948年Arthur Watkins担任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秘书长，他和当时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主席都来自内政部，在此之前他曾是一位成功的剧作家。他为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制定了三条新的标准：故事情节或语言是否会降低公共道德水准，或降低罪恶、羞耻感等；是否会冒犯正直的观众；是否会对儿童造成影响。对儿童的影响是从恐怖影片H级中演化出来的，当时很多地方议会禁止儿童观看某些影片，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级别是排斥儿童的，没有特意去保护儿童。1951年，H级别被X级别取代，同样限为16岁以上观看，但表明关注点已不再是恐怖，而是性和暴力。1970年，为更有效地保护青少年，同时为满足成年观众的需要，允许更多的面向更成熟观众的成人电影无删减地通过审批，委员会开始使用以下4个级别：U：老少皆宜；A：5岁和5岁以上儿童可以无人陪伴观看，但电影也许含有某些家长不希望14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AA：14岁以下儿童免入；X：18岁以下免入。1977年这一分级标准获得了英国所有地方议会的同意。

1982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将分级级别更细致地调整如下：（资料来源：The Guidelines，由BBFC官方网站提供的分级指导。）

U级：普通级，适合所有观众观看，在此级节目中只能偶尔使用“damn”（该死）、“hell”（见鬼、混蛋）这类轻微的咒骂语言，极少使用其他温和的咒骂语言；Uc级：特别适合儿童观看。

PG级：家长陪伴指导级，影片有某些镜头也许不适合年少的儿童，有些镜头可能让儿童产生不适感，建议在父母的陪伴下观看。PG级大多考虑8岁及以上儿童的观看标准，建议父母要考虑是否给更小的或更敏感的孩子观看此类影片。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性爱、吸毒和裸体场面，即使有，时间也很短，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出适度的范围。

15级：只适合15岁及以上的观众收看，任何小于15岁的儿童不得在影院观看此类影片，也不得租借或购买15级别的录像带或DVD。脏话可以经常出现，但过于强烈的脏话（如cunt）是不能频繁出现的，带有攻击性的语言也是不被接受的。在性题材的影片中裸露是允许的，但是不能有太多细节。在非性题材及教育片中对裸露没有限制。性行为可以表现，但不能有过多细节，可以有较多的语言来代替性行为。暴力强度可以增加，但不能渲染伤害与疼痛，性暴力必须谨慎及简要处理。危险的技术行为（如自杀、自虐等）不能有细节表现，可轻易获取的武器也不能渲染。强度惊吓是允许的，但过于恐怖的想象是禁止的。可以有使用药物的画面，但电影整体上是不能刺激或鼓励滥用药物的。

18级：只适合18岁及以上的观众收看。任何小于18岁的年轻人都不得观看、租借或购买此类影片。BBFC在此类影片分级中要着重考虑成年人在法律范围内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的自由。同时也要考虑电影主题和表现手法，对暴力、危险动作、滥用药物、性暴力的渲染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DVD和录像带因为更容易为年轻人获取，所以更要谨慎。根据录像法案，对数字游戏内容也要谨慎对待。18级性教育片是为了获取或教授性知识、性安全和健康，其中的性场面要尽量是那些不得不出现的画面。18级色情片主要目的是性刺激，如果含有过多的真实性画面，就会被归入R18级。

1984年又增加了限制级R18级（Restricted 18），映片可能包含显而易见的性爱或暴力内容，但分级当局对这一类映片仍有正面看法，认为可能在艺术、历史、政治、教育或科学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这类影片只有在特别许可的有执照的色情影院或电影俱乐部的有限范围内放映，18岁以上方可入内。违反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中所做的关于的淫秽界定的内容必须禁止，涉及口交、猥亵儿童、性虐等内容也必须禁止。这些标准在异性与同性性行为上均适用。1985年R18级开始使用于录像的分级。

1989年，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又新增加了12级别（适合12岁及以上）。任何小于12岁的孩子不得租借或购买12级别的录像或DVD。考虑周全的主题可以接受，但其表现手法必须适合青少年。脏话（如fuck）必须非常少，带有种族差异的语言也必须稀少。裸露是允许的，但是性内容必须简单且谨慎。性行为可以暗示，但是性表现不能超出大多数青少年熟悉了解的范围。暴力不能突出细节，不能强调伤害与流血，性暴力只能暗示或简要处理、谨慎对待。危险的技术行为（如自杀、自虐等）不能有细节表现，可轻易获取的武器也不能渲染。适度的惊吓是允许的，过度恐怖只能偶尔出现。滥用药物镜头稀少，并且不能详细表现或赞扬、鼓励。2002年，影片《蜘蛛侠》的火爆使电影分级委员会屈从于商业压力，将12变为12A（注：罗洪涛.英国视听产品审查制度［J］.中外文化交流，2001（2）：58.）。这意味着12岁以下儿童可以由成人陪伴指导观看。12A是12岁及以上儿童观看的影片，除非有成年人陪伴，任何小于12岁的孩子不得观看此类影片。

分级体系演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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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udents’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The sbbfc Student Guide 2005/06，引用地址：www.sbbfc.co.uk）

从1998年开始，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每年都会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当年的分级指导，每年对具体级别的要求进行细微的修改，8个分级层次基本固定。当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觉得有些影片不适合上述分级标准时就会要求发行商剪切或修改。如果协商不成，就拒绝对影片分级。发行商如果不同意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决定，可以向负责颁发电影执照的各地方文化管理机构申请，而对于DVD、录像带和数字游戏，只能向独立于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录像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三）BBFC的分级原则及实施

1.分级指导原则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对影片进行审查分级时，主要有三个重要依据点：电影题材是否触犯法律；按照年龄分级的电影内容是否会存在伤害或潜在伤害；按照年龄分级的电影内容是否会让普遍的公众感到厌恶。当然，涉及18级别的电影时，委员会会尽量满足成年观众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娱乐需求。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指导并不是法律条文，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调整的，但是会遵守委员会一贯的原则与社会道德规范。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分级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四点：其一，成年人有选择看他们喜欢的影片的自由，只要这些电影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并且不会对社会有潜在危害；其二，电影作品可以大范围广泛传播的前提是其合适的主题与表现手法；其三，电影中有某些内容时（如性、暴力等），就必须考虑对其潜在受众的影响；其四，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指导是时间性的，要不断根据公众口味、态度、观念、法律的调整以及专家意见或新的研究证据的变化而做出符合时代的调整（注：The Guidelines，引用地址：http：//www.bbfc.co.uk/general/index.php.）。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主要从主题、语言、裸体、性、暴力、可模仿技术、恐怖、药物等方面的不同表现程度来对影片进行分级（资料来源：The Guidelines，由BBFC官方网站提供的分级指导）。

主题

一部影片主题是否能被接受，主要是看它的表现手法。尽管如此，涉及滥用药物、性暴力等的电影在绝大多数的初级级别中都是不被接受的。Uc级尤其适合学前儿童观看，主题和表现手法应该适合儿童；U级是适合4岁以上儿童观看，主题应该是积极的、正直的；PG级在主题方面可以反映犯罪、离婚、种族主义、严重的疾病，这些内容要以比较安全的方式反映，但不能反映令人不安的成人内容；12级可以有成人主题，但要谨慎处理，有争议的主题在节目中要有清楚明确的结果，但这类主题会对青少年的道德和社会观念构成挑战；15级绝大多数主题都允许；18级如果处理得当，没有禁止的主题。

语言

许多人曾被脏话严重冒犯，包括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冒犯，所以要根据观众的年龄、性别、种族、背景、信仰等对影片中语言进行是否冒犯的界定，并据此进行分级归类。U级极少有轻微的不雅词汇；PG级可以偶尔使用温和的粗话，如“shit”“bastard”“bloody”“pissed”，但不能使用强烈的咒骂语言和有性含义的咒骂语言；12级可以经常使用温和的和中等的咒骂语言，极少使用性诅咒语言，即使偶尔使用，也不能是攻击性的；15级如果故事需要，对咒骂语言或涉及性的语言在使用强度和频率上没有限制，但不能总是攻击性地使用；18级没有对语言使用方面的限制。

裸体

除了Uc级外，没有性行为的自然裸露在任何级别的电影中都是可以接受的。U级可以有偶然的自然裸露；PG级可以在没有性或色情含义的上下文中偶尔出现裸体，但不能是为裸体而裸体；12级可以偶尔出现裸体镜头；15级可以在有关性场景中出现正面裸体镜头，但不得以近镜头表现细节；18级除镜头正面集中在生殖器上以外，其他裸体镜头都是允许的。

性

人类的性行为从接吻到做爱的细节有不同的层次，这在电影分级体系中有直接的反映。电影级别越高，可表现的层次也越强。U级不能有性行为，只可以有轻微的接吻；PG级可以少量和谨慎地提及“性”，也可以有温和地映射“性”的内容，但不能有细节表现；12级可以暗示性行为，但不能有具体的身体画面，性内容可以比在“PG”级电影、录像节目和喜剧情节中更强烈、更明确；15级可以展示性行为，但不能表现身体亲密接触的细节。性场景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或揭示主题，可以有强烈的性关联内容，可以有偶尔的性场景，性被用来表现人物之间关系的发展；18级在“性”方面的内容要求是：允许有模仿的性场面，但时间长度和表现强度要有限制，真实的性形象要短暂，并有情节发展所必须的充分理由。此级别的性录像带的内容要求是：可以真实地（但不是详细地）表现性行为，可以适度表现性崇拜，但所有的性场面不能有暴力。必须是在两个成年人之间进行，性行为不能超过两个人。可以裸体，但不能有表现勃起或长时间表现生殖器的特写镜头。性语言可以接受，但不能有言辞威胁和侮辱；R18级主要是录像节目，是两个成年人之间性行为的清晰图像，根据录像法案，其目的就是刺激性兴奋，所以只允许在性商店出售，不能邮购。任何违反刑法的内容，鼓励性乱交（如恋童癖、乱伦等）的内容，未经表演者同意的内容，造成疼痛或身体损害的性行为，不是作为自愿的角色游戏的一部分的性威胁和性侮辱内容，任何从身体上限制参与者退出游戏的行为，任何可能造成身体伤害的或带有暴力性质的用物体插入行为，任何低级或没有人性的行为（如兽性的描绘、恋尸狂、排泄粪便等）等都是不允许的。可以有下面的内容：勃起的生殖器，手淫，口交（包括亲吻、舔拭、吸吮生殖器），用手指、阴茎、舌头、震动装置或人造阴茎插入，无害的性迷恋物，群体性交，射精和精液。以上性行为可以是在异性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性之间进行。

暴力

对儿童和成年人来说，暴力内容主要功能是娱乐。根据暴力强度对影片分级，尤其在低级别的影片中更要考虑以下表达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暴力是解决问题正常方法、英雄受伤害或牺牲、鼓励侵犯态度、在伤痛与耻辱中获得快感。有赞美、鼓励暴力或涉及性暴力的影片会被做最严格的分级，甚至被剪切。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对口交和性暴力画面有严格的规定，有这些内容的画面在任何级别的影片中都会被剪切，尤其是在DVD或录像中，因为这些制品可以被反复观看。Uc级不含有任何的暴力、威胁或恐怖；U级可以有轻微的暴力或偶然的轻微威吓；PG级中的暴力内容必须基于故事充分需要，并且主要被允许出现在历史场景中或喜剧节目以及幻想影片中；12级可以真实表现暴力，但不能表现暴力细节，对个体实施的暴力要在真实的背景下短暂表现，偶尔可以有血腥场面，可以根据故事需要暗示性暴力；15级为推进情节发展或表达节目主题可以有强烈的暴力镜头，如果暴力是主要娱乐手段，那就要最大限度减少暴力细节，并要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保持平衡；18级如果是影片整体的需要，可以有长时间和具体的暴力画面，但不允许表现鼓励使用暴力和非法使用武器，只要场面不是提供性刺激，可以有暗示性暴力或表现性暴力的内容。

可模仿技术

BBFC特别关注犯罪、暴力技术、简易武器装备的细节描述。能够激起违法、反社会行为、容易让年轻人模仿的危险动作等也会被特别关注。自杀、自虐等细节描述也会给予特别关注。U级没有可让儿童模仿的危险行为；PG级不得重点描述实战技术或真实的武器，轻微暴力不能有细节表现，不应有适合少年儿童模仿的危险行为；12级可以真实表现暴力，但不能表现可供模仿的暴力细节；15级要最大限度减少暴力细节；18级没有具体的限制。

恐怖

BBFC认为人们观看恐怖片是为了刺激，因此不会简单地因为影片带来的震惊、惊吓等而剪切电影，但是会进行仔细分级，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过多刺激。U级恐怖影响必须很轻微；PG级在恐怖内容方面允许在节目上下文中通过想象引起恐怖的场景，但是那里将不得有血腥场面或长时间近镜头表现痛苦的内容，可怕场景不宜过长或真实；12级可以偶尔出现血腥画面和奇异形象，但不能有细节描述；15级可以更经常或更详细表现血腥场面和奇异形象，但不能是长时间的特写镜头；18级只要不违反有关暴力、性暴力和性方面的标准，可以有恐怖的主题、事件或形象。

药物

从整体看还没有影片是鼓励滥用药物的，但是任何能刺激或赞美滥用药物的细节描述会被剪切。能刺激或赞美吸烟、饮酒的画面会在初级级别的电影审查中受到特别关注。U级除非有适合儿童的特别明显的反滥用药物的教育目的，否则不能有滥用药物画面；PG级在药物、毒品方面可以以温和的方式通过语言或视觉形象提及毒品，但不能宽恕或鼓励使用毒品，任何有滥用药物的情节表现都必须伴随反对滥用药物的信息；12级涉及毒品或吸毒的画面一定要简短，不能鼓励吸毒或使吸毒看上去有吸引力；15级可以表现使用毒品，但不能表现使用剧毒品或描述吸毒前准备的细节，不能美化毒品或鼓励吸毒；18级此级节目在毒品方面的内容要求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使用毒品的细节，但不能有如何使用硬毒品（Hard Drugs）提示或说明的内容，影片总体上不能宣传或鼓励使用硬毒品。

2.审查分级的实施

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负责对在英国出版、发行、放映、出租和销售的电影、录像带、数字媒体（注：数字媒体是指以二进制数的形式记录、处理、传播、获取过程的信息载体，这些载体包括数字化的文字、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影像和动画等感觉媒体，在电影审查分级的范围中特指激光视盘、唱片、电子游戏、软件等。）（除教育类、体育类、宗教类及音乐类录影带等免于分类的节目外）进行内容审查和分级。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由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一名秘书长、4到5名审片员以及若干行政人员组成。设有管理委员会，负责商业事务等。通常主席由内政部推荐人选，电影业界也有自己的推荐权。正副主席由内政部任命，其他人员向社会招聘。理想状态的主席人选要受过高等教育，有阅历和生活经验，有幽默感，能恰当处理公众的反应，并且对电影本身感兴趣，在电影业界和类似团体都有一定声望。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审查要求。一部录像节目从提交分类申请到最后拿到分类证书，大约有18道程序（注：The Guidelines，引用地址：http：//www.bbfc.co.uk/general/index.php.）：录像带接收；节目检查；技术测量；缴费；待审；审查节目，写好审查记录、报告、节目删减内容；给顾客开发票；检查经营许可；进一步审查；登记，表明初步审查分类意见；等待问题解决；等待广告画面被通过；等待删减；等待临时票据交换表（ICF）的回复；等待包装审查分类理事会（VPRC）的认可；录像带包装未通过包装审查，则等待通过后再发分类证明书；发送急件，由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负责人签发的分类证明书等证明材料用急件发给顾客，把此节目添加到已分类产品目录中；最后存档。同样，数字媒体节目的审查以及电影的审查，程序与录像带审查程序相似，都十分严谨（注：罗洪涛.英国视听产品审查制度［J］.中外文化交流，2001（2）：59.）。审查分类一部节目从收到顾客申请材料，到给顾客发出分类决定，所需的时间平均在4周以上。

一部影片要由不少于两名审片员来审查。审查人员每天工作5小时，每星期工作3天。他们每天必须写出报告，详细描述作品的特征，并为他们作出的决定提供充分的理由。审查人员要详细记录下以下内容（注：The Guidelines，引用地址：http：//www.bbfc.co.uk/general/index.php.）：故事的总体来龙去脉—情节、人物、个人场景概况；所有重要细节的时间；具有分类意义的时刻，包括摄影角度、镜头类型、屏幕开始和结束的时刻；记录下粗话。审查人员的个人意见记录在意见表上，包括原始的分类类型、经过与同伴讨论后的分类类型、最后审查人员同意节目的分类类型。对一部影片的分级类别产生分歧时，审查人员会进一步征求其他审查小组的意见。影片因为有争议的主题预先引起大众强烈关注时，节目要重点审查，有时委员会主席会介入审看或要征求有关方面如法律、心理学等领域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也要审看节目。1997年为给《失去的世界》定级，先给几百名小学生试映，根据他们的反应，给影片定级为“PG”级。1998年的《洛莉塔》（LOLITA）因为其主题含义难以断定，请教专家之后才给定级（注：罗洪涛.英国视听产品审查制度［J］.中外文化交流，2001（2）：59.）。如果一部影片或录像，根据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评估，在内容上违反了《淫秽出版物法案》或刑法的有关条款，经过删剪后仍不宜在全国发行，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将拒绝发放分类证书。发行商只能接受委员会的决定，或将影片送地方政府审查以求获得地方公映权，或送俱乐部系统放映。

为了保证审查的独立、客观和公正，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既不接受来自电影工业的赞助，也不接受来自政府的赞助。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对电影审查、分级的服务性收费。这些费用要经过文化、媒体与体育事业部批准（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DCMS）。收费标准根据影片长度确定，平均一部90分钟的英文影片收费660英镑。也有一部分收入来自它经营的放映机构的门票。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是非盈利机构，其收入只满足其运行成本，它的财务由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商等组成的视听行业协会管理（注：Students‘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The sbbfc Student Guide 2005/06，引用地址：www.sbbfc.co.uk.）。通过经济上的独立保证其对电影审查分级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四）BBFC的社会评价及作用

1.BBFC与公众的关系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它自己的宣传公告上总是试图告诉人们，它一直与公众对电影的品位与态度倾向保持一致，每一封来自公众对于分级质疑的信件都会被认真对待和回复，尤其是1997年新委员会主席上任后更注意与公众的信息交流。1998年第一份分级指导细则出版，它给予了公众更多了解分级原则和决策制定的机会，受到了热烈欢迎。此后，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每年都会出版更新的分级指导。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也积极参与分级知识的普及与宣传，积极参与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例如，委员会每年都进行英国社会态度调查，积极收集公众对分级事项，如性和暴力的反馈。这些活动既提升了BBFC的公众形象，也促进了BBFC分级标准推行。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英国公众中的信誉不断提高，2000年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做了公众意见调查（注：Pam Hanley：Sense&Sensibilities-Public Opinion&the BBFC Guidelines，引用地址www.sbbfc.co.uk.）：①在语言上，56%的人认为年轻人是从他们看的影片中学会脏话的。48%的人认为对语言的分级指导是恰当的，43%认为不够严厉，只有5%的人认为太严格；②在性上，46%的人同意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观看表现真实性场面的电影。54%的人认为对性的分级指导是恰当的，32%的人认为不够严格，只有12%的人认为太严厉了；③在暴力上，46%的人认同“观看暴力内容的影片在现实生活中会更倾向有暴力冲动”。46%的人同意在卡通、历史或科幻电影中的暴力更易接受。51%的人认同对暴力的分级指导，42%的人认为不够严厉，只有5%的人认为太严格了；④在药物上，52%的国民赞成“电影应该允许实事求是地表现用药物场面”，滥用药物要比其他分级主题，如性、暴力、语言等更有危害性。47%的人认为对药物的分级指导不够严厉，45%的人认为恰当，只有4%的人认为太严厉了。总体而言，英国公众对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指导持肯定态度，基本认同它的分级标准，公众的普遍支持帮助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巩固了在电影审查分级中的权威地位。

2.电影分级的作用和意义

一个国家的媒介环境，不仅受国家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的影响，也离不开相应法规的管理和制约。电影被称作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由于电影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力成为国家审查最频繁的对象，电影业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管。英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最初延续了对印刷媒体的传统的事先审查模式。严苛的官方电影审查会导致从业者的“自我监督”，创作者自觉地用官方的意识形态来从事创作活动，回避现实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和创新意识（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2.）。这是一种敏感的“自我审查”。市场竞争产生了市场审查。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市场审查倾向就更加突出。在正常情况下，市场审查的过程则不那么明显，而且比较技巧（注：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M］.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2.）。市场机制下的“隐形审查”有时甚至比政府官方审查作用更显著。在英国，对电影的控制，尤其是内容控制，一直处于影业内部自律与政府外部管制的博弈中，而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就是这一博弈中形成的一个特殊机构。

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成立之初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审查标准，为影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为了这一目标，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需要赢得地方政府、议会、媒体以及公众的信任。它不但应该是独立的，而且必须谨慎行事，使得看起来也确实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影响它的决定，电影工业不能影响它的决定，压力集团、媒体也不能影响它的原则标准（注：Students’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The sbbfc Student Guide 2005/06，引用地址：www.sbbfc.co.uk.）。虽然对电影审查的最终决定权依然在各地方议会手中，他们可以推翻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决定，给予被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否决的影片放映的权力，禁映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审查通过的影片，甚至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影片定级。但是自1920年以来，各地方管理电影的机构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基本都接受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决定。

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是英国电影工业为避免政府对电影内容过多干涉而建立的。英国电影审查的关注点不是影片的“质量”，而是影片在道德方面是否适合于向公众放映。向公众开放的影院必须持有地方政府颁发的营业许可执照。在评判电影方面，地方政府一般认可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决定。所有希望得到公映的影片都必须送交该委员会审查和分级。分级制度通过对经济的控制，达到对电影中色情和暴力的控制，调节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从而达到保护电影工业长久发展的目的。

三、BBFC社会语境

从一种奇异的杂耍玩艺到一种戏剧的延伸，再到成为一种独立的表达媒介；从无声到有声；从简单的纪录片到艺术思维型电影，再到大众娱乐化工具；从二战时的短暂繁荣到20世纪70、80年代被电视大众媒体超越，电影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电影又以自身的影响力反过来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沿着电影的发展轨迹而发展，并折射出道德、政治、文化、法律等社会语境的影子。

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建立既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其宏大的社会语境为支撑。英国的宪政制度、崇尚言论自由的传统以及社会自治传统等，是BBFC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语境。要了解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得以有效运行的内部机制，必然要了解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从其特有的社会语境中找寻其存在、发展、变革的轨道。

（一）英国的宪政语境

1.宪制传统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它以宪法为治国之本。议会、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法律理念深入人心，以宪法规定为最高准则。宪政主义是一种政府教义或组织形式，它“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权力，通过制衡避免权力的集中，以保证个人及集团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韦氏第3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词典），New York：Merriam-Webster Inc.1981，p.456.）”。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开始追溯英国宪政的起源、演化，可以发现“英国宪法并非一抽象理由之结果，乃系一种实际问题之实际解决也”（注：S·李德·布勒德.英国宪政史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英伦岛上各民族之间的多年混战、短暂和平年代各诸侯签订的和平协定，以及公选出的国王代表各民族统一行使权利的“代议制”等，为英国成为现今的“宪政之母”打下了传统的根基。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势力不断扩大，政权意识觉醒，开始要求权力向公众开放。16～17世纪，在科克、洛克、休谟等人的哲学论辩中，英国古代历史被他们充分利用。“大宪章”、“古宪法”借着历史的名义成为天赋人权的最有力的证据。自然法，即认为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天然权利来自创世之初，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贯穿欧洲大陆的哲学思维。正如洛克论述的“‘执行自然法的权利’，人们必须转让，而转让的方法就是进入政治社会。——这就是合法政府的起源，也是个人服从政治权威这一义务的根源（注：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91.）”。虽然直到18世纪选举权才真正在中产阶级中扩大，但在论争过程中英国人渐渐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信仰：大宪章。复杂的历史过程使人民主权、人民权利、自由的观念慢慢渗入各种利益集团、各阶级思想中，并在需要的时候作为战斗武器。

宪政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的完整性和最终目标就要求其‘公共权力’依法受到限制和划分，即包括明确的分权（注：范亚峰.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生长［J］.法大评论，2001（2）.）”。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把国家的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这构成了英国政府的政治结构，即限权政府。“在所有的相继的用法中，宪政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的宪政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的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注：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3.）。

在宪政确立的历史脉络里，崇尚“法律”的理念贯穿其中。“法”是英国社会其他一切行为之来源，行政、司法皆来源于它。英国的宪法无成文法，而是在遵循传统、遵循古制的过程中贯彻“法”的权威性。“英国之宪法，一若其他制度，纯系英国式，其来历初非由于一种明确审慎之决议案而成立，乃系逐渐而产生，且其中主要之点奚止一二，往往均系根据偶然情势而发生，因吾人崇古之观念异常伟大，凡有一经采用之举动，势必推行及于同类情况之中（注：S·李德·布勒德.英国宪政史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绪言第1页.）”。按照现存的法律，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已经大多形成了惯例，而且按照惯例行事要容易得多（注：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3.）。英国的法律体系由普通法、成文法和习惯判例构成。植根于社会道德、情感和习俗，以“法官的法”面世的普通法是支撑英国法治的根基、支柱和精神所在（注：张彩凤.英国法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5.）。在其应用中，法官根据以前案例的司法解释为应用的标准，非经立法修改，法官一般都不会擅自修改或创新。英国对待立法向来谨慎，所有重要的法律都会影响巨大的“既得利益”，它们是触动政治力量的巨大源泉；而这些巨大的利益要求我们像对待任何外国的情绪一样小心翼翼（注：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7.）。习惯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成文法依然解决不了。英国不是一个除法律明确准许外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国家，而是一个除法律明确禁止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国家（注：黄金鸿.英国人权六十案［M］.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1：导言第1页.）。

2.审查的宪法依据

电影第一次在剧院上演是以杂耍玩艺的方式上映的，最初对它的管制从属于对戏院的审查。短短几年内，在剧院放映杂耍时放映的影片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电影的票房收入跃居仅次于头牌舞台艺员的地位（注：迈克尔·钱农.惊梦：英国电影的史前期和早期历史［M］//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编著.电影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65.）。”电影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1909年英国议会为公众人身安全考虑，对放映场所的安全标准做出明确规定，赋予了各地议会审查剧院放映条件并颁布许可证的权力。在电影内容上也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根据普通法的精神，对可能误导年轻人、造成社会骚乱、破坏和平的影片禁止放映。于是出于防范火灾等安全考虑而发行许可证的措施为以后的电影审查打开了通行之门。多年来，审查机构包括地方议会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都在这一规定内行使权力。社会的发展必然引起对新的情况的考虑，虽然之后报纸媒体等越来越多地强调言论表达自由，要求不受审查约束，但被视为娱乐工具的电影，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尤其是在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司法解释中：舞台剧、电影、电视、广播不使用一般对报纸等出版物的淫秽约束标准，而是继续使用普通法犯罪标准，这使得对电影审查的宪法依据继续存在。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审查依据主要来自普通法的模糊规定，以及电影法案、淫秽出版物法、保护儿童法、刑法等成文法的相关内容。与电影审查联系最密切的就是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此法旨在对与淫秽出版物有关的法律进行修正、对文学作品予以保护、并对管制色情资料的法律予以强化。当相关作品包含有可视资料或录音的时候，相关公开行为则包括展示、播放或放映等行为。在1980年AG‘s Reference（No 5 of 1980）（1980）3 ALL ER 816.案中（注：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81.），一个录像带被认为属于淫秽作品，而在电影院中播放该录像被认为是通过播放或放映方式对该录像构成“公开行为”，因而触犯该法律。

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判例甚于成文法。对电影的审查虽有了电影法案为依据，但法律规定模糊，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引起争议。在2000年女王诉英国分级委员会录像上诉部（Regina v.Video Appeals Committee Of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2000 EWHC Admin 341（16 May 2000）案中，Sheptonhurst有限公司引进的影片被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拒绝分级。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主要是出于保护未成年儿童等“潜在受害者”的分级原则而做出这类决定的。这与录像法案（VRA）的分级规定存在冲突。法院考虑到目前没有相关数据证明儿童色情犯罪与录像带之间有明显联系，驳回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上诉请求，要求其对Sheptonhurst有限公司的录像进行分级，但其争议仍然存在。在2000年另一起案件Sheptonhurst Ltd.-and-Prime Time（Shifnal）Ltd.v.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注：案例引用地址：http：//www.bbfc.co.uk［EB/OL］.）中，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再次因为拒绝对Sheptonhurst有限公司的色情片分级而遭起诉。这次的焦点依然是围绕着对潜在观众可能产生的影响，而现行法律中对潜在影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争论因此不断。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审查分级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法律（注：The Guidelines，引用地址：http：//www.bbfc.co.uk/general/index.php.）：其一，1984年的录像法案，要求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特别关注在家里观看的录像产品的可能危害，尤其是对儿童或其他易受害人群的影响。该法案要求对以下行为进行特别的关注：犯罪行为、滥用药物、恐怖行为、人类性行为；其二，1937年的电影法案，禁止直白、生动地残忍对待动物的画面；其三，1978年的保护儿童法案，禁止有关儿童的下流画面；其四，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禁止从整体上有能让正直人士厌恶、引起堕落的淫秽画面；其五，1998年的人权法案，特别强调了对个人隐私、家庭生活的尊重，以及言论自由的保护，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对电影分级的时候要特别考虑相关个人的权利。该法案也出于国家安全、反恐、公共安全、维护道德、预防犯罪等考虑对言论与表达自由作了限制性规定；其六、2003年的许可证法，规定电影必须获得各地方权力机构的许可证才可以上映，许可证要参考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建议，重点从预防犯罪、保护公安全众和儿童健康成长考虑。

（二）言论自由与媒体民主

1.言论自由的传统

1215年的《大宪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或自由习俗、掳夺其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不仅我们不能这么去做，而且我们也不能派人这么去做（注：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强世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526.）。这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英国人自由权的证明书。不论是法治、政府广泛的权力，还是自由裁量权，其精神、原则、目的和价值必须是一致的，必须都是为了公民自由和权益而不是其他。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人是理智的动物，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就是社会的目的。社会对于人的幸福是能够有许多贡献的，但是对于社会自居于重要地位并把它本身变成目的的这种倾向，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供给一种社会环境，以使个人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潜在力量（注：韦尔伯·斯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45.）。自由主义哲学对公共通讯工具的重要贡献就是，坚持个人的重要性，依靠个人的理智活动能力，以及关于天赋权利的思想，而宗教、言论和出版自由都是天赋权利的一部分。弥尔顿认为，人们运用理性就可以辨别正确与错误，分辨好坏，而要运用这种才能，人们就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别人的观点和思想。

任何一个崇尚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必定把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视为基本价值，因为若没有这些自由，发扬民意、凝聚众志，并以舆论监督政府机构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注：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济南：新星出版社，2005：122.）。言论自由构成民主社会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是民主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注：Handyside v UK（1976）1 EHRR 737，ECHR，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新闻自由被视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孟德斯鸠所言：英国人可以通过某种媒体自由地唠叨和抱怨，英国人因此从对专制主义沉重、压抑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新闻自由让英国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这种社会消解了稳定与混乱、真理与缪误、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传统界限（注：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M］.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6.）。然而言论自由是很难完全不受限制的，因为任何一个具备合理秩序的社会都有关于诽谤的法律，禁止人们对别人的名誉作不必要而且不实在的攻讦。此外还有其他的限制存在。比如对意图煽惑他人以暴力推翻宪法或政府的言论、对猥亵作品的限制等。

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对电影与新闻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审查体系，提示着我们不能纯粹用“自由”、“民主”之类的词汇与惯性思维来评价英国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言论自由”真正含义是，在合法的基础上，在不得用含有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论来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近年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表述的自由，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信息。但是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什么途径，不伤害他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侮辱他人名誉的前提是不会变的（注：张开（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一堂媒介素养教育课给我带来的思考——电影电视的管理和审查制度》，引用自“传播学论坛”。）。“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并行。

2.自由与责任

言论自由的另一种观察视角是与检查制度的关系。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通常表示没有事先的审查，作品可以自由出版。但要承担随后可能引起的法律诉讼，依据的是关于诽谤、煽动、猥亵等的一般法律，而不是任何单纯的行政决定。但在大部分的娱乐界却受某种形式的检查制度的节制（注：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济南：新星出版社，2005：123.）。比如英国的剧院，掌礼大臣在任何公共剧院节目实际演出之前有实施检查的法定权力暨义务，这一规定直到1968年才废除。

电影是20世纪的产物，它与合法的剧院有很多相似和联系之处，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和剧院相仿。“剧院都领执照，剧本都经检查；电影只是戏剧的扩展，因而须经主管当局的许可与检查（注：韦尔伯·斯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4.）”。印刷媒介不受事先审查与领取执照的限制，但同样也可以提供新闻和意见，有报道、教育和文娱作用的电影却要受严格的管制。目前来说，对于电影的管制主要考虑的是，电影的主要作用是娱乐功能。电影作为一门产业，其“真正的驱动力是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这决定了电影在制作和发行过程中，必定会迎合并引导观众的审美趣味，势必会造成“速度远远快于能调节自身以适应公共责任”，引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这集中体现在性与暴力等内容的表现上。

电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所谓公共领域，“其意是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5.）”。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公共领域的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电影作为一种私人拥有的产业，由于本身交流传播的公共性特点，就进入了公共领域。这意味着，电影界必须对社会负责，“满足公共需求，维护公民权利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5.）”。

在女王诉大伦敦市议会（Regina v Great London Council［1979］1 WLR550）一案中（注：黄金鸿.英国人权六十案［M］.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1：23.），一位伦敦市民因为影院放映了让正直人士觉得难以接受的色情影片，而起诉伦敦议会，请求法庭制止市政府做出违反普通法规定的行为。在这一案件中，关于取缔色情电影，市议会的规定是，凡有可能败坏观众德行的电影都不能上映。而根据英国的普通法，凡在公共场所展示任何使一般正派人士震惊、厌恶或恶心的事物都在取缔之列。市民遂向法庭申请禁令，不准市议会继续纵容这类影片的上映。虽然对于市民是否有权越过检查机关直接上诉存在争议，但法庭还是认为市议会应修改其电影检查条例，禁止过度猥亵影片的上映。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提供新闻和意见的作用已大大增强，记录影片的摄制，也增强了其报道和教育的作用，与戏剧的相似之处也在减少，但是考虑到其在年轻人口中的接触率，其对道德标准的破坏等，对其管制没有放松。在1984年国会通过《录像法案》，对录像的审查做了明确的规定，把其上升到法定地位。此种严格的审查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为保护未成年人，维持国家的道德水准等。“在孩子们无尽相同的渴望的眼睛出现之前，一夜又一夜……可怕的屠杀、恐怖的大灾难、汽车撞击的粉碎、绞刑、私刑等。所有关心道德幸福与儿童教育的人会表现出极度憎恨这一新的躁动的表情（注：Geoffrey Robertson&Andrew Nicol：MEDIA LAW，SWEET&MAXWELL，2002，p.727.）”。

电影审查制度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们当前最大的意义却是在积极的那一面”。大众传播时代的真正危机之一，是这些主掌舆论的工具，由于报业的合并、出版公司的倾轧而有日渐沦于少数人士手中的趋势。此外广播设施，不论音响或电视，不是操纵在公共官署手里，就是被少数商业机构把持，许多危险因而产生。那就是这些媒体曲意迎合民意的传统标准，制作它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东西，以致比较深刻并真正超然的新闻与娱乐遭到排挤，而呈现在群众眼前的材料则普遍趋于松散。有些措施能够用来禁止或控制合并，同时保证检查机关的作用，不仅仅是严格维护有关鉴赏与舆论的传统标准（注：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济南：新星出版社，2005：125.）。而这就是电影必须要忍受的审查与分级，幸运的是对其管制不是直接的政府行为，而是由独立的专业机构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来实施，使得电影在允许的表达自由范围内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三）自治传统

英国传统上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主体是利益集团。所谓利益集团是指以某种特定利益、政治主张、价值目标所维系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它集中代表、表达某种特殊群体人们的利益、要求，对议会和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制定出符合集团利益和要求的决策（注：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22.）。在宪法及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各利益集团相互制衡，使国家各种权力在运行中总体保持平衡。“宪法的政治功用，其核心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就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注：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王丽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3.）。英国人最为奇特的特性之一就是不喜欢行政政府。“我们的自由是多个世纪以来对行政政府抵抗的结果，我们继承了冲突的传统，并且在完全胜利后保持了这些传统。我们认为国家行为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异化的行为；是一种从外面施加的专制，不是我们明确希望的最终结果。英国人的天生冲动就是抵制权威。托克维尔认为，伦敦自治机构使得英国人不但在历史上是可以原谅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他们创立了自治机构的传统（注：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

英国向来有传媒业自治的传统。在欧洲，依据人权法、言论自由原理，对媒介产品规定了自治（注：袁传旭.传媒自由与美国宪政制度［J］.书屋，2003（2）：67.）。英国在文化管理体制上遵守的是“臂距”原则，通过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具体管理文化，政府与具体的文化事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注：杜新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探寻“管”与“不管”的平衡——英国文化管理体制借鉴［J］.南方，2004（12）.）。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成立最初的目的也是影业为摆脱政府单一的控制，更好地发展自身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众多利益集团相互制衡，使得政府在调和冲突时必须小心谨慎，在“限权政府”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政府对于公共领域的事物采取“自治”的措施，利用其达到控制电影业的目的。所以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逐渐形成了其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商业的运行模式。

在2002年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 v.Bulletin Board for Film Censorship［2002］DRS 104（28 January 2002）（注：案例引用地址：http：//www.bailii.org/uk/cases/DRS/2002/104.html.）一案中，电影检查公告板（Bulletin Board for Film Censorship）因为在其网站中使用了BBFC的简写方式，引起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的抗议，并诉诸法院。双方就bbfc.org.uk该域名的所有权问题进行辩论。电影检查公告板（Bulletin Board for Film Censorship）是由一群对电影分级感兴趣的会员组成的电子社区，在上面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于1999年在英国专利局注册了该域名。但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认为自己有法定使用BBFC标志的权利，电影检查公告板（Bulletin Board for Film Censorship）的行为是恶意抢注。最后法院判定该域名归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所有。从此案件中看出虽然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是非官方的机构，但在长期的实际运用中已得到政府的支持，其性质已不是单纯的行业内部自律。

（四）公共领域

电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公共领域受到普遍的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影响，市场力量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仲裁人。“自由市场”本身则变成垄断市场，一个或几个供应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对于新的供应商来说，使用这种市场的价格高昂，令其望而却步，同时，消费者必须调整其消费习惯以适应可以获得的商品或服务（注：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公共领域”的概念化［M］//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编.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87.）。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利，维护市场秩序，媒介工业内部发明的有效保护方法是国家保护下的公共垄断，并根据公共商品的原则来运作。一旦不受约束的私人扩张影响明显时，它就会采取积极的再评估。BBC在英国的建立就是公共广播服务的一个很好例证，是对当时广播私有化引起的危机的很好解决方法。默多克总结了BBC的四个作用：为合法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公共论坛；探究大众思想，为掌权者提供新的监管理由和反馈；巩固居统治地位的公民权、国家和文化的定义；重新描绘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界线。每个作用都依赖于一种强有力的平衡，是处于新闻和纪录片的所谓的“公共服务”功能与“娱乐”功能之间的平衡（注：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公共领域”的概念化［M］//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编.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89.）。但是近些年就BBC执照费问题有了很多争论，在每隔八年皇家特许状颁布的时候都会引起震动，公共广播及其公共服务能否真正独立于商业与政府，而有效运行还有待于观测。

媒介公共服务模式的核心是具有一套明确的政治价值观，其运作需要并培育了不同于经济价值和经济关系、甚至与之相反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它对于运作中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大众媒介领域是商业企业与政治机构冲突的关键地带，经济与政治在它们各自的价值体系及其所要求和支持的社会关系层面上存在根本的冲突，媒介商业功能和政治功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所有权和控制的问题，它更是商业媒介在其中运作并加以强化的价值体系和一系列社会关系的问题。要对公共领域——民主社会组成部分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扩展，需要重新评估公共传播的公共服务模式，同时也要对其具体的历史进行必要的批判（注：尼古拉斯·加纳姆.媒介和公共领域［M］//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编.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05、309.）。

重新定义公共服务模式需要发展具有多样性的非政府传播媒介，这种媒介既永远发挥使政治权力焦虑不安的作用，而且为生活在多元的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充当主要的传播工具。它也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社会，使其免受商业媒介的自我麻痹作用的影响。传播媒介使自身免受政府和市场审查的重要条件是，最大可能消除商品化与“重新嵌入”公民社会的社会生活中。传播媒介不应该处于“市场力量”的反复无常中，而应该置于政治和法律的框架中。公民社会中由公共资金支持的、非营利的、并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媒介机构是恢复活力的公共服务模式的一个根本的组织部分，其中一些机构自主运作并通过民主步骤直接对其受众负责（注：约翰·基恩.民主与媒介：缺乏根据［M］//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编.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25，327.）。公共服务模式的复活，还在于非市场、非国家媒介应尽可能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来提高灵活性和影响力，降低信息处理的成本。

从哈贝马斯论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开始，对公共媒介、公共服务的讨论开始热络，把大众媒介看作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手段，看到其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论从公用，还是私用的角度考虑，对其不能放任发展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对于其具体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说协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英国BBC的例子显示，其更侧重其社会影响力，强调大众媒介的公共作用，而不只是通过制造和传播商业言论来获取利润为首要功能。至于此种管理的尺度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争论，还在发展中。

电影虽然现在已被广泛承认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媒介，与报纸、电视、广播的地位、作用还是有所不同。在经营上，电影由于其以娱乐功能为主，并且基本上为私人所用，而报纸、电台等考虑到其传播新闻、信息、价值观念的巨大影响力，除了尊重市场规律、自由主义经济原理、承认其私人所有合法化外，也会成立公共广播机构等。在公共媒介领域，英国在对待公共服务的态度上，注重社会影响，注重道德标准的维护，存在强大的传媒公共意识，而不单纯从经济视角着眼。电影在英国主要属于娱乐，其对电影的管理，不像美国一样开放。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商业，虽不能看作是公共服务部门，也可从公共服务概念中找到其存在的理由。当然，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成立最初的目的是，影业为摆脱政府单一的控制，更好发展自身，以获取利益，而成立行业自律组织。众多利益集团相互制衡，使得政府在调和冲突时必须小心谨慎，在“限权政府”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政府对于公共领域的事物采取“自治”的措施。这种社会自治方式不具有强制性，更多地体现为行业内部的“自律”。民意，或者说公共舆论，是政策制定的风向标。电影作为大众消费娱乐工具，就不得不顾及大众和社会道德秩序的承受力。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电影分级对于调和各方利益，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四、BBFC与政府审查的博弈

英国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最初是从对影院的安全审查开始的，这开启了政府对电影内容的审查。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是影业为摆脱政府管制而作出的努力，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BBFC逐渐获得全国的认同。它的审查、分级决定不受政府及影业的干预，但是各地方议会根据电影法案和1984年的录像法案依然保留对电影的最终决定权。所以BBFC从诞生起就小心翼翼处理与政府的微妙关系，获得政府的支持与认同，巩固并扩大其在电影审查分级中的影响力。

（一）BBFC获得法律认可的历程

1.从安全检查到内容审查

英国1909年颁布《电影法》，实施电影放映场所检查开始。自此，电影内容审查逐渐开展起来。最初的起端是为了保护公众安全，由于当时的电影胶片由易燃物制成，在剧院放映时经常引起火灾，于是经过议会讨论，通过了1909年的电影法案，确认内政部对放映场所可能存在的火灾危险负有指导、检查职能（注：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gland and Wales，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1979，p.258.），并规定各郡议会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来向剧院发放放映电影的许可证。很快各地议会就注意到了要从道德角度来考量电影放映对观众的心理影响。1911年Divisional法院支持了一项禁止在星期天放映电影的诉讼（注：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gland and Wales，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1979，p.259.）。根据规定，在周末及圣诞日、家庭日等禁止放映电影，同时对上映影片的条件作了规定。议会有权从对年轻人的教育、是否会引起骚乱等方面考虑对影片分级：适合放映的和A级受到限制的。于是，为防止火灾等安全考虑而发行许可证的措施为以后的电影审查打开了通行之门。在1915年Ellis v North Metropolita Theaters（注：Ellis v North Metropolita Theaters［DIVISIONAL COURT］［1915］2 KB 61，HEARING-DATES：2 February 1915.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Metropolita剧院因为在星期天放映电影遭到起诉，伦敦郡议会规定，即使在星期天、圣诞日等也不能放映没有火灾危险的、获得许可的电影。根据1909年电影法，各郡议会有权从公众安全考虑出发制定许可证颁布条件，法官判定Metropolita剧院不得在周末放映影片。在1915年Theater DE LUXE（HALIFAX），Limited v Gledhil（注：Theater DE LUXE（HALIFAX），Limited v Gledhil［DIVISIONAL COURT］［1915］2 KB 49，HEARING-DATES：16 December 1914.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该剧院因为允许两个五岁以下的儿童在晚上九点以后进入剧院看电影，遭到警察Gledhil的查处，因而提起诉讼。辩论的焦点是，议会制定的关于电影放映许可证的条件是否合法。法院根据1909年电影法案认为，议会除了从公众安全考虑规定限制条件外，也有权力从考虑到对年轻人的影响来规定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符合法律精神，因此判定，原告违反了相关规定，警察行为是正确的。

这次立法留下了一个争论点，就是关于什么样的影片可以放映、什么样的影片不可以放映的问题。出于考虑到可能对年轻人造成的影响，议会有权禁止某类影片放映，但是由于对年轻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可以量化的，这一规定为以后的争论留下了机会。很快地方政府对电影内容施加控制，这引起了电影业反弹。第一部被禁止的影片是关于美国拳击奖金赛的新闻影片，其中一个黑人打败白人的镜头被认为不符合事实而引起普遍不满，并被伦敦郡议会禁止播放（注：Geoffrey Robertson&Andrew Nicol：MEDIA LAW，SWEET&MAXWELL，2002 p.729.）。这一事件却激起了电影业的反弹，电影业很快意识到，各地议会有着不同的审查标准，这不利于电影在全国的发行，相比一个专横的官僚机构，由商人们自己来审查自己的作品，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注：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gland and Wales，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1979，p.259.）。于是，1912年，电影放映委员会（the Cinematographic Exhibitors Association）宣布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成立，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在由政府对电影放映场所实施检查、发放营业执照的权限外提供另一种指导，职责是增强有颁发执照权力的政府机构的信任，对社会的道德福利负有责任。一名前张伯伦大法院的戏剧检查员担任了该委员会书记，电影业达成一致意见，承诺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是唯一的行业内电影分类规则的制定者。

2.BBFC获得法律认可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成立之初，其对电影的审查既没有法律效力，也无法律依据，在其刚刚成立之时，各地方议会都在犹豫担心自己的审查权力遭到削弱。1917年，内政部也鼓励在全国推广它自己的审查标准“许可证颁发条件模型”：任何可能引起道德败坏、鼓励或刺激犯罪、引起混乱、冒犯公众感情、让人感到厌恶、恶心的影片都不能放映。但是，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得到电影业的支持，电影业积极获取各地方议会对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支持，游说许多地方权力机构用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自我审查标准来代替内政部的标准模型（注：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gland and Wales，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1979，p.259.）。通过各方的努力，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不断争取着它相应的权力。从1916年到1925年这10年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15年Ex parte STOTT（注：Ex parte STOTT［DIVISIONAL COURT］［1916］1 KB 7，HEARING-DATES：4 November 1915.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Walter Stott and Frederick White经营电影出租业务，他们与几个影院签订了放映电影《五夜》的合同，Lancashire郡议会在审查过这部影片后认为，该影片会从错误的方向教育年轻人，所以提醒Hippodrome剧院他们反对此片放映，于是Hippodrome剧院取消了之前与Stott公司签定的放映合同，于是Stott公司上诉请求撤销议会的禁放决定。法院依据1909年电影法裁定，议会有权禁止放映涉嫌误导年轻人、可能引起骚乱或破坏和平的影片。此案中虽然对电影可能对年轻人造成的影响有争议，但是议会是从出于保护大众利益出发的，而上诉人则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能代表有充分利益的个人来申请取消法令，于是维持议会的禁放决定。在这场案例中，地方议会的电影审查权力得到维护。但是争论并没有消失，在接下来的1916年STOTT and another v Gamble and others（注：STOTT and another v Gamble and others［1915 S.3049.］［KING’S BENCH DIVISION］［1916］2 KB 504，HEARING-DATES：5 June 1916.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继续升级，电影业界对议会关于电影放映许可证颁布条件的权威发起挑战，认为只有一个声音决定什么该放映什么不该放映是不合法的。虽然这不是最终判案的依据，但这一问题确实也引起了法官的注意。官方许可证委员会作出让步，在许可证条件后面补充说，没有经过公共机构认同的影片也禁止放映，但最终决定权属于议会。1921年ELLIS v DUBOWSKI（注：ELLIS v DUBOWSKI［DIVISIONAL COURT］［1921］3 KB 621，HEARING-DATES：12 July 1921.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Middlesex郡议会监察员注意到，电影放映许可证委员会在许可证颁发5个条件上追加了一条新的规定：没有经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公共上映许可的影片也禁止放映。监查员发现电影《出卖灵魂》虽然没有经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许可却在剧院上映，因此对电影放映许可证委员会提起诉讼，最后法院判定，电影放映许可证委员会没有权力把它的审查资格分配给其他公共机构，但是没有经过公共机构认同的影片应该禁止上映，电影放映许可证委员会可以参考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决定。

经过各方利益集团的不懈努力，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权威性越来越得到肯定。1924年在Mills v.London County Council（注：Mills v.London County Council KING‘S BENCH DIVISION［1924］All ER Rep 349，Also reported［1925］1 KB 213；94 LJKB 216；132 LT 38689，JP 6；41 TLR 122；69 Sol Jo 254；23 LGR 43；27 Cox CC 720，HEARING-DATES：14 NOVEMBER 1924.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米勒诉伦敦郡议会案中，Mills剧院认为，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没有许可但是官方许可证委员会同意上映的电影上映时，对未满16岁的儿童禁止入内的决定是非法的，因此向法院申请放映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审定为A级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女人对女人》。其辩论理由是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是非官方非法定的审查机构。经过激烈的争论，法院认同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做出的为成年人提供指导的努力，驳回诉讼请求，并判定“经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审查的影片可以不经过议会表示同意上映”，政府保留对影片进行检查的最终权力。至此，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审查地位获得极大提高，虽然是非法定机构，但是具有巨大作用与影响。地方议会对影片拥有最终决定权，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审查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3.BBFC权限的扩大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一直持续着，通过Ellis v Dubowski，Mills v London County Council，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从当地政府（郡议会）手中获得审查电影的越来越多的权限与空间，尤其是1952年修订的电影法案有了突破性进展。1909年的电影法赋予议会审查电影的权力，却没规定具体职责，1952年英国对原《电影法》进行了修改。新的《电影法》规定，未经分级的影片不得进行展示和广告宣传，电影展示、宣传和放映时必须显示其分级标志，并禁止儿童观看不适合他们的电影。同时1952年电影法还规定，在电影社区、慈善组织和俱乐部等非商业性放映的电影可以免除审查，不需要获得当地许可证机构的许可，但他们要对自己负责，受刑法的约束。这次电影法案承认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地位，如果不算是一个审查机构，至少是一个获得授权的对不适合年轻人看的影片进行分级的机构。因此，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获得了法律支持。虽然地方议会不赞成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成人电影的许可决定，但是它的一些分级标准获得了认同。1970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分级标准获得了所有地方议会的支持：U级，适合所有人观看；A级适合所有人观看，但父母必须特别注意，某些画面可能对14岁以下儿童不适宜；AA级适合14岁以上者观看，任何小于14岁的儿童禁止入内；X级只适合成年人观看，任何小于18岁的人禁止观看（注：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gland and Wales，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1979，p.262.）。在以后的发展中，地方审查机构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审查，地方政府审查机构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争论也激烈化。

在1976年R v Jacey（London）Ltd（注：R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ex parte Blackburn COURT OF APPEAL，CIVIL DIVISION［1976］3 All ER 184，［1976］1 WLR 550，140 JP 617，74 LGR 464 HEARING-DATES：29th，30th，31st MARCH，14th APRIL 1976.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一案中，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以猥亵的原因，拒绝给影片More about the Language of Love发执照，放映商向伦敦郡议会GLC提出上诉请求，GLC根据59年法案允许其上映，从而引起争论。1976年R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ex parte Blackburn（注：R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ex parte Blackburn COURT OF APPEAL，CIVIL DIVISION［1976］3 All ER 184，［1976］1 WLR 550，140 JP 617，74 LGR 464 HEARING-DATES：29th，30th，31st MARCH，14th APRIL 1976.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伦敦郡议会因为对一系列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拒绝分级的影片颁布许可证，引起市民起诉。在这一事件中，伦敦郡议会被认为滥用了它的审查权力，郡议会依据59年淫秽出版物法做出的决定违反了普通法，会引起对电影审查的滥用与违宪。在此，争议最大的就是关于普通法中对猥亵的规定与59年法案中对淫秽的标准（注：100多年前在公共场合表演猥亵的东西就是违犯普通法的，凡是能让正直人士震惊、厌恶的东西都是猥亵、下流的。按照这一标准对出版物的审查一直很有效。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对淫秽物品作出了新的解释，从整体看能引起人们堕落的东西才是淫秽的，这样审查的标准就变模糊了，法律委员会曾建议取消普通法犯罪，使用59年的法规，但是大法官对附加条款作出了解释，舞台剧、电影、电视、广播不使用此标准，继续使用普通法犯罪标准，这也使对他们的审查得以继续存在。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不是很充分与实用，因为它没用禁止猥亵与下流，而猥亵下流的东西不一定引起堕落。另一个原因是对受众的权益的定义也不明确，有人声称淫秽的东西也能取悦其受众。）。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对淫秽物品作出了新的解释：如果该物品或者当物品由两部分或更多部分组成时，作为其整体的任何一部分，具有倾向于使人堕落、腐化的效果，那么该物品就应被认为是淫秽物品。在对相关物品的淫秽性进行测试的时候，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也十分重要，必须从相关观众的立场上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虑。本案中，法官考虑到从保护儿童等潜在观众出发，伦敦郡议会的做法被认为不恰当，法院判定伦敦郡议会取消颁发给这些影片的许可证。于是，1977年英国议会在淫秽出版物法里增加了针对电影的解释，取消私人起诉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或地方权力机构的权利（注：Geoffrey Robertson：Obscenity—An Account of Censorship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 in Egland and Wales，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1979，p.265.），从而从法律上维护了其权威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等，英国的录像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2000年有85%的家庭至少拥有一部录像机，12到15岁的儿童中有25%的人在自己的卧室内拥有录像机。就像所有新型的传播技术一样，它引发了道德恐惧。因为对儿童的担忧加剧，1984年《录像法案》（Video Recordings Act）规定了录像分级制度，并禁止供应未经分级的录像，主要是为了限制“淫秽录像”的发行，以防止儿童在家中看到录像中所描述的暴力和性行为。如果就整体而言，某一录像作品是以告知、教育、指导为目的的，且其涉及的是音乐、体育运动、宗教或视频游戏，则可以不受录像法的管制。除此之外任何供应或企图供应包含有未被授权发行许可录像的录像制品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违法者在简易程序下将被处以不超过20000英镑的罚金和6个月以下监禁。在普通诉讼程序下，违法者还可以被判处最高期限为2年的监禁。《录像法》赋予BBFC对录像进行事前审查的法定权力。在对录像的分级中，不同于电影的是增加了一条级别：R18，表示只允许在有特许执照的性商店内向18岁以上的人出售。在James Bulger谋杀案之后，审理法官认为，两个年轻的被告人犯有谋杀行为与他们曾观看成人录像这一事实之间具有潜在的联系。受此影响，电影分级委员会所必须关注的标准变得更为广泛了。1994年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对1984年的法案增加了更广泛的标准，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必须特别关注“对潜在的观众可能造成的伤害，或者通过这些潜在观众的行为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需要关注涉及：犯罪行为、毒品、暴力行为或暴力事件、恐怖行为或恐怖事件、人类性行为等的录像制品（注：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95396.）。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对录像类影片的审查，是英国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媒体审查措施，尤其是《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既实施国家录像审查、又以法律形式规定出哪些内容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指导纲领的国家（注：石同云.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2）：115.）。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拥有对录像的法定审查权，而地方政府对录像没有参与权。

至此，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从各地方政府获得审查电影的认可，从内政部获得了对录像带、电子游戏和CD审查分级的政府职能和相关权力（注：Alan Travis：Bound and Gagged—A Secret History of Obscenity in Britain，Profile Books London，2000，p.276.）。电影工业部门因为手续简单、费用低而更愿意由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分级，而不是各地郡议会或张伯伦大法院。

（二）BBFC与政府审查的关系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成立之初，内政部及各地方审查机构，都对自己审查权力的分化感到怀疑和犹豫。各地方审查机构有一套自己的审查标准，内政部也积极推行自己的标准模型。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权威性越来越得到来自影业的支持和法律上的认可。1924年MILL案中，法院认同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指导成年人的作用，“经过BBFC审查的影片可以不经过议会表示同意上映”，政府保留对它的决定进行审查的权力。1952年电影法案承认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地位，如果不算是一个审查机构，至少是一个授权的对不适合年轻人看的影片进行分级的机构。1970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四个分级指导标准获得了所有地方议会的支持。

地方文化审查机构与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也不总是对立的，它们积极合作，保证审查的执行。根据1985年的《电影法案》，（Cinemas Act）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代表对电影放映经营场所颁发许可证的各政府管理当局对电影进行分级。管理当局既可以执行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也可以自己对电影采取审查，在实际运用中，虽然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没有法律强制力，没有经过它分级的电影放映可能不会触犯法律，但是各地管理当局一般都要求遵守英国电影分级审查委员会BBFC的分级（注：Simon Gallant&Jennifer Epworth：MEDIA LAW：A Practical Guide to Managing Publication Risks，SWEET&MAXWELL，2001，p.272.）。经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审查分级的影片虽然不一定能避免来自《淫秽出版物法》（Obscene Publications Act）的起诉，但在实际中，政府、电影商会通过一些协商，对通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审查的电影尽量避免被《淫秽出版物法》起诉。“警察在对通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分级的影片进行有关淫秽内容起诉前，要听取刑事检查处的意见。这既迎合了电影业的需求，也满足了管理当局的目的：通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分级的影片很少会被起诉（注：Geoffrey Robertson&Andrew Nicol：MEDIA LAW，SWEET&MAXWELL，2002，p.729.）”。偶尔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与地方政府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1996年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拒绝《撞车》上映，虽然这部影片已经在英国的其他地区上映。1998年卡姆登委员会允许《德州链锯大屠杀》上映，而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随后给它定为18级，限制级（注：Explained：Film censorship in the UK，Sean Clarke，引用地址：www.bbfc.co.uk.）。大多数时间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运行是获得政府认可支持的，其确立了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非官方但有效的地位，成为政府赞同的电影审查机构。

内政部、文化媒体体育部、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各地方议会、电影发行商等都能影响到英国民众能看到或不能看到电影。在原则上地方议会有权决定影院放映什么影片。在实际操作上，地方议会往往同意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分级决定。因此，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成为一个半官方的分级机构。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与政府的关系像是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原则为政府所接受，作为回应，国会也没有成立一个官方的分级机构。1984年的录像法案，国会赋予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审查分级录像的权力，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君子协定有了法律保证。

在英国100多年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运行中，因为淫秽、暴力等引起公民或监察机构诉讼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时候还是电影制作或放映机构与政府管制或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的审查博弈，电影业从经济利益出发希望获得更宽松的媒介环境，不断在政府审查与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审查中寻找突破与机会，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内支持或反对不同的机构，但是出于道德、安全、儿童成长等考虑，有些尺度是必须坚持的。在电影制作商与发行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虽然秉持客观、独立的审片标准，但在保护电影工业方面也确实起着作用，审查在维护艺术自由、社会安全和创造良好氛围之中寻找着平衡并做出指导（注：Barker，Martin：The Crash Controversy—censorship campaigns and film reception，Wallflower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2001，p.143.）。

（三）新的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审查的底线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1989年修订过的电影分级类别主要是根据年龄划分，并被所有地方议会和国会同意。主要分为五级：U：普通级——适合所有观众；PG：家长陪伴指导，影片有某些镜头也许不适合年少的儿童；12：只适合12岁及以上的观众收看；15：只适合15岁及以上的观众收看；18：只适合18岁及以上的观众收看。这一分级制度，使得英国成人有义务观看删剪过的影片，而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的成年人则可以看到未经删剪的电影。英国的电影审查系统既干涉接收信息的权利，也干涉父母决定过怎样的家庭生活的权利，这是对欧洲人权法的一个很大挑战（注：Geoffrey Robertson&Andrew Nicol：MEDIA LAW，SWEET&MAXWELL，2002，p.735.）。1951年英国批准了欧洲人权公约，但未将其直接并入英国法。这意味着私人诉讼当事人可在某些情况下以其公约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诉诸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法院，但却不能将此种诉讼提交至英国法院。就侵犯公约权利而言，其缺乏国内起诉的理由。但是当法律条款含糊不清时，公约可作为辅助手段用以诠释。在媒体法领域，法官在判决时越来越重视公约（注：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5.）。2003年D L Webster，（Procurator Fiscal，Dunoon）Complainer v Allan Dominick Accused（注：D L Webster，（Procurator Fiscal，Dunoon）Complainer v Allan Dominick Accused Appeal Court，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2003 SCCR 52522 July 2003.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Dominick因为在家中观看有裸体女人的录像时，没有阻止两个分别为8岁、10岁的儿童在旁观看，遭到公诉人的起诉，被告人辩称这侵犯了他的人权。法院对这一涉及《欧盟人权法案》的诉讼也感到棘手，虽然根据约定人权法案对英国的法院只有参考作用，不会代替原有英国法律，尤其是普通法，但是其在欧洲的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注：姚小林.1998年〈人权法案〉对英国司法功能的影响［J］.人权，2007（6）：55.

1998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人权法案》，它将《欧洲人权公约》转化为英国的国内立法，并以“公约权利”（the Convention rights）的形式第一次系统梳理了英国社会存在的人权清单。1998年《人权法案》的人权清单具体包括《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至第12条分别规定的生命权、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和强制劳动、自由和安全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法无明文规定不得治罪、维护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转下页），最后法官要求被告人改正其行为。

除了来自国际公约的挑战，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影法案本身也受到新媒体的挑战。（接上页）

集会和结社自由、结婚的权利，第14条规定的禁止歧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至第3条分别规定的财产保护、受教育权、自由选举权，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第1、2条规定的废除死刑。当然以上条款必须结合《欧洲人权公约》第16条关于对外国人政治活动进行限制、第17条关于禁止滥用权利和第18条关于对行使限制权的限制的规定进行解读。

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尽量地设想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相一致，而不是简单地以《欧洲人权公约》来审查英国议会的有关人权立法。法院关于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宣告，并不影响其做出声明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款继续执行或生效；《人权法案》正是以国内法的形式，有选择性地对《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缔约国义务进行国内立法，将《欧洲人权公约》的人权条款根据英国国情纳入英国宪法体制中，这仍然维持了司法从属立法、立法至上的议会主权原则。）在1988年British Amusement Catering Trades Association and another v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注：British Amusement Catering Trades Association and another v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HOUSE OF LORDS［1989］1 AC 147，［1988］1 All ER 740，［1988］2 WLR 485，86 LGR 312，［1988］BTLC 125 HEARING-DATES：26 JANUARY，3 MARCH 1988.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英国大型娱乐设备贸易组织起诉威斯敏斯特议会，认为电子游戏根据1909年电影法案是一种移动的画面，它申请根据电影法，要求议会给它颁发营运执照。最后法院虽然接收了申请，但是对电子游戏的管制这个问题才刚刚起步。正如前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主席弗曼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所说“我对目前暴力电子游戏日益流行非常担忧，尽管研究人员说，玩暴力电子游戏的人并不是在体验游戏本身，更多地是在享受使他们能取胜的技术操作，然而我对这种影响仍然感到忧心忡忡。正如我们对电影的管理一样。如今通过强制手段来控制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真正要使孩子们远离暴力，除了电影分级以外，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注：北斗工作室.广角镜头中的电影分级制度［N］.中国经营报，200375.）”。

一直以来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都获得来自内政部的支持，其委员会主席也由内政部推荐任命。从2001年6月，对电影、录像分级的职责从内政部转到文化、媒介与体育部（DCMS），该部门成立了独立的部门来规范广播媒体、电影和录像，并扮演对录像分级的角色，并且与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推行不同的分级标准。虽然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相对于电影来说对录像有更严格的一套政策，这也只是在它自己的范围内有效。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机构创造出来对广播与录像电影制定规则，却不适用于所有的电影放映形式（注：Explained：Film censorship in the UK，Sean Clarke，引用地址：www.bbfc.co.uk.）。对于来自文化、媒介与体育部的挑战，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要为获得更多的对其分级标准与工作成绩的认可付出更多的努力。

五、BBFC对色情与淫秽的审查

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其漫长的电影审查、分级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关于色情与淫秽内容的处理。色情与淫秽是两个不同概念，色情有时是艺术表达必需的，引起道德堕落的才是淫秽，也是影片中坚决不允许出现的。但这两个概念界定模糊，常常混淆，审查、分级在实际执行中要不断调整、修正。既是因为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是来自艺术、私人领域的争论。

（一）色情与淫秽的概念

英语色情pornography来源于希腊语（πρνη妓女和γρφε写作），顾名思义是“写作与妓女有关的事情”。色情主要是指以引起性快感为目的的描述。色情在历史上被理解为在文学作品及艺术作品中描写妓女生活和行为的部分。色情和色情作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认为，最初几例色情文学是意大利作家和雕刻家Pietro Aretino在16世纪创作的。Aretino认为压制对性的欲望和描写是不道德的（注：方建移.色情传媒心理影响的研究与思考［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5（1）：26.）。色情文学，最初是在17世纪的英国出现并引起公众注意的。这些最早出现的色情文学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妓院中妓女和嫖客的日常生活描写。当时，英国政府将色情文学、宗教异端和鼓吹政治革命三者视为一体，因此认定，色情文学对人们和整个社会有害。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反叛者反对政府，反对政治统治，扰乱社会秩序，通常首先采取的是宗教异端的形式，继而是政治革命的形式，最后采取的则是性放纵、性自由的形式。19世纪以后，官方禁止色情文学的理由有所变化，放弃了色情文学等同于政治反叛那样激烈的看法，而开始注重于社会道德方面的理由。当时的官方舆论认为，色情文学造成了、至少是部分造成了社会严肃纯正的道德风气的腐败，由此对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结构形成威胁。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禁止色情文学的立场又有所转变，但也更为具体，其具体主要表现在，突出强调色情文学的泛滥与社会上性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注：张桂华.西方有关色情文学的争论［J］.天涯，1999（3）.）。色情在出版物中的界定标准是很模糊的，其价值也颇受争议，一个人的毒药可能是别人的美酒，对已婚夫妇来说，色情读物也许是增添生活情调的小助手，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人乐趣（注：James L.Jarrett：On Pornography，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Vol.4，No.3.（Jul.，1970），pp.6167.）。

通常色情可与淫秽交换使用，淫秽是法律上的术语。第一次对淫秽做出法律界定的是首席法官议员亚历山大·科克伯恩爵士（Sir Alexander Cockburn）。在1868年一个关于希克林的案例中，淫秽这个词被定义为一种腐化堕落的倾向（注：林达·尼德.女性的裸体：艺术、淫秽和性［J］.文化研究，2005（3）.）。如果物品的主要特征是过度的宣传性或者同时包括性和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内容的：犯罪、恐怖、残酷、暴力，这样的物品被称为淫秽物品。

在对色情内容的传播上，各国政府都采取谨慎态度，学术界与政府管制的争论主要在于色情作品是否会危害社会。在对电影内容的控制上，最开始是使用希克林标准，凡是在公共场合表演猥亵内容，让正派人士感到恶心、厌恶的就是违反普通法。1959年英国的淫秽出版物法对淫秽物品作出了新的解释：如果该物品或者当物品由两部分或更多部分组成时，作为其整体的任何一部分，具有倾向于使人堕落、腐化的效果，那么该物品就应被认为是淫秽物品。该法没有定义“堕落”和“腐化”。只是在R v Calder and Boyars Ltd案中，法官要求陪审团对这些术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进行考虑，不应将堕落、腐化与震惊、排斥或者厌恶相混淆。一个令人震惊的或厌恶的图片或描述不一定会使人腐化（注：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83.）。该法没有对色情有太多的规定，没有认为堕落和腐败只与性事项有关。淫秽物品的定义宽泛和模糊，在对相关物品的淫秽性进行测试的时候，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也十分重要，必须从相关观众的立场上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虑。

这样审查标准就变模糊了，因为它没用禁止猥亵与下流，而猥亵下流的东西不一定引起堕落。另一个原因是对受众权益的定义也不明确，有人声称淫秽的东西也能取悦其受众。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中，色情作品本身不违法，是淫秽触犯了法律。这样在对电影审查分级时，对色情与淫秽的界定开始受到诸多利益集团的挑战。

（二）色情与淫秽的博弈

1.来自艺术的挑战

英国电影在审查管制中向两极发展，一方面是沉闷、繁琐的遗产类电影，其题材来源于英国悠久的历史故事与英雄人物的传说，在宏大的情节中追忆光辉的大英历史。如影片《伊丽莎白》，这些影片中规中矩，很容易通过审查分级。另一方面是屡次挑战分级尺度的追求艺术表现与社会反思的电影，尤其是电影新浪潮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作品，挑战着道德与审美的尺度。1959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包含了淫秽的危害效应与艺术的内在价值之间的结构性区分。这引发了在淫秽作品案审中对艺术价值所作的辩护。淫秽所引起的在身体、道德和心灵上的危害如今和作品已被发现的艺术价值相比较，艺术价值被界定为对淫秽事物的合理化和改良化（注：林达·尼德.女性的裸体：艺术、淫秽和性［J］.文化研究，2005（3）.）。

欧洲的艺术家们把性作为逃脱日常生活的避难所，对性的探索一直未停止。色情作品具有影响行为的力量这一属性包含了超出淫秽之特性以外的文化意味，这种文化意味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文化艺术品的重要性。1972年意大利电影《巴黎最后一只探戈》颠倒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全部观念，性被呈现为人类生活的积极支柱，而在这种生活中，文明、克制、禁例却被视为消极的品质（注：莱·凯泽.当代欧洲电影中的性［J］.吕联，译.世界电影，1989（3）：66.）。这部以追求艺术为名的影片在英国遭到禁映。在1974年Atttorney-General’s Reference（No2 of 1975）（注：Atttorney-General‘s Reference（No2 of 1975）CENTRAL CRIMINAL COURT COURT OF APPEAL，CRIMINAL DIVISION［1976］2 All ER 753，［1976］1 WLR 710，62 Cr App Rep 255 HEARING-DATES：25th，26th，27th NOVEMBER 19743rd，11th MARCH 1976，27 NOVEMBER 1974.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中，联合艺术公司因为出版了关于电影《巴黎最后一只探戈》的文章，而被以违反淫秽出版物法遭到起诉，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不是很充分与实用，它留有一个漏洞，因为它没有禁止猥亵与下流，而猥亵下流的东西不一定引起堕落。另一个原因是对受众权益的定义也不明确，有人声称色情的东西也能取悦其受众。对色情与淫秽的界定在法律上也不是很明确。最后该公司在高等法院被判无罪，但是英国对淫秽的严格却表现出来。

同样的事情还体现在1969年导演库布里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发条橙》上，影片中的一系列大胆的色情“表演”更让人心惊肉跳，他们私闯民宅强奸妇女；他们进行暴力破坏，诱拐并强暴少女等。这些鲜活的画面既挑战着观众的忍受力，也挑战着审查分级标准的承受度。而艺术文艺界却有不同的解读，原作者伯吉斯称，彻底的恶是自由意志无情放纵的结果，丧失道德选择权的彻底的善又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沦丧。在人类的生存境遇中，无论是放纵意志，还是扼杀选择，都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人类社会往往处于这种把持不定的尴尬处境中。这部影片不在于影射某个具体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揭示人的本质，探索更为普遍的人类问题（注：张和龙.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评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J］.外国文学评论，2002（1）：63.）。最终这部备受争议的影片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拒绝分级，而不能上映。一直到2000年才解禁，而这部被禁了30年的电影却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随着社会道德态度的转变、国际环境及国内政策的发展，在影业、艺术等各利益集团的努力下，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控制从审查转向侧重分级，1985年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改名为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注：BBFC最初是电影审查委员会的缩写（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hip），1985年该委员会改名为电影分级委员会（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原缩写形式继续适用。）。正如有学者在研究韩国电影振兴时所说，电影审查到电影分级的转变，为电影业提供了更广泛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注：卞智洪.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业分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4）：42.）。电影内容和其表现手法折现出电影导演们对艺术的追求、对社会问题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审查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英国电影极大地忽视过去观众的传统口味，而偏向寻求另类的身份关系、多元文化，以及多重性别的市场定位（注：斯蒂芬·奇布诺尔.英国心灵怪异的兄弟们——英国新电影中的社会性别、家庭和民族［J］.李二仕，译.世界电影，2002（4）：29.）。1985年的电影《我美丽的洗衣店》大胆描述了同性恋爱情，虽然受到争论，这部影片还是获得了奥斯卡和英国学院奖的提名。在电影分级概念的普及过程中，艺术电影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色情不再被简单地归为淫秽，而是得到更宽容的对待。

2.私人与公共领域的挑战

色情与淫秽的博弈还存在于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争论中。在1978年WATT v ANNAN（注：WATT v ANNAN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1978 JC 84，1978 SLT 198，16 June 1978.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WATT管理着一个成人俱乐部，因为在一个酒吧里向俱乐部的成员放映黄色影片受到起诉。被告依据M’Gowan v Langmuir（1931）JC 10 and Galletly v Laird（1953）JC（注：WATT v ANNAN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1978 JC 84，1978 SLT 198，16 June 1978.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两个案例及大法官对刑法的解释，以及苏格兰普通法，辩称这一行为是在私人俱乐部里对25岁以上的成年人放映，所以不构成淫秽出版物法规定的向公众放映淫秽影片的犯罪。在此案中强调的不是淫秽内容而是私人领域。法官认为，任何人只要交钱就可以成为其成员，并没有什么具体条件限制等，所以该放映场所不能算私人领域，所以维持原判，WATT被处100英镑罚款。

此案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在俱乐部里放映电影，是否属于私人领域。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公共领域的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电影作为一种私人拥有的产业，由于自己本身交流传播的公共性特点，就进入了公共领域。在1979年女王诉大伦敦市议会（Regina v Great London Council［1979］1 WLR550）一案中（注：黄金鸿.英国人权六十案［M］.（台湾）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1：23.），市民请求法庭制止市政府做出违反普通法规定的行为与权利，在这一案中关于色情电影的取缔，市议会的规定是，凡有可能败坏观众德行的电影都不能上映，而根据英国的普通法，凡在公共场所展示任何使一般正派人士震惊、厌恶或恶心的事物都在取缔之列。市民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可以申请取缔淫秽电影的放映。同时也体现出电影的公共媒介性质。当一个在私人领域的俱乐部，因为对成员的接收条件不加限制，从而使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时，在放映影片时它就成为公共领域，淫秽出版物法对这一情况发生作用。

3.对潜在受众影响的质疑

在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电影审查分级标准的不断演化中，分级越来越细化，从最初的两种类型，到现在的5级分类，有一条宗旨一直没变，就是保护儿童和潜在受众。但关于色情与淫秽的争论并没有因为审查尺度的放松而减少。色情与淫秽的争斗开始围绕儿童以及对潜在观众的影响争论起来。在防止淫秽出版物法中规定，实施下列行为的任何人，无论其是不是为了赢利而公开淫秽作品，或者为了赢利而持有可供出版的淫秽作品（不论是为了自己赢利还是为了他人赢利），都应受到不同程度的罚金或监禁（注：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80，395.）。1984年颁布的录像法规定了录像分级制度，并禁止供应未经分级的录像，目的在于限制“淫秽录像”的发行，以防止儿童在家看到录像中所描述的暴力和性行为。电影观众被分为几个等级，越级观看会被认为传播淫秽，是违法的。电影分级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

根据现有法律，地方议会只有从保护儿童出发对电影进行审查，它不能担任成人指导的角色。但这一领域并不是就没有管制或完全开放了。1976年R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ex parte Blackburn案，伦敦郡议会因为对一系列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拒绝分级的影片颁布许可证，招致起诉，在这一事件中伦敦郡议会被认为滥用了它的审查权力。在此争议最大的就是，关于普通法中对猥亵的规定与1959年法案中对淫秽的标准。最后考虑到从保护儿童等潜在观众的角度出发，法院判定郡议会取消对这些影片的许可证。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依据法律可以对潜在受众的影响做出考虑，这一灵活的规定，既赋予它更多的权力，也增加了对电影评级的难度。在2000年R v Video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s Classification，ex parte 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注：R v Video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s Classification，ex parte 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 QUEEN‘S BENCH DIVISION（CROWN OFFICE LIST）［2000］EMLR 850，The Times 7 June 2000，CO/4074/99，（Transcript：Smith Bernal）HEARING-DATES：16 MAY 2000.案例资料来源于LEXIS数据库。）案中，1998年Sheptonhurst电影公司依据新颁布的分级指导，向分级上诉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影片“Makin’Whoopee！”进行分级。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考虑其中的内容会触犯淫秽出版物中关于淫秽的规定而拒绝分级，而电影上诉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标准通过了此项申请。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由此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经过讨论，最终通过分级，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指导受到挑战。在此案中，除了对淫秽的争论外，另一个焦点就是对潜在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影响，依据的主要法律是1937年的电影法案、1959和1964年的淫秽出版物法、1974年的儿童保护法和刑法。虽然法官也承认未成年人获取录像带的比例很大，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考虑是否对影片进行分级的时候，要考虑影片可能的放映方式和对潜在受众的影响，以及通过他们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也有义务对可能违反法律的内容拒绝分级。这一义务是在1985年从内政部获得的政府职能。但潜在影响却非常难以衡量，没有量化标准，所以在此案中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依据可能影响潜在观众而拒绝分级的要求被驳回。

在这一案件中遗留下了关于R18级的争论，也是对潜在受众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分级指导。1983年，电影咨询委员会和内政部达成统一意见，从1985年起R18级适用于对录像带的分级。1996年，内政部提示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由于对R18级的限制规定导致更色情的录像在黑市流通，因此从1997年开始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适用新的更宽泛的R18级规定。但是，不久一部名为“the Pyramid”的影片引起新的争论。在1997年11月由于担心过于宽泛的R18级影片会触犯刑法中对淫秽规定，法院决议恢复最初的R18级分级标准。但这一标准不断受到新的挑战，围绕着可能对潜在受众影响的争论，这一分级指导经常遭到怀疑。

媒介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审视自己的方式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并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无论优秀的影片，还是低劣的影片，它们侵入你的头脑，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偷袭你，塑造或改变你的社会态度。因而不应仅仅局限于以票房衡量影片，或一味降低其品位以迎合大众的口味。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从成立之日起就以维系社会道德为己任。保护儿童的原则已获得承认，对潜在受众的保护因为来自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利益、因为成年人的选择自己生活娱乐方式的自由等原因一直受到挑战，怎样既维系社会道德与社会安全，又保证公众，尤其是成年人的娱乐自由，对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六、文化转型期与审查分级体系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了许多巨大变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审查、分级尺度更加开放，对电影的家长制管制逐渐发展为侧重分级指导，并在1985年改名为分级委员会以体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社会不断进步，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也在继续发展、完善。

（一）文化转型期的社会场景

二战后的现代化重建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欧美国家经历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在英国，战后工党执政，推进国有经济、全民就业和公共福利政策，使得社会有了巨大进步。1951年工党内讧，保守党再度执政，继续推行福利政策，连续执政14年，这时国营经济出现疲态，与国外经济距离拉大，金融政策失误，经济出现危机。低下工人阶层的不满、年轻一代的躁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来源于边缘地带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要在大学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大多是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自觉认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关心英国阶级社会的文化问题。战后经济复苏产生的新阶级也在寻求自身的定位，要求获得上层社会的认同，这部分中产阶级的兴起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愤怒一代也开始要表达自己的声音，新旧两代意识分歧越来越大。黑人宗教、时尚、颓废男孩、摇滚等亚文化现象表达了社会的多元化倾向，也表达了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大众媒介的普及，大众传媒开辟了新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不断对欧洲传统的精英文化进行挑衅。这些历史的偶然聚集，引发了欧美国家普遍的学潮运动、女性解放和性解放等运动。

这些运动对原有社会传统不断挑战，冲破种种清规戒律，性开放被当作一种反叛传统的标志。性解放是当时西方青年学生反对传统道德规范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一种文化反抗的口号。1965年8月，在美国学生运动高潮中，“性自由联盟”曾在加州大学校园内组织了裸体示威游行。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把骚动不安的青春欲求、性解放、道德反叛与政治要求混杂在一起，奏出了动荡时代的合奏曲（注：沈汉.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J］.史学月刊，2004（1）：81.）。伯明翰学派的雷蒙威廉斯从文化研究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文化不只是新的生产方式、新“工业”的反应，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应，是“民主”的反应，涉及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文化将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注：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45.）。

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后演变成后工业社会，专业技术人员取代原先的工人阶级而成为社会主要就业人口，城市人口取得绝对优势，民众生活普遍改善，教育获得普及，许多社会文化上的禁忌和民主政治的障碍逐步去除。新一代的大众再不是原先意义上的粗坯，他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与审美活动，而不仅仅是在读小说、观赏戏剧时。也许，对大多数专业人士而言，他们可以在各自的专门领域获得创造和审美上的满足，但对大众而言，既然他们一般不可能也无意成为职业文艺家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自然而然大众商业文化就成了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这正是后工业社会跟工业社会、大众社会跟精英社会之区别所在。战后兴起的大众文化开始越来越深入民心，无论是嬉皮士的玩世不恭，还是朋克的追求怪异，他们都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种体现，是新的社会群体的文化表现形式，也反映了新的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必然随着社会浪潮的变化而不断冲破束缚，求得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英国出现了电影历史上的新浪潮运动，这时期的导演关注的不仅是工人阶层，而是透视特定的社会群体，呈现传统工人阶级面对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新社区发展时，与工作、社区和归属地有关的转型所产生的焦虑。而电影审查分级作为电影生产放映环节中的重要一环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女性运动、嬉皮士等大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众对性的态度越来越宽容，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电影分级中对性的敏感也大大降低，而对暴力以及恐怖内容对儿童的影响担忧则加剧了，这成为电影分级体系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二）BBFC分级体系的转型

1.越来越宽容的60年代

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消费观念的兴起，也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的普及等，电影分级体系也在不断进行着突破。1951年新的X级别的产生、适用于恐怖片的H级别的提出，都对传统电影主题进行着挑战。虽然X级别适用于16岁以上年轻人，电影《La Ronde》还是被剪切，因为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认为，为了维护公共道德，有必要进行修改。1956年的影片《Smiles of a Summer Night》也因为其性暗示的话语而被剪切掉了一些对白。1958年影片《Room at the Top》上映前，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要求其移走lust、bitch之类的语言，并要求换用温和的语言。X级别设立之初主要适用于恐怖电影，现在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想让其成为严肃的成人电影。这时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依然对影片进行严格的把关。

随着社会变革，尤其是文化转型运动的展开，电影分级体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对电影中性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1951年没有一部X级影片，1952、1953、1955每年有2部X级影片，1954年1部，但是1956年3部，1957年7部，1958年9部，1959年11部，1960年17部，1961年16部（注：Arthur Marwick：Room at the Top，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and the‘Cultural Revolution’in Britai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9，No.1，Historians and Movies：The State of the Art：Part 2.（Jan.，1984），pp.127152.）。1960年劳伦斯的性爱小说《查莱太夫人的情人》挑战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成功面世，暗示了公众对性态度的转变。当法官宣布这本小说无罪时，电影分级委员会一位秘书对自由化倾向发表了看法：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不能设想对公众道德负有指导的责任。它不能拒绝放映与传统道德准则相冲突的成人电影，也不能给什么打上十恶不赦的标签。禁放对传统权威提出批评或反映少数派观点的影片也是不合法律的。

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分级提出挑战的是电影《偷窥者汤姆》（Peeping Tom）。这部影片在剧本阶段就因为过多病态的渲染恐惧气氛而受到审查委员会的关注，要求对情节进行修改。最后这部电影在1960年经过剪切后被定为X级。观众对这部影片给予了最大的包容，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家长制的审查并没有让观众满意。

英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Karel Reisz1961年导演的《星期六夜晚和星期天早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和Tony Richardson1962年导演的《孤独的长途旅行者》（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都被定位X级，后者还被剪切过。影片《星期六夜晚和星期天早晨》在剧本阶段就因为其语言、暴力、堕胎等内容的大胆表现而要求修改，最后没有剪切通过X级分级，这可以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解放的开始。到了1966年Lewis Gilbert导演的《Alfie》，因为影片中的堕胎内容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一贯的谨慎原则不符，但考虑到整部影片的基调是坚持一定道德立场的，所以没有被剪切就通过分级上映。1957年的W报告（Wolfenden Report）显示，公众对性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对同性恋现象也越来越宽容。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宣称，它从来没有禁止同性恋题材的影片上映，但是这一主题可能会让大多数英国观众无法接受。随后而来的Basil Dearden导演的影片《Victim》就对这一论调提出了挑战，其中因为有关于同性恋的性行为表现而引起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争论，最后这部影片经过简单修改后通过了X级别。

随着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社会变革越来越适应，对电影内容的宽容也越来越明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依然会对敏感内容要求剪切，经常对语言与视觉上的所谓“堕落”进行净化。1964年Ingmar Bergman导演的影片《The Silence》因为其过多暴露的性内容而引起轰动，经过与发行商和导演的讨价还价，最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这部影片剪切了35秒的性镜头，通过了X级。同样的剪切在1967年的影片《Poor Cow》中也出现了，它被剪切了6秒钟的性爱镜头。当然这个年代也有很传统的影片，如《Carry On》系列，因为其一贯的海边明信片幽默而通过了A级——大众普遍适合的级别。

1964年Walter Grauman导演的影片《Lady in a Cage》因为其中的暴力，引起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强烈反对，拒绝对其进行分级，理由是它可能会刺激和激发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和反社会行为。经过漫长的争论后，大伦敦议会同意给予经过剪切的影片以X级别。这一判决似乎预示着对电影内容管制越发松动。随后1967年Arthur Penn导演的影片《Bonnie and Clyde》没有经过剪切就通过了X级，虽然里面有恶名昭著的歹徒被子弹射击的千疮百孔的血腥场面。1969年Sam Pekinpah导演的《Classic Western》系列的影片《TheWild Bunch》继续挑战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暴力的标准，最后还是经过几十秒的剪切通过了X级。

20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很多成功的商业片，经过剪切后被划为A级，面向普通大众放映，取得了巨大的票房胜利。例如詹姆斯邦德的007系列，经过对少数镜头的剪切后通过了A级分级，顺利上映并获得票房成功，这为随后的一些商业片树立了一个榜样。1963年的《俄罗斯之恋》经过对性场面的一些剪切后也通过了A级。1964年的《Goldfinger》剪切掉裸体和暴力镜头后通过了A级。1965年的《Thunderball》剪切掉性暗示的信息后也通过了A级。这些影片在当时都是比较成功的商业片，他们在内容上严格按照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分级标准，所以能够普遍放映，并成为有影响力的流行电影。

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国家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年代，文化上、观念上以及理论界对待敏感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宽容，电影可表达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各种人群的声音都会有反应和表现的机会。其时，最大的变化是对电影中性的限制越来越少（注：Lynda Nead：The Female Nude：Pornography，Art，and Sexuality，Signs，Vol.15，No.2.（Winter，1990），pp.323335.）。商业票房上的需求也使得对某些敏感题材放开，被剪切掉的可能是男人的裸体，而不再是暴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不被接受的事物也开始被允许，但是有些内容依然是不能被容忍的。1967年电影The Trip，因为其中对使用迷幻剂的愉快描述而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拒绝分级，直到35年后的2002年，才被定为适合成年人观看的18级。

2.新的分级体系的成型

经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变革的洗礼，人们的观念有了转变，对性、暴力等内容的影片越来越开明，但是对儿童的担忧也越来越加剧，儿童影片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也意识到，青少年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电影类别。1970年地方机构和电影工业达成一致，赞成增加AA级别的电影。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分级体系进行了大的调整，首先体现在X级的最小观影年龄从16岁提高到了18岁。原有的建议级别的A级被重新确定为新A级：5岁或以上的儿童，无论是否有家长陪伴都可以观看，但是提醒父母这一级别的影片也许含有父母们希望14岁以下的孩子不要观看的内容。一个新的AA级别被提出，允许14岁以上的孩子无人陪伴观看。这些新的分级级别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看到一些特殊的成人题材的内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成人电影不用剪切就可以上映，满足成人观众的娱乐需要。

这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的分级体系：一个不受审查的X级别，只有刑法可以制约它的内容和表达手法。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这一现象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分级会给这类影片发行商更多的机会去突破现在已经很宽泛的性内容，甚至为了自身利益会去故意扭曲、影响公众的道德责任感。20世纪70年代电影分级确实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在性、暴力等方面。1971年的电影《稻草狗》、《发条橙》都有大量强奸镜头。1971年的《魔鬼》因为有亵渎内容而富有争议。1972年的《巴黎最后一支探戈》因为淫秽被指责。1973年的《驱魔人》被指责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有毁坏作用。BBFC给予了这些影片X级别的分级，却遭很多地方权力机构禁映。各种压力集团，如The Festival of Light，Lord Longford‘s Committee on pornography等都对BBFC施加压力，都认为其自由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The Festival of Light还组织了抵制《巴黎最后一支探戈》上映的运动，但公众似乎更渴望自由，反电影审查运动继续批评BBFC的保守，捍卫电影表达自由，像电影《撞车》，虽然经过简单剪切后通过了分级，公众依然觉得不满意，依然觉得被限制了观影自由。

1975年詹姆斯·弗曼成为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的主席，他审查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德州链锯屠杀》，他的前任因为影片中过强的暴力与恐怖场面而拒绝对这部影片分级。弗曼则认为这部影片让他震惊的不是性而是暴力，确切地说是性虐。在弗曼执掌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期间，他默许了性题材影片的增长，以此来对抗那些有暴力和性虐题材的影片。他的态度与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影响了公众视线的转移，使得公众的注意力从对清晰的电影屏幕内容的批评转到了对潜在的堕落影响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疑问：观众在暴力牺牲与性虐中寻找乐趣是否是对的。一直到1977年，淫秽出版物法没有被用在对电影的起诉上，对电影分级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会引起堕落，而再不是只简单地关注影片中的刺激场面。这直接导致了影片《Salo》在独立电影俱乐部放映时被起诉，因为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拒绝对它分级，并认为会引起堕落。1977年公共起诉委员会（OPA）默认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在审查色情电影时从整体考虑的是否会引堕落的原则，这就给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很大的自由决策空间。1978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重新对1973年的影片《巴黎最后一支探戈》进行了剪切。1978年又重新剪切了1974年通过X级别的电影《Emmanuelle》，从中移走了强奸镜头，理由是虽然不会引起堕落，但是会给犯罪分子提供犯罪教材。

1982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又对其分级体系做了很大的调整。A级更改为PG级，AA级改为15级，X级变为18级。增加了新的R18级，允许更大胆直接的色情片在成人俱乐部出售。在这之前，在私人俱乐部放映的电影可以未经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分级，而这以后法律禁止了这一做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多数R18级影片只在由地方权力机构颁发许可证的成人性商店出售。

1985年，在电影业界的呼吁下，Uc级开始适用于对录像带的分级，以更适合更小的儿童独自观看。1989年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PG级与15级之间又增加了12级，到1994年这一级别开始适用于录像带，被给予12级分级的第一部影片就是《蝙蝠侠》。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体系不断随着社会学家研究的深入、公众态度的转变、新媒介的发展等进行着调整。公众观念越来越开放，分级尺度也越来越开放，以前不被容忍、接受的影片重新被定级。如电影《The Exorcist》在1974年曾被定为X级，但是20世纪80年代时在1984年录像法案的分级指导下，这部影片的录像版本因为考虑到可能会对年轻人造成的影响而被拒绝分级。到了1999年，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重新检查了这部影片，尤其慎重考虑了可能对年轻观众的影响后认为，随着公众态度的变化和年轻人对大众媒介的接触度，这部录像不会对大多数观众造成伤害，因此没有经过剪切被定位为18级。

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相争中也在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1997年新的主席上任后，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工作向“公开性和问责制”发展，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加大对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宣传，分级工作更加透明化。1998年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出版了第一份分级指导细则，并且开通了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官方网站，及时反馈观众的意见。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开创了消费者咨询活动，为父母们决定什么样的电影适合儿童观看，尤其是是否适合带12岁以下儿童观看12级影片提供建议。这一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公众希望这种细化的分级指导说明能够更加普及，希望在相关领域，如广告或报纸中，推广这项措施，使得父母能够更好地指导儿童观看他们适合的影片。到2004年，大多数的发行商也同意将消费者咨询活动涵盖到所有类别的电影。

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公众观念的转变，人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分级也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宽容。其电影分级体系不再是对公众道德负有引导作用的家长制审查，而是更精细的分级，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注：Students’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引用地址：www.sbbfc.co.uk.）。这既适应了时代潮流，无疑也有利于电影业自身的利益。

七、结语

1912年10月，英国的电影生产商协会与电影放映商协会联手成立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从此在对电影内容的控制中，为保护电影工业、争取更多主动权，行业内部自律与政府外部管制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在这一角逐中，电影中的淫秽、暴力、吸毒等内容对社会道德、安全、秩序等提出了考验。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各方力量的角斗中，承担着对电影审查、分级的社会责任。

在英国，对电影的审查已有90多年的历史。1909年的电影法案赋予了地方政府对剧院放映场所审查的权力，这开启了电影审查之门。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注：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4.），而其中秩序在注重并尊重传统的英国更是首要的东西。在出于防范火灾目的的第一部电影法案里，对儿童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作了简单的阐述，同时留下了对电影内容审查的可能。最初的电影法案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样的影片不适合放映，但在其他全国通用的成文法案中却有适用于对电影内容审查的法律条文，如淫秽出版物法、儿童保护法和刑法等。尤其是在争议最大的色情与淫秽方面，淫秽出版物法对淫秽概念做出了规定，如果物品的主要特征是过度的宣传性或者同时包括性和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内容的，即犯罪、恐怖、残酷、暴力，这样的物品被称为淫秽物品。从法律的高度，确定了对电影内容审查的合理性。

1924年发生的案例及1952修订的电影法案，明确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非官方的独立审查地位，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对电影的控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由电影制片委员会与发行委员会支持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在尽量保持中立、维护社会道德、保护未成年人的基础上，也确实为影业争取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但是法律依然是把最终决定权分给了议会和内政部。英国地方政府的电影审查体系对整个电影审查制度的运行起决定性作用。向公众开放的影院必须持有地方政府颁发的营业许可执照。英国的电影也成为欧洲国家受到管制最多的媒体。

电影最初被认为是戏剧的延伸，它不被看作舆论喉舌，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表达方式的改进，电影的受众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人们开始也借助其来表达思想，成为一种公共通信媒介。电影的地位被重新审视。在美国，电影获得了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护，承认了它的表达自由的地位，其事先审查也被电影分级所代替。1985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改名为分级委员会以体现分级的重要性，但是对其的审查并没有从法律上移出，在英国这样一个习惯法、非成文法的国家里，极少对法律进行大的修改，但是从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的实际运作可以看出，通过对电影分级、对父母为儿童选择影片时提供指导，其确实发挥了维系社会道德与安全的作用。审查分级体制成立之初，不符合向普遍公众放映的影片就会被强制删减或禁止上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做法被根据观众的不同年龄层次需求进行详细的分级所替代。电影内容上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与题材上的选择。

在对电影分级方面，地方政府一般遵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所有希望得到公映的影片都必须送交该委员会审查和分级。英国电影审查的关注点不是影片的“质量”，而是影片在道德方面是否适合于向公众放映。电影分级是电影工业为避免政府对电影内容进行管制的一系列努力中最近最新的一种。分级制度通过对经济的控制，达到对电影中色情和暴力的控制，调节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从而达到保护电影工业长久发展的目的。在尊重个人自由与价值的英国，行业性的自律是调和社会需求与政府管制的最好表达方式。英国的宪政主义传统，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在各利益集团的协调中达到平衡，所以隶属内政部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通过行业内部的自律来达到这种企业、政府与民众三方利益的平衡。英国的社会大环境是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具体社会语境。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在调和电影业表达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争取影业最大利益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也通过保持经济独立维护其客观、公正的形象，获取公众的支持。

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既是自律的电影审查机构，又是法律授权的录像分级机构，在这双重身份下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谋求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形象，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政府、影业、公众、压力集团，以及其他类似的电影组织团体的关系。性不代表淫秽，对色情的态度随着社会态度的宽容而越来越宽松，但是对暴力、性虐、滥用药物等的社会关注却越来越高，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这些争议话题上也是小心处理。标榜自己与公众态度一致的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有时也会对影业妥协，这也反映出它的多重身份、多方利益的集合体特征。


第四章　加拿大电影制度转型——从审查到分级的历史变迁

一、导论

加拿大1982年宪法修订后，将电影归为表达自由，电影受到了宪法保护，其放映制度也随之发生巨变，电影审查制度逐渐演变成电影分级制度。在一个消费引导市场的经济和文化生产时代，电影制度的这一历史性转型不仅深刻影响了电影的消费观念和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影产业和电影艺术在20世纪60、70年代及其后的剧变。

在加拿大，联邦和省之间不是隶属的关系，各个省都有较大的自主权，电影分级是由各省政府负责管理的，而在美国和英国都是由电影工业制定一个系统来负责管理电影分级。加拿大现有10个省和3个地区，目前在7个省内设立了电影分级部门。本章从省的层面以及联邦的层面来透视电影制度的历史变迁。

加拿大电影管制较美国要严格，在对待表达自由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并非一样。美国人赋予了言论自由较为优先的地位，认为即使是仇恨言论（hate speech）也应该受到保护。在德国、加拿大等，仇恨言论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注：Winfried Brugger，The Treatment of Hate Speech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本章从加拿大法律判案出发，重点分析加拿大最高法院对电影享有宪法保护的判例，探究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

国内学界有关加拿大电影分级制度的研究很少，国际学界对此研究较为深入，如克劳斯·彼得森（Klaus Petersen）的《加拿大审查制度的阐释》（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以及杰勒德S·合恩（Gerald S.Horne）的《加拿大的色情电影片段以及各省电影和录像分级》（Pornography in cinema and provincial film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in Canada）等。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其一，未能较好地将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纳入更为深广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法律，特别是宪法，在电影审查制度转型和电影分级制度建构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有待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法律维度恰恰是透视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转型和电影分级制度建构过程之根本视角；其二，司法判例研究不如美国。加拿大属于普通法系国家，其司法判例对于电影审查制度转型和电影分级制度建构至关重要。

本文在充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原始文献和相关外文研究成果，在全球化和西方社会历史性转型语境中，注重法律视角，深入细致地考察和分析加拿大相关成文法和司法判例，注重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两个层面进行社会语境分析，阐释了加拿大电影制度历史转型的模式。

二、审查、分级两个概念

（一）审查的经典意义及分级的定义

审查是权威机构用来控制、限制或干涉表达的形式、内容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的一种价值驱动工具（注：Klaus Petersen，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9.）。经典的审查主要是对表达内容使用的限制，即政府事先控制什么能出版、印刷、上演或广播。审查概念最早来源于对报纸的控制，在亨利八世时代，都铎王朝对英国报界实行限制，1534年对报纸的事先约束在英国国内生效，并且适用于英国的各殖民地。英国的这一制度维持了长达250年（注：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7.）。可以说，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审查控制方法限制报纸的内容。政府对表达的限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其中事先限制是政府对言论和新闻出版物限制的重要行政手段，是指任何言论、报纸和书籍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和核发执照，不得发表或发行，而司法手段主要是一些法案和规章的限制，如，“关税法案”禁止进口那些叛国的、不道德的、煽动性的文学作品。

电影审查制度延续了对印刷媒体的限制模式。电影审查是，在电影制作或放映之前，政府或工业组织通过要求制片厂对影片内容做出改变以达到某种标准。从本质上讲，电影审查制度就是一种政府对言论和表达的事先限制。严苛的官方电影审查会导致从业者过分的“自我监督”，创作者自觉地用官方意识形态来从事创作活动，回避现实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和创新意识。这是一种敏感的“自我审查（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2.）”。加拿大电影审查实行的也是事先限制，它由各个省掌管，除了纽芬兰和爱德华王子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电影审查机构、监督或分级机构。在1911年和1913年间，5个省通过了电影审查的法律，并建立了审查局。在魁北克，电影审查制度曾被认为是家庭权利和责任的扩展，焦点是保护儿童免遭不良思想的侵蚀。电影审查制度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形式：海关部门禁止引进色情电影，市政府在地方权限内禁止某些电影的放映，各省的司法部长审理对某些电影的控诉。一些电影生产部门，如“加拿大电视影片”公司（Telefilm Canada）、国家电影局（NFB）、SODEC为了尽量避免官方审查也开始了自我审查（注：Pierre Veronneau，Film censorship，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电影分级制度最早源自美国，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无情的嘲弄，电影审查作为一种具有极高权力的电影法令，受到了来自电影创作者的蔑视。1966年秋，电影分级制在美国获得批准，并开始从11月1日起正式实行。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业为避免政府或利益集团对电影业的管制而实施的行业自律制度，通过对影片分级，对电影观众做出建议，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为子女选择影片时向父母提供导向、建议。分级制的确立，其目的是打破过去对影片检查千篇一律的死板限制，为电影打开更宽的市场。同时，影片的制作者不再对影片的影响后果负全责。电影分级制度的指导方针是家长负责决定一切。电影检查的任务也不再是同意或不同意某部影片的发行放映，而是替观众把影片分成不同的等级，使观众能够有选择地观看影片，特别是家长能够为子女观看影片出主意。电影分级制度与审查是不同的，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是在电影制作期间或放映之前，要求制片厂或发行商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或审查部门禁止电影的放映，而电影分级制度把电影归为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范畴，电影享受宪法保护，电影分级无权对影片内容做出价值判断，也不再做出删减要求，只是对影片观众做出分类的建议。电影分级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创作人员的要求，也是规范电影市场的手段之一。加拿大的电影分级制度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是电影业的行业自律，遵循的是行业法规，而加拿大电影分级是各省政府部门职责所在，电影必须经过各省分级部门分级才能放映。

在加拿大，电影长期归为娱乐的一部分，受到各省审查机构的严格限制。20世纪60年代，社会转型对加拿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魁北克自治省首先做出了改变，1963年制订分级政策，1967年将电影审查局更改为电影管理局。次年，马尼托巴省也以分级制度代替了审查制度。1982年，加拿大通过了《人权与自由宪章》之后，电影被纳入表达自由的范畴，受到宪法保护，成为电影制度转变的转折点。1984年，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一案对电影审查提出了质疑，“安大略上诉法庭认为，审查和禁止的权力是对权利宪章中表达自由权利的限制。”面临这种挑战，安大略省制定规章，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禁止电影放映，改变了原来由审查局主观决定的情况。紧接着，其他省也对电影规章进行了修改，如马尼托巴省和魁北克废除了电影局有权禁止电影放映的法律条款。佛拉则委员会建议各省废除审查权力，“为了确保表达自由权利，一个办法就是废除各省的审查局删减或禁止的权力，各省将没有审查权力，如果一部电影触犯了刑法法典，那它将被禁止，除此之外电影局没有权力禁止或删减电影，如果电影没有触犯刑法，那它可以上映，至少放给那些想观看的人（注：Gerald S.Horne，Pornography in cinema and provincial film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in Canada，1997，p.2.）”。之后，各省相继改变了原来的审查制度，建立起了分级制度。

目前，加拿大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事先审查制度了，在电影发行之前政府不能禁止电影的放映或随意删除电影内容。

（二）现代审查的意义

这些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一些事务的看法发生转变，电影获得了宪法保护，电影审查制度因此经历了结构转型。20世纪以来，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从作为防卫社区或政府工具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审查制度。这种审查制度指的是，社会上相互竞争的团体利用政府的支持，来审查持有不同道德标准的团体之表达行为（注：Klaus Petersen，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9.）。传统上，限制主要是针对那些触犯了社区价值、传统（诸如法律和规则、道德标准以及宗教）的思想和行为。如今，审查制度更多的是受到特殊利益团体影响，除了色情和淫秽仍然会引起广泛的道德谴责并遭到限制外，如隐私、平等、商业等成为了主要的争论焦点。人们更多地呼吁控制诽谤、藐视女性、种族歧视以及暴力，而减少了对亵渎、淫秽、煽动言论的关注（注：David Schneiderman，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Charter：Being Large and Liberal.）。传递言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目标不是必须消除控制和限制，而是首先要明了他们的意图以及带来的后果，其次是使制度民主化，以确保表达和信息的多样化。事实上，加拿大学界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审查是间接限制内容的使用，如，引入规章、法典、标准来限制表达以及把审查的名字换成更令人接受的名称，如管理、教育、标准、选择、授权或纠正，这样就会使审查的合法化变得更容易。

加拿大的电影分级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审查（注：Klaus Petersen，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p.3845.）。如今在加拿大各个省，电影分级系统替代了原来的电影审查体系，电影在放映之前必须提前进行分级。这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分级是一种自律行为，不是政府的硬性规定，在美国即使不进行分级也可以上映。因此，加拿大学界认为，这种提前分级也属于间接限制内容的使用，也是对言论的一种压抑。观众有可能因为一部电影未通过分级而不能观看到它。

而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一些色情电影会对主流的价值观，如婚前贞操、一夫一妻制造成威胁。色情物品是一种传播性别歧视的媒介，因为它否定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升级了对女性的偏见和轻视，以及其中的暴力更是助长了对女性的攻击行为，危害了女性在雇佣、教育和社会活动中的平等权利（注：Gerald S.Horne，Pornography in cinema and provincial film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in Canada，1997，p.55.）。因此，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各省电影分级局对那些会触犯社区标准或造成个人伤害的色情物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并进行合理的限制，这维护了女性权益。

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表达的任何限制可能剥夺公民的表达自由权。虽然色情令人厌恶，但对色情的管制有可能缩小表达自由的权利，这更令人厌恶，它将妨碍作家和艺术家追寻表达自己感情的发展（注：Gerald S.Horne，Pornography in cinema and provincial film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in Canada，1997，p.30.）。他们认为，分级应该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决定权掌握在观众手中，而不是由分级局来决定。

加拿大电影分级是否具有现代审查意义？这一争论一直持续着。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省的电影法律条款，发现1982年《人权与自由宪章》的颁发是一个转折点，在这前后的电影条款中，对审查（censor）一词有所取舍，传统的审查意义在宪法保护电影表达自由的形势下，向现代审查意义转变，使之变得间接、隐蔽，也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魁北克省1988年电影法案（Cinema Act）中已经看不到审查（censor）一词了，但是其中有一条规定电影分级局保留拒绝为某些电影分级的权力，并且所有要在魁北克省放映的电影必须送到分级局进行分级，否则是违法的（注：Cinema Act，R.S.Q.C18.1.）。硬性分级赋予传统审查以现代意义。事实上，安大略省电影分级法案（Film Classification Act）、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影法案（Motion Picture Act）等一些省的法案中都没有了审查（censor）一词的影子，但和魁北克一样，法案中规定了事先进行分级，对电影表达自由无疑也是一种间接审查。

直到现在，唯有阿尔伯达省娱乐法案（Amusement Act）还存在审查（censor）一词。1957年的娱乐法案（Amusement Act）第二部分规定了电影审查（censor），任何电影在阿尔伯达省发行或放映前都必须送到审查局接受审查，审查员有权删减影片不恰当的内容或禁止电影放映（注：Amusements Act，R.S.A.2000，c.A40.）。可见，那时的审查（censor）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事先限制。20世纪80年代，阿尔伯达娱乐法案中仍旧大量出现审查（censor），审查的意义在书面上与以往没有很明显的改变。事实上，这20多年以来，1983年1月是阿尔伯达省审查局最后一次对电影进行删减，1987年电影《寂静的夜晚，致命的夜晚》（Silent Night，Deadly Night）是最后一部被阿尔伯达省电影审查局拒绝放行的电影。1982年《人权与自由宪章》颁布后，阿尔伯达省很少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审查权力。但是，迄今阿尔伯达省娱乐法案还没有删除有关审查的内容。

可见，在加拿大分级制是电影审查制的延续和变型，或是说，它是电影审查制的现代形态。

（三）小结

审查的经典意义是指对表达内容使用的限制，即政府事先控制什么能出版、印刷、上演或广播。审查概念最早来源于对报纸的控制，其中事先限制是政府对言论和新闻出版物限制的重要行政手段，是指任何言论、报纸和书籍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和核发执照，不得发表或发行。电影审查制度延续了对印刷媒体的限制模式。

加拿大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指的是，在电影制作或放映之前，政府通过要求制片厂对影片内容做出改变以达到某种标准，本质上是政府对言论和表达的事先限制。1967年，魁北克省首先废除了这种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受到了巨大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省政府也修改了娱乐法案，撤回了行政当局修改电影内容和禁止电影放映的权力。1982年后，电影纳入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范畴，受到宪法保护，加拿大其他省份相继建立了电影分级系统，政府无权对影片内容做出价值判断，也不再做出删减要求，只是对影片观众做出分类的建议。但是，加拿大电影分级由各省所属政府部门掌管，有相应的政府法令或法律规定，电影必须经过各省分级部门分级才能放行。因此，加拿大学界认为，这种硬性的分级制度是现代意义上的审查，电影审查的经典意义在加拿大这个社会语境中有了新的形态——事先分级。

三、加拿大审查与分级的历史沿革

加拿大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又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全国由10个省和3个地区组成。省的地位同美国的州相当，按英属北美法案的条款规定，加拿大的省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加拿大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和种族情况有很大不同，进一步造成了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机会、国家政治权力、就业状况、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这就产生了地区主义。加拿大社会一直是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同时部分族裔群体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强化了“马赛克”效应。在加拿大人认同自己是加拿大人的时候，他们往往同时具有强烈的地区观念。为此，联邦推行了平等主义政策（注：南刚志，季丽新.加拿大政治文化的主流与暗礁［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2）：64.）。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造成加拿大各省的政策必须因地制宜，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也是如此，在加拿大电影都是由各省管理的，这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有统一的审查、分级系统不同，目前在加拿大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电影分级系统。因此，加拿大的电影制度是比较复杂的，但各个阶段的制度变化也是明显的。

（一）审查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加拿大一些省的剧院由于含有硝酸钾的电影装备爆炸，引发了几次致命的火灾，省政府开始重视剧院的安全，以及电影传播对社会道德造成影响的问题。各省相继制定了剧院法案，通过事先审查给电影颁发放映许可证，以及通过定期检查来管理剧院的建设和维护。1911年，安大略省议会通过了加拿大第一部影院和电影放映机法案（Theatres and Cinematographs Act）来管理影院和电影放映机，并成立了北美第一个审查局。审查局被赋予了广泛的审查权力，若出现了不道德、诱惑、失真或描写犯罪、职业拳击赛的镜头，都会被禁止公开放映，同时也禁播有关美国狂热爱国主义的影片。这一年，马尼托巴省和魁北克也通过了颁发剧院许可证以及审查电影在公共领域放映的法案。1912年2月16日，阿尔伯达省立法机关制订了管理戏院、娱乐场所和电影放映机的法案，这个法案赋予了副省督任命审查员或建立审查局的权力。1913年阿尔伯达省开始对未上映的电影进行审查。同年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电影法案，规定禁止放映一切可能会“给孩子思想造成不良影响”的影片。到1915年，有8个省设立了电影审查机构，以筛选不道德和不爱国的场景。当时加拿大各省的审查局大都通过主观判断来禁止电影放映或删除电影内容。1918年马尼托巴省电影审查局禁止了喜剧的放映，审查局认为喜剧会使观众变得轻佻。电影审查虽然由各省政府掌管，但联邦也通过海关对电影的进口严格控制。

大约有50年，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受到质疑，它掌控着电影的命运。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民权运动、性解放运动高涨，成人色情电影工业发展起来，新的道德标准日益滋长，社会上对审查制度争论激烈，但是禁止电影的放映在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安大略、阿尔伯达、萨斯喀彻温以及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仍然是被允许的，并在1978年新斯克舍审查局一案中得到了检验：“在新斯克舍审查局（娱乐管理局的前身）的案例中，加拿大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裁定各省有禁止电影放映的宪法权力”（注：Pornography and prostitution in Canada-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pornography and prostitution，Ottawa：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此时，电影在各省归为娱乐范畴，还不属于表达的一部分，不受到宪法的保护，而1867年《宪法法案》第92条规定，主要的地区性事务如文化、公民权、财产权等都授予各省，因此各省的电影审查是合法的。但这个阶段，审查制度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1967年，魁北克省的电影管理部门就废止了电影审查，电影管理部门也不再要求删减电影内容了。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十分独特的省份，大多数的魁北克人的祖籍是法国，法语是加拿大英法双语种的主要语种，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杨令侠.魁北克与法兰西［J］.历史教学，1996（12）：43.）。在历史上，法国对加拿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魁北克反映出来的，法国早在1789年颁布了《人与公民权利宣言》，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1881年施行了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注：路易斯·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163.）。魁北克深受法国影响，在保护人权方面有较早的觉悟。1959年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是传统电影与现代电影的分水岭，影响深远，远在北美洲的魁北克也受到了新浪潮的影响（注：单万里.法国电影的永恒魅力［J］.当代电影，2005（1）：55.）。在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电影在加拿大电影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那时起，萎缩了几十年的加拿大长片生产逐年增长，从每年五六部，上升到每年四五十部，甚至六十部（注：李一鸣.加拿大电影的优势［J］.外国电影，7174.）。“平静革命”是法裔加拿大人于20世纪60年代发动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法裔加拿大人抛弃了传统的以天主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启动了魁北克现代化的进程，与英裔加拿大人展开竞争，其结果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力量不断壮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面主导魁北克（注：戴晓东.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安全［J］.现代国际关系，2004（4）：25.）。因此，魁北克成为了加拿大首先冲破电影审查对表达束缚的省份。20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省政府也修改了娱乐法案（Amusements Act），撤回了电影审查局修改电影内容和禁止电影放映的权力。

随着1982年《人权与自由宪章》的颁布，加拿大的电影审查制度才逐渐全面向电影分级制度转变，但电影审查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早期，路易斯·麦勒（Louis Malle）的电影《漂亮宝贝》由于描写了一个未成年妓女，在安大略和萨斯喀彻温遭到禁映。1994年电影《走出伊甸园》（Exit to Eden）未得到萨斯喀彻温省电影分级局批准，因而不能在该省放行。这虽然引起了争议，但政府认为电影分级局的做法是合乎司法原则的，省电影法案规定各省可以对电影进行合理的限制。新斯科舍电影分级部门对电影的检查是相对较严格的，若电影内容违反了规章中的相关条款就可能遭到禁映。但新斯科舍省的分级部门没有权力删减和增加电影内容，还是以提供对电影内容的分级信息为重要职责。阿尔伯达的电影分级局最近已经很少行使禁止和删减电影的权力了，但并没有明文废除这种权力。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影分级局在它的1996年的电影法案中，仍可以在某些条款中看到审查的影子，如第5（3）条，在批准电影放映前，可以移除或要求移除任何法案规定的内容（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96年的电影法案。参见http：//www.qp.gov.bc.ca/statreg/stat/M/96314_01.htm.）。魁北克也仍然拒绝以分类方式放行“鼓励或者宽恕性暴力”的影片。这些都与加拿大历史文化的演化相关联，加拿大最初的移民来自法国，多数为天主教徒，文化较传统。英国接管加拿大以后，移民大都怀有对英王的忠诚，其思想观念深受托利主义、皇权思想和教权主义的影响。这使得早期加拿大移民深信精英主义和等级观念，对美国的自由、平等观念颇为怀疑，这种思想增添了加拿大早期社会的保守色彩（注：李剑鸣，杨令侠.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326.）。双重殖民地的特征经历，以及英裔和法裔两大欧洲族裔平分秋色的社会格局，造成了加拿大的双语和二元文化的局面。两种文化分庭抗礼，使得加拿大长期未能形成牢固的国家认同。事实上，加拿大长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马修斯指出，“加拿大人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关心他们的文化身份（注：Mathews，R.，Canadian Identity：Major Forces Shaping the Life of a People，Ottawa：Stell Rail，1988.）”。因此，加拿大人认为稳定比个人主义更重要。合理的审查在加拿大被认为政府可以接受的一部分或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

（二）电影分级制度的历史剖析

在加拿大主流电影由主流影院放映，而成人电影也有专门的影院放映（现实中除了多伦多、蒙特利尔、范库弗峰市，其他城市还没有成人影院）。成人电影最普遍的发行方式是制作成预先录制的DVD。同时也可以通过付费电视和视频点播观看到成人电影。安大略和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电影分级局开始允许上映成人电影，但是电影分级局将它们看作主流电影，剪掉他们认为过分暴露的镜头（注：Gerald S.Horne，Pornography in cinema and provincial film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in Canada，1997，p.20.）。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主流电影的分级制度。

1.早期的电影分级

加拿大很早就有电影分级，20年代，阿尔伯达是加拿大首批采用分级级别的省，当时只有两个级别：“Passed U”全部通过级——适合所有年龄的人士观看，不需要成人陪伴，这些被标上“U”标记的电影，14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成人陪伴也可以允许进入观看；“Passed”通过级——14岁以下的儿童在没有亲人或监护人的陪同下，不能观看。1923年马尼托巴省制定了两个分级标准，普通级（General）和成人级（Adult）。人人可以观看任何电影，对观看者没有任何限制，因为如果审查局认为电影有不合适内容，就会被禁止放映。1959年，一部在国际上受到称赞的电影《轮舞》（Laronde，1952）送到了马尼托巴省电影审查局，但是被拒绝放映。虽然部里的成员认为这部电影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它的主题是有关通奸的，因此不适合公开放映。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一个新的分级标准产生了，“限制级”（Restricted）——只容许成年人观看，任何低于17岁的人都不能进入观看。20世纪30年代，安大略省的电影审查局和检查分部合并，形成了电影审查制度和影院检查部门，1938年引进了两个分级级别，“适合所有人”观看级和“只适合成年人”观看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48年电影审查局制定了一个成人电影标准（Adult category）；1960年电影分级标准放宽，出现了限制级；1966年对电影的分级增加了更多的选择自由；1983年为了响应“抵制好莱坞”趋势，增加了14·陪看级（14 Adult Accompaniment）。

之后的分级标准是在这些分级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但此时的分级只是事先审查的一部分，没有形成主导的体系。

2.分级制度的产生及现状

加拿大的电影分级制度是由各省而不是由联邦政府负责的，即加拿大现有的10个省3个地区分别对在各自省内放映的电影进行管理。目前有7个省设立了电影分级系统。

魁北克是最早建立分级制度体系的省份。1967年魁北克立法机关制定了电影法案，废止了原来的娱乐法案，并建立了电影分级局，以取代电影审查局。分级局不再进行事先审查，但所有要在魁北克上映发行的电影必须经由分级局分级，若分级局认为一部电影会妨碍社会秩序，则将不为它分级，这也意味着这部电影不能在魁北克省发行放映。魁北克省的文化与通信部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s Communications）负责管理电影、图书出版、娱乐项目、音乐、戏剧、视觉艺术等。魁北克电影管理部门（La Régie du cinéma du Québec）是文化与通信部的支部，它负责管理和控制魁北克的电影作品的放映，检查所有的电影，以保护青少年和维持公共秩序。每一部电影的分级都要依据电影法案（Cinema Act）的规定。根据魁北克省2004年的电影法案规定，分级局由三个成员组成，其中政府任命一个主席。分级局的成员任期最少3年，最长不超过5年。分级局的秘书或其他成员根据公共服务法案（Public Service Act）任命。魁北克省的分级标准包括：G（Visa général）普通级——适合所有年龄的人士观看，这类电影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它的内容不包含不适合儿童的；13 ANS+级——适合13岁或以上的人士观看，会有些暴力或色情镜头，12岁及以下的儿童需要在一个成人的陪同下观看；16 ANS+级——适合16岁或以上的人士观看，会包含更多的暴力、色情镜头；18 ANS+级——适合18岁或以上的人士观看，包含显而易见的性爱或暴力场景。

其他省也相继建立起了电影分级，20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省政府修改了娱乐法案（Amusements Act），撤回了电影审查局修改电影内容和禁止电影放映的权力。自从1972年，马尼托巴省的电影分级局就开始为公开放映的电影和录像分级，发放许可证给发行商，且对这些电影的放映进行管理，确保实现年龄限制，并对公开放映影片的广告提供一些指导方针。1985年到1988年间，对电影分级法案和许可证制度的修正扩展到了有关电影分级局的权限问题上，认为电影分级局不具有事先审查的权力，但有权对马尼托巴省内的所有电影进行分级。1986年修正案也加入了娱乐法案（Amusements Act）中。对于违反法案或规章的人或组织，在即席判决上，判以不超过5000美元的罚款。

新增了《权利与自由》宪章后，对表达自由以及新闻出版自由有了明文的宪法保障，第一例对电影的事先审查提出挑战的是1983年的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法官认为，安大略的电影法案中的审查局拥有禁止和删减电影的条款内容明显地限制了表达自由。1984年12月安大略省议会通过了第82条法案，对安大略影院法案进行了修正，将电影审查局更名为安大略电影评论局（Ontario Film Review Board），分级系统代替了审查体统。安大略电影评论局由副省督任命主席以及其他的人员，并且指任一名或更多的成员为副主席。每天都将召开放映讨论会，全体成员一年要聚集在一起两次讨论政策、指导方针以及程序的变化。2005年5月安大略立法机关通过了第158条法案，其中就包括了电影分级法案，取代了原来的影院法案。虽然有一些利益团体反对法案中禁止放行那些违反淫秽条款以及触犯了儿童色情物品法律的电影的条款，但是安大略政府还是确信法案的正确性。这个新法案管理电影的分级和批准电影的发行和放映。法案还规定了电影局主任、主任代理以及登记员、代理登记员的职责。法案授权副省督划分电影的种类、制定分级表以及委任某人或组织执行一定的职责：观看评论电影并分级，重新审议分级结果，决定是否该批准某部电影，重新审议批准的结果，以及决定电影是否在规章的规定下能够免除分级。法案还列出了在发行和放映中电影被禁止的情况：没有分级的电影，未被批准的电影，以及未显示分级和批准的电影。新法案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发行和放映没有经过分级或没有通过批准的电影，放宽了电影许可的标准，在电影分级规章中详细说明了，只有那些以描写直露的性活动为首要目的，以及内容中包含可耻的、丧失人性的暴力内容或涉及儿童暴力、性的电影，才将不被批准发行和放映。2005年新颁布的安大略电影分级法案（Film Classification Act）和已经废除的影院法案（Theatres Act 1990）对比，新的法案分为八个部分，包括电影分级、批准、禁止以及许可证、上诉等条款，基本上覆盖了电影分级的方方面面。安大略省电影分级法案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若个人违反了法案的规定将遭到最多5万美元的罚款或最多两年最少一天的关押或两刑并罚；若公司触犯了法案则将遭到最多25万美元的罚款，同时电影将被合法查收。

1986年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影分级局的主管玛丽·路易斯（Mary-Louise）和司法部长布赖恩·史密斯（Brian Smith）与发行商协商，在省内收集公众、社区意见，得到了省内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意见为制定分级制度提供了参考，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影部门以此修订了电影法案和规章制度。有43项被重新修订，与以往的电影法案不同的是，审查的作用明显减弱，分级成为主要的管理手段，但在1986年和1996年的法案中，还是有电影局主任可以删除或要求删除不符合规定的条款。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电影分级局（FCO）是公共安全部和副司法长属下（Ministry of Public Safety and Solicitor General）的一个政府部门。公共安全部和副司法长是政府机构，主要包括五方面的职责：法律修正；警察机关和社会安全；税务和消费性劳务；赌博的政策和执行；酒精管理和许可证。税务和消费性劳务部门通过电影分级部、住宅租赁部、机动车辆指挥部、商用车安全部这几个分部来实现公共安全目标。电影分级部门依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电影法案（Motion Picture Act）和电影法案法规（Motion Picture Act Regulations）执行。FCO包括三个职能：分级，执行，管理。所有的职员，包括主管，都是公务员。

阿尔伯达省的电影分级系统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分级局是省地区开发部的一个分部，并依照本省修订过的娱乐法案和规章（Amusements Act and Regulations）行使职责。西部地区和努勒维特省没有设立电影分级机构，需要将影片送到阿尔伯达省的分级局进行分级。

滨海电影分级局1994年5月1日建立，它是沿海诸省新斯科舍、新布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除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共同建立的共有的电影分级代理局。滨海电影分级局对三个省的电影、色情录像和DVD产品进行分级。新斯科舍电影分级部门被任命为它的总代理处，新斯科舍电影分级部门对本省、新布伦瑞克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的电影和录像分级，并且代理策划和执行滨海分级局的相关事宜。但这三个省继续沿用自己的法案和规章，掌管本省电影和录像的上映和发行以及颁发影院、录像零售店执照。在这三个省出租和销售的所有电影录像必须在它们的封面标有滨海电影分级等级。滨海电影分级局加入了加拿大家庭录像分级系统，滨海电影分级局对影院和录像发行制定的分级等级与加拿大家庭录像分级系统制定的等级是一致的（注：将在后面介绍加拿大家庭录像分级系统。）。

其中，新斯科舍的电影分级是由酒精和赌博管理委员会（AGA）下的滨海电影分级部门负责管理。但由于新斯科舍的电影分级部门不再选举主席，而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局。这个部门里的分级人员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由执行委员会任命，只有召集他们时，才进行工作，有时一个月只工作10天。任何一个新斯科舍的居民想要成为电影分级人员，可以递交简历到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由执行委员会决定人员。AGA（前身是新斯科舍赌博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4月4日，由立法机关制定的酒精管理法案（Liquor control act）和赌博管理法案（Gaming control act）指导AGA的政策和行动。AGA成立时，赌博管理委员会决定将酒精许可局、彩票局、娱乐管理局的管理、颁发许可证以及检查的职责合并，并于1997年7月15日在枢密令中定案。AGA是从新斯科舍赌博公司中分离出来的独特的实体，它成为新斯科舍省管理赌博、酒精和娱乐产业的部门。依照戏剧与娱乐法案（Theatres and Amusements Act），AGA具有包括电影分级、发放许可证、制定规章的权力，电影分级的责任包括观看在新斯科舍发行、销售的电影产品，以及在这之后对产品进行分级。在戏剧与娱乐法案的第四部分对电影分级做了详细的规定，包括：禁止放映的电影的标准；需要考虑的电影特性；电影检查；电影分级表；分级说明；分级电影的证明书；分级过的电影不能改变内容；若要有广告，广告中必须包括分级和说明。

滨海电影分级系统中的新布伦瑞克省没有自己的电影分级局，省内的英语电影由新斯科舍省的分级部门来分级，法语电影则由魁北克分级局进行分级。但新布伦瑞克有自己的电影和录像法案和规章（Film and Video Act/Regulation），法案中规定，新布伦瑞克保留查看电影以及改变电影分级等级的权力。在新布伦瑞克省放映及发行电影和录像之前必须进行分级，若领到执照的人被发现出售或放映未被分级的电影或录像将会得到以下一种或多种的惩罚：收到来自许可登记处负责人的警告信；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检察员对未分级的产品重新进行检查；未分级的产品可能会被没收。

除了魁北克的分级标准有所不同，其他几个分级系统的分级标准基本上是：G级、PG级、14A级、18A级、R级（注：魁北克省的电影分级标准在前面有介绍。）。

3.分级制度的发展

目前，加拿大省电影分级系统有合并到省际间或联邦系统下的趋势。但是，各省有许多理由来抵抗这种改变，如在魁北克、安大略、阿尔伯达以及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影、录像分级系统是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从10万美元到270万美元不等。分级局的人员担心工作的稳定而抵制体系的改变（注：Gerald S.Horne，Pornography in cinema and provincial film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in Canada，1997，p.13.）。MPAA（美国电影协会）在加拿大分部的负责人米勒德·罗斯（Millard Roth）曾试着在加拿大建立一个统一的电影分级体系，取消各省和地区间电影局对电影的管制，但是他认识到加拿大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各省巨大的差异，于是在1995年放弃了这个计划。目前在加拿大联邦出现了家庭录像分级系统，除了魁北克，其他省的电影分级局都加入了这个体系中。阿尔伯达和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在1997年加入家庭录像分级系统，马尼托巴和安大略在2003年加入，而新斯科舍也在2005年4月加入了录像分级系统。

加拿大家庭录像分级系统（CHVR）是加拿大电影发行协会发起，由说英语省份的电影分级部门合作共同建立的，由加拿大电影发行协会管理，提供录像和DVD的分级信息，于1995年5月开始生效，是一个自律的体系，并没有法律的效力。凡是在2006年或之后分级的电影（除了成人电影和计算机游戏外）都需要在包装上标有家庭录像分级的标签。这个系统的分级标准是将加入系统的各省的分级标准平均，并在录像或DVD包装上标出。家庭录像分级标准包括：G，PG，14A，18A，R，E（有一些不用分级的录像，如纪录片以及有关自然、旅行、文化、体育、休闲、音乐、教育题材的录像）。

加拿大分散的电影分级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电影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克服政治的复杂性、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电影分级系统，是加拿大将要面临的难题。

（三）小结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地区主义导致电影制度必须因地制宜，由各个省管理。1911年，安大略省议会通过了加拿大第一部影院和电影放映机法案来管理影院和电影放映机，并成立了北美第一个审查局。这象征着电影审查制度正式登上了加拿大舞台。此后，各省相继成立了审查局，并被赋予了广泛的审查权力。大约有50年，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受到质疑，它掌控着电影的命运。但是审查制度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1967年，深受法国新思潮影响的魁北克就废止了电影审查，电影管理部门也不再删减电影内容了。

直到1982年《人权与自由宪章》的颁布，加拿大的电影审查制度才全面向电影分级制度转变。魁北克是最早建立分级制度体系的省份。新增了《权利与自由》宪章后，第一例对电影的事先审查提出挑战的是1983年的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法官判定安大略省的电影审查明显地限制了表达自由。这个案例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电影是属于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受到宪法的保护，因此电影审查制度在加拿大失去了法律根基，各省逐渐建立起电影分级制度代替审查制度。目前，加拿大省电影分级系统有合并到省际间或联邦系统下的趋势。加拿大电影发行协会发起以及说英语省份的电影分级部门合作共同建立的加拿大家庭录像分级系统（CHVR）提供录像和DVD的分级信息，除了魁北克，其他省的电影分级局都加入了这个体系中。但它只是一个自律的体系，并没有法律的效力。加拿大要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电影分级系统，还需时日。

四、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到分级制度的转变

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下面主要从法律的角度来阐释电影制度转型，剖析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转型的历史过程。

（一）宪法的回归

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的法律追溯到中世纪英国《大宪章》和17世纪《权利法案》，但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项条款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注：徐浩.英国中世纪的法律结构与法制传统［J］.历史研究，1990（6）.）。1644年，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了“自主原则”：“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两位英国作家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于1720年以“加图”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为后来所知的“信息自由流通”辩护，断言政府自由与出版自由共存亡。他们指出，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一个人不用它来危害和支配别人就行”。法国革命领袖米拉波深受弥尔顿影响，他向三级会议呼吁：“让你们的法律的第一条永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当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限制。假如我们丧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他还强调，不仅赞同我们的人有表达自由，而且“我们所憎恶的思想也有表达的自由（注：J.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217.）”。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进一步阐发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思想，他提出“观念的自由市场”概念：“人们所欲求的最高的善，最好是通过观念的自由交易来实现。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是让思想的力量本身在市场的公开竞争中获取承认（注：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侯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4166.）”。

加拿大宪法由很多法律组成，包括政治习惯和司法实践惯例，但它的主要文件是英国法，即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案。该法案在115年的时间里作了23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正案是1982年宪法法案。E·A·德理杰对1867年宪法作了恰当的评论：“在加拿大，没有一个有关本国政府的完整法律是通过加拿大自己制定的。这个宪法法案，包括部分成文的和部分不成文的惯例、习惯（注：封永平.当代加拿大宪法危机探析［D］.河北师范大学，2002（4）：13.）”。1861年的美国内战与加拿大联邦主义思想形成是同步的，这在加拿大宪法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因而，该宪法是英国和美国宪法的混合体，它采纳了美国的联邦制和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注：李节传.美国对加拿大联邦议会制度的影响［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3）：3337.）。加拿大的宪法深受英国和美国的影响，英国虽然有深厚的表达自由理论基础，但由于英国是一个十分注重财产权的国家，英国一直没有人权方面的成文法，90年代英国政府决定制订人权成文法，但直到2004年才实行，而美国很早就有了第一修正案保护人权。加拿大受英国的影响，虽然加拿大人已享有传统的广泛的人权，但这些权利几乎没有写进宪法。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或不受政府的滥用也没有成文宪法保证。1960年联邦议会通过的加拿大《权利法案》，共有5条。该法案宣告，在加拿大，任何人不分种族、民族、肤色、宗教或者性别，均享有以下权利和自由：生命权，自由权，安全权，财产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然而，由于加拿大《权利法案》属宣言性质的文件，不具有宪法的拘束力，各省对其实施不负有法律责任，因此对人权保障的实际作用比较有限。随着英国实力的衰退，强大的邻国美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加拿大人认为，把权利和自由写进宪法，这就使政府要损害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变成困难。如果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否决的话，他们就可以向法院控告。

随着1982年宪法的通过，把修宪的权力从英国政府手中移交给加拿大联邦政府得以实现。但加拿大只是把立宪权由英国取回，并没有取缔旧宪法，仅做出了几项重要的修改和补充。1982年的宪法决议对加拿大的宪法做的重要补充是，采用了将来修改宪法结构的修正案；在美国《人权法案》基础上制定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a Charter of Right and Freedoms），用宪法来保护加拿大公民的权利；增加省政府管理省内天然资源的权力；追认土著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立国前后和英皇或加拿大政府所订立的条约；确立国家均富原则，赋予联邦政府以权力和责任去运用税收来协助贫困地区发展；确定多元文化原则等。事实上，在1982年以前加拿大宪法都是由英国国会制订的，一直到1982年4月17日英国女王签署加拿大宪法法案（1982年宪法）后，加拿大才拥有完整制订和修改本国宪法的权力。宪法回归意味着加拿大从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加拿大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首次得到了宪法的保障（注：李剑鸣，杨令侠.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3.）。

1982年宪法法案增加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加拿大宪法中的权利和自由宪章内容，这项宪政改革可以说是尊重多元文化的产物。在制定1982年宪法法案时，联邦议会专门颁布了作为宪法法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利与自由宪章》。宪章共有34条，完全接受并规定了联合国人权宪章和其他主要人权公约的绝大多数内容，包括良心和宗教自由、思想、信仰、观点、表达、出版自由，以及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民主权利；居住权利；生命、自由和安全等权利；等等（注：沃尔特·怀特，逻纳德·瓦根伯格，拉尔夫·纳尔逊，著.加拿大政府与政治［M］.刘经美，张正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8.）。这些权利在法庭上的地位从此确立。加拿大的电影受到宪法的保护是指最高法院将电影纳入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范畴。1982年的宪法成了加拿大电影立法和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准则，影响了加拿大各省政府有关电影的行政行为。

加拿大基本属于习惯法系，被称作法官制定法，因为这个体系的原则是依据判例。法官每做出一个判决则具有法律的效力，这个判决就成为一个判例：一个指导法官对以后类似案件裁判的惯例。普通法（Common Law）在世界上独特的原因，是无法在法典或法律中找到它，它只存在于过去的判决中。然而，这也使得它对变化中的情况具有伸缩性和适应性（注：陈日华.英国法律传统与中世纪地方自治［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1）：38.）。由于《权利与自由宪章》是宪法的一部分，因此它高于其他的法令，许多在此之前已被接受的权利现在则被提升到《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地位。这种做法有着两个重大影响，那就是“政治的司法化和司法的政治化（注：姜芃.加拿大社会与进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546.）”。一方面，各级立法者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他们的立法不与《权利与自由宪章》冲突。国会和省立法会已经取消了过去的一些立法，以免被法庭取消。另一方面，法庭也变得更为积极。法律界已开始呼吁以案例来测验《权利与自由宪章》，从而为法庭解释立法的作用做出一个新的定义。而且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它有权审查政府每一项行为，包括内阁的功能（注：王立民.加拿大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58.）。至今为止，多数与《权利与自由宪章》有关的诉讼案，其结果都保护了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歧视或专横之害。但加拿大国内一些专家担忧，这种趋势在将来可能会走得太远。他们认为，宪章既应保护个人，也应保护集体的权利，而与此不同的解释都可能减少集体的权利（注：姜芃.加拿大民主与政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6574.）。1982年后，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审查制度阻碍了表达自由的控诉，使大众和政府都意识到了审查制度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以及制订一个适时的法案的重要性。各省的电影管理机构相继修正或重新制订电影法案，尽量不与宪法相抵触，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电影制度的转型期，最高法院的判案对形成分级制度有着深刻的意义。

（二）电影受到宪法保护的过程

联邦和地方都有权力制订法律来管理电影事务，联邦层面通过刑法和海关对电影进行管理，省通过分级局对电影进行分级和管理。因此，由于联邦和省之间的不同权力，管理电影的任务因此变得较复杂。但法庭判案是两者的交叉点，成为管理电影事务的主要依据（注：Office for Victims of Crime，Action Agenda：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Reducing Exposure to Media Violence in Canada，Queens printer，2004：55.）。

由于电影是影响巨大的大众化媒介，在心理认同上电影比文学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模仿欲望，人们开始意识到电影具有某种消极作用和退化的功能，应当对它的放映采取某种限制（注：贾磊磊.用标尺取代剪刀：百年电影分级制度与审查制度的分野［J］.艺术百家，2005（5）：45.）。加拿大的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在很早的阶段便介入了电影问题。政府对电影的审查活动比任何对印刷材料的审查都活跃主动得多。1911年，加拿大第一部影院和电影放映机法案（Theatres and Cinematographs Act）在安大略省通过，法案确定电影是娱乐的一部分，电影放映完全是商业行为，不受宪法的保护。1922—1923年度，魁北克电影审查局除了其他的惩罚方法，单是禁演的场景便包括表现强奸、通奸、随便恋爱、“只穿一件衣物沐浴中的女孩的特写”、盗窃、诈骗、打牌作弊、残忍、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离婚、自杀和“一切有害于加拿大人爱国主义和忠于国王的情景（注：魁北克电影：历史与统计（1895年至今）.魁北克文化机构，1981：28.）”。在这种态度里包含的强烈阶级偏向是很明显的，电影的受众主要被认为是较之印刷文字的消费者更少理性、更容易受感染的底层大众。因此表达自由的准则从来没有像在印刷媒介那里那般神圣（注：玛丽·崴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M］.郭镇之，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39.）。过去加拿大国内有许多人认为电影对人，尤其是对未成年的青少年是一种“娱乐的毒药”，电影审查是迫切和必要的（注：Klaus Petersen，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49.）。各省审查局拥有删除电影内容以及禁止电影放映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McNeil诉新斯科舍审查局一案（Nova Scotia Board of Censors v.McNeil）对这一权力进行了挑战。上诉人认为，新斯科舍省剧院和娱乐法案（Theatres and Amusements Act）某些部分违反宪法，如审查局有权禁止或审查任何表演、娱乐以及禁止或审查电影的放映。但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省电影局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对电影进行分级、审查及禁止。由于1867年英属北美宪法第92条规定，财产、公民权以及娱乐（包括电影审查）属于省的职权范围，因此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各省关于电影审查的立法是有效的。最高法院还认为，加拿大是一个辽阔以及多元的国家，各地会有不同的品位和标准，决定哪些符合道德标准可以公开放映，哪些不可以放映是地方或省的事务，是1867年宪法赋予省、地方的权力，在电影法案指导下的审查制度是合法的，并且没有违反自由的基本原则（注：Pornography and Prostitution in Canada，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Pornography and Prostitution，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Ottawa，1985，p.15.）。此案的判决承认了各省电影审查的法律地位。1973年的白昼剧院有限公司一案（Regina v.Daylight Theatre CO.LTD.）中，萨斯喀彻温省最高法院认为白昼剧院上映的影片《女乘务员》（The Stewardesses），是淫秽片，触犯了刑法。但萨斯喀彻温省电影审查局却批准了这部电影在该省放映，省最高法院认为，刑法的淫秽法规有权对一部已经获得省审查局批准的电影进行上诉，这是符合宪法的。这个案件对省电影审查局的审查能力提出了质疑（注：Regina v.Daylight Theatre CO.LTD.41 D.L.R.（3d）236，1973.）。此时的电影依然徘徊在宪法保护大门之外，但随着1982年加拿大宪法的回归，联邦和各省最高法院对《权利与自由宪章》的认识和应用的不断深入，对于电影不受到宪法保护的质疑也日益剧增。

1983年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是第一例针对宪法保护以及事先审查的案例。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将四部电影送到审查局，只有两部被批准，但是只能同时在同一地点放映，《Amerika》由于过度暴露的性行为描写而被禁止放映（注：Ontario Film and Video Appreciation Society V.Ontario Board of Censors，（1983）41 O.R.（2d）583.）。1983年3月25日，安大略省最高法庭审判中，法官认为审查局的分级、审查标准由于太过模糊不清，不能称之为法律，因此违反了宪章。法庭认为，安大略电影审查局审查所有的电影、禁止某些电影放映、所有电影必须事先送审，若未获准许则禁止电影放映，这个审查系统是对表达的事先限制，它不能继续在这个省存在，因为这个系统触犯了新宪章。安大略省最高法庭决定取消对《Amerika》影片的禁映，因为这个决定触犯了起诉人的表达自由权利。法庭认为，省政府有责任详细检验它们的电影管制法规，在这之前，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一直不严谨。1984年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此案的上诉案，并支持了安大略省最高法庭的解释和判决。麦金诺（Mackinnon）法官认为，安大略电影法案中的审查局拥有禁止和删减电影条款内容，这明显地限制了表达自由。联邦最高法庭清楚规定，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包括所有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口述、书面、图示、雕刻、音乐、舞蹈，还是电影，都平等地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电影也并不享有绝对自由，也要受到一定限制，这个限制必须是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能够确凿证明正当的并且由法律规定的合理限制。这是在加拿大增加了《权利与自由宪章》后，第一次对电影的事先限制原则作出了挑战。在这之前的案例，并没有对审查局的法律条款和工作程序触犯了表达自由提出批评。在这个案子之后，1985年2月安大略省议会通过了第82条法案，修改了电影法案，将电影审查局改名为电影评论局，电影审查系统在安大略省也就失去了法律支持，电影分级制度体系逐渐代替了审查体系。

（三）电影审查与表达自由

在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主要指事先限制，在当事人未发表言论和出版刊物之前，政府就加以限制。以事先限制的行政手段来限制表达自由的权力，本质上是与加拿大的民主制度相违背的，所以这些行政手段只是临时性的强制方法，不可能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

自由在美洲大陆基本上可以简化为四种形态：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政府侵犯）、个人自由（个人凭着良心行事的自由）、宗教自由（注：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这四大类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思想言论自由权和行动自由权。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阐述了这两类自由的关系：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个自由若得不到承认，那么在人的智性方面，并从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果；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只有具备了按照意见行事的权利，人才是自由的，当然，人按照意见行动的权利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以不损害他人自由为标准（注：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3：81.）。在现代民主国家，人的思想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是完整自由权利的两个部分，若要得到这个完整的自由权利，媒体的自由权利是必不可少的。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凯姆利卡主张个人权利优先于群体权利，坚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但并不是将个人权利与团体权利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寻找两者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从而调和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冲突（注：Kymlicka.Liberalism，Community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40.）。

事实上，在加拿大自1982年《权利与自由宪章》颁布后，电影的表达自由就不断挑战、冲击审查体系，两者的博弈成为电影制度转型的关键。

1938年阿尔伯达新闻报刊法案一案（the Alberta Press Act case）是加拿大最早挑战事先审查的案例（注：Joseph E.Magnet，Constitutional Law of Canada，8th ed.，2001，p.14.）。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法官J·坎农（Cannon J.）认为，在1867年宪法中暗含有一些公民自由的权利（即1982年人权和自由宪章中的权利），因此阿尔伯达省的新闻报刊法案中规定对新闻报刊进行事先审查是违宪的。1982年以前，不成文的权利和自由法案的概念来源于联邦的政治、法律传统，当省立法侵犯了表达自由、宗教、协会的基本原则时，省立法是无效的。但新闻报刊的自由不是绝对的，省政府可以进行合理的限制，如，为了保护国家机密的限制、对淫秽色情刊物的限制等。此案为新闻出版自由赢得了重要的一仗。自此，事先审查在各省的地位受到了动摇，新闻报刊自由权为电影等媒介的表达自由提供了先例。

1983年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后，电影的表达自由有了成功的案例，但在加拿大电影审查并未完全瓦解，因此电影表达自由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1992年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员会认为，安大略剧院法案（Theatres Act）中有触犯表达自由原则的条款：在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对巴特勒（Butler）案和克斯乔（Keegstra）案的指导下，我们可以下结论，安大略剧院法案中存在对表达的限制，如，限制少数成年人观看某些成人电影，以及禁止那些有暴力、拷问、犯罪、残酷、恐怖的特写和长时间场景的电影发行。但电影局称此限制是符合宪法第一部分——允许合理的限制存在。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员会认为，应对1984年剧院法案进行修正（注：Off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Research，Action Agenda：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Reducing Exposure to Media Violence in Canada，Queen‘s Printer，2004，pp.6667.）。但几年之后的多伦多快乐日书店（Toronto’s Glad Day Bookstore）案在安大略省最高法院的成功，使表达自由的权利受到了冲击，修订新剧院法案的想法受到了阻碍。

2002年多伦多快乐日书店（Toronto‘s Glad Day Bookstore）案中，安大略省最高法庭判决，Glad Day书店发行未被电影评论局批准通过的色情同性恋电影《侵袭》（Descent）是有罪的，因此政府禁止电影的放行是合理的。书店认为电影局的做法是事先限制，违反了宪法，上诉至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注：R.v.Glad Day Bookshops Inc.）。加拿大国内自由协会认为，安大略政府复苏了电影审查权力。拉赛尔·朱帝安斯（Russell Juriansz）认为，安大略省的电影法案触犯了宪法，对散布令人厌恶、有害内容的人惩罚已经足够可以阻止潜在的违反者。本案沿用了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的决定，为了建立道德标准，无论是联邦或省政府都不再有限制言论的权力，因为这违反了宪法。Glad Day案中，加拿大联邦最高法庭规定，省电影分级局没有宪法赋予的禁止电影放映的权力，除非这些电影被认为是淫秽的，以及打乱了省电影分级系统。消费者和商业服务部长吉姆·沃森（Jim Watson）认为，限制安大略电影局审查权力的同时，也要保证成人能够选择自己想看的电影。安大略政府并没有对这个决定进行上诉，而是制定了新的电影分级法案取代了40年未变的电影法案，以满足21世纪安大略市民的需要。沃森（Watson）认为，电影局的角色不再是电影审查，而是电影分级，如果一部色情电影或成人电影触犯了刑法，刑法将禁止它的放映，警察将会采取行动，而不是电影局，电影局只是对电影进行分级，而电影是否能上映则由刑法决定。拉赛尔·朱帝安斯（Russell Juriansz）认为，加拿大联邦最高法庭的决定为改变过去的法案铺平了道路，旧的电影法案违反了表达自由宪章，因此应该重新修订。可见，联邦最高法庭与各省最高法庭之间对电影审查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由于联邦最高法庭的判决符合人权和自由宪章的规定，客观上为各省在事先审查的判案上指引了方向，避免各省危害电影的表达自由。

但表达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合理的限制也是需要的。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中，马尼托巴省的巴特勒发行商由于发行分级局认为是淫秽的八部电影，被认为是有罪的，并禁止电影的发行（注：R.v.Butler，［1992］1 S.C.R.452（Supreme Court of Canada）.）。但马尼托巴省最高法院认为，这个行为是对被告表达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因此分级局的行为是限制了电影的表达自由。此案被上诉至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法院全体一致采纳了一种平等的方法来看待色情作品对妇女的危害。这个方法是由妇女法制教育与行动基金（LEAF）倡导的，LEAF是一个在人权与自由限制框架下，推进妇女平等的加拿大激进妇女组织。加拿大女权分子在反对色情传媒方面非常热心。她们的理论就是在色情刊物、色情电影及色情电视节目中，女性被“再现”为性对象，换言之，在“传媒再现”中，她们是一群被玩弄、侵犯、甚至被虐待的人，她们被建构为徒有胴体但没有脑袋的男性附属品。除了色情传媒之外，女权分子也不满传媒中对女性及小孩子的定型，妇女及小孩往往被“再现”为弱小、依赖性强及经常受暴力侵犯的一群。她们呼吁大众要正视传媒中的妇女角色（注：李月莲.外来媒体再现激发文化认同危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5056.）。

与美国宪法不同的是，美国宪法没有平等权利的修正案，加拿大宪章特别明确地保证了性别平等，并且声明这需要政府积极推动落实。巴特勒认为，淫秽法案违反了他的表达自由的权利，而LEAF强烈要求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观点，并且重新解释现有的淫秽法案中“性别平等”的条款。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LEAF平等的建议，认为如果淫秽法案惯常地基于道德考虑，对表达进行限制，那是违反宪法的；但如果为了推进性别平等而进行的限制，是符合宪法规定的。本案的电影被认为是男性至上主义的色情电影，它并不是不道德，而是伤害了女性。因此巴特勒的确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对他表达的限制是合乎宪法原则的。著名的巴特勒（Butler）案产生的一个显著结果是接受平等测试，从而改进了加拿大的淫秽法案，公民权利挑战色情的表达在加拿大是合宪的。加拿大也将继续授权受害者抵抗色情发行商带来的危害。

回顾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可见，种族主义的极端表达（Keegstra案）是违宪的，以及社会对性别平等的重视超过了色情出版者的表达自由权利（Butler案）。这两个判决是加拿大平等法学的一个突破，它主要是妇女与所有反对种族主义人们的胜利。

从加拿大事先限制与表达自由的对抗中可以看出，最初的1938年阿尔伯达新闻报刊法案一案确定了事先审查违反了新闻自由权，1983年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使电影表达自由在法律上有了成功的可借鉴的案例，但2002年的多伦多快乐日书店（Toronto’s Glad Day Bookstore）案复苏了电影审查权力，而加拿大联邦最高法庭最后对此案的判决却为电影表达自由在各省的发展清除了障碍，1992年的巴特勒（Butler）案则体现了加拿大在合理限制方面体现的特殊性，即注重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现在各省已将电影管制的重点由审查转向了分级制度，有关审查规章的观察也聚焦于淫秽、暴力电影诉讼案。

（四）电影中的淫秽问题

1.淫秽与色情两个概念

淫秽一词来源于拉丁语（ob cenum），意思是“有关污秽的（注：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根据词典解释：通常因为一些淫秽的、怪异的、非自然的物品有作呕的感觉；与普通能接受的意见、想法不相协调。淫秽的冒犯：因其强调或纵容好色的或淫荡的对象，与道德不相容；醒目地、明显地使用被认为是禁止的语言或词语；恶意、伪善、不负责、愚蠢，无视道德及伦理原则（注：New Webster.）。

色情在历史上被理解为在文学作品及艺术作品中描写妓女生活和行为的部分。来源于希腊语porne，意思是妓女（harlot）或描绘。色情主要是指以引起性快感为目的的描述（注：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通常色情可与淫秽交换使用，淫秽是法律上的术语。

淫秽不属于表达自由范畴内，不受宪法保护。而色情作品如果其描绘不带有暴力、可耻的、失掉人性的成分，且没有危害到社会，则属于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受到宪法保护。但是，在加拿大，这些色情作品与偏激的言论并没有充分地得到宪法的保护，如巴特勒（Butler）案和克斯乔（Keegstra）案。儿童色情是指将儿童作为性行为表现对象，儿童色情与淫秽都受刑法管制，不属于表达自由（注：Section 163.1 of the Criminal Code.）。

2.电影的表达自由与淫秽问题

1892年加拿大议会将淫秽条款加入了刑法法典，即会使道德腐化的淫秽出版物条款。但未对淫秽物品进行定义，法庭对淫秽的解释沿用的是英国1868年希克林标准（Hicklin）——作品显著特征是否性或性犯罪、恐怖、残忍或暴力的宣传；是否这个宣传是过度的，超出了当代加拿大社区忍受的标准（注：L.R.3 Q.B.360 per Cockburn C.J.at 371.）。

希克林标准一直沿用到1959年刑法修订，其中对淫秽进行了定义：如果物品的主要特征是过度宣传性，或者同时包括性和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内容的，即犯罪、恐怖、残酷、暴力，这样的物品被称为淫秽物品（注：Criminal Code，S.C.1959，c.41，s.11.）。这个定义包括的范围比美国的广泛，美国的定义不包括犯罪、暴力、恐怖和残酷。

由于刑法修订，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将焦点从适用希克林标准，转移到了如何确定“不恰当的性宣传”标准上。布罗迪案（R.v.Brodie）是第一例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不恰当的性宣传”标准的案例。法庭采用了发展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社区测试”。J·贾德森法官认为，社区标准一直存在于任何一个社区内，这是一种普通的本能判断：什么是得体的，什么是淫秽的，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脏的。但是，社区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社区中流行一些测试得体的标准，陪审团也号召在案子中适用这些标准。淫秽物品就是触犯了这些标准的物品（注：R.v.Brodie.（1962）132 C.C.C.161.）。

自从布罗迪案后，法学的发展使得能进一步详细阐明社区标准的概念：它是一个大体的社区判断和感觉的平均（注：Dominion News and Gifts v.The Queen［1969］2 C.C.C.103（S.C.C.）affirming［1967］3 C.C.C.1（Man.C.A.）.）；是一个国家的标准（注：R.v.MacMillan Company of Canada（1976）31 C.C.C.（2d）286 at 322（Ont.C.A.）；R.v.Kiverago（1973）11 C.C.C.（2d）463 at 464（Ont.C.A.）；R.v.Goldberg and Reitman（1971）4 C.C.C.（2d）187 at 191（Ont.C.A.）.）；当超越了标准时，法官可以没有专家的证明，通过这个标准自己判断是否是淫秽（注：R.v.Great West News Ltd.［1970］4 C.C.C.307 per Dickson，J.A.at 315.）。

1985年唐尼影剧院有限公司案（Towne Cinema Theatres Ltd.v.The Queen）是淫秽测试的一个重要发展（注：Towne Cinema Theatres Ltd.v.The Queen（1985）18 C.C.C.（3d）193.）。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法官迪克森认为，为了确定物品是否淫秽，以判断性宣传方式不恰当，社区的容忍标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性宣传的其他一些方式也可能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完美的，社区也许会容忍对一些社会成员造成伤害的出版物的存在，这是不幸的，但也是真实的。虽然有时不能容忍的物品与对社会造成伤害的物品会碰巧一致，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不恰当”的合法定义也应该包括对一部分社会成员造成伤害，也是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因此，唐尼影剧院有限公司案的判决结果是，如果物品对社会造成了伤害或超出了加拿大社区的容忍标准，则被认为是淫秽的。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来判断物品中的性宣传是否恰当。如果物品以丧失人物尊严的方式描写暴力、残忍或其他失掉人性的内容，则该物品造成了伤害。加拿大人认为，他们自己不合适看到的物品，以及由于超出了当代加拿大人的容忍标准，加拿大人不能容忍别的加拿大人看到的物品，所有这类物品都触犯了社区容忍标准。

唐尼影剧院有限公司案开始确立了测试淫秽的标准，但真正将这个标准作为权威标准确定下来的是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注：R.v.Butler，（1992）1 S.C.R.452，89 D.L.R.（4th）449499.）。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其影响之一是，依据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中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刑法中的淫秽规定符合宪法。此案的判决结果正式承认了唐尼影剧院案中法官迪克森确立的两个不同标准，即伤害和社区容忍标准。不过，巴特勒案将这两个标准融合在一起了。J·索平克法官认为，唐尼影剧院案没有详细说明社区容忍标准和可耻的、失掉人性的标准之间的相互联系。将这两个测试标准独立地用于同一个物品，我们不知道社区是否因为物品丧失尊严、失掉人性，或是因为物品触犯了道德或其他原则而认为它不可容忍。J·索平克法官的陈述表明了在适用这两种标准时会产生的误差，因此需要确定什么物品被认为淫秽。J·索平克法官有效地将两个测试标准结合，依据物品可能产生的伤害而确定社区容忍标准。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将淫秽物品定义为：包含丧失尊严或失掉人性的性暴力或包含描写儿童性行为的内容。淫秽和儿童色情物品都不受宪法的保护。法律最主要的目标是要避免对社会的危害，并且那些来自暴力和腐蚀内容对平等的威胁也不能忽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文化领域的产品是否淫秽，不应该以它的表面意思进行判断，而应以它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潜在危害性来判断。由于宪法对表达自由的保护，社区容忍标准不再是合理的限制表达的理由，而将这个标准转变为危害标准在刑法淫秽条款中有支持它的证据。许多女权主义者和种族法律学者赞同这个决定。他们认为，为了保护公众或脆弱的个体、群体，限制那些描写残忍的、暴力的、淫秽的出版物或材料是合法的。巴特勒案的判决影响很深远。

可见，加拿大对色情物品的保护不如美国，在加拿大也不像在美国能广泛地获得色情物品。但是，加拿大对色情出版物的限制也受到了挑战，一些学者指责巴特勒案的判决对有关同性恋出版物的打击如同对淫秽物品一样。

除了上述案件外，1997年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对诉玛拉案（R.v.Mara）的判决也很重要，因为它巩固了巴特勒（Butler）案预防社会，特别是妇女受到伤害而确立的淫秽测试标准（注：R.v.Mara，（1997）115 C.C.C.（3d）539.）。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在2001年诉夏普案（R.v.Sharpe）中认为，广泛地禁止儿童色情作品是合法的，因为它保护了儿童免遭剥削和虐待（注：R.v.Sharpe，（2001）1 S.C.R.45.）。但是，法庭也确立两种免于禁止的情况：由被告自己制作，以及仅由他们自己拥有且使用的书面材料或视觉作品；由被告创造或描写被告的视觉作品，倘若没有描写非法的性行为，并且为了私人使用而自己拥有的物品（注：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Online：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a_ccpr.htm〉.）。但是，其他的儿童色情作品和淫秽一样不受宪法表达自由的保护。法庭允许从宽解释具有艺术价值或出于教育、科学、医学目的、对公众有利的作品。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对淫秽的判决，确立了淫秽标准，将电影的表达自由与淫秽进行区分。加拿大省和地方的电影机构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对淫秽和儿童色情物品的管制上面，使得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失去了法律支持，从而促进了电影分级制度的确立发展。

（五）小结

在加拿大，宪法明确地规定了政府性质、选举方式、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以及联邦与省政府的立法权力。宪法的发展直接决定了电影制度的转变。加拿大宪法由很多法律组成，它的主要文件是英国法，即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1867年宪法深受英国的影响，由于英国是一个十分注重财产权的国家，英国一直没有人权方面的成文法，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决定制订人权成文法。因此，虽然加拿大人已享有传统的广泛的人权，但这些权利几乎没有写进宪法，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或不受政府的滥用也没有成文宪法的保证。1960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该法案包括了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然而，由于加拿大《权利法案》属宣言性质的文件，不具有宪法的拘束力，各省对其实施不负有法律责任，因此对表达自由和人权的保障比较有限。随着英国实力的衰退，强大的邻国美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加拿大人把权利和自由写进宪法，这就使政府要损害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变成困难。1982年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权利和自由宪章，将表达自由列入宪法保护之中。

1982年后，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审查制度阻碍了表达自由的诉讼。加拿大是习惯法系，因此在电影制度的转型期，最高法院判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8年阿尔伯达新闻报刊法案一案（the Alberta Press Act case）是加拿大最早挑战事先审查的案例。新闻报刊自由权为电影等媒介的表达自由提供了先例。1983年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是第一例针对宪法保护以及事先审查的案例。在这之前的案例，并没有对审查局法律条款和工作程序触犯了表达自由提出批评。因此，电影的表达自由有了成功的案例。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则体现了加拿大在合理限制方面的特殊性，即注重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此外，加拿大的判案还为区分淫秽与表达自由作出了一定的界定。如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将淫秽物品定义为：包含丧失尊严或失掉人性的性暴力或包含描写儿童性行为的内容。

因此，可以看出加拿大电影制度转型是基于深刻的法律变迁。

五、加拿大电影制度转型的社会文化语境

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对电影制度的研究，集中于电影与社会的各种传播关系。作为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中介（注：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38.）。社会作为一个基本语境，深刻影响着电影的传播与发展。加拿大是一个君主立宪、采用民主议会制的联邦国家，司法上独立且实行的是判例制度。此外，加拿大具有多元一体的民族特性以及马赛克文化精神。电影制度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不断地变化、发展。

（一）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

加拿大是世界上典型的移民国家，源源不断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带来了各自母国相异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环境和生活方式，共同创造了加拿大灿烂而丰富的多元文化。凯姆利卡认为文化对于个人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自由主义的个人应被看成是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个人，人的个性与认同都受共同体文化的深层影响，文化构成了个人内在独特的特征（注：Kymlicka.Liberalism，Community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75.）。

在加拿大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没有形成加拿大风格的加拿大文化，但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是加拿大的主流文化，然而并非所有的加拿大公民都能享受主流文化并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和人力资源的匮乏，逐步废除了种族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开始实行强调移民教育背景和潜在能力的“打分制”。在此之后，进入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数都不是欧洲人（注：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p.487.）。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优势迅速崛起，和非英裔、法裔及非土著群体一起构成了加拿大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对政府所实行的双语制和二元文化主义表示不满。因为这些加拿大人担心，如果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不能通过作为国家象征的文化得到珍视的话，他们将沦为社会中的二等公民。此外，各少数民族为加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政治参与、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遭到种种歧视，无法取得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那些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群体表达种种权利诉求，要求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拥有分享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的平等权利。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在加拿大悄然涌现，加拿大文化中的马赛克精神也不断发展。各少数民族向皇家双语和双文化委员会提供一种蓝图：一个加拿大人的认同要以公众所接受的差异和对多元文化的支持为基础，他们不喜欢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而宁要文化马赛克的观念，即共同性的部分将大家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民族性并不破坏加拿大的认同，承认多样性正是加拿大的认同（注：Francois Rocher and Miriam Smith.New Trends in Canadian Federalism.Ontario：Broadview Press，1995，p.123.）。

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独立运动是促使加拿大在二战后改变其语言和族裔政策最为重要的催化剂。加拿大政府最终于1971年正式公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表示政府将帮助愿意发展自己能力为加拿大做贡献的弱小民族，帮助所有文化集团的人员克服文化障碍，全面参与加拿大社会，促进各文化集团之间的互相接触（注：陈林华.加拿大探索［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28.）。马赛克精神是一种文化拼合精神，因为它追求共处一国的各民族群体在各自保持其文化独立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征的前提下多元一体的团结，具文化保守倾向（注：张维鼎.加拿大早期文学传统中的民族文化马赛克拼合精神［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138141.）。在加拿大经常听到加拿大人用自豪的口吻在说：“我们是多元文化主义，而美国是熔炉政策（注：李文.加拿大民族与多元文化［J］.民族之林，2001（9）.）”。这反映出他们对异质文化的宽容态度。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不同于美国。美国的文化熔炉政策强调多元种族的社会，应该相互融合，化解彼此的不同，寻找一个共通的文化象征组成国家。因此，美国人虽然大多数是外来移民，但他们由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凝聚在一起，逐渐融入了主流文化。而加拿大的文化政策则强调，多元种族的社会，应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因此加拿大的移民仍牢固地保留着本民族的许多传统，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历史影响和不同地区文化、宗教特色的综合体（注：玛丽·崴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M］.郭镇之，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95.）。

就加拿大现代居民而言，大体可以归为四大民族文化集团，即法裔加拿大人、英裔加拿大人、未被同化的外来移民、土著居民。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包括三种含义：一指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社会；二指多元文化社会里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三是政府对多元文化社会采取的政策（注：姜芃.加拿大社会与进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9.）。多元文化主义是差异的政治与承认的政治，体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追求平等与公正的精神。多元文化政策要求所有的公民必须接受整个社会基本的结构和原则——宪法和法律规则、容忍和平等、议会民主、演讲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性别平等；表达自己文化和信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和承认其他人表达的观点和价值；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公平地承担支持本国的基本制度，共同解决国家面临问题的责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实质上是政府根据现实社会的矛盾，在国家宪法法律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原有不合适宜的政策做调整，推动了加拿大人对民族多样性的现实态度，它体现了自由、平等原则。特鲁多总理认为，多元文化政策是建立在个人选择自由和国家统一基础之上的（注：特鲁多总理1971年10月8日在众议院的讲话，载琼·R·马利和乔纳森·C·扬，编.文化多样性与加拿大教育：问题与革新，附录二，第518页）。个人选择的自由与加拿大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相关的联系：①从个人认知的深度来看，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人们确定个人认同的基础上，由此才能产生出对其他群体的尊重和分享价值、义务、责任的意愿；②如果一些族裔群体的选择自由受到危害，对所有的族裔群体都是危险的。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促使人们确认自己的认同，形成全社会公平生存和竞争的基础，消除任何危害选择自由和社会统一的因素（注：加拿大多元文化与公民部.加拿大多元文化法：加拿大人指南［M］.渥太华，1990：13.）。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使加拿大人民有了文化的选择自由权，加拿大人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自由发展”。而媒介是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媒介传播自由也是文化选择自由的一部分。媒介传播对于加拿大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正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福尔福特所言：“传播影响了所有的社会；但是加拿大尤其是借助传播系统形成并由此获得国家意义的（注：Robert fulrord，Canadian Encyclopedia，2nd ed，Vol.1，1988，p.469.）”。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电影，对电影内容的严格审查制度阻碍了加拿大人选择的自由，违背了多元文化的内涵，电影分级制度只提出分级建议，并不对电影内容本身进行改动，既保护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也保护了青少年。电影分级制度顺应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加拿大的电影分级制度中也存在着审查，提前分级也属于间接限制内容，也是对言论的一种压抑。观众有可能因为一部电影未通过分级而不能观看到它。

这与美国的自律分级不同，卡洛尔·斯米德指出：“两个持久性语言共同体的建立是把美国和加拿大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最大的弱点，即它的族裔构成，几乎是以某种有悖于常理的方式成了它最大的力量所在。也许美加两国之间唯一真正的差别就是加拿大是一个二元文化或多元文化的国家，而美国却都不是（注：一鸣.加拿大的文化政策［J］.外国文化，1999（20）：3032.）”。因此，加拿大人为了确立民族意识，在文化方面更保守，加拿大电影制度呈现出了保守色彩，保护原本就不牢固的民族主义以及加拿大特有的文化传统。可以从加拿大的事先电影分级制度看出，加拿大电影管制比美国更严苛。

（二）加拿大政治、法律语境

加拿大的政治体制兼有英美两国的特点。它像英国一样以英王为国家元首，通常由英王任命的总督代为行使职权。并以英国议会制度为典范，议会分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由总理提名，总督任命，权力较小，类似英国的上院；众议院则像英国下院，议员由民选产生，多数党组阁。实行内阁制，由总理掌握实权，与英国内阁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加拿大又像美国一样实行联邦制。全国由10个省和3个地区组成。省的地位同美国的州相当，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地区因人口过少，权力比省略小一些。在联邦制度中，各级政府都因其法定的权力而拥有一定自主权，而非简单地以指派、并随时可撤销的权力为基础。中央政府及联邦政府都在一定的政策领域拥有绝对自主权，任何一级政府若侵犯另一级政府的权限则构成违宪，中央政府无权收回属于各邦的权力，因为这些权力原本就不属于中央政府。凯姆利卡认为，民主联邦制不仅更高程度地保护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平息了民族认同问题上引发的冲突，教化并缓解了民族主义（注：Kymlicka.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and Citizenship.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94.）。加拿大人民所持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植根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之中。加拿大学者朗和惠丁顿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具体到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之中，就是对人民主权的承认、政治平等原则和多数统治原则（注：Kymlicka.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and Citizenship.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97.）。在西方近代哲学系统中一直把自由置于十分核心的地位。康德认为，自由是每个具有人格的人所不可放弃的权利。弥尔顿也认为，人必须有三种自由，即宗教自由、家庭或个人自由及公民自由。洛克则认为，人的心身天生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一种能力，自由和生命、财产一样应被看作是一种天赋的人权（注：姜芃.加拿大：民主与政制［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88.）。这些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构成了加拿大当代政治哲学的基调。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把良知和宗教自由，思想、信仰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新闻和其他传播媒体的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作为人的基本自由肯定下来。电影也被归属为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传统电影审查制度触犯了宪法，逐步被电影分级制度代替。

加拿大司法继承了盎格鲁——美国的传统，它是为了制约立法和行政系统的目的而产生的，因而司法独立是其最根本的原则。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系统不受外来任何机构或个人的政治指导和控制。在加拿大这样的内阁制国家中，立法权和行政权常搅混不清，但它们与司法权的界线是明朗的，井水不犯河水。任何人只要对行政机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决定不服，都可以通过“司法复核”程序来推翻或阻止政府部门的决定。法官的职位是一个“与其他机构相分离的地方（注：陈海光，乔燕，编译.加拿大的司法独立［J］.法律适用，1999（2）：4748.）”。在任何一个自由社会，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要件。法律经过中立的法官的解释，保障全部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加拿大大多数省份采用习惯法，这是首先在中世纪英国发展起来，这些传统构成了加拿大法律传统的基础，习惯法是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加拿大实行的是判例制度，即一旦某法院对某一案子做出了裁决，那么这个裁决在以后类似的案子中成为指导性文件。判案制度可以保证司法解释的连续性。加拿大有许多法律，都是由这些先例和多年来发展而来的各种习惯性做法构成的。对于电影这一公共领域，司法独立保证了法律判案不受行政行为的影响，法律案例成为电影的表达自由与审查体系两者间博弈的关键。如，1983年的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是第一例针对宪法保护以及事先审查的案例。对审查局的法律条款和工作程序触犯了表达自由提出了质疑。但表达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合理的限制也是需要的。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的判决维护了女性的权利。法庭认为，公民权利挑战色情的表达在加拿大是合宪的。因此，在加拿大的法律语境下，政府通过不同的案例不断地完善现有的电影制度。

（三）加拿大的外部语境

在历史上，加拿大长期站立于英国和美国之间，一只脚踏在‘旧世界’，另一只脚踏在‘新世界’（注：杨令侠.战后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3.）。加拿大所处的这种制衡地位，是它二百多年来得以维持独立存在、不被美国吞并的保障。然而，二战的爆发使格局出现质的变动。英帝国在二战中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损失惨重，所谓“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仅存空壳（注：俞正梁，颜声毅，汪鸿祥.战后国际关系史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27.）。与其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出于对加拿大这个地理位置毗邻、历史渊源相近的邻国的战略重视，美国在战争期间，乃至战后，加强了美加两国的关系，加深了在加拿大的影响。对加拿大来说，加强对美合作是一种在新国际体系中的必然选择。加拿大历史学家J·L·格兰纳斯泰因认为，不列颠的软弱迫使加拿大投入美国的怀抱，更重要的是利益原则决定了加拿大积极发展牢固的美加双边关系的外交取向。美国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加拿大追随美国的脚步，能够获得经济、政治、军事防卫等多方面的利益（注：杨令侠.战后加拿大与关国关系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4.）。

然而，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对加拿大制约，而且在文化上进行渗透，大量美国宣传工具——报纸、电影、电视几乎垄断了加拿大的文化市场，加拿大很难抵挡美国文化产品的长驱直入。面对加拿大文化逐渐被美国文化所吞噬，加拿大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不同于美国的民族，从20世纪初开始，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抵制美国文化的冲击。受多元文化主义保护的法裔文化是加拿大抵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天然屏障和坚强堡垒。但是在美国文化产业入侵面前，加拿大始终属于世界各国中抵抗最软弱的国家，作为对策，它也一直采取各种的保护主义措施。安东尼·史密斯在《信息的地缘政治学：为什么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中写道：加拿大承认自由流通的权利，并从其后果中受害，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更全身心地将文化投入自由流通的实践，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它那样完全地成为受害者；加拿大的历史表明，脱离依附是比脱离殖民主义远为困难的事情；依附与技术的精密性、管理的精密性一道成长，它显示了来自垄断性社会的自由权教义实行的方式——受其垄断冲击的社会是不必有自由权的（注：Anthony Smith，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How Western Culture Dominates the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Cary，North Carolina，U.S.A.，1981，p.65.）。可以说，加拿大的文化及媒介史，既是一种民族文化政策逐渐成熟的历史，是传播本土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抵制美国文化和媒介影响的历史（注：玛丽·崴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M］.郭镇之，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77.）。对于电影这一公共领域，加拿大也深受美国的影响，加拿大电影院所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来自好莱坞，而超过80%的电影院（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注：Peter C.Dobell，Canada in World Affairs，Volume XVII，19711973，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5，p.54.）。由于电影工业的发展，电影审查制度阻碍了美国电影在加拿大的发行。此外，在加拿大1982年《权利和自由宪章》中第一次将保证“思想、信仰、观点和表达的自由，包括报业和其他传播媒介的自由”这些内容记录于第2条（b）款中，相当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电影审查制度一方面侵犯了公民表达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电影公司获得利润。电影分级制度是电影工业发展与社会道德调和的产物。

伴随着美国文化的渗透，大量精神糟粕开始腐蚀加拿大的传统文化。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激烈的社会震荡，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深刻影响了加拿大社会。加拿大人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以及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生育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和随便的、不加节制的性关系的扩散是一种日益增强的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表现，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西方社会的症状（注：E.S.Herold，Sexual Behaviour of Canadian Young People.Markham，Ontario：Fitzhenry and Whiteside，1984，p.13.）。电影等媒体传播着暴力和色情，使青少年犯罪率、自杀率、吸毒率、辍学率和怀孕率急剧上升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切激起了加拿大一些有识之士民族主义的警觉，他们呼吁政府应该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管理以保护青少年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大众媒介领域加拿大需要政府的干预，以便使加拿大人得到加拿大文化。没有人想要完全地排斥外国的声音，只是想扩大加拿大的表达空间。政府的干预并不阻止人们的选择，它给予加拿大人表达的自由，这受到宪法保护（注：玛丽·崴庞德，著.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M］.郭镇之，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133.）。电影是表达的一部分，电影的表达自由的确很重要，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束缚了人们使用电影内容的自由，它必将被分级制度替代。但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电影媒介没有权利以“自由”的名义伤害社区，而这种自由很多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因此，加拿大的硬性分级体系——介于审查制度和美国的自律分级制度之间，符合了复杂的加拿大社会文化语境。

六、结语

自从1911年加拿大颁布了第一部影院和电影放映机法案，并成立了北美第一个审查局以来，加拿大电影制度经历了坎坷的路程，电影分级制度是在加拿大的社会语境下调和电影业表达自由与社会道德之间冲突的产物。

为了透视加拿大电影制度，首先应该厘清审查与分级两个概念。经典的审查主要是指对表达内容使用的限制，即政府事先控制什么能出版、印刷、上演或广播。其中事先限制是政府对言论和新闻出版物限制的重要行政手段，它是指任何言论、报纸和书籍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和核发执照，不得发表或发行。电影审查制度是延续了对印刷媒体的限制模式。加拿大电影审查实行的也是事先限制，它由各个省掌管。

加拿大电影分级制度，是指各省的电影分级部门无权对影片内容做出价值判断，也不再做出删减要求，只是对影片观众做出分类的建议。而加拿大学界认为，加拿大的提前分级也属于间接的限制内容的使用，也是对言论的一种压抑。观众有可能因为一部电影未通过分级而不能观看到它。自由主义者认为分级应该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决定权掌握在观众手中，而不是由分级局来决定。本文通过对几个省的电影法律条款的分析，发现传统的审查意义在宪法保护电影表达自由的形势下，向现代审查意义转变，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次，从加拿大电影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电影审查向分级制度转变是电影业与社会道德博弈的结果。1911年，安大略省议会通过了加拿大第一部影院和电影放映机法案来管理影院和电影放映机，并成立了北美第一个审查局，加拿大电影审查制度自此产生。大约有50年，审查制度掌控着电影的命运。这严重阻碍了电影业的发展，电影产业与社会道德发生了冲突。1967年，魁北克省最早冲破了审查制度的束缚，魁北克电影管理部门废止了电影审查。随着电影工业的不断发展以及1982年《权利与自由宪章》颁布，审查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因此电影审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魁北克是最早建立分级制度体系的省份。1967年魁北克立法机关制订了电影法案，废止了原来的娱乐法案，分级局不再进行事先审查，但所有要在魁北克上映发行的电影必须经由分级局分级，若分级局认为一部电影会妨碍社会秩序，则将不为它分级，这也意味着这部电影不能在魁北克省发行放映。加拿大的电影分级制度由各省负责，现有的10个省3个地区分别对在各自省内放映的电影进行管理。分级标准基本上是：G级、PG级、14A级、18A级、R级。目前，加拿大省电影分级系统有合并到省际间或联邦系统下的趋势。加拿大现有的各省（除了魁北克省）统一的分级系统是家庭录像分级系统（CHVR），由加拿大电影发行协会管理，提供录像和DVD的分级信息，是一个自律的体系，但并没有法律的效力。加拿大分散的电影分级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电影业的发展，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电影分级系统，是加拿大将要面临的难题。

再次，本文着重从法律维度来思考电影制度的转变。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一个制度的转变、建立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事实上，加拿大的相关成文法和司法判例，深刻影响了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转变。其中影响最深刻的是加拿大的宪法回归。加拿大受英国的影响，虽然加拿大人已享有传统的广泛的人权，但这些权利几乎没有写进宪法。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宪法保障。随着1982年宪法的通过，把修宪的权力从英国政府手中移交给加拿大联邦政府得以实现。1982年宪法的决议对加拿大的宪法作的重要补充是制定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用于通过宪法来保护加拿大公民的权利，电影也归为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受到了宪法的保护。此后，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审查制度阻碍了表达自由的控诉，各省的电影管理机构相继修正或重新制订电影法案，尽量不与宪法相抵触，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1983年的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是第一例针对宪法保护以及事先审查的案例。联邦最高法庭规定，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包括所有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口述、书面、图示、雕刻、音乐、舞蹈以及电影都平等地受到宪法的保护。这个成功的案例为有关电影表达自由的案件提供了案例依据。

《人权与自由宪章》颁布后，电影的表达自由就不断挑战、冲击审查体系，两者的博弈成为电影制度转型的关键。最初的1938年阿尔伯达新闻报刊法案一案确定了事先审查违反了新闻自由权，1983年的安大略电影和录像鉴赏社团诉电影审查局案使电影表达自由在法律上有了成功的可借鉴的案例，但2002年的多伦多快乐日书店（Toronto‘s Glad Day Bookstore）案复苏了电影审查权力，而加拿大联邦最高法庭最后对此案的判决却为电影表达自由在各省的发展清除了障碍，1992年的巴特勒案则体现了加拿大在合理限制方面体现的特殊性，即注重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由此可见，加拿大的电影制度的历史转型是与对电影表达自由的法律判案紧密联系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电影内容都受到宪法保护，淫秽就不属于表达自由范畴内。对淫秽内容的界定标准不断在发生变化。加拿大的法庭对淫秽的解释开始一直沿用的是英国1868年希克林标准（Hicklin）——是否作品的显著特征是性或性犯罪、恐怖、残忍或暴力的宣传；是否这个宣传是过度的，超出了当代加拿大社区忍受的标准。而1992年巴特勒（Butler）案确定了现在加拿大的淫秽标准：如果物品对社会造成了伤害或超出了加拿大社区的容忍标准则被认为是淫秽的。加拿大的一系列法律判案，确立了淫秽标准，将电影的表达自由与淫秽进行区分。加拿大省和地方的电影机构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对淫秽和儿童色情物品的管制上面，使得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失去了法律支持，从而促进了电影分级制度的确立发展。

最后，任何的制度产生、发展以及转变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进行的。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形成了全社会公平生存和竞争的基础，消除任何危害选择自由和社会统一的因素。多元文化使加拿大人民有了文化的选择自由权，加拿大人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自由发展”。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电影，对电影内容的严格审查制度阻碍了加拿大人选择的自由，违背了多元文化的内涵，电影分级制度只提出分级建议并不对电影内容本身进行改动，既保护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也保护了青少年。电影分级制度顺应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加拿大人民所持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是，人民主权的承认、公民自由、政治平等原则和多数统治原则。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构成了加拿大当代政治哲学的基调。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把良知和宗教的自由，思想、信仰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新闻和其他传播媒体的自由，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作为人的基本自由肯定下来。电影也被归属为表达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触犯了宪法，逐步被电影分级制度代替。此外，加拿大的文化及媒介史，既是一种民族文化政策逐渐成熟的历史，是传播本土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抵制美国文化和媒介影响的历史。在电影这一公共领域，加拿大也深受美国的影响。因此，在大众媒介领域，加拿大需要政府的干预，以便使加拿大人得到加拿大文化。政府的干预并不阻止人们的选择，它给予加拿大人表达的自由，这是宪法保护的。传统的电影审查制度束缚了人们使用电影内容的自由，它必将被分级制度替代。但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电影媒介没有权利以“自由”的名义伤害社区，而这种自由很多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因此，加拿大的硬性分级体系——介于审查制度和美国的自律分级制度之间，符合复杂的加拿大社会文化语境。

加拿大电影制度从审查制度到分级制度的转型，经历了坎坷的路程，形成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电影分级制度——各省掌管的事先分级制度。它既顺应了电影产业的发展，又符合加拿大的国情，但目前加拿大分散的电影分级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电影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克服政治的复杂性、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一个统一的电影分级系统，是加拿大面临的难题。


第五章　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分级制度透视

一、导论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英女皇为元首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国家，由于特殊的移民历史，而成为一个人口、文化多样化的国家。在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政治背景的国家，传播管制也必然会有其独特性。澳大利亚属于联邦复合法域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地区组成，各州和地区都有较大的自主权，这使得联邦层面电影管制出现困难。所以本文首先用历史的观点，对澳大利亚联邦和地方层面电影管制进行分析，进而透视澳大利亚从电影审查到电影分级的历程；其次，从法律视角出发，通过对澳大利亚普通法中有关淫秽、猥亵等的案例分析，了解电影审查、分级制度中社会标准的确立；最后，通过澳大利亚社会有关现行电影分级制度的讨论，探讨在传统电影审查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澳大利亚电影分级是否仍具有审查意义，并研讨澳大利亚政府在电影管制中的作用。

国内目前有关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和分级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分类等级的简单介绍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文献。像张威、邓天颖的《澳大利亚传媒》，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各种媒体的发展情况，但并没有涉及电影审查和分级（注：张威，邓天颖.澳大利亚传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王怡红的《澳大利亚大众传媒管理考察》，探讨澳大利亚政府广播权力委员会对电视和报业的管理（注：王怡红.澳大利亚大众传媒管理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3）：8186.）；刘唯佳的《澳大利亚民族广播电台运行模式的启示与思考》，考究了民族广播电台在澳大利亚的运行与管理（注：刘唯佳.澳大利亚民族广播电台运行模式的启示与思考［J］.中国广播，2003（1）：5962.）；张威、孙扬的《当代澳大利亚杂志研究》，讨论澳大利亚的杂志业（注：张威，孙扬.当代澳大利亚杂志研究［J］.出版工作，2003（1）：6669.）。这一研究状况影响了全面深入理解澳大利亚媒体管制体系。

国际学界有一些对澳大利亚电影制度的研究，如伯特兰·埃纳的（Bertrand　Ina）《澳大利亚电影审查》（Film Censorship in Australia）、斯布赖特·马克（Spratt Mark）的《审查：你怎么看，怎么不看》（Censorship：How you see it，how you don’t）以及亨特（E Hunter）的《我们还需要分级吗？》（Do we still need classification？）等。虽然这些研究文献对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问题还是不少：其一，研究只是着眼于审查或分级制度本身，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对电影制度从审查到分级的变化进行论述；其二，忽视了对司法判例的研究，而由于澳大利亚属于普通法系国家，因此司法判例对其电影审查和分级标准的建立就是至关重要的了，现行的分级法案中就大量援引了相关判案；其三，没有高度重视政府对澳大利亚电影制度的影响，而现行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是由政府机构实行的，并且依靠政府的支持，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原始资料出发，据此剖析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从澳大利亚的联邦制、多元文化、复合法域等特色出发，通过对法律、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历史主义地探索电影传播管制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与社会、文化、政治等的关系，并对现在澳大利亚国内有关电影分级的争论进行论述。此外，通过对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研究，谈一些对于建构中国电影分级制的看法。

二、审查与分级

世界各国普遍对电影实行审查和分级制度，审查与分级是电影管制的核心范畴。传统的审查来源于对书报的检查制度，电影审查延续了这一管制模式。电影分级是在审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电影内容进行价值判断，将影片划分一定的等级。澳大利亚在传统的电影审查时期就采用了一定的分级手段，在审查的基础上将电影划分为适合儿童或适合成人观看。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之后，澳大利亚建立了正式的电影分级制度。但“拒绝分级”的存在使得一些影片在事实上被禁止了，分级制度因此仍然具有特殊的审查性质。这些方面跟欧美一些国家的电影制度有所不同。

（一）审查的概念

（注：本节讨论的是经典意义上的审查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审查在下一节加以界定。这一点极为重要，否则，难以理解澳大利亚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

经典意义上的审查是审查员的行为，也就是，一名官员对书籍、戏剧、新闻报道、电影、广播节目（以及最新的互联网）进行检查，从而抑制、查禁那些在道德上、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普遍令人反感或遭到反对的内容（注：The Macquarie Dictionary，2nd rev.ed.，Macquarie Library，1987，p.249.）。这种审查主要指的是对表达内容进行限制，即政府对出版、印刷、广播、演出等进行事先控制，以限制某些形式或内容。

审查最早来源于对书报的检查制度，对报纸实行事前约束的制度在英美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各国政府采取各种审查控制的方法来限制报纸的内容。其中“事前约束”是政府对言论和新闻出版物进行限制的重要行政手段。所谓“事前约束”，就是在发表讲话、出版报纸以前必须经由政府批准，任何言论、书籍、报刊在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和颁发执照的情况下，都不得发表或发行。

电影审查制度延续了对印刷媒体的管制模式。电影审查主要是在电影制作或放映之前，政府或行业组织通过对电影创作者提出内容上的要求，以使电影达到某种标准。这事实上是政府对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事先限制。政府的严格审查会促使电影从业者进行“自我审查”。投资者一般对经济利益非常敏感，而一旦电影被政府禁止，就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业主常常为了盈利而进行“自我审查”，受雇于老板的创作者则往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来向电影审查妥协。

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实行的也是事先限制。在联邦层面上，澳大利亚海关通过海关条例，禁止引进违反海关进口条例的影片，由联邦审查委员会对影片进行禁止或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各州、地区政府则对影片在州、地区内的放映进行管制。此外，州、地区所制作的作品也属于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等各州通过关于淫秽的法律对电影进行审查。

（二）分级的概念

极为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电影分级有现代和传统意义上的两种分级形态：现代意义上的分级中包含了某种审查因素，其中的审查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事先制约”，其突出表现是“拒绝分级”和“所有影片必须分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类型的审查是现代意义上的审查；传统意义上的分级从属于经典意义上的审查，审查者可以对影片进行禁止或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

在澳大利亚，现代意义上的电影分级是在电影审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意义上这种分级制是电影审查制的延续和变形（注：贾磊磊.用标尺取代剪刀：百年电影分级制与审查制的分野［J］.艺术百家，2005（5）：46.）。在这种分级制下，电影管制不再对某部影片的发行放映进行控制，不再对电影内容做出价值判断，不再要求删减电影内容。而是将影片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观众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选择观看影片。

在传统的电影审查时期，对电影进行分级的形式就已经出现。但是这一时期的分级是从属于审查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分级。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就规定影片在审查之后要赋予某个等级，如“适合普遍放映”、“不建议儿童观看”等。通过分级的形式以达到保护儿童的目的。这样的分级形式也日渐细化，在1971年，R级进入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分级法案中。可以说，这是建立澳大利亚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制度的第一步。

现代意义上的分级最早源于美国。在美国现代史上，20世纪60年代是特殊的10年，社会急剧变迁，原有的价值观、婚姻观、家庭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电影审查作为一种具有极高权力的电影制作法令，受到了来自电影创作者的蔑视。1968年11月1日电影分级制在美国获得批准（注：孙绍谊.从审查到分类——读解美国电影分级制度［J］.世界电影，2005（4）：160.）。它是美国电影行业为了避免政府对电影内容进行管制所做出的举措。美国电影协会宣称分级制的目的是为父母选择子女观看影片提供意见。

在澳大利亚，全联邦统一的电影分级制度始于1996年。它与传统的审查制度和审查时期的分级形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传统的审查制度是在电影放映之前，对影片的内容进行删减或重新编辑，或者是直接禁止影片。审查时期的分级形式也是在对影片进行改动之后进行的，在本质上仍然是审查。而1996年实行的电影分级制度，则是将电影归入适当的类别，而不再做出删减的要求。分级员根据联邦分级法案的规定，将影片划分为某一等级。分类的等级包括建议性和强制性两种，强制性的分类是法律规定必须实行的，建议性的则不然，它只是给观众提供一个参考意见。

（三）分级中的审查

电影分级的实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电影从业人员的要求，分级制在世界各国广泛实行。但是各国分级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不尽相同。各国都是从国情出发，制定出适合本国的分级制度。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是电影行业的行业自律，所遵循的是行业规章；英国是由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分级的；而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是由政府下设的职能部门实行的，在联邦统一立法下由分级委员会做出分级决定，由各州、地区制定法律强制执行，电影必须经过分级委员会的分级才能放映。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电影作为表达自由的范畴，受到宪法的保护。但在澳大利亚没有权利法案，成文宪法中也没有明确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虽然言论自由根据普通法的判例得到保障，但由于没有成文宪法的保护，电影作为表达自由没有受到强有力的保障。

因此，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中存在一个特殊性，那就是分级制度中的审查性质。虽然联邦和地方的法律中，审查一词被分级所取代，但是分级顶端“RC”级的含义即为拒绝分级，也就是该影片将被禁止。这又间接地与传统意义上的审查类似。可以说，实际上分级委员会在行使分级权力的同时也实行了一定的审查权力。这也是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一直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

三、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制度

《澳新内幕》中有这样的论述：“你还是可以遇见这样的澳大利亚人，他们虽然已长大成人，有自己的头脑，但还是含羞忍辱地蒙受政府的保护，直到最近才能读到《北回归线》或《南回归线》这种书；使他们怒火倍增的是，他们得等到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这两本书是多么无足轻重（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中文版）［M］.符良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从各种资料中可以见到澳历史上对文学较严厉的审查。那么，对电影的管制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澳大利亚电影产业很小，绝大多数影片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电影行业主要由有影响力的放映商组成，影片主要来源于进口。这就意味着对电影的控制自动地成为联邦海关法案所规定的联邦权限。极低的电影产量和出口造成了澳大利亚电影产业规模很小，这使得电影行业缺乏抗衡政府的实力，因而容易接受政府的控制。

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始于20世纪初，它包括联邦层面的海关审查和地方层面的控制。根据海关条例所赋予的权力，联邦政府对进口影片进行审查。各州、地区则基于对公共放映场所的管理对影片放映进行控制。此外，对州内制作的影片进行审查也属于地方的权限范围。随着联邦大力推进全国统一的审查体系，自1947年开始，各州、地区陆续将电影的审查权力交给联邦。自此，澳大利亚实现了联邦统一的电影审查制度。

（一）澳大利亚联邦对进口影片的审查

电影相较于印刷品有独特的效力，电影在澳大利亚流行之初，就吸引了来自下层社会的居民、妇女、儿童，他们都被认为是缺乏理性和自我控制的人群，而且电影又是在公共场所放映，容易造成秩序混乱。基于这样的考虑，政府害怕电影中不道德或有破坏性内容的传播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冲击。所以在澳大利亚，电影很早就被要求广泛而严格的管制。

在一战期间，国家安全管制要求所有的电影必须通过一个联邦机构（它的权力是基于海关进出口的规章）的审查。1917年成立了联邦审查委员会（Commonwealth Censorship Board），管制影片的进口，审查所有进口电影及其广告海报，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了战后。1919年的《海关（电影）条例》（Customs（Cinematograph）Regulations 1919）确立了联邦首席电影审查员办事处（Office of Commonwealth Chief Film Censor），由其对进口的影片进行审查，若影片包含了条例中所规定的内容，则会被禁止。这些内容包括有：亵渎、猥亵或淫秽；有可能对道德产生危害，鼓励或煽动犯罪；可能冒犯友好国家的人民；任何不适合公众利益的描写（注：Customs Act，1901（Cth），Sec.50；Customs（Prohibition Imports））。

1928年，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实行审查，成立了新的联邦电影审查委员会和上诉委员会（Commonwealth Film Censorship Board and Appeal Board），其基本构成是首席审查员克莱斯韦尔·欧瑞利（Creswell O‘Reilly）领导的三人审查小组，此外还有三人组成上诉小组。除了机构上的变化，海关条例中对禁止影片的内容有所增加：禁止进口有可能对英联邦的人民进行攻击的影片，禁止出口对澳大利亚联邦有害或有偏见的影片。联邦电影审查委员会和上诉委员会最初设在墨尔本（当时联邦政府的所在地），之后迁至悉尼（几乎是所有电影的进口地）。该委员会仍然是依据《海关（电影）条例》进行工作（注：Film Censorship and Film Board of Review-Report on Activities 1987，p.7，s34.）。联邦电影审查委员会成立以后，禁止了很多影片，从被禁的影片可以看出他们的审查标准。《女厕所的男人》（The Ladies Man）因为包含性暗示；《白色货轮》（White Cargo）是由于有关于种族混合的主题；《五年计划》（The Five Year Plan）在影片中因为讨论了共产主义；《团伙子弹》（Gang Bullets）和《每个黎明我死去》（Each Dawn I Die）则由于是美国黑帮团伙电影；《国王和舞女》（The King and the Chorus Girl）根据《1919年海关（电影）条例》的规定，被认为包含有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描写；《苏珊和上帝》（Susan and God）因亵渎上帝被禁（注：Office of film and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and film and literature board of review，Report on Activities，1980（电影审查委员会对其审查工作是不公开的，1980年首度公布年度报告）.）。除了对影片的直接禁止，审查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剪去电影中使人不悦的片段。

1956年，随着电视节目进口的增多，新的审查委员会（The Censorship Board）在《海关（电影）条例》下成立，取代了原有的联邦电影审查委员会，但上诉委员会仍然保留。新的委员会由一个首席审查员、一名副首席审查员和其他成员组成，基于海关进出口规章对进口电影和电视节目进行审查。到1980年左右开始包括对录像带的审查。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电影审查只有在以公映为目的的基础上才有法律效力，所以录像带审查成了管制的异类，当时委员会所能做的只有根据海关条例所授予的权力拒绝有淫秽、猥亵内容的物品入关。

澳大利亚的电影审查制度，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严格的，这与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社会发展息息相关。1910年澳大利亚工党执政，工党在道德上要求严格，致力于保护现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习俗，而不会试图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习俗，以致毁坏另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习俗（注：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333.）。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斯坦利·布鲁斯奉行安全的、孤立主义的保守主义，强调的是澳大利亚的纯洁和健康。要保护英国文明的利益，抵御对澳大利亚纯洁性和英澳情感的威胁，以及其他任何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威胁拒之门外。于是审查制度不断加强，凡是对现任政府具有“煽动性意图”的、对社会道德有腐化倾向的物品都遭禁止。这从海关条例中可见一斑，在原有的禁止内容中增加了“禁止进口有可能对英联邦人民进行攻击”的影片。

除了政府行为之外，澳大利亚社会也普遍要求对进口影片进行严格审查。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影片在澳大利亚进口影片中占了绝大多数。而好莱坞因为越来越粗俗而受到指责，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祸根，会把澳大利亚儿童引入歧途。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在强化澳大利亚正在受到外来邪恶围攻的观念。许多人都同意剧作家路易斯·埃的看法：“艺术是一个种族和国家之人格的表现。”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文化应该是欢乐而健康的，而来自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电台节目和电影，则表现了“就其社会效果来说，与霍乱一样严重的精神瘟疫对澳大利亚头脑的侵染”。人们开始寻求关税保护，以便阻止“外国的精神垃圾倾倒进迄今为止很干净而且心理健康的联邦里”。海关大臣不想看到来自美国的“令人作呕的影片对民众的糟蹋”。人们支持“完全放映表现澳大利亚生活最光明和最好的一面的澳大利亚影片”（注：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M］.杨岸青，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76.）。澳大利亚艺术家们组成了“文化防御委员会”，并开始谴责报纸、电台和电影宣传“一系列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与澳大利亚感情以及英澳传统格格不入的文化观念”。

澳政府几经更迭，但防御性的政策却一直延续。“白澳政策”的实行（“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1901年建国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确定下来的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其含义是保证澳大利亚为白种人所有，排斥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社会单一文化和纯洁性的保护，这些都决定了政府奉行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此外，澳社会对社会道德腐化的担忧、对好莱坞电影的指责也都促使海关严格控制进口影片。

（二）澳大利亚各州、地区的审查

由于澳大利亚属于联邦复合制法域国家，这决定其电影传播管制的特殊性。在联邦宪法下，除了某些领域之外（包括海关和贸易、海军和军事力量、造币和法定货币），每个州都保留完全的立法权。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制定关于电信（包括广播）和进口物品的法律，但不包括地方上制作的物品。后者属于州政府的权限范围（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onstitution Act，Part V，51.）。所以联邦不能在州内扮演审查者的角色，但可以通过海关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而对于澳大利亚制造品的审查权在州而不在联邦。

各州、地区对于电影的管制在无声电影出现之后就开始了。对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大部分都延续了对印刷媒体的管制模式。对影片的禁止和对内容的删减是最初对电影进行管制的主要形式。

在20世纪初，电影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并且能为人们提供信息。之后，长篇的电影开始讲述叙述性的故事，而且影院用渲染的手法为影片做广告，人们日渐意识到电影对观众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电影内容的转变是公众态度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公众组织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实行审查，以控制州内电影放映（注：Sonia Walker BA，M Phil，Film Censorship In Western Australia：Public，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sponses 18981928，Australasian Law Teachers’Association，September 2002，Volume 9，Number 3，p.14.）。在1908年，人们认为青少年犯罪的上升是因为观看电影引起的，为此新南威尔士政府根据州《剧院及公共场所法案》（Theatre and Public Halls Act 1908）在州内实行了对电影的审查。这在澳大利亚是第一次。1914年，南澳大利亚政府也实行了电影审查。

因为电影是在公共场所的放映，所以最初的审查是对放映地的控制。通过给放映地点颁发许可证的方式来控制影片的放映。这反映了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即通过颁发许可证对剧院和其他公开演出场所进行控制。对此，澳大利亚各州都有自行的法案，如南澳大利亚的《公众娱乐场所法案》（Places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Act 1882）。这些法案的实施一般是由当地的警察局来执行的。当时各州和地区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某地被批准的电影可能在另一州被禁止。而且决定也都是暂时的，如果当局受到公众的压力随时会改变审查的决定。

除了对放映地的控制之外，各州还对影片的内容进行管制。各州对州内放映的电影进行审查是基于州内成文法中关于淫秽、猥亵的条款（如《新南威尔士的淫秽和猥亵出版物法案1901》（NSW Obscene&Indecent Publications Act 1901）和《西澳大利亚猥亵出版物和物品法案1902》（Western Australia Indecent Publications&Articles Act 1902））以及《刑法》（Criminal Acts）中的有关规定。这些法律对出版物的出版、出售、持有都作了规定。当然，各州的具体规定都有所不同。对法律的执行都是地方警察的职责，各州、地区政府都任命警察厅执行对州物品的控制。

（三）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审查制度的建立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澳联邦政府一直努力希望有一个针对澳大利亚制作的物品的全联邦统一立法。联邦政府要求各州上交地方上制作的物品给联邦机构进行审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邦建议州政府建立针对电影审查的州立法，然后任命联邦审查员作为州审查员。但是，各州为了有权推翻联邦审查员的决定而拒绝将权力转交给联邦。

1927年，电影行业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这给对电影审查感兴趣的人提供了表达观点的机会。放映商、发行商、制造商、妇女组织、教育者等通过听证会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证据。1928年，该委员会的报告总结了听证会上的证据，提出了多条建议，包括实行联邦层面的强制，没有必要设立州审查员。

如果实行统一的联邦管制，就意味着不实行州立法，但是州必须通过立法同意赋予联邦相关立法的权限。因为澳大利亚宪法规定，联邦建立之后，除非特定的权力已被赋予联邦议会作为其专有权限，或者州议会已经放弃这些权力，各州继续享有联邦成立之前所拥有的权力（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onstitution Act，Chapter V，107.）。最终，各州决定通过统一立法授权联邦审查员代理各州进行审查，但是各州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这一审查体系。

真正的立法到1947年才开始（如《1947西澳大利亚电影审查法案》、《1947昆士兰剧场与电影法案》、《1949塔斯马尼亚电影审查法案》）。但是，自1927年之后，各州实际上就开始将州内制作的电影上交给联邦审查委员会，因此统一的审查事实上已经存在，1947年各州开始的立法只是对1928年的决定的正式批准。

自此，当时的联邦电影审查委员会及随后的审查委员会对进口影片及地方提交的影片进行审查，按照各州的电影审查法律所规定的审查标准做出审查决定。但各州审查立法在将州内电影的审查权交给联邦的同时，保留了否定联邦审查决定的权力。

（四）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向分级过渡

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直到二战，维多利亚的传统利益强烈影响着澳大利亚。除了对赌博和饮酒有越来越多的限制外，对性自由、避孕、离婚也有更多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监督和限制，这些都得到了教会的强力支持。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所改变。在现在更为崇尚享乐和物质的年代，澳大利亚社会不再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不再那么泛道德化了，自我表现的机会越来越多（注：戈登·福斯.当代澳大利亚社会［M］.赵曙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83.）。

战后，由于本土化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白澳政策”受到抨击，以致逐渐消亡。这意味着英国的社会价值观念愈来愈被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的价值取向所取代。大量移民的涌入，特别是非英籍欧洲移民比例的不断扩大，促成了多种文化的交流和融会，使多元文化逐步形成，这是澳大利亚本土化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澳大利亚文化因此逐渐发生转变，由以英国文化为主体的单一殖民地同源文化发展成为英国文化传统之上加以多种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

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电影审查面临变化的客观要求。公众对电影审查的反对逐步增加，而电影文化运动（电影社会、电影节、电影课程）加强了这进程。澳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对电影行业进行资助，使得澳大利亚本国电影业有较大发展，电影制造者要求有更明晰的分级标准（注：Tom O‘Regan，Australian Film-making：its Public Circulation，Framework 22/231983，p.31.）。此外，移民高峰带来的民族多样性，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标准，加之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等因素，都造就了一种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氛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大体上反映了社会变化，以及人们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看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州的电影管制法案开始冠以电影分级的名称。像《1971年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电影分级法案》、《1984年新南威尔士电影与录影带分级法案》，联邦电影审查委员会开始依据各州所宣布的类别进行分级。

实际上，早在1935年，电影审查制度下的分类形式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影片在经过审查之后被分为普通级（General）和成人级（Adult）。成年人电影（Adult Film）最初被指定为NRC（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即不建议儿童观看，之后又有PGR（Parental Guidance Recommended）的形式，即建议父母指导观看，这就是现行的PG级（Parental Guidance）的前身。而NRC中的一部分影片被定为SOA（Suitable Only for Adults），只适合成年人观看的影片，被认为对未成年人的冲击太过强烈。此分级发展成为M15+级。

虽然审查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的分级形式，但是到1971年为止，所有的分级都只是建议性的，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法律强制性。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儿童，避免他们看到不该看的内容，审查委员会可以对很多电影进行删减或者禁止。

1971年是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史上的重要时刻。在当时联邦海关和税务大臣堂·齐普（Don Chipp）的努力下，《1971年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电影分级法案》（ACT Film Classification Act 1971）中引入“限制级”——R级，这样一来，很多极端的内容就可以被定为R级而不再被禁止，想看到这些内容的成年人就可以合法地得到。当然，法案也规定该类影片不准向未成年人放映。在这之后，《1984维多利亚电影法案》引入X级。1993年，MA（Mature/Accompanied）被引入《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分级修正案》（Film Classification（Amendment）Act 1993）。当时的两部包含有一定程度暴力描写的影片《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和《恐怖海峡》（Cape Fear）被审查委员会定为M（Mature）级。此定级引发了争论，人们认为该片虽未到达R级的标准，但绝对不能是M级，在M之上应该还有一个分类。在当时的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推动下，MA成为新的电影分类等级。这些分类等级在州分级法案的规定下，都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保证成年人利益的前提下，起到了保护儿童的目的。

虽然有各种形式的分类存在，澳大利亚的电影管制仍然是审查制度。审查员仍然有权根据《1919年海关（电影）条例》对影片进行删改或禁止。但在1971年之后对电影的删减已经很少，1995年12月31日该法案被废除，这种删减彻底停止，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审查也告终结。

四、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

虽然自1971年开始，澳大利亚各州已经陆续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电影分级，但是分级系统复杂而缺乏统一性，只有在联邦层面建立统一的分级制度，才能改变这种状况。1990年澳司法部长要求法律改革委员会对全澳的审查、分级法律进行检查。次年，法律改革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联邦统一分级制度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分级制度开始孕育而生。1996年1月《1995联邦分级法案（出版物、电影、电脑游戏）》（Commonwealth Classification（Publications，Films and Computer Games）Act 1995）正式实施，标志着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分级制度的建立。

必须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公开放映的影片。很多包含极端内容的影片是不允许放映的，分级委员会拒绝对这类影片进行分级。此外，除了两个地区（ACT和NT）之外，澳大利亚六个州都禁止X级的影片和录像带。

（一）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

在1996年之前，澳大利亚审查委员会就已经在审查的基础上对影片实行分级，但分级不是那么有组织的事务。分级系统复杂而缺乏统一性。联邦和所有的州、地区有自己的立法。海关规章阻止进口违反规定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对影片进行审查和分级，但由于各州的标准不尽相同，使得分级程序异常复杂。我们可以来看看昆士兰州审查员的各种形式：海关和税务部、邮局、澳广播控制委员会、国家文学复查委员会、电影审查委员会、州文学复查委员会以及州警局。当然，在这七个机构之外，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有权进行干涉。机构繁多必然会带来冲突、混乱和重复。这种混乱的状况在各州、地区普遍存在。在对电影进行审查时，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可以涉及多达12条的独立立法。

1987年，澳大利亚进行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机构改革。1987年7月，澳大利亚选举刚刚结束，时任总理的工党领袖霍克就宣布开始联邦政府的机构改革。改革内容当中包括强化联邦政府的管理和效率，加强在司法部机制下法律的实施；提高政府各部的功效，减少职能上的重叠与重复，更好地协调和决策，从而使政府的作用更加稳定（注：B Dollery，N Marshall，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Reform and Renewal，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1997，p.131.）。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当时的司法部长迈克尔·达非（Michael Duffy）要求澳法律改革委员会（ALRC）对澳审查法律进行检查，并给出报告，起草一个法规，努力使这些审查法律更加统一有效。

1991年，澳法律改革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关于审查程序的第55号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国家的分级体制，包括联邦法案、法规、分级标准，州、地区则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联邦法案的规定；同时建议制订一个政府间的正式协议，安排正式的程序，以此保证协议能够修正相关法规和指导方针（注：ALRC 1991，Film and Literature Censorship Procedure Report，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June 1991.）。此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将审查委员会和审查复查委员会更名为分级委员会和分级复查委员会。这些举措反映了200年来澳审查系统的巨大改变。

澳法律改革委员会的草案为新的议案提供了原型，联邦法案紧随第55号报告的建议。联邦法案基于宪法第122条所赋予的权力，建立分级机构和分级程序。这一改变的顶点是联邦议会通过《1995联邦分级法案（出版物、电影、电脑游戏）》（Commonwealth Classification（Publications，Films and Computer Games）Act 1995），之后各州强制执行的立法也颁布了。1995年法案反映了全联邦范围内分级合作的本质，其于1996年1月正式生效，当时得到了所有政党的支持。这是自1901年澳联邦成立以来联邦议会首次通过独立的立法来处理分级问题。评论界认为，这一法案也是“合作的联邦制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功。

在联邦和地方的合作机制中，有些州还是保留了部分的权力。1995年法案中有条款允许它们可以不遵循委员会的决定，西澳、南澳、塔西马尼亚和北部地区保留了对委员会决定进行复查的权力；昆士兰州保留了对出版物和游戏进行分级的权力。这一模式证明了联邦体制成功地在实现国家需要的同时，在特殊的情形下保留一定程度上的地方自治。

根据新法案，澳大利亚审查、分级系统的改变包括有：审查委员会改名为分级委员会；首席审查员变成了主任分级员，副主审查员变成了副主任分级员，高级审查员变成了高级分级员；分级委员会的最多人数从12人增至20人（包括正副主任）；最长任期5年，服务期限最长7年（ALRC认为要提供长期的任命来提高职位的吸引力，以保证成员熟悉分级标准和原则）（注：ALRC 1991，Film and Literature Censorship Procedure Report，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June 1991.）；电影和文学复查委员会更名为分级复查委员会。此外，法案还引入了一条新的分级原则：需要考虑社会所关心的事，包括对纵容或煽动暴力的描写（特别是性暴力），以及贬低个人的描写。

（二）联邦统一分级制度的基础

1.澳大利亚的特殊性

电影从仅仅被视为娱乐范畴逐步过渡到被纳入表达自由范畴，而表达自由属于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宪法保障。因此，西方主要国家的电影业在20世纪或快或慢地获得了宪法保障。

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是成文宪法，但是宪法中没有专章《权利法案》，也没有另行制定专门的《人权法》。对于表达自由的保障来自法官对宪法的解释，以及普通法中的判案，这是澳大利亚宪法对于表达自由这一类基本人权进行保障的特殊形式，其明显有别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澳大利亚电影业因此无法受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那样强有力的宪法保护。在澳大利亚，只有在不违反根据宪法所制定的法律的前提下，表达自由才能得到保护（注：Des Butler，Sharon Rodrick，Australian media law（2nd ed.），Lawbook Co.，2004，p.13.）。电影业也因此必须根据联邦、州的法律而受到管制。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电影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受到成文宪法保护之后，电影审查制度由于限制了表达自由而失去法律根基。在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没有类似的法律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全国性人权法案的讨论在澳大利亚由来已久，但仍未能实现。人权法案是否会制定还是一个未知数，若真的出现这样的法案，电影作为表达自由的形式也将获得更加强有力的保护，澳大利亚的电影分级制度势必会由此深受影响。

2.各法域的共识

决策的制定一般都是以一定价值准则的确立为前提的（注：菲利浦·纳波里.基础原则和传播决策［M］//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8.）。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决策的制定遵循一套价值准则。法律改革委员会之所以对自己的建议如此有信心，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价值准则的存在。澳大利亚联邦、州、地区所有的法域存在两个重要的共识：①成年人应该读到、听到和看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人们不应该被迫接受那些冒犯到他们的东西；未成年人应被保护，以免受潜在干扰因素的伤害；②“有理性的成年人（reasonable adult）”概念成为分级决定的基础。这两个共识自各州、地区开始制定地方的分级制度开始就被认为是基本原则，在联邦分级制实行之后，其继续得到所有澳政府的支持。现在仍可在现行分级法案中找到，它们继续指导着分级决定的做出。

第一个共识发展成为现行的澳电影分级制度的基础原则：①成年人应该读到、听到和看到任何他们想要的；②未成年人应被保护免受潜在的干扰因素的伤害；③不可以以贬低的方式描绘任何人；④电影不应该纵容和鼓励暴力（注：Classification（Publications，Films and Computer Games）Act 1995（Cth）.）。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于“有理性的成年人（reasonable adult）”概念而对物品进行分级的作法，被大多数州所采用，并作为立法改革的一部分被引入对出版物、电影的分级活动（如Classification of Publications Act 19731974（South Australia））。对于“有理性的成年人（reasonable adult）”的检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作为社会标准的测量方法，另一个是承认成年人有不同的个人喜好。社会标准的检验在分级决定过程中被考虑，电影被拒绝分级时，给出的理由经常是违反“被有理性的成年人所广泛接受的道德、庄重、礼节的标准”（联邦分级法案的第11条）。此外，影片是否定为R级或X级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可能冒犯有理性的成年人”，这承认了成年人有不同的个人喜好。一些成年人认为冒犯的内容，另一些可能不会这么觉得，所以他们可以自己选择看或不看。

3.联邦和地方的合作

澳大利亚全国分级体制建立的另外一个基础是联邦与地方的合作。分级法案是在联邦、州和地区之间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实行的。基于这个体制，分级的决定由联邦做出，之后各州和地区强制实行。法律改革委员会在1991年报告中指出，联邦、州和地区是平等的伙伴，政策源于各州的一致同意。但是分级者的权力必须来自单一的授权，也即联邦授权。

虽然分级的权利交由联邦，但州和地区保留强制执行的权利，各州和地区通过各自立法制定强制执行的条款，对于影片、录像带在各州、地区的放映、出售、出租等进行具体的规定和强制。电影行业，包括发行商、影院、录像出售出租商等都必须遵守各州的执行法案，向公众提供准确的分级信息，确保影片是向符合年龄的观众放映。凡是违反法案规定的个人或组织都将受到州警察厅的处理，处以罚款，甚至入狱（注：ALRC 1991，Film and Literature Censorship Procedure Report，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June 1991.）。但是，在各州、地区的分级法案中包括有蔑视、不顾委员会所作分级决定的条款，也就是说州和地区保留推翻分级委员会所作分级决定的权力。

（三）澳大利亚现行分级制度

目前在澳大利亚，电影在提供给公众之前必须通过分级，出售、放映未分级的电影、录像是违法行为。从2002年3月开始有极少数影片可以免分级，如教育性质的影片，它将自动定为G级。分级按照统一的法案和指导原则进行，包括《联邦分级法案1995》（The Commonwealth Classification Act 1995）、《国家分级法规》（The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Code）和《分级指导方针》（The Classification Guidelines）。法规对分类等级进行了宽泛的论述，而指导方针则是分级工具。这些法规还解释各级别范畴，对各级别中允许出现的内容进行界定。作为国家政府机构的电影和文学分级办公室OFLC（The Office of Film and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则负责对分级委员会和分级复查委员会进行行政管理，给予财政支持。

1.分级的流程

电影在澳公映、录像带在澳发行之前，放映商或发行商必须将电影、录像带提交电影和文学分级办公室（OFLC）进行分级。对一部电影进行分级时，分级委员会至少要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进行观看，然后根据分级指导方针做出分级决定。对于在海外名声不好或者有潜在分级困难的影片，参与分级的人数会增加，或者会组织另一小组重新观看，进行投票，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

如果对于分级决定有异议的话，相关人员可以提出复查申请。对于复查的申请，《联邦分级法案1995》规定，有权提出复查申请的人，包括联邦司法部长、分级的申请者、发行人，以及“对分级决定抱不平的人”。此外，州、地区的司法部长也可以要求联邦司法部长申请复查（注：Classification（Publications，Films and Computer Games）Act 1995（Cth）.）。

2.具体的分类等级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审查就已经使用了分级的形式。1927年成立的关于电影行业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了对影片实行分级的建议，该建议被采纳，所有的影片由审查委员会划分等级（grade），标明适合“普遍放映”，未标明的影片不得白天在影院上映。之后，分级慢慢成熟，在各州的立法中出现了NRC、M、MA、R级等分级形式。

现行的分类等级也是在各州分级的基础上确定的，包括有建议性的分类（recommended or advisory categories）和法律上限定的分类（legally restricted categories），一共规定了七个等级：

建议性的分类

G级（General audience）适合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观众

PG级（Parental Guidance）儿童需在父母指导下观看

M15+级（Mature）不建议15岁以下观看，此分类不属于法律上强制的分类

为法律限定的强制的分类

MA15+级（Mature/Accompanied）必须15岁以上或是有监护人陪伴才能观看，此为强制的分类

R18+级（Restricted）18岁以上才能观看，此为强制的分类X级（Restricted）18岁以上才能观看，较之于R18+，此分类的电影包含真实的性行为，此亦为强制的分类RC级（Refused Classification）拒绝分类，即被定为该级的影片将被禁映。（注：Guideline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lms and Computer Games.）

所谓建议性的分类是不受法律强制的，如一部影片被定为M15+，就是建议十五岁以下的观众不要观看，因为影片可能包含对他们不利的内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进入影院观看的，放映商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

但是，法律上限定的分类则是必须执行的，如影院在上映R18+的影片时让十八岁以下的观众进入的话，依据分级执行法案，放映商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从分类等级中我们可以看到，PG和MA15+都明确提到了父母和监护人，法律永远无法代替父母有效的控制。在社会中最后起作用的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社会普遍认为，双亲一般是保护孩子最合适的人选，他们保障其发展成为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个人（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父母有主要的责任来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那些不该接触的影片。

3.消费者建议的实施

国家分级体系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他们选择电影的信息，如果分级信息不准确，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提供，那么这一体系的目的就将遭到破坏。这就要求必须有细致的消费者建议（Consumer Advice）来告知公众影片中包含哪种程度的内容。州、地区立法强制要求包装上必须有消费者建议，这在世界各国中属于先行者。如新南威尔士的《1995年分级执行法案》（The Classification Enforcement Act 1995）规定了公映影片以及影片广告的要求，包括：除非是在联邦法案下得到豁免的影片，未分级的影片不得做广告；已分级的影片的广告必须包含明确的与电影分级相关的清晰记号，必须注意到广告的大小和特征；电影的广告中必须包含一系列的分级符号；有关分级的通告（经由分级委员会的主任所批准的）必须展示在电影放映的显著突出的位置（注：The Classification Enforcement Act 1995（NSW）.）。

2005年5月正式生效的《2005年分级（电影和电脑游戏的标志）决议》，依照《1995年联邦分级法案》的第八部分，规定了在电影、电脑游戏和这些产品的广告中使用分级记号的要求，包括录像带的外包装、电影预告片、公映的电影的印刷广告（报纸、海报、传单）、公映电影的网络广告等都要附带分级信息。分级信息包括分类等级的图标，以及详细的分级解释。通过这些信息给消费者提供帮助，使他们能更好地选择影片。

五、审查、分级的法律依据

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罗德·德夫林（Lord Devlin）表示，普通的社会成员对某一行为的厌恶，为该行为的不合法性提供了一个强制性的理由，尽管它并未对他人造成伤害，因为每个社会都有权利保护自身明显地远离道德腐化（注：Lord Devlin，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3.）。

普通法注重维护个人的权利，尽管澳大利亚宪法缺乏一个类似人权法案的成文规定，法官们还是确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即当宪法和不成文法不明确时，必须做出有利于公认的个人权利的司法判决。最高法院通过对宪法的解释和普通法来保障言论自由。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像其他保证言论自由的国家一样，认可自由只是一个有序社会（Hughes and Vale Pty Ltd.v.The State of NSW（1995））或由法律组织和控制的社会（Samuels v.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Pty Ltd（1969））中的一个要素，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不能越过公共利益，尽管这会限制言论自由，但为了防止不正当的影响，必须这么做。

但是这种限制的标准、程度却是不容易把握的。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分级历史上，大量采用法庭的相关判案。现行的分级法案也大量援引相关判案，以此为依据确定分级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的处理标准。

（一）关于淫秽和猥亵

在西方，围绕着淫秽、色情的审查制度的争论有很长的历史。在大多数国家，与淫秽有关的审查反映了这样一个轨迹，从被认为原本就是坏的行为而应该被定罪的观念，到对各种色情的经验的认识和对个人自治的一致认同。

在澳历史上，各种审查和分级决定都受到判例法和成文法中有关淫秽和猥亵的影响。最初的电影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淫秽、猥亵内容的审查。对于淫秽的立法管制来自法庭判决的普通法和来自议会制定的成文法。澳大利亚各州、地区通过立法管制淫秽、猥亵、冒犯性的行为或物品。淫秽和猥亵在成文法中被广泛禁止，如新南威尔士州的《1900年刑法》（Crimes Act 1900）第578条C款，南澳的《1953年警方犯罪法案》（Police Offences Act 1953）第33条等等，都以法律条款的形式禁止了淫秽和猥亵。电影在各州、地区放映时，地方政府根据这些条款对影片的内容进行控制，禁止放映违反条款的电影。

但是，由于立法含糊不清，缺少对淫秽和猥亵的明确定义，而且事实上各州都有不同的法律和样式，所以存在很大的潜在限制，对艺术家来说也很容易触碰到那些底线（注：Shane Simpson，The Visual Artist and the Law，Sydney：LBC，1989，p.153.）。所以，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必须参照不成文法的解释。虽然澳大利亚各州在有关淫秽、不道德出版物的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作为各州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的终审上诉法庭的地位，确保了澳司法判例具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美洲大洋洲分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383.）。

1.对于淫秽的道德检验

普通法中因为淫秽内容的传播而可被控告的违法行为可追溯至1727年，当时《罩衫下的修女》的出版商因出版淫秽内容而被定罪，处以枷刑（注：R v.Curll（1727）2 St T 788；93 ER 849.）。对于淫秽的定义，英国1868年R v.Hicklin案的判决被英美等国广泛援引，澳大利亚也沿用了该案中的解释。在该案中首席法官考克本（Cockburn CJ）称，判断物品淫秽与否的标准在于“该材料是否使那些头脑容易受不道德影响的人堕落败坏”（注：R v.Hicklin（1868）LR 3 QB 360 at 371 per Cockburn CJ.）。这一定义在变动之后进入澳成文法。然而，这一检验标准被许多问题所困扰。例如，谁的道德规范应该被神圣化作为相关的准则？传统的基督教道德体系在过去或许适合，但在更宽容和自由的今天是否仍然适合？此外，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是否在根本上适合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社会？另一方面，当社会团体坚持他们的宗教所提倡的价值时，一套现世的非宗教的行为准则是否合适？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淫秽的社会标准做出判断。

2.关于淫秽的社会标准

1968年Crowe v.Graham案之后，处理淫秽和猥亵问题的方法改变了。该案考虑了在两本杂志中性内容的出版是否违背了新南威尔士的淫秽法令。案件中名为《审查员》和《淫秽》的两本杂志的出版者、发行者因为出版所谓猥亵的内容而被告，法庭根据新南威尔士的《淫秽和猥亵出版物法案》（The Obscene and Indecent Publications Act，1901—1955）第16条，裁决被告罚款20美元。被告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首席法官巴威克（Barwick CJ）表示对于淫秽和猥亵的合适的检验标准是看内容的表现方式，看它是否冒犯了一般的男女在有关性的事情上的节制标准（注：Crowe v.Graham（1968）121 CLR 375 at 379.）。法官威德耶尔（Windeyer J）认为，检验的标准要看是否违反当代的社会标准，他对社会标准的解释是那些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标准（注：Crowe v.Graham（1968）121 CLR 375 at 399.）。在进行判决时，法官欧文（Owen J）谈到了1948年的R v.Close案。在该案中，被告因在书中出版传播淫秽的内容而被起诉。法官弗拉格（Fullagar J）提出了对淫秽的检验标准，他认为，“淫秽（Obscene）作为一个普通的英语单词，与堕落或腐化及易受影响的人无关，它是用来形容那些违反了当前关于庄重标准的事物，而不是那些传递罪恶想法的事物（注：R v.Close（1948）VLR 445 at 463.）。”

普通法无疑假定淫秽的作品确实腐化和使道德堕落，认为它腐蚀思想，创造出迎合淫秽品味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科学的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所以现在看来，之前要求证明那些腐化堕落倾向，只不过是法律的虚拟（legal fiction）。以当前有关庄重（decency）的社会标准作为检验标准，已被广泛接受。在1970年的Bradbury v.Staines案中（注：Bradbury v.Staines；Ex Parte Staines（1970）Qd R 76.），演员因在舞台上说了“fucking boong”而被起诉，法官布赖德（Brad J）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习俗下，这样的“脏话”已经能为社会所接受。在1998年的Pell v.Council of the Trustees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中，墨尔本的天主教会大主教认为在维多利亚美术馆展出的安德烈·塞纳洛的作品《Piss Christ》亵渎了神明，向维多利亚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展出。大法官哈珀（Harper）拒绝颁发禁令，他认为，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宽容社会中，“不必烦心于亵渎的传播”，没有证据表明展出引起了社会不安（注：Pell v.Council of the Trustees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1998）2 VR 391.）。还有很多的判案都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对于淫秽的检验离开了普世性的道德标准，而是根据社会习俗，看当前的关于正派的社会标准是否能接受某些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淫秽与否的标准也在变化，过去的标准也被当代的标准所取代。可能有些事情在过去被认为是淫秽的，而如今不再如此。1972年的Romeyko v.Samuels案正如此（注：Romeyko v.Samuels（1972）2 SASR 529 at 560.）。案件涉及曾被定为淫秽物品的出版物的再次出版，法庭做出判决，认为判断的标准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当前的标准下，该物品已经可以被人们接受。这一判决肯定了社会标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3.语境和艺术考量

除了时代发展、观念进步之外，还必须考虑其他的情况，包括出版物的方式和场合。在一个背景中被认为猥亵的，在另一个背景中可能被人们接受，反之亦然。在1973年的Robertson v.Samuels案中，法官赫加斯（Hogarth J）提出，在陆军营地中被接受的，未必适合在公众场合公开发行（注：Dalton v.Bartlett（1962）3 SASR 549 at 557；Robertson v.Samuels（1973）4 SASR 456 at 473.）。在1974年的Bills v.Brown案中，法官认为，不考虑周围的上下文就对行为或语言定罪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生来就是淫秽的（注：Bills v.Brown（1974）Tas SR 117.）。“fuck”、“cunt”这样的词，在一些案件中确实是淫秽的，但不是绝对的，这得看使用它们的语境。在1969年的Attorney-General v.Twelfth Night Theatre案中，“fuckin’boong”这样的词在演出的语境中不被认为是淫秽的（注：Attorney-General v.Twelfth Night Theatre Qd R 319.）。同样的情形在前文提到的Bradbury v.Staines中也出现过，法官是以当时的社会标准为依据做出判决。如此看来，在对作品进行考量时，必须考虑到相关的文学、艺术或科学目的或企图。在R v.Close案中，当出版物被用来给医学院的学生作教学所用时，就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它是出于科学的目的。案中法官弗拉嘎（Fullagar J）认为：“在考虑事物是否猥亵、恶劣或令人厌恶时，必需，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该事物所处的艺术、文学或科学的背景（注：R v.Close（1948）VLR 445 at 463.）。”

（二）标准确定

相关判案中，法官认为相关的标准是“普通男女对于性的事情上的”庄重标准，以及“当代社会的标准”。那么如何确定普通男女和当代社会的标准呢？

1.关于普通人的解释

在有关淫秽等的判案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普通男女”。法官认为，社会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对于淫秽等的判断也应该是基于普通人的概念。在1971年Mackinlay v.Wiley案中，首席法官威克汉姆（Wickham CJ）将普通人做了如下的描述：他不轻率，不情绪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人，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喜欢学究式的分析评论的人，而且在各个方面，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既不聪明也不愚蠢，既不天真也不世俗，既不富于想象力也不感觉迟钝。简而言之，在任何能说出来的对立的形容词中，他不在任何一边，而正好在中间，这个人就可以被概括为普通人（注：Mackinlay v.Wiley（1971）WAR 3 at 25.）。此段描述在之后的判案中经常被引用。

2.关于社会的解释

另一个问题在于“社会”究竟是谁，是谁的正派的标准被冒犯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不能确定是否所有人都共用一套普遍的价值观。在Crowe v.Graham案中，法官威德耶尔（Windeyer J）将当代的标准描述成“那些被澳社会当下所接受的”（注：Crowe v.Graham（1969）121 CLR 375 at 399.）。

澳大利亚法理学家福克斯（Fox）认为，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一套全澳的普遍标准，因为在社会行为规范上就会存在不同，如不同的饮酒习惯。他指出，正派的标准也存在类似的不同，而且在任何实践中，法庭总是解释州的立法，他们应该注意州的而非全国的社会标准。虽然这是个较好的观点，但它并不是没有难点的。用相同的论点可以指出，也许在州或地区之内也存在社会行为规范（包括正派的标准）的不同（注：Cf R Fox，Obscenity and Indecency，1969，3 Adel L Rev 392 at 399.）。

正因为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标准，因此，盎格鲁—撒克逊—凯尔特人后代的社会规范没有必要符合土著、亚洲或其他文化背景。所以，当下的社会规范之准绳应该是：“一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的、一定程度上世俗而非宗教的社会标准（注：Pell v.Council of the Trustees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1998）2 VR 391 at 395.）。”

3.目标受众的标准

另一个要关心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形下，出版物是以有限的目标人群为受众的。虽然在澳还没有确定要适用的标准是否是整个社会的或是代之以目标受众的标准，但是法官已经在判案中肯定了目标受众的标准。

法官威德耶尔（Windeyer J）1968年在Crowe v.Graham案中认为，当判定出版物是否违反了社会的标准时，作为相关环境的组成部分，出版物的预期受众是应该被考虑的相关因素。1968年的Chance International Pty Ltd v.Forbes案认为，如果出版物只是制作出来给限定的班级或一群人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德就没有被冒犯，这不是因为对什么是正派实行双重标准，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道德标准没有遭遇受限制的出版物公开侮辱或冒犯（注：Chance International Pty Ltd v.Forbes（1968）3 NSWR 487 at 490.）。

然而，实际情况有可能更复杂。尽管出版商的目的只是确定而有限的人群可以得到的出版物，而且也采取了合理的管理来确保它只为那些人出版，它还是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落到更多的受众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出版商所声称的只为有限受众制作目的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法庭判案也不仅仅依据目标受众的标准。在1971年的Mackinlay v.Wiley案中，西澳大利亚大学学生会的出版物《Pelican》声称是探究普遍的审查和电影审查。它在校园内分发，学生和进入校园的其他人均可获得。此外，在校外人们可以低价购得。编辑者被指控出版淫秽内容，因为刊物中包含有相关的照片和文字。被告称作品是以大学生为读者群，以大学生的标准来看刊物中的内容并不淫秽。西澳大利亚最高法庭认为，地方法官拒绝区分大学生和广泛的社会标准的做法是正确的。即使是适用在校大学生的标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些学生，很多是刚进校的新生，比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拥有更好的道德标准来抵御淫秽物品的影响（注：Mackinlay v.Wiley（1971）WAR 3 at 25.）。

（三）判案在分级立法中的援引

在美国，法院判案在电影制度从审查到分级的转型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庭判案为分级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在澳大利亚，法院在电影审查和分级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为立法机构提供某种重要的法律依据。议会通过援引司法判案，制定分级法案。

根据对法庭判案的分析，淫秽法被描绘成保护公民免受非自愿地接触到那些对他们有所冒犯的内容，同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来确保出版物不会到达目标受众之外的人的手中。这正是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分级过程中的普遍信仰：成年人有权在私下或公开读到、听到和看到他们想要的；人们不应该被迫接受那些冒犯到他们的东西；儿童必须受到充分的保护，免受那些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伤害或者会造成的烦扰。

判案中涉及的社会标准、作品发表的场合、艺术价值、有限的目标人群等概念，均在电影分级中被广泛运用。分级法案规定，分级委员会在做出分级决定时必须考虑以下内容：①被有理性的成年人所广泛接受的关于道德、庄重和适当的标准；②（如果有的话）出版物、电影、游戏有否文学、艺术和教育价值；③出版物、电影、游戏是否有医学的、法律的、科学的特征；④出版物、电影、游戏向谁、在哪些人中间出版（注：Classification（Publications，Films and Computer Games）Act 1995（Cth）.）。

在现行的分级制度中，社会标准概念被认为是制定分级标准、做出分级决定的基础。因为随着时代发展，社会标准也会变化，所以现行的分级法案规定分级的标准应当适时修改。而对是否在全澳存在统一的社会标准的考量，决定了各州、地区在分级事宜上存在一定的自主权。部分州和地区保留了部分的分级权力，以及对联邦分级决定进行复查的权力。此外，对作品发表的场合以及艺术价值的考虑，则保证了分级制度对电影节上放映影片的豁免。

六、关于审查、分级的争论

目前澳大利亚所实施的电影分级制度已经存在十余年，从分级的制定到实施都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它是否已经成熟、完善？自联邦统一分级制度实行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关于此制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现行分级制度的性质。因为分级中RC级（拒绝分级）的存在，人们认为现行的分级制度在实际上仍然具有审查的意义。

此外，对于分级的标准问题也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妇女、宗教团体要求严格的分级，禁止某些影片的分级、放映，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个人有选择影片的权利。争论中，澳大利亚电影分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倾向，偏向于更严格的限制。历史上，审查向分级过渡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澳的多元文化。现今，还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仍处在形成、完善过程中。

而在这个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对电影的管制，协调着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对于电影分级制度的发展趋势起着决定性作用。

根据上述历史和理论研究，作者认为，澳大利亚目前的电影分级制度是一种具有审查性质的分级制度，但是，其中的审查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审查。而当前澳大利亚相关争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更加具体地把握这一分级制度的现实内容。另外，这一争论也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的演变。

（一）严格的电影分级制度

澳大利亚现行的分级制度是否严格？看一下有代表性的影片在澳的分级情况，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西方各国普遍都有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但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电影制度不尽相同。从不同国家对同一部影片的审查和分级情况看，我们可以窥豹一斑，并在比较中看澳大利亚的电影分级制度是否严格。

《Salo》是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广受争议的影片，又名《索多玛120天》。导演想要在影片中揭露人性之恶，影片中充斥着肆意谩骂、侮辱、猥亵、虐待、强奸、鞭打、喝尿、同性恋等内容（注：Verdicchio，Pasquale，“Censoring the Body of Ideology：The Films of Pier Paolo Pasolini”，Fiction International，22（1992），p.369.）。对于这么一部影片，各国的态度各不相同。在法国，人们很早就可以看到被定为“16”级未剪切的《Salo》，现在仍偶尔会在巴黎的艺术影院放映，该片的录像带在法国普遍可以得到。《Salo》未剪切的录像带在意大利、德国也都能得到。在荷兰，影片有一些奇怪的删减，一些鞭打的场面被剪去。在丹麦和奥地利，《Salo》在实际上就是“16”级未剪切版。作为北欧自由主义的显著代表，早在1976年，《Salo》就在瑞典通过了“15”级未剪切。1999年，《Salo》在捷克上映。我们所能看到的《Salo》最近的一次被禁，发生在1998年，澳大利亚的电影分级委员会将该片定为RC级，也就是影片在澳大利亚被禁止。

除了像《Salo》这样富有争议的影片，澳大利亚现在对主流电影的分级也仍然没有放松，看一下对全球热门影片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全球热映的《哈利·波特和魔法石》在澳大利亚被定为PG级，即儿童需在父母陪伴下观看，仅仅因为影片关于魔法的主题。而第三部《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囚徒》更进一步被定为M15+。《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囚徒》在英美等国上映时，均被列为PG级，惟独在澳大利亚受到严厉的对待。对《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囚徒》的M15+分级引来了澳大利亚发行商和电影院的集体震怒。事实上，澳大利亚对《哈利·波特》的约束由来已久，澳大利亚一些教会组织曾认为J.K.罗琳撰写的《哈利·波特》系列故事儿童不宜，要求学校禁止学生看《哈利·波特》小说。

许多人认为，澳大利亚分级政策变得越来越保守，电影的分级有越来越多的限制。一些组织（像Watch on Censorship）认为，少数有权力的组织给分级的过程施加了太多影响，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成年人能看到的电影会日益受到限制，不幸的是，OFLC并不对这些指控进行辩解（注：McFarlane，Brian，Mayer，Geoff，Bertran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Film，Oxford University Press，c1999，p.61.）。

（二）现行分级制度遭遇质疑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现行电影分级制度太过严格，但是各方都明确支持分级制度。人们都需要信息，都乐意在电影宣传海报上看到清晰的分级标志，都需要录像带包装上的消费者建议来给他们做出提示，以便更好选择自己愿意观看的影片，家长也可以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年龄的影片。但问题的关键是，澳大利亚现行分级制度中存在与分级概念不符的内容，人们对其产生了异议。

1.关于审查和分级

在经典意义上讲，审查（censorship）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政权统治下有不同的界定。现行的定义之一，审查是对国家或个人有侵权或危险的内容进行约束的一个机制。它可能是以完全禁止的形式出现，如绝大部分国家对儿童色情的禁止；也可以是对内容进行删改，使其符合一定的标准。分级（classification）是将物品划分一定的等级，一般是以年龄为界限。规定其传播使用的范围，让成年人获得信息而使未成年人不可得，切实保护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审查作为一个格式化的工具来确定和保持公共道德。如果一件艺术或媒体产品做出妥协来适应分级系统或管理机构，该艺术或媒体产品就是被审查了。如果电影中的一个画面、书中的一个单词、图像中的一个部分被重新编辑删除、被篡改、被柔和或是改变方式（并不出于创作者的本意），那样的话，审查就发生了，即使修改是由艺术家、创作者自己完成或是监督的。

在现代意义上讲，与带有贬义意味的审查相比，分级更具中性的味道。审查使人联想到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的观念，而分级是与在标准多样化的社会中促进有见识的选择相关联的。在原则上，分级意味着没有东西会被禁止，而只是在有必要时限制放映方式，是给人们提供关于影片内容的有效信息。把分级的指导方针应用到流行文化的特定产品和表现中，从电影到歌词、网站，这些都是专家的工作。它所谈到的是井然的秩序而不是命令，所以在语言中它可能被叫做文化的管理（注：Gareth Griffith，Censorship in Australia：Regulating the Internet and other recent developments，Briefing Paper，NSW Parliamentary Library，2002，p.13.）。

2.澳电影分级制中的审查性质

近十多年来，澳官方一直采用分级的字眼，这也反映在联邦、州和地区现行的法律中。霍华德政府负责审查和分级的部长——司法部长达里尔·威廉姆斯（Daryl Williams）说：“我们的系统是将材料分级，将其归入适当的类别，而不是寻找禁止它的理由（注：Hon Daryl Williams AM QC MP，From Censorship to Classification：An Address by the Attorney-General the Hon Daryl Williams AM QC，Current Developments，Volume 4，December 1997.）。”除了西澳之外，澳大利亚所有其他法域都将“审查”从他们的立法纲要中除去了。前首席审查员约翰·迪克耶（John Dickie）曾说：“其重要性在于认识到了对提交给我们材料进行管制的这一过程的本质，我们不再剪电影，而是给电影划分等级。如果发行商想要一个更低的级别，他们可以上诉到电影复查委员会，或者向分级委员会寻求做出此分级决定的原因，然后决定是否重新编辑影片，或者重新提交分级（注：John Dickie，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Submission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96，p.32.）。”他提到了重新编辑影片，言外之意就是发行商根据分级委员会的要求来对影片进行修改，以达到委员会的标准。事实上，改变出品人的初衷对电影进行编辑或删减就是变相的审查行为。

除了对影片内容可能存在的审查之外，一些影片确实被有效禁止了，只是现在用的办法是间接禁止，即“拒绝分级（Refused Classification）”这样的等级。在参加悉尼一个电影论坛时，面对观众对于RC就是审查的质疑，司法部长达里尔·威廉姆斯（Daryl Williams）并没有否认，他说：“我接受它（RC级）代表了审查（注：Big Cs：Censorship&Classification，Free open forum：Chauvel Cinema，Sydney，14 May 2001.）。”而且在论坛中部长本人多次提到“审查员”，而非“分级员”。

RC级的存在以及各州对X级影片的禁止，使得澳大利亚现行的分级制度仍然具有审查的性质。甚至有人认为RC级的存在使得澳大利亚现行的电影分级制度在本质上成了审查制度。

3.反对审查的声音

对于反对审查的人来说，最有力的论据是，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成年人应该读到、听到和看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为何一些电影却成了“禁片”？电影分级员说，他们不是在审查电影，而只是拒绝对一些电影进行分级，拒绝分级就是间接地禁止了影片的放映。不仅是RC级的电影实际遭禁，在澳大利亚各州出售、租赁RC级的录像带也属于违法。

批评家和反审查制度者经常会对一些分级产生不满，认为它太过苛刻，剥夺了公众自由观看的权利。他们认为，当OFLC剥夺成年人观看某些电影的权利时，那是代表了社会做出的道德的决定而并没有与公众意见保持一致。

反对审查的组织指出，没有人能强迫人们观看某部电影，因为这是关于个人选择的事情。这些组织也认为，观看电影的行为不会对任何人不利，成年人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观看什么。前英国资深审查员朱利亚·伍德（Julia Wood）说：“反对审查的组织相信，儿童不能得到那些影片，那些是专门给寻找这些影片的人的（注：McKenzie Sarah，Classification and Censorship，Screen Education，2005，p.52.）。”一些组织担心，没有得到公众授权的审查会增加，政府赞同少数组织像澳大利亚家庭协会的观点，并由此对审查进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不一定想看这些电影，但是他们认为，人们如果想要看的话，他们应该有选择权。反对审查的组织并不是说不需要分级以及保护儿童这样的体制，但他们认为这些系统应该是公正和公开的。现在很难说这些分级是否切中要害，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电影到底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需要看年轻人如何看电影、如何理解暴力、性和恐怖等主题。

总的来说，反对对RC级以及对X级录像带进行查禁的人们存在以下担忧：

其一，“成年人应该可以看到他们想看的，审查违反了公民权利”。对某些影片的查禁限制了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影片的自由。但是，有这类担忧的人们还是认为，对儿童色情的审查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真正反对的不是审查，而是想要一条界线。

其二，“如果禁止X级，将会大开黑市之门”。大的黑市非法出售X级的影片，甚至RC级影片。1994年澳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76.3%的被访者认为成年人应该可以通过许可的成人书店来获得X级影片（注：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nnual Report，1994—1995.）。当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可能转向黑市寻求某些影片。

其三，“因为没有证据显示观看影片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没有理由禁止”。观看性或暴力的内容是否会导致性犯罪或暴力行为，这一因果关系在媒体效果研究中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来自昆士兰大学的史汉姆（Sheeham）教授提出有意义的证据，认为观众个人的特征是最重要的基本因素。影片中性和暴力的内容是否会产生所谓的坏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本身具有攻击性（注：Paul Wilson，Stephen Nugent，Sexually Explicit and Violent Media Material：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Trends&Issues in Criminal Justice No.9，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December 1987，p.5.）。在《媒体暴力以及其对进攻性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作者调查研究了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和实验。虽然假设影视中的暴力与现实社会中的暴力呈因果关系，但结果却显示大多数研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37%的实验支持该假设，22%的结果不明确，41%的实验则是否定该假设的。在剔除那些在测量标准上极有争议的实验之后，支持该假设的比例下降到28%，而否定该假设的则上升到了55%（注：Marjorie Heins，A Psychologist Surveys the Wreckage，Free Expression Policy Project，June 2002，p.19.）。

反对审查的组织还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断来说明审查制度根本不起作用，许多青少年在未到法定年龄之前就想方设法地看MA15+或R18+的影片。新技术，如互联网，正在破坏着分级程序，被定为RC级的影片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下载。

但必须指出，反对审查者并不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要管制，他们仍然坚持需要分级制度，但这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而成年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看或不看。反审查者相信，给观众清晰和全面的信息后，个人可以运用个人的道德观来确保他们不会观看那些自己觉得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不快的电影。

同时应当指出，没有人可能否认，现在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度在基本特征上不同于以往电影审查制度，其分级概念极大地不同于澳大利亚传统电影审查制度中的传统分级概念。

（三）争论中的各方

澳大利亚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声音。“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了对广播节目、音乐种类和电影的不同兴趣爱好……看动作片的人与看由简·奥斯汀小说改编的影片的人被看作是不同的——甚至电影制作者也认为是不同的。”“由于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恼火和愤恨是明显的、令人不安的（注：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郭青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5.）。”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这样的冲突不可避免。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其民族特性的检验标准，澳大利亚拥有管理和发展多元文化的专门政府机构，诸如澳大利亚联邦移民、多元文化和土著事务部（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根据1997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23%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海外。其中，6.2%出生于欧洲，5.3%出生于亚洲，2.3%出生于大洋洲，1.2%出生于中东和北非，还有不到2%的人出生于其他地区。在1830万的总人口中，有350万或18%左右的人为第2代澳大利亚人。

文化及种族的多样性必然会导致观念与行为的差异，甚至是更宽、更深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裂痕。移民高峰时期，公众反对电影审查愈演愈烈，由此可以看到多元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大量进入澳洲，他们拥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想要看到自己语言的电影。有较高文化的公众反对政府对艺术的干涉，而妇女、宗教团体却不断呼吁要求更加严格的电影管制。多元文化主义通常被定义成一场“社会知识运动，它提倡多样性价值，以此作为核心原则；它坚持所有文化群体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同等对待（注：Blaine J.Fowers and Frank C.Richardson，Why Is Multiculturalism Good？，American Psychologist 51，No.6 p.609.）。”

1.妇女的斗争

在澳大利亚，妇女在电影管制问题上主要存在两股思潮，一是女权主义者对色情影片的态度，二是以家庭妇女为代表的对严格分级的呼吁。女性在电影审查中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坚固且始终如一地要求对电影进行严格的法律控制。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妇女组织最早对电影提出投诉，指出电影有给婚姻、家庭制度带来破坏的危险。她们相信电影通过展现不道德的主题会潜移默化地腐蚀儿童的头脑。她们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担心影片对她们的家庭和家人带来冲击。所以，家庭妇女在审查、分级争论中一直支持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社会普遍观点也接受妇女作为家庭和儿童福利的道德守护者，所以她们可以走出家庭，获得教会和其他组织的援助（注：Sonia Walker BA，M Phil，Film Censorship In Western Australia：Public，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sponses 1898—1928，Australasian Law Teachers‘Association，September 2002，Volume 9，Number 3，p.23.）。

而女权主义者作为更激进的代表在电影审查的历史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在对性的看法上，女权主义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派别：激进女权主义与自由女权主义，前者强调性快乐，特别是异性爱的性快乐，给女性造成的危险，反对一切不利于女性的性行为；后者则强调以性快乐为中心，打破一切传统的价值标准，只要能给女性带来性快乐，任何性行为都属合理合法（注：J.Ralph Lindgern nadine taub，The Law of Sex Discrimina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8，pp.476477.）。这两种立场出于不同的原则，强调不同的方面：反对禁止淫秽色情品的人们更强调言论自由的原则；而主张禁止淫秽色情品的人则认为，淫秽色情品的制售是对妇女暴力的合法化。因此又有人将女权主义在淫秽色情品上的两种立场概括为反色情（anti-pornography）立场和反审查（anti-censorship）立场。有人把女权主义者在淫秽色情品上的态度按国家区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主张采取禁止和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观点占上风（注：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这在澳洲女性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在1996年的Potter调查中，虽然只有10%的女性被访者表示自己会购买X级的影碟，但是另一个数据则显示，有69%的男性被访者表示他们的女性同伴支持他们购买X级影碟。

2.教会的力量

基督教是澳大利亚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占总人数的70.28%，但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宗教（注：Religions in Australia，http：//www.adherents.com/loc/loc_australia.html.）。澳大利亚是奉行宗教自由的国家，宪法第116条规定：联邦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建立任何宗教、或强加任何宗教惯例、或任何宗教的自由活动。因此，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宗教，都可能在澳大利亚找到宗教团体。教会渗透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力十分巨大，功能也非常健全。

作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基督教在对非暴力的成人性行为方面一直持消极观点。教会长期将性等同于罪过。虽然文艺复兴对爱情大胆地予以颂扬，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对人类的性爱也加以充分的肯定，但中世纪以来教会的“原罪论”性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电影中出现的性爱镜头，教会更是耿耿于怀。

在电影出现初期，澳大利亚的教会神职人员与妇女组织一起要求对电影实行审查。作为社会道德的守护者，神职人员明显地感到他们有权利对电影上映的标准进行申诉。许多宗派的神职人员联合起来向当时的总理、殖民大臣施压。如在1912年卫斯理公会教徒、浸信会教友、救世军、英国国教牧师等联合发信给殖民大臣，认为电影描写邪恶的倾向会给儿童带来影响。但是之后却有证据显示，教会在审查问题上参与的意见变少了，因为在有关电影审查的听证会上，神职人员居然没有过多的意见（注：Sonia Walker BA，M Phil，Film Censorship In Western Australia：Public，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sponses 1898—1928，Australasian Law Teachers’Association，September 2002，Volume 9，Number 3，p.25.）。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退出舞台，而是改变了形式，因为大部分妇女组织是以教会、教徒为基础的团体，所以教会开始以支持妇女组织的形式进行活动。

道德改革者所宣称的关于色情的“危害”是针对“社会标准”的，但事实上他们针对的是宗教卫士所要求的公共道德标准。他们试图将自己对于性的观念和禁欲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人，而且他们显然相信审查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在X级录像在澳大利亚各州被禁的过程中，宗教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宗教道德的改革者利用公众、媒体、政客对X级影片、录像真实内容的忽视，传播对于性的恐惧、厌恶、自我反感等情绪。这些情绪与性本身相去甚远，然而这些情绪却决定了国家的政策。

3.自由主义者的声音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年代，在思想上，要求尊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自由主义认为，所有人具有大体相同的理性，基于这样的预设，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治，将人的生活划分为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两大领域，反对国家对个人私生活的干涉（注：Alison M.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Rowman&Allanheld Publishers，the Harvester Press，Sussex，pp.2835.）。

自由主义所珍视的言论自由包括言语、手势、行为和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人们通常把言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注：李忠.论言论的自由保护［J］.法学论坛，2002（2）：18.），它不应该屈从于国家管制。澳大利亚自由主义者坚持成年人有权自由地看到他们想看的影片，因为这应该是由个人自己负责的事情，不该受到政府的干预。来自政府的审查侵害了个人的权利、抑制了表达的自由。他们认为，对表达的任何限制都可能剥夺社会市民听取对社会有进步价值声音的权利。

在电影分级中，色情是最常涉及的自由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虽然色情可能会让观众反感，但对色情的管制压缩了表达自由的权利，这更令人厌恶，它将妨碍作家和艺术家追寻对自己情感的表达。他们认为，分级应该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决定权应该掌握在观众手中，而不是由分级委员会来决定。此外，对于色情的抑制不仅仅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试图抑制性表达，这引起更大争议，它针对的是人的自由和个性。色情在赞美和呼吁最大限度的个人富有情感的生活上具有颠覆性。所以，在这一范围内允许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提倡多样性和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行为。

但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家是对公民行为的最主要的管制者，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会限制公民的某种言论自由。重要的是，国家自己要立法来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这种对立往往成为有关言论自由争论的核心（注：Des Butler&Sharon Rodrick，Australian Media Law（second edition），Sydney：Lawbook co，2004，p.3.）。

然而，澳大利亚不同于美国等国，宪法中没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基于普通法中法官对宪法的解释和判例。此外，虽然澳大利亚签署了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契约，其中有“每个人都拥有表达的自由，包括不论界限的自由地寻找、接收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不管是以口头还是书面的形式，也不管是通过艺术或者任何个人自由选择的媒介。”（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Act 1986）（注：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Schedule 2，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Act 1986.），但是澳高等法院持有这样的观点：条约不是澳大利亚法律的一部分，除非有立法才能使其生效；在澳大利亚法律制度下，没有纳入澳大利亚法律的条约不可能作为直接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来源得到实施（注：朱应平，易益典.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是如何运用宪法保护人权的？［G］//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B卷）：1050.）。当然，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并非简单地坚持这一点。对于本国已经批准但尚未制定国内法律加以落实的国际条约，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国际条约的国内拘束力，以此保护公民的权利。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像其他保证言论自由的国家一样，认可自由只是一个有序社会或由法律组织和控制的社会中的一个要素。在1912年的Smith v.Oldham案中，法官判定，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不能越过公共利益。尽管管制会限制言论自由，但为了防止不正当的影响，管制又是必须的（注：Smith v.Oldham（1912），15 C.L.R.355（Aust.H.C.）.）。

（四）政府的决定力量

妇女机构、宗教组织、政党等的声音，是澳大利亚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对各自需要的诉求。究其根本，这是电影业表达自由、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之间利益的冲突，这些利益集团的竞争最终需要有力量对其进行调和。与美国的行业“自律”制度不同，澳大利亚通过政府决策来调和冲突。在公共辩论的社会语境中，政府必定会受到来自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影响，进而制定出协调利益集团的利益或要求的决策。

1.政府的职责

洛克认为政治的组织是由资源联合的个人组成的。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通过它人们相互立约，但所有人都受制于某些为了普遍福祉而存在的法律。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为了普遍的利益和公众的福祉，当选的政府被授予权力来制定法律，强加义务（注：张怀民，朱磊.有限政府：洛克政治思想的精髓［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4）：2.）。个人自由可能相互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个人自由以保存个人间自由的共存。自由社会政府的基本作用在于，它提供人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节他们对于规则的分歧，迫使某些人遵守这些规则（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但是，政府对人民生活的控制或管制的程度是什么呢？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当人们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生活，拥有相互保护、进步和福祉的原始需要。同时他们也是个体，寻求个人自由、财产和需求，这被他们称作天生的权利或公民权利。因此，每个民主社会都面临着连续不断的关于个人、组织、压力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电影管制问题上，保护儿童和维护社会道德，这是普遍的公众利益，而电影业的表达自由、个人的自由是人们所追求的权利。澳大利亚多元社会必然会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和利益的多元性。多元社会的主体是利益集团。所谓利益集团，就是由某种特定利益、政治主张、价值目标所维系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它集中代表、表达某种特殊群体人们的利益，对议会和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制定出符合自己集团利益和要求的决策（注：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22.）。政府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决策来调和这些冲突。

那么在电影审查、分级历史上，澳大利亚政府是否受到了来自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在整个电影制度的发展态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2.历史上政府的作用

在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分级史上，在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博弈中，政府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电影审查实行初期，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政府奉行安全的、孤立主义的保守主义。实行防御性的政策，强调对澳大利亚纯洁性和英澳情感的保护。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电影审查制度一直都较为严格。

在审查与分级的过渡时期，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都对新的电影管制方式提出了要求。然而，最终促成这一变化的仍然是政府。自1971年开始，各州、地区通过议会立法，将强制性的分类引入地方分级法案。这在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分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加快了真正意义上分级制的到来。

在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分级制的实现过程中，政府的推动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95年之前，澳大利亚各州、地区的电影分级比较混乱。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法律改革委员会根据联邦司法部长的要求对审查、分级的法律进行检查。联邦议会在法律改革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联邦分级法案。

在现行的分级制度中，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这一过程中，它对分级制的影响又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呢？

3.当前政府的倾向

在澳大利亚，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对电影分级有着直接影响。澳大利亚整个电影管制系统与美国相比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美国是非官方的行业自治组织，分级复查或上诉有上诉法庭，司法在电影分级的形成和运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澳大利亚则是依靠政府财政和税收来运作的政府机构，复查或上诉是提交给分级复查委员会。政府的立法、执法机构是整个电影分级制度的保障。

在澳大利亚电影分级制中，政府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各个利益集团对权力竞争的结果最终都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政策来起作用。而澳政府也拥有自己的立场，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某一方的目标。因为分级决定是官方正式的，这一地位使得其他的因素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澳大利亚长期处于保守派联合政府的管理之下。霍华德政府自1996年3月执政以来已连任四次。在霍华德政府首次获胜之后，劳动党的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说：“如果你改变了政府，你就改变了这个国家（注：Gabrielle Meagher，Shaun Wilson，After Howard‘s decade，is Australia more conservative？February，2006，p.1.）。”基廷的预言似乎也被证实了。霍华德政府的议程就像一张保守派热点问题的清单：家庭价值、小的政府、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以及自由事业和自力更生的优点（注：Hill，E.，Howard’s‘choice’：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work and family policy 1996-2006’，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2006，http：//www.australianreview.net/digest/2006/02/hill.html.）。霍华德自己也承认是自由党历史上最保守的领袖。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使他几次连任，但道德上的保守主义也使政府遭到质疑（注：许博渊.经济上自由主义政治上保守主义——大选风云中看霍华德［J］.瞭望新闻周刊，2001，11（48）：56.）。这样的政府议程势必会对传播管制产生影响。人们认为，在霍华德执政之后，澳大利亚的审查法律是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最具限制性的（注：Catharine Lumby，Censorship founders，The Bulletin，Vol.121 No.37，p.45.）。在马修·克莱菲尔德（Matthew Clayfield）所作的调查中，政界官员及OFLC的成员都不愿谈及此问题，这从侧面支持了此观点（注：Matthew Clayfield，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ken park，PAS Social Study 2003，p.2.）。

从对电影《浪漫史》（Romance）的分级所引发的公众评论来看，人们普遍认为霍华德政府不断加强了分级制度，该片的被禁也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该片在澳的发行商Potential Films提出了上诉，要求进行复查。复查委员会认为影片没有冒犯有理性的成年人普遍接受的标准，推翻了分级委员会的RC级，而重新定为R18+级。但是复查委员会的裁决被认为是颠覆了澳大利亚严格的审查法律，是政治上严重的判断错误。而分级委员会最初的决定是对高层政府官员中主流态度的正确反映（注：Gotting，Peter 2000，‘Romance killed by conservatives’，Sydney Morning Herald，21 Jan 2000.）。霍华德政府认为复查委员会的决定是个倒退，他们将更加努力地建立严格的分级制度。前劳动党参议员表示，在一个支持对电视暴力进行大力控制的总理的支配下，当下的政治气候对任何一个想要争取自由的审查制度的政客来说都不太容易（注：Richard Phillips，The banning and unbanning in Australia of the new French film Romance，Back to Screen Version，11 February 2000，p.16.）。《浪漫史》解禁之后，有人相信这是澳大利亚新自由主义化的标志（注：Joanna Kamath，The Great Classification Debate，Legal Volunteer at Arts Law，June 2005，p.30.）。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吗？暂不考虑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就电影本身而言，这本是一部严肃的电影，在众多的国际电影节上展映，而且在多个国家公开放映，可以说这样一部电影本身就不应该被禁止。

七、结语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建立对电影的管制制度，通过审查或分级的形式控制某些内容在银幕上的出现，或控制某些人群对影片的观看。电影从被仅仅视为娱乐范畴逐步过渡到被纳入表达自由范畴，而表达自由作为基本的权利应该被保护，因此西方主要国家的电影业在20世纪或快或慢地获得了宪法保障。而澳大利亚联邦宪法中没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成文条款，也没有另行制定专门的人权法案。这明显区别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使得电影无法受到宪法的强有力的保障。

澳大利亚由于其联邦制的特性，电影管制从最初海关对进口影片的登记、各州各地区对地方作品的审查开始，到实现联邦的统一审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它又经历了从审查到分级的过程，分级制度正式成为政府实行电影管制的方式。由联邦分级委员会对电影进行分级，之后根据各州的执行法案保证电影分级决定的有效实施，这是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地区合作的典范。

分级标准的确定来源于澳大利亚联邦和州、地区法院的判案，在保护儿童和保证成年人自由获得想看到的影片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标准、艺术价值等的判断来确定标准。现行的分级包括有G、PG、M15+、MA15+、R18+、X以及RC。在许多国家的分级中，X级即为最高级，但澳大利亚电影分级中“RC”级的存在使得分级制度具有审查的性质。此外，各州对“X”级的录像带的禁止也引起争议。各方都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人们普遍支持分级制度。但对于成年人而言，他们应该有权来选择他们想要看的影片。然而现行的电影分级制度却剥夺了成年人看某些影片的权利。所以说，澳大利亚的电影分级制度是具有审查性质的分级制度，但是其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审查制度。

此外，澳大利亚通过政府机构实行对电影的管制，这使得它较之于英美等国由行业团体或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实行的分级有很大差异。由于政府掌握着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权力，所以不同的政府会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而澳大利亚长期处于保守派联合政府的管理之下，保守派的政府立场深刻影响到了分级制度和分级机构。政府的力量涉及政策法规的制定、修改，影响到分级机构的人员构成。建立严格的审查法规，控制分级人员的任命，这都最终影响到分级的结果。

澳大利亚电影管制制度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之下不断发展，它基本体现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的传播管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力量也显现了不平衡的权力。各种声音和权力在整个电影管制制度中进行博弈，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它还在继续。2006年2月23日，政府发布关于分级的新的行政安排，这样的决定又会对电影审查制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还有待时间考察。司法部长直接管理下的分级委员会和分级复查委员，会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还是能够更独立地进行分级工作，接下来的各种社会力量会作出何种反应，对于这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第六章　法国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研究

一、导论

如同其他西方国家，法国电影审查制度也经历了从审查到分级的历史变革，相比较其他西方国家，法国电影分级比较宽容。法国知识分子阶层认为“所有宣扬审查的言论首先就应该被禁止传播”。法国电影审查制度逐渐走向宽容是与社会思想变化相一致的，也与法国知识分子和电影人的政治责任感密切相关。然而法国毕竟没有成为一个没有电影审查的国家，色情、暴力和政治元素依然会影响影片的发行和放映，尤其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法国电影不仅受到电影分级委员会的管辖，法国视听委员会、法国广告协会等机构也对其传播和宣传具有管理权力。

本章以法国电影审查法律条文为基础，研究法国电影审查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趋势，探讨法国电影审查概念从“禁止某种思想传播”到“保护未成年人”的转变；最后，从社会学和法律角度探讨法国电影审查制度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二、法国法律体系

电影审查和分级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法律体系在电影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法国法律体系对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宪法保障言论自由

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就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理想，其国家基本大法宪法虽然几经变迁，但是都贯彻了权利在民、保障平等、自由等基本原则。现任法国政府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有专门的机构——宪法委员会，以确保宪法的权威地位。保障言论自由是法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曾经很严厉地针对戏剧的审查制度早就消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电影是法国唯一需要审查的领域。围绕着电影进行的审查和分级制度因为涉及违背言论自由而在法国倍受攻击。

正是因为有宪法的保障作为法律依据，媒体和大众一再批评针对电影进行的相关审查和限制，甚至呼吁完全取消相关规定和机构。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因此，20世纪70年代法国实行自由主义政策以后，历届电影审查、电影分级委员会主席都一再强调：法国没有电影审查，只有电影分级，以此应对来自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相应的，法国的电影分级无论在法律规定，还是在实践中，也越来越走向宽容。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是法国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历史沿革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在下文分析影片《操我》（Baise-moi）引起的法国分级制度的改革这个案例中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二）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主

法国法律体系隶属大陆法系，其基本原则在于法律以成文法典为主，用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述法律规则。因此，法国的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的变迁均有详细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对这些法律条文的介绍和解释是本文基础的研究方法。

为方便理解各类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法律条文的种类，以及这些法律条文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先简单介绍一下法国法律体系的组成。法国处于最高级别的法律是宪法（lois fondamentale），次一级的是议会制定的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法令（lois），构成法国法律的大部分内容。它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旨在实施宪法的组织法（lois organiques），须经过特殊的立法程序；另一类是普通法（lois ordinaires），主要是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法典。电影审查法即是属于普通法的范畴。根据宪法的规定，行政机构也有权制定独立条例（règelments autonomes）。

另外，还有两种授权立法方式制定的法律条文，属于更次一级规范。一类是议会可以授权政府为实施计划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限内、按照一定的程序以命令的方式采取措施，即所谓制定法（ordonnances），法令一经批准，即取得与法律法令（lois）同样的地位。另一类授权立法被称为从属条例（règelments subordonnés），包括总统或总理颁布的命令（décrets），部长、地区专员或市长作出的决定（arrêtés）。在法国，围绕着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涉及以上各个级别的法律和行政条文。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年7月3日的制定法（ordonnances）和1961年1月18日的命令法（décrets）。无论是哪个级别的法律，都具有约束效力。法国电影审查和分级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多是议会下发的制定法和政府下发的命令，可见，电影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个领域，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的改变与不同时期政府采取的文化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三、法国电影审查机构

法国电影审查机构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法国最早的电影审查机构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在1937年10月25日颁布了围绕电影工业管理的相关法令，成立了电影审查高级委员会，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德国占领巴黎之后，法国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围绕电影审查的1940年10月26日法令，成立了两个管理电影的机构：一个是电影事业组织委员会（Comitéd‘organisation de l’industrie cinématographique，C.O.I.C），以替代工会和职业团体；另一个是以路易E.戈莱为首的电影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cinématographie），政府以此控制电影。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1958），国家电影中心C.N.C成立。巴黎解放之后，第四共和国宣布1940年以后的法律条款全部废除，电影事业组织委员会（C.O.I.C）被电影从业人员组织（Office Professionnel du Cinéma，O.P.C）所替代。根据1946年10月25日法令，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电影管理机构C.N.C（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国家电影中心，对电影的控制回到公众权力和电影业内人士手中，把政府管理和电影行业密切联系起来。

国家电影中心C.N.C起初隶属信息部，而后被工业部接管，作为国家维护其权威的行政工具而存在。第五共和国时期（1958—至今），国家电影中心于1959年重新回归到文化部，延续至今。现今的国家电影中心C.N.C具有司法和财务自主权，在促进电影事业发展、监督和协调电影行业、保护本国电影资源的职能之外，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对电影事业财政援助的拨款任务（注：1948年法国实施对电影事业的援助法，后来改为对电影事业的支持法。该法案对影片生产采取“自动援助”。每经营一部影片，影片的制作人就有权得到一笔按照精确的计算表计算的资金。这笔钱只有在制片人开始制作一部新影片时才能发放。这笔钱来自每个看电影买门票的观众买票时所付的附加税。参考《法国当代电影史（1945—1977）》.夏尔·福特，著.朱延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72.）。另外，除了电影之外，还负责监管电视、信息及多媒体事业。可以说，国家电影中心C.N.C在协调电影及其相关衍生产业与国家司法和财政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注：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官方网站：http：//www.cnc.fr/Site/Template/T7.aspx？SELECTID=201&id=107&t=1.）。

我们经常提及的法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是国家电影中心C.N.C的下属机构，从主席到一般成员都是兼职，在正式工作之外，参加审片工作，履行电影审查和分级的职能。根据1990年2月23日法令，名称容易引起争议的电影审查委员会（Commission de contrçle de film）由色彩较为温和的电影分级委员会（Commission de classification）所替代。从审查到分级，是法国电影管理制度的重大改变。

四、法国电影审查程序

1945年7月3日和1961年1月18日产生两个法律，基本上形成了法国电影审查的基本框架及其理念。其基本原则为：

（1）任何在法国通过商业渠道或者非商业渠道在公共场合放映的影片，都必须取得隶属于文化部的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发放的放映许可证。

（2）所有影片都必须经过放映审查才能发放放映许可证。

在具体操作上，由于送审的影片太多，电影分级委员会没有时间观看，因此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主席挑选人员组成一个下属委员会，共有60人组成，每次有5到6个人出席，他们负责观看影片，并提交书面报告。电影控制（分级）委员会主席根据这些报告，对下属委员会认为没有问题的电影发放适合所有人观看的放映许可证。而对那些被认为可能产生问题的电影，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内部重新观看，然后无记名投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影片是否被分级，以及分级的程度。

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主席负责整理投票的结果，并将其送达文化部。一般情况下，文化部负责将审查结果告知电影发行商或者制片人。但是，文化部也有权力参与影片分级的决定，它可以对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提出的分级意见进行分级程度轻重的改变。不过，文化部部长很少使用这一权力。依照法国的法律体系，国务院也有权力对已经审查过的电影进行分级程度轻重的改变，这是行政范围内的最高权力。在司法系统内，宪法审查委员会也有权力对由于电影分级而产生的案件基于宪法精神而做出裁决。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电影审查委员会和国务院做出的决定是全国性的，除此之外电影审查系统还有市政府一级的，即市政府有权力根据行政治安条例在本市范围内对某部影片予以禁映或分级。法国家庭和宗教联合会可以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和维护社会道德的名义，向司法部门及市政府提出对某部影片予以禁映、删减或分级的请求，从而影响电影的审查和分级程度。当然，法国家庭和宗教联合会对电影审查的影响还体现在增加或减少他们在审查委员会人员构成中的比重上。

五、法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历史变迁

（—）法国电影审查的诞生

1895年12月25日，电影诞生在法国，当第一批电影出现的时候，事情自然是简单得多，人们争先恐后地去观看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奇玩意。随着电影发展成为一种工业，艺术形式趋向成熟，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宣传意识形态的潜在作用日益发挥出来，对电影进行审查和监管的呼声日益强烈。很快，出于维护社会道德和规范的需要，也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政府规定电影必须如同戏剧一样接受审查。

从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来看，电影与社会道德的冲突出现于1896年的短片《吻》（The Kiss，美国Vitascope公司出品，见图1），片中男女演员衣冠楚楚地在屏幕上进行了一个简单但又著名的“轻吻”。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吻”旋即引发了一场道德风波。评论家赫波特·史通（Herbert Stone）指责这是恶心、禽兽般的行径，要求警察干涉影片的放映。电影，这种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传播方式，以其强大的影响和逼真的艺术效果，在问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超越了纸质媒体和口头思想传播，成为社会卫道者们新的攻击领域。

法国最早的电影审查出现于1909年，卫道者们宣称要帮助心怀道德的人们抵抗腐朽的社会寄生虫的形象，法院宣布电影中“满足不道德的好奇心的段落”触犯了1884年制定的治安管理法。随后，电影审查被纳入国家内务部事务，警察局要求影院老板禁止播放那些包含“不道德的问题段落”的影片，而所谓的“问题段落”的标准，则是带有强制性，为维护社会既有道德服务的，具有强烈的道德审查意味。这是法律正式介入电影审查领域，因此被认为是法国电影审查的开端。

除了维护社会道德之外，法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惧怕也反映在电影审查中。电影史上著名的禁映事件是法国著名导演让·维果拍摄于1933年的影片《操行零分》，因为导演及其家庭共产主义倾向的影响，以及本片表现的阶级对立而遭到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对，因此本片被电影审查机构禁映，直到1946年才解禁。

1.电影审查法律条文的出现

法国比较成熟的电影审查法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是由两个法案奠定的。首先是1936年5月7日法案，规定所有电影在公开放映，或者在行会中放映之前，必须提前8天送达电影审查委员会。另一个重要的法令是1937年10月25日法案，它建立了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电影审查高级委员会。电影审查的条款更加具体化，审查内容多样化，是现在法国电影审查的雏形。在考虑不违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该法案（注：Pour en finir une bonne fois pour toutes avec la censure，Jean-François Théry，CERF，Paris，1990.）规定对以下电影将严格拒绝发放通行证：

（1）丑化军队，或可能损害其威望的电影；

（2）可能损害他国国民感情，并继而引发外交冲突的电影；

（3）重现持械打斗、暴力性盗窃以及其他类似犯罪行为，有可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的电影。

该法令还规定以下电影只能获得特殊许可证：

（1）近来日益增多的关于战争和间谍题材的电影；

（2）在上一项规定之外的军事和警察题材的电影。

2.维希政府时期的电影审查

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1940年7月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组成维希政府。维希政府1940年10月26日法令规定，一切电影事业（生产、发行、经营）都必须提前请求批准；并要求所有电影从业人员必须申请职业证件。此外，在德国占领军的压力下，维希政府的这一法令还规定，无法证明自己是纯粹雅利安人血统的人将被清除出电影业。

这个时期的电影审查法，具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和政治独裁色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维希政府的电影审查法，在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影片《最后一班地铁》中成为巧妙的故事线索。

（二）第四共和国时期

第四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电影从业人员组织（O.P.C），规定1940年6月以后在占领区生产的影片暂时被监管起来。禁止播放宣传纳粹思想，以及法西斯和维希思想的影片。除了电影总局的审查之外，军事审查是唯一有权力禁止对国防有害的影片的机构。在经过几个月的混乱管理之后，1945年7月颁布的法令（注：Dictionnaire de la censure au cinéma，Jean-luc Douin，Puf，Paris，1998，p.197.）使电影审查回到公民权利的范围内，成立了电影审查委员会：该法案规定委员会有7个部长代表和7个电影专业人士组成，其审查权限为：

（1）委员会可以对剧本进行审查；

（2）配音影片必须申请特殊许可证，并且应该有法语配音；

（3）电影审查的级别分别是：完全禁止一部影片，16岁以下禁止观看，对影片进行删减；

（4）任何关于法国国内武装部队（Forces francaise de l‘interieur，简称FFI）或者是抵抗运动题材的电影，都必须事先取得全国军事委员会（C.M.C）的许可。

对剧本进行审查的规定是对战前1937年电影审查法的继续，实施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拍摄将来可能会被禁止的影片，以避免经济损失。另外，更重要的是，剧本审查是对电影生产进行控制的有效方式。这个法案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首先是战后形势的影响，使军事部门也介入到电影审查领域。另外是法国电影审查此时已担负起保护民族电影的职能，要求限制进口影片的数量，并要求进行法语配音，这是二战后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威胁而对本国电影实施的保护措施。对于法国人来说，保护法语就是保护其文化的独特性，语言相当于国家。

进入20世纪50年代，委员会的组成有所变化，由14人增加为18人，分别为9个政府各部代表和9个从业人员代表。受二战后冷战形势的影响，以及法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该年代禁映的电影更加多样化。涉及战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影片，依然是这一时期频繁招惹电影审查的新闻来源。另外，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惧怕，政府禁止播放苏联电影，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影片也禁止播放，比如路易斯·达奎恩（Louis Daquin）1955年拍摄的《漂亮朋友》因涉及支持共产主义言论而受到审查。为了对抗政府的这一政策，法国共产党人罗杰·布什诺（Roger Boussinot）在其控制的“法国荧屏”上播放了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

（三）第五共和国初期的电影审查

法国政府经过了短暂的动荡之后，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握了政权，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延续至今。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政治和经济发生了诸多改变，电影审查也发生了很多改变。二战后，由于政治形势的严峻，政府加强了对电影的审查和管理，而战后思想解放风潮的勃兴，民众对自由和自我权利的诉求更加强烈，这就使电影业界和电影审查制度的矛盾一度激化。第五共和国建立初期正是法国的多事之秋，这一时期的电影审查也涉及多个方面。

1.对色情电影的审查

20世纪60年代伊始，法国社会团体呼吁加强电影审查的强度。图龙市市长莫里斯·阿莱克（Maurice Arrexck）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他曾经在信息部抱怨说“有太多的电影带有绝对的非道德色彩，甚至是色情色彩，这对大多数的青年人来讲是十分有害的，这种不良影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想必各位也是很清楚的。”媒体上大声疾呼的人也不在少数，当时一个显赫的标题就是“法国毕竟不是垃圾桶”（注：Dictionnaire de la censure au cinéma，Jean-luc Douin，Puf，Paris，1998，p.197.）。这种社会情绪终于因为《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1959年版，导演罗杰·瓦迪姆）的上映而爆发，影片一上映便成为众矢之的，民众纷纷指责其有伤风化、败坏道德、蔑视宗教，电影先后在法国各省遭到禁演。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5月期间，先后有60个法国公共团体宣布抵制此片。针对电影中色情泛滥现象，有关人士建议在巴黎建立一个专门放映色情电影的电影院。

社会和家庭团体要求保护青年人，维护社会道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电影中的色情和暴力，平息以家庭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上的愤怒之气，政府颁布了1961年1月18日法令（注：同上。），主要内容如下：

（1）将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做如下调整：7个成员位置授予电影专业人士；7个成员位置授予国家各部代表；5个成员位置分别授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行政官员、医学家或者教育学家；3个成员位置授予法国家庭联合会代表或者市政府代表。文化部不需要和电影审查委员会持有相同观点。

（2）对于某些具有“危险性”的题材，电影审查委员会具有剧本审查权，以便将某些电影拍摄计划“扼杀在摇篮状态”。

新的电影审查委员会一建成便雷厉风行，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路易·马勒在拍摄《好奇心》（注：《好奇心》（Le souffle au coeur），导演路易·马勒（Louis Malle），1971年出品，曾获197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1973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电影主要线索是描写年轻性感的母亲和性格内向、处于青春期的小儿子之间非同一般的情感，影片结尾是母亲和儿子在床上爱抚的暧昧镜头。）时，也曾经收到过这个机构对影片全面禁止的通知，理由是本片过分渲染色情，尤其是对母亲和儿子之间暧昧关系的渲染。

2.针对实事的电影审查

对于当时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政府而言，电影审查的麻烦不是来自电影审查委员会所属的文化部，而是来源于新闻部。电影审查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那些胆敢处理“当下问题”的导演。

基于国防的需要，政府下令不准提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事情。当时新浪潮电影的主将，如弗朗索瓦·特吕弗和阿伦·雷乃等参与了“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公开声明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政府与电影人的相峙中，爆发了一系列事件。电影人雷内·沃基耶（RenéVautier）因为支持阿尔及利亚全国解放战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简称FLN）被判入狱两年。还有，有几部电影被搁置起来，比如让吕克·戈达尔的《小兵》（Le Petit Soldat），罗伯特·昂里克（Robert Enrico）的《美丽生活》（La Belle vie），阿伦·雷乃的《穆里爱》（Muriel）等。

另外，也有影片因为涉及战争和殖民主义而遭到禁演的命运：让克劳德·本那尔杜（Jean-Claude Bonnardot）的《Morambong》（1958）因为涉及朝鲜战争而被勒令禁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和克里斯·马克（Kris Marker）的《雕像也会死亡》（Les Statues meurent aussi，1952）因为涉及反殖民主义而被禁演。克里斯·马克拍摄的《假如古巴……》（Cuba si，1961）（注：禁映影片资料来源于Dictionnaire de la censure au cinéma，Jean-luc Douin，Puf，Paris，1998，pp.197199.）也遭到禁演，等等。在触及时事的电影中，有的则遭到删减的命运，比如贝尔唐·比里叶（Bertrand Blier）关于青年调查的影片《希特勒，不认识》（Hitler connais pas）。有的影片被限定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比如克劳德·夏布洛尔的《老虎爱用炸弹洒香水》（Le tigre se perfumeàla dynamite）。

20世纪60年代后，尤其是1968年5月风暴结束，戴高乐将军重新入主爱丽舍宫之后，法国的电影慢慢远离“时政之外”，也越来越少招惹电影审查的麻烦。不过，还是有比较重大的事情发生。比如安德鲁·卡亚特（AndréCayatte）的《无火不冒烟》（Il n’y a pas de fumée sans feu）在1971年拍摄时因为涉及社会主义而受到阻挠。1973年，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莫里斯·迪隆（Maurice Druon）禁止《A的故事》的拍摄，因为影片里面涉及当时法律禁止的堕胎画面。

3.道德审查

电影审查的另外一个领域是公共道德，法国家庭委员会，甚至教会，都介入进来。著名的案例是1962年法国电影宗教事务所要求电影审查委员会禁止雅克·里维特拍摄《修女》，剧本于两年后才取得拍摄许可，并禁止18岁以下观看，1966年又被全面禁映。在电影人和新闻界的一致支持下，影片制片人提起诉讼，抗辩获胜后本片才于1967年得以公映。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这些当时的重要导演的一些影片也被列为限制级（18岁以下禁止观看），有时作品还遭到删减。路易斯·布努艾尔的《维利狄安娜》（Viridiana）虽然获得了196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还是遭到了全面禁演的命运。

该年代的电影审查具有比较强烈的宗教和道德审查意味。这个时期，从两本书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电影与社会既有道德之间的冲突。一本是由法国宗教联合会编写的《电影与儿童》（注：Le cinéma et l‘enfant.Paris：Fleurus，travaux et documents du ComitéCatholique de L’Enfance，1960.），另一本是由欧洲犯罪问题研究委员会编写的《电影与保护青少年问题》（注：Le cinéma et la protection des jeunes.ComitéEuropéen pour les problèmes criminels.Starsbourg：Conseil de l‘europe，1968.），以指导青少年和家庭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影，避免观看那些“具有危险性”的电影。家庭和宗教的势力在20世纪60年代对法国电影审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请求大部分遭到电影审查委员会的驳回，对电影审查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六、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审查

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实行自由化风潮，“解放”电影成为趋势，法国情色影片充斥荧幕。1975年10月3日法令的颁布使电影审查的氛围又紧张起来，但是，法国电影审查的革新之路仍然在继续。

（一）政治电影和色情电影大行其道

“五月风暴”结束了其激进阶段，但法国社会和人民思想的变革却正在开始。20世纪70年代初期，电影在表现尺度上和文化部的冲突时有发生。1975年，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迎合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改革社会的要求，在法国推进了一股自由化风潮。他的文化部部长米歇尔·居伊（Michel Guy）接到了“解放电影”，不再对电影实行全面禁止的命令。德斯坦总统的这一举措，是法国当时因五月风暴而引起的社会变革和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

由于左派导演，尤其是雷内·沃基耶（RénéVautier）的抗争，1973年，文化部部长宣布取消对电影的政治审查。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禁止拍摄的题材如殖民主义、政治专权题材，以及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题材的影片纷纷在这一时期出现。电影的自由化风潮在1975年达到顶峰，米歇尔·居伊宣称：“所有的电影都应该没有区别地得以在影院中放映。在1975年，人们有自由选择他们想看的东西，我应该给他们自由（注：Dictionnaire de la censure au cinéma，Jean-luc Douin，Puf，Paris，1998，p.199.）。”

这一时期的法国，色情电影以其空前绝后的姿态在荧幕上大放异彩。据法国1989年出版的《两种审查之间：1973至1976的色情电影》（注：François JOUFFA，Tony CRAWLEY，Entre deux censures：Le cinémaérotique de 1973à1976.Paris：Ramsay 1989.本书于2003年再版，命名为《情色电影和色情电影的黄金时代：1973—1976》，François JOUFFA，Tony CRAWLEY，L‘Āge d’or du cinémaérotique et pornographique：1973—1976.Paris：Ramsay 2003.）统计，1973—1975时期法国出品的色情影片达200余部，而法国与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日本合作制片的色情电影则更多。《埃玛纽埃勒1》（Emmanuelle1）和《埃玛纽埃勒2》、《O娘故事》（Histoire d‘O，1975）、《一万一千根荆条》（Onze Mille Verges，1975）等许多色情电影史上的经典都诞生在这个时代。而其中77%的色情电影是在1975年出品的，有10部色情电影在巴黎的观影次数超过了一百万人次，《埃玛纽埃勒1》以889万次观影次数位居1974年票房收入第一位。

（二）色情电影黄金时代结束

电影解放在1975年达到顶峰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影片赤裸的色情和暴力不仅遭到了传统道德捍卫者的攻击，甚至遭到很多法国社会团体，以及某些“左派”报纸，如世界报、解放报的指责和攻击。法国的女权组织宣称色情影片是对女性的侮辱。以左派的社会党人佛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为首的政府反对派人士坚决要对电影进行特殊管理。德斯坦总统也宣称，取消电影政治审查是一项自由主义的决定，但是不能因此衍生更多的色情和暴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政府颁布了1975年10月3日法令（注：Dictionnaire de la censure au cinéma，Jean-luc Douin，Puf，Paris，1998，p.200.），主要内容如下：

（1）暴力和色情电影列为X级，取消对X级电影的资助，并征收附加税以资助经典电影；

（2）X级电影只准在专门的渠道内发行放映，不准做任何形式的广告。这项规定的结果是那些想得到电影资助的影院就不再放映这些被法律打上“羞辱印记”的影片；

（3）与电影相关的财务法的改变：对所有跟色情电影相关的活动征收的税款从17.6%增加到33.33%，同时开始在影视公司利益中附加20%的税收；TSA（注：Taxe spéciale additionnelle，购买电影票时包含的税收。普通电影征收10.72%，色情电影征收16.08%。）也增加了50%；对国外电影征收承办税。

这一时期的电影审查变得专横起来。《爱玛纽埃勒2》（Emmanuelle2，导演Francis Giacobetti）在当时并不属于那些最大胆的影片，但还是被列为X级。文化部部长米歇尔·居伊解释说是影片中想要展示色情的企图惹了麻烦。这一时期甚至发生了自德军占领以来第一次判决焚烧影片的事件。《尝试者》（Essayeuse，导演Serge Korber）起初于1976年10月15日上映时，被列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上映之后，家庭联合会和宗教团体以本片有伤家庭风化为由对影片提起上诉。经过裁决，法院于11月18日对影片进行了焚烧。此次事件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对于热衷于建立自由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讲，这无疑是法国倒退到大革命之前的一个象征。法国著名导演、时任《电影手册》编辑的让路易·克默里写道：“终于揭下了面具，在先进的自由主义微笑下，隐藏着法西斯主义的鬼脸（注：让路易·克默里（Jean louis Comolli），导演，《电影手册》编辑，现为法国电影学院La FEMIS教授。《电影手册》1976年1月版，第262263页。）。”《尝试者》焚烧事件成为法国色情电影黄金时期结束的标志。

新的法令和严厉的电影审查打击了色情片的生产和放映，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放映色情电影的影院逐渐减少，色情电影的生产也受到很大冲击。在《两种审查之间：1973至1976的色情电影》一书中，作者批评说1975年10月3日法令消灭了一个电影类型，即一种高艺术水准和美学趣味的色情片。20世纪80年代以后，色情影片多以音像制品的方式直接发行，其制作方向也从电影创作转向单纯的性爱消费品。

七、大众传媒时代的电影分级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国家大大放松了对公众舆论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德斯坦总统领导的政府为此迈出了步伐，到了密特朗政府时期，变化更大。1981年密特朗就任法国总统之时，就宣布了影视自由。1990年法令的颁布，从法律条文上确保了电影的“自由”身份，这表明法国电影审查职能的重大变化。从此以后，法国只有电影分级，电影审查已经成为历史术语。

（一）1981年杰克·朗改革

1981年，杰克·朗（Jack Lang）就任密特朗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他主张对电影审查委员会进行新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条：废除全部禁止电影的规定；政府不再参与电影控制，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委员会只有公众代表组成；委员会代表年轻化。但是，当时的内务部部长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erre）拒绝签署这项法令。从这项提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法国电影审查已经告别了严厉的气氛，政府也表明了放松电影监管的态度。

（二）1990年改革

杰克·朗的提案虽然没有通过，但是政府在1990年还是对电影审查进行了少许改革，颁布了1990年2月23日法令：

（1）首先是名称的改变，原来的电影审查委员会（Commission de contrçle de film）被电影分级委员会（Commission de classification）所替代；

（2）分级标准由禁止13岁和18岁以下观看改为禁止12岁和16岁以下观看；

（3）电影分级委员会由8个电影专业人士代表、8个专家代表和8个国家内阁代表组成；

（4）禁止对电影进行删减，具有暴力元素的电影不再被定为X级。

（三）2001年7月12日法令

20世纪90年代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对影片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据报告显示，对于电影分级，法国和意大利是最为宽容的国家，而澳大利亚和英国则是最严厉的国家（注：The French Experience：from Censorship to Classification，Francis Delon，Chairment of the French Commission of Film Classification.http：//www.classification.gov.au/resource.html？resource=576&filename=576.pdf.）。1999年法国女导演凯瑟琳·布雷亚（Catherine Breillat）拍摄的《罗曼史》（Romance）在许多国家被列为三级片，而在法国国内的电影审查却对本片小心翼翼，将其列为16岁以下禁止观看。法国电影分级也较少成为公众话题，似乎电影审查问题已经不再存在，然而，这种平静的状态因为2000年法国影片《操我》（Baise-moi）而改变。《操我》一片的制片人因为本片被国家电影分级委员会设定为X级而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遂以电影分级违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提起诉讼。基于本诉讼，法国通过了2001年7月12日法令：建立禁止18岁以下观看的制度，不再有X级分类。这项法令在电影分级委员会以2/3赞成通过。

（四）2003年12月4日法令

此法令加重了家庭联合会在电影分级委员会中的分量；另外还规定在电影分级委员会中应获得2/3投票通过，才能发放禁止18岁以下观看的放映许可证。

八、法国电影审查概念的转变

既然宪法规定保障言论自由，为什么还要有电影预审制度的存在？法国近代的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的改革，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在力避陷入这个尴尬的困局。在《情人》、《危险关系》和《修女》的时代，电影审查确实是比较“严厉”。而到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任期1969—1974，任内去世）成为总统以后，以皮埃尔·苏戴（Piere Soudet）为首的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试图调和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初，整个电影审查的氛围就变得轻松很多。皮埃尔·苏戴取消了所有的政治审查，在他任职期间，没有任何禁止或者限制某种思想传播的举措。为了不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避免发生政治审查事件，委员会几乎是对影片中的暴力和粗暴可能引起的问题视而不见。

德斯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对解放电影也做出了有力的举措，颁布了重要法令。而后，法国在电影审查改革上进一步推进，力图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相一致。曾任电影分级委员会主席的让弗朗索瓦·泰瑞（Jean-François Théry）（注：让弗朗索瓦·泰瑞（Jean-François Théry），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主席。）在其著作《一次说清电影审查》一书中一再强调：“没有电影审查，只有电影分级。”而后继任的委员会主席也对这两个词语差别进行强调，这都说明了法国社会对“审查”一词十分敏感。

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希望从形式上摆脱任何审查理念的束缚，而将其宗旨定位在发展经济、保护未成年人上。然而，法国毕竟没有成为一个无电影预审制度的国家，审查概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电影没有控制，政治、性和暴力等元素依然可以成为电影发行的阻力。

（一）法国电影审查概念的转变

1.从审查到分级

如同其他西方国家电影审查的转变，法国电影审查也经历了从审查到分级的沿革。1990年2月23日法令从委员会名称的改变上已经体现出电影审查职能的改变，废除删减影片。而在实际情形中，从1981年以来，法国的电影审查已经逐渐向分级的概念靠拢，从1981年至今，就没有作出任何“完全禁止影片”的决定。

电影分级主要是针对影片中的暴力、吸毒、自杀和色情元素，如果这些元素被过分渲染，被分级的可能性就大（注：The French Experience：from Censorship to Classification，Francis Delon，Chairment of the French Commission of Film Classification.http：//www.classification.gov.au/resource.html？resource=576&filename=576.pdf.）。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对电影中的色情持有比较自由的态度，比如，对同性恋问题没有限制，而且对演员关于性方面的台词也不甚关注，就算是对有关性描写场景的关注，也远远比其他欧洲国家宽松。

即使在分级的程度上，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也力避带有“审查”的气味。2001年7月12日法令的颁布使“禁止18岁以下观看”重新回到分级类别中，然而这个级别同时是委婉的对色情电影的分级和限制，即使是在分级委员会成员内部，这个分类级别也被认为是带有“审查”意味的分级。2003年12月4日法令规定在电影分级委员会中应获得2/3投票通过，才能发放禁止18岁以下观看的放映许可证，使颁发这种禁止级别的难度增加了。

在实际的案例中，这种分类级别也很少使用。从2001年至2005年期间，只有5部电影因为具有过分渲染的色情场面或者暴力场面而被分级为“禁止18岁以下观看”。除了著名的案例《操我》和《电锯惊魂3》（注：2002年，法国一少年谋杀另外一名少年，罪犯宣称是因为受此系列影片影响而犯罪，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有关人士呼吁加强电影及其他音像产品的审查。这也是政府委托Blandine Kriegel博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媒体调查，而产生2002年11月报告的原因。）之外，还有三部是《顽童和跟斗》（Polissons et galipettes，导演Michel Reilhac）、《滑板公园》（Ken Park，导演Larry Clark）和《九首歌》（9 songs，导演Michael Winterbottom）。

2.影片删减的废除

在法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高蒙公司为了维护经济利益，通过法律手段确立了电影的知识产权，即电影是“著作”的一种，从而杜绝对本公司的影片进行拷贝或者模仿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从法国法律的规定来讲，既然电影是著作，那么只有“作者”本人才有权力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动。电影审查对影片进行删减违反知识产权，也是电影预审制度受到社会舆论攻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0年2月23日法令的颁布在法律上废除了对影片的删减。之前在实际的操作中，尤其是1981年杰克·朗就任密特朗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以来，法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对影片进行删减的行为越来越少。按照让弗朗索瓦·泰瑞（Jean-François Théry）的说法，法国分级委员会的责任是衡量电影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但是并不亲自插手作品本身。

如果一部电影的某些段落不适宜青少年观看，委员会有权对影片进行分级。在这种情况下，影片的“作者”有两个选择，或者保留这些段落，接受分级的决定；或者选择自己删减某些段落，重新送交电影分级委员会。电影审查委员会很乐意扔掉“招惹是非”的“剪刀”。

这种改变在法律上是保证了电影的著作权，却也提供了令“作者”哭笑不得的选择。现在电影观众的主体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如果导演不删减影片，被列为限制级就意味着票房的损失。

3.完全禁止的废除

虽然在法律角度来看，完全禁止一部影片在今天的法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一禁止级别的情况如何呢？1974年，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米歇尔·居伊就声明，他不会签署任何一个“完全禁止”影片的文件。1981年，杰克·朗就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及之后，没有实行任何“完全禁止影片”的决定。一直到现在，这种禁止级别被认为不再执行。完全禁止不再存在，说明电影审查性质的改变，政府只能限制作品流通的范围，却不再是其障碍。

从更深远的角度看待法国分级委员会替代电影审查委员会，以及禁止级别中“完全禁止”的消失，说明法国电影预审制度职能的改变，已经从原来的“道德守卫兵”的角色，转变为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机构。“完全禁止”和“禁止未成年人观看”影片的动机完全不同。前者是从维护现有的社会道德出发，而后者是从“保护”的概念出发。围绕着电影审查，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其一，电影审查是对挑衅其社会基石（道德、文明、价值观等）的行为带有强制性的回应；其二，电影审查是为了预防某些社会问题（如犯罪、吸毒等）出现的机制。在第一个概念中，审查扮演的是道德守卫兵的角色；而在第二个概念中，审查反映出其“教育意义”的性质，这个更具现代性的功用是“治疗社会疾病”国家机制的一个组成。法国电影审查的历史沿革无论从法律条文上，还是实践上，都显示出逐渐向第二个概念靠近的趋势。

（二）对电影的控制依然存在

只有电影分级，没有电影审查，分级的尺度也是最为宽容的国家之一，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法国已经靠近“自由电影”的政治理想。然而现实中可以彻底摒弃政治因素的影响吗？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传播途径日益多样化，与电影相关的审查也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审查委员会颁布的法规条文。

1.政治审查

法国在1973年就迫于压力废除了政治审查，之后的电影审查也鲜有与政治有瓜葛的事件。然而，乌托邦真的实现了吗？电影可以完全和政治说再见了吗？我们现在分析最近的一部影片《一个真实的雅克·希拉克》在法国的遭遇。

2006年5月，在法国前任总统雅克·希拉克即将任满前，由著名电视讽刺作家卡尔·泽罗（Karl Zéro）和米歇尔·鲁瓦耶（Michel Royer）合作执导拍摄的《一个真实的雅克·希拉克》（Dans la peau de Jacques Chirac）在100多家电影院公开放映。此片用讽刺和戏剧的调侃风格记录了雅克·希拉克的政治生涯，其中不乏对其私生活和政治丑闻的委婉暗示。本片没有涉及让政府敏感的国际外交或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对一个即将离任并且面临政治和生活丑闻（注：当时媒体正在大肆报道希拉克竞选总统期间的政治献金丑闻和其为了抚养私生女是否挪用了公款的事件。）的政治家的不甚严肃却犀利的评价。虽然政治审查早在1973年被取消，在现行的电影审查法令条文中没有涉及政治的内容，但是为了公开上映，本影片还是做了多处删减，向政治作出了诸多让步。在电视媒体方面，虽然法国著名的Canal+频道王牌政治讽刺节目中，雅克·希拉克一直是主角，其滑稽可笑的形象一向是法国人的谈资和娱乐，但是对于这部电影，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敢购买放映权。

电影分级不涉及政治审查、自由媒体形象、言论自由、政治娱乐化，在今天的法国，这些人人熟知的概念似乎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政治无处不在，而自由媒体也是在政治监控下一定程度的自由。电影虽然在法律上远离了政治审查，在现实中却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

2.色情与暴力审查

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政治家们就提出了自由媒体和自由法国的政治口号，法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在1990年也更名为电影分级委员会。审查的概念不再存在，电影分级的目的不是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而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和儿童的心理健康。尽管法国有句名言“所有宣扬审查的言论首先就应该被禁止传播”，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不存在没有控制的自由”。尽管法国电影审查的概念基于保护青少年和儿童心理健康，但是电影和针对青少年的广告依然是仅存的需要接受审查的领域。

进入21世纪，要求电影审查更加严格的社会需求显现出来。针对媒体中的暴力和色情有可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法国政府委托总统道德和伦理问题顾问克里格尔博士（Blandine Kriegel）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对媒体问题进行调查。此委员会在2002年11月14日向文化部递交了一份题为《电视暴力》的报告，认为电视台播放暴力和色情影片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并建议法国政府加强对影像制品的审查。该报告指出，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给未成年儿童造成不良影响，这是近年来法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法国上映的电影只有15%～20%经过审查，而在德国和英国80%的电影在上映前进行过审查。报告建议，扩大电影分级委员会的权力，除了审查电影以外，有权审查录像带、录像游戏、DVD以及因特网；加强色情影片的密码制度，使收看色情影片更加困难；限制播放暴力和色情影片的时间，禁止在7点至22点30分播放宣扬暴力和色情的影片（注：参考The French Experience：from Censorship to Classification，Francis Delon，Chairment of the French Commission of Film Classification.http：//www.classification.gov.au/resource.html？resource=576&filename=576.pdf.以及中文网页：http：//news.tom.com.2002年11月15日20点26分，新华网。）。这个报告受到法国影视界人士和媒体人士的指责和批评，认为这是法国重新回归“影视审查”的一个征兆，最终，政府没有采纳报告的建议。

然而，事情并没有不了了之。虽然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没有介入其中，但是1989年成立的专门负责管理电视和广播的行政机构——法国视听高级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不断加强和完善控制暴力与色情元素的措施，以保护未成年人。该委员会2004年12月15号决议（注：法国政府法律网站：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jsessionid=A01175B46782889C152F935E6491455D.tpd jo05v_1？cidTexte=JORFTEXT000000785725&categorieLien=id）规定了最高限制级别V类节目的播放细则。所谓V类节目是指被分级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与色情、暴力相关的电视节目。此类节目只能在0点至5点之间播放，并且在预先付费、提前申请等各个方面做了限制，以确保未成年人很难观看到此类节目。这个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使被分级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的影片在电视媒体中失去商业运营价值。

2006年，该委员会又通过了对视听作品的广告传播进行限制的2006年7月4日决议（注：Journal officia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oise，2006年8月5日刊。），首先是针对电视节目的规定，该法案要求被分级的视听作品应该以明确合法的方式标识出来，电视节目在选择相关画面时必须符合节目要求，并且考虑到屏幕前的未成年人。被分级为12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电视、游戏的广告或片段禁止在青少年节目中，或节目前后十分钟内播放。被分级为16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电视、游戏的广告或片段禁止在青少年节目中，或节目前后十分钟内播放，另外，在22点之前播放的此类作品的广告和片段应该充分考虑到青少年观众。被分级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电视和游戏的广告或片段不能在22点之前播放。所有广告和片段不得含有色情和暴力因素。

其次是关于信息广告和商业广告的规定。该建议要求被分级的视听作品应该以明确合法的方式标识出来。被分级为12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电视、游戏的广告禁止在青少年节目中，或节目前后十分钟内播放。被分级为16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电视、游戏的广告禁止在20点30分之前播放。被分级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电视和游戏的广告不能在22点30分之前播放，而且只能在取得许可的V类节目中播放。成人类音像作品的信息广告和商业广告只能在0点至5点之间播放。

该建议无疑使电影传播在大众传媒时代受到更多限制。最近的例子是影片《不忠》（Les infideles），本片是法国通俗喜剧，电影分级委员会没有对本片做任何限制性分级。虽然海报以诙谐的方式调侃色情因素，但还是因为隐晦的性爱姿势而于2012年2月3日被法国广告协会勒令收回。海报被审查或许为本片做了更好的宣传，然而在电视媒体上问题更为严重。四个月后，法国视听高级委员会对法国电视台主席发出行政文件，原因是电视台在2月19日19点播放了本片预告片，在2月26日20点播放了本片的片段。委员会认为本片预告片因为涉及性爱和吸烟镜头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因而根据2006年7月4日建议不能在正常时段播放。

由此可见，虽然法国电影分级的尺度较为宽松，但并不意味着电影可以完全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意味着电影分级委员会对色情和暴力置之不理。尤其是大众传媒时代，电影审查和分级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影院放映，而是在各种视听传播媒介中受到审查和严格限制。除了电影分级委员会，其他机构如法国视听高级委员会、法国广告协会等对电影作品的传播也具有管理权利。

九、法国电影审查制度变革的动力

法国电影审查制度是因何而改变？电影审查不同时期颁布的法令，其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又是什么？本章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法国电影审查制度变革的三个重要推动力。

（一）社会思想的变化

法国电影审查最初的作用是维护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新的思想开始影响法国社会时，道德审查的色彩就越加浓厚，这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审查中表现较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法国精英阶层推行自由主义思想，对电影审查制度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法国左派思潮的衰退，电影也失去了新浪潮时期激进的色彩，电影和社会道德的冲突不再剧烈，电影审查也不再具有严厉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法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现代主义思想在欧洲勃发的时代，以女性短发为标志的20世纪20年代既是更加要求个体自由的年代，也是大众文化中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年代。爵士乐和电影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发源地的法国，年轻一代不仅宣扬艺术上的革新，更是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希望改变原有的社会规范。但是，“这是那些麻木的政治精英们几乎毫不触及的发展变化。主要的政治家们年龄越来越大，他们生活在‘美好时期’的年代，而非‘爵士乐’时代”（注：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M］.杨保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253.）。电影审查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的道德卫道士的角色就是旧道德和新思想的斗争在电影领域的反映。

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革新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暂时被战事所遮蔽。二战结束后，法国进入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变革时期，消费主义、性解放和嬉皮士文化刺激着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年轻一代在电影领域发起一场以“新浪潮”和“五月风暴”为标志的革命。从这一时期电影人和政府冲突的诸多案例中（注：参考本书关于第五共和国初期电影审查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激进革命的左派思潮是如何冲击因循守旧的右派思想的。

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中，女性回归厨房还是走向社会的问题是一个风向标。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领地，电影中涉及女性解放题材的影片也是电影审查的一个重要话题。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女性争取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步伐实在是缓慢得多。给予妇女选举权利的议案在1919年、1932年和1935年被议会否决，直到1945年才被通过，是西方国家中最后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而大革命时代确立的《拿破仑法典》中对妇女的限制直到1965年才被取消。有关妇女避孕和堕胎的法律一直受1920年颁布的“天使制造法”（注：1920年，政府禁止出售避孕用品，并颁布了一项禁止堕胎的新法律，被人称为“天使制造法”。同时，政府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已婚女性多生育孩子。）的约束，1973年，《A的故事》的拍摄受到政府的阻挠，就是因为影片涉及当时禁止的堕胎画面。1975年的相关立法，才使得流产具有合法性；同年，离婚也自由化了。女性解放运动使电影中的很多女性问题不再成为禁忌。

自20世纪70年代，左派和右派对峙的情形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压力下被打破了。法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左派”和“右派”不再那么重要（注：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M］.杨保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253.），而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谋求共生共存，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德斯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对媒体实行自由化措施，更加减少了电影审查上的限制。从另一角度来讲，“五月风暴”中激进的左派年轻人，在风暴之后相继进入国家各个部门，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统都是左派党派的领导人。对于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左派终结了左派”，也可以说是左派告别了其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而以更加现实的和温和的方式谋求社会改革和进步。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讲，20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电影失去了新浪潮时期的革命精神，除了戈达尔继续有政治电影问世之外，大部分导演都转向温和的文艺片和商业片制作。电影审查的色彩之所以不再那么严厉，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审查法的改革，另一方面与法国影坛的光辉不再也大有关系。

（二）法律依据——《操我》案例分析

上文中我们介绍过法国处于最高规范的法律是宪法，法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争取电影审查改革的司法依据。在法国，电影不但在法律上属于艺术作品，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更重要的是，电影在法国被看做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因此禁映一部电影违反了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这是法国电影审查逐渐由审查走向分级的法律依据。另外，禁映的影片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法国电影史上不乏此类司法案例，最近的一起电影审查诉讼案例不但取得胜诉，并且促使政府修改了电影审查法规条文。

这起司法案例是由电影《操我》（Baise-moi）引起的，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电影屏幕，性暴露尺度在西方可谓“大胆”。“性”作为作者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电影中和诸多严肃话题联系在一起。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对此见怪不怪，观众也习以为常，即使是名望甚高的影星如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伊莎贝拉·于贝尔（Isabelle Huppert）、艾玛纽埃勒·贝阿（Emmanuelle Béart）等，法国观众也已经在屏幕上熟悉了她们的乳房。但是尺度大并不意味着对色情和暴力视而不见，以1990年2月23日法令为司法依据的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在2000年遭遇了一场风波。风波来自影片《操我》，由法国两位女导演维吉妮·德彭特（Virginie Despentes）和柯拉莉·郑轼（Coralie Trinh Thi）执导。这部情色意味极浓的作者电影因为在2000年5月份的戛纳电影节获得认可，侥幸得到了电影分级委员会和文化部的放行，被分级为16岁以下禁止观看，并附加观看警告。6月28日本片在法国各大影院正式公映。次日，一家名为“促进会”的带有右翼色彩的家庭伦理协会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向国家行政法院投诉，认为本片是一部三级片，应该如同对待三级片一样对待此片，要求行政法院取消文化部部长给《操我》一片发放的公映许可证。6月30日，国家行政法院作出裁决，将影片《操我》定为X级色情片，取消文化部部长发给本片的发行许可证。

国家行政法院认为，这部电影“基本情节由一系列过分的暴力场景和一些不加掩饰的性场景组成，其余镜头片段未能体现导演所标榜的揭示社会对女性施暴的意图，因此本片只是传达了色情信息，并构成诱导暴力，对未成年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触犯了刑法第227—24条相关条款”。《操我》一片仅公映三日，即被打入冷宫，公共发行渠道关闭。制片方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法律角度上讲，一部影片被列为X级，并不是完全禁止，仍然可以在X级影片渠道发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从1975年10月3日法令颁布以来，法国对与色情电影相关的活动征收重税，X级电影的生产已经逐渐被色情录像带取代，X级电影发行网也随之衰落。如今放映色情电影的影院只剩下一家。因此本片被分级为X级影片，也就相当于完全禁止放映的级别，完全失去商业运营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完全禁止的“作家电影”。这是自1966年雅克·里维特执导的《修女》被禁以来，时隔几十年第一部在法国被禁的“作家电影”。尽管法国评论界对本片的评价并不高，但是影片被禁止放映却触动了法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敏感神经。这一电影审查事件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媒体和电影业内对此大作文章，批评行政法院的决定，表态支持本片。许多艺术家都惊呼“道德主义”的新闻检查又回来了。在禁令下达之后，五月风暴时期的左派导演马恩·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经营的MK2的几家电影院在部分公众的声援下，甘冒被罚巨款的危险，继续放映这部影片。很多青年学生甚至在自己的额头上写上“操我”字样，以示声援。

面对这场社会风波，行政法院解释说，按1990年2月23日法令（注：参考本章第二节本法律条款内容。），要禁止18岁以下少年人看这部电影，除了把它列为X级色情片外，别无他法。本片的制片人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向更高的司法机关提交了诉讼。司法判决认为，电影审查相关法令存在法律漏洞，违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内容。为了平息这一风波，政府颁布了2001年7月12日法令，重新建立禁止18岁以下观看的分类级别。新的法令使《操我》一片得以重新在各大公共影院放映。

然而，18岁以下禁止观看，依然是一个耻辱的记号，这类影片在影院和电视中播放时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一旦有影片被列为18岁以下禁止观看，法国影评联合会、法国电影导演协会及其他相关组织都会向文化部提出抗议，担心这意味着法国电影审查制度将会日趋收紧。从上文所述中，可以看到法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也意识到这个分级的“审查”意味，因而很少使用。

当今法国电影审查采用分级制，即电影审查的目的不是为了禁止某种思想传播，而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电影审查的司法逻辑，即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下是否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国家行政院将本片划分为X级的依据是本片未能体现导演的社会思想，因而不是作家电影，而是色情片。导演最后之所以取得胜诉的关键原因是，媒体和大众的舆论确认了本片作家电影的“身份”，因而是表达作者思想的艺术作品，X级影片发行中相当于“完全禁映”的现实触犯了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法国繁琐复杂的法律法规互相制衡，但不免有矛盾之处，本案的胜诉在于找到了现行电影审查法的漏洞，也在客观上促使法国电影审查法更加完善和合理。

（三）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感

法国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中具有更多的政治责任感和“坚持到底”的不妥协精神，这是法国近代史中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推动力。电影导演和演员在法国一直被视为准知识分子，电影审查的案例往往受到来自电影界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批评。在“解放电影”，改革电影审查制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在法国很多社会运动中，电影审查制度都成为众矢之的。最有研究价值的是1968年“五月风暴”，从中可以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乌托邦理想窥见一斑。二战之后法国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法国新浪潮运动。20世纪50年代，一批年轻的、不满于传统和禁忌的导演相继拍出处女作，随着几位重要导演的影片在国际和国内的成功，“新浪潮”成为席卷西方世界的电影运动，其标新立异、突破传统的反叛精神无疑对当时的社会道德和习俗提出了挑战。就是这批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年轻导演，在“五月风暴”中又一次显示出其摧枯拉朽的革新力量。“五月风暴”是当时国际以及法国国内左派政治力量迅速壮大的一个表现。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法国电影不光是记录者，更是重要的推动者。以《电影手册》为中心的年轻导演，以电影为战斗工具，宣传左派的政治理想，批判资产阶级政权。具体到在电影管理方面，电影界成立了“电影总署”和“电影三级委员会”，要求“电影行业内自行管理，建立不受制度法则制约的影片，取消电影检查制度”（注：焦雄屏，著.法国电影新浪潮（上）［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2.）。以此对抗政府对电影的控制和审查。

“五月风暴”表现出法国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其政治理想绝不妥协的“坚持到底主义”，虽然很快结束了表面上的激进色彩，但是这次运动的精神和法国的左派思潮并没有结束，相反却更加广泛地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对法国以后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意识形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法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的说法，“法国最近二十五年的主要的政治文化运动都是由1968年五月事件酝酿而成的”（注：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M］.杨保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292.）。在电影领域，1968年“五月风暴”的两个结果是政治电影和色情电影的兴起；而电影审查开始变得宽松，政府被迫取消了政治审查。与《危险关系》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相比，无疑是有了本质上的改变。

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政治精英们似乎终于摸到了时代的脉搏，1975年解放电影的举措是对之前社会革新力量的积极回应，德斯坦总统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自由媒体”形象，也因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暂时成功。尽管不久之后发生了《尝试者》的焚烧事件，但是法国的电影审查并没有倒退。在而后的密特朗时代和希拉克时代，法国的电影审查不断向“自由电影”的理想方向迈进。上文分析的《操我》案例，也是知识分子和电影人不妥协精神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是如何以强大的姿态争取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这种总体的社会环境中，电影审查的功能逐渐改变，其目的不再是限制某种思想传播，而是走向保护未成年人的概念。

十、结语

通过对法国电影审查法规条文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电影审查逐步走向自由化和宽容化，电影审查最终被电影分级所取代，电影审查的职能也发生了从禁止思想传播到保护青少年和儿童的转变，这与法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一致的。法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变革，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依据作为基石，同时又与法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政治激情，尤其是左派思想在法国的勃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电影分级委员会希望从形式上摆脱任何审查理念的束缚，而将其宗旨定位在发展经济、保护未成年人上。但是，也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审查概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电影没有控制，政治、色情和暴力等元素依然是限制电影发行和放映的元素，尤其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审查和分级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影院放映，各种视听传播媒介也受到严格审查和限制。


第七章　德意志民族影像的自由之路第七章——德国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一、导论

早在1906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就出现了电影审查制度的雏形，较之美国1930年颁布的《海斯法典》早了二十多年。可以说，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电影审查的国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始终有国家、电影界和民众这三方力量在围绕着德国电影审查制度进行着博弈、角力，并共同对它产生影响作用。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电影审查也一直在民主和专制的天平上进行着微妙的变化。如同所有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一样，在德国早期的电影审查历史中，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电影审查产生主导影响，而电影界和民众则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在经历了几十年由国家审查的历史以后，德国电影最终于1949年实现了由电影界自己来管理，而国家和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辅助和监督的角色。今天的联邦德国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具有自主意识和自由空间的电影审查制度。

1949年，当时刚刚建成的联邦德国成立了负责电影审查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FSK），它所推出的“年龄分级制”对于保护广大观众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其他各国的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起到了示范作用。目前，我国关于起草制订电影法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德国模式”对于我们制订自己的电影法，继续推进影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护青少年观众，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鉴于此，对德国电影审查的历史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梳理，对国家和电影界如何在德国围绕着电影审查的博弈进行探讨，并对当代联邦德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执行者——“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职能、结构以及其实施的“年龄分级制”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介绍，在对于我国电影分级制度模式探索的讨论过程中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二、德国电影审查制度历史沿革

（一）电影审查伊始：第二帝国时期（1871—1918年）

德国历史上的电影审查制度，始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1871—1918年）的1906年。这年5月，生活在柏林地区的皮革匠鲁道夫·亨尼希（Rudolf Hennig）谋杀了一个人后，以各种方式多次逃脱了法律的追究。得意洋洋的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回忆录来吹嘘自己的“能耐”，同时他希望将该书出版。当地的一家报纸找到他，表示希望承担该书的出版工作，并许诺给他1700帝国马克，这相当于他十五个月的收入。然而这家报纸最终向当地警方举报了他。于是亨尼希锒铛入狱并最终被判处了死刑。亨尼希事件引起了当时多家媒体的关注，不少电影公司纷纷制作了该题材的电影。片中的警察被表现得极其无能且办案时毫不严肃，丝毫没有体现司法的权威。鉴于这些电影在社会上所制造的消极影响，柏林警察总署最终于当年4月13日发布禁令，叫停了所有亨尼希谋杀案相关题材的电影的摄制或发行。警方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认为这些电影诋毁了警察的形象和藐视了司法的威严，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亨尼希案尚未做出最终裁决，警方担心这些电影可能会影响到该案件的审判和执行，这样的干涉行为将构成对司法权的最大蔑视。但由于各方压力以及内部意见的不一致，警方于4月18日中止了该禁令。尽管它是个短命的行为，但这却宣告了世界上首个电影审查的诞生。1906年5月5号，柏林警察总长签署了《电影审查规定》生效，该规定要求所有新拍摄的电影都必须提前在各地警署接受审查，由警方先行收看电影，同时各家影院必须向当地警署递交其放映电影的目录。最终警方在经过仔细的审查后，对所受理的电影做出诸如“禁止上映”、“禁止对儿童放映”、“自由放映”等批示，并就需要删节的片断给出意见（注：赫尔伯特·布列特.电影审查何时开始？——一百年前初见端倪的德国电影审查制度（Herbert Birett：Wann soll die Filmzensur stattfinden？Vor hundert Jahren wurde in Deutschland die Vorzensur eingeführt），http：//www.nzz.ch/2006/05/12/fi/articleE2322.html（2008年3月28日）.）。为了给影片在全国范围内的放映提供便利，1910年12月16日，德国内政部补充了该规定，指出凡是在柏林获得放映权的电影，只要在放映前24小时内向各地警方出示由柏林当局颁发的许可证，就可以在各地播放。可见，围绕着电影在各地最终能否上映，中央和地方共同产生作用。两者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最终决定了电影能否上映的命运。地方在电影审查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甚至某些时候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各个地方的意见很难统一，这就导致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即一部在慕尼黑审批通过并很卖座的电影，在汉堡却要被当局查禁。这种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也大大增加了电影审查的费用。

相对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一时期国家、电影界和民众之间就显得“和谐”了许多，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生活中国家都占据了绝对核心的地位，而电影作为新兴媒体，其产业本身的实力还很薄弱，而公众对于这一新兴媒体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这就使得电影界和民众的声音在国家决定意志面前显得十分微弱。由于国家大力渲染电影审查可以帮助大众远离不良电影，国家、电影界以及以“捍卫人民健康抵制电影毒害”为目标的电影改革者们基本上是意见一致的。这一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战时国家审查机构、电影界以及电影改革者们之间的矛盾几乎被完全化解了，爱国主义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题。一战前法国电影在德国曾风靡一时，而此时则遭遇了被查禁的命运，这就为德国电影制片厂创造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法国电影所留下的真空，首先由德国本土电影来填补，而若德国电影的产量短时间内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则由其他中立国家的进口电影来填补这一空缺。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电影积极迎合了国家的需要和公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和公众的同情，但它们仍然需要接受严格的监管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电影审查中所推行的“审查单”制度，可谓是德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举。该制度采取了国际电影制片与灯光效应工厂的总裁埃芬的建议，于1907年正式生效。“审查单”用不同颜色标明电影放映的不同限制规定：蓝色表示对所有观众开放；棕黄色表示禁止对青少年开放；玫瑰红则表示针对特定群体（比如医生或某一党派的成员）限制该电影的放映。在审查单上除了要给出该电影的名称和演员表以外，还会详细地写上各章节的题目、电影的长度、电影角色数目等。如果电影经过了剪辑处理，那么还会对删节的部分作一段简短的陈述。这样，警方对电影审查的裁决意见被标准化，他们不用每次再挖空心思给所受理的电影作出花样百出的评审意见。“审查单”在后来的魏玛共和国也得以沿用。在1920年颁布的德国首部《电影法》中，“审查单”制度被纳入其中，正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在德国加以施行，它也为今天德国采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级别电影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电影审查发展：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年）

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年）的电影审查，有两个重要的进展，即德国首部《电影法》的颁布，以及专门的电影审查机构的成立（注：维基百科德语页面：《电影审查制度》，（Filmzensur）http：//de.wikipedia.org/wiki/Filmzensur（2008年4月5日）.）。首先是《电影法》的颁布：德国在1920年以前尽管成功推行了电影审查，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文件，而执行电影审查工作时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针对这一迫切需求，魏玛共和国于1920年5月12日正式颁布了《电影法》，为电影审查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这部《电影法》以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电影审查制度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及其审查执行机构警察局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以制度化的形式进行了强调。该法还规定，凡是威胁到国家生存利益、公共秩序安全以及危及德国的名声与对外关系的电影，都将面临被查禁的命运。同时《电影法》规定，无论是德国本土电影还是从国外进口的电影，一律要接受审查。而此前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开始实行的“审查单”制度，也被纳入了《电影法》中，正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推广施行。

此外，《电影法》还对在柏林和慕尼黑成立专门的电影审查机构给予了专门的说明，指出魏玛共和国分别在德国两大电影生产地柏林和慕尼黑设置电影审查局，负责全国电影审查工作。此外设在柏林的最高电影审查局则负责受理上诉。所有这些机构都隶属于德国内政部，由内政部任命主席及其委员。委员中的1/4来自电影界，1/4来自文学艺术圈，而另外的1/2则来自公共福利、教育与青少年事务领域。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电影改革人士有很多就在审查局里以委员的身份供职。如果面临重要的决策问题，电影审查局还会邀请各部委的专家前来献计献策。

尽管魏玛共和国成立伊始曾在其宪法中明确表示“不再进行审查”，但在其后的宪法修正案中又规定，国家既要捍卫言论自由，又要继续推行电影审查。在保守势力的推动下，关于推行电影审查的法案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生效。而即使是在魏玛共和国短暂地停止电影审查这段时期，地方仍然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开“言论自由”，继续推行电影审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真正的“言论自由”。电影一旦触犯了法律规定，则要面临法律制裁的后果。这一时期国家在电影审查中依然是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强势地位。

（三）电影审查之集权化：纳粹德国时期（1934—1945年）

1934年2月16号，随着纳粹德国新的《电影法》（Lichtspielgesetz）出台，电影审查在德国越演越烈。即使是那些在1934年以前获得放映许可的电影也都要重新接受检查。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审查来杜绝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电影，为此政府雇用了专业的帝国电影专家来参与电影审查工作，另外对电影进行查禁的名目也比从前大大地增加了。从1934年起，凡是“损害纳粹党、宗教、伦理或艺术的道德，具有野蛮粗俗影响并且威胁到德国威望和德国对外关系”的影片，都要被电影审查局查禁。这一时期，德国取消了先前设在慕尼黑的审查局，而所有电影审查工作都从1934年起由柏林的电影审查局来统一负责（注：迪特里希·库尔布咯特.德国电影奇迹——纳粹越来越好［M］.汉堡：康格雷特文学出版社，2006（Dietrich Kuhlbrodt Deutsches Filmwunder.Nazis immer besser，Konkret Literatur Verlag，Hamburg，2006）.）。

纳粹德国基本上沿袭了魏玛共和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人事任用方面。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电影审查高级官员都保留了其职位，诸如柏林电影审查局局长海因里希·茨莫尔曼（Heinrich Zimmermann）、最高电影审查局局长恩斯特·思格尔（Ernst Seeger）都得以留任。可以说，1934年2月16日颁布的这部新版《电影法》没有根本性的变动，从大的框架上来看，纳粹德国时期的电影审查是沿袭了魏玛共和国的制度和传统。曾参与起草1920年《共和国电影法》的恩斯特·思格尔同样参与了这部新《电影法》的起草。这部新版《电影法》从很多方面都沿用了旧版电影法以及魏玛共和国政府文件的内容，不同之处是对影片的要求更加严格，可见政府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到了几乎苛刻的程度。新《电影法》对电影“雅利安化”的要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1933年3月13日，曾任纳粹党团领袖的戈培尔成为宣传部长，他大力推动了电影行业的“雅利安化”运动。为此，他要求首先对“德国电影”和“外国电影”加以严格区分。戈培尔这样对“德国电影”进行了界定，即所有参加电影制作的人员，都必须是“德国人”。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德国人”？按照戈培尔的说法，拥有德国护照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拥有德国籍贯和德国国籍。而犹太人即使满足了以上条件，也要被坚决排除出“德意志民族”。所有犹太电影制片人都被禁止再从事影视工作，而只要有一名“非雅利安”工作人员参加电影制作，那么这部电影就将被视作“外国电影”而无法享受到本国电影所获得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帮助。

新版《电影法》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推出了电影预审制度。所谓预审，就是由新成立的“帝国影视戏剧署”在电影制作前对该电影的剧本进行严格审查。同时这一时期还成立了电影信贷银行，它只为那些通过剧本审核的电影提供贷款帮助。通过这样两个环节，纳粹德国可以从“源头”上对电影进行有效的监管。

纳粹德国统治中后期，出于对思想控制的需要，国家不仅担当了电影审核者的角色，而且它还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电影制作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制片人”。1939年以后的电影绝大部分都是由国家直接制作拍摄的，这样一来，电影审查机构的职能也就逐渐被削弱。最终，国家实现了对电影业的直接管理，而先前在电影审查中发挥辅助作用的电影界和公众，则被彻底排除出了审查工作。为了更坚决地贯彻“元首的意志”，这一时期的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拥有对电影管理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通过审查的电影，戈培尔也可以用行政命令直接叫停上映该电影。在戈培尔之上，帝国元首希特勒成了最高审查官。随着战争的进行，希特勒不仅加强了对电影业的监督，而且还屡屡自己参与到电影的制作中去。任何即将面市的电影都要事先经过希特勒的审核。一旦希特勒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表现出厌恶之情，这也就意味着对这部电影宣布了“死刑”。行政命令等专制管理措施，正是这一时期电影审查的特色。

（四）电影审查之转折期：二战后盟军占领期间（1945—1948年）

德国投降以后，盟军最高指挥部按照1945年6月开始施行的“战后管理条例第二条”（Nachrichtenkontrollvorschrift 2）的规定，对市场上所有德国故事片加以查封。这些电影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只有在确认无害后才被允许上映。所有通过审查的电影，都必须在其拷贝上贴上“电影放映证”（Filmvorführschein）的标签，来证明其有权上映。当时不少电影为了能获得上映权，只能对内容进行大量删减修改。

此外，盟军当局对这一时期的219部电影做出了禁止它们在德国上映的命令，认为它们属于以下种类中的一种或多种电影（注：维基百科德语页面：《电影审查制度》（Filmzensur），http：//de.wikipedia.org/wiki/Filmzensur（2008年4月5日）.）：

—宣扬纳粹和法西斯理念的电影；

—将战争和军国主义理想化的电影；

—捏造德国历史的电影；

—美化德军的电影；

—嘲讽盟军和盟军在德统治以及嘲笑盟国领导人的电影；

—批评或讽刺宗教思想和宗教习俗的电影；

—粉饰纳粹德国政治领袖言行思想的电影；

—由纳粹党成员担任了制片人、导演、作者、演员、作曲家等的电影。

此外，对于那些曾参与了纳粹宣传电影的艺术家和演员，盟军当局都禁止他们再从事电影工作。所有电影放映者都需要事先在盟军当局申请并获得其许可才准放映电影。

在盟国占领当局负责电影审查工作这一时期，占领当局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维持军事稳定性、进行政治再改造和清理文化中的纳粹和帝国主义成分上，而几乎没有涉及对儿童青少年的保护，因此青少年可以毫无阻碍地观看任何电影。此外，由于最初西占区由美英法三国分别管理（东部地区由苏联控制和管理），在西部地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电影审查和管理规定。一些在美占区禁演的电影，却在英占区或法占区获准上映。

针对以上情况，1948年，美英法三国占领地区各州的文化部长决定在威斯巴登的黑森州文化部下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电影对青少年危害的“问题审核委员会”（Kommission zur Prüfung der Frage：Gef？hrdung der Jugend durch Filme）。该委员会负责处理不良电影对青少年的危害问题，并为西占区各州提供统一有效的青少年保护方案。在该委员会中，不仅有文化部门的代表出席，也包括来自电影界、教会、巴伐利亚天主教青年协会的代表。委员会就儿童青少年保护问题展开了持久激烈的讨论，其讨论结果是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共同的并且自愿进行审查的机构。就这样，这次会议孕育了稍后于1949年成立并且一直在联邦德国电影界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 der Filmwirtschaft，简称FSK）。

（五）电影审查的新局面：联邦德国时期（1949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电影当局主管德国电影事务的官员埃里希·波莫（Erich Pommer）被授权负责重建德国电影业并对其加以规范。他在导演库特·奥尔特尔（Curt Oertel）和威斯巴登电影租赁协会经理霍斯特·冯·哈尔特利普（Horst von Hartlieb）的协助下，充分借鉴了美国电影审查模式，为德国电影界提出了建立一套自我审查制度的方案。这样既可以取代盟国军事占领当局而负责电影的审查工作，在电影业中朝着德国实现主权独立迈出了重要一步，也防止了联邦德国政府像历届德国政府那样对电影审查进行粗暴干预，甚至接管该工作。哈尔特利普表示：“这是我们的初步想法，因为我们都是从第三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套自我审核制度，而国家对于电影事业的控制，则会导致这一行业的政治化（注：维基百科德语页面：《德国电影经济的自我规范系统》（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 der Filmwirtschaft），http：//de.wikipedia.org/wiki/Freiwillige_Selbstkontrolle_der_Filmwirtschaft（2008年4月5日）.）。”他们在1946年就启动了制定电影审查制度、成立电影规范机构的工作。

在各方的努力下，1949年7月18日，在当时西占区的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比布里希宫，德国“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 der Filmwirtschaft，缩写为FSK）成立，并第一次履行其电影审查监督的职能。它所受理的第一部电影是早在1944年就拍摄，但被当时的纳粹德国禁止放映的影片《挑逗事件》（INTIMITTEN，导演Paul Martin，1944）。1947年，它首先是得到了当时盟军占领当局的放映许可，接着又通过了新成立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查。最终，“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对这部电影给出的结论是：允许面向公众放映，“但是不得对16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开放，以及不得在耶稣受难节、忏悔日和祈祷日以及万圣节和祭奠日放映”（注：“电影自我规范机构”官方网站：《“电影自我规范机构”的历史沿革》（Geschichte）：http：//www.spio.de/index.asp？SeitID=16（2008年4月11日）.）。1949年9月28日在黑森州威斯巴登比布里希宫举行的仪式上，盟军当局正式授予“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在联邦德国行使电影审查的权力。德意志联邦、各州、教会以及电影界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仪式。

这样，新成立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取代盟军占领当局承担起了对德国范围内上映的电影进行监督审查的职能，同时它也改变了德国电影审查史上历来由国家对电影进行监督审查的传统。从1949年起，许多曾被盟军占领当局禁演的电影重新获得了上映的机会。其他一部分电影则被要求加以“限制”，即它们只能在有限的场合加以放映。凡是推销这类“受限制电影”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成立之初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防止个别电影在道德、宗教和政治领域造成不良影响。凡是采用下列题材或使用这些场景的电影，都将被禁止拍摄制作、租赁或是公开放映。它们是：

—损害伦理和宗教道德，具有野蛮粗俗影响；

—反民主，或具有军事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

—危害（联邦）德国对其他国家关系或有损德国在其他国家形象；

—在德国或在某联邦州危害到了德意志人民宪法和法制国家基础；

—人为地伪造事实（注：马丁·罗佩丁格尔.电影审查与政治成熟体系的自我规范（Martin Loiperdinger：Filmzensur und Selbstkontrolle Politische Reifeprüfung），选自：Wolfgang Jacobsen、Anton Kaes、Hans Helmut Prinzle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ilms，Stuttgart 2004。FSK：Grundsätze der freiwilligen Selbstkontrolle der Filmwirtschaft GmbH（18.Fassung vom 1.November 2006）.）。

由此不难看出，“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最初的职能，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社会稳定，捍卫社会伦理和宗教道德，净化电影市场。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青少年保护逐渐在“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工作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在注重对青少年保护的基础上，“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最终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电影分级制度，并沿用至今。在本文关于“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介绍中，将对这一分级制度再作详细的说明。

“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除了根据青少年观众年龄的差异对电影实行严格的分级以外，还在德国一些联邦州针对节假日电影市场做出了特殊规定。按照德国《基本法》第140条，周日和基督教节日都应受到法律保护。另外在德国，诸如耶稣受难节、万圣节、忏悔日和祈祷日、国民哀悼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者的日子）等被称为“安静日”，这些节假日享受法律特别保护。凡是同这些节假日的精神不符的电影，都被“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禁止在这些时段放映。“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建立之初，由于电影仍是主流媒体，因此该机构主要是针对电影、磁带等传统媒体而行使审查的职能。随着新媒体技术（录像带、影碟光盘等）的出现，电影审查制度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于1985年将这些新媒体也纳入了监管范围内。“联邦录像协会”同FSK紧密合作，来对所有出版的电影录像带进行监管。同年，“无年龄限制投放”的规定也正式开始施行。1995年起，数字媒体也被纳入了审核范围。

德国战后的历史被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由于美苏的对立和争霸，德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并最终在分裂的领土上分别建立了西部的联邦德国和东部的民主德国。“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成立伊始，恰好是联邦德国先行成立而民主德国的建立尚在酝酿中。由于东部地区受苏联控制，苏联方面对于西部的渗透行为严加防范，因此东部地区并不接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对本地区电影事务的管理，东部各州都没加入该机构。1948年10月7日，随着民主德国的成立，对东部地区电影的审查工作最终划归国家来执行。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两德统一。原东德各州加入了“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并向其派出了常驻代表，这意味着随着东部各州并入联邦德国，电影审查在德国全境也最终实现了统一。2004年12月9日，影片《索菲·索尔——最后的日子》接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查，成为第10万部接受该机构审查的影片。

三、当代德国电影审查制度

（一）三方力量作用下的“自愿”“自主”电影审查

自德国开始施行电影审查以来，国家和电影界两方面的力量一直处在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中。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宣布个别电影被禁止或必须接受删减，因而损害到了一部分电影制片商的利益。而与国家相对的电影界使用自有资本或借贷资本来拍摄制作、租赁或发行电影，希望获得尽可能大的利润，与此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国家对其设置的条件和规定，而这些条件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电影行业生产的风险。但电影的生产和创作始终不得逾越国家利益和社会道德这一底限，因此它们必须接受相应的规则约束，而这一举措绝不仅仅局限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道德上，这也是对电影界本身的一种保护性规范措施，有利于电影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国家和电影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焦点，并非电影是否应当接受审查，而是究竟由谁来扮演这一审查者的角色，或者说谁来承担主要的职责。在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德国时期，承担电影审查者角色的都是国家，而电影界只能被动地接受检查，国家并没有给它们发挥作用的余地。即使到了二战后盟军占领时期，尽管国家机器被瓦解，但是电影审查的工作却又由盟军占领当局接管，电影界依然无法在审查工作中起主导作用。

直到“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成立，电影界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自身事务”的监督权。正如这个机构的名称所揭示的那样，这样一种电影规范方式是建立在电影界人士自愿的基础上的，同时整个规范体系的操作者也与电影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做是一个主体来自电影界内部的一种自主的以保护青少年儿童为重要宗旨的规范体系。也就是说，一部影片在发行放映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要接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核，如果选择不进行审核，则意味着这部影片自动放弃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儿童观众群体，仅对成人放映。而希望对青少年及儿童观众群进行放映的影片，则需要参加“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核并且获得一个“建议放映年龄段”的评定结果。

“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成立以及其职能在其后几十年不断得以发展完善，标志着规范的电影审查制度在德国逐渐形成。这样国家不必再担心电影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以及青少年培养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审查工作中只扮演了辅助性作用。而电影界则一方面在广度上对电影审查制度进行规范统一，确保该制度对全德国各联邦州有效，同时也在深度上谋求发展，鉴于媒体技术和青少年保护的发展变革，不断完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界从国家手中接管电影审查工作的同时，也必须确保对国家绝对的忠诚，即必须杜绝电影市场上一切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因素。1949年成立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其实就是电影界的代表和审查执行机构。同时国家并非完全放任该机构行使职能，政府机关向该机构也派出了代表，监督该机构的运行，确保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

在国家和电影界针对电影审查工作进行博弈时，还有一方力量值得关注，即电影观众。尽管以“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为代表的电影界如今扮演了主导角色，但要使得电影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它们还必须确保电影观众在这些影片中能得到认同感和满足感。所以电影审查工作需要切实保障民众的利益，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利益，同时也有专门从民众中选拔的代表被派驻到“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中，这样让审查工作也充分考虑到了民众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其实就是国家、电影界和民众三方共同发挥作用的组织，德国的电影审查工作正是由这三方共同协作来推动进行的，其中电影界是执行主体，国家提供政策引导，民众给予监督建议。

（二）德国电影审查制度执行者——“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FSK）

1.“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职能转变

正如前文提到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电视还不是主流媒体，因此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电影进行审查监督。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电视成为主流媒体，而录像、DVD等新媒体技术兴起，要求“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必须适时做出调整，将这些媒体也纳入到审查的范围中。据统计，自1949年电影审查成立以来，一共有超过10万部电影以及其他媒体产品接受了该机构的审查。单是在2003年，“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就执行了3802次的审查工作。“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职能范围在变，而其工作重心也在发生着变化。“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成立之初的职能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社会稳定，捍卫社会伦理和宗教道德，净化电影市场。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才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在对儿童青少年利益的保护上，通过“年龄分级制”来保护青少年观众，而这一分级制度也成为了“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区别于其他国家审查机构的最突出特色。

2.“年龄分级制”

“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根据德国《青少年保护法》相关内容，实行“年龄分级制”，即对青少年观众群体按照他们所属的年龄段严格加以区分，各年龄段的观众群体只能观看与他们年龄相符的电影。凡是被认为可能“对青少年成长或对他们形成责任感和集体观起阻碍作用”的电影及其他媒体，都必须严格加以限制。

根据青少年观众群体年龄的不同，“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将电影划分了以下几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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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维基百科德语页面：《德国电影经济的自我规范系统》（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 der Filmwirtschaft），http：//de.wikipedia.org/wiki/Freiwillige_Selbstkontrolle_der_Filmwirtschaft（2008年4月5日）“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年龄分级制”，参考了历史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曾采用的“审查单”，制作了“分级标签”。该标签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如上表所示）。凡是接受审查的电影或其他媒体资料在经过该机构的审查后，得到不同颜色的标签，以说明该电影属于哪一级别。这个大小为15×15毫米的标签通常情况下都位于电影DVD或录像带的背面。相对于从前的规定，如今“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对“年龄分级制”实际上做出了两点更改，即将从前红色所规定的“不得对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开放和对18岁以上青少年选择性开放”一栏改为了“不得对所有儿童青少年开放”。此外在新的“年龄分级制”规定中，从2003年4月1日起凡是在监护人陪同下的6岁以上少年儿童，都可以观看那些“只能对1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开放”的电影。做出以上两点改动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信息时代发展所引起的变革要求，另外就是政府对《青少年保护法》不断作出修改，而以《青少年保护法》为参考的“年龄分级制”也需要作相应的改动。

为什么“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将电影分成了“无年龄限制”、“6岁以上”、“12岁以上”、“16岁以上”和“针对儿童青少年绝对禁止”五个级别？研究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专家们对“年龄分级制”这样划分电影等级的原因作出了解释：

电影对年龄尚小的孩子们的影响作用是直接而即时发生的。由于孩子们的感知力尚未发育完全，因此无论是漆黑的荧幕、快速切换的图片还是震撼的音响都会引发他们的恐惧感。6岁以下的孩子们对电影主人公的行为容易产生共鸣，特别是主人公所经历的恐怖场景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暴力、迫害还是冲突的场面都会引发孩子们内心的恐惧，而他们自身是无法走出这些心理阴影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将可能导致问题的场景片段进行适当的剪辑或改动是绝对必要的（注：“电影自我规范机构”官方网站：《年龄分级制度介绍》（Altersein-stufungen）：http：//www.spio.de/index.asp？SeitID=247（2008年4月11日）.）。

孩子们从6岁开始就逐渐具备了对场景的认知处理能力，但即便如此，仍需要注意问题镜头对6到11岁的孩子所造成的危害。孩子大概在9岁时就开始能够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能够对事物和场景加以区分。但是对于9岁以下的儿童，感性对他们仍起着绝对支配的作用，比如一个6岁的孩子很容易就会陷入电影中，同电影角色一道分担痛苦和忧虑。尽管这一时期的孩子已经初步具备了抵御惊险或恐怖镜头的能力，但这样的镜头仍不宜过多过长，同时对问题镜头进行有效处理也是必要的。

对于12岁以上的孩子而言，这一时期他们已经形成了能够区分事物的感知力和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也初步掌握了一定的文艺常识。此时的青少年已经可以接受诸如惊险或科幻电影，但对于具有暴力镜头的动作片还一时难以接受。12到15岁正是青春期发育阶段，而这一时期充斥着许多不确定和敏感的因素。电影中那些反社会、从事破坏或暴力活动的“英雄”形象对青少年而言具有潜在危害。对于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而言，在正确指导下学习如何批判对待这些电影，对他们的思维和智力发育都有好处。同时他们也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当青少年成长到16到18岁，这时他们已建立起对媒体的一定程度的知识结构，而心理承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那些不良的反社会题材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因此，凡是以暴力、同性恋、歧视或色情题材的电影都不得对他们开放，此外那些涉及毒品、政治极端主义或排外言行的电影也要禁止对他们播放。唯一的例外情况是电影标签上有所谓的PG标记（Parental Guidance），即6周岁以上的孩子在监护人（一般是指其父母）的陪同下，可以观看“只能对12岁以上青少年开放”级别的电影。监护人在这里包括由父母指定、同孩子属于教育关系的人。

3.电影审查与言论自由

在德国，言论自由一直以来都受到保护和尊重。德国国歌里倡导“统一、主权和自由”，而言论自由正是“自由”的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德国起着宪法作用的《基本法》第五条里，也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注：德国基本法网页：http：//www.artikel5.de/（2008年4月7日）.）。由此看来，在德国言论自由被看作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对电影加以审查，同《基本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并不矛盾：首先，《基本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是以该言论不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保护青少年和个人名誉的相关规定为前提的。通过电影审查来限制危害青少年健康的电影播出，完全是出于对青少年保护的目的，因此该举措受到《基本法》的肯定，它并不触及言论自由；此外，针对由电影自我规范组织进行的电影审查，并不存在强制义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电影可以对成年人播放，但如果该电影没有经过“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查，或者在审查后没有获得对青少年观众开放的许可，则它绝对禁止对青少年播放。因此要获得对青少年观众群体放映的资格，任何电影都必须接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查并获得放映批准。“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是德国电影高级组织（SPIO）的下属机构，该组织是电影界各实体单位共同组成的联合会，因此它有权要求其成员单位履行电影审查的义务，即在发行或放映电影前必须接受电影自我规范组织的审查并获得相应的放映许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进行的电影审查也不违反言论自由的原则。

从总体上而言，德国对青少年电影保护措施贯彻得极其成功。儿童和青少年只能观看“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规定的符合他们年龄段的影视作品。电影院必须严格执行青少年保护法第11章第1节的相关规定，对儿童青少年放映与之年龄相符的电影。在对观众年龄产生争议时，电影院有义务要求青少年观众出示身份证或学生证。如果电影院违反《青少年保护法》规定，则将被处以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被判刑1年（注：“电影自我规范机构”官方网站：《关于“电影自我规范机构”的若干重要问题》（Wichtige Fragen und Antworten zur FSK）：http：//www.spio.de/index.asp？SeitID=247（2008年4月11日）.）。

通常情况下，如果电影面临被“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限制向青少年观众放映的危险，同时制片方希望让更多青少年能够观看到该电影从而提高票房收入，他们就会采取两种途径来让电影通过审查：他们要么接受审查结果，然后严格按照“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给出的年龄限制，针对相应年龄段的观众放映；或者他们对影片进行必要的修改剪辑，然后凭借剪辑以后的影片来获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自由放映许可。后一种途径利用得更普遍一些，因为这样一来制片方、电影院可以拥有更广泛的客户群体，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益。在该情况下，由于观众花钱到电影院收看的是“浓缩版”的电影，而电影院并没有义务告知观众这部电影经过了剪辑，因此制片方和电影院的这一行为也为不少观众和专家所诟病，认为有“欺诈”消费者的嫌疑。

4.“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组织结构

“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有190名以上的审查人员，其中既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审查专家，也有从社会上邀请来的名誉审查者。所有审查人员都由政府与电影和录像业联合会共同聘请，其任期为三年。在审查人员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了45%。

名誉审查者们来自社会各界，他们从事的工作各不相同，其中有记者、教师、心理学家、媒体专家、电影历史学家、学生、社会工作者、家庭妇女、法官和律师等。由于保证了审查人员来自各个领域和社会阶层，这保证了在进行审查工作时能够综合参考各方的意见建议，这样尽可能地保证审查工作做到全面、客观。尽管审查者们的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曾有过同儿童青少年打交道的经验，并且具备一定的心理学、媒体学知识。在录用这些审查者时，必须保证他们并不在电影和录像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他们受该行业的直接影响。

在对电影进行审查时，任何相关讨论和表决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最终的结果采取简单多数原则。代表们在投票表决时必须表明意见，不允许投弃权票。另外所有审查人员都相对独立地工作，即他们都不受任何外界指令的干涉，这一点是受到特别保障的。

“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执行机构是工作委员会（Arbeitsausschuss，主要从事对电影的审查）、核心委员会（Hauptausschuss，主要负责申诉）以及申诉委员会（Appellationsausschuss）。三家机构分工不同，在电影审查及申诉程序中也有先后之分，但它们在“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行政结构中属于平行的关系。

工作委员会是第一道机构。递交“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先在该机构处接受审查。通常情况下，该委员会由7名审查者组成，其中3名来自电影和录像行业，而另4名则是政府聘用的审查专家：他们包括一名州最高青少年事务局的常务代表、一名由16个联邦州轮流推举的青少年专家以及两名同样是由各州轮流推举的政府代表。州最高青少年事务局的常务代表担任该工作委员会的主席。如制片方或电影院对工作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存在异议，或者工作委员会过半数的代表认为影片有重新审核的必要性，那么他们可以提请由核心委员会对该影片重新进行审核。核心委员会由八名审核专家构成，他们事先都没有介入对该影片的初审工作。

申诉委员会是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审查和申诉机构。德国各联邦州以及电影和录像行业高级联合会都有申诉的权利。申诉委员会由一名主席、两名青少年保护方面的专家以及四名州最高青少年事务局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的主席应具有法官或更高级别的公务员职能。在“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审核工作中，申诉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最终效力。关于“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下属三个执行机构间的组成与工作分配，请参见下表：

[image: ]


引自德国传媒审查制度官方网页：http：//www.medienzensur.de/seite/instanzen/fsk.shtml（2008年4月12日）需要说明的是，凡是没有获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年龄分级制”标志的影视作品，必须接受“联邦危害青少年媒体审查署”的审查，只有获得该审查署的批准以后才能上映。凡是已经获得“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审查批准的电影，则无需到该审查署申报。

此外，为了简化工作流程，“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针对以下两种情况的电影不再采用例行的工作规则。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不属于故事片题材的电影或其他媒体资料、在电视上已经播放过的电影以及10年前就曾放映过但如今重新申请审查的电影，“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会指派一个规模较小的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审查工作。它包括一名政府机关代表、一名电影和录像行业代表以及一名州最高青少年事务局的常务代表。对于最终的审查结果采用意见一致原则。

对于长度在60分钟以下的动画片、电影故事片的加映节目以及娱乐片和电视连续剧都适用于一个相对简化的审查流程。在该流程中，只需要州最高青少年事务局的常务代表来负责审查工作就可以了。

5.“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法律基础与财务运行

“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是依据德国《青少年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各联邦州《节假日管理规定》以及《“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基本条例》来运作其业务的。《青少年保护法》和各州《节假日管理规定》等构成了它进行审查工作的法律基础和依据。

在财务方面，“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它的收入来源于接受审查的媒体单位所支付的费用。“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以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进行运作，同时它也是德国电影高级组织（参考2.2.6相关内容）的下属机构，但是德国电影高级组织并不干涉它的审核工作。

6.行业内部与行业间合作

为了保证审查结果尽可能地全面细致和公正客观，“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同社会各界进行合作，充分参考各方意见，来不断改进工作。

同儿童青少年的交流是对“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工作的重要补充。为了保持儿童青少年观众的联系，更好地了解他们对媒体的认知能力，电影自我审查机构坚持不懈地走入各所学校，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同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交流。以2002年为例，“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就开展了名为“媒体职能与青少年保护——儿童青少年评价电影效应”的项目，并邀请到350名12到16岁之间的中小学生参与此项目。共同主办此次活动的，包括“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莱茵兰法尔茨州教育、妇女与青少年部、莱茵兰法尔茨州私人广播活动中心等。在这次活动中，人们对电影中涉及暴力、性和毒品的镜头以及“年龄分级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注：“电影自我规范机构”官方网站：《“电影自我规范机构”的今天》（Die FSK heute）：http：//www.spio.de/index.asp？SeitID=171（2008年4月11日）.）。此外，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还同科研机构，尤其是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及研究媒体效应等机构进行了紧密合作，来推进审查工作的开展。在它们的协助下，“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掌握到了有关电影和媒体功能、社会化、青少年文化与发展、价值观变革、电影与媒体消费习惯等方面的最新资讯（注：“电影自我规范机构”官方网站：《“电影自我规范机构”的今天》（Die FSK heute）：http：//www.spio.de/index.asp？SeitID=171（2008年4月11日）.）。在同国内各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也走出国门，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同行开展交流合作。由于欧洲各国在青少年保护和电影分级方面的标准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各国的青少年媒体保护机构紧密合作，互相交流信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媒体技术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而与此同时青少年保护也不再只是一国自己的事情。鉴于这样的形势发展，欧洲各国有必要制订一个统一的最低伦理和法律标准，来捍卫青少年消费者以及媒体的权利和利益（注：“电影自我规范机构”官方网站：《“电影自我规范机构”的今天》（Die FSK heute）：http：//www.spio.de/index.asp？SeitID=171（2008年4月11日）.）。

在德国，除了“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努力在不同的媒体领域负责审查监督工作。包括“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在内的这些媒体审查单位彼此间紧密合作，以净化媒体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尤其是青少年的利益。以下将对它们作简单介绍：

除“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之外，德国还有其他一些的审查机构。这些机构中除了电影高级组织属于“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上级部门以外，其他机构同FSK属于平行的机构。它们职能不同，但是彼此紧密合作，为净化媒体、保护消费者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将对它们稍作介绍。

联邦危害青少年媒体审查署（BPJM）（注：德国传媒审查制度官方网页BPJM分页：http：//www.medienzensur.de/seite/instanzen/bpjm.shtml（2008年4月13日）.）

该部门主要负责促进媒体正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和工商业自主监督审查行为。凡是可能危害青少年的媒体资料都被它严格加以禁止。但是凡经过“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审核通过的电影以及经过娱乐软件自主审查机构审核通过的游戏，都不用再向该审查署的申报。

电影高级组织（SPIO）（注：德国传媒审查制度官方网页SPIO分页：http：//www.medienzensur.de/seite/instanzen/spio.shtml（2008年4月13日）.）

该组织1950年在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成立，是德国电影行业的代表机构。它的职责除了研究出台影视政策以外，还为其成员提供数据评估、法律咨询和电影鉴定等服务。

除了下属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以外，该组织下属的另一机构——法律委员会（JK），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律委员会主要是查看影片是否触犯了刑法的规定，这对于制片商、销售商和电影院而言都极为重要，因为他们如果拍摄、销售或放映违法电影，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法律委员会则让他们避免了此类风险。如果被审查的电影没有触犯刑法，则它将被贴上“电影高级组织/法律委员会鉴定：合符刑法规定”的标签。

多媒体服务供应商自主审查机构（FSM）（注：德国传媒审查制度官方网页FSM分页：http：//www.medienzensur.de/seite/instanzen/fsm.shtml（2008年4月13日）.）

该机构是1997年由数家网络联合会和企业共同组建，其宗旨在于防止网络中非法或危害青少年的内容，它通过在线服务商来向网络使用者传播法律知识，阐述青少年保护和违法行为的相关内容。此外该机构还受理申诉并提供关于网络技术保护措施的建议。

电视自主审查机构（FSF）（注：同上。）

该机构由德国私人电视台赞助运行，它主要负责对那些通过电视播放的影片、连续剧、娱乐节目等进行审查，杜绝电视节目中的色情和暴力内容。

娱乐软件自主审查机构（USK）（注：德国传媒审查制度官方网页USK分页：http：//www.medienzensur.de/seite/instanzen/usk.shtml（2008年4月13日）.）

针对所有新上市的娱乐游戏，其游戏设计者都必须在该机构申请审查。尤其是2003年4月1日新的《青少年保护法》颁布生效以来，任何新游戏在没有“娱乐软件自主审查机构审核通过”标签的情况下不得自由买卖。

四、德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挑战及评价

综上可见，从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电影审查制度的萌芽，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发展，再到第三帝国时期的集权管制，再到二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民主自制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德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进程与德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德意志民族影像的自由之路也可谓德意志民族迈向民主路途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由于电影语言、叙事策略、历史场景与人物表现方式都在不断变革，这给了德国电影审查机构以及其执行代表的“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观众，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对媒体认知、接受和利用的能力，而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也冲击了人们的思想。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媒体对青少年保护给予更多的关注，而“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业必须加强审查和监管力度，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推出新的措施来更好地保护儿童青少年观众。

通常情况下，“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工作都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但任何一个标准和尺度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下都难免会有不足的时刻，个别审查结果难免会引起争议。出于对青少年及儿童观众群体的保护，“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对许多影片的审查可谓严格，美国1994年拍摄的《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一片曾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杰出代表，但是电影出现了不少血腥镜头，因此即使是它做了大量删减工作，也仍被“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裁定“不得对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开放”。2001年上映的美国大片《汉尼拔》（Hannibal）由于其暴力场景而被“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要求“不得对青少年开放”。在严厉对待个别电影的同时，“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对另外一些电影却格外地“宽容”。比如，尽管《哈里波特与魔法石》（2000年上映）、《哈里波特与密室》（2002年上映）中的个别场景让人产生恐惧感，而它们居然获得了“可以对6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开放”的许可，这便是很好的例证。这两部影片在青少年观众中引起轰动效应的同时，也引起了评论界的争议。关于如何从影片立意及场景设置等多个层面把握“年龄分级制”的尺度，成为电影评论界以及教育学家、传媒学家等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

尽管针对“电影产业自愿自主规范机构”的个别决策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这个机构从成立至今还是以其自主自愿的原则，在规范德国电影市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评判结果也被社会各界所普遍认可。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民众都对现行的这种电影规范方式表示了赞同，这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电影规范方式对有效保护青少年以及在影视界推进言论自由，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尚在亟待改良电影审查及规范制度的中国电影业而言，这也无疑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可以提供给我们许多经验和思路的范例。


第八章　第三方审查：困惑争议中的独立自主——日本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研究

一、导论

日本电影审查制度在日本电影诞生后不久相继形成，并随着日本社会发展而逐步完整与体系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不同的内容与功能。换言之，日本电影审查制度与日本电影业几乎共同历经百年历史。总体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战前的国家检查，还是战后的自主审查，日本电影审查官们似乎从未吝啬或放松过手中的剪刀。例如，电影传入日本初期，对于一个性宽容的民族而言，接吻镜头严令禁止，甚至连“床、被”等卧室物品也绝对不能出现在电影中（注：公元8世纪初，日本第一部历史典籍《古事记》记载了男女二神性爱创造日本诸岛的神话故事。正是受古代神话孕育的性宽容以及古代性习俗的影响，日本近现代工业化之后，性行业也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构成一种产业，日本人谓之“风俗业”。）。即便二战后接受美国式民主化改革的日本通过新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日本电影导演在二战后不同时期里仍然会因相对严格的自主审查而经常被迫删减、剪切镜头或涂抹、模糊画面。日本电影审查机构映伦要求本国电影必须接受审查，并加盖通过印章，否则日本全国上映联盟的所有电影院线将拒绝公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上去长期受到各种法律规制与舆论压力，有着悠久审查传统的日本电影产业却成为二战后色情电影最大的生产者与输出者。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六大电影公司生产的电影一半以上是成人电影，其中色情与暴力的情节与画面甚至让标榜性解放与言论自由的美国等西方社会瞠目结舌，更无需谈及儒教理学文化下的其他亚洲诸国。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运用象征着皇室的菊花与武士道的刀对复杂矛盾的日本文化有一番经典的论述：“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注：鲁思·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3.）。”长年留学日本的戴季陶感慨：“日本人不断地受着气候、地理、历史的感化陶融，连好带坏，成了今天这么一件东西，好是他的习性，坏也是他的习性。一个民族在信仰生活和艺术上面，长处短处，都是不容易抛弃更变的（注：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49.）。”综观日本电影国家审查与自主审查的发展历程，结合日本电影的总体现象与状况，同样呈现出难解的矛盾与对立的特征，甚至附着一层神秘诡异的面纱。目前，由于国内对日本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对于映伦电影审查职责与规范的简单介绍上，缺乏从全景式角度对日本电影审查分级制度的产生与流变过程中的国家政策与社会语境加以纵向与横向的分析，所以尚未产生深刻解读日本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各种矛盾现象的论著。

本研究则旨在以与日本电影审查分级相关的国家法律条文为出发点，从制度层面发掘日本电影审查矛盾背后的根本原因，探究日本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形成与实施的必然因素与社会条件，从而为我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性国际案例。

二、前映伦时期的国家电影审查

日本现代电影审查制度（包括分级制度）的关键词“映伦”全称为“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Motion Picture Code of Ethics，缩写EIRIN），是当今日本电影唯一的自主审查机构，成立于1949年，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映伦在日本电影分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追溯日本百年的电影审查史，映伦自主审查之前，即二战之前一直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检查制度。虽然有着五十年历史的国家检查制度是国家权力不断介入与强化的政治专制过程，期间颁布了为数众多的日本电影审查的规约与条款，包括日本的第一部电影法，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家电影检查的日本法治背景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电影作为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技术从法国传入日本的时候，已经距离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明治维新（注：“维新”，取自中国《尚书》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变革之意，实际上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将近三十年。通过版籍奉还（1869年）（注：版指领地、籍指户籍。）、废藩置县（1871年）、内阁制的设立（1885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颁布（1889年）等一系列以“脱亚入欧”为基本国策的变法，确立天皇主权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日本“像彗星一般地登上历史舞台”，由封建锁国一跃而成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并“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注：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2.），基本建立了一套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体制。

由于本研究主要以日本法律、法规的视角对电影审查制度加以考察，在此有必要对前映伦时期近代日本法律体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从属于古代法，主要受中国法律的影响。1868年明治维新后借鉴欧洲“大陆法系”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为明治宪法，亚洲的第一部宪法），1882年实施《刑法》和《治罪法》，1890年废止《治罪法》，代之以《法院组织法》、《行政审判法》、《刑事诉讼法》，1891年颁布《民事诉讼法》，1899年实施《商法》。至19世纪末，日本基本建立起一套完整体系的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奉行德国式“依法行政”原理，并且根据国情对德国式法治主义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日本式天皇制法治思想。虽然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本主义革命，保留着封建残余，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国家法治理论与思想在日本得到初步实行，帝国会议为国家立法机构，内阁总揽行政，辅弼国务，裁判所以天皇名义进行司法裁判。日本的法治理念还表现在宪法规定国家必须依据已有的明确法律规定，并通过合法程序，否则不得对公民进行处罚和制裁。“古老的亚洲，从此才有了宪法、议会、选举等限制君权和独夫专制的法制，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注：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11.）。”纵观战前日本电影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虽然日本最后走向军事独裁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但当时的国体与政体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构建起西方法治体制的现代国家。

（二）国家电影检查历史回溯

日本学者牧野守对日本电影审查历史的划分，主要有五个时期组成：

（1）1896（明治29）年—1916（大正5）年，日本电影规制的草创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主要借鉴已有的大众文化管理条例或教育政策方面的条款。

东京警察最开始照搬明治24年（1891）主要针对日本传统大众戏剧演出制订的《现场观看取缔规则》对电影进行检查，主要针对通奸、犯罪等题材内容的影片加以取缔。例如，1911年，法国导演Victorin Jasset的侦探故事片《吉格玛》（Zigomar）在日本东京浅草金龙馆上映后，青少年把吉格玛当做英雄，接连出现类似手法的犯罪案件。这成为内务省实施电影审查规则的契机（注：山本文雄.日本大众传媒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1.）。以“引诱并滋长犯罪”罪名被官方下令查禁。明治45年（1912）影片《春风阁》、《人似花》、《二美人》、《薄马鹿大将》等都以“通奸等类似主题”受到处分，并禁止上映。这个阶段警察将电影放映作为一种公共安全治理，要求警察必须在电影院里与观众一起观看，发现有问题的影片后，再根据规则加以取缔。在无声电影时代，负责讲解电影的“辩士”身边坐着一个警察，这个警察是来审查辩士讲解内容的（注：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概观以及90年代以来的主要倾向［J］.世界电影，109.）。如果辩士利用放映电影的机会散布反政府言论，那么警察就会当场命令停映影片，并将辩士抓走。由于感觉在电影管理中非常被动，因此东京警视厅开始对电影放映的规定加以立法化尝试。

（2）1917（大正6）年—1924（大正13）年，东京警视厅制订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电影管理法规：大正6年（1917）的《活动写真放映取缔规则》（警视厅十二号令）与大正10年（1921）《放映场及放映取缔规则》（警视厅十五号令）（注：1986年电影刚到日本的时候曾分别被称为“自动幻灯”、“写真舞蹈”、“活动写真”等。1918年开展的“纯映画剧运动”期间，知识阶层提出停用“活动写真”，改用具有更高文化品位的“映画”称呼电影。“映画”在电影摄放机到来以前是对幻灯的称谓。）。

《活动写真放映取缔规则》一般认为是日本最早专门针对电影管理的成文法规，对放映场所的安全设施、容纳人数、建筑结构、电影说明者、放映人员实行登记制，以及观众着装礼仪等进行非常仔细的规定（注：在日本称作活动辩士，在无声电影时期，电影上映时在一旁对电影情节进行解说的专业人士。辩士制度的存在是日本电影的独特的本质性特征。）。法规将电影分为两类，适合儿童与儿童不宜的甲乙两种影片，但并没有规定划分甲乙影响的具体标准。此外，要求影院划分男女观众席。这个可以看作是日本电影分级制度的萌芽。由于模糊不定地划分为甲种的影片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观看，这样严重影响影院经营收益而遭到抗议，几经修改，后终被渐渐废止，《放映场及放映取缔规则》取而代之。事实上，《放映场及放映取缔规则》相较于《活动写真放映取缔规则》条款更加具体详尽，从51条扩充为100条，第一次将电影内容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划分，如背离劝善惩恶、诱使犯罪、教育上的误导等，电影宣传海报亦被监管，以防淫秽猥亵内容，免得“善良的传统风俗”出问题。此外，警视厅内设置“活动写真检阅室”，任命专职官员，负责查禁影片中“有损国策与天皇尊严”的内容，以及“不合日本传统与道德”的通奸与乱性，刺激色欲的接吻与卧房场景，诱发犯罪的纵火、盗窃与谋杀画面等。警视厅颁布的两个电影法规，在相对宽松与多元的大正时代执行起来并非卓有成效。

（3）1925（大正14）年—1931（昭和6）年，内务省认识到电影（有声电影传入）的宣传教化功能，力图将电影审查纳入到全国的检阅制度体系之中，加强中央控制。

1925年5月26日，内务省第十号令颁布《活动写真胶片检阅规则》，要求7月1日正式执行，下令收回地方警局审查权力，对电影实行全国统一检查制，逐渐将电影检查制从公共治安与社会安全的角度上升到国家最高的统治意志。第二年第五十次帝国大会一致通过拨款59424日元专项基金负责电影胶片审查（注：牧野守.日本映画检阅史［M］.日本：现代书馆，2003：178.）。从此，日本电影审查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标志着电影检查的国家制度化与法律化，这是因为在日本“国家权力已经认定，电影不同于既往的展示、表演和戏剧，这个新兴媒体具有巨大的破坏现有秩序的作用”（注：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0.）。内务省颁布的《活动写真胶片检阅规则》相较于警视厅颁布检阅规则非常简短，仅有15条，并且根本没有对电影内容中有关公共安全与风俗的部分进行具体规定，最大变化的是频繁强调新设的检查官吏的职责，强调检查官吏只对内务大臣负责，并明文规定警官总监、地方行政长官配合检查官吏。可见，国家权力在电影审查中的渗透与介入。虽然此时电影审查主要以地方自治出现，但在昭和6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电影审查迅速成为加强国家统治的一部国策。

（4）1932（昭和7）年—1938（昭和13）年，内务省大力支持所谓国策电影、倾向电影与纪录电影，加强电影的国家统制。

昭和8年（1933），议员岩濑亮在国会提出《关于树立电影国策的建议案》，并被采纳。同年2月8日，议员岩濑亮在第六十四次议会众议院上在《关于树立电影国策的建议案》基础上提出《关于树立电影国策的建议案理由书》。该建议案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快速建立对电影进行统一管理与检查的适当机构，防止电影的各种社会问题与弊病的扩大。理由是电影承担娱乐、宣传的职能，是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与广大民众的生活联系紧密。如果政府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电影公司置之不理，听任警察部门的各自为政的执法行为，将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呼吁政府制订积极有效的管理制度。该建议案经过2月13日通过建议委员会第二分会审议选定，于3月4日在众议院会议上通过。随后，本建议案由政府正式审议定稿。于昭和9年（1934）3月13三日内阁会议签署《电影统制委员会规则》，任命时任内务大臣的山本达雄氏为会长，受政府机关委托统一管理电影相关事务。电影统制委员会的审议事项如下：①限制外国电影进口。②指导电影制作者，以及对优秀电影业者授予奖金与津贴。③监督电影制作。④扶持建立日本本国电影工业。⑤教化电影的奖励与指导。⑥要求电影院强制上映教化电影。⑦要求电影院强制上映教化电影。

（5）1939（昭和14）年—1945（昭和20）年，1939年日本第一部电影法正式颁布实施，日本电影进入战时统制时期，完全服务于国家战争与政治，直到日本战败被美军占领。

昭和12年（1937）7月7日，对中国全面宣战的芦沟桥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对电影的干涉更加具体化，对电影的管制进一步加强。同时12月，创办于昭和11年4月的电影统制委员会机关杂志《日本映画》刊登《芦沟桥事变题材之映画制作相关事项规定》（共12条），号召映画抛弃原有手法，迎合战争需要。在昭和14年（1939）《映画法》正式出台之前，日本政府对电影的统制措施从未间断。昭和12年8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月，电影界代表、内务、文部、外务、陆军、海军各省系执行官举行恳谈会，讨论《战争时期的映画制作问题》，12月，实施《非常时期建筑限令》，禁止新建750名以上电影院（注：牧野守.日本映画检阅史［M］.日本：现代书馆，2003：424427.）。昭和13年2月，内务省对电影放映时间加以限制，不得超过3个小时，无声电影胶片长度不得超过4500米，有声电影胶片长度不得超5000米。根据《支那事变特别税法》第26条，对电影收取12%上映税。规定铁材、木材不得用于电影院，电影制作。协会8名代表与文部省官方恳谈，讨论《思想国防映画制作方法》，实施外国电影输入许可证。制片厂被下令不能展现爵士乐、美国式的舞蹈，以及可能有损尊敬权威、效忠天皇和爱护家庭的场面。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参与效力战争（注：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4.）。政府支持制作新闻片、纪录片，以及赞美日本独特艺术的影片。

昭和14（1939）年3月，由内务、文部、厚生三省共同提案召开第74回帝国议会讨论，以《映画法》取代实施近十五年的《活动写真胶片检阅规则》。通过众议院、映画法案委员会、贵族院的七个回合的审议与讨论，经天皇裁定，由4月4日以法律第66号正式公布。《映画法》是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文化立法，但事实上，日本政府对电影产业具有生杀大权，因此被日本电影学界认为是一种反动的镇压法。《映画法》共26条，主要内容包括：①实行电影的制作、配给许可制；②实行导演、演员、摄影登记制；③影片脚本事前检查制；④检查不合格者不可上映；⑤文化电影、时事电影可强制上映；⑥外国电影实行配给上映的限制；⑦电影制作现场的未满16岁的女子禁止夜班；⑧对能够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电影给予物质奖励；⑨限制演出时间；⑩未满14岁者不得进入电影院；放映师免除许可证。在审查程序上，剧本事前要通过审查，获得许可后才能进入拍摄阶段，当影片完成后还要进行第二次审查（注：汪晓志.日本战争电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8384.）。由于军入介入内务省的审查，电影在拍摄时就要看军部的脸色。因此，战争期间的日本电影审查本质上是在天皇军人主导下的政府官僚具体实施的双重管制。

（三）国家电影检查制度透视

通过对前映伦时期电影审查历史的回溯，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在1925年以前，日本电影的审查责任由东京警视厅担任；1925年以后，日本电影的审查作为一种国策，由内务省将审查权力加以集中。这表明二战前日本电影检查制度是国家权力不断介入与强化的政治专制过程。在近50年的电影检阅历程中，日本内务省、警视厅颁布了约20种有关电影审查、取缔等规章与法规。其中对日本电影最具法律约束与限制的标志性法规为：大正6年（1917）《活动写真放映取缔规则》和大正10年（1921）《放映场及放映取缔规则》；大正14年（1925）《活动写真胶片规则》；昭和14年（1939）《映画法》。我们主要从以上法规透视日本国家电影审查的特点。

大正6年（1917）《活动写真放映取缔规则》和大正10年（1921）《放映场及放映取缔规则》由东京警视厅制定并实行。日本在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警察为担当维持社会秩序以及确保国民生活安全的行政功能的行政机关，东京警视厅的辖区只限东京一地（注：日本警视厅主页：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但因为东京是首都，因此除了保护东京都市民之外，也有保卫国家的责任。1888年，制定新的市制和町村制，实行所谓市、町、村的地方自治制度，统称为地方自治体。虽然地方行政机关在审判、公安与教育三个方面是没有自治权的，即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察和学校教员也全是国家的雇员，但由于警视厅对电影审查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因此1925年之前的电影审查可以定性为是地方自治自主性审查。

大正14年（1925）《活动写真胶片规则》和昭和14年（1939）《映画法》是由内务省主导下形成的。内务省作为“保护国内事务安宁的管理机构”设立于1873年。直到1947年内务省解体，在这74年间，内务省一直是天皇专制主义的行政机关核心，总揽全国地方行政、议员选举、警察、监狱、宗教、社会、出版、通讯、国有财产等各种国内行政事务，是天皇专制政体的一大支柱和法西斯统治的得力工具。内务省对电影审查的不断染指不仅是中央权力对地方的干涉，而且内务省安置了检查电影的官吏、思想警察等，那么对电影审查的核心目标是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这是一种对民主的侵犯以及专制意识的滥用。

在电影传入日本初期，电影仅仅看作是一个大众娱乐，难登大雅之堂。由于电影的消费方式是聚众公共观看，对于电影这个新兴事物的管理只作为一种公共安全事务，警察自然对放映场所的设施安全指标明文规定，实行的是一种地方自治管理方式，所颁布法规的权威性与法律性限于一般的行政法范围。“为了追求‘国家自主’（national autonomy），政府在‘非常时期’（emergency）的宣称之下掌管国家经济13年。然而，最初的电影拍摄和其他流行文化方面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影响。电影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稍有严格，但总体而言，1920年代兴起的各种类型依然能够继续发展（注：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0.）。”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国家管理者不断重视电影对于民众的思想与精神的影响，特别是教化功能，对电影的审查权力由地方向国家集中。更为重要是，虽然当时宪法第九条中规定言论自由，日本也颁布了《著作权法》、《出版法》、《广告法》，但电影一直被排除在这些专门法之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电影并没有被看作是言论自由表达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法律保障上缺失，日本电影在战争期间自然成为了思想统制、文化统制的工具，而1939年4月，日本国会模仿戈培尔针对纳粹电影工业的法令，颁布了《映画法》。这一法律成为电影国家统治工具化的集大成之标志，规定只能拍摄描绘爱国行为的国家主义电影。

20世纪30年代的前映伦日本电影检查使电影从属于战争的需要，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严格统制。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有关风俗、道德、国家、安全等内容方面对后来出现的映伦规制条款产生了直接影响。如在映伦的草创期，主要包括：①国家和社会；②法律；③宗教；④教育；⑤风俗；⑥性；⑦残酷丑污，这七条与大正时期警视厅，甚至战争时期内务省的电影审查法规法令的框架非常相似。因此，当电影审查进入映伦时期以后，虽然对电影创作不再实行高压政策，但其中有关国家与社会、法律的条款，特别是电影脚本的检查与战前的一些审查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战前警视厅电影审查的自治方式与主要内容也得到映伦的借鉴与继承。

三、映伦成立前的GHQ审查

日本电影的百年历史总体上根植于1868年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败后接受美国托管的两次全面接受吸纳西方文化的社会变革之中。在此背景下，日本电影产业创造了两次黄金时代：第一次是20世纪20～30年代；第二次是20世纪50～60年代，奠定了日本在东亚的电影大国地位，在世界电影产业与电影艺术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应地，电影审查制度呈现出两个时期：1945年作为分水岭的二战前，由地方自治审查逐渐演变为国家统制审查，以及二战后第三方自主审查。不可忽视的是，在第三方自主审查之前还存在一个过渡期，即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 Quarters，缩写为GHQ）占领期的电影审查，简称为GHQ审查。这段时间不到5年，历史虽然很短，但对映伦的成立、战后日本电影，以及电影审查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新宪法的颁布

昭和20年（1945）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讲和条约，美国占领日本6年8个月，直至昭和27年（1952）4月28日。在占领方美国的推动下，日本于1946年11月颁布《日本国宪法》，取代明治维新时期参照德国大陆法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不难发现，《日本国宪法》与《美国宪法》非常相似，尤其是在保障基本人权和司法权的法理方面更为明显。例如，《日本国宪法》前言中“日本国民……并确定此宪法”与《美国宪法》开头“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完全相似。再者，《日本国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或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该条所规定的法院违宪审查权是英美法最突出特点，以往大陆法与日本法是没有的。

在新宪法实施前后，日本也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性法规，标志着日本“新宪法体制”基本形成。新宪法将国家最高权力由天皇转到国会，国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惟一的立法机关，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新宪法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注：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5154.）。《法院法》和《检查厅法》与新宪法同日实施。最高法院成为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排除国会和内阁对司法的干涉，实现了三权分立。

在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受美国影响开始借鉴判例法，并采纳了遵循先例（precedent）原则（注：在英美法中，判决一经作出，会形成一种司法效力——“既决事项不再理”。之外，还会产生一种极重要的司法效力，即一项判决可以成为先例，在法律渊源的意义上对以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具有或强或弱的拘束力。）。日本《裁判所构成法》第49条规定，下级法院必须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依据该法的规定，如果要做出与先例不同的判决时，“就同一法律问题，有与先前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庭所为判决相反的意见时，该庭应向大审院长报告，大审院长因该报告，依事件之性质，命联合民事总庭、刑事总庭或民事及刑事总庭再予审问及裁判”。在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实际上具有严格的拘束力。日本对英美的判例法的引进对后来电影审查标准与所谓的猥亵罪的审判都产生了根本影响，在后文将以此为背景作进一步的论述。

（二）“13条禁令”

一般认为，美国占领日本主要实现以下三个基本目标：①废止日本军国主义；②保障言论、集会等自由民主权利；③防止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美国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盟军司令部（GHQ）在占领初期，最先发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废除日本军国主义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指令，即《关于废止政治警察的决议书》和《关于言论和报纸的自由的决议书》。两个决议书的共同之处在于明确规定保障思想、宗教、集会、言论的自由，废止一切以维持所谓公共治安而侵害自由的法令规则，释放按此法令遭拘留的人士，废除言论统制机关等。1939年由内务省经帝国会议讨论批准通过的《映画法》这时便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需要补充的是，GHQ所鼓吹的言论自由是以“不得批判占领军”为前提条件的。

GHQ非常重视日本电影管理，这可能是建立在美国官方对本国好莱坞电影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一个月以后，即1945年9月22日，GHQ情报部（IDS）就积极组织召集日本电影制作公司的领导层，向业界高层颁布《根据占领军的基本目标制作电影的具体方针》，明确表示电影需要表现以下内容：全体日本国民共同努力建设国家和平；军人复员为普通市民；联军手中的日本俘虏释放后恢复正常生活；国民生活各部门的农业、工业需按计划恢复生产；工会维护和平，并协助建设管理组织；加强政府官员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对自由讨论政治问题者给予奖励；尊重个人权利；对各民族与阶级持尊重与宽容态度；对日本自由与民主做出贡献的人物。10月16日，在GHQ的主导下由日本政府亲自起拟《关于撤销日本政府统制电影企业决议书》代替1939年《映画法》，以前的统制法规一律废止，曾对电影进行全面统制的国家机关与官员奉昭和20年（1945）6月1日令全部解散。

占领方美国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输入式改革”，从民主政治体制到生活社交礼仪，几乎无所不包，作为言论自由范畴的电影更是美国政府改造管理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的重要阵地。占领当局积极鼓励电影人表现社会各阶层重建家园、建构民主与个性解放的新气象，并成立了民间情报教育局CI&E（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机构，授权其对日本电影业进行管理。此机构即为映伦的前身，主要职责是对电影剧本与电影文本进行审查。由于语言问题，当时电影剧本送审非常麻烦，必需先将日文剧本翻译成英文，然后向民间情报教育局申请开拍许可。完成的影片再交给民间检查分队（CCD）接受二次检查。民间情报教育的骨干是美国文职人员，而民间检查分队则由美国军方人士构成，事实上对日本电影实行的是军事检查。CI&E的审查标准依据GHQ于1945年11月发表的电影制作“13条禁令”。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影片中出现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与报复的内容；禁止歪曲历史、种族与宗教歧视、封建愚忠的内容；禁止直接或间接肯定自杀、贬低女性、鼓吹暴力、反对民主、剥削儿童以及有违波茨坦宣言与占领军指令的内容。“13条禁令”概括为3个层面，①意识形态层面的禁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等；②传统文化层面的禁区：复仇、自杀、尚武、暴力等；③占领政策层面的禁区：任何与盟军司令部相左的内容。第三个层的禁区与前面所有禁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即这个禁区的解释权完全在盟军司令部，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影片都可以以盟军司令部的名义随意禁映（注：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1.）。而盟军司令部后来对其占领期间实施过这种检查制度的事实极力加以隐瞒。

13条禁令不仅审查新拍影片，也未放过对老影片的审查。根据13条禁令，总共500部称作为“非民主主义影片”上了黑名单，大约一半（225部）被付之一炬。烧毁“非民主主义影片”后，占领当局开始清算电影人。占领当局要求业界拟定一份“战争罪犯”的名单，共分A、B、C三类。第一类乃需要永远逐出业界的坏分子，包括军国主义政府的相关官员，有松竹的城户四郎、大映的永田雅一、作家菊池宽等23人；第二类的罪行略轻，有东宝、东活等公司的10名中高层人员，他们的冷冻期有限，以后还可发挥余热；第三类只要求他们反省与检讨罪恶历史，包括导演山本嘉次郎、吉村公三郎等人。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罪犯”不仅没有一个上绞刑台，过了不久，不少人的罪名就获解除，甚至重返业界。

（三）GHQ电影审查透析

CIE颁布的电影审查“13条禁令”是一个始终无法理顺的矛盾——美国一方面向日本人灌输自由和民主主义，一方面对不利于美国的电影进行无情的检查（注：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2133.）。这种矛盾性不仅让日本电影人，就连当事者美国检查官也经常为此头疼。但我们需要看到，GHQ在设定一系列禁令的同时，也在解除固有的禁令，最为显著的是充当国家思想统治工具的《映画法》的全面废止，除掉长期套在日本电影导演、编剧等身上的精神枷锁，让他们呼吸新的创作空气。这种“禁”更多地带有一种民主思想启蒙的色彩，从战前在军部的命令下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导演们在美国的禁令下转而制作歌颂民主主义的电影，转化成一种符合西方民主主义的“理念电影”。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在GHQ审查期间也不断加以“转化”，由传统日本审美转向西方审美，直接影响日本的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例如，战前完全禁止的有伤风化的接吻镜头在GHQ审查期间“强迫”式要求拍摄，从而表达西方爱情观。当时，电影导演佐佐木康按照规定将他的电影剧本《二十岁的青春》送交民间情报教育局审查。主审官康德以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要求这位日本导演在这部爱情电影中加入接吻的镜头。对康德而言，接吻是渲染爱情必不可缺的场面，好莱坞电影里司空见惯。经过情教局此番审查后，“演员们不得不怀着悲痛的心情拍了日本电影史上第一个接吻镜头（注：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9.）。”强行加入“美国式爱情观”、“美国式生活方式”、“美国式审美观”的GHQ电影审查，主观上伤害、甚至侵犯了日本共有传统文化心理，但同时对日本电影的情感表达与艺术创作注入开放性、多元性元素，为其战后影片创作冲破传统束缚做好了思想准备。

GHQ电影审查对电影人的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审查实际上是“先紧后松”。禁令所到之处对战前拍摄的老影片有所破坏，但对战前参与军国主义宣传的电影人并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占领前期划分的电影界内的“战争罪犯”在受到打压与冷遇后，竟然无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倒在后期不断起用与重用，抓住日本电影发展机遇施展各自的才华。这是因为GHQ当局认为，绝大多数电影人是无辜的，只是被迫在二战期间做了违心的事。亦正是因为占领后期“宽大为怀”的电影审查政策，日本电影才有可能休养生息，并很快迎来流光溢彩、独步亚洲、傲视全球的黄金时代。

四、映伦变革历程

无条件投降的日本瞬间从敌对方成为美国的忠实效仿者，对电影的审查与分级的制度安排与指导思想不足为奇地以美国作为唯一操作蓝本，在GHQ主导下建立了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电影自主审查机构——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标志着日本电影从战前的政治审查到伦理审查的转变。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英文为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Motion Picture Code of Ethics，缩写EIRIN。映伦属于公益法人。所谓公益法人是指“有关祭祀、宗教、慈善、学术、技艺及其他公益的社团或财团且不以营利为目的者，经主管官署许可，可以成为法人”（注：李本公等.国外非政府组织法规汇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2.）。公益法人必须以积极实现非特定多数者的利益为目的。根据1951年旧金山和约，美军占领结束，美军主导下的电影审查也随之解除。成立于1949年的映伦这时从GHQ下属的CI&E的影子下走向幕前，成为日本现代电影自主审查当之无愧的主角。

（一）映伦的改组

在映伦发展史上，有旧映伦与新映伦之分。旧映论直接脱胎于1945年美国占领当局成立的CI&E机构，负责实施电影放映检查审阅制度。1949年，日本电影界在占领方GHQ的主导下，仿照美国MPAA电影制片规范与管理模式，设立自主审查机关，即所谓“旧映伦”。在映伦改组之前，运营费由日本映画联合会的五位成员负担，包括每月五万元的维持费，每部一万元脚本与影片的审查费（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1.）。负责脚本的审查员为长江道太郎和小林胜，后有阪田英一、武井韶平、荒田正男的加盟，负责广告宣传的为上野一郎。当时通过映伦审查的标志为一个二重的同心圆，圆内上面写着“管理委员会”文，下面注明审查号码。如果为“纪录、短篇、教育”类电影，则在号码数字前标明“E”记号。

作为一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机构（没有执法权，只能对某部具体影片发出修改的警告或协助督促其根据当时社会道德承受的底线而修改），映伦从成立初就受到来自电影界内与界外的双重压力，这种压力的源头即是电影中“性与暴力”情节与镜头。第一个让旧映伦最为头疼的是所谓“性卫生教育影片”。1950年以后，以性知识普及为内容的电影上市，第一部为松竹出品大场秀雄导演的《少女的性知识全书》。1951年，政府资助拍摄的抑制生育的性教育片如《堕胎或避孕》、《节育的知识》、《优生保护法和人工流产》等流通到市场，影片中含有大量生殖器的描写、性行为的说明等。1953年成为表现年轻女性思春期的性知识全书的电影攀升至顶点。“性卫生教育影片”在电影市场上受到追捧，观影人数最高峰时一周内达到17万人次。这种现象引起社会精英分子、报界人士、国会议员、PTA族（注：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日本父母与老师协会，日本PTA全国协议会的宗旨是通过在中小学开展活动，促进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提携，让青少年健康成长，促进社会发展。）的强烈指责，抗议之声蜂拥而至，矛头直向映伦（注：由学生家长及学校老师组成的团体。）。而映伦辩解到此类性卫生教育影片不属于映伦审查对象。旧映伦有惊无险地化解了此次社会风波，但对电影自主审查的困惑感由此开始产生。

导致旧映伦改组的标志性事件是（注：虞吉.日本电影经典［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66.）1956年5月17日由日活出品，古川卓导演的《太阳的季节》公映。以此为开端，产生一批“太阳族”电影，如《处刑的房间》、《疯狂的果实》等。此类作品都是根据青年作家石原慎太郎的小说改编，描写一批“太阳族”，中心内容不外乎是表现“性和暴力”（注：战后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青年的流氓生活，他们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只有无目的的反抗和对一切都表示不满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当时映伦对太阳族电影的审查态度与结果遭到社会各界包括新闻报刊严厉的舆论谴责，理由是这些影片对青年一代产生恶劣影响。1956年10月，文部省发表《限制青少年观赏电影的法律草案纲要》。重点如下：文部省设立电影审议会，对不良电影加以指定审查；对放映儿童与青少年不宜电影的电影院经营者施以罚款或刑事处罚；对电影院制度化的入场调查；未经审查的电影公司、导演、制片人以及演员将共同加以处罚，并禁止公映。

电影业界对文部省的审查法案一片哗然，认为这是战争时期电影统制的复活，是政治官僚对电影界的横加干涉，违反了战后宪法规定的民主自由。电影制片者协会号召电影音乐协会、电影演员协会、电影摄影者协会、剧本作家协会五团体联名发表了反对立法声明。五团体组成的由山本嘉奖次郎代表的“反对电影统制同盟”，与众议院文教委员协商谈判，双方达成妥协。从防止电影统制的立场出发，同时为了解决外界对映伦在青少年犯罪或潜在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无力无作为的不满情绪，双方同意对映伦加以改组，邀请社会各界知识人士担任委员，如教授、学者、律师、教师等。映伦的经营业务与电影业界完全脱离，经费自筹自营，以独立的非政府或非行业的“第三方”身份自主审查。至此，新映伦诞生。昭和32年（1957）1月，新映伦正式履行职责。虽然新映伦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进行的改组，但对于电影界人士来说，则是一次反击文化官僚的胜利，成功避免了政府对电影产业的直接管制。鉴于此，1957年5月“反对电影统制同盟”宣布解散。

自1957年以来，映伦审查实务主要由5位管理委员长领导下的8位来自电影相关领域的审查员共同担当。具体职责分工如下：1名总秘书长，负责映伦的日常工作；1名国内电影监察员；1名国外电影监察员；1名专门负责财务、人事、行政的内务专员；1名项目运作专员；8名负责具体审查的检查人员。此外，映伦拥有专门围绕青少年开展工作的咨询机构，即青少年电影审议会，为青少年及其家人选择优秀的电影作品并加以推荐。同时承担对青少年与电影相关诸问题提供咨询、出谋划策等职责。

（二）映伦对电影的分级管理

在日本电影黄金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每年大约完成600部电影的审查，包括预告片、海报、剧场放映片。映伦委员会的经营费用、审查成本全部来自外部补助，以及收取审查费（每米胶片85～100日元）。与美国MAPP评级审查不同的是，1962年，根据日本全国演出、放映环境卫生同业工会联合会（全演联）协定，在日本电影院上映的影片必须经过映伦委员会的审查（注：赖文远.各国电影分级制度之概述［J］.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5（35）：35.）。审查过的影片标有“映伦”字样，未经审查的影片不得在“日本全国演出、放映环境卫生同业工会联合会”所属影院放映。1964年，电影宣传海报也需加盖“映伦”字样，向公众证明该片已经通过。虽然不经过映伦审查就无法正规公映，但在电影作品审查过程中，映伦也自我进行约束，主要表现在应当保持谦虚谨慎态度，最大限度地尊重表达自由，健全电影的大众娱乐功能，防止社会伦理水平下滑。并且，为了保障表达自由的权利，如果电影制作方对审查结果有所异疑，将启动映伦的复查委员会程序加以核实。为了保持映伦机构的独立性，映伦的费用绝大部分来自对影片审查。截至目前，收费标准是加上消费税每分钟（27.4米）100日元。对于一些重新剪辑与修改的影片，费用会酌情有所下降。而一些已参加电影节或艺术交流的影片，一般会打折处理。

在电影审查过程中，日本本国电影和外国进口电影方面审查分别对待，映伦主要审查本国电影，而外国电影由海关负责。日本电影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申请审查：申请人员填写规定的申请表，附带剧本；②剧本审查：检查是否涉及人权等不适宜的台词，并通知申请者，与之协议处理；③样本审查：剧本阶段尚未获知的拍摄的细微表现、描写与效果，对剪辑前的胶片加以审查与协商；④分级审查：电影正式上映前根据审查内容结果分级。外国电影的审查步骤则主要有：①申请：申请人员填写规定的申请表，附带申请作品所有相关资料，接受申请的外国电影，还需经过海关的检查才能输入日本；②审查：附加日文字幕的电影后在剧场上映。进口电影由官方大藏省管理下的海关根据《日本东京关税法》进行检查，这项检查主要是看进口影片中是否存在有害公安和风俗的画面及猥亵画面。国内外电影分而视之，证明映伦仅为日本电影界的自律型机构，并不能对他国电影或电影产业产生直接影响。

1955年，社会舆论带来了改革压力，映伦设置分属机构“青少年映画委员会”，专门研究未满十八岁禁止观看映伦指定的“成人向”电影。“成人向”电影的审查基准包括五个方面，反对民主主义的思想与行为、有损社会良俗公序、教唆暴力犯罪、非正常的性成长知识、妨碍健全的社会道德观。1957年将“成人向”电影更名为“成人电影”。在被指定的成人电影作品上映的时候，要求电影海报上务必注明“本周电影为成人电影，未满十八岁者请勿观赏。”日本电影分级最初是非常笼统的，仅以18岁作为分界线。直到1976年，根据电影的影响力、重视度、作品主题、题材、表现手法，映伦模仿美国1968年11月设定的分级制度，在日本实行分级制度，最初为3个级别，即为：①普通：一般电影：“G级”，所有年龄段都可以观赏的影片，影片中虽有性描写，暴力描写等镜头，但是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并尽量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②限制级：“P15”，未满15岁少年或国中生一律禁止其入场与收看（剧情包含比较深度的性、暴力、恐怖、集团排挤、虐待以及青少年可能会模仿的不良行为的电影）；③禁止级：“P18”，未满18周岁，一律禁止入场与收看（剧情包含深度的性、暴力、恐怖、青少年可能会模仿的不良行为；强烈的反社会行动；表现美化吸毒的描写）。20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一系列震撼社会的恐怖杀人案件。1998年5月，舆论认为，恐怖电影泛滥，损害了青少年健康。受此压力影响，映伦意识到，应当将暴力和恐怖电影分级提到议事日程，增加新级别“PG12”，未满12岁的少儿不可单独观赏，偶有不当内容，需在家长或保护者陪伴下方能观看（性、暴力、残酷、毒品描写；恐怖惊悚的情节与语言；电影中有小学生以下少儿容易模仿的镜头）。

映伦2000-2005年审查影片的统计资料（注：数据来自日本映画伦理协会网站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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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表现”标准变迁

映伦的电影审查历程可以看作是日本电影“性表现的变迁史”。1949年，映伦的伦理规程较之战前的《映画法》全面改版，由国家和社会、法律、宗教、教育、风俗、性、残酷丑污七个部分组成。不难发现，这个七个条款仍然保留着战前东京警视厅以及内务省颁布的电影审查法规的总体性框架，但已经发生了本质性转变，核心区别在于电影审查的“自主性”，即完全强调电影业界相关人士的职业道德的自律行为。由此，国家权力的弱化给予日本电影界空前的自由与独立。然而事实表明，履行自主审查职责的映伦并未从此轻松自如，而是一直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挑战与困惑，这个挑战与困惑即来自审查规程中的第五条的风俗与第六条的性。映伦成立的头三年，审查电影合计为2358部，其中违反“国家与社会”条款的电影为837部，在性与风俗方面有问题的为530部，占总数的22.4%，而到了1956年时，与“国家与社会”抵触占6.1%，而有关猥亵内容的电影急增到53.9%，直接威胁到性与风俗条款的适用性与权威性（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930.）。从数据上看，对于映伦而言，风俗与性的伦理规程与作为言论表达自由范畴中的电影及其所谓“性表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电影中的裸体、性爱描写的规制难以调和。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在映伦的自主审查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风俗”与“性”的伦理规程被迫修改事件，而这三次重大的条款修改同时也折射出了日本电影伦理审查标准的变迁，透视整个日本社会对电影中的性表达或暴力表达的观念转型。

在正式讨论三次风俗与性条款修改之前，首先看一下1949年映伦成立时的风俗与性的条款内容。风俗主要包括：①猥亵的言语、动作、衣裳、暗示、歌谣等；②裸体、脱衣或穿衣、身体暴露、卧室场景等（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1.）。性规制条款主要包括：对婚姻与家庭神圣性的侵犯；不可将卖春行为正当化；色情倒错或变态性欲；除去性卫生与性疾病的人道科学观点之外的任何画面。可以看出，最初有关性与风俗的条款仍保留有战前的影子，在措词与概念上比较抽象，可操作性不强。第一次风俗与性条款的修改的背景来自映伦改组。1956年新映伦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对风俗与性的审查基准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在风俗条款中，规定混浴、女性的乳房、腰部以下的全裸与半裸、生殖器原则上避免（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58.）。具有凌辱意味的拥抱与接吻不可过度表现。对于含有性交意味的卧室场面、同床盖被原则上避免。不可描写放屁与排泄。在性条款中，加上“严禁描写不伦的性行为”，第一次明文强调“性卫生的科普电影”不属于映伦审查范围（注：这次声明使映伦化解了50年代前期出现的“性教育影片”泛滥的指责与抗议风波。）。

1972年映伦修改风俗与性条款的背景事件是东京警视厅以“公然陈列猥亵物罪”，将映伦委员会、日活浪漫色情片的制片与导演等告上法庭，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社会事件。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映伦对风俗与性条款再次进行修改。将1956年条款中的“原则上”不可描写的字眼彻底删除，明确规定1956年条款中的各项如全裸与半裸部位不得出现在影片，否则就加以剪切，严禁生殖器与阴毛在影片中出现（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190191.）。对于一些由于情节不得不表现的性行为需要极力简化与抑制。避免出现凌辱、轮奸、暴力、触犯妇女人权、虐待等情节。在1972年的条款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不得在影片中表现性交前戏的卑琐印象与变态的性游戏，如男女性器官的爱抚、与动物的性行为、排泄行为等。一般认为，1972年的性与风俗规程是映伦审查史中条款用词最为明确、具体与严厉的，较之以往更具可操作性，对于性表现的尺度拿捏，以性器官（包含体毛部分）不露出为原则，并且也是执行时间最长的条款内容，“波澜不惊”地运行了二十年的时间，直到1992年。

在1992年映伦修改风俗与性条款之前出现的背景事件之一是1985年第一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三部含有正面全裸镜头的外国影片没有任何的方格遮掩处理在日本院线上映（注：Michael Bradford的《1984》，改编自George Orwell的小说。另两部是Hector Babenco的Kiss the Spider Woman和Neil Jordan的the Company of Wolves。）。英国女导演萨莉·波特（Sally Potter）的《奥兰多》（Orlando）被看作是有关外国电影中阴毛审查的全面解禁。1991年日本知名女优写真集《水桃》出版时部分照片可见到阴毛，但没有遭到警察取缔。这次出版界在日本性表现的重大突破启动了电影审查对性表现的解禁。1992年条款修订非常简单，甚至略带无奈之感受，即电影“原则上”可以出现性器官与阴毛。映伦委员会委员长清夫英夫对此的评论是，“电影制作者为了对付映伦严格的审查极尽能事。一旦色情解禁，平庸的电视制作者们反倒茫然若失，转瞬间陷入江郎才尽毫无办法的境地。色情解禁即猥亵的终结，但真正的改革是对国民的认识，对良识之美的挖掘（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56.）”。

从性表现标准变迁的历程看，映伦审查规则趋于缓和，性表现的手法与身体裸露画面“原则上”已经解禁。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1990年代，日本刑法中关于猥亵物的定义，以及颁布猥亵物的定义，并没有进行任何更改。因此露毛是属于社会风俗意识上的解禁，而非法律条文上的解禁。

五、伦理与法律的双重维度

日本映伦定位于独立的“第三方”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改组，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推行的分级制度近半个世纪的运作中，映伦肩负着日本电影由政治审查向道德审查转变的职责，但其常常表现出暧昧与松懈的态度，使得其在电影自主审查与自律分级中“客观公正性”一直受到日本各界的质疑。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映伦的委员既与电影制作方、导演同时被警视厅告上法庭，大众传媒、PTA组织也对映伦的抗议声从未间断过。近期影响最大的一次质疑来自于深作欣二导演的影片《大逃杀》经日本映伦审后定级为少儿不宜的“R15”影片（15岁以下儿童不得观看）（注：该片讲述某国社会体系崩溃、陷入混乱。一群初中学生被带到一座孤岛上，彼此之间必须进行一场生死大战，每个人都要想尽方法杀死别人，只能有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活着。于是，这些初中生便在岛上演出一场杀戮竞争。）。国会议员石井绂基向文部大臣提出质询，并在银座香榭丽舍饭店与导演深作展开激烈的辩论，矛头指向“映伦是客观的第三者机关吗？”（注：电影旬报.日本的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吗？［J］.世界电影，2004（3）：74.）。

在由民意代表、知识分子或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公益性法人组织的框架下实施职责的映伦，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处于左右为难、饱受争议的境地，受到各方面社会团体组织（包括电影界）的压力与挑战，连续三次被迫对规制条款中有关“性、风俗”条款的内容加以更改，甚至被警视厅告上法庭对簿公堂，更不用说审查员们经常遭遇传讯与警告。如果说映伦对日本电影的自主审查为软约束，那么与刑法175条猥亵罪则是不可避免的短兵相接——映伦自主审查所标榜的伦理软约束与日本法律硬约束的一次正面交锋。

（一）刑法175条：对猥亵罪的判定

近现代日本历史上，存在两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一是明治维新时期，二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时期。1946年11月，日本效仿美国颁布新宪法，民主与自由思想取代君主专制，最为显著的标志即是言论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法院司法权扩大并获得相应独立的地位。然而，言论自由与赤裸裸的性表达之间造成极大的困扰，特别是在以画面为主的电影作品之中。在日本，对于淫秽猥亵物的判断标准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司法解释的核心依据是刑法175条，又称为日本猥亵法。“猥亵”一词在日本第一次出现在1880年刑法第259条（注：情色（erotic）是指与性活动有关的物品或表达，作用在于性知识的普及、性文化教育、夫妻间助兴工具，类似于古代春宫图的功能。色情（pornographic）是在情色功能的基础上仅以过度刺激性欲为唯一目的。猥亵（obscene）是色情类物品、表达、行为公然违反了社会规范、习俗与法律。基本定义区分参见：James R.Alexander（2003）.Obscenity，Pornography，and the Law in Japan：Reconsidering Oshawa‘s 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Asian-pacific Law&Polity Journal，4（1）：150.）。1907年，刑法175条保留着管制猥亵物的操作基础，并对报纸、出版物、漫画、电影等内容进行审查。刑法175条经过屡次修订，最终规定如下：“散布、贩卖或者公然陈列猥亵的文书、图画或者其他猥亵物的，处二年以下惩役或者二百五十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科料；以贩卖为目的持有该类物品的，亦同”（注：坂口一成.罪刑法定主义的局限性在日本——以关于日本刑法第175条的判例为题材［EB/OL］.日本法在线，2006106.）。“散布”是“将此给予不特定多数的人”；“贩卖”是“给予不特定或多数的人有偿让渡”；“公然陈列”是做出使不特定或多数的人能认识猥亵物等的状态。然而，在该条款中没有对“猥亵”加以定义，政府与法院都没有具体解释“猥亵物”。因此，在判案中对“猥亵”与“猥亵物”存在多种解释，并常常成为审判中的焦点。涉及影像资料，如动漫、电影，该法规将“猥亵”解释为描绘阴毛、成年人性器官以及性行为。因此，如果在影像中出现类似的镜头，必须对画面做模糊化或马赛克（日本称为bokashi）处理。这导致涉及言论自由的判案出现许多不一致的判决结果。

刑法175条制定于明治维新时代，但在1946年新宪法颁布之前，执法部门几乎很少付诸实践。这是因为二战以前的日本已经制定了相当多专门法，如出版法、新闻法，以及警察安全法、广告法、关税法与邮政法，这些可对所谓猥亵物加以审查与取缔。但1946年后，由于宪法第21条废止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刑法175条一跃成为支撑日本猥亵罪的唯一条款，代表着官方唯一的一种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虽然言论自由受到1947年颁布的宪法21条的保护。刑法175条与宪法第21条在法院公开审判时候总是同时出现，成为原告与被告辩论的依据与焦点。所谓宪法第21条，即是日本表达自由法，该条款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明确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注：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1条，第19条。）。第二部分则强调“废除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保障秘密通讯自由”。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强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表现自由，据此制定的诸多法律束缚了新闻自由（注：日本新闻协会.日本的新闻法律制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12.）。但是，自从新宪法产生以后，其中的第21条就防止了侵害新闻自由的任何法律法规的制订与出台。特别是第2款绝对禁止检查——事前制止。只有最高法院对行政权力限定范围、认可通过司法程序的事前制止除外，还有税关检查、教科书检查与审定也作为例外。关于警察的窃听问题，至今还处于争议之中。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比其他经济方面的自由权要优越得多：①是事后的规定；②当前存在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③不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的表达手段。只有具备以上严格的条件，才允许进行限制。在判案中，如果是关于“公共福利”的问题，其理由又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这种表达自由不是限制，而是取一种平衡比较的姿态：即根据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比较限制所产生的利益大，还是不限制所产生的利益大。与宪法21条相互关联的还有宪法19条思想与良心自由，以及20条宗教信仰自由。宪法21条意味着表达或传播思想、观点、看法、愿望、情绪、感情、信息、知识、技艺等主客观事务的方式、方法、途径、手段、措施等都可以合法地使用，即日本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绘画自由、新闻自由、著作自由、艺术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结社自由等（注：甄树青.论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28.）。

最初对刑法175条中猥亵罪的解释来自“日本诉小山久二郎案”，指控小山久二郎翻译出版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经过东京高级法庭的辩论，该案于1957年移交到最高裁判所。1957年3月，最高裁判所驳回被告上诉，认为12页淫秽描写破坏了小说的艺术性，因为“对性行为的描写过于直白、具体与露骨”，并补充了对猥亵的定义，即三个要件：有损羞耻心；引起或刺激性欲；违反善良道德观念。判断符合上述三个要件的依据是“社会一般通行的良知及社会常识。”最高法院认为，在同一社会中，关于性的一般社会常识因具体时间与地域而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会超出必需的界线，即“性行为的非公开性”。法院解释道：“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中仍然存在一种无法超越的界线。这些界线被整个社会公众所尊重。此限定即是上文所述中的非公开性活动特征，人类原始情感中的性羞涩”（注：Chin Kim（1975）.Constitution and Obscenity：Japan and U.S.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3（2）：259.）。为了澄清“社会一般通过的良知及社会常识”，法官的观点是：即使绝大多数人的伦理观念瘫痪，法院有义务指导社会，防止伦理下滑，保证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普遍规范。法院与法律两者都不能总是或有必要断言现实，但他们必须用一种批判的态度面对邪恶和堕落，承担临床监护的角色。

日本司法对猥亵的定义是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发展形成的，刑法175条所指控的猥亵罪第一次在实际操作中加以明确。1969年，涩泽龙彦因翻译法国色情作家萨德的《朱丽叶特》被起诉。该案坚持了小山案中所形成的标准，并强调两个原则。第一，不能因为其文学性或意识形态作品，而无视其猥亵成分，更不能因此而不受刑法惩罚；第二，在猥亵与否的裁决上，宪法21条与23条不能凌驾于公共福祉之上。而且，法院第一次清晰地表明，特定作品中是否存在或不存在猥亵成分，都不能割裂开来，应该将作品视为整体，即整体考察方法。也有一小部分（5个法官）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一个“利益平衡理论”：依据含猥亵表达的作品所侵犯的法律利益与艺术、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原创作品代表的公众利益，将两者之间平衡起来。其逻辑是：如果是在牺牲后者的情况下促进前者的需要，就可因猥亵罪惩罚作者与作品。这个观点重新审视了刑法175条与宪法21条之间的关系。法官之一的观点如下：“刑法175条应与宪法中各条款相一致，和谐相处（注：Chin Kim（1975）.Constitution and Obscenity：Japan and U.S.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3（2）：264.）。只有这样，刑法175条才能避免违宪。”此观点与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正好相反。多数意见认为，表达自由从属于公共福祉，并将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与福祉的宪法12条运用到猥亵罪与表达自由矛盾的司法解释之中，并在三条款项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妥协方法，暗指在宪法12条的庇护下刑法175条完全可以脱离于宪法21条的限制，而宪法21条也从属于12条。

1947年新宪法颁布后，日本法院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特点：扩大了司法权的范围；强化了司法权的独立；导入了违宪审查制；确立了公开审判制度（注：冷罗生.日本现代审判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627.）。在刑法175条与宪法21条之间的博弈之间，日本法院形成对猥亵罪与表达自由形成以下三组核心标准：①公共利益与公共福祉标准（the public welfare standard）；②社会通行的良知与常知（the concepts of the prevailing ideas of society）；③艺术与猥亵同时并存原则（the art-obscenity two-dimensional principle）。此外，日本法院还采取其他相关标准，比如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商业行为、科普读物、整体考察原则、私人场所与公然传播等。最高法院对刑法175条的司法解释表明，其对猥亵内容或性表现持以下四个基本观点：①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但猥亵表达不属于保护之列；②对猥亵物的审判是出于对社会伦理道德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但并没有直接具体地对猥亵类作品进行禁止或惩罚；③将表达自由视为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猥亵罪的认定持谨慎态度，避免限制扩大化；④确立了表达自由和公开审判的原则，国民、新闻界有权旁听、采访、报道等。最高法院对猥亵罪判定的态度与倾向表明，日本认为公共利益与福祉优先于个人自由表达权利，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与规范是政府与法院共同需要承担的责任，维护社会秩序比保障个人表达自由显得更为重要。简言之，最高法院认定，表达自由需要受到公共利益与福祉限制。在日本，基本的人权之表现自由“是否具有自我限定的条款，必需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遵从宪法12与13条的有关规定，因此无人可以滥用所赋予的权利（注：梅山香代子.日本国宪法表现自由意义——与美国宪法比较研究［J］，日本评论社，2003：2122.）。”总之，日本主要强调对猥亵作品的定义发挥着保持整个社会稳定与公共利益方面的重要性。

（二）三个著名判例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没有检察官，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1872年（明治5年）8月，日本仿照德国模式，开始建立检察制度。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全盘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参照美国模式，于1947年4月制定检察院法，将审检合署的领导体制修改为审检分置的领导体制，检察机关归法务部领导，检察官不再是司法官，而是国家行政官员；1948年7月制定刑事诉讼法，确定检察机关的侦查和公诉职责同等重要。日本当代的检察官和检察制度即从此开始。通常情况下，司法警察进行第一阶段的侦察，检察官进行第二阶段的侦察。检察官隶属于检察厅，司法警察隶属于警视厅，检察厅与警视厅是各自独立的侦察机关，原则上是协作关系。但是，侦察是以实现公诉为目的的，在公诉上检察官是主宰者。映伦与警视厅、检察厅之间在电影审查的约束权力的较量在此背景下展开，接二连三地将第三方审查机构映伦推到了日本社会的“风头浪尖”。

1.“黑雪”案

第一部因涉嫌猥亵启动司法程序上诉的日本电影是《黑雪》，由武智铁二导演，日活公司制作，于1965年6月19日上映。《黑雪》描述在东京美军横田基地附近开宾馆的老板娘的儿子的故事。由于故事发生在宾馆，因此片中出现不少娼妓的裸露画面，甚至还有女主角沿着美国空军基地的围墙裸奔的画面，这个镜头持续5分钟。尽管影片中有不少裸露镜头，导演武智铁二在接受映伦审查时辩护道，长镜头的使用是出于艺术与美学效果，虽然蒙太奇手法与快速剪辑有助于避免露毛，但这不符合日本文化的传统审美习惯，最后《黑雪》顺利通过了映伦的审查，准许正常上映。在《黑雪》试映后的第11天，影片中的裸体镜头遭到东京警视厅以“公然陈列猥亵物”罪名举证揭发，日活公司办公大楼和武智铁二的居所被东京市政府警察署包围搜查，所有影片的拷贝被勒令销毁（注：Joaquín da Silva.Obscenity and Article 175 of the Japanese Penal Code：A Short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Censorship.http：//es.geocities.Com/eiga9/articulos/obscenity.html）。检察院依照日本刑法175条猥亵罪，向法院起诉导演武智铁二和日活公司的村上觉电影配给部长等高层管理人员，映伦的荒田正男、八名正两两位审查员因刑法62条帮助罪遭到起诉，这成为映伦成立以来第一次涉及检方公诉。这个事件在日本法界被称为“黑雪事件”。

1967年，东京地方裁判所在对《黑雪》进行一审时，分析该作品内容，同时参考一般民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并考量该片已经通过映伦的审查，最后以该电影不符合猥亵图画性质为理由，判导演及电影公司部长无罪。之后，检察官方面又向东京高等裁判所提起上诉。而东京高等裁判所在进行《黑雪》二审（1969）时，认为电影画面比文书的传达性还要直接，因此具有猥亵图画的性质，然而因为该电影已经通过了第三方映伦的审查，因此法官们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并不猥亵，最后判导演及电影公司社长无罪。正如裁判长栗本一夫在判决无罪时所言：“映伦作为电影业界自主规则机构，它所发挥的作用与效果已经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在16年的审查过程中，映伦的审查是在保证不触犯刑法猥亵罪的法律约束的前提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只要通过映伦专业人士审查的电影，就应该对映伦的审查结果持信任态度（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126.）。”

日本电影《黑雪》遭到警视厅举发，而导演和电影公司部长等管理人员被检方起诉，影片被禁映，拷贝被没收销毁，这些对当时已经处于衰退状况中的日本电影界而言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冲击。因为这意味着：中立自律的第三方映伦的审查结果并不能代表什么，就算电影通过映伦的审查，也不代表100%不会遭到警察的取缔与检方的控诉，自由表达与创作的权利面临前所未有的制约与牵制。所幸的是，在两次判决中得到了法官的支持与肯定，《黑雪》都被判无罪，因此日本的电影界也稍微放心了一点。但这次事件对于电影界也是一个警示，随后映伦略显妥协姿态，对审查基准尺度有所收紧。而此次处于风头浪尖的武智铁二导演转向到歌舞片。

《黑雪》之所以被判无罪，显然是得到司法权力的保护。接受美国民主化进程改革的日本，法院已经处于独立地位。法官在受理警察的指控时，面临着一个多方权力利益关系博弈的难题。为了达到权力制衡效果，避免陷入违宪的尴尬境地，法官势必将映伦看作是日本民主社会中防止政府进行电影检阅与行政干涉的重要民间机构，从而肯定与保护映伦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最终作出尊重映伦先前的判断，宣告黑雪案中的所有被告人员无罪。

2.“日活浪漫色情片”案

以大制片厂为核心的传统日本电影工业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首要原因之一是电视的重大冲击。在遭遇新兴的电视工业重创的同时，日本的大制片厂又在电影体系内部受到了另一新兴力量——独立制片的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日本电视机渐渐普及，日本观看电影人口渐减（注：张巍.外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55.）。“电影，再见；电视，你好”成为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狂潮。当时日本著名的电影公司日活（にっかつ）公司也因为电影人口减少而发生营运困难。后来日活公司为了维持生计，在1971年结束一般电影的制作，改走成本较小的成人电影的路线。尽管成人电影属于低成本的电影，但是由于日活公司在当时规模大，旗下的导演及演员都有一定的水平，而且电影的制作经费也比其他小公司高，因此日活所拍的成人电影属于高质量的成人电影。而这些高品质的成人电影也被赋予了专门的名号“日活浪漫色情片”（日活ロマンポルノ）。

在日活公司专向成人电影界发展不到半年，所发行的录像带和电影就被检举揭发（1972年1月）。由于录像带遭到检举揭发，日活公司于1972年2月和另外两家录影带业者共同成立了类似电影界映伦的审查机构——成人录影带自主规制伦理恳谈会。1975年11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受理日活色情录像带“猥亵图画贩卖罪”，齐藤清实裁判长一审判决无罪。其判词主要观点为：“对猥亵性的判断根据社会普遍观念、时代、文化而变迁。正确掌握市民意识与感情表达是有必要的（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29.）。”言外之意，性表达尺度已经被社会渐渐放宽。三年后（1978年），东京高裁二审时，日活公司的录影带部门的主管被上诉，裁判长藤野英一推翻无罪判决，罚金20万日元。其判词的主要观点为：“猥亵性的判断应以是否超过一般市民的意识与感情规范的平均值为标准（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30.）。遵循查特莱夫人案对猥亵的标准，判定有罪。”

在电影界，被起诉的人包括日活的董事和电影制作人共六人，外加三名映伦的审查委员，总计九人坐上了被告席。由于这是映伦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审查委员被当成猥亵犯罪的共犯起诉事件（黑雪案中为“帮犯”），因此格外受到注目。1978年，东京地方裁判所在一审时指出，由于这些电影已经通过映伦的审查，而且映伦是协助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机构，因此尊重映伦的审查结果，判全员无罪。负责此案的刑事二部坚山真一裁判长不仅承认映伦在电影界自主规制机构的地位，并对映伦给予较高评价，认为映伦审查公平。坚山在判词中写道：“刑法175条对猥亵罪的规定，其目的旨在维护性秩序的最低限度。该秩序首要应该依赖法律以外的宗教道德加以规制。而法律以外的规则无法拘束时，法律才应发挥作用（注：桑原稻敏.猥亵性的消除：映伦剪切史［M］.东京：读卖新闻社，1993：237238.）。”二审（1980年7月），东京高等裁判刑事九部绵引绅郎裁判长维持地裁一审判决，检察院撤诉。绵引绅郎裁判长也对映伦的作用给予肯定与高度评价，在判词中提出五点看法：①映伦的目的在于抑制向观众提供伦理水平低下的电影；②电影审查期间，映伦委员会的教授、学者人格高尚，学识渊博，值得信赖；③映伦需根据警察当局、社会团体的多方意见、裁判案例的经验、英美诸国的情况制定或运用审查基准；④映伦在审查本案影片时，作为自主规制机构已经拥有二十年以上经验，对于维持电影的伦理水平作出真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⑤本案中影片经映伦审查通过之事实，表明有关猥亵这一社会概念应该受到重视与研究。

可见，日本法院达成基本共识，即经过映伦审查通过的电影，就表示日本的社会观念已经认为这些电影算不上是猥亵物品，故而判全员无罪。由于日活浪漫色情片裁判的判决对映伦在日本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也意味着映伦的自主性已经得到法界的认同。因此之后只要是通过映伦审查的电影，几乎等于是有了一种不会被警察当作猥亵物品强行取缔的保障。

3.“感官世界”案

1976年，日本和法国合作拍摄了一部叫做《感官世界》的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1930年代日本的一个特种营业的女性和料理店店主的爱情故事（真实发生，又称为阿部定事件），最后这名女性把料理店店主勒死，并把对方的生殖器割下带走，对于1930年代的日本社会而言，算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怪异事件。导演为新浪潮旗手大岛渚。犯罪与性爱是以大岛渚为代表的新浪潮电影所关注的两个主题。正如新浪潮导演今村昌平声称，自己的兴趣在于“人体的下半部位与社会阶层的底层部分（注：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70.）。”今村试图记录日本被遗忘的地区、受压迫的阶级，以及情欲的冲动。

《感官世界》中的裸露画面不可避免，而且非常惊世骇俗与离经叛道，包括大量性器官与直面性交的镜头。这些在当时日本，不仅被法律所禁止，而且超出了映伦审查的基准底线。由于该电影为法国投资，冲洗、剪接等后期制作均在法国完成。《感官世界》实际上是作为法国电影必须经过海关审查进入日本，而在进口电影税关检查的阶段该片已经被剪切或者打上马赛克，完整版未能在日本本土上映，直到近年在日本市场上才出现没有马赛克或剪切的完整版（据说当时日本人以飞往法国看《感官世界》作为时尚）。因此，所谓的感官世界案的源头并非电影本身，而是大岛渚导演将电影剧本及剧照编成画册贩卖。由于剧照大多为裸露画面，没有任何涂抹处理，其结果是，大岛渚导演以及出版《感官世界》画册的出版社社长遭到检方以“贩卖猥亵物”罪名起诉。

由于大岛渚在日本的电影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许多日本的文化界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大岛渚，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在此案的审理中，被日本电影界与文化界最为嗤之以鼻，大加嘲弄的事件是，在法庭上一位负责作证的警察当庭表示，“只要我认为那是猥亵的，那就是猥亵的东西。”第一次将警察滥用职权的形象暴露在日本民众面前，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司法方面对民间伦理自律力量的保护与支持。

《感官世界》这个事件最后以被告无罪释放终结。东京地方裁判所罔田光子裁判长认为，所谓猥亵的标准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而《感官世界》这部电影拍得非常严肃，即使是裸露画面也实在难以引起观众的性兴奋或羞耻心。从而宣判大岛渚及出版社的社长无罪。而在电影方面，由于《感官世界》在上映之前，被税关检查过，被修掉不少地方，《感官世界》电影本身并没有卷入这个官司中。

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辩论最为激烈的焦点是“何为猥亵？”。在法庭上，大岛渚一再强烈要求检方，甚至法院，从法律角度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检方与法院显得相当被动，只是仍然套用1957年东京最高裁判所在查特莱夫人案中对猥亵罪判定的的三个要件作为回应，即“有损羞耻心；引起或刺激性欲；违反善良道德观念”，未能给出进一步补充或更具创见的定义与解释。最后，此番有关猥亵定义的法庭辩论不了了之。大岛渚在此案后针锋相对地道出他本人的个性宣言：“世界之中本无猥亵之本体（注：日本映画监督协会网站：www.dgj.or.jp/modules/contents1/index.php？id=32）。”

（三）思考与启示

1.日本司法实践倾向于保护映伦自主审查力量

纵观日本电影百年的审查历程，经历了三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国家权力不断介入的强制审查、美国占领军军方主导审查、第三方映伦机构自主审查。这三个阶段勾勒出日本电影审查由官方向民间、由受制到自主的转变图景。步入自主审查的映伦时代，国家、法律、教育等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基准在沿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同时，顺其自然地适应宪政民主要求，思想统治的枷锁从此卸掉。出乎意料的是，派生出唯一一个敏感地带“性与风俗”的条款，在近五十多年的自主审查过程中备受挑战，屡次修改。学者们甚至将映伦的自主审查称之为日本电影“性表达”尺度的变迁史。

排除“性”作为导演艺术创作与观念表达的要素之一，面临电视竞争性替代、好莱坞电影的市场份额挤占等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日本电影不得不制作“家庭起居室的电视中无法表现的描写性的成人电影”（注：山本文雄.日本大众传媒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15.），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性与暴力”电影镜头泛滥导致社会各方责问声音不绝于耳，特别是来自警察方面的传讯与警告，映伦虽然有所回击与坚持，但最终也不得不适当收紧审查口径，妥协姿态与独立自主并存。既便如此，作为软力量约束的伦理审查条款与硬力量约束的猥亵罪法律条款仍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几次正面交锋，在法庭上展开较量。事实表明，映伦及其审查通过的影片方的败诉率较低（胜诉较多），这说明日本法院给予映伦自主审查（言论自由）的权重大大高于警察或检方的危害治安与猥亵罪。多方力量的博弈结果表明，处于独立地位的司法仲裁权倾向于保障民间伦理的地位与作用，有意识地牵制国家行政力量对言论表达的介入。

2.猥亵表达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两个假设

二战后的日本司法界效仿美国，形成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而猥亵表达不属于保护之列的审判理念。虽然对猥亵物的审判出于对社会伦理道德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但猥亵物一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标准。日本社会已经将表达自由视为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旦猥亵罪的认定进入司法程序，法官们就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避免对猥亵物的限制扩大化。这种谨慎的态度与避免限制扩大化的自律起因于日本法院意识到，猥亵表达与言论自由之间存在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之一，对于性与暴力或类似行为的描述与接触的猥亵表达，是否威胁社会秩序稳定与公共利益规范。这个假设倾向于一种结果可能——猥亵物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将刺激或怂恿社会成员认为猥亵物所描写的情色与暴力行为是普遍的，特别是让人们将性行为中的情色与暴力作为一种解决社会矛盾或处理人际关系的可被接受行为。更重要的是，猥亵物中对性与暴力的大肆逼真渲染，向视听者呈现某种具体的可模仿的方式，从而教唆或诱使社会成员的犯罪。

假设之二是有关宪法中的表达自由的讨论，即以与性有关的情色、暴力、恐怖的猥亵内容是否属于一种表达方式，是否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反言之，对性与暴力的表达内容的审查与管制是否属于一种违宪行为。第二假设在宪法的框架下，对作为第一个假设的“性与暴力的描述与表达是反社会与反人类的，是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公然威胁与挑战”之合法性加以讨论。假设二的顾虑在于，在现实中，当某种表达排除在宪法之外或附属于一种特加的限制之后，政府或其他执法门往往倾向于采取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第二假设试图明确宪法保护下的表达自由是否遵循绝对原则，还是在绝对原则之外包括“特殊情况”。目前看来，在法学上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论与辨析。

3.伦理审查与标准变迁

我们了解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用大胆的性描写传达作者思想，已经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表现手法。孔夫子曾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也说过：“食色，性也”。性作为人类的正常生理活动，被表达、描写、研究、书写，其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一旦纳入道德伦理、商业贩卖、表达权利等各种文化、经济、法律的范畴中就变得复杂起来，难以辨别精华与糟粕。真正的困惑在于，其判断标准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通过对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无罪的重要判词的考察，最为核心的一条表现在最高法院法官对映伦审查结果的尊重。这种尊重除了在表达自由方面对民间第三方力量的保护之外，法官明确表示映伦委员会的成员为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文化贤达，对日本社会风俗观念与道德标准的变迁中的尺度具有发言权，经过他们审查之后的电影作品有理由推测尚未超过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这是值得信赖与经得住考验的。

在猥亵罪的审判中，法庭辩论的焦点即是猥亵的定义与标准。虽然最高法院依照惯例会以查特莱夫人案中的标准进行回应与解释，但往往力不从心，难圆其说，仍然摆脱不了不具备可操作性、过于抽象模糊的硬伤，不排除法官的主观臆断或个人兴趣、时代语境与文化变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高法院一方面力图确立一个不容侵犯公共利益原则，维护人类最基本的性羞耻感，同时也趋向适当妥协，强调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威性，将性表现的硬性法律审判向软性的伦理审查转化（注：在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的序言中将业界自律与法律约束作为日本传媒业制度化运作规律的重要启示，即成熟产业的竞争超越了新兴产业和发展中时期的以价格、发行量和收视率为评价体系的量的竞争阶段，进入到以企业伦理和道德水准的高低为评价指标的质的竞争阶段。这一时期的企业伦理和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受众对该媒体的接受程度。可见，业界伦理自律成为重要力量之一已经被广泛纳入社会运行体系。）。这种伦理约束的自觉性与权威性受到了日本司法权力的认可与保障。


第九章　新加坡电影制度的结构转型——从审查制到分级制

一、导论

在全球化、区域化、民族国家相互交错的当代世界语境中，大众传媒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电影，又属于大众传媒体系中比较特殊的领域。电影制度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观念息息相关。

在当代各国电影制度中，新加坡电影审查与分级制特点明显。与欧美国家普遍以分级替代审查不同，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包含鲜明的审查性质，且审查凌驾于分级，其制度变迁过程深刻透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的演变态势。

由于不同程度地误解了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及其传统，不少东西方学者虽然立场不尽相同，都或多或少地过分看重新加坡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中的非西方因素，在此立场上，也就难以客观描述与透视新加坡电影制度的演进。因此，有必要立足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及其特质，正确认识新加坡社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重新考察其电影制度从审查到分级的变迁过程，并揭示这一处于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体制边缘的电影制度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数目有限、但不无裨益的研究。莫纳什大学的詹姆斯·戈麦斯教授在《自我审查：新加坡范式》中认为，新加坡媒体审查制度被其国内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已经“成为政治发展进步的一种主要障碍”。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特里教授从法律维度出发，在《新加坡的法律运用与效果》一文中透过分析对立法程序的掌控，来探讨新加坡政府施于当地媒介的控制，认为法律是“经由法庭阐释执行的一系列新加坡社会规则之和”，而法庭的判决与解释在新加坡法律体系下直接受到“国家意志的左右”。林永铭教授在《新亚洲的女性化：新加坡出现同性恋政策》一文中，介绍了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并指出在欧美出现的“女性化”倾向正在影响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体系，新加坡也因此放宽了关于同性恋戏剧与电影的部分严格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谭保罗教授则认为，早期家长式政府执行的威权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造成新加坡人缺乏创新力与事业心的最大原因，并在新加坡人的性别文化中造成恶劣影响，他在《新加坡性别运动》一文中结合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相关实例，总结过去过分严苛的政府管制造成“理性与欲望的彻底分裂，而政府的不予解决，将最终损害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另外，温可孔、安德森、维莱昂纳尔、温迪等多位学者亦从政治经济学、体制变迁、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新加坡媒体制度进行了重要研究，在此不一一赘述。

中国大陆学界过去虽然有不少针对新加坡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着眼于新加坡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与管理经验，有关新加坡电影制度的研究很少。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著为我们了解新加坡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变迁提供了学术参考，可惜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不少论著只是停留在表层的归纳整理，没能将论题置于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尤其是忽视威权政体及法律体系对新加坡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建构的重大作用。

新加坡作为名义上的宪政主义国家，历史上又长期作为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之一，故而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体系，但文化上又深受东方专制主义影响，其社会语境中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刚性与柔性的统一。所谓刚性是指新加坡所施行的威权主义政体。新加坡拥有由《新加坡宪法》、《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及根据独立法适用于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宪法部分规定等三部分共同构成的成文宪法，但除个别条款外，宪法条款的修改比较容易，立法机关可以像修改一般法律那样修改宪法。这充分表明在施行威权政体的新加坡，强大的行政权力已突破司法权的限制，对社会握有强大的操控能力。所谓柔性则是指新加坡政治、文化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容忍主义精神，以及实用主义的施政风格。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多次表示这样的观点：人民行动党政府唯一需要采纳的政策，便是对新加坡有益的政策。这种刚性与柔性的统一，揭示了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的特殊之处，也是解答新加坡威权政体为何得以存在，以及研究新加坡电影制度从审查走向分级的变迁过程的重点所在。

已有的研究在考察新加坡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牵涉的政治、文化问题时，往往失之偏颇。中国国内学者出于对新加坡经济发达、廉政统治的赞赏，大力呼吁全盘吸收“新加坡经验”。又因新加坡与中国在人种、传统文化方面的亲近性，往往将“新加坡的成功归功于‘儒家文化’、‘亚洲价值观’在当代的成功”，缺乏学理上的深度性，因此在国际学界没有太多影响力。而国外学者，甚至包括个别新加坡本国学者，则大多站在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对划归于“威权主义”的新加坡传媒制度进行猛烈批判，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心理下，缺乏足够耐心考察新加坡作为后殖民社会、多民族社会、多文化社会的复合性。

本文将突破国内过去的新加坡研究死板的内容框架，并一改国内外学界研究新加坡问题时过分看重非西方因素的倾向，探索当代威权主义国家复杂性，为研究当代国际传媒、思考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源。

二、新加坡历史与文化

新加坡自英国殖民地时代至1991年，施行的一直是单一的电影审查制，其后开始采用电影分级制（G/PG/R18），随后引入R（A）、NC16等不同级别，并在1998年修订《电影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电影分级制度。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围绕着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体审查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法律体系与管理规范，以维持在大众媒体领域的话语权。

与欧美各国所采纳的电影分级制度不同，新加坡电影分级制鲜明地保留了大量审查性质，且审查凌驾于分级。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依然是威权主义式的，这突出表现在对待政治电影以及色情、同性恋等电影内容之中。

应当说，电影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复杂性，与新加坡自身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是无法分割的。除了显而易见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成分外，错综复杂的东西方传统，特别是东方专制主义与英国政治法律传统对新加坡社会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现有研究大多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其中一方因素，但抛离任何一种文化视角去考察新加坡社会都是不尽科学的。因此要研究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过程，势必需要剖析新加坡历史、文化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弹丸小国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地处世界地缘政治激烈交锋之处，随时有沉浮于大国逐鹿的可能。根据新加坡政府统计信息，其国土面积仅为710.2平方公里（注：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apore.），且20%为1950年后填海而成。截至2009年其常住人口不过499万，其中373万人拥有新加坡公民身份（注：“Population Trends 2009”，Department of Statistics，Ministry of Trade&Industry，Republic of Singapore，2009.）。但如此蕞尔小国，近年来却因其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度文明而稳定的社会著称于世，取得了一系列令人侧目的成就。

在经济上，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其人均国民收入常年位列世界前十，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繁忙之一的空港与海港，同时是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以及6000余家跨国公司在远东的基地（注：“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2005/2006”，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Republic of Singapore，2006.）。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IMD）所发表的《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新加坡超越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国家，同时继续稳居企业效率世界第一、政府效率第二、经济表现第五的位置。在世界经济论坛、国际透明度组织主办的各项国际评比中，新加坡均有不俗表现，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新加坡多次被评为亚洲最廉洁的政府，与其东南亚邻国屡屡陷入政治献金、贪腐丑闻形成强烈对比。其经济之发达、社会之文明，在亚洲国家中几近卓然不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大为称赞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凝聚力两方面同时取得的高超成就，而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布什则称新加坡是“自由经济与开放市场的举世楷模（注：Soek-Fang Sim，“Obliterating the Political One-party ideological dominance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news in Singapore 21”，Journalism Studies，volume 7，2006，p.575.）。”

但另一方面，在西方舆论界中，新加坡又往往是“自由民主模式”的对立面、缺乏人情味的“苛政者”。在以妥协、选举与非暴力为共同特征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阿根廷、乌拉圭、印度、韩国，乃至新加坡周边诸国均被席卷其中，倒是新加坡作为威权主义国家依然故我。“在1990年，新加坡是唯一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公开拥护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儒教价值观（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6.）。”这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与民主化进程总是正相关的结论背道而驰。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旗手萨缪尔·亨廷顿教授自己也承认虽然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程度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关性，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8.）”。李光耀从不避讳人民行动党一家独大的现实，同时他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56568.）。”人民行动党始终积极倡导与西方民主思想极大抵触的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胜于个人，权威胜于自由，责任胜于权利。

就这样，伴随着国内经济腾飞的脚步，保持威权主义的新加坡成为了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一个“异类”。威权主义作为新加坡的基本社会语境，对其内部政治、文化、社会、法律诸多环节带来的巨大形塑作用自然深刻影响了位于多种社会结构交叉地带之中的大众传媒制度。而在大众媒介中，电影又是比较特殊的传媒类型，除了对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化习惯具有重要形塑作用、蕴含巨大的经济利益外，电影还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所施行文化保护中较为严厉的传媒类型，并维系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诸项规定。此外，电影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作为20世纪大众传媒最为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使其“相对于平面传媒业而言，电影与广播电视领域的制度安排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20世纪西方传媒制度最大的演变也主要集中于此”（注：郑涵，金冠军.当代西方传媒制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5.），所涉及的是传媒基本范式的转型。当代电影制度的变迁，直接折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转变，并始终处于深刻的解构与建构过程之中。因此，研究其电影制度由严密的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有利于我们透视新加坡大众传媒制度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所发生的种种嬗变，也将帮助我们较好地阐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国家性质、多种族多宗教文化特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我们研究新加坡电影制度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是对新加坡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进行大致概述，这是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的现实基础，也是电影审查与分级政策中一些核心概念的文化背景。

（一）新加坡历史概述

事实上，新加坡在1965年正式建国之前，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过，从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信诃补罗王朝开始，新加坡便一直臣属于他国而存在。新加坡早期历史记载并不多，公元3世纪，中国将新加坡称为“蒲罗中”，即马来语“半岛末端的岛屿”，后有华人称为“石叻”。1330年，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所著《岛夷志略》中将之称为“单马锡”，据其记载当时的新加坡便已有华人居住。室利佛逝、满者伯夷、暹罗相继控制这个岛屿，后来新加坡岛成为柔佛苏丹国的一部分，由拥有“天猛公”头衔的官员治理。受到中国文化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强大辐射作用，新加坡一直处于东方君主制王国统治之中。

东方专制主义思想源于西方古典哲学与政治学与东方历史的对比之中。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西方学者通常从以下几个角度诠释东方专制主义：相比欧洲文化明显缺乏法制传统，专制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即是法律；国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专制君主及其政府垄断着某些经济生活，而且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拥有者，整个国家表现出强烈的重农轻商的倾向；社会中保存着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村落、家庭组织，作为专制君主制的基础组成部分；此外，东方君主制国家具有稳定性，任凭政治风云变幻和王朝更替，社会基本结构不曾改变（注：李祖德，陈启能.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28329.）。

在东方学者看来，“东方专制主义”的视角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对东方社会的歧视，其理论包含着过多臆断。相比之下，东方学者更乐于使用“儒家价值”来阐述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但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确能敏锐地揭示出东方社会的某些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西方学者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深刻构筑了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华人与马来人的社会文化。

新加坡的封闭状态直到1819年1月才被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莱佛士初次登陆新加坡，在印度总督哈斯丁授权下与天猛公签订条约，于当地建立一个贸易港，作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商业据点。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1823年新加坡的贸易额便已超过槟城。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初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1867年升格为海峡殖民地，与槟城、马六甲合成一区，直接受英国管辖。随着蒸汽技术的发展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成了航行于欧洲与东亚之间船只的重要停泊港口，到1869年，已有10万人生活于新加坡（注：“Country Studies”，U.S.Library of Congress，http：//countrystudies.us/singapore/3.htm；“Founding of Modern Singapore”，Ministry of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Republic of Singapore）。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并改名为“诏南”。日占时期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日军宪兵队犯下了一系列暴行，极大地刺激了新加坡（尤其是其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其中自然包括日后蜚声政坛的李光耀（注：Kevin Blackburn，“Recalling War Trauma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he Oral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Oral History Review，volume 36，2006，pp.231252.）。“从那个时候起，李光耀就不再是华侨，而成为新加坡人（注：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M］.台北：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56.）”。新加坡民族运动即在此时兴起。

随着日军于1945年8月战败投降，英国重新管辖新加坡之后，起初试图使新加坡永远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以遏制席卷亚洲的民族主义浪潮（注：Drysdale J.，“Singapore：Striggles for Success.Sydney”，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4，p.144.）。但此时的新加坡已经不满足于继续保持英国殖民地身份。在新加坡人一再发出呼声与二战结束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汹涌的背景下，英国当局最终接受渐进自治方案，即通过扩大新加坡本土居民选举的范围，尤其是逐步给予新加坡华人以选举权，使得政权逐步转移到本土人手中。在1948年与1951年两次举行的实验性上议院选举中，进步党都赢得了多数席位。但是由于担心民族主义运动在新加坡蔓延，最初的两次选举均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排除在外，使得华人族群对这两次选举结果非常不满（这种不满为日后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冲突埋下伏笔）。鉴于华人在新加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议院实际上与其大多数国民并无关系，进步党也因此无法被视为真正代表新加坡最广大阶层利益的政党。1955年旨在推动新加坡宪政发展的新一轮选举，第一次大幅增加了华人选民的数量，新的选民登记制度使得原本不过7万多人的选民数量增加到30万人。最终，劳工战线赢得了最多席位，其领导人马绍尔成为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刚刚于1954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参加了这次选举，并赢得了3个席位，其中之一属于李光耀。李光耀在此时已经意识到赢得华人支持的重要性，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选择与亲共人士合作、赢得华人支持，成为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最明智的选择。

在一系列繁冗的讨价还价后，一份赋予新加坡更多自治权利并使其成为自治邦的条约在伦敦签字，并于1959年举行了自治大选。蛰伏5年的人民行动党依托华人支持，一举攻下立法会51席中的43席，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大党，李光耀则在随后成立的自治政府中任首任总理。但人民行动党获得的支持在1961年两次地方补选中很快变得岌岌可危，东南亚地区华人民族主义浪潮使得英国与马来亚深深担忧。李光耀也加紧呼吁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合并，理由除了华人运动外，还有就是新马合并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能创造一个共同市场，以使新加坡的资本与马来亚大陆更大的市场与丰富的资源结合起来（注：Bello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 City，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70，p.13.）。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曼拉提出新加坡、马来亚合并组成联邦，对此人民行动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李光耀自然支持合并，而林清祥等13人最终选择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但这并没有阻止1962年新加坡全民投票通过新马合并提案，不过有必要提出的是，李光耀在全民投票中施展了并不光彩的手段（选票上没有反对合并的选项）。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李光耀出任总理。

新马合并后，巫统作为联邦中最有势力的政党，本想在新加坡扩展自己的力量，但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中采取“冷藏行动（在选取前突击羁押、扣留敌对党党员，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日后对待反对党非常喜欢的一种伎俩）”，大败社会主义阵线，再次奠定优势地位，并反过来开始在联邦政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巫统对华人占多数的人民行动党始终心存芥蒂，时刻担心共产主义力量在新加坡的运动导致马来亚自身倾覆，种族沙文主义随即升腾盘旋于政坛上空，巫统与人民行动党关系不断恶化。1964年7月新加坡严重的种族骚乱最终导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系破裂，第二年8月9日，新加坡被极为狼狈地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当天中午，李光耀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泪俱下，称签署分家协议令人痛苦，他激动的情绪甚至使会议中断了二十分钟（注：魏炜.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

李光耀当时的痛苦与忧虑不难理解，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一个仅有港口却无腹地的国家，一个身处民族主义漩涡中的国家，这就是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的实际情况。李光耀后来称，“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注：Lee Kuan Yew，The Singapore Story：Memories of Lee Kuan Yew，1998，p.22.）”。战后李光耀在英国当局与华人族群支持下逐步迈向权力顶峰，但是他个人一直以来坚持的联邦国家构想在现实面前遭到严重打击，“新马分家对李光耀最大的影响也许是政治思想中理想主义的破灭和摒弃（注：魏炜.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0.）”。虽然无从考证李光耀对自己的执政理念做过何种反思，但是在日后的政治实践中，李光耀越发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这极大影响了新加坡政策的制定。

建国之后，新加坡迅速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另一方面在国内扩大自身领先地位。1966年社会主义阵线退出国会做非宪制斗争，却被善于制造政治运动的人民行动党彻底击败而遭到淘汰，从此以后新加坡国会便完全被人民行动党控制。李光耀为了保持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地位，对新加坡建国后不同时期出现过的反对党软磨硬泡，加以种种限制，以至于被西方学者批评为“在通过选举制度赢得了权力之后，便运用手中的权力削弱这种制度，对民主价值和实践没有什么信念（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1.）”。直到1981年，工人党J.B.贾亚拉南赢得议会席位，才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国会的完全垄断，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新加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极少数的反对党议会席位使得新加坡的不同政见者总是显得人微言轻，新加坡目前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自1959年便获得绝对优势的威权政体的继承者。

不过无论政治学家如何看待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必须承认人民行动党领袖们卓越的施政才能与雄心。在政治地位稳固的前提下，人民行动党得以腾出空间，全力投入经济发展，开展一系列经济改革，迅速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住宅短缺、天然资源匮乏、失业率居高不下三大问题。在一系列政策中，包含五项基本措施：创立法定团体监督和协调各种活动；采取财政激励政策；压制工人运动；发展包括通信设施在内的国家基础设施；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注：参见Kokkeong Wong，“Media Culture in Singapore”，Cresskill，NJ：Hampton Press，.2001，pp.1740.）。为了吸引外资，李光耀决定给予外国资本免税减税政策；成立裕廊工业区，集中发展新加坡制造业；大力倡导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积极谋求新加坡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一个重要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走入快车道，市政建设成果累累，旅游业、服务业与高薪产业蓬勃发展。1995年7月，世界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完成了飞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以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身份完成的。

（二）多元文化社会

多元文化社会是新加坡这一威权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除了建国早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主义冲突，之后几十年发展历程中，新加坡国内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不但未拽滞其社会发展，反而能保持相对融洽的气氛，促进整个社会稳定。可以说，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这一基本背景，可以解释新加坡接纳威权主义政治的部分合理性。

根据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新加坡2009年常住499万人口中，华人占据74.2%，马来人13.4%，印度人（包括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9.2%，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其他种族（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种、世界各洲人种和混血人种）3.2%（注：http：//www.singstat.gov.sg/pubn/popn/population2009.pdf.）。如此复杂的种族构成源于新加坡身处世界枢纽马六甲海峡，历史上长期以移民城市、贸易枢纽身份存在，伴随着英国在新加坡经营上百年时间，新加坡早已成为欧洲商人在远东的重要集散中心，再加上近年来新加坡经济腾飞，政府虽然建立了严格的移民制度，新加坡仍然成了许多国家移民向往的目的地，民族成分日渐复杂。

不同的种族带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涌入星城，新加坡原本地域狭小，又是全球仅次于摩纳哥的人口稠密国家，多种民族元素构成了一个罕见的多元社会。宪法因新加坡曾短暂地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历史原因而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注：Republic of Singapore Independence Act，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7.）”，但使用中的官方语言共有4种，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与泰米尔语。早期新加坡华人依其移民来源不同而往往出现方言不通的情况，例如闽南语与粤语。后来出现了“新加坡华语”并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之间主要的共同语。甚至英语也出现了所谓“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尽管新加坡的英语大多以英国语音为标准。而在新加坡印度裔族群中，除了泰米尔语，也有人使用印地语。

相比语言，宗教分布更为复杂。“除分布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各大教派信徒外，也有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的支持者。近年来，还出现了华族新创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甚至‘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注：李韶鉴.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32.）”。不同的宗教信仰往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民族心理与意识形态。根据统计，86%的新加坡人有宗教信仰，其中51%国民信仰佛教和道教，15%新加坡人是穆斯林，14%的人口信仰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其他宗教信徒较少。新加坡宪法保护宗教自由，但对少数宗系，比如耶和华见证会有所禁制。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公民必须服兵役，该教因反对兵役而获罪（注：参见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2：Singapore，http：//www.state.gov/g/drl/rls/irf/2002/13909.htm，2002.）。

生活空间邻近交叉的不同种族之间拥有各自的宗教信仰、文化与语言，经济发展水平又各不相同，再加上各种族来源国之间微妙的国际关系，相互间极易处于紧张状态，乃至爆发严重冲突，这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华人虽然在新加坡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但是在东南亚版图中，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眺望马来西亚，南依新加坡海峡与印尼苏门答腊对视，处于马来人伊斯兰世界核心位置。独立之前，英国当局主持的两次选举均将华人排除在外。新马合并后，马来人为主的巫统与华人为主的人民行动党之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两大族群仇视。最终种族问题酿成了1964年的骚乱，马来亚联邦当局不得不动用军队来控制局势。

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赢得政权过程中，目睹了族群争斗的血腥历史，深感民族问题对于新加坡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所以刚刚执掌权柄，便致力于改善种族关系，尤其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彼此宗教信仰、语言习俗的不同，马来人与华人往往各自聚集，形成单一民族集中居住区域。组屋建设中，人民行动党政府不惜花费大力气，说服马来人与华人打破成见，并将其打散安置在一起；在1962年，新加坡中华总工会领导华人向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追讨“血债”，政府接管其工作，使其成为全民行动，并选派6名非华人加入行动领导工作中，以求淡化“华族”色彩，强调“新加坡人”的身份概念（注：李韶鉴.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34.）。建国之后，新加坡各邻国都担心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会自然成为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仆人”，李光耀对此不止一次向邻国保证“新加坡在国际问题上一定会遵循和维护主权国家基本原则”（注：魏炜.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5.），在制定对华政策上慎之又慎。在对待民族社会团体方面，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华人社团的作用，政府官员也很少参与社团活动，同时于1966年颁布《社团法》，将华人社团活动牢牢纳入政府管制之中，以达到压制市民社会的目的。除此之外，在教育、就业、政治方面，强调英语在这个多种族国家中通用语的地位与重要性。将懂英语视作重要资质，使得华语学生竞争力比不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

虽然这些政策看起来对华人族群非常不公平，充满了李光耀式实用主义的味道，但是确实起到了抑制种族矛盾的作用，种族之间过往深刻的鸿沟慢慢被磨平，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再也没有爆发种族冲突。李光耀认识到，“过去的新加坡各种族间如同散沙，人们过分关注彼此间的不同……而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一个能融合所有人的多种族多语言社会基础之上……需要给予全体公民平等的待遇，而无论种族之分（注：Smedinghoff，Gary，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volume 70，Issue 15，2005，p.472.）”。

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理念。提出新加坡需要将各民族基本的共同价值归入国家意识，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将使新加坡人团结一致。《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不止一次指出，种族与宗教和谐是新加坡生存的基础，是凝聚多元社会不可缺失的要因，并提出“国家为先、社会为上；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口号。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并不含有任何宗教价值观念，也不等同于儒家价值观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价值观，共同价值观的确主要吸收的是儒家价值观的精髓，但它存在的第一任务是为了在不同价值观念间搭建沟通互信的桥梁，以最终导向“国家为先、社会为上”的宗旨。这实际上可以解读为使用国家意识替代不同的各民族意识、群体意识以及阶层意识，将“新加坡人”的概念贯穿到新加坡不同种族文化的过程，也是将国家意识置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的过程。

总之，对于1965年刚刚独立的城国新加坡来说，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所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仰赖严明律政来解决，纷乱的意识形态呼唤统一的国家意识予以统领，波澜起伏的历史转折点需要雷厉风行的政治行动，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社会语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与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

三、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社会语境

人民行动党自20世纪60年代末击败社会主义阵线、彻底掌控新加坡政局后，新加坡在政体上一直施行承继于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李光耀青年时代赴英留学期间，也曾对宪制与民主社会主义颇有好感。从表面上看，新加坡国家机构采取三权分立，国会议员由5年一次的选举产生，而总理作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由获得最大席位政党推选而出。总理及其内阁被议会赋予行政权，各部长既是国会议员，也是内阁成员，需就各部门事务接受国会问责（注：参见Tan，Kevin YL，“The Singapore Legal System”，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99.）。

但在过去40年中，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议会中也鲜有能形成实质监督力量的反对党。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人民内部有很高的威望（在建国后历次选举中该党总得票率从未低于过60%），而且人民行动党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政绩斐然，但将新加坡政治称作西方式民主舞台显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国际学界普遍认同其为威权主义国家。许多学者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批评新加坡政府对政治权利、大众传媒、市民社会所采取的压制政策（注：Chua Beng-Huat，“Arrested development：democratisation in Singapore”，Third World Quarterly，volume 15，1994，pp.655668；Tim Huxlex，“Singapore‘s politics in the 1980s and 1990s”，Asian Affairs，volume 23，issue 3，1998，pp.282294；Haas，“The Singapore Puzzle”，Praeger Publishers，1999.Gary Rodan，“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Singapor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ume 113，1998.），不过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惯常所见的威权国家，至少它并没有随同其他东亚地区威权主义国家一起陆续被纳入民主政体的范围之中。人民行动党非常乐意展示他们在社会各阶层中所拥有的支持比例之高，以及新加坡人民对于执政者的信赖，尽管有些情况下“不稳定的局面危害到国家进步时，政府就会削减民主权利（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49.）。”这显示，在新加坡政治金字塔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非严格对立，他们之间反而存在众多的共通空间。

总之，人民行动党与其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之间的关系微妙非常，并且影响到了1965年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各种政策制定与实施，自然电影制度也在其中。要进一步研究威权主义是如何影响电影制度变迁，需要先对“威权主义”这个政治学概念加以辨析，随后再了解威权政体如何根植在新加坡社会之中。

（一）威权主义的诠释与辨析

尽管人们对不同理论的界定不够清楚，但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中，人们仍然习惯上将政治制度分为三大类别：民主政体、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注：裴敏欣.亨廷顿谈威权主义［M］//新权威主义，台北：唐山出版社，1991：314315.）。其中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是一组极易混淆的概念。威权主义理论源于柏拉图（《理想国》提出执政官需要严格控制舆论和公众讨论）到马基雅维利历经许多世纪的政治思想演变，实际发展于近代。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实行过威权主义政治，至今仍存在于不少国家。哪怕一些标榜自己为自由主义的国家，在面对类似国家安全之类问题时也可能采取威权主义性质的政策。威权主义理论早期代表为20世纪30年代较活跃的西方学者沃格林，二战后该理论在冷战背景下得到了很大发展。

要很好诠释威权主义，必须在与极权主义的对比中才有可能。极权主义（英文totalitarianism）一词起初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政权下逐渐流行。在詹蒂莱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编纂的《法西斯的教条》一书中，使用了“极权主义”这个词汇，宣称基于广播与印刷媒体的发展，大部分现代国家会因为政府使用大众媒介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意识形态主导社会而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可以分为传统极权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前者即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君主统治或“封建专制主义”，后者大多意指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西斯政权（注：陈峰君.威权主义的概念和成因［J］.东南亚研究，2000（4）：6873.）。极权主义以压倒性的意识形态为特征，采取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完全否定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创造性，以求达到社会共识。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对极权主义施以充满感情色彩的批评：他将“开放社会”（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作为一组对立概念而加以讨论。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弗雷德里克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列举出现代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注：Friedich，Carl J.and Zbigniew K.Brzen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Autocracy”，New York：Praeger Press，1965，p.22.）：

（1）一个有系统的、官方规定、强迫人民接受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

（2）通常由一个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个人领导的单一政党。

（3）以加诸肉体及精神迫害所造成的恐怖去统治整个国家。

（4）通过高科技垄断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

（5）对于武器的有效控制与使用。

（6）由中央控制领导的计划经济。

相比之下，威权主义政治显得温和得多，威权主义一般不会试图去控制社会个体活动的方方面面。相比极权主义政府，威权主义政府权力要小得多。大量社会、经济、文化、家庭事务都取决于个人选择，但依然强调等级、服从、秩序，并认为它们的意义要高于自由的价值。公民服从政府的决定，无需任何理由和异议，国家的总体价值与利益彻底凌驾于个人或个别团体之上。威权主义政治虽然也承认国家价值利益大于个人价值利益，但具备更多的理性色彩，也可能蕴含一定民主因素，虽然这种民主几乎没有太多实际价值。

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比较，极权主义政府权力较大，而且介入所有社会活动，且不局限于政治层面。极权主义政府会动员全民支持唯一的意识形态，排除任何该意识形态的异己，采取的多是单向思维——在政治上绝对服从，奉行的是无所不管的全能主义（注：孙哲.权威政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81.）。有时甚至会破坏低层次的人际关系（比如鼓动成员互相告密），将凝聚力完全集中在国家事务。而威权主义并不追求构造唯一的意识形态，通常允许有限度的反对声音存在，并有意识地固化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在某些层面上反而有利于小团体的形成。极权主义权力集中于个人而转变为独裁，由在成员心中富含魅力的领袖执掌全局。相比之下，威权主义权力归于某一团体，通常是由政党来接管权力。总之，极权主义使得国家完全代替社会其他层次，而威权主义则留有余地。

威尔伯·施拉姆与希伯特在大众传播领域对大众媒介自文艺复习时期发端以来的媒介理论进行梳理，认为实际上仅有两种基本理论：自由主义理论与威权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与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不过是这两种理论的变体与修正）。虽然媒介四种理论的划分有很多不够清楚的地方，但仍然对威权主义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实际运作情况做了充分说明。在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中，存在这一个基本假设：作为个体的个人活动范围及能力都是有限的，但作为社会的一员，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可以得到无限扩大。在这个假设下，“团体比个人重要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团体，个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注：希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承认团体作用大于个人作用，也就意味着个人应当服从社会。因此，“当一名威权主义者谈到大众传媒的功能时，他实际上已经确定好了政府的目标（注：同上。）”，这个目标便是不止个人，各大媒体都应该支持和促进政府当局的政策，“国家积极参与传播过程，并且利用大众传媒，使其成为国家目标的手段之一（注：希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国家为了有效限制和控制传媒，采取煽动罪、诽谤罪、淫秽罪、许可证、审查、登记制度、经济钳制等方式力图将传媒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政府希望的轨道上。不过，威权主义国家并不同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不要求传媒完全遵循同一套理论原则，“只要媒体避免直接批评现任政治领袖和他们的规划，他们就满意了。他们有一种法西斯主义者所没有的度量，就是他们能够容忍那些与其制度所依赖的政治原则所不同的各种意见。他们不能容忍的仅仅是公然推翻其政权的阴谋（注：希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

对威权主义的诠释可以是不同角度的，既可以强调其发挥强制力量、压制社会的种种手段，也可以着墨于威权主义所拥有的理性与容忍色彩。萨缪尔·亨廷顿将威权主义的特征总结为“一个领袖或一个领袖小集团，没有政党或者只有一个脆弱的政党，没有群众动员，可能有一种‘思想意识’，但没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有限的政府（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1.）”。在他看来，威权主义虽然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控制有限。显然，萨缪尔·亨廷顿更加关注的是威权主义相比极权主义表现出的收敛与扬弃。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威权主义，它始终是背离西方学界“民主”的概念而存在着。所有被认为属于或者曾经属于威权主义范畴国家——朝鲜、越南、韩国、阿根廷、乌拉圭等，也包括新加坡在内，均拥有压制市民社会、钳制大众舆论、削弱宪政精神、巩固执政权威、强调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等共同特征。

基于西方民主政体国家的发展经验，在西方学者看来民主与人权相互依存的关系理所当然，没有保障人权，民主的运行也就成为不可能（注：Kaballo，Sidgi，“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Politics and Human Rights”，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1995，pp.189203.）。而且他们相信与其他政体相比，西方民主政体是最能捍卫人权的政治体制（注：Dahl，Robert，“On Democra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58.）。而亚洲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老家（注：参见Daniel Bell，David Brown，Kashka Jayasuriya，and David Martin Jones，“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New York：St.Martin‘s，1995，pp.163167.）。二战后，经过数十年时间的发展与积累，到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亚洲四小龙”的出现。这四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便是在发展伊始，都处于威权主义政体统治之下，或依托于军人政府，或采取一党政治。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并将这些“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活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注：陈尧.新威权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的国家称为“新威权主义国家”。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威权主义”是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前进中的过渡形态。在发展早期予以强有力管制，有利于形成保障国家稳定的高度组织化特征，并往往能够使得国家迅速积聚力量提振经济水平。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出现了一支愈发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公众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参与政治热情大大加强，并要求开放政治体制改革，“新威权主义”便在内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被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因此，多党制往往诞生于威权主义政体，而威权主义政体本身便成为民主制度的希望所在（注：Axel Hadenius and Jan Teorell，“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http：//kellogg.nd.edu.）”。

在上世纪后期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之间，集中出现了一批威权主义国家转型为民主政体的案例，有人将这种集体现象解释为不同国家中受威权主义统治的人民“对自由的呼唤”，并在威权主义国家中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萨缪尔·亨廷顿对此继续补充了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问题加深、经济增长带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与中产阶级壮大、宗教改革与外部国家政策变化等原因（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354.）。

但问题是，为什么唯独“新加坡是唯一的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萨缪尔·亨廷顿将这归因于新加坡社会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以及李光耀个人之于新加坡的重要意义（注：“新加坡的领导人公开拥护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儒教价值观”，“在奠定这个国家的李光耀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后后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下去吗？”参见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6.）。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简单的推论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同处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威权主义政权都发生了民主化转型，而新加坡却依然故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深入了解威权政体是如何在新加坡确立地位的。

（二）威权政体的建立

尽管从历史上看，新加坡受东方专制主义影响久远，但建国后的新加坡继承的更多是殖民当局留下来的宪政体系与文官系统。如萨缪尔·亨廷顿所说，威权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新加坡扎根并绵延至今，除了历史遗留，更离不开李光耀数十年来执政实践的影响。李光耀的个人魅力与政治天赋使他驰骋新加坡政坛半个多世纪，从建国前后参与主持一系列宪制会谈、政党竞争以及新马纠纷，到带领新加坡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很快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李光耀的智慧、强势与执政风格影响了新加坡数代人。作为集新加坡权力于一身的“小国大政治家”，他对很多理念的理解，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偏爱，直接体现在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之中。他的声音杂糅在新加坡几乎每一项重要政策之中。要解释新加坡威权主义传统，自然无法绕开李光耀这棵参天大树。

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境况非常糟糕。“愚昧迷信的文化试图紧紧抓住熟悉的过去，而不是建立富有活力的未来；不断上升的种族偏见使得骚乱时有发生；力量强大的工会以及公务员阶层使得国民经济有窒息的危险；已经失败了的过时工业却想要建立保护性政策以求生存（注：Gary Smendinghoff，“Lee Kuan Yew”，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volume 70，Issue 15，p.471.）”。新加坡地域过分狭小而人口集中，身处世界各势力敏感节点之上而缺乏缓冲地带，同时完全没有军事力量的保护，本土经济力量也相对薄弱，甚至“就连淡水都需要进口”。摘掉贫穷的帽子、迅速发展经济、保证新生国家立于东南亚而不倾覆，这都是当时人民行动党务必首先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成熟的基础之上，“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从来都是同步协调进行的，西欧便是历经数百年时间产业革命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逐渐形成今天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注：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J］.东南亚研究，2000（4）：6873.）”。

李光耀认为，在公众受教育水平低、政府也无力开展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前提下，一味试图建立民主政治，除了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层面严重的腐败问题外，更会导致社会在大规模政治运动挟制中被活活拖死。在相对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争取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的支持往往靠的不是理性的辩论，而是更多借助感情色彩。一旦新政府无法履行许下的诺言，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人民中蔓延，暴动便很有可能出现。后发展国家并非必须也用西欧那样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一个贫穷落后、文盲成堆的国家或地区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

欧洲和北美现代化的进程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持续了几个世纪，西方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往往只需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稳定，这种相矛盾的现象会以非常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注：萨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8.）。”

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是资本主义内部孕育着由下而上的发展动力，由市场规律这一“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前行，政府调控成分相对微弱，只用负责外交、军事、社会福利等职能。而新加坡作为二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下独立的小国、新国，从一开始就处在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时代不允许新加坡再如同西方国家一样耗费300年时间完成追赶，现代化成为一个被压缩的任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国家认同、民族融合等兼具复杂性与持久性的任务需要同时完成，只能诉求于威权主义政治的有效管理来维护社会秩序、调控经济发展方向，为国内经济力量的壮大提供稳定环境。吴作栋说：“你是否想过如果新加坡有多党制和轮流执政的政府，新加坡还能不能取得过去30年成就的一半（注：国家须有强大政府人民梦想才能实现［N］.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1221.）？”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李光耀说，“绝对是如此，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卢旺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注：一人一票制能继续——李总理在丹戎巴葛选取庆祝国庆联欢宴会上的讲话［N］.新加坡《联合早报》，1984817.）”。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李光耀的结论是：“（新加坡）幅员太小，不能冒自由主义风险，我们决心使纪律成为主要的稳定因素。这个问题不会有试验和妥协（注：李资政21年前预言［N］.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611.）。”和东南亚很多邻国一样，新加坡在建国后走选择威权主义政体作为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保护伞。李光耀也始终不忘纪律、稳定、秩序的原则，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它们的重要性。

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东亚地区各国（这里的“东亚”包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内）独立之后集体成为威权主义政体这一现象中，最感兴趣的方面无疑是儒家价值观。受到历史上长期保持强势地位的中国的辐射影响，儒家价值观深深融入了东亚地域内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态之中。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多文化国家，但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之中，考虑到新加坡70%以上人口是华人的事实，发源中国的儒家文化毫无疑问是占主导地位的。尽管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的儒教都经过了稀释，但无论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或者新加坡，社会文化总的来看，都崇尚集体而非个人，崇尚权威而非自由，崇尚责任而非权利。儒家文化引导人们走向服从，“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力的传统；而且就个人的权利存在的程度看，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4.）”。得到社会与统治者共同尊重的传统概念是“和谐”、“一致”、“秩序”这样的概念，而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或“敢于反对权威”。

在东亚地区古老漫长的历史记载之中，这一地区的人民长期生活在由儒家价值观构建起来的帝国之中。儒家文化其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历史积淀便是皇权意识、等级观、中央集权和精英治国等一系列以信奉“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理念。虽然现代威权主义与古代极权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在世袭君主统治传统的基础已经被削弱的很多地区，民主政体（仍然）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一党统治和专政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选择（注：John F.Cady，“Southea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4，p.601.）。”威权主义政体确实能更好地迎合在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中形成的东亚各国的自然经济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这就是东亚威权主义政体的文化根源。

生活在这种儒家文化下的人民，往往集体带有一种“臣民”意识，会在潜意识中呼唤“英明领袖”加以统治，民众“渴望得到权威的庇护……将拥有绝对权威的一元政治领导视为‘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又畏惧这种严苛的权威，避免与政府发生抵触摩擦（注：Chin Heng Oaee，“The Dynamics of One Party Dominance”，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6.p.232.）。”相对西方文化高扬个人自由、“人民做主”，儒家文化更强调的是“为民做主”，权力归于政府。这种思想上升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构成了威权主义政体的心理基础，使得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本国各结构各阶层力量，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有一点，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体与萨缪尔·亨廷顿总结的特征不相符合：在新加坡，政党不但存在而且绝非“脆弱的”，强势领袖与单一政党长期执政，是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的重要表现形式。

新加坡建国之后，威权主义政治在李光耀的施政艺术下表现为更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家长型政府（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家长型控制”的：“通常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利益而限制他们的自由的一些法律和公共政策”。〔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29.）”。李光耀说：“也许我是一个严格的家长，但你必须如此。如果你有任何的缺点，你的一切优点将被推翻（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06.）。”李光耀对这种严格管理的家长式作风的信奉，被认为与他青少年时期在家中以及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时所接受的严厉教育不无关系。但是，在李光耀对新加坡数十年的治理中，他总是一方面强调“你们应服从我”，一方面反复申明自己对新加坡的责任感与无可推卸的义务。因为家长制除了与威权主义一样强调权威、秩序、职责等内容外，还意味着“家长”有义务照顾其人民，要为他们创设更好的生活条件，并通过道德榜样领导人民。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家长型政府”反对西方热衷的权力制衡（哪怕在宪法规定中新加坡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制）与“小政府”概念，而是通过“德治”，强调自身对于人民的责任，拉近了与人民之间的距离，符合儒家文化对于理想统治者的期望。

由此可见，威权主义政治在新加坡植根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加坡社会文化深处的儒家价值观构成了威权主义政体的文化根源，并通过漫长的历史积累、沉淀，形成了广泛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推行威权主义契合当时新加坡民众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迫切呼声。以西方式的民主思想看，这未必是“好”的，但却毫无疑问是有效的。

人民行动党取得在新加坡议会中的掌控地位后，便着手于充分利用优势，主导选举游戏规则的修改，使选举制度有意识地向助长人民行动党一党优势的方向发展。威斯敏斯特议会体系是新加坡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直接承继过来的，虽然时至今日该体系于新加坡法制结构中依然尚在，但多年来随着人民行动党的政治领袖针对原有的议会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订正（注：“In its post-independenc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the dominant People‘s Action Party political leadership had made a series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o its original electoral system，introducing innovative schemes such as 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Non-Constituency Members of Parliament，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the Elected Presidency.”参见Tsun Hang Tey，“Singapore’s electoral system：government by the people”，Legal Studies，volume 28，December 2008，p.610.），“最终使得新加坡目前的选举系统如此异于威斯敏斯特体系，以至于可以被视为仅仅属于新加坡的一个特殊范例（注：Tsun Hang Tey，“Singapore‘s electoral system：government by the people”，Legal Studies，volume 28，December 2008，pp.610618.）”。这种选举系统更应该被称为是“威权主义式的”，与英国本土的议会民主可谓天壤之别。

李光耀还将一些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实施威权政治的法律予以保留，这其中最引人注目是《内部安全法》。1948年6月，由于马来亚共产党企图使用武力夺取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政权，新加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戒严令，期间政府有权力对任何可能从事“不正当”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加以搜查，戒严令最后保持了12年，所援引的法律就是《内部安全法》。新马分家后，两国目前所使用的《内部安全法》均源自当年的英国殖民当局所制定的版本，多年来虽然经过一些修订，但核心并未改变，即赋予政府权力使其能够不需要通过任何特定程序的审判便可拘留任何被认为“可疑”的人。毫无疑问这赋予了政府行政权远远超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地位，使得宪政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成为空文。

除了《内部安全法》外，同样是英国殖民时代的产物、重新修订于1968年的《社团法》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方便人民行动党保持执政权威，并能更有效地压制市民社会。《社团法》限制以政治目的在社团注册署正式注册的组织发起政治集会，除了人民行动党所属组织外，所有其他的政治表达都受到限制，并有可能受到起诉。这使得反对党或者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团体没有足够空间与合法途径形成同盟，并为其主张谋求支持，因为合法的政治空间即国会，而国会完全为人民行动党所掌控。可以说，《内部安全法》与《社团法》是昭示新加坡威权主义国家身份的醒目标志。

就这样，人民行动党创造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并通过制定法律的手段达到政治排挤的目的，以消灭后顾之忧，从而树立起作为统治者无可争议的权威，最终彻底奠定了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社会语境，并在未来数十年施政中将威权主义的影响布于新加坡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那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威权主义政体在新加坡能屹立不倒呢？单单像萨缪尔·亨廷顿那样归结于李光耀不断致力于宣传并推行儒家价值观，是无法把新加坡与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区分开的，因为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发生民主化转型前，也一直在致力于保护传统。很显然，有一些特殊之处使得新加坡能够得以保持其威权主义政体。在考察新加坡电影制度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的变迁时，本文将进一步解释这些特殊之处。

四、电影审查制度的基本架构与历史走向

根据人民行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电影政策与制度安排，新加坡电影制度从审查到分级的变迁过程可以简单地划分出两个主要历史阶段：

单一审查制阶段（殖民地时期至1991年）

1.1959年之前（殖民地时期）

英国殖民当局对内施行“紧急法令”；设立电影审查委员会，对所有电影采取一致的审查措施；1953年成立电影上诉委员会。

2.1962年至1965年（自治与新马合并）

马来亚联邦实施的《内部安全法》因新马合并适用于新加坡，对大众媒介（包括电影）进行审查的条款进入《内部安全法》。

3.1965年至1991年

独立后的新加坡宣布继续采纳《内部安全法》；在宪法中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1967年颁布《不良出版物法》；1981年颁布《电影法》；1982年电影政策建议组成立。

审查制、分级制并存阶段（1991年至今）

1991年开始施行电影分级制（G/PG/R18），随后引入R（A级）；1993年引入NC16级；1998年修订《电影法》，以法律形式规定电影分级制度；2004年推出新的电影分级方法（G/PG/NC16/M18/R21）；2009年通过《电影法》修正案，解除政治电影禁令。

新加坡曾经是亚洲电影中心之一。1947年，邵氏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了马来亚电影制作公司，专门拍摄马来语影片。在新加坡早期电影的黄金期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年产电影15到20部，共计推出过近400部各语言电影。随着电视时代在1963年的到来和观众口味的改变、独立后人才流通不畅、缺乏资金支持等因素影响，新加坡本土电影工业面临影片产量急剧下降的窘境，从1970年到1994年总共只有3部电影推出。看到世界电影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可观经济收益后，新加坡政府开始调整文化政策，投入资金扶持电影产业。1996年12月6日，政府性质的艺术委员会宣布将电影列入它支持的艺术形式；1997年政府投入38万新元，举办新加坡国际电影节；1998年新加坡电影委员会成立，以基金形式扶持新加坡电影发展。新加坡本土电影工业在政策刺激下有所好转，出现了梁智强等本土新一代导演，他们的作品打破了新加坡电影市场长期被国外电影垄断的局面。2010年全年，新加坡本土制作电影总数已超过60部（注：“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9/2010”，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

随之水涨船高的是新加坡电影放映行业。2001年，新加坡电影票房收入首次达到1亿新元、观影人数共计1200余万人次。考虑到当时新加坡人口仅有400万，这相当于每一位新加坡人每年看3部以上的电影。但受制于地域狭小、人才匮乏，电影市场的发展依然无法避免大量依靠进口外国电影，2000年到2002年，每年进口影片数量分别为950部、832部和928部。同时其国内院线发展迅速，2000年时只有33家影院，而截至2007年，新加坡共有5个主要院线、147家影院，总容纳人数达3.8万人（注：李韶鉴.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70.）。

尽管政府期望从电影行业获取经济效益，但是新加坡电影制度从来没能因此免于威权主义社会语境的渗透，电影审查制度便长期以来束缚了新加坡电影业。它来源于历史上欧美国家对印刷媒体的检查制度，以“事前约束”手段限制媒体内容，电影审查制度延续了这一管理模式。人民行动党政府围绕着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体审查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法律体系与管理规范，以维持其在大众媒体的话语权。

（一）电影审查制度的法律体系

与原殖民国英国不同，新加坡并没有借助判例法模式，其大众传媒法律体系是由新加坡宪法引领下的《内部安全法》、《煽动法》及《电影法》、《不良出版物法》、《新加坡媒体发展局法》等各法律集合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

殖民时代，新加坡使用英国宪法以及专为其制定的《海峡殖民地宪法》。1958年，英国政府与新加坡各派政治力量达成共识，英女王随即发布敕令颁布《新加坡自治宪法》，新加坡向实现渐进自治大大迈进了一步。新马合并期间，新加坡立法机构宣布施行《新加坡州宪法》，但随着后来1965年新马分家，新加坡议会随之制定《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由于新马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再加上《新加坡州宪法》当时仅仅是作为马来亚联邦中一个州的宪法，很多条款尚不完善，故《独立法》第6条明确规定，马来西亚宪法中关于基本自由和国家紧急状态特别规定的几乎所有条款，将继续适用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宪法仍然保持着对新加坡重要的影响，两国间解释这些共同条款的判决也互相通用（注：具体参见Jayakumar，S.“Constitutional Law Case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Singapore：Malayan Law Journal，1976.p.2.）。《独立法》与《州宪法》起先共同适用，到了1979年，新加坡议会将两宪法合并组成了现在的《新加坡共和国宪法》。

新加坡宪法作为成文宪法，规定了新加坡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宪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都享有言论自由、不携带武器而和平的集会自由以及结社自由。”但紧接着该条第2款对各项权利加以宽泛限制：第14条第2款a项规定“当有可能损害到新加坡安全利益、任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以及为了保护国会特权、反对针对法院的恶意诽谤及煽动时，言论自由将被施以限制”。在该款b项、c项中对于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同样也规定有类似的“为了保护新加坡安全利益、公共秩序与道德”等社会利益而加以限制的条款（注：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4.）。

这些宽泛的规定是对大众传媒表达的极大限制。同为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美国宪政语境中处于核心地位，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也因此在美国众多宪法权利中拥有优先地位。与之相比新加坡宪法通常被视为没能充分保障它所赋予的民权，新加坡也无法被称得上是宪政社会。这很大原因在于新加坡宪法本身便是“柔性宪法”。在新加坡宪法的各项条款中，除独立法B章关于保障共和国主权的规定需要经全民投票且超过三分之二方可修订外，其他各项条款的修订都非常容易（注：赵立新.试析新加坡宪法的多元与创新［J］.河北法学，2007，25（11）.）。宪法第90条规定，立法机关可以如同修订普通法律一样修订宪法，程序完全相同。因而，宪法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人民行动党政府完全可以依靠在议会内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而突破宪法限制，对宪法依据现实需求进行修改。所谓的新加坡最高法规，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实际上，目前的《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14条关于赋予及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自殖民地时代便已如此。英国为新加坡专门颁布的《海峡殖民地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便和今天所使用的条款如出一辙。对于这些涉及人身权利、自由结社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李光耀信奉的是“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不能毫无限制地行使这些权利，因为盲目地运用这些概念，可能造成社会的松懈”。在他看来，衡量任何司法制度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能否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秩序和精神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殖民地制度是讲究实效的，它的法律制度固然应用英国议会的一些形式，但是它的内容却能很好地适应本地环境的需求（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319.）”。因此，李光耀在上台伊始便说“英国人为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法律体系”，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下大量已经形成的制度化的做法以及发达的国家机器，被人民行动党政府继承了下来。

在对殖民地制度的继承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内部安全法》的保留。英国于二战后为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在马来亚殖民地颁布“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起初，在1955年底李光耀尚认为施行“紧急法令”是“有违人权而理应撤销的”，但到了1958年10月，李光耀却承诺如果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将保留“紧急法令”。“只要‘紧急法令’是马来亚维系安全所必须的法令，则即是新加坡所必须的法令（注：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M］.台北：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85105.）”。李光耀进一步解释这是“在全盘考虑形势与预料可能会有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但事实上这也是英国殖民者移交政治权力时提出的条件（注：由于担心共产主力力量控制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做撤退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新加坡自治乃至独立后符合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因此，保留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的议会民主制和保留“紧急法令”是殖民当局移交政治权力时提出的条件。只有这样，英国才能对抵制共产主义力量在本地区扩张充满信心。参见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61页；Bello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 City，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70，p.13.）。1959年10月14日，在大选中刚刚获胜并就任总理的李光耀于国会发表讲话，称大选的结果已经授予政府以权力继续使用“紧急法令”。另一方面，马来亚独立后“紧急法令”于1960年被宣布无效，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很快在同年颁布直接承继于“紧急法令”的《内部安全法》。新马合并后《内部安全法》开始适用于新加坡。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邦后，该法律被宣布继续在新加坡有效，并在日后针对新加坡的情况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内部安全法》（注：Internal Security Act（Cap.143，1985 Rev.Ed.），Republic of Singapore.）允许政府搜查、逮捕被怀疑参与或仅仅是“可能参与”某种威胁“公共安全”行动的任何人，且无需任何证据或授权，并能不经过任何法律持续而持续将嫌疑人置于隔离状态，乃至无限期羁押。《内部安全法》包括总则、内部安全一般性条款、特殊区域条款、混合条款共4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第3章专门特划一章“涉及颠覆性出版物的特殊条款”。该章第20条第1款将违禁出版物界定为“任何企图煽动暴力、教唆违法、破坏和平、滋长各民族或各阶层间敌意，以及不利于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或者新加坡安全的任何文件或出版物”；紧接着的第2款则规定《内部安全法》适用于“一切出版、销售、争论、传播、持有、张贴或者进口该类文件或者出版物的行为”。第22条至第29条则相继规定了搜查、没收及处置这些文件或出版物的权力。整部《内部安全法》从某种角度看可以称之为对各种违禁行为所进行的逮捕、审讯、搜查、羁押等措施的详细说明。比如第28条第1款，规定“任何警员如果怀疑可以发现被认为不当的文件或出版物，无论他是否有协助、无论是否有授权，都可以进入任何区域任何房屋开展检查。并能拦截任何车、船舰、火车、飞机以及各种个人交通工具进行搜查而无需考虑是否在公共场合”。

《内部安全法》的模糊界定与授予政府的广泛权力使得政府可以有效控制政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但它的存在更使得人民行动党能借之以“合法地”打击竞争对手、限制反对党势力的扩展、压制言论自由并最终树立强大政治核心、巩固自身垄断政权的地位。它带给新加坡社会的震慑力毫无疑问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内部安全法》的存在凸显了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国家性质。英国在交出新加坡政权时提出要采用议会民主制、保留“紧急法令”，但正是后者的存在导致高度行政高度集权，并最终拥有了超越立法权、司法权的地位，使得各种国家机构间互相制衡的机制被破坏，真正的议会民主制也无从谈起。并能够对国内媒体施加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同时，《内部安全法》也成了悬置于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新加坡大众传媒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府能够依据自身需要，随时以“不利于新加坡国家利益、涉嫌破坏社会安全”为由对传媒轻易施以巨大压力。

不过，尽管“新加坡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运用各种压制手段”，但是这些源自《内部安全法》的“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并不是维持秩序的首选方法（注：彻里安乔治.互联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影响以及渗透/参与悖论［M］//金冠军等，编.亚洲传媒发展的结构转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415434.）”。事实上，新加坡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内容的规定以及《内部安全法》都属于纲领性法律，在新加坡传媒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发挥的作用是从整体上建立针对传媒的规制框架而非具体操作。

近些年来新加坡政策逐步趋于开放，很少直接动用《内部安全法》来钳制传媒（注：实际上不仅在大众媒体政策方面越来越少动用《内部安全法》，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政治问题上也逐步开始减少《内部安全法》的使用。2010年7月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式员工Muhammad Fadil Abdul Hamid被拘留一案是自2007年6月以来首次动用《内部安全法》条例。参见“National serviceman detained under ISA：Two years’detention for 20-year-old who wanted to join militant jihad abroad”，The Straits Times，July 7，2010.），更多的是通过《电影法》、《新加坡媒体发展局法》、《不良出版物法》、《公共娱乐与集会法》、《煽动法》等外围法律予以制衡，并采取普通行政命令手段直接调控。可正是由于《内部安全法》这一政府置于媒介挥之不去的掣肘的存在，行政权力才能如此强大并保证普通行政命令得以顺利实施。对于缺乏本土力量、大量依靠进口的新加坡电影业来说，这一点尤为突出。

在李光耀看来，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加强学校所灌输的文化意识和社会态度，而不是加以破坏（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27.）”。李光耀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在塑造社会、说服对象方面的巨大影响，于是采取措施希望将其纳入政府规制之中。这些措施反映在电影政策上，便是电影审查制度。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主要是基于《内部安全法》第二部分第三章关于“颠覆性出版物（subversive publications）”的规定和第四部分对各种检查权力的赋予，以及散见于各法律间的条款来进行。在1981年10月制定的《电影法》是新加坡政府据以全面管辖电影制作、进口、分配、上映诸环节的重要依据。经过1985年、1998年两次比较大的修订，补充了执照、各委员会责任与权力、具体处罚方式等方面规定（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6，article 10，article 13，article 34.）之后，《电影法》形成了目前使用的版本。

该法案中“电影”的概念除了指在影院中上映的影片外，还包括游戏视频以及任何可以被电脑或者其他电子装置使用、能够被复制或播放的动态图像（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2.）。政府为了审查电影专门根据《电影法》设立电影审查委员会，根据《电影法》第12条、第13条规定，所有制作于新加坡的电影必须在制作完毕后7天以内存入一个由专门的电影审查委员会所批准的电影库，否则将被处以最高5000新元的处罚。同样，以任何方式进口新加坡国外的电影也须立即由进口者负责即刻存入库中。不经许可从电影库中移除电影或者绕过该电影库进口国外电影均被视为违法，且任何人持有、放映或复制不具备法律效力许可证、未经批准放映的电影，将视其具体情况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以及最高6个月的监禁。

根据《电影法》规定，审查委员会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对电影库中任何一部电影进行审查，并将会拥有足够时间审查入库电影，并最终决定是否许可上映。委员会还拥有检查电影制作设备的权力，如果经查该电影违背了《电影法》规定，政府相关官员将有权力销毁制作设备。同时，由于担心制作方在审查过后弄虚作假，第21条第4款特别规定“如果电影在其获得上映许可后被加以篡改，则上映、许可被视为无效”。而所有审查过后禁止放映的电影将会被销毁，或者以任何审查委员会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处理（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28.）。除审查委员会外，还规定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部长拥有制止任何电影的持有与发行的最终否决权。

新加坡于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的电影分级制度，于1998年以修订案的方式被正式确立（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16.）。除此之外，当前版本《电影法》中对涉及淫秽、政党政治内容的电影的规定以及对青少年的保护等内容也都于1998年纷纷经过修订。第2条则将“政治电影”概念扩展为“被制作出来并导向在新加坡的某种政治目的，或者能够使任何与新加坡政治相关的个人与政治团体及其分支受益”的“任何电影或视频”。该法进一步规定，任何人进口、制作、复制、分发、播放政党政治电影，将被处以最高10万新元罚款与2年监禁（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33.）。此项关于政党政治电影的禁令，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置于反对党发展的沉重枷锁，是《内部安全法》严苛控制思想温和化的表现。最终目标还是限制反对党的发声，维护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权威。政治电影也是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执行最苛刻、开放最缓慢的敏感地带。

李光耀非常在意防范媒体带来的西方不良价值观念，多次表示“不能容忍错误的概念四处散播”，“传媒不能乱抛毒素（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38.）。”为保护新加坡青少年健康成长，《电影法》第32条特别规定任何与教唆、引诱青少年（小于14周岁）犯罪的影片相关的行为都属于违法，并且青少年的监护人也将同样被视为有罪。第30条、第31条分别规定：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持有、散播、宣传淫秽电影，一般都将被处以一定数目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时间的监禁；如果情节恶劣，甚至最高可面临10万新元处罚以及2年监禁。另外，凡是没有经过审查，或者没有通过审查的电影，都是不得持有、播放、分发以及宣传的（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21，article 23.）。

《电影法》规定了电影的诸多审查细则。不过《电影法》并不能单独承担起管理新加坡电影行业的职能，而是与其他法律共用共治、彼此协调。

《不良出版物法》更细致地规定了政府机构检查新加坡进口出版物的权力。如果治安法官（Magistrate）得到消息，或者认为有理由相信在任何建筑、地点隐匿、放置了违禁出版物，治安法官都可以随时指挥警员进入其中，并展开对出版物的搜查、扣留行动（注：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CHAPTER 338），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0.）。不过，《不良出版物法》也同时规定一部分特定电影（或视频）可以划入豁免范围内（多为艺术、教育、科技、技术以及体育类影片或者视频，豁免权由信息与艺术部部长经谨慎考虑后授予）。

该法于1967年制定之初，更多的是针对政治方面的违禁内容作出相应规定。为了进一步帮助认定电影中出现的色情、暴力等问题，在1998年的修订中，《不良出版物法》增加了关于“淫秽（obscene）”、“令人不快（objectionable）”两种概念的诠释，这是新加坡媒体行业价值判断、也是电影审查的重要标准。其第3条规定“淫秽”意指任何在接触某出版物（无论作为整体抑或一部分）时，会使得接触者有可能产生堕落、腐化倾向的出版物。而关于“令人不快”的解释更复杂些。首先，《不良出版物法》第4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份出版物在描写、刻画、表达涉及性、恐怖、犯罪、凶残、暴力、吸食毒品（包括其他麻醉性物质）等行为并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或者涉及某些种族、宗教问题而可能在不同种族、宗教团体之中制造敌意、仇恨的内容，则该出版物被认为是“令人不快”的。

要具体判断出版物是否属于“令人不快”的，还要考虑各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描写了虐待、严重的肉体折磨、性行为及强奸、成人或者儿童的裸体；是否激发或者鼓励犯罪、恐怖主义行为，是否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某些社会成员低人一等；媒体内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社会品质与价值观；能被当时大多数社会理性成员所能接受的道德标准；不同出版物面对的阶层、种族、年龄之间的差异。具体判断过程中，以上这些因素都要予以考虑，而结论将最终由职业法官作出（注：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CHAPTER 338），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4（3）.）。

1964年通过的《煽动法》主要作用是禁止一切带有蓄意煽动对抗政府、对抗法律裁决、在社会中制造不满、在各种族阶层间激发敌意倾向的行为、言论与出版物。不过该法同时授予了新加坡公民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煽动法》第3条第2款规定，如果这种行为（或者言论、出版物）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明示政府在任何措施上的失误、指出政府缺点与立法纰漏、劝诫新加坡公民以合法方式谋求改选或为指出某种煽动暴乱的倾向（注：Sedition Act（CHAPTER 290），Republic of Singapore.）”，则不会被视为违法。

此外，《公共娱乐与集会法》、《广播电视法》、《报纸与印刷媒介法》等法律与上述法律一起，互相弥补、共同协调。有些法律的部分内容是对电影审查制度的特殊说明与补充，而有些法律的条款则与其他法律类似内容共同发挥强调作用，确认电影审查制度中的某些关键环节。这些法律与新加坡宪法、《内部安全法》一起构成了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法律体系完整的内外围架构。

这一法律体系最大的特点便是赋予政府巨大而灵活的权力，不但审查范围大，而且在各项条款间，随处可见“无需阐明理由”、“无需经过授权”等字眼（注：参见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7，article 34，article 35；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CHAPTER 206），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6；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CHAPTER 338），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3，article 10.）。由《内部安全法》赋予的强大行政力量被各法律拆分、细化，运用到对电影审查的每一项环节之中。政府完全可以自由掌握审查力度、灵活出击，最大化的满足政府需要。

可以说，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深刻反映了其威权主义社会语境。在这一系列法律制度之下，新加坡政府历经多年尝试与改革，最终完成了与电影审查制度相关的政府部门与组织架构工作。

（二）电影节制的行政结构与权力配置

新加坡1965年独立初期，“争取世界各国的承认、巩固国防、重建经济是新政府的三大当务之急（注：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15.）”，对于艺术文化活动自然无暇顾及。本土电影业就是新加坡文化艺术边缘化命运最鲜明的例证之一（注：Jan Uhde，Yvonne Ng Uhde，“Latent images：film in Singapore”，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仅仅保留了前任殖民当局设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时隶属于内务部，1963年并入文化部。

这种状况到了1987年伴随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改变而得以扭转。这一年，新加坡成立了推动电影事业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Motion Picture Industry），并将电影产业主要交由经济发展局打理。后来又设立了以新加坡广播电视局（SBA，Singapore Broadcasting Aunhority）、电影与出版部（FPD，the Films and Publications Department，主要负责各类出版物经营发展）以及新加坡电影委员会（SFC，the Singapore Film Commission，以各类基金会形式扶持新加坡电影事业发展）等三部门作为电影管理结构。

2002年新加坡政府在全球传媒走向融合的背景下，为适应媒介环境的新变化、推动传媒产业的发展、建立高效的媒介规制机制，颁布了《媒体发展局法》，并于2003年1月1日，将原先的广播电视局、电影与出版部和新加坡电影委员会等三个部门合并，成立了新的媒介管理机构“媒体发展局（MDA，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与通信发展局（IDA，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共同隶属于新加坡信息与文艺部（MITA，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管辖，并向信息与文艺部汇报工作。媒体发展局直系前身为依据1994年版本《广播电视局法》建立的新加坡广播电视局（SBA），其主要职能为广播电视执照管理及节目内容的审核。原有的三部门合并后，新成立的媒体发展局拥有的执照管理权限与媒体平台进一步扩大，调控大众传媒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并最终涵盖了各种媒介。

《媒体发展局法》第11条对新加坡媒体发展局主要职能职责做了详尽说明：①在新加坡境内行使与媒介服务相关的执照办法与管理职能，包括建立与媒介相关的从业指南与标准制度，建立与提供媒介服务相关的一切基础设备与设施。②对新加坡媒体产业予以鼓励、推动并设置便利。③就媒体服务方面，包括媒体管理措施，向政府建言并推荐方案。④提供足够满足公众需求与利益的媒体服务方面的充分保障。⑤在新加坡境内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行为，维护媒介产业的有效竞争。⑥确保新加坡境内的媒体服务报纸高水准，尤其是在质量、平衡与内容多元等方面。⑦依据《广播法》，通过执照以鼓励和管理公共服务广播。⑧防止媒介内容违背公共利益，或者有悖于良好品味与正派作风。这其中集中涉及电影审查的是第8条。除了《媒体发展局法》以外，《广播电视法》也赋予其一部分实施媒介管理、颁发执照的权力。

根据《媒体发展局法》规定，媒体发展局可以颁发或回收各类执照（许可证、牌照）、设定执照资费、研究公众对媒介内容的态度并根据公众态度施于实践、维护公众利益并给予财政补助或罚款、以年报形式汇报并公开工作等（注：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CHAPTER 172），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2.）。《媒体发展局法》第52条规定媒体发展局有权获得新加坡全部媒介资料；第53条赋予其权力指派一位有名望的公务员进行检查活动；第56条准许媒体发展局销毁或者修改媒介内容；第63条规定“任何人违反本法且该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方式，都将面临不超过1万新元的处罚以及最高12个月的监禁”，并有可能视情况面临更进一步的处罚（注：“in the case of a continuing offence，to a further fine not exceeding$250 for every day or part thereof during which the offence continues after conviction.”参见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CHAPTER 172），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63.）。媒体发展局除了能以行政命令手段直接对媒介加以管制，还拥有制定大量具有法律效力的职业准则与媒介标准的权力。这些规定实际上使媒体发展局成为新加坡宪法、《内部安全法》、《电影法》等一系列法律赋予政府规制媒介的强大权力的直接行使主体。

目前的新加坡媒体发展局设首席执行官一位，由首席执行官助理与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辅助协调。首席执行官下设产业发展部、社区与国际关系部、电视与电影发展部、传播服务部、行政服务部、媒介政策部等共10个子部门。其中电影审查工作主要由媒介内容部与媒介政策部共同负责。

媒体发展局为引导所有的媒介内容符合新加坡公众利益，制定了《节目与广告行业准则（Program and Advertising Codes）》，对媒介涉及暴力、宗教、种族和性等的敏感内容进行了约束。这份准则主要包括：①维护种族与宗教的和谐；②为保护少年儿童，将晚上10点之前作为家庭收视时间的惯例；③维护社会道德与价值观；④防止犯罪与暴力；⑤维护纪实类节目的准确与平衡（注：“Program and Advertising Codes”，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李光耀认为，“如果日复一日，整个社会都一直从荧幕商接触到那些暴力、露骨的画面，那整个社会将会垮掉”。这份准则正是为了维护新加坡主流价值取向而存在。对于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的新加坡来说，强调传统价值一方面是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一方面也确实有助于维持威权政治的文化基础。

在新加坡电影制度演变史中，电影审查委员会（BFC，the Board of Film Censors）与电影上诉委员会长期位于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的核心位置。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后，电影审查员委员会由内务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负责，1963年电影审查员委员会又被并入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目前则由信息与艺术部管理。根据《电影法》规定，电影审查委员会成员应不少于3人并全部由信息与艺术部部长指派。委员会内设主席、副主席，以及助理审查员与电影检查员（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3.）。委员会的决定必须经由主席签署方才生效。在电影审查委员会之外，《电影法》第4条规定政府可设立一个或者多个顾问委员会，给电影审查委员会提供任何关于其职能内政策的建议。但在做某些特定决定（如电影审查委员会认为电影内容会对社会秩序带来明显的挑战）时便没有必要听取顾问委员会意见。这便是李光耀所说的“政府必须为人民做出决定”。

在提交至电影审查委员会之前，已拍摄完毕或者制作好的电影不能出现任何改动与删减，必须依照原貌进行审查。审查委员会将根据电影内容、风格、主旨等方面对其进行评定，并在随后决定是否允许影片上映（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5（1）.）。获得审查委员会准许上映的电影提交者，将凭证明文件去特定公务员处办理电影上映执照。

虽然电影审查委员会行使审查权力，但《电影法》第5条第1款规定禁止上映或放行电影的最终裁定权并不在该委员会。为了确保电影审查委员会工作进程的客观与公正，一个最初由9名社会成员代表组成的电影上诉委员会（FAC，Films Appeal Committee）早在1953年便成立了。目前电影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5名。以目前的15人名单为例，主席Mildred Tan是Ernst&Young联合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其他成员则来自基金会、医院、政府机关、大学、律师事务所、媒体咨询公司（注：List of Film Appeal Committee Members，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09.）。这些成员基本都是新加坡中高层社会精英，具备良好的教育水平和积极的参政意识，代表的是新加坡主流价值观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保守倾向。

在电影审查委员会做出审查决定30天内，电影制片商可向电影上诉委员会递交上诉申请。上诉委员会将集中讨论，并在谨慎考量后选择驳回上诉维持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或者选择推翻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意见。而且，电影上诉委员会的意见将会是最终决定。之后如果被准许上映，电影上映执照（Film Exhibition Licence）与电影发行许可证（Film Distribution Licence）将分别被发放给电影制片商。制片商将凭借电影上映执照联系院线安排上映，而电影经销许可证则用来合法地持有商业电影（无论是否用来盈利）（注：http：//www.mda.gov.sg/Licences/Pages/FilmDistLicence.aspx.）。此外，制片商有时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考虑是否需要申请文化娱乐执照（Arts Entertainment Licence）、经销商执照（Dealers‘Licence）（注：同上。）。

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加坡一直采用这种简单的单层电影审查制度，任何年龄的新加坡人都可以观看经由电影审查委员会与电影上诉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所有电影。因为无分观看对象，所以审查机构在对一部有可能即将面对公众上映的电影进行审批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新加坡青少年的利益。

在新加坡逐步开展电影分级制改革后，审查制依然在目前的电影制度中大量保留。新加坡电影审查制除了这些关乎社会公共道德的方面外，还有很多政治因素掺杂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对政党政治电影的严令禁止。人民行动党政府宣称“电影应该成为社会的艺术空间，而不是政治的后花园”，但实际上经常以维护艺术纯洁之名，行威权之实。正因如此，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不光因为缺乏变通与限制表达自由，更因其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压迫、挤压异己的威权主义色彩而遭到了西方学界、舆论界的猛烈批评。

在新加坡逐步开展电影分级制度改革后，审查制依然在目前的电影制度中大量保留。

（三）电影审查制逐步趋于宽松

随着时代变迁，新加坡政府逐步意识到，电影审查制度过紧使得电影产业萎靡不振。从20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大力推动电影产业发展，不仅投入资金，并且一定程度放松管制。但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电影业一直处于高压之中。

电影作为一种商品，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生的强烈逐利性。在特殊兴趣及其带来的金钱利益的引导下，电影制片商乐于尝试更多刺激性画面，尤其是展现暴力与性两大内容。作为一个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李光耀在建国之后很快便意识到新加坡如果只注重发展经济科技而忽视疏浚媒介传播内容，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公开表示新加坡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越来越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他认为“新加坡人接触英文报刊杂志和电影的机会日益增多，其中的暴力、色情、吸毒等颓废的图片与镜头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如果不加以防范和抵制，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注：杨峻.新加坡的骄傲——李光耀［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97.）”。1972年，李光耀在国内一个记者招待会中，谈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所见所闻。他痛心地描述眼中的美国青年对吸毒、婚前性行为的轻浮态度，以及西方社会深刻的亲情疏离、家庭破裂等问题，强调“我相信，最好的办法是在文化上加以预防。只要我们的青年及早得到传统价值的熏陶，我们对西方社会的歪风与偏差，自然会旁观而不受其害……要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有些基本价值是应该牢牢遵守的（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45.）”。

在这种主政思想下，新加坡电影内容被置于长期的审查政策之中。实际上，西方各国在不同时期内均通过司法手段采用过审查政策。具体的审查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层面。外部审查主要是在电影放映之前，政府或者电影行业组织对电影制片商（创作者）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需要，提出种种内容上的要求，以使电影符合规定好的行业准则、满足大众正当需求，这种审查方式也可以称为事前限制。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1907年成立了州立审查委员会，而英国也于1912年在内政部门的许可下建立了有官方背景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BBFC，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注：宋珊珊.BBFC：英国电影行业自律与外部管制的博弈［M］//郑涵.当代西方传媒制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37147.），它们均是通过施加外部力量限制特定电影内容。另一个层面即内部的自我审查。自我审查的动因正是电影制片商的逐利性。由于担心无法通过外部审查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为谋求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制片商逐步倾向于为了顺利通过审查而先进行一番“自我审查”，以求符合上映标准。受雇于制片商的电影导演，则不得不在艺术创作与审查禁令之间放弃自己的艺术个性，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表达自由的缝隙。新加坡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完整的法律体系与强大的规制机构，将禁止播映的内容明确规定，对敢于触碰底线的电影一律予以禁映，并试图积极地引导新加坡电影产业朝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总的来看应属于事前限制、外部审查的范畴。

独立后得到保留的电影审查委员会，由于新加坡国内政治形势尚不明朗以及领导层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对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在审查过程中一度比独立前更加严格。早在1942年，新加坡的影院中上映的还有13%的本土制作中文电影（注：Lim，Kay Tong，“Cathay：55 years of Cinema”，Singapore：Landmark Books Pte Ltd，1991，p.21.），后来邵氏公司以新加坡为基地，拍摄了大量的马来语电影。在新加坡电影业最蓬勃的时期，根据电影审查委员会1953年的记录显示，那一年送交审查的影片共有783部；1954年的数据则显示，当年新加坡本地制作的电影有19部，进口的香港电影有181部、印度电影有145部、英国电影有51部、美国电影有270部（注：“Annual Report of the Film Board of Film Censer’s Office”，the Film Board of Film Censer‘s Office，1954.）。这些送审电影最终有80%都得到了通过从而准许流通或者上映。到了1965年独立前夕，虽然经过多年政治局面动荡不安，新加坡尚有几家本土电影制作公司。而建国之后，由于审查力度加大，本土电影几乎彻底消失，20多年间竟只有《一家之主》（Master of the Family）、《荒唐世家》（Family Degenration）和《桥的两岸》（The Two sides of the Bridge）三部电影得以上映且市场反应冷淡。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待进口自国外的电影，也严格执行各法律规定，稍许出现暴力、情色画面也会使审查受拒。这种政策直到80年代依然表现为非常低的送审通过率。1986年，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经审查通过了349部电影（注：贺圣达.电影在东南亚：发展、问题和前景［J］.东南亚，2005（3）：5461.），而实际送审的电影共有1210部。这一数字到1991年缓慢上升至425部。到了1996年伴随着电影政策的调整等一系列利好消息，经审查通过的电影数量才达到800部。

除了色情、暴力、吸食毒品等与大多数国家主流价值都有所抵制的内容外，政治电影是受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影响的重灾区，也最能凸显电影审查制所含有的深刻威权主义特征。《电影法》第2条规定政治电影是“被制作出来并引导向在新加坡的某种政治目的，或者能够使任何与新加坡政治相关的个人与政治团体及其分支受益”的“任何电影或视频”。第33条进一步规定任何制作、携带、散播、放映该类电影的行为均属于违法并面临“最高2年时间监禁（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33.）”（《电影法》各条文中所规定的最高量刑即为2年监禁）。同时，由于将电影概念扩大到“任何视频”，使得大量纪录片、电视新闻乃至电视剧同样遭到禁映，比如《新加坡人》、《1959年》（注：金华.新加坡电影业的回顾［J］.新加坡月刊，1972（64）：49.），作为探讨新加坡社会文化和记叙历史的纪录片，先后被电影审查委员会认定属于政治电影范畴而被宣布违禁。李光耀虽然认为只要社会秩序得到保障，媒体中出现一些不同声音并无大碍。但是人民行动党对于电影中政治内容的打压明显要比在其他媒体中严厉。

禁止电影上映最多给电影制作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可由于《内部安全法》的授权，被禁的政治电影制作人通常很有可能因其所拍摄电影的“政治倾向问题”而被认定可能构成“对新加坡安全的威胁”，从而受到政府进一步追究、逮捕，乃至羁押，更何况这种国家暴力往往是无需法庭审判或者授权的。除了制作违禁电影的行为有可能被追究责任，携带、散播、宣传甚至是谈论违禁电影的行为都有可能招致处罚。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连年高票胜出的选举得到政权稳定，进而一步步巩固国家霸权、形成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政治电影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人民行动党一度将政治批评等同于“不光彩的政治投机”，李光耀甚至以轻蔑的口吻批评反对者，“我们可以放宽言论界限，但是，还有谁可以掌控新加坡呢？（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200206.）”

詹姆斯·戈麦斯教授认为，自从1965年以来，新加坡政治文化被审查政策深刻形塑。“政治被看做人民行动党的私家花园，任何批评声都被视为消极……不同思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注：James Gomez，“Self-Censorship：Singapore’s Shame”，Singapore：Think Centre，2000，p.159.）”。尤其当这种审查政策日益衍生出自我审查时，更进一步成为对文化发展的强大阻碍。例如一位电影导演拍摄了一部反映新加坡社会、文化或艺术的电影，但制片商却连仅仅是反映社会现实阴暗面的内容都不愿意接受。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当领导人“号召创新时，就再没有人保有创造的热情，因为这些（文化、艺术）领域离不开自由。（注：James Gomez，“Self-Censorship：Singapore‘s Shame”，Singapore：Think Centre，2000，p.157.）”随着时代变迁，新加坡政府也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电影审查过紧使得电影产业萎靡，不但是没有充分利用电影对社会的形塑作用，更导致电影产业背后大量的经济利益被白白浪费。

从20世纪80年代起，情况有所改变。新加坡电影政策开始调整，由国家力量推动电影产业发展，为电影产业发展注入资金并尽量解除政策绑定。2002年，新加坡国会主动提出修订《报纸与印刷物法》和《广播电视法》，建议将个人或公司对媒体公司所占普通股比例由3%上升到5%。同年9月，又再次建议将国外媒介占新加坡当地媒介所有权的比例，由5%上升到15%～20%，以提升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注：刘洁.新加坡新闻媒介所有权特征分析［J］.新闻大学，2004（1）.）。为了鼓励外国电影公司进驻新加坡拍摄或设立基地，新加坡政府还提供诸如减免税务、场地租借之类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更重要的是，随着电影分级制在新加坡的出现，使得电影审查尺度在此时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过去对政治电影、政治批评一概封杀的局面稍稍扭转。对于本土电影制作群体来说，这意味着远胜过去的创作空间。

梁智强（Jack Neo Chee Keong）是目前新加坡本土年轻导演中的杰出代表，同时也已迅速成长为狮城电影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最显著特点便是不时在其电影之中，针对新加坡政府政策表达出含蓄的政治讽刺。在影片《钱不够》中讽刺中文教育政策（注：Kenneth Paul Tan，“Sexing up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volume 6，2003.p.411.）；《爱都爱都》中，大选前重划选区、粗俗的议员、政府鼓励生育等政策都成为导演嘲讽调笑的目标（注：鲁虎.梁智强：新加坡电影的成功故事［J］.东南亚纵横，2006（4）：2530.）。在被西方普遍认为政治气氛紧张的新加坡，观众不禁为导演这一大胆做法捏一把汗。事实上，导演梁智强在处理政治讽刺这一敏感问题上是一位游刃有余的高手。作为导演，梁智强崇尚真实，他表示“当我要在电影里触及一些敏感话题时，我会确保我说的都有事实根据（注：Sherwin Loh，“It’s a Chance he will take”，the Straits Times，August 31，2005.）”，在讽刺中一定做到言之有据，因此这种嘲讽不但没有招致电影审查受拒，反而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声誉与认可。甚至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称新加坡需要精英人才，需要梁智强这样的创新人才，需要这种“通过奋斗为社会做出成绩的精英（注：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singaporelocalnews/view/138218/1/.html.）”。

本土导演陈子谦2004年拍摄的短片《Cut》更是破天荒地讽刺了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这部仅有13分钟的短片可以被看作展示陈子谦本人在电影审查方面所拥有的私人体验：在冗长、繁琐的程序中被“莫名其妙”的宣布禁映。时任信息与艺术部部长的Lee Boon Yang认为这部短片并不准确而且扭曲了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形象，尽管陈子谦本人一直反复强调拍摄此片并无恶意。Lee Boon Yang认为“导演可能会觉得很有趣，但是我并不欣赏这种损害公共机构声誉的行为（注：“Censors pass satirical film about themselves”，Agence France Presse，March 14，2004.）”。但值得玩味的是，电影审查委员会最后仍旧通过了这部讽刺委员会本身的短片。

除了对政治讽刺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外，最近几年，政府亦在逐步放宽对性、暴力等题材的干预。1975年拍摄的电影《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涉及难以被主流大众所接受的异装癖、间接性描写以及许多侮辱性言词，在制作完毕后即遭禁映。但该片最终在历时28年封杀后，于2003年才获准上映（注：“Banned cult movie gets screening after 28-year ban”，Agence France Presse，October 29，2003.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sw03/031029a1.html.），原因在于经过数十年时光后，当时片中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剧情与镜头放在今日，已经不再那样显眼。这也凸显了《不良出版物法》中所规定的，在界定媒体内容是否是“令人不快”时，需要参考“当时”社会大部分理性成员所能接受的道德标准。

另一位导演邱金海于1995年拍摄了对新加坡电影产业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电影审查政策放宽的《薄面佬》一片，深刻描写了妓女这一社会底层卑微人物的生活。电影内含部分性爱描写，甚至还有惊世骇俗的恋尸癖元素（注：马然.多元语言与国族想象——以邱金海三部曲为例谈当代新加坡电影［J］.艺术评论，2009（7）.），甫一推出便引发强烈争论。邱金海在2004年继续推出了他的新片《与我同行》（Be with me），进一步挑战了新加坡电影关于同性恋内容审查的底线。这部包含3个独立章节的电影在影片最后一部分中描绘了一位女孩通过网络邮件、聊天室，寻找到一位与自己趣味相投的女孩，并随之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影片最终选择的结局是迫于社会压力，女孩被对方拒绝而悲恸不已。《与我同行》因此成为了新加坡本土电影中第一次正面描述女同性恋的作品。有意思的是，《与我同行》一片还是新加坡官方成立的媒体基金会重点资助的电影项目，自然顺利通过了审查制度。

在对进口电影所开展的审查中，题材类似、都带有一定性描写内容的美国电影《欲望都市》、《美国派》等影片均通过审查。2004年令媒体大为感叹的法国电影《无可救药》（Irreversible）大量直观描写了残忍血腥的暴力场面，例如一位片中角色被使用灭火器反复猛击致死，媒体称“过分的野蛮让人如坐针毡”。但该片依然能顺利通过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核（注：“Controversial French film gets surprise screening”，Agence France Presse，February 17，2004.）。而一向被严格把关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李安导演执导的《断背山》亦顺利通过审查。

鉴于在倡导儒家价值观念的新加坡社会同性恋现象是如此惹人注目，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同性恋题材也许可以被允许出现在银幕中，但并不能被增进（注：“Report of 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CRC）”，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03，p.51.）”。可是接下来媒体发展局的态度显得如此重要却又暧昧不清。“尽管这种不正常的性行为侵蚀了社会核心道德观念”，但媒体发展局还是在2003年建议“在处理同性恋题材与内容时给予更多的灵活性（注：Eng-Beng Lim，“Glocalqueering in New Asia：The Politics of Performing Gay in Singapore”，Theatre Journal，Volume 57，number 3，October 2005，p.392.）”。

与政治电影不同，这些涉及性、暴力、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能通过审查委员会审核，主要是得益于电影分级制度的出现。虽然委员会允许电影上映流通，但必须根据年龄段区分观看人群。随着新加坡经济水平提高，社会多元化特征进一步放大，新媒体兴起带来民众接受讯息渠道大大扩展，新加坡社会对于这些内容的理解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的转变。加上多种族多宗教的新加坡本来就属于多元文化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中便具有一定宽容精神，这使得审查制在20世纪末以来十几年发展中，适当宽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除了内容方面，对电影审查行为本身，新加坡政府也进一步放宽了要求。90年代以前，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新加坡出版审查官员拥有着非常广泛而强势的权力。审查官员可以在任何他认为有必要的、恰当的时刻，宣布停止一切进口程序或者拦截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对可疑物品进行详细的审查。2003年，新加坡媒体发展局根据1998年修订过的《电影法》第40条有关豁免审查的内容公布行政命令，宣布人们可以通过签署一份保证书来申请对其所持有的进口或本地制作的视频免于审查。这份保证书要求签署者承诺视频“不含有任何有违新加坡现行法律的内容、保持适当的注册并保证注册资料随时能为政府官员检视、只用于广播服务而不能进行拷贝分发之类的活动、不谋求在新加坡的商业利益、签署者需持有媒体发展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所规定的各项执照（注：“Application for Licensing and Censorship Exemption for Imported and Locally Made Video Materials”，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09.）”。签署该保证书并出示各项资质后，媒体发展局将酌情决定是否给予免检资格。这种以自律行为代替外部压力的改革，受到了新加坡电影业界的广泛欢迎。

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学界对新加坡当前表现出的开放趋势，比较典型的看法是“在经济与文化政策上日趋开放，却依然试图关紧民主政治的门，两者保持彼此矛盾的姿态（注：Terence Chong，“Singapore，Globalizing On Its Own Terms”.Southeast Asia Affairs，2006，pp.265280.）”。即便有所松动，但电影内容题材依旧不能超越新加坡主流社会价值的底线，否则依然难逃审查遭拒的命运。这来源于威权主义政治在新加坡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规定了对电影的种种审查政策核心不变，一方面又促使政府从实用主义、渐进改良的思路出发，寻求社会结构与文化逐步调整后新的电影审查政策平衡点。

新加坡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修正电影审查制，这伴随着电影分级制度的探索。人民行动党政府很好地抵制住萨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过渡带（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883.）”预言，但新加坡的飞速发展确实促进了国内中产阶级的壮大，并引发社会结构、文化信念上的分离倾向。尽管有意义的民主化并没有在新加坡出现，但这确实形成了民主化因子与威权政治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并准确地反映在过去单一严厉的电影制度所出现的变迁中。

诚然，审查制与分级制存在的意义归根究底都是维护新加坡主流社会文化与政治权威，但是它们在政策与理念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其他国家由电影审查制迈向分级制演进的过程往往折射着在更深层次上电影被纳入表达自由保护范围，以及和其他大众媒介享有共同地位的过程，分级制因此被视为对审查制的积极进化。

那么在当今这个消费文化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世界，在维持威权主义与促进民主这两种倾向之中，新加坡从电影审查制到电影分级制的转变如何形成？电影分级制度如何重构了新加坡电影产业？表达出哪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从法律层面得到了怎样的支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首先围绕电影分级制度在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及其运作方式展开研究。

五、分级制度：审查制度的结构转型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开始普遍向电影分级制度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萌发，这标志着该国电影审查制度开始了结构转型过程。与审查制一样，电影分级制度并非新加坡政府的独创，而是借鉴了西方社会电影分级制度的基本构架。

（一）电影分级制度在新加坡的产生与发展

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7月1日宣布开始实施电影分级制度。最初的电影分级制度由G级、PG级、R18级三个级别组成：

G级（General）：适宜所有人群观看。

PG级（Parental Guidance）：家长辅导级。依然允许所有人观看，但需要儿童（child）和青少年（young person）在家长陪同下观看（注：“child”指14岁以下未成年人。“young person”指14岁至16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参见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2.）。

R18级（Restricted to persons 18 years and above）：只允许18岁及18岁以上人士观看。

事实上，R18级推出后，很多进口电影商与本土电影制作人误解了“Restricted to persons 18 years and above”的含义，认为该分类意味着任何内容都能面向成年人公映。由于担心可能会由于最初的分级过于简略以至于大量涌现淫秽电影，在电影分级制度启用的第一个月，新加坡政府便迅速以R（A）级代替R18级别，年龄限制也由18岁提到21岁。

同时，对电影分级制度下涉及性与暴力等方面的具体分级做了充分说明：绝非任何涉及性、暴力、恐怖的内容都能以“只面向成人”的名义得到通过。虽然成年人具备一定的辨别力，但任何使人道德沦丧、陷于堕落、有违社会基本道德与利益的内容依然受到排斥。只有那些“以艺术表现为核心的电影（注：http：//www.mda.gov.sg/Industry/Films/Classification/Pages/ClassificationRatings.aspx）”才可能上映。“艺术电影”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以电影表现寄寓内涵与反思。这种电影即使出现一定程度涉及性与暴力之类镜头，也可以被视为追求艺术目标的方式。如此一来，分级制度推出所引发的躁动逐步平息。虽然本土电影人依旧没有太多作为，但通过对进口电影的越来越多的分级工作，狮城电影行业逐步加深了对分级制的理解。

虽然并非明确立足于权利本位的宪法体系，但是新加坡推行的电影分级方式继承了欧美普遍采用的年龄递增、控制越松的方式。政府在强制控制电影市场越发困难的情况下，认识到“对电影内容的分级管理使得它们能造福于我们及我们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广泛的选择渠道获取娱乐或知识，同时确保未成年人远离不良内容之困扰（注：“Guidelines of Film Classification”，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http：//www.mda.gov.sg/Policies/PoliciesandContentGuidelines/Pages/default.aspx.）”。而对于长期采用单层电影审查制度、全民一直以来只能看到同样类型电影的新加坡社会来说，分级政策甫一推出，便引起极大反响。除了新闻舆论、电影导演、跨国影视公司，乃至一向与人民行动党政府处处不合的反对党也拍手叫好。

事实上，推出电影分级制度，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曾经吸引过邵氏兄弟公司等电影制造商的新加坡电影产业，在1965年独立、特别是70年代后，突然陷入沉寂之中，风光不再。伴随着新加坡经济水平日益跃升，以及人民行动党执政权不断得到强化，新加坡恢复精力发展电影产业。政府对电影的认识从过去停留在只重视防范电影的低级趣味对社会带来的精神危害、要求电影符合无伤大雅标准的低层次认识（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27533，538553.），转为开始将电影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产业加以考虑，试图发挥电影在启发文化、鼓励创新火花以及普及知识方面的传播作用。

但此时旧有的电影审查制度过于严厉，不但扼杀了导演们的创造灵感，也使得拍摄出来的电影失去特色，市场反应平淡。国外进口电影也因审查机构的存在，上映数量与质量越来越不能满足新加坡人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于是，人民行动党开始以其一贯的实用主义施政风格，寻找既能使电影继续可控，又能克服旧有审查体系陈旧、消极弊端的最佳解决方案。

为了鼓励国民积极参与电影制度改革决策，保证新政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并一定程度上吻合人民需要，1982年，电影政策建议组（FCP，Films Consultative Panel）成立。这是一个由政府支持、普通民众构成的机构，建立之初是为了吸收新加坡民众对电影审查制度改革的看法，但很快便客观、及时地向人民行动党政府反映社会对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态度，并提出民众内部所酝酿的、有关分级制度基本架构的决策建议。虽然新加坡向来倾向控制舆论与政治讨论，在电影政策建议组中，却给予了成员非常广泛的讨论空间与保密性。建议组最早由56位成员构成。与主要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电影上诉委员会（FAC）相比，电影政策建议组成员明显社会阶层跨度更大。建立电影政策建议组的初衷便是为了扩大媒介政策讨论范围，以求更好地代表新加坡（注：http：//www.mda.gov.sg/Industry/Films/Classification/Pages/FilmsConsultativePanel.aspx.），该建议组成员来自新加坡的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种族文化、不同收入人群，类似于欧美的陪审团制度。成员经政府审核后加入建议组，任期2年。在目前的63人成员名单中，有大学教授、医生、公司经理，也有普通职员、退休老人、自由职业者，甚至家庭主妇（注：“The Lists of Films Consultative Panel（FCP）（1 Nov 2009 to 31 Dec 2011）”，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http：//www.mda.gov.sg/Documents/PDF/Public/List%20of%20members-%20Films%20Consultative%20Panel.pdf.）。

电影政策建议组建立后，针对审查制度的弊病、分级制度的基本分级方式等问题，先后组织过多次会议进行讨论。普通主妇和教授可以坐在一起相对自由地探讨，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阐述意见，以提供给电影审查委员会（BFC）与上诉委员会（FAC）作为制定政策时来自社会的重要参考。可以说，1991年后各个版本电影分级制度的颁布，与电影政策建议组的积极建言都是无法剥离的。同时，通过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国民参与新政的制定与讨论、帮助其树立宝贵的批判性思维，民众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分级制度颁布后一些以往绝无可能公映的内容。

电影政策建议组深刻影响了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的建构过程。1993年，正是在电影政策建议组的倡议下，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引入NC16（No Child under 16）级，规定该类电影仅允许16岁或16岁以上人士观看，以弥补PG级与R（A）级之间的断层（注：http：//www.mda.gov.sg/Industry/Films/Classification/Pages/ClassificationRatings.aspx.）。

1995年邱金海执导的影片《薄面佬》轰动一时，这也是新加坡建立电影分级制度后，第一部引发广泛讨论的本土电影。电影讲述一位生活在组屋区域的饭馆老板“薄面佬”爱上妓女却又以悲剧收场的故事，全片充斥着颓废的气氛、裸露镜头与对社会的严重质疑感。《薄面佬》最后被定为R（A）级，电影审查委员会认为该片“所含有的性爱、同性恋镜头并非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只是借以艺术化的表现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注：https：//app.mda.gov.sg/Classification/.）”，因此作为艺术片面向21岁以上观众放映。《薄面佬》在新加坡舆论界与电影界引发如何分级的讨论，推动了这一新制度在全体国民意识中的普及。

1998年修订的新加坡《电影法》正式加入了分级制度的内容，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电影接受审查、分级的完整程序。电影审查委员会除了依然保留审查权外，还被同时授予了分级权，同时电影上诉委员会继续保留对审查委员会所做决定的最终裁定权。根据修订后的《电影法》，任何电影在提交给电影审查委员会时依然应该是没有经过任何改动与删减的。在审查结束后，审查委员会将针对影片在无需任何改动与删减便可上映、禁止该片上映或者要求该片经过必要的改动与删减后方可上映这三种决定中进行选择（注：Films Act（CHAPTER 107），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5（1）.）。在后两种情况下，审查委员会应当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宣布需要查禁或者改动的具体理由。最后，部长将视具体修改情况考虑发放上映执照。第16条规定，在审查委员会所视为合适的方式下，将对电影进行分级，并在决定文件中指出如此分级缘由何在。第17条则对删减、修改影片内容做了规定：当审查委员会认为需要对影片进行修改、删减时，修改、删减的工作可以由审查委员会执行；也可在委员会同意之下，由电影拥有者执行。

对于有争议的影片，电影审查委员将在作出分级决定前听取电影政策建议组的意见。如果对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电影拥有者可以向电影上诉委员会提起上诉，由电影上诉委员会对分级结果进行认定。通常，电影上诉委员会的决议将是最终决定。新修订的《电影法》还对“由个人制作的并非面向公众展映、发放，同时不属于淫秽、政治电影的影片”网开一面，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都不对其适用。

除了在法律条文中对分级制度予以认可外，新加坡推行的电影分级制度亦在实践中继续调整。2001年，新加坡政府宣布经电影审查委员会分级为G级与PG级的电影，可以不必申请上映执照而直接投入公映。2004年3月29日，媒体发展局宣布启用新的电影分级方法，共分5级（注：http：//www.mda.gov.sg/Public/MediaClassification/FilmsAndVideos/Pages/RatingsFilmsandVideos.aspx.）：

G级（General）：适宜所有人群观看。

PG级（Parental Guidance）：家长辅导级。依然允许所有人观看，但需要儿童（child）和青少年（young person）在家长陪同下观看。

NC16级（No Children below 16）：不允许16岁以下人士观看。

M18级（Mature 18 for persons 18 years and above）：仅面向18岁及18岁以上人士放映。

R21（Restricted to persons 21 years and above）：仅面向21岁及21岁以上人士放映。

与之前使用的4种级别分级方式相比，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的分级制度用R21级代替R（A）级，但仍然保持21岁的年龄限制，对影片艺术主旨要求下降，进一步拓宽成年人的选择空间，分级政策也随之进一步放松。同时媒体发展局对观影对象进一步细分，引入M18级，规定该级别电影只允许18岁及18岁以上人士观看，以作为NC16级与R21级之间的补充。

起初很多电影制作者认为PG级比R（A）级更为严厉，但实际上该级别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使得家庭作为一个活动主体参与到积极引导、教育未成年人的过程中来。这反映了李光耀所多次表示的家庭必须在教育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中作为基层单位，发挥传统上的强大效用，要加强并巩固所有在亚洲社会中都有的各种传统家庭联系（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392397.）。于是2004年推出新的电影分级制的同时，媒体发展局对所有电影设立了“消费者建议（consumer advice）”，简要介绍影片内容与其中存在的争议、敏感之处。建议会广泛地出现在广告、报纸杂志以及电影播放前的说明中，以提示父母是否要与孩子一起观看电影，或者在观看过程中应当如何加以引导。这使得电影不再是造成家庭中紧张与焦虑情绪的原因，而成为扩展家庭空间的平台以及分享经验与知识的工具（注：Speech by Mr Lui Tuck Yew Acting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at the Launch Event of Media Fiesta 2010 on Thursday，4th March，010.）。

从2004年公布新分级方法至2011年，新加坡基于电影分级制陆续颁布了视频分级方案和游戏分级方案，但是G级、PG级、NC16级、M18级、R21级五种分级方式一直未改变。2011年7月15日，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观影空间，PG13级（Parental Guidance 13）被引入。与PG级不同的是，PG13级仅仅是一种建议性质的级别，家长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陪同那些年龄在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观看电影。这样一来，新加坡目前的电影分级制共有六种分级方式。媒体发展局表示，“在未来会根据实际情况，保留增删分级方式的权力（注：http：//www.mda.gov.sg/Public/MediaClassification/FilmsAndVideos/Pages/RatingsFilmsandVideos.aspx.）”。

细心回顾并考察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自1991年被引进，以来20年的调整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分级方法的调整，虽然基本都趋向于多元选择和开放，但新加坡社会对色情、暴力等内容的保守态度从未改变。

（二）分级制度的指导原则与实施

1991年7月推出的分级方式中，R18级虽然很快被R（A）级代替，但这依然是新加坡电影历史上第一次为电影区分不同观众群体的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前，新加坡电影规制机构一直对任何含有“淫秽”、“不良”内容的电影坚决执行严厉的审查政策。要么将含有性与暴力内容的电影一禁了之，要么对电影内容做大幅删减，将所有违禁镜头全数删去，以求准许上映电影变得“老少皆宜”。这种对性、暴力等内容的排斥传统直接来源于人民行动党所倡导的儒家价值观。但由于“一刀切”式的审查政策带来了种种弊端，新加坡各年龄层次观影者的需求利益都无法得到满足。

在电影制度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单向思路逐步转化为：既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新加坡青少年免受电影不良内容污染，同时增加成年人观影选择的自由度。这同时也是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自从1991年首次推出分级后，新加坡政府在电影业管理方面表现出越发强烈的务实态度，对电影的审查一直掌握着一条基本原则，即“区别对待”：注重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个人与公共之间的差异，并最终围绕这些基本精神与原则建立起整套完善的分级制度，随之又推广到游戏、电视节目、网络等其他媒介领域。目前，电影审查委员会每年将对超过16000部各种电影、视频（包括户外广告）进行分级（注：http：//www.mda.gov.sg/Industry/Films/Classification/Pages/Classification.aspx.）。根据国际互联网电影数据库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共对11000余部电影进行评级（注：www.imdb.cn.）。其中G级254部、PG级5517部，也就是说，近些年以各种方式进入新加坡电影市场的影片中，有半数左右是面向全体国民的。PG级电影数量最多，从侧面再次印证新加坡政府保护未成年人观影空间的决心：对任何有可能误导其成长的内容都绝不轻易放过。此外，数据统计还显示，2004年之前，评级为R（A）级电影共454部，这部分电影在引入M18级、R21级后被重新定级。目前，NC16级、M18级、R21级电影分别有2182部、1949部、668部之多。而各类分级电影总数每年更以一千多部的数字不断增长。

电影审查委员会在近20年电影分级工作中主要根据年龄区分性、艺术性、整体性等原则着手工作（注：由于推出时间较晚，且仅仅是建议性质，围绕PG13级尚未建立起明确的指导原则，因此该级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之中。）。除了对政治电影把控较严外，比较看重电影艺术主旨、特定内容在电影美学上是否会显得突兀。但在实践中，“紧紧掌握的只是一些关键点，比如保护未成年人、全面考虑艺术性与人类天性，并且寻求以中和的方式解决问题（注：Tan，T.H.“In Censorship，It Should Be a Matter of Choice”，Straits Times16，June，2002.）”。

在具体针对某一电影进行分级评估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共有七方面：主题、言语（主要是台词，比如对白和旁白）、裸体（裸露部位、程度、正面或侧面）、暴力（残忍程度、击打方式与部位、击打后果）、性行为（性行为方式、参与对象、直接或间接）、恐怖、吸毒。分级机构将对影片根据是否涉及这七方面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程度、范围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并最终决定将影片定为何级，其中NC16、M18、R21三级具备法律强制力，如需上映，必须申请上映执照，并确认年龄限制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总的来说，在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各种敏感内容均可根据不同情况以不同分类等级得以出现在电影当中，但是一个总的要求便是：这些镜头的出现必须与电影主题有关，或者符合影片整体氛围。

例如，电影对暴力场景的刻画可能导致观看者严重错乱、沮丧、受到恐吓，更有可能怂恿观看者加以模仿，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影响尤为恶劣。因此，在未成年人可以观看的电影中，最多只有少量温和的暴力描写（且必须与电影主旨相关）可以被允许。而对于更高级别的分级来说，如果与影片整体氛围相符，可以出现更多、程度更强的暴力画面。

具体区分影片暴力程度时，主要考虑暴力描写是否被直观展现，且有多少部分的描写是没有必要的；是否把使用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常态方式；是否在过分刻画犯罪分子的暴力活动；是否在强调暴力技巧，比如刑讯方式、斗殴工具等；是否通过展现施加痛苦与暴力，而鼓励观众采取类似虐待与侵害行径；是否较长时间表现性暴力或者教唆观众进行强奸、性虐待之类行为（注：“Guidelines of Film Classification”，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

电影审查委员会对于涉性内容的分级同样详细（注：注：事实上，对情色电影逐步放开管制，尊重情色电影受众的观影需求，已成为近年来新加坡媒体政策的一个明显转变。早在2000年，第13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便专门设立“亚洲情色电影展”，并以“东南亚情色电影”为题举办专场研讨会。电影展中所展出的以色列《现代爱情观》、日本《纯情细语》、《摩登媒人》、《崎岖情路》、菲律宾的《废墟之恋》、中国台湾《美丽少年性异议小王子》与泰国《花街英姿》等片也成为最早一批集体进入新加坡电影市场的情色电影。参见钱红玲.第13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情色出击［J］.电影评介，2000（3）.）。如何分级取决于对性行为刻画的露骨程度与频率、这些镜头与电影主旨的紧密程度，以及电影的目标人群。总的来说，对于性行为的描写是不被允许出现在分类为G级、PG级、NC16级的电影中的。

对于诸如性虐待或者性暴力之类的内容，必须接受电影审查委员会严格的反复讨论。这种内容即便与电影主旨有关，也仅仅允许出现在分级较高的电影之中，同时画面不可以太过于露骨。而性变态行为（比如兽奸）即便是在R21级电影中，也被严令禁止，同样被彻底禁止的还有包含在公共场合发生性行为的电影或镜头。同时，媒体发展局特别规定，电影不可以宣扬或者鼓励、美化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涉及同性恋性行为的非刺激性与写实性内容的电影将可以被定性为R21级。

含有任何裸体镜头的电影不允许被定为G级。若含有非挑逗性、与影片氛围吻合的后部与侧面裸体镜头，将被分类为PG级。在更高的NC16级、M18级与R21级中，将酌情允许出现不含特写镜头、与影片氛围相符的正面裸体镜头。

语言方面，G级电影中不得含有任何粗俗或性相关台词，因为这些台词很可能被儿童模仿。从PG级电影开始，对语言的苛刻要求将逐步放开，但是任何美化或教唆观众吸食毒品的台词以及镜头将被彻底禁止。但是纪实性的吸毒镜头将有可能出现在分类为G级与PG级之外的电影中。

在处理恐怖内容时，审查委员将主要考察该电影对观看者造成的影响程度，尤其注重保护未成年人免于恐怖内容造成的严重恐吓。审查委员根据展示多大程度细节、是否过分使用声光电效果来着重展现恐怖场面、恐怖场景是否频繁出现、是否表现得过于真实、是否会使观众联想到现实情况等变量条件来确定具体的分级（注：“Guidelines of Film Classification”，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

美国著名系列恐怖电影《死神来了》（Final Destination）自2000年推出第一部以来，至今共有五部面世。《死神来了1》以死亡恐怖为噱头，在全片中制造紧张气氛，但整部影片中都没有出现直观的血腥镜头，对于死亡场面均以瞬间、间接画面处理，因此仅被定为PG级。之后陆续上市的三部同名系列电影，制作公司出于制造噱头以提高票房的考虑，先后更换了导演与编剧。在延续第一部恐怖气氛基调的基础上，制作方不断放宽尺度，影片中陆续出现了更为血腥的场景，对心理暗示的强调在观众中引发的恐惧愈发强烈。尤其该系列电影第4部“以恐吓观众为乐，（注：Goldstein，Gary，“Review：‘The Final Destination’”，Los Angeles Times，August 31，2009.）”被认为是五部电影中最为惊悚的。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依其恐怖程度（主要是根据细节展示、真实程度、观影影响进行区分），将后三部《死神来了》分别定为NC16级、M18级与R21级，以示区别对待，这也与制片方不断加深系列电影恐怖色彩的趋势一致。

在各级别中，G级电影要求最为苛刻。只允许最低程度的暴力与恐怖场面，任何性行为、裸体、粗俗语言、毒品吸食与成瘾都被禁止。G级电影追求的是真正做到全家分享，因此主题轻松、剧情幽默且品质优良的动画片便成为该级别电影的常客。诸如《冰川时代》三部曲（2002—2009）、《101忠狗历险记》（2003）、《功夫熊猫》（2008）等影片，纷纷被定为G级。这些电影面世后，除了深受儿童热爱外，亦得到了社会公众广泛追捧。

PG级电影中则允许在不刻意渲染残忍的前提下展示暴力行为，并接受轻度两性行为（比如接吻、爱抚或者对性爱的隐喻）、偶尔的粗俗语言与轻微恐怖观感，并最低程度地涉及毒品内容，模糊且一闪即过的侧面裸体也可以出现。考虑到G级电影限制过于严格，PG级电影将尺度放宽，使得该级别容纳了世界各国主流商业电影。本土导演梁智强于2001拍摄的教育题材电影《小孩不笨》（注：《小孩不笨》围绕新加坡学校所采用的依据成绩分班的做法，对新加坡教育制度、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差班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压力等问题进行探讨。这是首部真正走出新加坡的本土电影，也将本土电影创作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参见鲁虎.梁智强：新加坡电影的成功故事［J］.东南亚纵横，2006（4）：2530.）由于片中所描绘的场面几乎存在于每一位新加坡人的亲身经历之中，感同身受的深深触动使这部低成本制作影片获得了普遍好评。但因为影片中部分镜头描写父母因为孩子成绩较差而对孩子加以较为激烈的责骂，并隐含批评华语在新加坡弱势地位的寓意，该片最终被定为PG级。

梁智强另一部大受好评的影片《跑吧！孩子》（注：参见新加坡南洋工艺学院网站资料www.ibuzz.nyp.edu.sg.），以淳朴的乡村气息、兄妹间充满童稚的亲情，讲述了一则朴素而感人的平凡故事。片中妹妹扮演者郑智允赢得2003年12月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此后该片又陆续在各类电影节中为导演梁智强赢回一系列奖项。但如此一部朴实无华的电影，也因片中仅有的几处男孩之间的打闹、口角而被定为PG级，同时电影委员会认为，考虑到该片描写的年代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的岁月，因此家长有义务辅导孩子观看此片，并做出适当解释。

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2002年12月于新加坡上映的影片《英雄》是另一部广受关注的PG级电影。这部商业巨制集合了华语文化圈中众多明星参演。片中虽然多次出现打斗场面，但均被处理得不含血腥味，着力刻画武打的艺术效果。同时，影片中还有一段暗示男女主人公性爱的场景。但因为并没有出现任何裸体或者直接展示性爱细节，电影审查委员会未调高评级，最终依然定位PG级，允许全体国民观看。

电影审查委员会对影片细节如此吹毛求疵，事实上充分表现出新加坡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决心。“这类似于你在买食物之前检查配料以及食物营养价值，或者在购买衣服前检查商标。在提供给孩子电影时，要考虑到电影内容是否适合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以及其中是否有坏的部分（注：“How Classification Helps”，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参见http：//www.mda.gov.sg/Public/MediaClassification/Pages/BoardofFilmCensors.aspx.）”。新加坡政府力图通过这种一丝一毫也绝无遗漏的严格分级，最大程度地使新加坡未成年人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观影空间。

当然，除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外，电影分级政策也充分考虑并满足新加坡成年人的需求，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渠道。相比于PG级与G级，以成人为观影人群的影片在处理性、暴力内容方面更加大胆。考虑到16岁以上观众已具备初步辨别力，NC16级电影中便已允许出现正面裸露镜头与轻度性爱描写，并可采用暴力犯罪等内容作为主题。例如中国香港电影《2046》，电影审查委员会认为该片“含有少许亲热镜头（注：https：//app.mda.gov.sg/classification/Search/Film/SearchDetail.aspx？sType=Feature&sRowID=AAAH4UAAPAAAA/xAAh.）”，其各种版本影片均被定为NC16级。

2000年美国奥斯卡最佳电影《美国丽人》以“不伦恋”为卖点，虽然片中偶尔出现的正面裸体被渲染得极富艺术感，但影片整体上以“对未成年女孩的性幻想”为主线，新加坡恰恰对保护未成年人与“性幻想”题材有着极其敏感的态度，同时影片还涉及毒品、暴力画面，男主人公最后更以自杀结束全片。影片只得以M18级身份面向新加坡观众，并在上映场次与时间方面被做了限制。同样讲述未成年人性经历的电影《美国派2》大量使用粗俗语言与正面裸体，使得该片最初被划为最高级R（A）级。随着2004年新分级制的推出，该片调整为M18级（注：https：//app.mda.gov.sg/classification/Search/Film/SearchDetail.aspx？sType=Feature&sRowID=AAAH4UAAPAAAA7cAAB.），新加坡适龄大学生随之成为这部“性喜剧电影”主要的观影对象。

现行的五种分级中，R21等级最高，尺度亦最大：影片可以采取各类成人主题；允许激烈而写实的暴力描写；只要不过分渲染（例如长时间特写镜头），即可以出现正面全裸镜头；同样被通过的甚至还有具备强烈刺激感的性行为镜头或图像、频繁地使用粗俗肮脏的语言、不加渲染的毒品吸食镜头；电影中还可以包含有强烈的、会给观众带来巨大恐吓的镜头（注：“Guidelines of Film Classification”，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当然，这一切绝非意味着没有节制）。诸如《黑色通缉令》（Pulp Fiction）、《三更》、《赤裸天使》、《杀死比尔》等各国制作的大量涉及暴力、情色内容的电影，都最终被归入R21级，加以最大程度的年龄限制。

同性恋现象是近年来新加坡社会争议较多的一个话题。“在新加坡，同性恋信仰本身便触犯了主流道德价值观，特定的同性恋行为甚至是违法的（注：Kenneth Paul Tan，“Sexing up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volume 6，2003.p.410.）”。中国台湾电影《刺青》演绎两名女高中生之间的纯洁感情，影片中无任何性爱、暴力或者粗俗语言场面，仅有一段拍摄细腻的两位少女接吻镜头。考虑到影片整体艺术感与唯美氛围，电影审查委员会给予影片“一刀不剪”的优待。尽管如此，影片确实在实质地刻画同性恋爱情观，因此还是被定位R21级。制作方原本计划青年女性能成为影片主要受众，但在新加坡只有21岁以上成年人才可观看。

同性恋现象尽管在新加坡社会容忍精神下有所萌发，并被视为对于“禁忌”话题展开讨论的开端，但它在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承认的道德观中依然是“可耻的触犯行为（注：Kenneth Paul Tan，“Sexing up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volume 6，2003.p.416.）”。尽管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但以新加坡政府所偏爱的实用主义视角来看，电影分级制给予了同性恋文化一定的表现空间，同时克制了其对主流道德观念的侵蚀（注：John，A.，“Let‘s Start Facing AIDS and Stop Fearing its Victims”，Straits Times，15 December，1998.）。

除了对电影内容进行分级外，媒体发展局还对不同等级电影的预告片、宣传品纷纷进行了规定。和其他电影一样，预告片也需要提交电影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如果预告片带有一部分不适宜全体公众欣赏的内容，审查委员会便会提高其评级，以限制预告片观看人群。例如，如果预告片包括少儿不宜内容，则该预告片将会无法继续作为一部G级电影的片头而存在，而且不能在诸如电视幕墙一类的公共场合进行播放。另外，NC16级与M18级电影的预告片可以在放映较低等级电影时播放或者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电视幕墙上，但必须不含任何不适宜任何公众群体观看的内容。如果需要在电视平台上播出，M18级影片的预告片必须于晚上10点（考虑到新加坡国民生活习惯，媒体发展局将晚上10点之前视为“家庭收视时间”。未成年人一般会在晚上10点左右入睡）之后播出。而定级为R21级的电影，其预告片仅能在同级别电影放映时在特定电影院播出。

为了照顾到社会绝大部分公众的要求，新加坡还建立了针对电影宣传品的严格规定。这些宣传广告包括海报、标语、广告牌以及出现在各类大众媒介上的广告。所有宣传品都应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与价值。一旦电影分级被确定，置于公共场合的各类宣传品便应以清晰字体表明具体分级与消费者建议。由于这些公共场合的海报位于未成年人视野范围内，因此在处理这些宣传品时需要尤为小心。媒体发展局为此专门出台《电影宣传品准则》，对各类广告所含内容、图像、位置，乃至字体大小，都做了明确规定（注：Guidelines on Promotional Materials For Films and Videos，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

2003年10月，电影审查委员会再次推出新政，电影制片方可以将同一部电影剪辑为两个不同版本分别通过分级并上映。假设一部电影原本被分级为NC16级，含有一定程度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内容，电影制片方在影片第一轮上映后，将电影中的敏感镜头加以修改、删减，之后再次提交审查委员会并被最终定级为PG级。制片方可以将本片作为PG级电影重新上映，或者以DVD形式销售影片影像资料（注：http：//www.mda.gov.sg/Policies/PoliciesandContentGuidelines/FilmsandVideos//Pages/DualRatingPolicy.aspx.）。为避免公众混淆前后两个不同版本的电影，第二个版本影片至少需要在初版上映结束一周后方能上映。新政秉承“只要符合分级原则便允许影片以不同面孔出现”的精神，“电影制片商可以在服务不同的市场对象上获得更多的灵活性（注：http：//www.mda.gov.sg/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2004/Pages/22032004.aspx.）”，并给予公众更充分的选择空间。

2007年李安执导的影片《色戒》以数段亲热镜头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为保证影片在新加坡上映时间与其他国家同步，并争取最大规模观影人数，制片方最初送交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影片便已是删减过的版本。考虑到保证影片的叙事流畅性，李安导演亲自操刀剪辑，将片中三段最引人注目的激情戏几乎彻底删去，女主角原先大量正面裸露镜头，只剩下“裸肩”、“裸背”。影片最初版本被定为NC16级，于新加坡院线上映时掀起极大观影热情。随后，制片方与电影审查委员会先后宣布，完整版本的《色戒》最终划定为R21级，将在删节版下档一周后重新上映（注：参见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电影分级数据库对于影片《色戒》两个不同版本的分级情况。https：//app.mda.gov.sg/Classification/Search/Film/SearchDetail.aspx？sType=Feature&sRowID=AAAH4UAAPAAACemAAD，https：//app.mda.gov.sg/Classification/Search/Film/SearchDetail.aspx？sType=Feature&sRowID=AAAH4UAAPAAACe5AAO.）。就这样，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以近乎不厌其烦的努力，尽可能照顾到了多方需求。

另外，为了培养新加坡电影产业的社会责任感，帮助电影制片方熟悉分级准则，并最大限度地同时满足公众与制片方的需求，媒体发展局与电影制片方形成了合作管制方式。电影审查委员会为制片方提供了一个反馈平台，以指出电影中任何有争议的部分，并与其就这些内容进行讨论，以解答制片方的疑问。同时制片方可以在这种合作管制机制下，直接将自身对电影分级制度的意见反映给电影审查委员会，这意味着媒体发展局将其管制权力有限度地与社会公众进行了分享。

通过了解新加坡政府围绕电影分级制度所制定的一系列准则与具体实施情况，人们会很清楚地看到新加坡在平衡“保护大多数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利益”与“保障多元选择空间”之中所做出的努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文已多次提到，所有这些被认为“不适宜全体公众”的内容，虽然由于分级制度的推动，可以出现在高级别电影中，但也必须与影片主题或整体氛围相符。也就是说，任何刻意表现暴力、性、恐怖等的场景或者镜头，都是不被允许的。

与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所倡导的“不对任何电影内容做价值判断”不同，新加坡电影规制体系虽然建立了分级制度，却同时为其确立了清晰的价值、道德、伦理底线。此外，对政治电影的控制始终是电影制度的重中之重。威权政体在新加坡的牢固存在使得目前推行的电影分级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审查性质，而且审查高于分级，其管制依然是基于威权主义的。分级制并非对审查制的替代，而是对审查制的改良与补充。

六、电影分级制度的审查性质

在推出分级制度之后，新加坡并没有放弃原有的电影审查体系，而是采取两种制度并立同行的方式，共同实施规制。电影审查委员会与上诉委员会在接受分级任务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大量审查的权力与职能。所有与《内部安全法》、《不良出版物法》、《煽动法》要求相左，或触犯了《电影法》中明文规定的审查条例的电影，统统将继续查禁。而且实际上，新加坡政府从未减轻对电影审查的重视，因为在政府机构权力分配中，审查权高于分级权，审查制凌驾于分级制。

（一）电影审查制：维护社会底线

推出电影分级制度后的第2年，媒体发展局便组成了一个由多位学者、媒体从业人员与政府公务人员共同组成的审查制度检讨委员会（CRC，The 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该委员会职责在于通过研究与讨论，提出针对新加坡媒介审查政策的改革意见与实践方向，充当政府智囊以及其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注：李韶鉴.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32.）。

2002年，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电影制度改革及改革中出现的崭新问题，新加坡政府再次召集审查制度检讨委员会，就10年来新加坡的媒体审查制度（尤其是电影审查制度）进行彻底评估。当年3月，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大规模讨论，并最终以报告书的形式将结论递交至媒体发展局。在这份报告书中，委员会肯定电影审查制度为“黏合”新加坡不同种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贡献，并重申出于对维护多元社会和谐的考虑，新加坡务必将电影审查政策继续执行下去。在提出如何就当时的电影分级制度进行妥善修改的同时，报告书强调“要继续禁止那些损害公共秩序与国家安全利益、诋毁民族宗教关系、腐蚀基本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内容（注：“Report of 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 2003”，The 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2003.）”。

审查制度检讨委员会为新加坡的审查政策辩护道：“尽管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强制审查制造了巨大困难，但在社会中它仍保有一席之地……西方社会更多地使用分级以代替直接的查禁……（但在新加坡）审查政策已历经20年时间的演变，社会发现审查政策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注：“Report of 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 2003”，The 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2003.）”

因此，新加坡目前实施的电影分级制度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审查性质，而且分级基于审查。一部电影能否进入分级程序，首先要看其能否通过同样在电影审查委员内部所进行的内容审查。一般来说，电影审查委员会决定影片能否通过审查是根据如下原则（注：“Guidelines of Film Classification”，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确定的：

（1）能被社会大多数公众所普遍接受。

（2）务必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

（3）尽量促进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和谐。

（4）应有利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5）充分考虑电影的结构、内容与背景，综合得出结论。

（6）谨慎评估分级决议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任何有违这些原则的电影都将无法进入接下来的分级程序。总体来看，全体分级原则都在强调“程度”的重要性。在针对R21级的解释中，媒体发展局强调“任何涉及真实的性行为、具体地描绘同性恋性爱、各种变态性行为、详尽的毒品滥用以及足以诱发观者强烈不适的恐怖镜头都是被彻底禁止的（注：“Guidelines of Film Classification”，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同时被禁止的还有《电影法》中所规定的政治电影。为了满足新加坡民众多元文化需求，电影规制体系给予观影者更多自主选择权与影片制作者更多的创作权。但是，一旦超越了社会道德价值底线或者触动了政府权威，这些权利便不能再得到承认了。

同性恋与情色题材电影是审查委员会查禁的重点。中国台湾导演陈映蓉2004年拍摄的同性恋电影《17岁的天空》递交至电影审查委员会后遭到查禁（注：“Singapore bans film with gay theme”，Reuters，July 21，2004.）。制片方三和娱乐国际公司以并无任何激情戏份为由提起上诉委员会裁决，上诉委员会依旧维持原决议。委员会成员表示，由于宗教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注：新加坡是多宗教信仰国家，对同性恋态度非常抵制。比如回教严令禁止同性恋行为，斥之为“不洁的行为”。其他宗教也带有歧视同性恋的倾向。），“新加坡有70%的民众不接受同性恋者，但这部影片营造了一种同性恋乌托邦的假象”，在整部电影中，似乎同性恋现象对人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有刻意宣扬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倾向，“甚至普通路人都是同性恋者（注：http：//www.dy.com.cn/Modules/newscontent_2644.html.）”。以同样理由加以禁止上映的还有香港电影《春光乍泄》。

除了禁止影片于影院中上映外，新加坡政府亦非常重视对其他媒介与场合中电影播放的控制。2008年4月第21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媒体发展局向电影节主办机构宣布禁止《爱的苦寻》（A Jihad For Love）在电影节中放映。这部由出生于印度的导演沙玛（Parvez Sharma）执导的纪录片通过在多个国家的实地采访与拍摄，揭示了伊斯兰教国家中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和境遇，呈现了身为伊斯兰教徒的同性恋者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世界。本片曾于多个电影节上映，并获当年“三大洲人权主题电影节”大奖。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该决定是在“由各方人士组成的电影审查委员会（FCP）协商后，审查委员一致认为《爱的苦寻》一片超出了电影分级的界限”。媒体发展局所属电影审查委员会主席认为，该片“涉及一些国家中穆斯林同性恋者的生活与宗教的敏感题材”，不适合在新加坡国内播出。与《爱的苦寻》一片同时从电影节中被撤出的还有3部纪录片，分别由于情色、政治原因被宣布禁映（注：“Censors say four films banned from film festival”，Agence France Presse，April 5，2008.）。

同年5月，由于带有播放、下载情色电影功能，两家新加坡本土视频分享网站Youporn和Redtube被媒体发展局勒令关闭。原因在于媒体发展局认为这两家网站在提供情色电影资源的同时，并未做好防止未成年获得其资源的必要防护措施（注：“Singapore bans two porn websites in symbolic move”，Reuters，23 May，2008.）。此外，媒体发展局专门颁布了一份准则，规定部分电影内容不得适用于《不良出版物法》第21条规定的豁免审查政策。媒体发展局特别在规定中指出：“一切主题损害新加坡公众利益与安全、国防、公众对社会与法律保障信心的影片，无论以任何理由，都无法获得豁免审查权。（注：“Guidelines on Content that Cannot Be Exempted”，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

媒体发展局在处理这些大大超过社会普遍观念所能接受底线的影片时，一般采取两种方式解决，其中一种便是上文所述及的直接将整部被认为“极端违背新加坡公众利益与主流道德价值观念”的电影予以查禁。另一种则在新加坡《电影法》第17条中有所记载，即电影审查委员会可在认为需要对影片内容进行具体改动时，选择由电影审查委会进行，或指定电影原制作者代为修改、删减。

在目前新加坡网络电影分级库中，所有电影资料除了标明电影名称、主创人员、公映时间、所定级别外，还需注明影片处理方式，即审查委员会以什么方式宣布通过电影上映。这包括5种情况：Clean（passed without cut，未经删减修改即得以公映）、CE（edited version passed without cut，一般指经影片制作者修改后未经电影审查委员会删减即得以公映）、PWC（passed with cut，经过审查委员会修改、删减后得以公映）、E（exempted豁免电影）、NR（not recommended，一般指虽然通过修改删减，其中仍有可能含有不适宜全体公众观看的内容，故不推荐观看，但是，并不禁止其公映）。

2003年制作完成的电影《15》深刻展示新加坡社会中新一代青年的迷茫心态，再现了5位问题少年与社会、家庭疏离的经历，表达出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巨大内心痛苦。影片采用了相当前卫的表现手法，包含很多粗俗语言以及政治暗讽。导演陈子谦在影片中安排男主角裸露性器官，在家中肆无忌惮地观看色情影片，甚至在镜头前用小刀割破手腕以致鲜血直流等种种场面，使得《15》虽然只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中放映了一次，依然引起了本土观众的强烈反响。这部以新加坡弱势群体为题材的影片，在当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中获“全球影评人大奖”。陈子谦对把握尖锐的社会题材毫不顾忌，他说：“我不会去做一部妥协的电影，如果只是展现出观众可以接受的部分，我不如拍部喜剧片，然后轻而易举地以PG级放映。（注：转引自郑燿霆.90年代的新加坡电影与弱势群体［J］.当代电影，2005（4）.）”这使得影片在当时除被定为R（A）级之外，审查委员会更严令制片方必须将片中部分镜头删去方能公开（注：https：//app.mda.gov.sg/classification/Search/Film.）。

慑于审查压力，同时也是担心由电影审查委员会对影片进行的删减修改破坏影片欣赏性，大量涉及情色、暴力、恐怖内容的电影，在递交至委员会履行审查分级程序前通常会先根据电影内容，对其中敏感部分自行修改，以求达到上映标准。无疑，严格的审查力量使得新加坡电影分级制与欧美国家所执行的“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分级制度有着重大区别。

前任代理信息与艺术部部长David T E Lim在国会咨询中强调：“审查与电影的确很难结合，……任何涉及审查的决定都是艰难的，但是政府为此制定的政策与准则反映着当前社会价值与灵魂，同样不能忘记它们还将会雕刻未来我们国家的品质。（注：David T E Lim，“The Speech at Singapore Repertory Theatre”，13 April，2002.）”电影审查仍然是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的基础。在政治电影问题上，这点尤其显而易见。

（二）政治电影

多年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控制媒体制度变迁两大核心原则是，坚守传统价值观念，维持执政权威地位。新加坡在减少媒体所有权限制（注：根据新加坡2002年对《报纸和印刷所法》和《广播法》提出的两项议案，新加坡将允许公司和个人拥有报纸和广播公司5%的股份，而过去的限制为3%。将允许合伙股东共同拥有总数不超过12%的股份。参见郭岩.新加坡放宽媒体股份所有权限制［J］.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10）.）、创设影片分级制度、激活本土电影产业方面作出努力的同时，坚持传统、维持权威始终是不变的底线。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首要关注的必然是如何维持执政权威、巩固政治地位、控制反对力量与不同政见。因此相对于情色电影、同性恋电影或者暴力电影来说，政治电影在新加坡电影制度中意义非同一般。

近年来，对政治电影的限制尽管有所改观，但严加约束局面依然维持。政治电影通常还没有进入分级过程，便被审查委员会宣布禁止上映。

1998年修订后的电影法规定，禁止一切最终指向某种政治目的的“政治电影或视频”。时任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部长George Yeo坚持“此举并非为了扩大新加坡的审查力度（注：Jasmina Kuzmanovic，“Parliament bans political party films”，Associated Press，Febuary，1998.）”，并称各个政党仍将拥有足够的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选战期间政府将会保证反对党集会、宣传的权利，但此项条例在当时引起了反对党广泛的指责。反对派领袖Joshua Jeyaretnam批评“这是人民行动党一项长期蓄意遏制政治争论努力的一部分……政治从此在新加坡成为了一个肮脏的词语（注：Andrea，“Questions of Censorship：A ban on political film and video sparks debate”，Asiaweek，March 27，1998.）”。而关于Joshua Jeyaretnam本人的纪录片《A Vision of Persistence》则成为《电影法》于1998年修订后最早的由于触犯第33条关于政治内容的规定而受到查禁的影片（注：“Documentary on Jeya withdrawn from film festival：report”，Agence France Presse，January 4，2002.）。

Joshua Jeyaretnam是新加坡资格最老的反对党成员，1981年成为新加坡自6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彻底控制国会以来第一位当选的非人民行动党议员，后因当选引起的诽谤案被法院裁定破产。英国枢密院在审议Joshua Jeyaretnam案件时认为，新加坡的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干预，这也成为后来新加坡司法机构彻底与英国枢密院脱离干系的诱因之一。一些来自于南洋理工大学的集体制作人拍摄了《A Vision of Persistence》这部15分钟长的短小纪录片，讲述Joshua Jeyaretnam在公共场合销售他的著作并与其支持者会面的情况。电影审查委员会以“影片在内容与评论中一定程度地表现出对政治事务的偏颇与倾向”为名义查禁了这部短片。短片制作者辩解称：“只是在街边看到一位老人在卖书，于是就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一部关于他的简短纪录片，并未意识到他是一位反对党成员。”人民行动党当局随之警告制作者有可能以《电影法》控告其。在压力面前，制作者最后选择递交致歉信承诺不再拍摄类似电影，并在随后宣布《A Vision of Persistence》退出2001年4月举行的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展映。当届电影节负责人Philip Cheah对新加坡政府当局的行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部纪录片应该得到在电影节中展映的机会，并由公众去决定它到底怎么样。但Philip Cheah很快便同样得到来自政府的警告。

新生代导演施忠明（Martyn See）2005年拍摄了新加坡另一位反对党人士、新加坡民主党领袖徐顺全的纪录片《新加坡反叛者（Singapore Rebel）》。片中主角徐顺全博士在新加坡国内非常知名，尽管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障碍和长久的排挤，他仍然是新加坡反对党中少数敢作敢为的行动派。徐顺全曾因为参与政治集会而被逮捕入狱，与Joshua Jeyaretnam一样，后来也因政治诉讼缠身而被裁定破产，更被国会禁止参与国会选举。《新加坡反叛者》一片很快被审查官员宣布违反《电影法》，并被勒令从当年5月的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中撤出。之后，媒体发展局官员与警方合作，展开刑事案件调查，并警告施忠明有可能面临最高10万新元罚款以及2年监禁。

新加坡政府官员K.Bhavani在一封针对《新加坡反叛者》事件而刊载于当地报纸《Straits Times》的公开信中说：“政治电影在新加坡不被允许，是因为对于政治纷争来说，电影是非常不好的媒介。”他认为政治电影带来的反馈不是理智的，而是在煽动、在制造耸人听闻的气氛（注：“‘They can present political issues in a sensational manner，evoking emotional rather than rational reactions，’Bhavani said.‘There remains ample opportunity f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supporter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参见“S‘pore says politically motivated movies‘undesirable’”，Associated Press，May 14，2005.）。施忠明是位个性鲜明的导演，他坚决否认为了“任何政治动机”拍摄此片，而纯粹只是为了解释徐顺全个人多年行动的动机（注：http：//asiapacific.amnesty.org/apro/aproweb.nsf/pages/SCHappeal_singaporeMartynSee.）。但施忠明随后宣布，即便撤出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新加坡反叛者》也将会在新西兰人权电影节与美国、加拿大上映。新加坡警方后来对施忠明进行了一年之久的调查，期间多次传唤施忠明问话，并没收了摄像机、《新加坡反叛者》相关的录音带以及剧本等其他相关资料。国际特赦组织因此批评新加坡政府，认为人民行动党是在扼杀艺术自由并阻止人们表达不同政见（注：“S‘pore says politically motivated movies‘undesirable’”，Associated Press，May 14，2005.）。

施忠明导演并没有因为《新加坡反叛者》被禁而停止政治电影的创作。他一方面称不理解《新加坡反叛者》为何会被查禁，并不断在各种场合诉说自己被人民行动党政府调查的苦水；另一方面又在新加坡国内外力量帮助下于2007推出其新片《赛扎哈里的17年》（Zahari‘s 17 Years）。赛扎哈里（Said Zahari）是新加坡著名的报人与前政治扣留犯。他曾是前《马来前锋报》总编辑，曾遭新加坡政府羁押17年之久，当他1979年被释放时已年近54岁，是新加坡建国后关押时间最久的政治犯之一。《赛扎哈里的17年》一片描绘这位个人经历极其丰富的新闻从业者于1963年刚担任新加坡人民党主席不到3个小时后被控参与颠覆新加坡政府等活动而依据《内部安全法》遭到逮捕，并随之被关押长达17年的经历。新加坡媒体发展局以“损害新加坡社会公众利益”为由而宣布禁映这部电影。根据媒体发展局所发表的文告指出，这部电影严重混淆并扭曲了赛扎哈里在《内部安全法》规定之下被逮捕以及关押的事实过程。《赛扎哈里的17年》一片是赛扎哈里及其支持者尝试洗脱其参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活动、违反新加坡公共安全利益罪名的一项努力。媒体发展局宣称，“新加坡政府将不允许那些过去曾经威胁国家利益的人士利用电影来传达错误观念并混淆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扭曲政府所采取的正当关押行动（注：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65770.）”。但施忠明对此批评道，新加坡政府这么做是不想让历史真实情况曝光。

除了主要描绘反对党人士的电影外，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为主角的电影也引发了不少争议。2008年5月，新加坡民主党于党内小规模募款集会时播放电影《李家之下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Lee）。该片由一些反对派人士集体创作，内容涉及攻击李光耀家族的裙带关系，在播放时经举报由媒体发展局获知，媒体发展局迅速出动官员对集会予以中断并带走电影影像资料（注：“S’pore probes political film on Lee Kuan Yew”，Reuters，May 22，2008.）。相比之下，更引人注意的是，2005年Channel News Asia播出的共分5部分的纪录片，对人民行动党内阁多位部长加以褒扬，而这部纪录片并未被视为政治电影。反对党以该片美化人民行动党为由提出质疑，人民行动党当局则回应该片是时政新闻的一部分，因此《电影法》不适用。

《电影法》自1998年修订关于政治电影的内容后，围绕第2条、第33条规定内容，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国际学界与舆论也屡有批评。不过，人民行动党自身也在不断探索更妥善的媒体政策的可能性。2008年8月，时任信息与艺术部部长Lee Boon Yang在一次采访中提出政府会考虑区别对待有事实依据的纪录片，并尝试给予法律意义保护（注：“Singapore to ease ban on political films next year”，Reuters，August 23，2008.）。2009年1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将逐步放宽新兴媒体有关政治电影的禁令，并以政治电影商议委员会（PFCC，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对电影是否涉及政治内容以及是否符合《电影法》进行评估（注：自政治电影商议委员会成立后，已有6部电影被认为不再属于应查禁的政治电影之列。参见“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9/2010”，the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0.）。3月，经过国会激烈讨论并决议后，新加坡政府宣布修改政治电影禁令，通过《电影法》修正案。

根据修订过的《电影法》第2条第3款，以下电影均将不再被视为政治电影：仅仅以依照现有法律规定报道政治事件为目的的新闻；无论涉及任何内容都不会以戏剧化的方式加以描绘；提供了与真实情况一致的记录；不含动画制作，全部由真实存在的、准确的内容构成。该修正案使得植根于客观事实的纪录片得到很大程度解放，新加坡社会政治讨论的空间被一定程度上扩展。对于施行威权主义政体的新加坡来说，这已经难能可贵。

导演施忠明随即于2009年5月29日重新将自己拍摄的影片送审。媒体发展局根据最新的《电影法》认定《新加坡反叛者》属于纪录片范畴而不属于受到禁止的政治影片。9月，他的作品《新加坡反叛者》正式成为新加坡政府修改《电影法》后，第一部获得解禁的政治影片，并获准以M18级在新加坡进行公映（注：参见媒体发展局网站公文：http：//www.mda.gov.sg/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2009/Pages/11092009.aspx.）。

尽管对政治纪录片态度有所宽松，但人民行动党没有放弃1998年制定政治电影禁令的宗旨，即“政治讨论必须是严肃的”，“故意煽情、渲染、扭曲事实的纪录片或短片”，以及“以在新加坡的某种政治利益为目的的电影”依然在被禁之列。而且，由于政府行政权力过于强大，解除政治电影禁令的承诺无法得到彻底落实。电影审查委员会根据需要，会对政治纪录片继续以“该片故意渲染、扭曲事实”为由将其查禁。例如截至目前，施忠明导演的《赛扎哈里的17年》便依然没有被解禁（注：解禁，新加坡反抗者纪录片将可公开播映［N］.台北中央社，2009913.）。而且新加坡政府虽然修正了政治影片禁令，却依然保留了其他钳制方式。施忠明在《新加坡反叛者》解禁后抱怨，他的电影放映场次与单场观影人数规模均遭遇人为限制，总共观看过该片的人数不超过100人。对于某些以人民行动党领袖为题材的电影，新加坡政府则利用诽谤诉讼加以打击（注：新加坡修正影片禁令［N］.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9324.）。

总体来看，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虽然已付诸实施近20年，但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摒弃审查制，而是以鲜明的实用主义、渐进主义作风把分级制与审查制揉捏起来，使得新加坡的电影制度安排最终呈现为审查中有分级、分级中有审查的双制共存体系。

审查制为新加坡电影制度奠定了威权政治的基础与原则，分级制的出现则在过去沉闷的政治空气以及单调的电影审查中引入了一定民主化、宽松化的因子。人民行动党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审查与分级、在威权政治与民主化之间寻求平衡，找到政策最合适的落脚点。而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与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语境的特质，及其在最近20余年发生的演变是无法分割的。

（三）电影制度变迁与威权政体特质

电影制度作为大众传媒体系的重要一环，它的结构转型过程深刻反映出新加坡威权政体的自身特质，及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嬗变对社会的形塑作用。这种审查中有分级、审查建立在分级之上的结构，是新加坡威权政体中多种政治文化传统的融汇、特定的施政风格、全球化兴起等诸多复杂性与特殊性所共同决定的。

从整个社会来看，电影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新加坡威权政体自身结构转型的一部分。除了改革媒体制度，人民行动党政府从20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全球化变革，也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在新加坡社会的统治地位，作出了许多调整，例如改革民主选举、强化社区建设，以适当培育公民社会、革新文化教育等。与亚洲其他威权政体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纷纷消失不同，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与变革决心，这使它得以始终维持较为稳固的统治。

在这其中，李光耀依然是关键人物。自独立以来，李光耀一直以其经典儒家统治者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对新加坡政坛施加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社会改良者、实用主义的信徒。此外，英国殖民当局遗留下的宪政精神、儒家价值观中的柔性力量等政治文化传统共同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些年来，随着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高速稳定发展，国家学界对这个威权主义国家中唯一的富裕国家产生了众多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人权关系、亚洲文化背景之上。李光耀针对这些争议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亚洲价值观”，认为新加坡在经济上的成功很大程度来自亚洲文化的贡献。在李光耀看来，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很多政治、社会、文化范式应当被看做仅仅是“西方的”，而非“世界的”（注：参见Michael D.Barr，“Lee Kuan Yew and The‘Asian Value’Debate”，Asian Studies Review，volume 24，number 3，September 2000，p.310.）。他把亚洲的崛起与西方世界衰落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从根本上归结于亚洲文化的优越性——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集体主义等的高扬。出于发展经济的必要，家长式的政府同样变得不可或缺（注：“He links his arguments for paternalistic government to the necessity for strong measures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参见Michael D.Barr，“Lee Kuan Yew and The‘Asian Value’Debate”，Asian Studies Review，p.312，volume 24，number 3，September 2000.）；而在多种族社会的东南亚地区，在面对种族、宗教间紧张关系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更显重要。对于西方学界与大众传媒向他所采取的严格控制政策作出的猛烈抨击，李光耀以此作为回应。他不但认为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应当扩大内部交流与文化共融，甚至主张亚洲价值观以及亚洲发展经验也应当成为西方社会效仿的模式。如同过去亚洲国家学习西方经验一样，现在轮到西方国家反过来吸收、采用亚洲模式以实现自我更新（注：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09110.）。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引出了一系列更有意义的议题。过去的观点是有且仅有一种民主政体，那就是高度强调民主与人权关系的西方民主模式。西方民主模式认为没有对人权的保障便没有所谓的民主，普世主义也由此衍生。而现在的问题是以保障人权为首要目标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不自由的民主”。在东亚地区这一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民主是否有别的表达形式？虽然民主权利在新加坡仍然受到诸多限制，但至少从表面上看，新加坡具备许多西方民主因素：政治廉明、反对党的存在、严格的议会辩论程序等，人民行动党排斥的是“猖獗的个人主义（注：参见Tham Seong Chee，“Value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ume 3，Issue 2，December 1995，pp.114.）”，而非个人创造性与个人选择。有学者针对这种本地区政治发展的特殊性，提出西方式以保障人权为首要目的的自由民主体制，只是“民主体系”的一种（注：参见Daniel.A Bell，“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p.116.）。新加坡这样限制政治权利、优先提供社会保障，但是仍然具备一定民主因素的威权国家能否被称为“民主政体”的特别存在形式呢？关于这一点学界还莫衷一是，但已经有人表示：“自由的专制比没有自由的民主更加可取（注：Zakaria，Fareed，“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ume 76，1997，p.29.）。”

新加坡能够维持威权主义政体的存在，同时能够混合民主政体若干特征，其亚洲文化特点，尤其是儒家文化背景肯定作用明显。但是我们“不宜过分强调其实际政治作用，它更多地是在政治表达上发挥了修辞功能（注：金冠军，孙绍谊，郑涵，主编.亚洲传媒发展的结构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1.）”。文化背景只是造就新加坡独特威权主义体制的诸多因素之一。

1946年至1950年4年间，留学英伦的李光耀专攻法律，同时广泛接触各种政治学说与思潮。他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来自拉斯基（注：拉斯基（Laski，Harold Joseph，1893—1950）：英国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时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所教授的社会民主主义课程。拉斯基提倡机会平等、公平社会，他还承认国家在本质上与社会团体不同，认为国家应具有超越于社会团体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注：参见“The Plur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Selected Writings of G.D.H.Cole，J.N.Figgis，And HJ.Laski”，Edited by Paul Q.Hirst.London：Routledge，1989.）。对于李光耀这样来自殖民地、在祖国目睹过殖民者与日本占领者的种种特权的学生来说，拉斯基的理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李光耀随后又接触了费边社会主义影响。费边主义者基本观点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应当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过程。他们提倡阶级合作、社会和平，认为英国宪政的发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壮大，足以成为社会改革的基础。李光耀在当时几乎完全接受了这种理论，他说“费边主义者建议一步步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混乱……我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注：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20.）”。

费边理论对李光耀日后的施政哲学影响非常之深，虽然他称自己在70年代“厌倦了费边主义者的不谙世事”，但对于社会改良、政治改革的问题，李光耀认为这应该是一种“达尔文式进化过程”。每个国家都有成为发达国家的意愿，如果他们认为有一些政治特点或体系能帮助自己成功，这个国家便会尝试采纳并修改已有的制度。一旦新采纳的特点能够加速国家发展的步伐，就会被永久性地并入国家制度之中。总之，这是一个反复尝试、适者生存的过程（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50.）。

同时，实用主义色彩几乎成为了李光耀的标志。实用主义一方面表现在他对政治权威的维护上，例如他对《内部安全法》的看法在争取新加坡摆脱殖民地身份时还是“‘紧急法令’授予行政当局为所欲为的权力，使认真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可能存在。（注：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7.）”，而独立后他却认为《内部安全法》对于维持新加坡社会政治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予以保留。而为了保证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李光耀又依据《内部安全法》在大选前夜逮捕拘留反对党分子，限制他们造势发声（注：这次逮捕行动，实际上扼杀了当时唯一一支有可能成长壮大的反对党势力，标志着在名义上的民主制内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开始。参见Jon S.T.Quah，Chan Heng Chee，“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ingapore”，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89.）。另一方面在处理国家各项事务中，李光耀向来不愿被形式所拘泥，主张以务实的态度制定国家政策。在他看来，新加坡人所面临的大环境（地域狭小、资源匮乏）决定了新加坡的生存哲学以及新加坡人的性格。“当新加坡人说‘我们是现实的’，这并不是一句自贬的话，而是一种不须遮掩的表白（注：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M］.台北：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607.）。”李光耀关心的是，“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在诸如新加坡对华政策、经济发展策略、如何处理与工会关系、对大众媒体加以控制等等问题上，都表露无遗。

这种实用主义的作风带给新加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种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政策制定与讨论都因此可以在相对宽松的氛围内完成，李光耀以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为最终取向的政策很快获得了成功。尽管部分西方学者总是强调民主、人权的重要性，坚持认为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实践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是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的基础（注：参见Cranston，M.，“What Are Human Rights？”，London：bodley Head，1973.），但李光耀治下新加坡经济飞速跃升的现实不容置疑。“先发展经济、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再考虑其他政治权益”暗合了新加坡民众普遍的期望，因此这条道路在新加坡异常顺畅。

对于电影制度变迁来说，人民行动党先后颁布的政策同样目的明确：在帮助维持威权政体的基础上，使电影制度尽量以较低代价适应社会文化的新需要，促进电影业更好地构筑新加坡文化空间，创造经济收益。

更重要的是，李光耀所信奉的政治改良使得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获得了韧性稳定结构。当许多威权国家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随之崛起之后，在国家内部日益扩大的要求政治改革的作用力下，过分强调秩序与服从、缺乏灵活应变能力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削弱，威权主义统治基础被很快撕裂，民主派试图上台，并围绕政权归属问题与原有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很多国家甚至发生了很严重的军事政变、动乱。确实，以一些西方学者的标准看，他们完成了民主化过程，但是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糟糕的。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后举行大选，试行民主政治，但是这种尝试在1972年随着军政统治的开始宣告失败。1987年菲律宾颁布新宪法并举行了参众两院选举，可民主改革后，又接连发生了几次军事政变。李光耀就此总结到，“亚洲各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稳定（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55.）”。而实用主义与费边主义的渐进理性，很顺畅地帮新加坡解决了这个问题。

与实用主义共同支撑起新加坡威权主义的还有容忍精神。对不同声音的有限包容隐含在新加坡政治风气中，作为“家长”的政治领导者需要以负责任的心态积极地接受反对意见，并努力地寻求达成和解、共识的可能。同时这种精神也包含在根植于社会的不少宗教信仰中。

李光耀留学时代，便对英国宪政制度中的容忍精神印象深刻：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中，一切争论与矛盾都有着合理存在的意义与必要，宪政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各抒己见、寻求共识的舞台。他说：“我这一代在二战结束后留学英国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那一套纲领，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注：Lee Kuan Yew，“The Singapore Story：Memories of Lee Kuan Yew”，London：Prentice Hall，1999，p.131.）。”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需要构建一个互相容忍的社会，人民行动党不需要追求意识形态的绝对统一，因为“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不破坏国家的安全就可以了（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218.）”。

人民行动党大力倡导的“共同价值观”，在获得支持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片非议。很多国会议员——包括人民行动党议员在内，都批评“共同价值观”过于强调集体价值从而忽视了个人存在的意义，质疑从未有国家以如此直接的形式向民众灌输价值观，认为“共同价值观”是政府在排斥西方文化，抬高儒家文化的地位。但实际上这种不同声音得以存在本身就显示政府并无意以一元价值观念统一整个社会文化。在多元主义的新加坡要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发展动力，达成不同文化不同政见的容忍与谅解、寻求共识与和谐，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并没有指向最严苛的压制与绝对一元权威，同时也不意味着它允许反对者挑战威权基础。一切政策的制定、解释与实践，一切问题的讨论与争议，都是在这两种相悖的倾向中寻找平衡的艺术。而李光耀，正是此间高手。

在实用主义施政风格、社会改良的渐进理性、有限度的容纳调和不同政见，以及李光耀个人极其精明的政治手腕与实干才华的共同造就下，新加坡非常圆满地解决了威权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会经历三个阶段的转变（注：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864.）。威权主义政体建立之初，凭借在解决维护政治稳定、保障社会秩序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中所表现出的优越性，来作为证明其合法性的理由。但是这种“负面合法性”会随着时间而衰落，威权主义国家必须将政绩与誓约作为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政绩衰落成为很多威权国家合法性削弱的标志。不景气的经济表现、不断上升的失业人口数字、繁杂的社会问题使得政府没有能力完成对民众的誓约（允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从而导致威权主义政体开始民主化的第一步。

和其他威权国家一样，威权政治在新加坡独立之初也因强调秩序而获得了合法性。但与很多在20世纪70、80年代因经济衰退、停滞而开始民主化进程的国家不同，实用主义精神带给新加坡经济发展充沛的动力与灵活应对的大幅余地，这使得新加坡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上的一个又一个难题。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新加坡总能安然度过，并最终以很短时间完成现代化历程，迈进发达国家行列。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很好地解决了贪腐、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塑造出新加坡良好的国家形象，文明、法制、洁净成为了新加坡的名片。正如李光耀所说，“如果你们想要好的生活，就选我。”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对待“誓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每次竞选之时对民众作出的承诺基本能得到有效的落实。政绩之于新加坡，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人民行动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引以为豪的政治资本便是其卓越的政绩。

除此以外，按照李光耀的理解，一个“好政府”，既要政绩卓著，也要懂得自律和取信于民，人民行动党为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我监督体系，使其自身兼具道德性的优点。李光耀还根据“精英治国”理念，通过一系列选拔人识人用人的机制，培养出符合新加坡社会期望的公务员体系。就这样，威权主义政体合法性危机在新加坡并没有出现，甚至有人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在新加坡最高（注：黛安·K·莫齐，主编.东盟国家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对经济发展的不懈追求与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方式再次帮助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住了政治权威地位。而李光耀本人作为人民行动党政治领袖长期执政，在近半个世纪岁月中不断强化了自己对于“纪律”、“秩序”的理解与偏好。

李光耀认为，“大多数新加坡华人都不想要积极参与政党，这不是他们的文化。他们要的是有人好好治理他们，给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注：李资政告诉《纽约时报》访员35年来治国之道［N］.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816.）。”他并不像西方政府那样在乎民意调查，反而认为政府或领袖不能随群众起舞，李光耀十分赞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手上握着‘大棒子’”，也敢于挥动“大棒子”。因此人民行动党当局甚至敢于在选举年实行严峻而不受欢迎的政策。人民行动党多年来不断刷新政绩，支持率居高不下，李光耀自然更加笃信自己一手建立的威权制度。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合法性的巩固与新加坡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是无法分开的，在多年来卓越政绩的庇护下，威权主义在新加坡最终被予以认可并保留。

作为“后殖民国家”的新加坡，除了历史沉淀的儒家价值观外，其政治结构还深受近代欧洲殖民地专制传统影响（注：殖民时代新加坡行政、司法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均归于总督。参见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61.）。殖民地历史给新加坡留下了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内部安全法》之类的控制手段以及实际的执政经验。可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也继承了西方式的宪政精神与多党竞争的政治框架。“民主”与“威权”两个彼此矛盾的维度在此进行了有趣的组合。

这种组合表现在政治行为中，人民行动党采取一系列压制市民社会、重视秩序、强调传统、牺牲了部分民主权利并且大量介入民众生活的政策（注：参见Mark Crinson，“Singapore‘s moment：critical regionalism，its colonial roots and profound aftermath”，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volume 13，number 5，2008，pp.585604.）。但是政府并未把任何意识形态绝对化、单一化，也没有取消工会这类组织的存在，市民社会依然拥有保持其存在所需要的根基。这种改良后的威权主义被新加坡学者称为“接受威权主义与系统化社会秩序的政治体制（注：Lee Tsao and Linda Low，“Local Entrepreneurship in Singapore：Private and State”，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0，p.146.）”。它使得新加坡的制度安排体现出许多看似非常矛盾的特点，并直接覆盖影响了媒体制度，甚至电影制度的制定与改革。

威权主义最为西方民主政治所诟病之处即在于钳制舆论、压制言论自由、实行严峻的意识形态控制。近些年来，针对新加坡媒介政策的争论不时见诸西方报端，李光耀、吴作栋等新加坡领导人更是与西方媒体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诉讼。李光耀并不认可西方模式可以成为世界标准，认为一味强调言论自由有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声称“不能容忍错误的概念四处宣传，政府必须像歼灭病菌一样，推翻没有事实根据的意见，以免这些‘病菌’博取人们的信任以危害社会（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232.）”。但总的来说，新加坡威权政体这样“实行选举制的独裁政府（注：参见Diamond L.“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13，2002，pp.2135.）”对于大众媒体的现实作用便是：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积极谋求融入全球传媒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不断调整传媒政策，以期更有效地掌控大众传媒领域的话语权，同时始终把抑制市民社会在媒体中的渗透与发展、维护传统理念与价值作为媒体政策的重要任务。

在明确了这种独特的威权主义社会语境，以及它施加给社会，乃至媒体的影响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地理解，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作用中、在严格控制与适当放松两种方向之间、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庇护下，新加坡是如何在威权主义影响下，形成目前审查中有分级、而审查又凌驾于分级之上的电影制度的。未来，新加坡电影制度会随着时代发展继续变迁，但它无法摆脱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特质的深刻形塑作用。

七、电影制度结构转型的推动力

近年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方面继续强调社会责任、公共安全、道德观念等因素决定了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以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在电影领域无可否认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陆续积极引入各项改革措施以推动制度创新与转变。追求经济新发展、以文化多样性推动创新，这构成了传媒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

分级制度于1991年的推出虽然只是众多革新措施中的一环，但分级制度的实施扩展了自由创作与多元选择的空间，部分溶解了威权主义体系在电影领域的统治力，发挥了激活电影创作、更大限度开发电影市场的实际效益。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本土电影大量吸收西方现代影视理念，为自身注入了鲜明的当代气息，提升了自身影响力（注：郑燿霆.90年代的新加坡电影与弱势群体［J］.当代电影，2005（4）.）。

实际上在电影政策之外，新加坡的媒体政策，乃至整体社会制度同样在经历着嬗变：2003年新加坡公布“21世纪媒体”计划，提出将新加坡构筑成为亚太地区影视产业中心，并将之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地位；2000年政府决定强行打破两大传媒集团新传媒（Media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以经营广播、电视、电影为主）与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经营报纸与期刊）之间的平衡状态，让这两大集团互相进入对方的业务范围，彼此竞争媒体市场份额与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市场；素以法律森严著称的狮城，近年除了对大众传媒领域中政治电影、情色、暴力等放宽限制外，连续发布了多项令人眼花缭乱的解禁项目（注：重造新加坡委员会向政府提出的开放项目超过100项，而政府对其建议大致接受。），政府甚至公开承认以后将考虑聘用同性恋人士为政府公务员。

前任总理吴作栋在公布其“重造新加坡”计划时便表示政府将尊重多元选择的合理性。吴作栋认为，“如果要民众多为自己做决定，（我们）就必须允许民众多冒些风险”，从新加坡的实践行动来看，“如果我们要推动一个敢作敢为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允许某些具有风险及一点刺激的活动”。

与邻国马来西亚或者泰国不同，激烈的政治制度转变与政治运动并没有在狮城出现，新加坡也没有在亨廷顿所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发生民主化转型。但这并不妨碍在自殖民时代以来便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制度框架内部，制度创新因素安静裂变的过程。电影制度由审查制到分级制的转变，就是这种看似静态的发展过程所结下的最新果实。要解释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动力，一方面要考虑当代全球化这一历史变革进程对于新加坡的外部作用，另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本国相对特殊的威权主义政体相结合。

（一）全球化

当今时代，全球化正以多种方式、多种维度改变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建立在全新的电子通信技术与跨国公司之上的世界新体制超越了单纯国别、国境之类的民族国家界限。许多学者乐于阐述单纯作为经济现象的全球化，例如资本与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是如何将各个经济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并形成全球市场与经济一体化，或者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竞争（注：参见Min Lei，“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World Economy：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Canadian Social Science，volume 6，Issue 2，2010，pp.5360；Dau-Schmidt，Kenneth G.，Carmen，“The Global Economy”，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volume 13，Issue 1，2006，pp.165205；Storper，Michael，“Lived Effects of the Contemporary Economy：Globalization，Inequality，and Consumer Society”，Public Culture，volume 12，Issue 2，2000，pp.375410.）。虽然经济维度是全球化之于普通人生活感受最为明显的角度，但全球赋予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更为深刻的改变，是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诸因素共同运动形成的复杂集合。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民族、世界体制、人类集体诸多秩序交错其间，共同构造全新的世界生态环境（注：参见R.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A，1992.）。

电子科技的日新月异、通信技术由模拟网络到数字网络的转变，史无前例地拉近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社会，乃至个人之间的距离，时间与空间深度压缩，人们习以为常的明确的国家界限观念日益淡薄，可能原本与某一遥远地域了无关系的民族国家，也不得不选择成为新的世界联合体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赋予了我们崭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全球化视角。全球化视角开阔了生活在各民族国家民众的眼界，使政府与普通民众认识到，与世界其他部分不断加强的联系意味着自身行为与世界问题的联动。贝克教授认为，“此时此地在国内和国际运作的世界，内政已经演变成一种从结果看完全公开的转移权力的游戏”。民族国家政府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们再也无力完全独自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在这场游戏中，边界、基本规则和基本差别都是国内和国际的跨国运作公民运动、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政府与组织重新讨价还价的结果（注：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M］.胡颐，蒋桂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

这种新的视角促使民族国家民众及其政府不得不改变固有姿态，全球化也因此构成了新加坡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变迁的时代语境与内外交集的力量。

从经济上看，世界经济走向电子一体化时代，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开始面临挑战（注：吉登斯.社会学［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6.）。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使用互联网与崭新通信技术的队伍之中，一个隔绝于世界信息网络之外的国家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市场中失去其竞争力。尽管全球化主要规则由西方社会主导建立（国际法、经贸协定、各种国际政府组织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但新加坡缺乏腹地与自然资源，面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除了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争取信息话语权与全球经济体系地位外别无他法。

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各国的传媒格局，从覆盖面到影响力，从经营方式到组成结构莫不如此。传媒正经历着垄断日益凸显、跨国生产、日益扩大的竞争范围等一系列新挑战。在由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支撑起的信息时代中，工业愈发失去在经济中的核心价值地位，信息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标杆。因此，从文化上看，伴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首先作用于文化结构的结果，即知识经济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交流，旧的世界文化版图被打破，并最终改变新加坡电影制度的文化基础。

就电影产业而言，由于局限于本国狭小地域与相对匮乏的人才储备，新加坡电影市场自出现起便基本被进口电影所占据。伴随着与以美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签订贸易合同、全球电影市场的形成与跨国电影巨头吞并市场的决心，新加坡电影制度更加迫切需要按照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进行改革，以求与世界接轨。因此，在欧美国家已成大势的电影分级制度必然成为新加坡需要借鉴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持续增长与有力的社会保障下成长起来的新加坡中产阶级，是新加坡电影制度的主要服务对象，他们本来就因新加坡特殊的社会构成而具备多元文化特点。在遍布全球的跨国电视台与互联网络崛起后，夹裹在越境数据流（注：参见Barry Mahon，“Transborder data flow：how it impinges o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Aslib Proceedings，volume 38，pp.257261.）中海量的各类信息融汇为“全球文化”，并通过各种电子技术被民众接收。如今想要再成为文化上的孤岛，无异于宣布彻底脱离全球传媒圈之外，而这是任何一个理性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因此，新加坡政府想再做到严格控制民众所接触的传媒内容在理性角度越发不现实。

观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文化层面，有两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

第一，随着全球化的触角探入文化领域与媒介领域，文化意识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变量，多元文化成为基本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原本潜伏于一国之内的不同属性文化开始兴起，与全球文化进行相互交往。在形成全球性共同观念、相似看法的动态融合过程同时，也放大了不同文化在价值、道德、习俗上的差异与分化，并最终在无所不在的全球化环境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差异。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文化往往对同一问题看法南辕北辙，矛盾重重。此外，全球化所引发的种种世界范围内社会结构转变，更是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乃至草根文化、同性恋文化、女权主义文化、性文化等社会亚文化提供了培育与生长的天然温床。新的传播技术则为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流推波助澜，不可能再有类似极权主义那样，排斥并消灭一切不一致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多样化成为国际社会和许多民族国家文化政策变迁无可阻挡的趋势。

对性的态度转变是新加坡社会文化变迁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尽管一份于1995年进行并被新加坡国会引用的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不赞成婚前性行为，66%的受访者不赞成同居，高达86%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同性恋，同时报告特别强调，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是“极其保守”的（注：参见“Censorship：Balancing Liberalization with the Need to Protect Society”，Straits Times，April 22，1995.）。但是2000年由新加坡社会发展与体育部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较年长的新加坡人中，分别有80%、70%、71%的受访者认为同居、离婚与同性恋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年轻人中则分别只有51%、47%、71%的受访者持同样的反对态度（注：参见Kenneth Paul Tan，“Sexing up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volume 6，2003，p.410.）。在受互联网影响更深、融入全球文化更多的年轻人群体中，对待性的态度与老一代新加坡人相比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如果考虑到新加坡本身即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国家，回头再看新加坡电影制度的变迁，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民行动党政府最终放弃“一刀切”式的审查制而选择了尊重多元多样需求的电影审查分级混合制度。

吴作栋曾形象地比喻：“并非每间房子的装潢都需要相同品味。有些人喜欢冷色调，有些人则喜欢在墙上贴上美女海报。”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单纯出于谨慎考虑所做出的“选择”，更是在多元需求兴起、社会态度改变等现实压力下的必然要求。

第二，虽然欧美国家在全球化文化传播中有输出“普世价值”的兴趣，欧美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占据着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空间，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从未失去过自身传统文化在国内的深刻烙印。

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一直以巨大的优势牢牢控制着世界电影市场，乃至跨国大众传媒。早在1969年，美国学者希勒便指出“美国的军工企业正利用电视节目与影片夺取文化产品方面的全球主宰权（注：伽摩利珀.全球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39.）”。不少学者对全球化形成了一种“文化焦虑”，担心欧美国家会凭借在世界经济体与信息传播方面的优越地位，依靠媒介话语权与所有权的过分集中，输出（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的）西方社会自认为能被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即所谓普世价值，变全球化为“西方化”，以形成文化霸权，进一步巩固西方社会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并破坏其它国原生社会文化环境。

但总的来看，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同质化现象并没有完全代替民族国家内部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努力。除了全球化外，民族国家也在同时经历着逆全球化过程的区域化与本地化对于本国内在特质的塑造，而本地化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增强对社会与国家的控制（注：Hines，Colin，“Time to Replace Globalization with Localization”，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ume 3，Augest 2003，pp.17.）。在开放的全球化进程中塑造全球文化的同时，各个文化间的差异并没有被抹去，反而在不断的同质化与分离化两种看似背道而驰的倾向之间得到争鸣、放大与保留。

当今世界媒介语境中，往往正是由全球化推动形成的跨国政府组织或者国际协定（例如WTO协定中对电影配额的规定），充当了保护各民族国家差异的角色。

对民族国家来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结合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社会形态，逐步形成本国文化轴心与制度内核，也在发挥着抵制全球文化同质化的作用。新加坡作为本地区融入全球化态度最积极、经济发展水平也最高的国家，正是在与西方文化就某些内容谈判调和之余，大力维持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统治地位。李光耀曾与西方舆论界激烈辩论过的“亚洲价值观”便是具体表现之一（注：参见Michael D.Barr，“Lee Kuan Yew and the‘Asian Values’Debate”，Asian Studies Review，Volume 24，2000.）。

李光耀认为尽管新加坡的社会文化注定会由于经济腾飞、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发生改变，但新加坡仍然需要保留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他说，“身处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能在探索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于是新加坡对西方试图以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代替本国文化传统坚定说不，坚持传统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注：同上。）。

结合这两大基本事实，我们可以认识到，全球化使新加坡国内多元文化需求日益上升，迫使新加坡政府必须采取适应措施，并尽可能在不触及政治底线前提下满足这些新的需求。与此同时，新加坡为投身世界范围竞争、接轨世界电影发展主流趋势，也在主动借鉴源自欧美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度，但是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

对于新加坡威权主义体系面对全球化时所作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会的Terence Chong教授将其称之为“选择性全球化（注：Terence Chong，“Singapore，Globalizing on Its Own Terms”，South Asian Affairs 2006，pp.265282.）”。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鼓励社会投入经济全球化中，以求在世界竞争中继续保有领先地位的竞争力，一方面依然在积极维护“保守化社会”。

如果以移民、国际金融一体化与高科技电子通讯来阐释全球化的意义，新加坡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国家，但它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对媒体的控制方面）的表现又显得与这个概念距离甚远。这种彼此矛盾的实践行为或许从侧面印证一个事实：对于新加坡这个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国家来说，保持国家存在与发展才是唯一目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不过是一种手段。

正因如此，新加坡电影分级政策中，才会继续保有如此之多的审查禁令与限制。因为电影分级政策归根到底，也不过是维持执政权威、确保新加坡稳定发展的工具之一。总之，我们需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全球化进程施加给新加坡电影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结构调整与转型固然形成了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推动力，但不宜过分夸大其对新加坡媒体政策的瓦解作用。

（二）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有限松动

除了经济与文化层面，全球化进程也影响到了新加坡社会的政治结构。

从世界各国普遍状态来看，全球化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可以被视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集中、深化体现。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经济活动首先摆脱政府影响，通过各种国际经贸条约或国际法的形式削弱了政府的经济主权。在全球化浪潮前，政府通常只需要对国内各种力量间进行制衡，而现在政府还需要和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展开博弈与抉择。

对于这种改变，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丢失的不只是部分经济主导权，全球化颠覆了民族国家执政权威的基础、抹去了不同国家间的边界，国家甚至退化到只保有内部行政、国防以及维持治安的功能（注：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M］.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9；鲍曼.全球化：人来的后果［M］.郭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3.）。实际上，政府的活动空间虽然的确有所减小，各种国际力量也在逐步上升，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各国政府仍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代表。全球化并非模糊了国家边界，而是模糊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界限。

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活动，便使得国内事务越来越体现出国际背景。政府如果要允许本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便必须接受越发难以分辨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现实。换句话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必须使得国内制度安排能适应于国际政策，各国政府间为此要就各种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全球化进程就这样在新加坡外部发挥着消融威权政体外壳、渗透新加坡国内媒体制度安排的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得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有所松懈。

全球化还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个人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在社会中各领域的影响使得几乎每个人都在被全球化改变着，人们有更多机会与条件认识自己的位置，了解并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建立新的自我认知。在新加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宗教的影响都在减弱，人们开始更轻松地构筑自己的生活与选择。这种不断增长的个人能动性削弱了国家本身以及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注：Per Gustafson，“Globalisation，multiculturalism and individualism：the Swedish debate on dual citizenship”，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volume 28，p.463.），同时侵蚀了执政权威的基础，使得国家权力出现了从上向下的转移，从民族国家重新分配给较小的单位（注：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M］.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民众除了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之外，还呼唤更多的观影自由与选择余地。实际上不光是新加坡，扩大民众权利是20世纪各国政治普遍变革趋势之一，新加坡所做的建立电影分级制度、政府与制片方对电影分级“共同管制”等努力只是民众权利扩张的其中一种表现。

这种趋势在新加坡的出现，又是以新加坡特殊的威权主义政体作为关键背景的。中国台湾学者洪镰德以及一些大陆学者将新加坡政治体系称为“软权威主义”政治，认为新加坡政治现实情况在一开始便与出现在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军人政权有所不同。新加坡自开埠之后一直以殖民地身份存在，虽然与亚洲本土文化观念差异甚多，但毕竟英国殖民当局在百余年经营中，以本国模式为蓝本，最终建构了西方式的基本政治结构与宪政精神。早在1867年殖民当局便颁布《海峡殖民地宪章》，将其与英国宪法共同适用。这使得新加坡很早便将公民基本权利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下来并加以保障。同时，宪章的存在令新加坡政治生态环境中拥有了多党竞争的民主因子，这点与东方专制主义大相径庭。新加坡在独立之后，直接承继了源自英国的文官系统与政治制度、理念，所以与严酷的军人政权相比，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从一出现便拥有天然的民主特征与法制规范性，并与新加坡亚洲文化背景——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紧密结合，也因此更具伦理色彩和柔和性。

这再次肯定了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的多元特征。这种多元性出自历史惯性、文化起源、社会结构、国际背景与人民行动党执政信念，使得新加坡一方面施行威权主义统治，一方面又允许民众与反对党的适度表达和有限竞争。凯伦斯·滕纳教授曾总结威权主义存在着不宽容异己的倾向，总是“时刻防微杜渐，力求一致，建构并维持着集体标准规范（注：Karen Stenner，“Authoritarian Dynam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5.）”。对于威权领导者来说，所有挑战标准规范的情况都是不值得尊重的。但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并非如此，反而在政治领域中存在着一定的容忍空间。

根据葛兰西的理论，新加坡更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霸权国家”而非“独裁国家”（注：Soek-Fang Sim，“Obliterating The Political，One-party ideological dominance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news in Singapore 21”，Journalism Studies，volume 7，2006，pp.575.），“它的威权统治不仅基于强制力量的支撑，还拥有广泛的认可。（注：Diamond，Larry，“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13，2002，p.22.）”在葛兰西看来，霸权并不只是由武力推行，形成意识形态霸权还包含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间通过争论、博弈，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很多说服、妥协的余地，最后达成的“共识”也远比单纯依靠压迫所维持的统治更具人心。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霸权国家，推行的是在人民行动党主导下，经过政府权力、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全球化等诸多结构性因素谈判、调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性质为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保留了讨论空间，并保证最后的制度安排能获得大多民众的满意。

在目前的全球化世界语境中，新加坡依然在各个领域中面临着民主转型或维持威权政治的问题。如同萨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一致，新加坡确实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而听到了更多不同政见的声音。但通过协调政府、市民社会、工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地商讨交流，新加坡社会业已形成的韧性稳定结构使得政府有能力几乎不花费太多精力便完成调整，同时保证改进体制之后社会状态依然可控。同时，《内部安全法》赋予政府超越司法权力的行政权限，作为保证权威的最后王牌。

在媒体方面，新加坡前后执行或颁布的政策可以归类为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倾向，但这些政策集合到一起，却能发挥出人意料的配合作用：既满足越来越多的不同利益需求，同时保持自身稳定。面对随着社会发展而屡遭诟病的电影审查制度，执政者看起来似乎下定决心将之改革，并应社会呼声之情颁布了分级制度。但紧接着，人民行动党政府以政治电影禁令、继续赋予电影审查委员会查禁影片的权力等政策制衡分级制，同时也限制所有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被继续视为“不良的”、“不合时宜”的电影。

有些时候，这些政策看起来像反反复复摇摆不定，但人民行动党收获的依然是媒体产业（自然包括电影业）连年不断的快速发展，并牢牢控制着社会运行轨迹，一如其在国会中长达40余年稳坐如山的优势地位。表面上看，人民行动党政府长袖善舞、收放自如的执政水平令人赞叹。事实上，这是由于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体制本身的多元性与容忍精神，帮助吸收了儒家文化、东方专制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精神与殖民地管制模式等不同文化系统中有利于新加坡发展的部分，并加以调和，最终使之契合新加坡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现实条件。

在全球化的世界变局中，新加坡需要做出改变，也必须做出改变。但是威权主义的国家性质对此一再强调：维持国家政权稳固与执政权威，同样是新加坡不容挑战的底线。如果说全球化解释了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那么相对特殊的威权主义在新加坡社会内部为制度变迁预留空间，同时划定不容超越的界限。

（三）新制度学派视角的考察

新制度主义理论由美国经济史学者诺斯在20世纪70年代奠立基础。虽然其后的学者依据个人视角的不同，由新制度主义理论衍生出许多争议，但该理论框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仍将是解释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有益视角。

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密不可分，强调应将制度而非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借用经济学范式中的理论与术语，以制度为核心统一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人为设计的影响人类互动的约束（注：North.Douglass，“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ondon：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新制度主义语境下的“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具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家庭、企业、政府、市场属于前者，而价值、道德、意识形态与人的行为习惯则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注：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7378.），它们通常会产生多种形式的互动。而制度变迁，正是在这两者复杂互动中，“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组成（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83.）”。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

为了进一步说明，诺斯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础，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借以说明绩效取决于“产权”、国家是“产权”的界定者与实施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影响等问题。诺斯认为，要理解社会制度变迁，就需要首先理解作为一种政府组织的国家的功能：“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4.）”国家需要从现行制度或制度变迁中收益，同时也需要确定产权结构以及各类组织间的契约关系，对社会发展或衰退负责。

与霍布斯契约论所提出的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与公民达成契约，国家要为公民服务”不同，诺斯的“经纪人假设”认为，经济过程的参与者均以获得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抉择的时候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一方。“经济人”不再秉承理性至上的原则，而是由理性与自利共同支配。在参加经济活动时，人们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又关注如何将支付成本降低，因此，“规则（制度）的设计通常将服从成本（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46.）”。当“经济人”的假设由经济领域被推导至政治领域，“个体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注：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经济学［M］//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41.）”。“政治人”与“经济人”会一样以个人收益为目的、以“成本—收益”计算为选择根据，因为两者都是理性的、利己的。

新制度主义语境中，制度制定者（无论他是经济主体或政治人物）构筑制度的过程是其在成本与收益引导下不断博弈的过程。在诺斯看来，受利益驱使的行为主体如果通过变迁预期中认为可以收益或减免损失，就会产生变革现有制度的倾向，当要求改变制度的行为主体的力量超过要求维持现行制度的行为主体力量时，制度的均衡随即被打破，并根据收益预期产生变迁。

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考察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解释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制定威权主义政治体系与审查制度、推行分级制度的同时又保留审查手段的原因：对复杂的预期收益的追求。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外生的。如同我们论述过的那样，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过去各个区域与社会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如今各种层面、各种方位的互相交往与依赖所替代。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局限性被打破，不管是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环境都被极大改变了。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文化在同质化与分化两种相反趋势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威权主义的新加坡过去赖以稳定的环境不复存在，政府作为威权主义体系下强势力量的代表必须有所反应。

在电影制度由审查到分级的变迁这一问题中，人民行动党政府复杂的收益预期一部分是巩固政治权威、维护统治地位；一部分是秉承精英治国的责任感，呼唤维护新加坡传统价值观念、保障未成年人成长空间；另一部分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发展电影产业。很难说这三部分预期哪一个更加重要，它们在新加坡建国后的短暂历史中接替反映在政府各项电影制度安排之中。

再加上新加坡民众受制于过分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本身渴望更加自由的选择余地与政治讨论空间，于是也出于对这些渴望的收益预期而积极参与、促进制度改变。这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预期共同构成了新加坡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调整电影审查制度的动力。

制度变迁模式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新加坡市民社会也发出了一定声音要求变革，但考虑到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的性质，将其电影制度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定义为从上而下显然更为准确。这种受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注：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4.）”，新加坡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指挥者的角色，利用优势地位干预或引导电影行业与社会公众接受新政。同时，政府并没有拒绝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在变迁过程中不间断地和公众商讨，以不断做出政策调整。

但是，这只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预期收益高于制度变迁与调整的预期成本时的情况，一旦政府认为制度变迁会减少自身的收益或者威胁到执政权威，那么政府将拒绝继续商讨以保证其收益（保留《内部安全法》赋予的强大行政权力作为最后武器），或者干脆拒绝继续推进制度变迁的过程。

如诺斯所指出的，国家需要“界定产权使租金最大化”与“降低交易费用使得社会产出最大以增加国家税收”。事实上，这两个目标是经常冲突的。它们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理论中著名的“诺斯悖论”，同时在新加坡电影制度的案例中决定了新加坡政府必须在维持执政权威、巩固统治地位、扩展讨论空间、提供自由选择等问题之间摒弃绝对主义的执政风格，而采用反复博弈的策略，平衡多元需求。

因此，我们不难更为深刻地理解，在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会采取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政策，为什么会在颁布政治电影禁令之后又取消禁令，为什么会在分级制度中保留如此之多的审查性质规定。所有的这些相悖之处，都是人民行动党作为积极的统治者，为平衡多方收益预期，在变迁过程中不间断地和公众进行商讨，以不断做出政策调整。

八、结论：新加坡电影制度演变趋势

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体制，既承继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管制体系，又与其亚洲文化背景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一脉相承。建立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市民社会受到挤压的威权主义体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于新马分家后所迫切面对的生存难题：如何在政局动荡起伏的东南亚与大国制霸的时代洪流中谋求生存。如亨廷顿所言，“在早期阶段，现代化需要政策创制，需要权力的集中（注：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31.）”。以李光耀为首的一批精英强人，以西方宪制为体、东方价值为魂，在狮城创造了高度稳定的政治体，并在创制的同时，完成了牢固控制大众传媒的目的。

应当承认，自1965年独立后，对大众传媒长期实施的严苛审查，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抑或为了维护传统道德，确实为新加坡维持稳定的政治与社会局面做出了可观贡献。李光耀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媒体有责任协助，而不是妨碍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新加坡各类媒体之中，电影受审查钳制最严，经历变革最早，承认争议最多，但也受社会欢迎最多。

电影制度的变迁，伴随着新加坡政府对其认识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政府宣布，将扶持电影事业发展，调整电影产业政策，但时常被批评为只关注电影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执政风格趋于放松、与市民社会对话有所增加后，新加坡政府逐步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扩展政治讨论空间、提供更多选择自由已经不仅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改革方向，而具备现实紧迫性与必要性。全球化背景中，新加坡旧有电影制度已经无法继续在多元文化兴盛、中产阶级崛起、市民社会需求扩大的现实条件下继续保持平衡状态，电影审查制度需要进行革新以适应变化。在此基础上，电影制度的改革被提上层面，并最终促成了1991年推出的三种级别分级制。电影制度的指导精神，亦从此由“严格控制、全民一致”转为“区别对待、提供选择余地”。

电影制度从审查制走上分级制，意义重大。成年人因此可以观赏到更多、更丰富的电影内容，电影制作者也得以大大放开手脚，自由创作。自颁布分级制到2004年确定目前的分级框架，经过十多年的细调，电影分级制度越发完善，对不同级别电影的分级也形成了相当固定的套路。许多过去不能拍、不能看的内容进入了人们视线中，甚至政治讨论的空间也一定程度地扩展。李显龙于2004年就任总理时便说，“将继续塑造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有活力的新加坡”。

但这些都并不足以证明威权主义的影响离开了新加坡政治，离开了新加坡电影制度。在现行使用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涉及审查方面的内容大幅度保留，电影审查委员会继续保有查禁任何一部电影的权力，政治影片禁令也依然在很多情况中有效。受制于不完全的电影分级制度，新加坡电影制作人并没有停止通过自我审查的努力规避查禁、诉讼等一系列问题的方式。与新加坡这些年实施的许多改革一样，目前的新加坡电影制度是不同力量、不同利益需求博弈的结果，表现为审查制与分级制的复杂混合，并且以审查为基础。

新加坡政府一方面以借鉴欧美的分级方式与精神改造旧有的审查体系，一方面绝不愿意轻易放弃审查手段对执政权威、传统价值底线的保护。我们可以将新加坡电影制度定性为“建立在威权主义体系范畴内，给予适度的选择自由与讨论空间，兼具审查管控与分级精神的混合制度”。

那么，新加坡目前的电影制度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对于诺斯所持有的制度变迁诱因外生的观点，阿纳·格雷夫认为，如果制度想要带来成功的收益并长期存在，就必须至少是自我实施与自我强化的（注：李月军.反思与进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9（32）.）。这种自我强化的观点直接对应新制度主义框架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即制度变迁会存在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并沿着某种固定的路线一直演进下去，哪怕有其他路径以供替代，该路径也不会被改变。路径依赖会使现行制度要么在正反馈机制中走上良性循环轨道，进入不断优化的道路；要么情况恰恰相反，在恶性循环之中使得无绩效的制度长期存在。

诺斯在考察制度变迁中的这种现象时认为，造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是收益递增与交易费用的不完全市场（注：North and Douglass Cecil，“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95.）。所谓收益递增是指虽然建立一项制度需要大量成本，但随着初始制度的建立与施行，以及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制度的学习与适应，制度的运行成本会不断下降，而且收益递增效应是不可避免的；不完全市场可以理解为“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相对而言，完全市场即是指“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考虑到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体系对媒体政策、运行的强有力管制，完美的、开放的完全竞争环境是不存在的，政府会以强大的行政力量维护其政策推行，并将反对声音最小化。这是否证明，新加坡目前的电影制度变迁会维持当前基本状态不变？

针对路径依赖理论，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路径替代”说。认为制度变迁既然可以分为诱导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就等于承认突变型制度出现的可能，因为强制性变迁的行为是政府以强有力的指导与行政权威来完成的，政府有可能毅然做出这种改变（注：郭忠华.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J］.天津社会科学，2003（4）：8286.）。但是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人民行动党政府有突然试图改变当前电影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制度本身的可能性吗？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要改变现有制度一定需要新制度安排的收益预期。在电影审查与分级的道路上，无论是转回严厉管控的审查制度，或者走向更加开放、不加限制的分级制度，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况中，明显都不利于人民行动党政府继续巩固在新加坡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也不利于政府与民众之间更好地在电影制度安排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除此之外，从非正式制度概念出发，也能得到同样的推断。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交往中，在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产物，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与承继性，并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非正式制度包括风俗、不成文的道德价值观念、习惯、情感模式等。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不可避免地在互动中影响到正式制度的组成、变迁。与文化一样，非正式制度虽然具备流动性，但同时具备相当大的稳定性。无法否认非正式制度时刻处在凝聚、提炼、扬弃的过程之中，但这一过程是漫长而不易察觉的。由新加坡政府部门在2000年进行的调查虽然显示青年人对性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总体上新加坡依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大多数人在多年严格教育与环境感染下，往往更倾向于接受传统价值观念（注：参见Kenneth Paul Tan，“Sexing up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volume 6，2003，pp.410423.）。在这里，新加坡威权主义国家的性质再次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政府以国家名义通过各种鼓励、强制政策不断地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同时将家长型政府、严峻的法律观念等纷纷植入新加坡公众的意识之中。这些意识构成了非正式制度的基础，并最终间接发挥了维护当前制度安排方式的作用。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伴随着全球化这一时代主题，分级制度将会越发深入人心。在广泛的讨论之中，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度将赋予公众更多理性选择的能力，但超越政治底线与普遍价值观念的内容都将受到限制，政府会继续拥有强大的管制能力。只要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就不会偏离审查制与分级制混合存在、审查制高于分级制这一基本制度安排。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历史变迁可能主要是不断渐进改良，以求更加成熟有效，并以此巩固执政权威，不断确认政府的合法性。


后记

《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历经九年之久，终于成稿，回首往昔，感慨万千。

2004年秋开始，在本人安排与深度参与之下，付永春、宋珊珊、刘亚文、黄智芳、倪琳、王昊奕等同仁耗费数度寒秋，潜心于当代国际电影与审查制度研究，成就了一系列研究论稿。其间，张陶、赵翀、赵海风等人鼎力相助，撰写了长篇论著。

在发表前期学术成果基础上，2006年该研究项目有幸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资助（08JA860012）。其后，又有数篇长篇论文刊发。

这一专著的基本框架是在本人从事西方传媒制度研究过程中逐步萌发与成型，上述各位贡献了大多数思想。多少个昼夜长谈，多少次唇枪舌剑，而今追忆，历历在目，心怀感激。许多研究思路偶然，而又顺理成章。

该论著具体分工如下：

余确立议题，阐述问题，规划总体，并且具体指导或参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研究工作。此外，撰写导论，进行修改和统稿。

付永春撰写第一章、第二章，宋姗姗撰写第三章，刘亚文撰写第四章，黄智芳撰写第五章，赵海风撰写第六章，张陶、赵翀撰写第七章，倪琳撰写第八章，王昊奕撰写第九章。

各位作者本着独立负责，分工协作，文责自负、发奋有为的精神，严格秉持学术规范，言必有据，努力推进国内学术界此一领域之研究水准。

各位深情厚谊，终身铭记，谨致崇高敬意，并表达深切谢忱。

郑涵

2013年11月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06.jpg
B 2000 - 2005 £ BB H (Gt A 1D

H AL 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General 116 128 142 126 115 160
BG= 12 5 9 2 20 18 14
R-15 24 19 34 58 50 26
R-18 1.5 103 97 94 82 85
Total 256 289 275 298 265 285

VNN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General 274 258 231 258
BG=il2 < 11 32 33
R-15 16 19 15 11
R-18 6 16 17 9
Total 309 304 291 341
General Total 565 593 596 589 590 626






OEBPS/Image00004.jpg
2003 4E 4 H 1 HLARTAIHLE

H i M E

259 s
A AR I

WAE(E D E R )5
PR .

R CFF A AR PR 55 14 52 80AT 4R I
PRl

HRIRCH AR )55 7 55 RREXT 6
% UL ILEE DI,

HRAECH DR ik
LA JL#E I

514 5 HEEXT 6 %

MR D AR AR A
EAVER H’L‘/ JFiK.

HRRCH AR Rk
PL I JL#EIFHL.

o5 14 5 HAEXT 12 %

Y

ﬂ PRCTF ARG IR HE 7 S5 HAEXS 16
% VLA AEIT K

MR AR
LA AR

MR D AE (R
% LA L & D4R TT
AR BRI

7 SRR 1
i X 18 % LA B

HRAECE P ARG E)E 14 AR P A
CRCID e






OEBPS/Image00005.jpg
TEJi A5 P

® 1 ZIEUFR PR EE 0L

iR R RO o

v

BN B ERS
o Al e
. é’.\u,,r;\j,v e o RAHE IR
PR

| T






OEBPS/Image00007.jpg
LSCRE IR T A

LawsRAL
petves

- [RIBR LS A L o il

System of Film Censorship and Classification

etz |






OEBPS/Image00003.jpg
1989 | 4% 129281k 12 % DI L

WA
1994 | {4 12 905854 12 % L F LR
kAR L
2002 | R S 12 $ AL
At






OEBPS/Image00001.jpg
SR REL 2

RO | e | AR X 2 9 ey
w013 | it | U g | SOUIARE. )

AT 25

TR SOHR L2 5 5 B & B
1921 | Hi5% A7 A BE B £ sl 45 0 7 20
ERGWE AP

H i
W AR RS

1932 | HL ¥

X AEA H % B
k16 H L) EEA

1951 | HL5%






OEBPS/Image00002.jpg
Ay

1B 2531

i

PR ) 2%

1970

Ugh— &%

A G AR E
UL R Wir AR
AT AL

AA %, 14 S EILEY
AL 5
X%, EA 1645 18 %

AR BOWA

1982

U

PG %% LHHES
WA

15 9. 3E 4 15 %P s
18 9.3 5 18 LA I
RI8 & AT ik Z P i

1985

24 L

U

PG % LHES
WA

15 % .3& 4 15 H UL E

18 %L I
RIS . ™ s Bl 76 H¢ 17

G H






OEBPS/Image00000.jpg
IIF [ 4 2

i

AR - (]
(D CIN) SO CERD M GEZ)
Rk KW
ATH S Il

9]

ek





